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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领域正处于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增长和概念重组时期。来自各种科学研究的独立发现正在汇聚成关于心智和心理健康的跨学科视角。人类发展的人际神经生物学使我们能够理解，心智和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是由经验塑造的，尤其是涉及情感关系的经验。

诺顿人际神经生物学系列将提供前沿的跨学科视角，进一步增进我们对人类心智复杂神经生物学的理解。通过借鉴传统上相互独立的广泛研究领域——如神经生物学、遗传学、记忆、依恋、复杂系统、人类学和进化心理学——这些著作将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供对临床医生来说往往难以接触的科学发现的回顾和综合。这些书籍旨在通过将众多研究领域的发现转化为共同的语言和概念框架，找到知识的统一性或融贯性(consilience)，来推进我们对人类经验的理解。该系列将把现代科学的精华与心理治疗的治愈艺术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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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致谢

我们所有人有时都会生气，尤其是当我们的利益被忽视或受挫时。传统脑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吗？还没有。我们所有人有时都会感到孤独和悲伤。现代神经科学是否试图阐明我们本性的这些方面？我们才刚刚开始谈论这些事情，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大多数人从与他人的玩耍性互动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有些人则不会，尤其是当他们抑郁时。神经科学对快乐的本质基本保持沉默，而心理学在研究和讨论其认知衍生物——幸福方面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对快乐的神经本质却鲜有洞见。

就像我们心智的许多其他情感力量一样，所有这些都来自大脑的功能，传统神经科学对于我们称之为情感(affects)的强烈情绪感受如何能从大脑活动中产生，却相对没有太多可说的。这是因为感受是主观体验的，有人说科学的传统第三人称测量方法（即对现象的外部观察）无法有效处理第一人称体验。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其他哺乳动物拥有进化相关的大脑系统。现代神经科学完全有能力最终阐明哺乳动物大脑以非言语感受状态的形式对世界事件产生情感评价的方式——或者如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所描述的，心智的激情。

这本书描述了一门名为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新科学学科，它致力于阐明我们最强烈的情绪感受——原始情感(primal
emotional
affects)——如何从位于新皮层”思考帽”下方大脑区域的古老神经网络中产生。新皮层是一个产生复杂认知能力和文化的器官,对于复杂的知觉、学习和认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新皮层负责人类能够实现的几乎所有文化里程碑。神经科学也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皮层内几乎所有的心理专门化功能都是习得的。目前还没有任何功能被实证证明是内在的、进化决定的”模块”。然而,如果没有大脑深处进化而来的基础心智,皮层将一事无成。新皮层下方那些古老的神经区域构成了我们的祖先心智——情感心智,它是进化专门化的,我们与许多其他动物共享这一心智。它是”考古宝藏”,因为它包含了我们一些最强烈感受的源头。那些古老的皮层下大脑系统是珍贵的、多彩的”宝石”,对于任何想要理解我们一生中曾经知道和将要体验的所有基本价值观根源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情感是构建生活美丑的基础。情感也会随经验而改变,但更多是量的改变而非质的改变。

这本书是对早期教科书《情感神经科学:人类和动物情绪的基础》(Panksepp,
1998a)的更新和通俗化尝试。这本教科书作为情绪心智科学的一种重要新方法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已成为希望理解来访者基本情绪的临床医生的资料书。尽管对同类动物的研究对情感神经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Jaak
Panksepp开始他的工作时主要关注人类情绪,尤其是临床疾病中的情绪障碍。他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适当的动物模型,就无法获得深入的神经科学理解。随着现代脑成像技术的出现,这一立场有所改变,但如果想真正理解大脑进化的功能网络,改变并不大。当人们静静地躺在无法容忍移动的脑扫描仪中时,很难产生强烈的情绪。尽管如此,通过那些壮观的人类脑成像技术获得的新证据已经阐明了许多关于情绪认知方面的内容,但关于大脑中这些感受的源头却知之甚少。初级过程情绪(primary-process
emotions)都与运动相关,现在的证据表明,原始情绪感受来自控制我们本能情绪生活的同一古老大脑网络。尽管该领域有许多理论,事实表明这些原始情绪感受来自大脑的情绪行动网络。

总的来说,情绪这个话题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极大兴趣——从必须处理已变得极端的人类感受的精神科医生,到任何对支配我们所做之事和我们在世界中身份的那些强大状态感到好奇的人。我们希望在这些章节中发现的内容将对许多人追求理解自己和他人(包括动物同伴)大有裨益,并认识到所有哺乳动物在情绪响应世界的方式上有多么相似。我们怀疑许多不同群体的人会发现这些观点特别有用。

为什么精神科医生、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应该理解七种基本情感系统

我们发现哺乳动物大脑的古老皮层下区域至少包含七种基本情感系统:在这里,我们将这些系统称为寻求(SEEKING,期待)、恐惧(FEAR,焦虑)、愤怒(RAGE,怒火)、欲望(LUST,性兴奋)、照料(CARE,养育)、恐慌/悲伤(PANIC/GRIEF,悲痛)和玩耍(PLAY,社交快乐)。(我们稍后会解释为什么使用大写字母来标记这些系统;现在只需说明它们指定了我们大脑中进化上非常古老区域的特定功能网络。)

这本书应该引起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以及情感、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学生的特别关注(它们各自对情绪的研究和讨论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方法)。我们这里的重点将放在这些系统的初级过程(primary-process)性质上,但我们不会忽视大多数其他研究者正在研究的层次——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内置的情绪学习机制)和三级过程(tertiary
process,在人类体验中如此明显的情绪思考和审议)。

神经科学家未能从经验上处理情绪组织的初级加工(primary-process)层面（进化层面），这阻碍了情绪研究中不同方法之间尽可能连贯的综合。当人们沿着大脑和心智的进化层级上升时，设想情绪生活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样化。相比之下，有大量证据表明，哺乳动物大脑的基本情感系统是哺乳动物心智的古老普遍价值结构，它们以个体情感体验类别的形式提供对世界的评价。在脑心智(BrainMind)复杂性中越往上——从初级到三级层面——整体方程就变得越可变和复杂。多种情绪流可能在思维心智中交叉，创造出大量心理学家经常关注的高级情绪——骄傲、羞耻、自信、内疚、嫉妒、信任、厌恶、支配等等，有数百种可能的变体。然而，如果没有对初级过程的清晰认识，对高级过程的重要研究仍然严重不完整。如果不能可靠地理解我们作为生存进化工具所继承的基本情感感受，我们就无法拥有可靠的心智理论。高级（社会建构的）感受很可能都需要我们进化能力的某些排列组合来感受某些方式。心理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可能受到我们初级加工感受的影响，而低级脑心智(MindBrain)的整体情感谱系是高级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心智的低级力量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被新兴的高级功能所塑造，这将是未来工作中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高级大脑过程既可以唤起情绪，也可以显著地减少情绪。所有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情感神经科学最有趣的方面。

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医生，必须了解这些情感系统，因为它们为身心互动提供了新的见解。其中一些互动已经广为人知。例如，考虑持续焦虑的痛苦，这是恐惧(FEAR)系统的表现。恐惧系统的唤起最终会导致皮质醇的过度产生。在最佳条件下，当动物感到害怕时，皮质醇的分泌会动员葡萄糖作为骨骼肌的能量供应，以防动物决定逃跑。通过这种方式，皮质醇分泌是有益的。然而，如果升高持续时间过长，过度分泌可能会开始损害身体。通常当皮质醇通过血液循环回到大脑时，下丘脑的室旁核(PVN)会施加抑制作用，停止皮质醇的进一步释放。然而，如果一个人或动物受到过量的压力——当他们长期感到恐惧或焦虑时——室旁核可能无法停止皮质醇的产生。

尽管皮质醇的情绪效应的强度和时间模式在不同人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所有内脏器官和大脑的许多区域，以及免疫系统，都可能受到皮质醇长期过量的不利影响。大脑和身体中许多由此产生的压力诱导级联反应也可能导致这些不利影响。长期高皮质醇水平在许多精神综合征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抑郁症中。目前尚不清楚皮质醇的过度分泌如何促进临床抑郁症。然而，各种生长因子（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正常产生的破坏已被牵涉其中。玩耍往往通过这类化学物质促进积极情感（见第10章），为常识原则提供了证据，即积极和消极感受在心智的情感经济中相互抵消。

此外，当人们严重抑郁时，他们经常遭受海马体损伤，因为过量的皮质醇会导致海马细胞萎缩，有时甚至死亡。也许令一些人惊讶的是，简单地挠老鼠痒痒并激发老鼠”笑”可以促进海马体中新神经元的萌发（见第10章）。海马体是一个对创建陈述性(declarative)和情景性(episodic)记忆——知识和经验的意识记忆——至关重要的大脑结构（见第6章）。没有这个大脑区域，人将生活在永恒的当下，对已经过去的事件没有记忆。因此，过度的皮质醇释放可以参与许多严重的精神障碍，包括记忆缺陷。

同样，小剂量的阿片类物质会提升情绪并促进社会团结。大剂量则会引起中毒。事实上，适量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可以产生医学上的有益效果。例如，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患者对假药物产生良好反应——可以用这种情绪化学来解释。如果患者感到自己的需求得到考虑和照顾，那么被照顾的积极感受会伴随着大脑中镇静性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从而减轻与悲伤/恐慌(GRIEF/PANIC)系统相关的感受。

除了产生良好的情绪感受外，阿片类物质还能减少应激性唤醒，减轻身体和心理疼痛的感觉，并产生各种免疫益处。因此，这些患者会感到安慰，在医疗上的状况也会比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时好得多。我们现在知道，安慰剂效应是真实的医学现象，主要通过激活大脑阿片类系统发挥作用。因此，这些治愈倾向可以被纳洛酮(naloxone)和纳曲酮(naltrexone)等阻断阿片类物质作用的药物减弱，甚至消除。

过去，当一个表面上健康的患者表现出情绪激动并抱怨身体症状时，医生往往认为这些症状是心身性的，“完全是心理作用”，因此不是身体上的或”真实的”。这不再是对心身疾病的公认观点。一旦我们认识到情感来自于由大脑化学物质驱动的情绪系统，这些化学物质也可以对大脑和身体的功能产生最终影响，那么情绪障碍和身体障碍之间的界限就会缩小到消失的程度。虽然心智和大脑看起来是不同的实体，心智是无形的，而大脑是物质的，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事物。心智大脑(MindBrain)或大脑心智(BrainMind)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与身体之间没有任何界限——它是整个物理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理解大脑情绪系统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心理和身体症状，不仅对一般医学很重要，还为当代精神病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情感神经科学为治疗情绪失衡的真实和特定症状指明了方向，即大脑心智的自然内表型(endophenotypes)，而不是诸如自闭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模糊的疾病学抽象概念，这些概念是从神经科学之前的精神障碍分类传承下来的。这些诊断概念是从平均临床表现中推断出来的。但我们现在知道，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模糊的——每个诊断类别都是一个概念性的总括，涵盖了大量重叠的心智大脑问题。

例如，大鼠天生害怕捕食者的气味。它们也天生害怕光线充足的开放空间，因此更喜欢待在黑暗和隐蔽的区域。当它们被放置在一个不熟悉的笼子里时，也经常表现出恐惧症状(通常通过僵住行为、血压升高和排便频率增加来测量)。常见的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䓬类(benzodiazepines)可以平息对开放空间和新笼子的恐惧。然而，大鼠仍然害怕捕食者的气味,这表明这是一种有些不同的恐惧。令人惊讶的是，吗啡在减少分离痛苦方面非常有效，也能够减少大鼠对捕食者气味的恐惧反应。通常我们会将不同类型的恐惧归入同一类别，但情感大脑研究表明，存在针对不同类型恐惧和焦虑的神经模型。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开发出特定的药物来治疗每种类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详细探讨的，与身体危险相关的恐惧(FEAR系统)和与分离焦虑相关的恐慌型恐惧(GRIEF/PANIC系统)之间存在令人信服的区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病学医学的发展一直受到人为概念的阻碍，这些概念是从复杂的症状学而非大脑研究中收集的。如果精神病学研究更多地与心智大脑的实际情绪症状联系起来，并更有效地与功能神经科学联系起来，我们可能会取得更快的进步。例如，我们可能很容易开发出针对易怒和愤怒的特定药物。这目前很难实现，因为没有为过度愤怒设计官方诊断类别(也许除了间歇性暴发障碍)。然而，整个社会，特别是儿童，经常是过度愤怒(RAGE)的受害者。我们已经有了P物质受体拮抗剂和阿瑞匹坦(aprepitant,目前用于治疗恶心的药物)等药物，如果可以从动物数据推广的话，应该能够减少愤怒易怒(见第4章)。目前，人们对更好地理解这些情绪内表型非常感兴趣，以便我们的诊断工具可以得到根本性修订，并可以开发出更好的药物。

对七种基本情绪系统的了解已经开始彻底改变心理治疗的实践，因为它提供了目前可用的最全面、基于数据的初级过程情绪大脑分类法。对这些系统的了解也意味着对人类情绪如何运作有更全面的看法。我们帮助提供了一个基于数据的分类法来讨论情绪生活的基础，并提供了许多特定大脑功能在情感生活中重要性的例子——例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oxytocin)在支持性社会关系的积极情感中的强大作用。这为健康情绪发展严重依赖于维持支持性人际互动的观点提供了神经生物学支持。在严峻的情况下，开具支持这种大脑化学物质的安全药物可以促进和巩固心理治疗实践。

为了突出我们在心理治疗中处理关键概念问题的方法，让我们来看看当前观点与经典精神分析思想的一些原则之间的对比。我们怀着对该领域理论精妙性的学术敬意来进行这一对比，但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我们如何以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家的方式看待基本情感过程，后者的观点基于临床洞察而非神经科学研究。

尽管心理治疗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朝着许多不同方向发展，但许多治疗师仍然继续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了解基本情感。此外，当前流行的情绪观点，即设想在某种程度上简单的正负情感效价的两极图式，通过高低唤醒来调节，实际上与精神分析的树并未相距太远。弗洛伊德认为人类驱力植根于我们的生理需求，他将这些驱力归为两类：力比多(libido)和攻击性(aggression)。驱力在心理上表现为愿望性思想——即充满情感色彩的思想。根据弗洛伊德理论，两种主要情感涉及对性欲望和攻击冲动的愿望。

弗洛伊德论证了几种驱力表达类型，每种都植根于力比多发展的不同阶段：口欲期、肛欲期、性器期和俄狄浦斯期。攻击驱力也类似地沿着这些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这为两种相互作用的驱力及其结果性情感愿望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围。然而，离散情感的范围远比神经科学研究所揭示的七种情感系统所产生的要有限得多。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SEEKING系统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驱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平行(只要他将力比多视为一种通用的欲求力量，而不是狭义的性术语)。然而，很难将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观点，以及他关于与依恋和情感纽带相关的性欲的观点，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观点，与我们从严格的神经科学调查中获得的知识相协调。

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和认知行为治疗方法未能明确识别SEEKING作为一种基本情感冲动。一些研究者还倾向于混淆FEAR和PANIC/GRIEF，将焦虑视为单一表现。在许多精神分析理论中，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强调。弗洛伊德学派将社会互动视为满足性和攻击冲动的衍生手段。社会需求不被视为基本冲动，而这种冲动有时可能在重要性上超越性或攻击，即使在基本本能冲动层面也是如此。尽管客体关系理论家强调人际需求的重要性，但他们倾向于关注家庭内的早期关系，特别是母子纽带。今天我们有了更多关于PLAY的重要性，例如，以及相关的社会支配的基本心理学的信息。

同时，我们在这里提供的内容对每个心理治疗师必须应对的人类心理生活的独特、个体化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存在着更高级的三级过程认知功能，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会与之相互作用。但通过澄清我们在试图帮助情绪困扰者时需要考虑的原始心理能量，它可能会简化心理治疗师的三级过程任务。如何做到？那需要另一本书。但也许现在一个洞察就足够了：下层大脑似乎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即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一种原始情感状态占主导。这种”单一狂热”(monomania)，由于缺乏更好的词，也会诱导认知装置”跟随”强迫性的自私沉思。治疗的目标是促进高级心理装置中更复杂的视角转换——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通过理解”低级思维”方式成为自己激情的主人。

也许经典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的这个核心问题可以通过情感神经科学来解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典精神分析可能不如其本可能达到的效果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解释(interpretation)——谈话治疗的核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主要的心理治疗工具。精神分析师倾向于专注于情感状态与其相应认知表现(愿望)之间的关系。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假设，通过解释相关的思想和观念，通过揭示它们在童年的起源并解释它们原始的情感意义，患者将被治愈。但我们如何知道这能解开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情感”结”？

假设在童年时期，一个男孩在父亲手中遭受了身体和情感虐待。成年后，这个男人自己倾向于欺凌弱者。心理治疗师会帮助患者识别其成年人格中的问题区域，即他欺凌甚至虐待他人的倾向，然后将这些特征追溯到童年。治疗师可能会解释说，这个男人欺凌弱者和虐待脆弱者是为了以一种不会导致报复的方式发泄他对父亲的愤怒。其他解释可能会强调他欺凌他人是为了恢复他的男性自尊的可能性。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解释，患者可能会被治愈或至少继续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观点中，认知问题被视为通往情感问题的门户。

精神分析传统之后，在行为主义时代，出现了高度聚焦的”行为矫正疗法”，其中认知和情感问题都被搁置一旁，治疗师试图通过调整强化条件来塑造不适应的行为模式。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焦点转移到”认知行为疗法”(CBT)，这种疗法对某些障碍如特定恐惧症非常有效(Beck,
1976)。现在，随着人们认识到情感潮流是精神障碍的核心，风向再次转变。

情感在脑心进化中的首要地位表明，疗法必须对人类情感生活有清晰的认识，以便治疗师能够为精神问题提供最佳的理解和帮助。事实上，这种自下而上的观点可能会颠覆心理学和哲学中认知”解释性”的情绪理论。显然，尽管认知问题在三级过程情绪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初级过程情绪必须按其自身的方式来处理。当传统治疗模式(精神分析或CBT)无法平息情绪风暴时，那么可能需要药物治疗。目前，大多数这类药物还不存在，因为精神科医生对情绪大脑的解剖结构和化学机制了解不够。我们希望本书能激发更多研究，从而促成此类药物的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的是对所有治疗传统的更全面整合，从动力-精神分析到新一代情感平衡疗法，这将是本书的主要焦点(见[第12章])。

例如，考虑上述讨论的案例，假设童年遭受的虐待已经致命地敏化了恐惧和愤怒系统，使得相应的情感难以或不可能平息。即使治疗师成功地让患者相信其问题的根源，即使患者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他人不公平、不公正，这也可能不足以产生任何治愈效果，因为他仍然会遭受压倒性的易怒，这可能表现为明显的欺凌欲望。

神经科学支持这一假设。两千年前，普鲁塔克指出：“愤怒的持续和频繁发作会在灵魂中产生易怒的倾向：这往往以暴躁、刻薄和乖戾告终，当心灵变得溃烂、易怒和好争吵，并被最轻微的事件所伤害时。”普鲁塔克似乎是对的。我们现在知道大脑的愤怒回路可以被敏化并变得过度反应。因此，即使患者完全理解其愤怒的根源，并做出极大的意志努力来抑制愤怒，他可能仍然无法停止感到长期的烦躁，并且会继续情绪不适。也许其他人可能免受其愤怒的有害影响，但患者本人可能会继续像治疗前一样痛苦，甚至可能更糟，因为他至少曾经有一个无法控制的情感宣泄口。

重点是思想并不总是比情感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认知解释通常对严重精神病理学效果不佳。实际上，来访者可能会被治疗师”清楚”看到的复杂性所困惑。当情感占上风时，谈话治疗很可能会失败，因为解释方法这一基本心理治疗工具，在面对我们的原始激情时常常无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期待有一天能够直接对驱力施加化学影响，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治疗应该简单地被药物治疗所取代。情感神经科学研究强调，临床医生不应该把人类当作神经化学物质的袋子或”缸中之脑”来对待。情感感受是完整方程的一部分，当精神科医生寻求问题的新治疗方法时，不应忽视它们。此外，哺乳动物的大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性大脑，必须这样对待。基本情绪系统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运作的，即使在初级过程层面也是如此。因此，几乎所有心理-医学干预都需要适当的心理社会帮助来补充，不仅要追溯和解开(可能是终生的)基本情绪失衡的次级和三级过程衍生物，还要引导、促进和激活期望的初级过程情感。积极情感可以促进韧性(resilience)，这对许多情绪问题都能产生持久的有益影响。情感神经科学强调，在所有未来的治疗学派思想中，社会情绪的作用必须保持关注焦点，以便最大化持久的改善。

其他受众

所有希望充分了解人类情绪的人——从父母到教育工作者——都会想要理解感受是如何从大脑内部产生的。这些情感系统对大多数处理人类的学术学科都有重要意义，从哲学到经济学，从艺术到社会科学。

父母

父母会想了解这些系统，以便评估孩子的正常发展。如果看到所有系统都达到了恰当的平衡，这表明孩子正在以情感健康的方式发展。但如果某个特定系统过度活跃或活跃不足，这可能表明存在问题。例如，一个过度用功或严肃的孩子可能PLAY系统活跃不足。PLAY系统让孩子学习社交行为规则——例如，何时合作、何时竞争，有时还要以幽默的方式退让并让别人获胜。当动物进行粗野打闹游戏时，如果一只动物获胜超过70%的次数，失败的动物就不再享受游戏，可能会完全退出这类互动。所以当孩子玩耍时，他们学习宝贵的社交技能，比如互惠的必要性和偶尔让步。孩子们会学习这些技能，因为如果不学，他们的玩伴可能会开始拒绝他们。

父母应该理解在孩子身上保持积极情感最佳平衡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们年幼时。皮层下情感系统可以通过经验变得敏感。神经科学家开始了解情感脑系统如何通过生活经历被塑造，通常是永久性的，就像承载我们身体动态进入世界的肌肉和骨骼随着时间发展和强化一样。这些变化可以延伸到基因被激活的水平，有时会导致终生的情感优势和弱点模式。理解这些表观遗传(环境诱导的)基因表达的长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脑心智终生的优势和弱点，将是情感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未来篇章。

因此，如果孩子得到了大量的养育性关怀(CARE)，形成了安全的社会纽带，并且通过PANIC/GRIEF系统的低活跃度促进了积极的依恋，那么孩子是幸运的。如果孩子有机会进行大量快乐的玩耍，如果孩子的好奇心得到了激发，那么支持这些能力的神经回路在一生中都会更加强健。另一方面，如果孩子遭受了引发其RAGE系统的不当挫折，或者如果孩子经历了高水平的FEAR或PANIC/GRIEF，那么她对这些负面感受的能力就会增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父母需要保护孩子免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所有孩子都必须学会应对它们，因为它们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所有负面情绪，以小剂量可管理的形式，有助于长期心理韧性(resilience)，这可能有助于抵御未来更持久的失望，从而避免抑郁。

教师

教师肯定会从了解七个基本情感系统中受益。所有优秀的教师都会激发SEEKING系统，他们让学习成为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然而，鉴于许多学习涉及一定程度的枯燥乏味，教师也需要施加社会约束。尽责的孩子会得到表扬的奖励，从CARE和GRIEF/PANIC系统的积极社会纽带分支中产生满足感。然而，顽固的孩子往往必须忍受不认可的威胁，伴随着上述社会情感系统负面分支的激活，更不用说RAGE和FEAR的痛苦了。如果是这样，那个孩子的生活将被负面情感和担忧所支配，而不是可以激励孩子取得更大成就的积极情感。优雅地给予有过多负面情感的孩子第二次机会，可以是一种美妙的维持生命的体验。无论如何，良好管理的社会约束可以增强孩子容忍挫折的能力，并为他们应对成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做好准备。

我们甚至会强调充足的身体游戏如何减少冲动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问题的发生率。当孩子满足了他们身体游戏的自然冲动后，他们就能更好地准备在教室里安静坐着并集中注意力。重新引入游戏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是把课间休息作为每天的第一堂课。实际上，这种需求过去在孩子步行上学并早到足以在课前遇到玩伴并一起游戏时就得到了满足。

管理者和主管

某些情感类型似乎在特定角色和环境中工作得最好。每个管理者都需要赢得员工的信任和尊重。员工应该感到管理者会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管理者应该相信员工会履行职责。这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建立在CARE系统的相互性之上。他们必须给予彼此所需要的东西，以感到安全并取得卓越成就。管理者也知道团队凝聚力的重要性。团队日可以通过培养PLAY精神来支持这一过程，让大型工作组的成员有机会在更亲密和放松的环境中互动。这种游戏式互动巩固了对劳动力团结重要的社会纽带。

动物行为学家

与动物打交道的人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关于控制动物行为的情绪的重要信息。事实上，美国最敏锐、最杰出的动物行为学家之一Temple
Grandin——一位患有自闭症的杰出人士——在她引人入胜的著作《动物让我们成为人类》(2009)中提出了这类信息。这部作品也有助于证实长期以来人们所持有的信念：动物确实拥有情感感受。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之外,有一场迅速发展的运动正在认可和重视其他动物的情绪,但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合理的信念和有趣的轶事,而非精心收集的科学事实。

我们书中总结的证据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实证而非观点的视角,来说明哺乳动物物种的情绪思维究竟是什么样的。目前基于证据的观点是,所有其他哺乳动物都充满情感激情——它们相当充满情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结论现在得到了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Panksepp,1998a中有大量详细说明,在这里则较为简略)。那些仍然持否定态度的人坚守着由来已久的怀疑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通常未能将现代情感神经科学研究整合到他们的思维中。也许其他哺乳动物无法像我们那样思考它们的情感生活(它们的三级过程可能非常不同),但有力的证据表明,它们确实体验到全方位的一级过程情感。

我们可以继续列举那些能从理解情感神经科学中受益的人: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其他想要创造更美好世界的文化领袖。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希望熟悉这些大自然母亲赋予我们大脑的基本生活工具。

致谢

我们都有很多要感谢的。

Jaak特别感谢他从妻子Anesa
Miller那里获得的所有支持和建议,她阅读并编辑了整部手稿。她在接受淋巴瘤治疗期间完成了这项艰苦的工作。与此同时,Jaak也在与另一种淋巴瘤抗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目前都已完全缓解)。Jaak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VCAPP(兽医比较解剖学、药理学和生理学)系动物福利研究中心的成员。他感谢所有优秀的同事,是他们让科学追求再次成为一种乐趣。Jaak的实验室主管Sheri
Six在这段时间里为维持他的实验室运转的诸多细节提供了宝贵的关注,在现代科学时代,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还用她对细节的敏锐眼光和致力于在研究中敏感使用动物的理念阅读了手稿。在过去的一年里,Mark
Solms这位备受尊敬和爱戴的同事,也为每一章提供了有用而热情的意见。在这段漫长的出版之旅的最后阶段,Tim
Lyons——一位前学生,他已经远不止是学生——在2010年夏末回来了几周,协助完成最后的润色,他消除了文本中许多残留的瑕疵。他的精力和奉献精神,特别是基于他在第二职业(在作为律师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之后)临床/咨询方面的培训,大大改进了这本书。感谢所有在这一路上提供帮助的人。

Jaak感谢华盛顿州立大学相关科学系和爱达荷大学人文系的所有优秀同事,感谢他们在他第三段学术生涯的六年中提供的诚挚支持和友谊。1969年在马萨诸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Jaak在苏塞克斯大学和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进行博士后工作。Jaak关于哺乳动物大脑一级过程情绪性的愿景,是在鲍灵格林州立大学(BGSU)从助理教授晋升为杰出心理生物学教授的30年工作中成熟起来的,这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实现。在因医疗问题和女儿Tiina的过早去世而提前退休后,Jaak加入了西北大学的Falk分子治疗中心,与Joe
Moskal、Roger Kroes和Jeff
Burgdorf的友谊以及智力和研究支持下,追求情感思维的遗传学研究。他继续与许多前同事合作,特别是在情感大脑的遗传学研究方面,希望确定控制哺乳动物情绪性的新神经化学途径。他感谢BGSU的许多同事,特别是Vern
Bingman和Casey
Cromwell,他们在2010年5月组织了一场庆祝他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大部分内容作为《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的特刊出现。

Jaak还感谢Audrey
Gruss以及抑郁症研究希望基金会(HDRF)的朋友和同事,感谢他们对抑郁症问题的智力投入以及过去几年中卓有成效的互动。Jaak目前是HDRF的研究联合主任,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开发用于理解和治疗抑郁症的新动物模型。他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革命者(有些人认为是激进分子),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认可。他的工作总结在400多篇科学出版物中,其中一半列在生物档案中,另一半则服务于社会科学。

Lucy Biven 曾担任英格兰莱斯特郡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儿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部门的心理治疗主任。大约20年前，当她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任命设计并实施一项监护权转移协议时,她开始对神经科学产生兴趣。该协议涉及将一名2岁半女孩的监护权从她视为父母的夫妇家中转移到她的亲生父母家中。和大多数同事一样，Lucy担心这个小女孩的心理发展，然而这个孩子进展良好，如今已是一位情感健康的年轻女性。这一切是如何成功的？只有神经科学提供了答案。

由此开始了对神经科学的持久兴趣。然而，即使在广泛阅读了多年之后，她仍感到不满意，因为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感知、学习和记忆上，而不是情绪。当神经科学确实涉及情绪时，通常是恐惧及其在条件学习中的作用。神经科学并未聚焦于完整的情绪范围或情绪本身。

然后在2000年，她参加了由Mark Solms主持的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analysis Society)在伦敦举办的研讨会。Jaak
Panksepp是主题演讲者。Jaak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直接聚焦于情绪脑的神经科学家。随后，Jaak和Lucy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漫长而富有启发性的电子邮件交流，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Jaak富有深度的研究提升了她的临床工作，但她还感激其他给予她指导和建议的人。首先是她的父亲Charles
Brenner，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清晰的思维和通俗易懂的书面表达始终提供了一个典范目标。Anna
Freud在指导Lucy接受培训的伦敦汉普斯特德诊所(Hampstead
Clinical)时仍然充满智慧活力，直到今天，她仍未遇到过更有天赋的临床医生。还是学生时，Lucy遇到了Vann
Spruiell，他的临床和情感诚实让她看到精神分析既可以也应该是一项充满活力的追求以及智力努力。一路走来，还有其他优秀且有影响力的同事，其中包括Josephine
Klein、Anne Alvarez和Thelma Hillaby。

Lucy曾在密歇根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助理，在另一位杰出临床医生Humberto
Nagera博士的卓越指导下工作。她是密歇根精神分析研究所(Michiga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的教员，1985年，她因一篇临床论文获得了Ira
Miller纪念奖。她曾担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的编辑审稿人。

她撰写了几篇关于神经科学及其与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相关性的论文，并在美国、英国、南非和墨西哥广泛演讲。最后，她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她的丈夫Barrie，她全心全意地感谢他。

我们都感谢W. W.
Norton出版社的优秀员工将这项工作带到完成，特别是我们的责任编辑Deborah
Malmud，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了指导和鼓励。


前言

DANIEL J. SIEGEL, 医学博士

对我们内在主观生活和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理解，在《心灵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Mind)的深入探索中得到了深刻而有益的阐明。通过探索我们的神经架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的精神世界及其如何交织，神经科学家Jaak
Panksepp和心理治疗师Lucy
Biven创造了对人类生活古老起源的详细视角。这一重要综合的核心是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皮层下回路(subcortical
circuits)是”初级”体验的基础基质——情绪和动机塑造我们的主观生活，影响我们的行为，并塑造我们的关系。Panksepp和Biven提出，较高的新皮层区域在我们学习产生情绪反应方面发挥重要但明显”次要”的作用，而更深层的皮层下区域——仍然存在于我们较古老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回路中——塑造了我们日常精神体验的固有质地。

Jaak
Panksepp的学术生涯致力于探索这些回路的本质，他的观点是这项工作的核心要素。在倡导非人类动物拥有需要被尊重和理解的内在情感世界的职业生涯之后，这位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领域的重要领导者现在将焦点转向利用这些对古老回路的新见解来帮助人类。Panksepp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倡导者，呼吁对动物王国的所有成员进行富有同情心的理解。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开始看到尊重主观生活内核的重要性，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帮助所有生命。

无论您是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还是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您都会在这些页面中发现有用且详细的信息，内容涵盖了构成我们情感并塑造我们动机的七大主要原始回路的精彩讨论：寻求（SEEKING）、愤怒（RAGE）、恐惧（FEAR）、性欲（LUST）、关爱（CARE）、恐慌/悲伤（PANIC/GRIEF）和玩耍（PLAY）。虽然这些皮层下系统与更高级的新皮层的相互作用在我们作为人类的体验中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本书中，我们有机会深入探讨这些更古老的情感核心来源。我们知道，心理治疗和心理训练的许多方面都是新皮层随时间学习并能够改变我们情绪大脑各个方面的重要方式（参见Davidson
& Begley, 2012年的有益讨论）。例如，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已被证明可以改变调节情绪、注意力、共情和自我理解的重要区域的皮层连接。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s）（参见Schore, 2012; Cozolino,
2010）也可能塑造前额叶皮层区域，这些区域连接我们广泛分离的高级和低级神经区域（参见Siegel,
2012a, 2012b）。因此，新皮层从经验中学习。

自然地，治疗师、教师、父母或其他对学习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和大脑感兴趣的人会将这种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视为我们如何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变化的重要维度（参见Doidge,
2007年关于皮层神经可塑性的概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了解那些在我们出生之前——在子宫外学习开始之前——可能就已经形成良好的更”基本”或”原始”的神经区域呢？答案非常简单：这些皮层下的区域既是皮层以分化方式生长的基础（参见Trevarthen,
1990; McGilchrist,
2009），也是我们体验心理生活——我们核心的、内在的、时时刻刻生活的主观质感——的基础。此外，对这些深层结构的科学观点只会扩展我们的自我理解，并可以提供可能改善我们生活的赋能洞察。

在本书中，您会发现对抑郁、焦虑、悲伤和恐惧的深入讨论，这可能会阐明您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有一些有益的探讨，关于经验如何塑造记忆和情绪的回路，形成我们内心生活的神经基础，并改变我们调节情感反应的能力。这些讨论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帮助他们了解客户/患者体验的本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共情理解和临床干预能力。人们在社交困难（如自闭症）、学习问题（如注意力缺陷状况）和情绪调节问题（如情绪障碍）方面所经历的挑战，都会因这部作品所揭示的视角而呈现出新的面貌。本书还为教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教育体验核心的动机、情绪和学习的深层回路。当我们意识到师生关系基于信任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皮层下回路为有效的学习关系奠定了基础。如果您是学术研究人员，本书提供了关于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皮层下方面的广泛而详细的综述，以一个流畅的叙述呈现，这可能会激发一些理解该领域的新想法，并可能直接为您自己的项目提供信息。

作为一名受过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双重训练的人，我发现这本书对科学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域及其在治疗理解中的应用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索。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诺顿人际神经生物学系列丛书（Norton
Series on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的创始编辑，我认为了解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将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教育洞察带入我们的工作和世界。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建议，这可能有助于你吸收接下来的内容。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能会对文中提供的大量细节和丰富的学术参考文献非常感兴趣。然而，如果你是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或普通读者，你可能会发现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会让这本书更有趣。这里有很多材料——以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关于神经回路、神经递质以及揭示我们对它们认知的研究，详细讨论并不少见。我给你的建议是：像读一本引人入胜的非虚构故事一样阅读这本书。就像你不会去记忆一本小说一样，不要担心记住所有关于研究的细节。你不会被测试记忆了多少内容！当你以这种更轻松的方式阅读时，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大脑会自然地识别出随时间自然浮现的信息模式。最初不熟悉的术语可能会开始变得熟悉，不寻常的名称看起来和说起来会更舒适，这样你在继续阅读时会对这些不太常见的术语感到更自在。那些在流行媒体中常见的皮层下区域——如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体(hippocampus)——都在这里出现。但你也会遇到不太知名的皮层下神经区域，如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它们在我们情感生活的这一考古叙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你可能对多巴胺(dopamine)和血清素(serotonin)非常熟悉，但你也会在这里找到关于催乳素(prolactin)和催产素(oxytocin)的详细讨论。放松，只需倾听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展开。放下那些古老的恐惧(FEAR)和恐慌(PANIC)反应(来自童年和学校)，如果你试图记住所有阅读的内容可能会产生这些反应。相反，保持玩耍(PLAYFUL)的心态，寻找(SEEK)那些在阅读过程中对你感觉相关的内容。你即将体验贾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充满激情的思想以及他思考我们神经起源的方式。享受与贾克一起的旅程，让自己领略一生的热爱和学习成果！

心智考古学


第一章

祖先的激情

……某些我们认为能表达某些精神状态的行为，是神经系统构造的直接结果，从一开始就独立于意志，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习惯……我们目前的主题非常模糊，但由于其重要性，必须详细讨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无知总是明智的。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72)

本书带我们进行一次考古挖掘，深入哺乳动物大脑的深处，探寻我们情感心智的祖先来源。据我们所知，所有哺乳动物大脑的基本生物学价值都建立在相同的基本计划之上，这一计划体现在创造意识的情感回路中，这些回路集中在皮层下区域，远低于人类高度发达的新皮层”思考帽”。没有这个基础，精神生活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在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共享的祖先大脑网络中，几盎司的脑组织构成了我们情感生活的基石，产生了我们内心感受情感上的好或坏的许多原始方式。随着我们成熟并了解自己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些系统为进一步的精神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皮层下大脑网络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非常相似，但并非在所有细节上都完全相同。这种相似性甚至延伸到某些鸟类物种，例如，它们也有分离痛苦恐慌(PANIC)网络——一个悲伤(GRIEF)系统，我们在这里经常这样称呼它——这是它们大脑和我们大脑中心理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见第9章)。

我们哺乳动物和鸟类共享许多其他基本情感系统，有些甚至似乎存在于冷血爬行动物中，但对它们了解较少。因此，在许多温血脊椎动物物种中，各种基本情感网络在解剖学上位于相似的大脑区域，这些网络具有非常相似的功能。我们将讨论通过对其他动物(以下简称”动物”)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大脑系统的性质。这些知识开始让我们了解人性的更深层面。它提供了一个基于科学的关于心智起源的愿景。

正如序言中简要提到的，哺乳动物大脑的古老皮层下区域至少包含七个情感或情绪系统：寻求(SEEKING)(期待)、恐惧(FEAR)(焦虑)、愤怒(RAGE)(生气)、欲望(LUST)(性兴奋)、关怀(CARE)(养育)、恐慌/悲伤(PANIC/GRIEF)(悲伤)和玩耍(PLAY)(社交快乐)。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都控制着不同但特定类型的行为，并伴随着许多重叠的生理变化。据我们所知，这些系统也产生不同类型的情感意识，其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自人类(Panksepp,
1985)。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这些系统在人类中受到刺激时，人们总是会体验到强烈的情感感受，大概当这些系统被生活事件正常激活时，它们会为人们产生关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的丰富记忆和思考。

情感神经科学的三角验证方法（本章后面将讨论）为这些系统的效应提供了收集所需证据的机会。但为了有效推进，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大脑的情感系统，以匹配我们对这些初级加工心理力量不断深入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情感系统的名称大写。民间心理学流传下来的日常用语可能会造成对这些初级加工精神动力的误解。大写字母表明，哺乳动物大脑中确实存在各种情感的真实物理且独特的网络。

如右侧大脑半球内侧视图所示（[图1.1]），这些情感生成脑区集中在最古老的内侧（中线）和腹侧（腹部侧）脑区，范围包括：(i)
中脑，特别是被称为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区域，或以前称为”中央灰质”；(ii)
下丘脑和内侧丘脑，与(iii) 高级脑区大量连接，传统上称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包括杏仁核、基底神经节、扣带皮层、岛叶皮层、海马和隔区（见[图1.2]，该图描绘了隐藏在[图1.1]左半球内的回路）；以及(iv)
各种内侧额叶皮层和腹侧前脑区域（例如眶额皮层），为情感反应提供更高级的控制。尽管皮层下”边缘系统”的概念受到了一段时间的质疑，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与一些早期观点（例如詹姆斯-兰格理论(James-Lange
theory)）相比，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后者将情感定位在高级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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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1.
人脑内侧视图（右半球），突出显示了大脑的一些主要区域。从前到后的缩写如下：DMPFC：背内侧前额叶皮层；SACC：上前扣带皮层；VMPFC：腹内侧前额叶皮层；PACC：膝周前扣带皮层；MOPFC：内侧眶额皮层；CC：胼胝体；MT：内侧丘脑；Hyp：下丘脑；VTA：腹侧被盖区（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的来源，支配基底神经节和内侧前额叶区域；见[第3章]）；P：松果体；sc：上丘；ic：下丘；PAG：导水管周围灰质；Ra：中缝背核（支配边缘系统的主要血清素系统来源）；LC：蓝斑（上行背侧去甲肾上腺素通路的主要来源，供应整个前脑）；NTS：孤束核（来自内脏经迷走神经的主要内部受体系统的位置）；Cb：小脑。（我们感谢Georg
Northoff提供这张大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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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边缘系统示意图，Papez环路用点画突出显示。FC：额叶皮层；CG：扣带回；OB：嗅球；BN：终纹床核；AH：前下丘脑；VAFp：腹侧杏仁逃逸通路；Amyg.：杏仁核；HC：海马；Fx：穹窿；AT：前丘脑；MB：乳头体；MTT：乳头丘脑束；Hab：缰核；FR：后屈束；ip：脚间核；ST：终纹（来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布）。

据我们目前所知，原始情感系统由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组成，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都非常相似。这表明这些系统在很久以前就已进化，并且在基本情感和动机层面，所有哺乳动物的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在我们大脑古老的情感深处，我们在进化上仍是亲缘关系。这在我们的身体结构和生物化学中早已显而易见。在各种哺乳动物中都发现了激发这七个情感中介系统的相同类型的神经通路和脑化学物质。根据目前的证据，当这些系统被激活时，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都会体验到相似的感受。当然，这些感受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它们相同。进化总是为共享的一般原则增加多样性，尽管进化多样化，这些原则仍然为将关键问题从一个物种转化到许多其他物种提供了桥梁。现代医学的许多发现都是基于使用相同推理的动物模型。

正如我们在序言中提到的，这些情感基质是”考古宝藏”——体现我们情感体验能力的多面”珍宝”，这种能力我们仍然与我们的动物近亲共享。然而，作为人类，我们拥有更高级的大脑扩展，使我们能够深入思考我们的本性以及更理性、更具文化性和创造性地生活的选择。我们可以在愤怒时咬住舌头，不说让事情变得更糟的话。但许多人”选择”不这样做。我们在上一句中使用了引号，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情感并不受高级思维的意志控制。事实上，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新皮层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低级思维编程的，结合我们早期的养育，导致幸福的生活（Narvaez等，2012；Szalavitz
& Perry，2010）或充满痛苦的生活。

由于我们大脑的高级扩展，我们在认知层面体验生活的方式是其他动物无法想象的。我们可以用微妙的方式反思我们的选择，从而产生越来越微妙的感受，这些感受主要是通过学习建构的。我们独特的心智，在这个世界和宇宙中，源于我们高级新皮层扩展的认知丰富性。但与此同时，我们的高级心智始终植根于我们祖先的过去。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希望将我们的情感生活设想为与我们的认知能力完全交织在一起，但从神经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正确的。尽管许多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更愿意只思考我们独特的大脑能力，但这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心智的起源。但思考我们心智的这些三级加工层面是很有趣的。在那个层面上，我们拥有所有层面相互作用的完整复杂性，这使我们甚至可以以存在性恐惧来思考我们的死亡，或者拥有崇高的感受(Hoffman,
2011)。其他动物不太可能以如此深刻的神经情感焦虑和欣赏深度来体验它们的心智。但它们肯定会体验到它们的原始情绪，也肯定会体验到一些更难理解的其他层面。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通过欣赏其他生物的心智，深入到人类心智的最深根源。

尽管神经科学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大脑的古老情绪回路了解很多，但这些回路直到最近才被明确地与我们的情绪感受联系起来。这使得神经科学家能够深入研究情感的神经基质——我们基本的内部产生的感受的集合。哪些大脑系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为什么有时会悲伤?为什么有时有些人总是悲伤?我们如何体验热情?是什么让我们充满欲望、愤怒、恐惧和温柔?传统的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无法为这些深刻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人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情感神经科学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开始，既不贬低我们独特的人类能力，也为这些断言提供了关于心智起源的新视野和新数据支持。情感神经科学寻求将情感心智与动物大脑联系起来——在(i)主观心理状态(最容易在人类中研究)、(ii)大脑功能(更容易在动物中研究)和(iii)所有幼年哺乳动物为了生存必须在早期展现的自然(本能)情绪行为之间进行三角定位。这种三角定位使我们能够设想人类心理生活的古老基本结构以及我们价值观的深层神经来源——我们原始的情绪感受。

这些知识为我们指明了必须研究的大脑功能，以便理解情绪障碍——在人类和动物生活中引起心理混乱的各种精神综合征。但成熟的经验很快就会用丰富的思想和学习来补充那些进化而来的工具，使整体图景变得非常复杂。然而，我们计划尽可能保持在初级加工层面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层面被那些研究心理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人所忽视。无意识次级加工的分析已经是行为神经科学的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分支(想想恐惧条件反射，我们将在[第5章]和特别是[第6章]中详细讨论)。我们将忽略人类心智的许多高阶(三级加工)方面，但我们会论证所有这些心理奢侈品都必须建立在对基础问题最透彻的理解之上。我们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理解，是因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动物大脑研究得到很好的阐明。而且现在已经一个世纪了，关于心智如何在动物大脑中产生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少。许多研究人员仍然声称动物是没有心智的僵尸，没有可比的脑心智组织，而这种组织在人类中明显导致自我意识([第2章])。

肯定有许多学者可能不同意上述策略。我们将尽量避免在这里进行复杂的学术辩论(那将是无休止的)，但我们确实需要让读者了解一下在这个领域有既得利益的许多科学家可能如何回应我们的立场。我们将以通用的方式来做这件事，通常不会指向任何仍然在世的特定人物。有兴趣追求这个领域多样化视野细节的读者可以参考Jaak
Panksepp的其他出版物，他已经多次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一个强调该领域众多观点的优秀补充读物包含在情绪的本质(Ekman
& Davidson编辑，1994)中。

目前在心理学领域，存在一场关于我们是否拥有”基本”情绪的争论，一方相信基本情绪论，另一方则倾向于情绪生活的”维度”观点。要清晰了解这场辩论，Zachar
& Ellis (2012)
编辑的即将出版的文集可能特别有用：在该文集中，完整阐述了Panksepp的观点以及波士顿学院James
Russell教授的观点，后者一直倡导情绪生活的维度观。维度观认为，一个统一的双价（从积极到消极的效价，以及高低唤醒维度）源自一个称为核心情感(Core
Affect)的大脑过程，这是我们情绪本质的基础。这场辩论还得到了不同评论者的补充观点。这种维度观催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包括最近对动物如何做出复杂的情感相关认知选择的精细动物情绪研究(Mendl
et
al. 2010)。这种方法现在可以通过情感神经科学策略来补充，将研究发现与脑心(BrainMind)内的神经进化控制层次联系起来(参见Panksepp,
2010a对Mendl及其同事的评论)。这种混合方法对于理解心脑(MindBrain)的全部复杂性至关重要。

我们使用这两个术语——mind和brain，双重大写并以两种顺序排列，以强调情感神经科学是彻底一元论的，没有任何残留的二元论观点。当我们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时，更常使用”脑心(BrainMind)“这个术语；当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时，则使用”心脑(MindBrain)“，两者对于理解大脑进化层次内的”循环因果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双重大写且不带空格，也强调了将大脑——有些人喜欢称之为”心智肉体”——视为一个统一器官的必要性，没有将心智和大脑视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观点的残余，这种知识传统只会阻碍我们的理解(参见第二章)。同时，这个术语的两个版本强调了(i)大脑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拥有的心智内容类型是内在的(脑心)，而(ii)另一个版本则强调在这个器官的上层区域，大量的学习和思维，通常受到社会和文化影响的引导，产生的复杂性可能无法通过动物研究来阐明。

因此，我们有更高级的大脑功能——如今通常被设想为计算认知心智——需要与更普遍的情感心智区分开来。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心智之间的这种区分虽然不受欢迎，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支持(图1.3)。将心理治疗建立在对情感过程的知识基础上，从而理解如何最有效地调动有益的认知视角，这一点很重要(Panksepp,
2010b)。

大脑和心智是独立实体的观点是勒内·笛卡尔的最大错误，借用Antonio
Damasio
(1994)的著名说法。笛卡尔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认为动物没有意识，没有体验，因为它们缺乏构成人类心智的那种微妙的非物质材料。这种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表现为相信动物不会思考甚至不会感受它们的情绪反应。大多数研究动物大脑的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像他们研究习得行为那样系统而出色地讨论和研究动物的心智，特别是它们的情感感受。动物的原始感受最好通过行为学来研究——通过监测它们自然的情绪倾向。我们的观点是，现在是时候开始这段艰难的旅程了，因为它可能比任何其他尝试过的方法更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心智的古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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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大脑中介导情感和认知过程的脑系统之间主要差异的总结。总体而言，情感系统控制大脑的整体状态，而认知则处理来自外部感官的输入信息。

因此，主要从动物研究中获得的现代神经科学的详细知识表明，区分心智和大脑不再有用，尽管我们确实必须区分心智的类型和大脑的类型：情感感受，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试图主要从观念角度来理解，实际上是大脑的功能。但是能够获得神经”机制”(即神经系统实际如何运作的细节)的大脑研究，在人类身上从伦理角度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动物身上能否合乎伦理地进行这样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他动物确实有情感体验，理解这些系统对于生物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实践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自由地使用心脑(MindBrain)或脑心(BrainMind)这两个术语，具体取决于我们希望强调大脑的哪个方面，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动物中。但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动物大脑研究阐明的心脑的初级过程情绪。

在继续之前，请考虑以下额外的术语澄清：在本书中，我们最关注的是，首先，产生原始情感感受的本能情绪反应，这些是大自然母亲植入我们大脑的；我们称之为初级过程心理体验(它们是脑心(BrainMind)的进化”既定物”之一)。其次，在这个”本能”基础之上，我们拥有各种学习和记忆机制，我们在此将其视为大脑的次级过程；这些已被研究恐惧条件反射的学者特别深入地研究过(见第5章和第6章)；我们相信这些中间层大脑过程是深度无意识的。第三，在大脑的顶层，我们发现了多样化的高级心理过程——各种认知和思维，使我们能够反思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三级过程。认识到这些控制层级对于理解脑心的完整复杂性有极大帮助(图1.4)。

一旦我们开始认真考虑已存在的证据，我们相信关于心灵地下室中存在许多基本情感感受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Panksepp,
1998a)。这种对情感生活的”基本”观点也长期以来被研究人类面部表情的学者所倡导(Darwin,
1872; Ekman & Davidson, 1994; Izard,
2007)。事实上，最近对人类脑成像的”元分析”，综合了大多数相关研究的证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Vytal
& Hamann, 2010)。

许多争论已经出现(例如，Ekman, 1994; Russell,
1994)，因为人类研究实际上无法清楚地描绘人类心智的初级情感过程，因为几乎所有关于人类的研究都在三级和次级分析层面进行。但由于初级过程情感的心理力量，那些研究我们面部表情的学者已经足够清晰地看到了基本情感的微光，足以说服大多数人相信我们的情感本质存在某些基本的东西。但他们没有工具告诉我们那是什么。然而，由于动物研究，我们可以确信所有哺乳动物都拥有许多初级过程情感系统，以及其他情感系统(感觉和稳态系统——图1.4)。而且这些系统并不集中在新皮层，尽管它们与我们的高级脑功能有相互关系(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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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大脑内控制的总体层级概要：(1)
三种一般类型的情感，(2) 三种基本学习机制类型，(3)
新皮层的三种代表性意识功能(完全依赖于通过基底神经节向下循环到丘脑，再循环回新皮层，才能充分阐述思维和行为)。

很少有神经科学家，更少有心理学家在研究所有哺乳动物共享的初级过程情感机制是如何在大脑中构成的。几乎没有人在研究感受(情感)方面。这有助于解释关于情感实际上如何在大脑中产生这一问题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相比之下，许多许多科学家正在研究感知功能，如听觉和视觉(关于低级脑感知能力的精彩总结，见Merker,
2007)。对大脑初级过程情感网络的几乎普遍忽视，导致许多人类心理学学者，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忽视了他们最亲密的跨学科同事不谈论的问题。

在认识脑心内的进化层级时，关于大脑专业化的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出生时，我们心脑的新皮层”思维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块白板，经验在那里”自然地”印记了许多能力和技能。这些印记包括看似”硬连线”的大脑功能，如我们复杂的听觉和视觉能力。在新皮层层面，这些能力是通过在世界中生活的过程构建的，而不是由任何严格的遗传指令构建的。在众多关键证据中，最令人信服的如下：如果我们在出生前消除”注定”成为视觉处理区域的皮层区域，完美的视觉功能会在皮层的相邻区域出现(Sur
& Rubinstein,
2005)。皮层下(例如，丘脑)的影响，可能直接来自外侧膝状核(LGN)的视觉投射，或者可能来自皮层本身的化学梯度，足以使大脑表面发展出视觉能力。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确信复杂的听觉在脑心进化中是比视觉更古老的过程。这是因为在中脑层面，听觉处理的中央车站——下丘，投射到丘脑的内侧膝状核(MGN)——比中脑视觉处理中心(上丘，投射到LGN)更靠下(更尾侧，意味着更古老)。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触觉进化而来的听觉，比视觉是一个更情绪化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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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一个关于如何思考动物可能具有的情感特质的真相图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认为右下角在哲学上是正确的位置,这样可以避免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s),即将不真实的结论误认为是科学正确的。这导致了讨论动物的”类焦虑”行为,而非动物的真实恐惧。本书基于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家应当明智地将自己置于左上象限,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避免第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s),即由于错误信念或评估现象存在的方法不足,而错过对真实现象的检测。

目前,我们用来粗略”判定”大脑系统年代的这一原则只是一个经验法则,并且存在例外。例如,来自新皮层的更现代的向下影响确实穿透了大脑的许多古老层次。也许最显著的例子是大脑中最长的通路——皮质脊髓束(cortico-thalamic
tract)。这条通路从大脑额叶区域的运动皮层一直延伸到脊髓深处,使我们能够随意控制手指和脚趾,这对于演奏钢琴和所有其他乐器、表演舞蹈以及写书都是必需的。

许多情绪研究者以及神经科学同行在情感(affect)和情绪(emotion)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将情绪视为纯粹的行为和生理反应,而不包含情感体验。他们认为情绪唤起仅仅是一组生理反应,包括与情绪相关的行为和各种内脏(激素/自主神经)反应。在他们的科学观点中,动物可能表现出强烈的行为性情绪反应,却实际上没有体验到任何东西——许多研究者认为其他动物可能感受不到它们的情绪唤起。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有些人声称我们将要讨论的系统是深层无意识的——在我们称之为初级过程脑心智(primary-process
BrainMind)的祖先体验剧场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认为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大多数神经科学家愿意承认,许多生理和情绪行为反应是由位于大脑深处的皮层下结构启动的,但他们通常否认或忽视这些相同的结构可以产生原始的情感感受。根据他们的观点,如果动物暴露于危险中,深层大脑结构会产生自动行为(如僵住或逃跑)以及内脏反应(如心率加快和向血液中分泌皮质醇这种通用压力激素)。他们认为这种反应纯粹是生理性的——纯粹的情绪行为而没有任何伴随的情感。这些学者非常乐于声称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将人类类型的心理过程归因于其他动物——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关于此类问题的精彩讨论,见Daston
& Mitman,
2005)。许多其他人选择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更倾向于谨慎的不可知论立场。我们对所有以情感神经科学方式研究过的哺乳动物的证据解读是,人类和动物的心智建立在基因同源的——进化相关的——情感系统之上,为更高的心智活动提供了许多相似的生物”价值结构”(参见图1.5中需要指导每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真相图表)。显然,一些系统会非常相似,而其他系统,特别是社会性情绪(social
emotions),会因进化分化的选择压力而差异更大。

原始情绪对成熟的人类来说并非日常现象,但大多数人都能记得在愤怒中握紧拳头、脸红,感到极度恐惧,以及感受到深深的悲伤和喜悦。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分享关于这些初级过程心智机制的证据,其中大部分来自对动物的研究。这些感受创造了一种充满能量的意识形式——充满情感强度的意识——我们将其称为情感意识(affective
consciousness)。原始感受本质上并不明亮和聪慧,但它们被构建到我们的大脑中,因为它们对于立即应对世界和了解其潜力非常有用。原始情感是帮助我们生存的祖先记忆。这些古老的大脑网络可以让我们以许多方式感受——我们有时称之为核心情绪情感(core
emotional affects)和原始情绪感受(raw emotional
feelings)的体验。无论我们使用哪个术语,我们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

研究人类的认知科学家倾向于声称情感感受源自人脑的某些最高级区域。许多和我们一样对人类心理学感兴趣的科学家认为,情感(affects)是当人或动物能够从认知上理解情绪的外周生理变化时产生的。换句话说,情感是由对身体反应的认知反思所定义和衍生的,而不是大脑本身固有的。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感到胃部翻腾或拳头紧握,高级认知大脑(新皮层,neocortex)会解释这些原始的生理反应,当它们通过感觉神经进入大脑时,并将这些感受标记为情绪。据称只有在那时,人才会有焦虑或愤怒的主观体验。这就是著名的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James-Lange
theory),该理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提出了(见第2章)。现在我们知道,大脑本身通常会引发伴随情绪的身体唤醒。但尽管如此,一些同事进一步断言,情感只有在我们能够实际用语言表达它们时才会产生——感受源于我们将心智的无意识力量概念化的能力。由于新皮层(大脑的外层)是认知和语言的所在地,这些认知/语言理论认为,情感是在新皮层”读出”位于大脑内部的情绪生理控制时产生的。对他们来说,我们将关注的大脑深层部分无法产生任何体验。我们认为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读出理论(read-out
theories)隐含地将意识等同于认知——我们对自己感受和伴随思想的自我意识觉察。如果相信意识总是认知性的,那么情感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认知性的。根据读出理论,情感意识不能从产生情绪的生理变化和本能行为的深层大脑功能中产生,因为这些深层基质是非认知性的,因此必然是深度无意识的。情感只能从严重依赖大脑最顶层(我们的新皮层)的有意识思维中产生,而新皮层对我们所有的高级认知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大量的动物研究和许多临床观察反对将意识与认知等同起来。如果接受情感感受作为意识的一种基本形式,有许多方法可以将这些心智状态与构成认知意识、人类理性基础的信息处理区分开来(图1.3)。

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基本上没有大脑半球(他们是无脑畸形,anencephalic)因此基本上没有新皮层的人类婴儿,在智力上会保持不发育状态,但如果他们在养育性和社交参与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可以成长为情感充沛的儿童(Shewmon
et al.,
1999;有关这类儿童的照片,见图13.2)。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去皮层实验(decortication
experiments)已经在实验室动物上完成。对于外行来说,这些动物与正常动物无法区分。事实上,它们比正常动物更情绪化。由于这些儿童和动物几乎没有新皮层,他们的情感能力必定源于下方的其他大脑部分。这是科学中最接近证明的例子,而在科学中,结论通常受制于多种可能的解释。革命性的神经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现在指出,如果没有允许它们运作的低级皮层下系统(subcortical
systems),即使是我们的高级认知心智也无法工作(例如,Damasio, 2010; Koziol
& Budding,
2009)。我们的观点也是,心智的古老情感基础对许多高级心理活动至关重要。简而言之,要理解整体心智,我们必须尊重在大脑进化中首先出现的祖先心智形式。

不用说,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用语言思考能力的失语症中风患者(通常是由于左侧新皮层损伤)也会保留他们的情感能力,这表明情感意识独立于语言。因此,临床观察表明,认知能力和用语言思考的能力都不是情感意识的必要条件。感受体验可以是无知性的(anoetic)——一种非反思性的、不经思考的初级过程(primary-process)意识,它先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或我们所谓的知性(noetic)(基于学习、知识的)次级过程(secondary-process)意识。继续用受人尊敬的神经心理学家恩德尔·图尔文(Endel
Tulving, 2002,
2005)的话来说,这让我们拥有自知性(autonoetic)三级过程(tertiary-process)思考意识——在我们的心智中进行时间旅行以及向前和向后看的能力。

这一观点包含了一个激进的主张：初级加工过程的核心情感是非认知的(anoetic，缺乏外部知识)，但却以一种情感形式强烈地有意识(被体验到)(这反映了内在的、非反思性的大脑”知识”)。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情感状态时，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在感受什么。换句话说，初级加工过程的情感感受是原始情感，它们会自动为我们做出重要决定，有时是不明智的决定，至少从我们高级认知心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在有行为规则的文明社会中，情感的外显行为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产生这种情感感受的能力是大脑进化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它使更高形式的意识得以出现。完整的有意识觉知(awareness)肯定要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大脑皮层，尤其是额叶区域，才能让我们以自知的(autonoetic)、执行的、决策的能力进行思考。但所有这些精细的心智机制仍然受到我们情绪的强烈影响。情感感受向高级大脑传达的内在评估使人类和动物能够确定他们在生存方面做得有多好或多坏。但有时，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心理治疗通常会非常有用。

另一个有助于设想这些心智进化层次的方法总结在图1.6中。在左侧，我们设想这些层次在早期发展中的”量级”——婴儿起初几乎完全是初级加工过程意识，但随着婴儿成熟并成长为成人，那些祖先价值”似乎”变小了，因为我们的高级大脑充满了知识和观点(在图的右侧)。大多数心理学家试图处理心智的上层，也通过研究基本的学习和记忆过程来处理中层(第6章)。神经科学家是唯一能够阐明心智机制的科学家群体——了解我们如何体验自己和世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试图阐明意识的情感感受方面，而这对于理解人类情绪问题和精神障碍可能特别重要。

我们这里的主要目标是处理那些初级情绪过程的本质，它们是大脑心智装置的基础支柱。在生命早期，初级过程指导婴儿做什么和感受什么；在成熟期，获得的高级大脑功能似乎完全处于控制之下——正如每个心理治疗师所知，情况很少如此。我们只会简略地涉及高级情绪和认知过程，但很明显，如果没有它们所建立的坚实的情感/进化基础，那些高级大脑功能就会崩溃。这种层次结构方案使我们能够轻松处理该领域的一些传统悖论。例如，人们经常问为什么人类喜欢看恐怖电影。答案很简单：在心智活动的最高三级加工过程层次——例如，自知意识——我们可以在实际上安全的情况下通过操纵我们的初级加工过程系统而获得极大的娱乐。我们也可以享受雷暴；然而，大多数动物会颤抖。如果没有这种更高的反思过程，我们人类不太可能”自愿”将自己暴露于能够触发负面情感(如恐惧)的感知中。我们也可以确信，我们的思想常常跟随我们的感受。最早的证明之一很简单：当人们被诱导感到快乐或悲伤时，他们的思想倾向于跟随他们的感受(Teasdale
et al.,
1980)。这是一个普遍的观察。但这并不意味着表征快乐和悲伤的感受来自我们的高级大脑。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原始感受是由新皮层”读出”的。但这种信念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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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总结婴儿脑心(BrainMind)内控制层次的图表，其中本能的初级加工过程情绪反应非常突出，而高级心智过程尚未发育。这可以与成人的心脑(MindBrain)组织进行对比，在成人中，高级心智过程(三级过程)发育良好，但初级过程受到抑制，这可能表明初级过程对心智生活只有适度的影响，或者它们仍然相当有影响力，但在教养良好的个体中，受到高级心智的调节。

读出理论意味着情感只能发生在足够聪明以解释情绪生理学的动物身上，或者发生在有语言的动物身上。这意味着只有人类，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灵长类动物是情感生物。据推测，智力较低的哺乳动物在没有欲望的情况下交配，在没有愤怒的情况下攻击，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畏缩，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养育。它们无法感受到社会失落的刺痛——心理痛苦。这可能是对主流观点的极端描述，但在那些实际进行动物大脑研究的人中，这与事实相差不远，因此(据推测)他们应该深切关注这些问题。

尽管有，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近期时代思潮的变化——从动物权利运动到关于动物情感的畅销书——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在他们研究的动物情感话题上仍然坚定地持不可知论态度。许多人说，如果你不能直接测量情感，那么你就不应该讨论它。但我们可以测量核心情感。我们只需要采用间接方法，例如确定某些古老脑系统的人工诱导唤醒（可以通过局部脑刺激来实现）是否能在各种学习任务中充当”奖励”或”惩罚”。事实上，本书始终强调的一个一般原则是，作为动物存在独特情感体验的最有力证据，每当我们通过直接的脑操作唤起本能的情绪行为模式时,动物都会将这些人工诱发的内部状态视为可以导致接近和逃避学习的奖励和惩罚。这样的证据为其他动物的情感心理状态提供了严格的支持。它还告诉我们，在理解这些感受如何由神经网络构成之前，我们需要更详细地理解哪些脑区。

脑科学家必须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证据，就像那些已经如此详细地研究自然本质的人所做的那样。如果物理学家忽视了自然界这些相对隐藏的方面——可以说采取了鸵鸟政策——我们可能就不会经历导致悲剧性核弹头的量子革命。虽然理解动物的原始情感可能不会那么具有爆炸性，但它将改变我们科学家讨论人性及其各种精神疾病的方式。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心智进化的看法，将其明确视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最终允许自上而下的控制（[图1.6]）。但整整一代行为神经科学家必须学会如何明确地谈论他们所研究动物的内部情感状态。对于参与这些传统上被回避的话题的全面讨论，仍然存在重大阻力。

情感是初级体验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论证，现在最可信的观点是，（i）原始情感感受、（ii）本能情绪行为和（iii）伴随的内脏反应的各种形式，都是由至少七个”相对”独立的皮层下系统协调的——这些系统分别负责寻求(SEEKING)、恐惧(FEAR)、愤怒(RAGE)、性欲(LUST)、关怀(CARE)、恐慌/悲伤(PANIC/GRIEF)和玩耍(PLAY)。我们说”相对”是因为这些系统中的许多都有重叠的控制：例如，由著名的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介导的通用唤醒/注意力促进系统——它们的细胞体大量集中在脑干深处（见[图1.1]，其中提供了人脑中几个关键群体的大致位置）。

我们还必须强调”相对”，因为最大的系统，如寻求系统(SEEKING)，对其他情绪系统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寻求许多事物并以许多方式进行寻求，因为这个系统指导着多种类型的预期学习。据我们所知，寻求系统(SEEKING)以及所有其他情绪系统在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中都非常相似。其他动物的感受肯定与人们在使用各种日常术语（愤怒、焦虑等）时所谈论的感受不完全相同，这些术语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但它们必定非常相似，因为这些感受是由相同的脑区产生的，并涉及相同的神经递质和其他脑化学物质。因此，我们将讨论的存在于其他动物中的核心情感必定与人类体验的情感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但还有其他类型的情感，我们不称之为”情绪”（包括各种身体状态的脑表征，如原始的饥饿(HUNGER)和口渴(THIRST)，即稳态情感，在日常用语中包括尿意和便意）。此外，还有外部刺激引发的感觉的愉悦和痛苦（例如，甜味和苦味，以及其他感觉情感如厌恶(DISGUST)和许多其他，包括不同类型的疼痛）。我们在这里不会详细讨论这些稳态和感觉情感。这些话题的行为方面已经受到行为神经科学家的大量研究关注，尽管几乎没有提到它们可能也伴随着情感状态。那么，除了它们如此有趣这一简单事实之外，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情绪感受呢？这是因为对这些类型的情感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精神疾病最为重要，它还将使我们能够拥有有效的人类情绪问题的动物（“临床前”）模型。如果我们只谈论动物的行为变化，而不谈论它们的感受以及这些感受在大脑中是如何被控制的，我们就无法取得那么大的进展。

总之，我们的观点是，谨慎地接受情感是所有哺乳动物情绪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少数物种的认知后续思考，这是明智的。我们是说动物的感受与我们完全相同吗？当然不是！多样性是进化的规则。当然，每个物种的大脑和身体过程的所有细节都有很大差异。事实上，即使是同卵双胞胎，在其神经系统的精细结构上也不相同。当原始情感与我们更高的心智能力混合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进一步的变化和排列组合——这些将创造出复杂的社会情绪，如嫉妒、内疚、妒忌和羞耻，以及敬畏、希望、幽默……甚至体验崇敬和崇高的能力(Hoffman,
2011)。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科学地知道动物是否有这样的高级情感，因为这需要我们了解它们的思想，而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不像我们能够如此自信地解读它们的情绪感受。当然，一些高级情感对于不同的复杂生物来说是独特的，特别是那些像我们一样拥有脑力深入思考和谈论自己存在的生物。

在生活的正常过程中，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情感与更高认知能力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这是由于原始情感基质(我们将重点关注的)与成熟的新皮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新皮层在不同哺乳动物物种之间的大小和复杂性差异很大，导致认知能力和智力的水平和类型相当不同。如前所述，高阶情绪在不同哺乳动物物种之间必然存在巨大差异。大多数复杂情绪(认知上精心构建的、社会建构的”混合情绪”，在人类中非常常见——想想羞耻和蔑视)尚未经过任何详细的神经科学分析。嫉妒和内疚的现实实验室模型尚不存在，尽管在妒忌等感觉方面正在取得一些进展(Panksepp,
2010c)。由于技术的进步，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扫描，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成像人类心智大脑(MindBrain)中这种微妙的高级心理过程。妒忌在男性和女性大脑中呈现出不同的图像(Takahashi
et al.,
2006)，男性的妒忌更多地产生于较低的情绪脑区，而女性的妒忌则出现在较高的皮层区域。也许这表明女性的妒忌更多是一种认知反应，基于对她们在经济上可能失去多少的评估。男性更关心性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对”低等”灵长类动物(恒河猴)进行妒忌的脑成像研究时，让一只占优势的雄性观看顺从的动物与他的配偶交配，大脑的激活类似于前述人类研究中观察到的(Rilling
et al.,
2004)。很容易想象男性的妒忌是寻求(SEEKING)、欲望(LUST)、恐惧(FEAR)和即将到来的悲伤(GRIEF)等感觉的混合(Panksepp,
1982, 2010c)，但这目前只是一个理论推测。

在我们自己的智慧物种中，复杂的想法与情感交织在一起。其他动物不同的认知能力无疑会创造出不同的高级心理景观。然而，同源的情感基质位于皮层下脑的深处，在解剖学和神经化学上与新皮层是可区分的，并且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非常相似。这些事实表明存在着能够在哺乳动物物种中产生各种相似的初级过程情感体验的系统。大多数复杂的社会情绪可能是通过学习，由更原始的情感动力学与认知态度结合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初级过程的情感肯定控制着次级过程的学习机制，然后这两者与更高的认知结合成为大多数心理学家关注的第三级过程心理景观。目前，人们对其他动物的复杂学习甚至更高的心智能力非常感兴趣，但这些有趣的工作很少与大脑研究联系起来。

由于情感与复杂想法和个人经历在我们前瞻性和回顾性的自我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中的交织，我们人类常常难以想象情感可以独立于它们发生的更高心理背景而存在。我们常常发现很难以最纯粹的形式来概念化感受。在我们生活的详细认知背景中看待它们要容易得多。我们认为某个特定的人让我们感到愤怒，或者一次可怕的经历导致我们体验恐惧。(用哲学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情感是有意向性的——它们总是”关于”某事。它们是由”情绪评估”产生的”命题态度”——我们在这里只会简单考虑这些问题。)由于大脑高度互联的方式，我们将想法和情感体验为完全交织的体验，而且因为我们是高度认知的生物，我们倾向于将认知视为主要的，假设情感是由思想或感知创造的。仍然有一些心理学家断言，生活经历教会我们拥有情感，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们就不会有情感能力。他们声称，以前从未遇到过危险或痛苦情况的人将无法感到害怕。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习得性反应。

但在初级过程层面，情绪并不是个体学习的结果。它们是通过进化构建到大脑中的：它们是祖先的”记忆”。据我们所知，我们天生就具有完整的七种基本情绪的先天神经能力，这些能力硬连接在所有哺乳动物大脑的皮层下网络中。我们在使用局部刺激特定大脑区域等技术的动物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如果以电刺激或化学刺激的形式向产生恐惧的系统提供人工唤醒（从杏仁核到中脑中心——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长通路，在第5章中有进一步描述），即使是年幼、缺乏经验的动物也会畏缩，如果刺激足够强烈，它们会试图惊恐地逃跑。它们还会迅速学会关闭这种大脑唤醒，并避开曾有过这种经历的地方。然而，人工刺激并不提供任何关于环境的信息。因此，体验恐惧的能力，以及其他基本情感，都独立于任何环境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感受情感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对象的”——最初只有少数刺激能够开启这种大脑-心智状态，但这一刺激阵列会通过学习迅速扩展（见第6章）。

恐惧是哺乳动物大脑的先天能力。然而，恐惧就像所有其他基本情绪一样，随着它受到学习的调节并在我们的意识心智中编码，迅速与世界事件交织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人类中，我们的基本情绪与关于世界的意图和思想（哲学家们如我们所指出的，称之为”命题态度”）交织在一起，结果我们对世界的评估就能产生感受。

大多数基本情绪不需要在出生后立即表达。有些情绪，包括关怀、性欲和玩耍（在不同物种间更具变异性），会在其他情绪（如寻求、愤怒和恐惧）之后很久才上线。但所有这些情绪都有基因硬连接的神经基质。在一些哺乳动物中，恐慌/悲伤反应在生命早期就变得活跃（如那些出生时非常成熟或早熟的食草动物）；在另一些中，它会在后期变得活跃（如大多数出生时非常不成熟或晚熟的食肉动物）。在另一些动物中，比如在实验室中繁殖了数百代的实验室大鼠，某些情绪原型（实际上，也许只是它们的行为表达）由于自然（进化）选择压力的大幅放松而变得退化。例如，大鼠和小鼠不像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那样有强烈的分离叫声，这可能是因为无意中选择了可以单独饲养而不会太痛苦的动物。它们适度的叫声可能只是由身体压力源（如感到寒冷）引起的痛苦叫声。因为我们的基因控制着初级过程情绪，不同物种的情绪气质可能存在很大的变异性，以及为研究而繁殖的不同实验室品系（如小鼠，其中有数千个变体，许多具有独特的个性，其中一些是人工创造的）也是如此（Crawley,
2007）。

虽然体验情感的能力是内置于大脑中的，但在出生时，人类和动物只对少数特定刺激有无条件或本能的情感反应。几乎所有动物都害怕巨大的噪音和疼痛。如果人类婴儿没有被安全地抱住或被允许跌落，他们会哭。几乎所有年幼的哺乳动物如果没有母亲而独自留下都会很快哭泣，但这种反应在许多物种（包括狗和人类）中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成熟。还有一些本能的情感倾向是特定物种所特有的，因为它们具有感官专长。例如，大鼠天生害怕捕食者（如猫或雪貂）的气味。即使一只大鼠是在圈养中长大的，以前从未接触过捕食者，如果在它的笼子里放一点捕食者的毛皮，它也会变得警惕和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气味是特定的本能触发因素，或者用行为术语来说，它是引发恐惧的无条件反应(UCR)的无条件刺激（或刺激物，UCS）（如果与任何中性线索，即条件刺激[CS]配对，可以导致经典条件作用——产生条件反应[CRs]，正如伊万·巴甫洛夫所发现的，他创造了著名的实验，狗对预测食物的节拍器的声音流口水）。虽然行为主义者认识到厌恶的UCS（如捕食者气味或电击）可以在许多学习任务中充当”惩罚”，但他们可以忽略UCRs（如恐惧）也有内在感觉这一事实，认为它无关紧要。其他UCS可以充当”奖励”，促进接近行为而不是回避行为的学习。然而，传统上很少讨论动物行为学习逻辑背后的任何相应感受。当然，奖励和惩罚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控制学习，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大脑中产生了情感感受。强化这一神秘过程可能反映了感受在大脑中的作用方式。

随着人和动物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条件反射和其他学习体验，这些条件性唤起刺激的简短列表很快呈指数级增长。例如，条件反射体验让动物能够对先前对它们来说是中性的刺激产生情绪反应。比如，如果一只猫脖子上戴着铃铛，而一只老鼠与那只猫发生了冲突，老鼠很快就会学会在听到铃铛声时感到害怕并逃跑。更聪明的动物对因果关系（通常存在严重缺陷，我们将在第3章中看到）和时间流逝有认知理解。人类可以灵活运用过去的学习来制定行为，以增强舒适度和生存能力，同时降低不适和死亡的可能性。例如，当人们进行山地徒步时，他们通常会学会携带各种安全设备——充足的水、额外的外套、防晒霜、防水火柴等等——因为他们足够聪明，能够预见和理解各种可能变化的条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

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es)以及我们能看到的外显情绪行为，是整个神经科学领域中研究最少的大脑方面之一。情感(affects)以各种特定方式让人感觉良好或糟糕。性满足源于我们的欲望(LUST)能力，其良好感觉与打闹玩耍(PLAY)的快乐或抚摸、养育和照顾(CARE)婴儿的温柔幸福感有很大不同。恐惧(FEAR)是一种与受挫的愤怒(RAGE)完全不同的情绪”痛苦”；两者都不同于社交隔离带来的恐慌(PANIC)痛苦。而在世界中寻求(SEEKING)事物——无论是安全、坚果还是知识——都有一种非常特别、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欣快的感觉，但它也可能制造许多负面事件。

这些多样的愉快和不愉快情感为生活提供指导，因为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各自赋予了增强生存的优势。情感是我们在生存和繁殖游戏中表现如何的祖先记忆；这些记忆通过我们遗传密码中积累的无意识”智慧”传递下来。引发各种愉快情感的互动——与食物、水、配偶、后代或玩伴的相遇——帮助动物生存和繁殖。引发痛苦情感的生活经历——捕食者、竞争对手、混乱的天气等——会危及生命和繁殖能力。

因此，原始情感为我们最基本的本能行为模式——接近和回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没有它们我们无法生存。人类和其他动物会接近引发愉快情感的事物，并远离让它们感觉不好的事物。因此，情感变化可以强化(reinforce)新的行为模式，尽管行为主义者从未深入了解强化的大脑过程（如前所述，这个术语可能仅仅意味着”情感”——而不仅仅是基本的初级过程情感——在学习背景下如何运作）。动物不一定”知道”或沉溺于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在大多数物种中可能只是原始的非认知性(anoetic)体验。然而，人类确实对他们的个人经历有许多想法和沉思，这些可以进一步阐述情感，允许认知性(noetic)（事实性知晓）和自我认知性(autonoetic)（自传式时间旅行）形式的情绪体验（总结参见Vandekerckhove
& Panksepp,
2009）。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像大猩猩和大多数食肉动物这样高度智能的动物，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思考性、反思性）意识，肯定是一个比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原始情感-情绪体验的存在。

大脑、心智和行为研究的三角验证

为什么动物情感对理解人类幸福如此重要？因为理解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己基本价值系统的知识——生活中本质上感觉良好和糟糕的方面。我们无法在人类大脑的精细神经层面研究这些过程。为了理解跨哺乳动物物种的情感，使用三角验证研究方法非常有帮助，该方法同等关注我们对（i）哺乳动物大脑、（ii）其他动物的本能情绪行为，以及（iii）人类心智的主观状态的理解。这种三角验证是我们能够研究我们自己物种以及其他动物情感生活神经基础的主要方法（Panksepp,
1998a）。这种方法可以对情感研究基础理解的进步以及生物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它还首次提供了一种科学理解其他动物体验的方法。

这种三角验证方法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大脑系统和功能。物理大脑必须始终是严格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我们了解大脑如何工作时，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动物和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过程。然而，在本书的总体涵盖范围内，我们不会像在专业科学论坛上那样深入探讨潜在的神经学、神经化学和神经遗传学问题（有关这些细节，请参见Panksepp,
1998a）。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对动物行为的仔细研究，特别是它们的自然（本能）行为倾向——它们的无条件反应(unconditioned
responses,
UCRs)。大量证据现在表明，产生无条件情绪行为的大脑网络，实际上伴随着情感体验（有意识的、无条件的大脑内部过程，可以在学习任务中充当”奖励”和”惩罚”）。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引发动物自然情绪行为的大脑操作也会诱发伴随的情感状态。当然，大脑本可以以其他方式构建。但现在已充分确立的原始情绪情感与本能行为表达之间的对应关系充分证明，情感体验是所有哺乳动物，可能还有大多数脊椎动物情绪唤起的组成部分。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心理分析，其中主要包括人类关于情感体验的言语自我报告。人类可以详细讲述他们的感受。因此，如果某个大脑操作在动物身上产生情绪行为，并且如果人类在相似的大脑区域受到刺激时描述相关的情感体验，那么这就补充了动物观察。此外，由于有大量方法可以通过动物回避或追求其神经系统某些状态的倾向来确定它们是否有感觉，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它们确实有令人向往和不向往的心理体验。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询问”动物它们是否会为某些大脑操作工作或回避某些大脑操作，比如对特定大脑区域施加电刺激，或者它们是否会返回或回避它们曾经接受过此类大脑操作的地方。它们的反应提供了我们寻求的答案，特别是当与类似情况下人类可以提供的言语自我报告一起考虑时。

总之，目前关于情绪感受和其他情感如何在哺乳动物大脑中组织的最令人信服的知识来自对特定大脑系统的直接操作。尽管我们无法询问实验动物其体验的确切性质，但如果它们实验诱发的情绪行为是明确的，并且人类在类似唤起时报告明确的情绪体验，我们就有初步证据表明大脑中的情感基础结构比许多心理学家所支持的简单的全局”积极”和”消极”情感更为清晰。我们还可以在动物身上设计辨别测试来确定它们是否区分某些感受（例如，Stutz等人，1974），但该研究领域才刚刚开始。

神经化学操作的关键重要性

除了局部的大脑电刺激，特定化学物质可以被应用于动物大脑的特定区域以产生特定的情绪行为。例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CRF)——启动大脑-身体应激反应的执行系统——产生恐惧(FEAR)的形式（冻结和逃跑），并且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产生惊恐/悲伤(PANIC/GRIEF)，因为CRF可以显著增加因社会分离而产生的哭泣。如果我们有理由得出动物情绪行为的变化表明动物情感状态的结论，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对人类大脑的类似操作会产生类似的情感变化。尽管用局部化学刺激人类大脑的工作很少，但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大量此类工作对初级过程情感如何在人类大脑中产生具有丰富的启示。事实上，阻断分离痛苦系统的药物处于生物精神病学中新型抗抑郁药开发的前沿（完整概述见Watt
&
Panksepp，2009）。用以特定方式影响大脑化学的外周给药进行了大量工作。动物和人类数据非常吻合。例如，所有哺乳动物通常会对同类型的药物上瘾。这一知识具有重大实用价值，因为它允许在人类和动物情感体验之间进行直接的神经药理学转化。

我们不会深入探讨大脑的多样化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但至少会分享当前思考的简要概述。例如，在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被称为”阿片类物质”的内部类鸦片递质化学物质（这些在功能上类似于吗啡或海洛因等成瘾性药物）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有时更好地理解为”存在状态”。例如，β-内啡肽与特定皮层下区域中所谓的μ受体（集中在神经细胞突触表面的大型”监听”分子）结合，以产生各种理想的内部状态——社交陪伴的快乐，或令人愉悦的味觉和触觉。这种内部阿片类物质感应的μ受体可以消除疼痛感，并向大脑发送令人愉悦的满足感信息。正如第8章和第9章中将要总结的那样，第一个被发现由阿片类物质控制的微妙情感满足是我们在所关心的人面前、在情感安全和社交满足时所体验到的成瘾性爱的感觉（Panksepp,
1981a）。最近，这种化学物质被发现能够介导我们对甜食的成瘾（Avena et al.,
2008）。我们将在本书中强调许多其他情感例子。事实上，许多自然的快乐可以抵消药物成瘾。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母性”点亮”了许多与可卡因效果相同的皮层下大脑区域，其吸引力不亚于这些滥用药物（Ferris
et al., 2005）。

递质与其特定受体的结合以”钥匙”和”钥匙孔”的方式发生，其中相对较小的递质分子充当钥匙，而更大的受体分子充当”锁”的钥匙孔，控制神经放电。在大脑的情感区域，这些分子可以解锁我们的感受。用不那么诗意的术语来说，特定的钥匙状分子与特定的受体分子结合，跨越许多突触（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间隙），并可以启动复杂的化学级联反应，导致几种不同类型的情绪唤醒。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情绪化学物质中的许多在大脑中以全局方式起作用——它们在许多大脑区域释放，使各种网络功能受到一个情绪指挥者的协调。目前看来，一些由许多氨基酸链构成的较大递质——神经肽——为我们可以体验到的不同情绪倾向和感受提供了相当的特异性。

神经科学家尚未绘制出神经化学系统活动与情绪表达之间的所有神经学步骤。这将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非常清楚的是，某些大脑化学物质，特别是神经肽，可以产生高度可预测的情绪感受反应。例如，参见第9章中的图9.3，了解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由31个氨基酸组成的递质分子）在激活幼鸟大脑中反映分离痛苦的哭泣类型方面的力量。

正如第9章将广泛讨论的那样，当少量阿片类物质与μ受体结合时，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感觉。这启动了一个化学级联反应，产生情绪上满足的反应。动物看起来快乐和放松，它们似乎相当自我满足。即使被置于隔离状态，它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哭泣的动机，而且一点也不显得困倦；事实上，在平息它们情绪痛苦所需的极低剂量下，这些动物通常更加活跃。它们玩得更多。如果剂量更大，动物确实会变得困倦。在高”药理学”而非”生理学”剂量下，它们表现出紧张性，几乎昏迷的状态。然而，仅仅减少哭泣的微小剂量不会产生任何此类效应，除了在某些新生”早产儿”中，如胎儿状的新生大鼠，在其未发育完全的神经系统中，这种小剂量会产生更大的大脑效应。如果我们假设微小剂量阿片类物质后的满足行为反映了动物的满足感受，那么考虑到哺乳动物物种间皮层下神经网络和功能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假设人类会有类似的反应。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这对所有成瘾性阿片类物质都是众所周知的。当人们处于阿片类物质的影响下时，他们说他们感到舒缓和安慰。这是因为他们的恐慌/悲伤系统不那么活跃，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孤独、被剥夺权利的人更容易沉迷于这些药物。事实上，如果阿片类物质不那么容易上瘾，它们几乎将是完美的抗抑郁药。现在有更安全、成瘾性低得多的阿片类物质（例如丁丙诺啡），可以用于治疗对其他疗法有抵抗力的抑郁症（Bodkin
et al.,
1995）。由于大量的动物研究，我们现在可以为控制各种情绪状态的大量神经肽甚至更小的递质分子产生类似的想法。

其中一种分子是多巴胺（dopamine），它由单个氨基酸——酪氨酸合成而来。这种小型递质分子促使动物对其环境进行热情的探索（[第3章]）。这种情感和行为唤醒可以通过服用称为”精神兴奋剂（psychostimulants）“的药物来实现，这些药物会增加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然后，多巴胺充当与多巴胺受体锁孔结合的钥匙（多巴胺受体有五种主要类型，每种功能略有不同）。许多在突触处增加多巴胺活性的兴奋剂分子——例如苯丙胺和可卡因——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也具有高度成瘾性，尽管它们引发的感觉与阿片类药物不同。

每当大脑中多巴胺释放增加时，动物就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变得更加兴奋。它们变得更加渴望和好奇。如[第3章]所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动物会表现出兴奋的寻求行为（SEEKING
behaviors），可以预期环境中所有类型的吸引人的事件。下丘脑外侧区（LH）是动物处于这种兴奋状态时被激活的一个大脑结构。其他的还有大脑上方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以及更上方的内侧额叶皮层（medial frontal
cortex）。所有这些大脑区域都通过一条非常大的通路连接，该通路连接大脑的下部和上部区域，称为内侧前脑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
MFB），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神经化学网络，其中一些使用多巴胺运作。直接电刺激这些大脑区域中的每一个，沿着MFB的所有位置，也会产生这种兴奋反应。动物喜欢自我激活这些电极位置——它们很容易开始以强迫性、成瘾性的方式自我刺激自己的大脑。

大脑多巴胺系统是几乎所有形式的药物成瘾以及哺乳动物所有自然欲望的基本中介，这不再令人惊讶。当人体内的MFB受到多巴胺或电流刺激时，他们会报告兴奋、兴趣和期待的愉悦感。他们可能变得狂躁。动物很容易返回它们获得这种体验的地点。人类的主观报告使我们可以推测动物也经历类似的情感。当这个大脑系统的活动被抑制时，动物相应地表现出抑郁，而人类报告感到心理上迟缓，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

从体外引入的化学钥匙（那些从身体外部引入的）能够与受体锁孔结合，但不会引发接收神经元放电速率的变化，实际上会使它们暂时失效，这些被称为受体阻断剂（blockers）或拮抗剂（antagonists）。例如，纳洛酮（naloxone）和纳曲酮（naltrexone）等化学物质可以阻断μ受体。纳洛酮和纳曲酮也会抑制外部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和海洛因）以及一些内源性阿片类物质（endogenous
opioids）——在大脑内产生的类似阿片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当内源性阿片类物质被阻止与μ受体结合时,动物表现得更加紧张，而且它们似乎不喜欢这种心理影响。人类报告类似的不良情感，但这些变化往往很微妙，需要长期服用大剂量。同样，阻断多巴胺作用的关键分子可以在人和动物中引起嗜睡和抑郁。已经开发出的大量突触受体拮抗剂在研究各种内源性大脑突触神经化学的心理影响方面特别有用。

另一方面，当外源性药剂与受体结合并产生与内源性大脑化学物质相同的结果时，该外源性药剂被称为激动剂（agonist）。在某些罂粟植物（罂粟）中发现的阿片类物质产生与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相似的情感感受。两者在情感上都令人舒适。因此，阿片类物质充当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激动剂。还有大量其他受体激动剂药物可以增强大脑许多特定内源性化学物质的作用。例如，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都通过增加突触处多巴胺的可用性来促进多巴胺活性。

还有许多其他药物在所有哺乳动物中起作用，可以改变神经递质合成或降解的速度，为神经科学家提供了一套令人难以置信的工具，用于在情绪状态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分析之间进行三角测量。所有这些药物都可以在动物研究中局部用于大脑。人们还可以直接测量动物在情绪行为时大量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从这些工作中我们知道，几乎在任何使动物行为上兴奋的条件下都会释放多巴胺。其他药物通过作用于其他神经化学系统产生明显不同的行为影响和感觉。

在继续之前,让我们先处理一个大多数读者会好奇的问题。即使是”低等”动物,比如无脊椎动物,也有情感体验吗?它们也会追求对哺乳动物成瘾的药物吗?许多会的。我们现在知道,小龙虾会对它们被给予精神兴奋剂或阿片类药物的地方产生偏好(Panksepp
& Huber, 2004; Nathaniel et al.,
2009)。这表明情感体验在脑心智(BrainMind)进化中的深度远超哺乳动物发育水平。但也可能有其他解释,无脊椎动物截然不同的神经系统不允许我们像对待其他哺乳动物那样,在它们的行为、大脑机制和心理感受之间进行轻易的三角验证。因此,我们在此不会详述这些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始终对很少有人实验考虑过的合理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

高级和低级脑功能的现代脑成像

尽管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分析对于跨物种三角验证方法至关重要,但对动物行为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动物自发表现出的自然情绪行为,目前是情感神经科学的关键要素。也许在未来,我们对大脑功能的了解将足以使用现代人类脑成像设备(例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从我们看到的”图像”中常规预测情感体验。但这在人类或动物身上目前都还不可能。不过,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例如,通过对比接收大量多巴胺(dopamine)信息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等大脑区域与介导厌恶感的脑岛(insula)等其他区域,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在购物时,人们会决定购买”点亮”其伏隔核的东西,但如果激活了脑岛,就几乎没有购买欲望(Knutson
& Greer, 2008)。

不幸的是,fMRI等一些技术要求人类和动物完全静止,这在行为上与强烈的情绪唤醒不相容。PET可以更容易使用;研究人员甚至可以在将动物放入脑扫描仪之前注射正电子发射成像分子。PET已被用于监测猴子”嫉妒”期间的大脑变化(Rilling
et al.,
2004),但这项技术对于常规动物研究来说过于昂贵。虽然fMRI在越来越多的动物研究中得到有效使用,但动物必须完全固定才能获得任何有用的图像。

必须认识到,大多数人类神经成像研究提供的是大脑较高级、新皮层(neocortical)部分的更好视图,主要是因为这些大脑区域比古老的皮层下结构大得多,而且它们在代谢上更活跃。通常很难可视化细胞放电较慢或只是改变放电模式的皮层下区域(例如,第3章中讨论的多巴胺神经元)。此外,许多可能产生冲突信息的邻近系统重叠更广泛。而且,即使可以可视化皮层下区域,它也不总能提供正在发生的神经细节的清晰图像,因为神经成像技术监测的是整体区域脑活动(例如,血流或糖消耗)。

基本假设是大脑功能需要氧介导(有氧)代谢形式的能量;因此,局部血流、氧合或葡萄糖水平的变化反映了区域脑活动。然而,能量消耗和血流可以是神经元抑制信号以及兴奋的反映——在下游突触产生抑制的神经元放电的产生也需要消耗能量。因此,甚至不可能确切知道人脑中似乎亮起的许多”灯”是反映大脑兴奋(放电增加)还是抑制(下游放电减少)。此外,还有许多统计陷阱,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考虑,可能导致对所见效果强度的错误印象(例如,Vul
et al.,
2009)。对于外行来说,最糟糕的是,极其微小但一致的大脑信号变化被转换成显示器上任意强烈的颜色,这很容易欺骗不知情者相信大脑变化比实际更大。从情感神经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也许最麻烦的方面是这些技术并非设计用于观察大脑最古老的区域,在那里神经化学的力量往往比神经放电的绝对变化更有影响力。尽管如此,用人类脑成像获得的数据确实相当壮观。

因此，尽管与最先进的神经影像技术相比，动物行为观察可能显得过于简单，但动物行为提供了非常好且有用的科学数据，因为动物的初级过程（本能）情绪行为可能准确反映了其初级过程情感体验。人类大脑成像在阐明人类的初级过程情绪方面相当薄弱。人类能够思考自己的情感并抑制情绪行为，正是因为他们如此聪明。一般来说，大脑中更深层的情绪部分会唤醒控制我们认知的表层皮质区域，而更高的皮质层通常会抑制和调节从下方产生的情感唤醒。拥有异常巨大新皮质的人类，通常能够抑制伴随情绪唤醒而来的行为。例如，恐惧的人往往可以假装镇定。事实上，人类的大部分社交生活都涉及某种程度的情感抑制和混淆。我们不会去抓取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倾向于淡化胜利和失败的感觉，即使在恼怒时我们也试图表现得友好。动物通常没有这种自我产生的能力来抑制和掩饰它们的情绪反应。当一只老鼠或猴子体验到情感时，它的行为通常反映了它的感受。因此，在我们探索情绪行为和情感感受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现代大脑成像技术能够取代对动物行为的仔细研究。


情感不像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情感不是身体生理变化的认知解读，如果它们源自大脑深层的非认知部分，那么情感感觉起来像什么？我们认为情感不像任何其他东西。它们是原初的现象体验，不能仅仅用身体的伴随变化来充分解释，尽管在情绪唤醒期间必然会有许多独特的身体感觉。情绪感受和生理唤醒的交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初级过程情绪系统位于大脑中调节我们内脏活动、激素分泌以及注意力和行动能力的相同区域。

可以肯定的是，身体反应也可以影响情绪唤醒。例如，愤怒总是伴随着血压升高。血压也会对情感施加影响，因为任何升高血压的化学物质都会使愤怒的人或动物感到更加狂怒。这是因为动脉中的压力感受器可以直接促进古老内脏大脑区域（即代表我们内部身体器官的大脑部分）中的愤怒(RAGE)回路。然而，人工升高血压并不会在尚未被激怒的人或动物身上产生愤怒。因此，情感似乎不只是反映外周情绪生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情感是用于编码价值的古老大脑过程——大脑用于快速判断什么会增强或损害生存的启发式方法。

那些认为语言是情感标志的人离真相更远。词语最适合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运作方式。词语可以解释乔治华盛顿大桥连接纽约和新泽西。词语可以告诉你如何烤蛋糕。但词语无法解释原初体验。词语甚至无法解释看到红色这一原初感知体验。像”猩红色”、“深红色”或”宝石红”这样的词语并不描述任何东西。它们只是看到红色变化这一共同体验的标签或符号，这严格来说是一种主观的大脑功能。人们可以使用任何符号，包括非语言符号，作为看到红色体验的标签。“红色”没有内在意义，但红色的体验有意义——它象征着生活中一些最令人兴奋的事物，从水果的成熟到性的激情和流血。词语无法向盲人描述看到红色的体验。

词语也无法描述情感。人们无法解释愤怒、恐惧、欲望、温柔、孤独、嬉戏或兴奋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除非间接地使用隐喻。词语只是我们都曾有过的情感体验的标签——我们普遍认可的原初情感体验。但因为它们隐藏在我们的脑海中，源于我们大脑古老的前语言能力，我们还没有找到连贯地谈论它们的方法。

关于这些系统如何连接到人类更高级的意识能力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来的任务。然而，由于这些系统对临床精神病学现象的重要性，我们将在每个致力于”七大”情绪情感的章节中简要讨论这些更高级的认知方面。


情感分类：七个基本情感系统

到目前为止，三角测量法已经揭示了七个基本系统的存在，这些系统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都是同源的。我们不知道动物何时开始有情感体验，但目前的研究表明，一些情感已经存在于非哺乳类脊椎动物中。例如，被隔离的幼鸟会经历分离痛苦，就像被隔离的幼年哺乳动物一样（第9章）。此外，正如在早先的小龙虾例子中简要提到的，有提示性证据表明一些无脊椎动物具有情感体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七种基本情绪系统的完整配置就已经以雏形形式进化出来了。这是因为鸟类具有明确而独特的情绪特性。在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相似的化学物质会激活和抑制这些系统；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每个系统都会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但这些系统之间存在许多重叠的方面；例如，寻求系统(SEEKING)参与了大多数其他系统。所有系统都受到通用大脑唤醒调节器的调控，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这些为我们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复杂性，就像我们的语言会创造复杂和重叠的含义一样。

语言，尤其是晦涩的专业术语，无法充分描述情感。因此，我们将使用常见的日常用语——简单的词汇——作为七种情绪系统的标签。然而，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将（如前所述）使用全大写字母，以强调我们所说的是独特的大脑系统，特定的情感和情绪从中产生；我们不是仅仅在谈论这些词通常表示的普通感受。

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确，我们通过情感神经科学的三角测量所获得的知识，并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完整情绪体验的复杂性。虽然部分与整体的混淆在认知神经科学中很常见（Bennett
& Hacker,
2003），但我们希望在这里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所说的是特定的神经系统，它们是我们生活心理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不声称在谈论作为整体实体的情绪。科学仅限于研究现象的各个部分。

只有理论叙述才能将各个部分统一成可理解的整体。例如，达尔文收集化石并观察不同岛屿上的生命。他观察到的各种数据项是科学部分，最终使他能够设计出关于进化的整体理论（适者生存）。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情感理论——在这个理论中，高级和低级大脑功能的整合可以在神经和心理细节上得到理解。为了使这种进步成为可能，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但什么样的数据最有价值？也许最重要的是独特情绪行为的神经机制，以及它们的奖励和惩罚效应。与此同时，现代神经科学的巨大成功产生了越来越多精巧的分析工具，观察神经活动越来越精细的方面，这些工具往往无法以清晰的洞察力应用于全局性的心理问题。因此，我们拥有大量关于神经机制的知识，这些机制正在寻找功能；这是一种相当奇特但在智力上很有启发性的状况。例如，“沉默突触”的功能是什么？是随时待命，等待学习的正确神经条件（见[第6章]）吗？这种技术资源的丰富也有其缺点。它促进了一种”无情的还原论”，即对神经机制的研究很重要，但它们产生的体验却不重要。我们在这里不支持这种对心智的忽视。

在本书中，我们将关注通过识别七种情绪大脑基质所取得的实质性实证和理论进展，这些基质能够可靠地唤起独特的情绪行为，并在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中产生情感体验。我们并不声称这七种构成详尽的列表。可能会发现更多。此外，关于调节这些系统或系统部分的不同化学物质，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也还不完全了解情感和其他心理过程是如何从大脑的精细复杂性中产生的。然而，我们的方法确实鼓励以新的方式来考虑这些困难的神经科学和现象学问题。这是可以进行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了解了很多关于基本大脑区域和过程的知识，特别是一些关键的神经化学。

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将提出一个新颖的、也许是革命性的关于情感生成的假设——这个假设依赖于我们设想”核心自我(core-SELF)“的能力，鼓励我们思考”灵魂”的古老神经生物学（[第11章]）——它在情绪-运动/行动网络中提供了一个重心，使原始情绪感受能够从大脑活动中涌现。在这里，理论（得到一些启发性数据的支持）正在把握心智中相对无形的方面，这些方面仍有待用神经科学工具充分探索。然而，目前我们可以确信，一个或多个七种情绪系统的唤醒是哺乳动物产生情感的必要条件。未来的研究者将不得不解决更多、更多的细节，关于情感实际上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以及为了正常工作，这些大脑功能如何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协同作用。

尽管语言无法完全描述这七种基本情感，但我们会尽力而为，有时会诉诸生理相关性来具体充实它们的含义。在这里，我们提供”七大”的概要。关于这些原始情绪系统以及一些更高级情绪复杂性的有趣描述，请参见[图1.7]。


	SEEKING系统，即期待系统（在第3章讨论）的特征是持续的探索性好奇心。这个系统产生充满活力的向前运动——接近并参与世界——动物以其物种特有的方式探索有趣的地方、物体和事件的角角落落。这个系统在情绪系统中占据特殊地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为所有其他情绪发挥着动态支持作用。当服务于积极情绪时，SEEKING系统产生目标感，伴随着从兴趣到欣快的各种感受。例如，当母亲感到养育后代的冲动时，SEEKING系统会激励她寻找食物和庇护所以提供这种照料。SEEKING系统在消极情绪中也发挥作用，例如，提供部分动力促使受惊的动物寻找安全。目前尚不清楚这个系统是仅仅参与帮助产生某些消极情绪的行为，还是也促成消极感受。目前我们假设主要是前者，但它产生的积极心理能量也倾向于抵消消极感受，例如在恐惧逃跑和PANIC/GRIEF的初始激动期间发生的感受。因此，动物实际上可能发现逃跑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活动，因为它是通往生存的最直接路径，尽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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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初级过程情绪系统及其各种次级和三级过程后果的示意图。本图改编自Sandra
Paulsen为本书绘制的艺术作品，经其许可使用。


	RAGE系统（见第4章）与SEEKING系统形成对比，使动物将身体推向冒犯性物体，它们撕咬、抓挠并用四肢猛击。愤怒本质上是消极情感，但当它与认知模式相互作用时可以变成积极情感，例如战胜对手的体验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能够控制或征服的他人。纯粹的RAGE本身不包含这种认知成分，但在成熟的多层哺乳动物大脑中（图1.4），它确实包含。


	FEAR系统（见第5章）产生所有人和动物都希望逃离的消极情感状态。它在身体中产生紧张感，在较温和的唤醒水平上产生颤抖的静止不动，这可能会加剧并爆发成动态的逃跑模式，以混乱的抛射运动脱离危险。如果如我们上面推测的，当FEAR系统唤起SEEKING系统时触发逃跑，那么初级过程FEAR的厌恶特质可能最好通过静止”冻结”反应和其他形式的行为抑制，以及积极情感的减少来研究，而不是逃跑。


	当动物处于LUST系统的支配下时（见第7章），它们表现出丰富的”求偶”活动，最终移动到与接受的配偶紧急结合身体（图7.1），通常在高潮的愉悦中达到顶峰——这是生命所能提供的最戏剧性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之一。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处于性唤起状态的有机体体验到一种渴望的紧张感，当满足即将来临时可能变得积极（可能是因为SEEKING系统的同时唤起）。当满足难以捉摸时，这种渴望的紧张感可能成为情感上的消极压力源。LUST是爱的来源之一。


	当人和动物被CARE系统唤起时（见第8章），他们有用温柔的爱抚和体贴的照料包围所爱之人的冲动。没有这个系统，照顾幼崽将是一种负担。相反，养育可以是深刻的奖励——一种被珍视的积极、放松的情感状态。CARE是爱的另一个来源。


	当被PANIC/GRIEF（也常称为”分离痛苦”）系统压倒时（见第9章），人会体验到深深的精神创伤——一种没有明显身体原因的内在心理疼痛体验。在行为上，这个系统，特别是在年幼哺乳动物中，其特征是坚持不懈的哭泣和迫切试图与照顾者（通常是母亲）重聚。如果未能重聚，婴儿或幼儿逐渐开始表现出悲伤和绝望的身体姿势，反映了大脑从恐慌级联到持续抑郁的过程。PANIC/GRIEF系统有助于促进积极的社会联结（这个系统的次级表现），因为社会纽带缓解这种精神痛苦并用舒适和归属感（充满CARE的感受）取而代之。因此，儿童珍视并爱护照顾他们的成年人。当人和动物享有安全的情感纽带时，他们表现出放松的满足感。这些感受的波动是爱的又一个来源。




7.
PLAY系统（参见第10章）通过轻快跳跃的动作来表达，参与者经常以快速交替的模式互相戳或推搡。有时，PLAY看起来像是攻击行为，尤其是当PLAY以摔跤的形式出现时。但仔细观察这种行为就会发现，粗暴游戏的动作与任何形式的成年攻击都不同。此外，参与者享受这项活动。当儿童或动物玩耍时，他们通常会轮流扮演主导和顺从的角色。在对照实验中，我们发现一只动物会逐渐开始战胜另一只（可以说成为头狗），但只要失败者仍有一定百分比的机会最终获胜，游戏就会继续。当头狗和弱势者都接受这种让步方式时，参与者就会继续享受这项社交活动。如果头狗想一直获胜，这种行为就接近欺凌。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的，即使是老鼠也会通过情绪化的发声清楚地表明它们在游戏活动中的立场：当它们被剥夺获胜的机会时，它们快乐的笑声般的声音就会停止，情绪化的抱怨就会开始。PLAY系统是友谊的主要来源之一。

再次重申，这七个系统被认为是情绪系统，因为每个系统的唤醒都会产生强烈的内脏、行为和情感反应。例如，催产素(oxytocin)以及其他一些化学物质在CARE系统中产生母性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减少了PANIC/GRIEF系统的分离痛苦。在正常情况下，在怀孕结束时会内源性地产生大量催产素混合物。它会在分娩时引起子宫收缩，并在分娩后促进乳汁分泌。这两种反应都是CARE系统被唤醒时发生的内脏组成部分。然而，大脑中还有一个心理奖励。当动物的大脑充满催产素时，它们会变得不那么具有攻击性，更加自信和更有养育性。

如果给处女大鼠注射催产素，并发生其他几种生理变化，她就会表现出CARE行为和感觉的唤醒。她会寻找幼崽来养育；她会开始为它们筑巢；她会盘旋在它们上方提供温暖；当它们走失时，她会把它们聚集起来。这些都是在产后母鼠身上看到的典型CARE行为。我们从口头报告中得知，产后人类母亲的大脑分泌类似的催产素混合物，对婴儿感到温柔和强烈的保护冲动。这些是CARE系统被唤醒时发生的情感反应。但催产素这种在婴儿哺乳时释放但也可能因各种压力源而升高的激素，是主要原因吗？人类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能在心智的三级过程层面上。动物对初级过程的研究是否有助于为原始情感原则提供关键的清晰度？让我们详细考虑这种可能性。

催产素与社交情绪——爱还是自信？

在动物中直接进行脑内注射催产素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范围从更好的母性照顾和母亲与婴儿的结合（Kendrick,
2000）到婴儿与母亲的结合（Nelson & Panksepp,
1996）。这些研究路线直接导致了大量的人类研究工作。

目前，关于鼻内催产素在人类中的作用的有趣发现继续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出现，我们于2010年8月完成的文本将不会反映所有最新的活动。由于所有这些关注，在大众想象中，催产素几乎等同于”爱的分子”：当我们在网上搜索”催产素
爱”时，有205,000个搜索结果，其中大多数是轻量级的炒作或营销，尽管支持这些推测的科学研究一直在增长。但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催产素能像许多许多成瘾性分子那样强有力地提升积极情绪。如果它是爱的中介者，难道不应该吗？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对动物具有显著的奖励作用。事实上，如果发现它在某些条件下能持续促进积极情绪，那么人们甚至可以推测这种效应可能是由于催产素促进了大脑中的阿片类物质活性（Kovács
et al.,
1998），这将符合一个更有支持的理论，即社会依恋以及由此延伸的陪伴之爱是一个由大脑阿片类物质介导的过程（Panksepp,
1981a, 1998a）。

尽管如此，在许多实验中，催产素确实促进了动物和人类的各种亲社会行为和态度。在人类中，它增加了在经济交换中信任他人的意愿（参见
Meyer-Lindenberg,
2008）。当伴侣讨论话题并存在意见分歧时，积极互动（眼神接触、兴趣、情感自我表露、认可、关心、非语言积极行为）与消极互动（批评、蔑视、防御、支配行为、好斗、冷战、非语言消极行为、打断）的比率显著上升（Ditzen
et al., 2009），等等（Heinrichs & Domes,
2008）。换句话说，在适当的条件下（与你已经爱的人在一起），催产素使我们更加亲社会——更宽容、更友好。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催产素系统都是深度皮层下的，在大脑中相当低级和古老，所以显然它的原始功能不是控制浪漫爱情和计算他人可信度这样的高级认知活动。因此，这些影响首先必须通过某种类型的初级加工大脑机制的变化来解释。所以一个关键问题是，催产素给药后亲社会友好感受是否上升，还是只是减少了有时在人际交往中出现的压力性焦虑感受？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见过的最强和最可重复的临床前效应之一是减少分离痛苦（Panksepp,
1992）。参见图1.8的样本（这构成了我们在这个指标上收集的数据的约5%）。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没有正常的催产素分泌，母亲容易患产后抑郁症，当我们校对本书时，最近的一篇论文恰好提出了这样的关系（Skrundz,
et al., 2011）。

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研究，甚至质疑更为理性的”亲社会”结论。例如，在经济游戏中，可以对虚拟（基于计算机的）对手输赢，如果竞争对手碰巧输了，催产素会增加幸灾乐祸。如果虚拟对手得到的分数比你多，它会增加嫉妒（Shamay-Tsoory
et al.,
2009）。这不是很亲社会。因此，这种促进母性行为的肽有其棘手的一面。当其他人在可以表现利他主义的环境中测试人们时，感受是复杂的。它确实倾向于促进对你的内群体——你的朋友——的合作情感，但它对外群体陌生人的作用相反，它增加了防御性攻击（De
Dreu et al., 2010）。这些不是人们从亲社会爱分子那里期望得到的效果。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大脑中实际的情感变化是什么，能导致如此多样的影响？催产素的递质通路相当有限，没有迹象表明它如何能在三级加工水平上直接产生这种变化。是否仍然存在一种单一类型的初级加工情感转变，可以解释这些以及其他令人困惑的人类结果？也许可以，但没有人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再举一个悖论：催产素给予那些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人时，会降低信任和合作反应的可能性（Bartz
et al.,
2010）。我们想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基于我们在鸟类中观察到的催产素效应。

在鹌鹑物种中，陌生的雄性彼此特别不能容忍。它们啄对方的头，直到一方放弃并简单地服从另一方的啄击。通过这种方式，鹌鹑永远知道它们在啄食顺序中的位置，只要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仍然茁壮成长。所以，我们想知道，如果严格按照初级加工操作的非常年幼的鸟类，直接在它们的大脑中（进入它们的脑脊液，这在动物研究中很常见）接受催产素，会发生什么。我们测试了刚孵化的家禽雏鸡，当它们与其鸟群的安全感分离时，明显的效果是它们几乎不哭（图1.8）。此外，它们还表现出更多的打哈欠。它们摇头更多，表现出更多的拍翅（Panksepp,
1992）。如果在群体中测试，注射催产素的动物比单独测试时表现出更多的拍翅，这似乎表明它们”感觉精力充沛”——它们通常更自信（打哈欠和摇头没有受到社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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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脑室内催产素和催乳素对5至6日龄雏鸡分离痛苦叫声的影响，这些雏鸡与其鸟群社会隔离2小时。这些对哭泣的显著影响是在没有任何明显镇静作用的情况下产生的，就像刺激μ受体的低剂量阿片类药物一样。

我们想知道，当一只鹌鹑获得类似催产素的提升时，社会支配地位会发生什么变化。令我们惊讶的是，获得这种提升的鹌鹑真的被其他鸟类啄了头。也许它们变得更顺从了，但另一种可能是，它们只是对其他鸟类的”不良行为”变得更加宽容。如果正常鹌鹑的头被啄这么多次，它随后会变得极度顺从。但当我们第二天再次测试相同的配对时，那只看起来如此顺从的鹌鹑现在像强劲反击一样回来了，并成为了胜利者(Riters
and Panksepp,
1997)。这种”逆转”在正常鹌鹑中几乎从不发生。一旦你成为失败者，你就会保持那个位置。那么为什么在最初那天，当一只鹌鹑正在失败时，类似催产素的提升会让这只”顺从”的鸟在第二天成为胜利者呢?这只鸟只是忘记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多也应该是势均力敌。事实上，那只输了的鹌鹑回来后更强了，这表明它前一天只是平和而已，但仍然感觉相当强壮。我们能说”自信”吗?这当然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那么如何在动物身上测试这样一个微妙的情感构念(construct)呢?把一群幼鸟(在我们做的未发表研究中是家养小鸡)放在一个大房间里的桶下，看看它们会移动多远来探索新房间如何?事实上，正常的幼鸡往往会聚在一起，并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移动。但当我们将催产素注入它们的大脑时，它们分散得更松散，好像它们不那么亲社会，或者说，它们更”自信”，焦虑减少了。我们从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知道，这种分子在减少鸟类的分离焦虑方面非常强大([图1.8])。

也许催产素可以增加动物的自信。这能解释人类研究吗?似乎合理的是，当你自信时，你在经济交易中会更有安全感。当与配偶讨论冲突观点时，你难道不会更友好和宽容——更少防御性吗?如果一个陌生人在赌注中赢的钱比你少，你感觉更自信时难道不会更愿意幸灾乐祸吗?如果你赢得更少，你难道不会更愿意在你心智的更高层面承认你有点嫉妒，并更愿意表达出来吗?如果你有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慢性不安全感，提升自信的催产素剂量难道不会合理地将你转向独立感，你可能更愿意主张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保持在慢性依赖需求的控制中吗?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自信心理测试。与此同时，已经有一些适度的数据表明催产素可以减少社交焦虑障碍(Guastella
et al., 2009)。

因此，通过对情感焦点的小小转移，转向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方面，突然之间，人类研究中令人困惑的发现多样性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当然，自信对于称职的母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当个人责任急剧增加时，能做到的态度对母亲很有帮助。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这里有一个预测，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很多人害怕公开演讲。如果催产素增加社会自信，那么表演焦虑应该会减少。通过研究动物大脑中的初级加工系统和催产素回路，我们可以对人类可能预期的心理变化做出一些显著的预测。例如，催产素应该增加我们探索另一个人眼睛的倾向，试图读懂他们的想法，因为你感觉更安全。事实上，它确实如此，特别是如果你抑郁的话，尽管单次鼻内剂量的催产素并不能显著改善抑郁症状(Pincus
et al., 2010)。催产素甚至减轻了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Rubin et al.,
2010)。这些分子的进化跨度是巨大的。即使是鱼类，当这些分子被注入它们的大脑时，也会表现出各种社会效应，包括促进一夫一妻制交配行为(Oldfield
& Hofmann, 2011)。

那么催产素是爱的分子还是减少焦虑和促进自信的分子?聪明的选择应该是后者。也许如果你在爱情中充满自信，你会有更多的性生活和更多的孩子。

情感与进化

当我们思考进化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动物物种在漫长岁月中身体变化和发展的方式。然而，当我们谈论情感时，我们通常指的是心智，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物质的实体，这是无稽之谈。心智只是意味着某些大脑状态有一种主观感受，这服务于某种适应性功能,例如为更高级的意志行为提供”行动中的意图”基础,即”行动的意图”([图1.4])。因此，如果我们理解情感是物理大脑的功能，那么将初级加工情感作为进化现象来讨论就是有意义的。它们在如此多物种中的相似性表明，情感能力是大脑的古老功能。像许多适应性进化发展一样，支持生物学上成功的情感能力的大脑系统在动物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其他被保留的进化发展包括DNA复制、代谢功能如消化和呼吸，以及细胞能量的产生。如果你理解克雷布斯循环(Krebs
cycle)在一种动物中如何工作，你就对它在所有动物中如何工作有了很好的理解。

进化逻辑表明，情感能力在各个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出现时得以保留，是因为这些大脑功能提供了有效的生存和繁殖方式。这些大脑功能提供了选择优势，因为它们有效地预测了普遍的、未来的生存需求。拥有这些能力的动物以更大的成功率存活和繁殖。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感是大脑内置的预期性神经心理机制。想象一下疼痛对你的生存有多么有用。

情感为生存提供了灵活的指导。在情绪进化之前，动物的行为方式必定更加刻板。例如，原始海洋生物别无选择，只能以统一的动作起伏前行。相对僵化的行为也可能相当复杂——蜜蜂执行着多种本能功能，其中一些我们认为可能具有情感维度。例如，当实验者将蜜蜂从高浓度的甜糖溶液转换到浓度低得多的糖溶液时，蜜蜂确实会表现出类似挫折的反应，这种低浓度糖溶液可能吸引力小得多（Wiegmann
et al.,
2003）。然而，哺乳动物完全成熟的情感能力使动物能够以高度灵活的方式应对当下的生活挑战。

例如，如果一只老鼠习惯于在田野的某个角落觅食，而一只雪貂在附近居住，即使雪貂不在场，老鼠也会闻到雪貂的气味。这种捕食者的气味无条件地激活了老鼠的恐惧系统。这种激活触发恐惧情感，感觉很糟糕。老鼠为了避免感到恐惧而躲避雪貂的气味。为了避免感到恐惧，老鼠会找到另一个觅食地。通过这种方式，情感使动物能够预测事件。但请注意，这种预期不是一种认知功能。它是一种自发的情感反应，导致无意识的学习机制被激活，使动物能够避免恐惧的感觉。

虽然老鼠的行为可能向我们暗示老鼠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可能在哪里找到雪貂，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单独的恐惧就是预测未来事件的可靠方式，即使老鼠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将关于未来的想法概念化（这显然是脑心的三级方面）。由恐惧系统产生的防御性情感保护个体的生存，而关怀(CARE)的养育情感保护他人的生存（特别是那些携带部分关怀个体基因的其他个体）。性欲(LUST)同样保护物种的生存。关键是，先天的情感能力以增强当下和跨代生存的方式指导动物行为。

虽然情感系统位于皮层下大脑的深处，但另一方面，认知从新皮层中产生，新皮层是大脑的最外层，也是进化上最新的部分。这表明情感体验的能力在允许动物应对复杂环境情况的复杂认知能力之前很久就已进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情感系统在大脑内更深的进化位置使它们更不容易受到损伤，这也可能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它们是比认知系统更古老的生存功能。

我们说情感是初级过程体验，因为它们是纯粹的心理元素，不同于其他任何东西。但我们也可能有理由将情感视为意识的原始形式——情感可能是大脑中进化的第一批感受体验的来源。但它们有几个变种——情绪性的、稳态性的和感觉性的（[图1.4]）。原始情感可能是无知觉意识(anoetic
consciousness)的原始来源——没有理解的初级过程体验。

总而言之，我们设想的脑心进化中的分层方式促使人们首先关注最古老的层次，并利用这些知识来阐明二级过程，在那里原始情绪功能与感知相整合，允许条件学习。例如，一只开始害怕猫铃铛声音的老鼠正在使用二级情绪过程，初级认知策略也是如此，例如老鼠学会在听到猫的铃铛时跑到它隐蔽的家中。这为动物提供了关于世界的事实性知识——一种原始的知识性(noetic)或知晓形式的意识。但老鼠也会思考这种意识吗？它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某事。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人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

当前两个层次的心智开始产生更复杂的认知能力时，我们将高级情绪功能称为三级处理层次，例如为周末远足做准备或规划未来职业目标的计划。三级处理允许对世界和自我进行智能反思，同时考虑过去和未来的框架——在自我意识(autonoetic)意识中。这种水平的心理活动在动物研究中非常困难。三级层次与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的功能密切相关——这是新皮层中最近进化的区域，在人类和其他一些大脑发达的生物中大量存在。

总结

我们所有人都想理解自己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也想理解我们认识的人内心的想法，包括野生动物的思想，以及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如此丰富色彩的各种驯养和伴侣动物的思想。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为情感性心智-脑功能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的、基于证据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我们最深层情感价值观的祖先来源的窗口。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一些科学和历史原因，解释为什么情感作为神经科学研究的主题被边缘化。我们还将简要概述支持其他动物存在情感的研究。当我们讨论SEEKING系统时，我们将更全面地研究同样的研究，该系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我们将为七个初级过程情感系统分别撰写章节。由于学习领域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FEAR系统上,我们将在该章节后暂停,总结大脑的一些学习(次级过程)机制。特别是,我们将展示条件反射(conditioning)——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认知功能——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它是一种自动的大脑反应,不需要任何新皮层的参与就能成功。与心智的初级过程不同,这种脑心智整合水平似乎是深度无意识的,但为我们提供了认知意识(noetic
consciousness)的基础。我们还将强调情感本能——无条件情感网络——在”打开学习之门”方面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研究动物学习的大脑机制,特别是恐惧条件反射的人所忽视)。

我们将始终回到关注复杂三级过程和带有情感色彩的思想的人类临床问题,以及情绪调节和失调。正是在这个领域,人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各种现代心理治疗学派正在推进许多研究和发展方向,这些学派越来越强调情感问题(见第12章,Panksepp从情感神经科学的角度阐述了他对心理治疗未来的一些看法)。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将反思”自我”的本质,以及这些大脑系统鼓励我们考虑的对生命的新敬畏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我们的观点是,理解情感对于理解人性至关重要。我们的人格结构不仅植根于情感(Davis
et al., 2003; Davis & Panksepp,
2011),而且大量与社会相关的人类问题需要从情感和认知的角度来处理。有洞察力的现代心理治疗师长期以来就知道,心理治疗的目标是情感调节。尽管心理治疗可能看起来专注于思想,因为患者主要通过语言交流,但治疗的目的是积极改变患者的情感体验。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他或她的思维方式,但心理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变认知风格或内容。相比之下,许多精神科药物直接改变情感,无需认知干预,但往往在情感得到更好调节后,会出现显著的认知变化。事实上,越来越明显的是,对精神问题的环境、人际和药物治疗方法一起使用比单独使用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更有效。在本书的最后,Panksepp将讨论替代疗法在更直接地处理情感方面可能采取的一些方向。

最终,情感是我们心理存在的基础。当情感令人满意时,生活就是一种快乐。当情感受到干扰时,生活可能是地狱。正如生活在苏格兰比特岛的诗人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1806-1844)所说:“情感回转到自身,而不引向思想或行动,就是疯狂的元素。”在第11章中,我们将为以下结论提供论据:原始情感感受位于心理机制的原始基础——它们是核心自我(core-SELF)的原始生物基质——也许是”灵魂”概念的神经基础。

现在有推论性证据表明,一种对有机体连贯性至关重要的普遍核心自我类型结构,存在于大脑古老区域的深处,那里存在着初级过程情感系统。我们大脑中多样的、进化”赋予”的情感工具可能都依赖于这个广泛的基质来进行原始身体表征,以产生所有哺乳动物体验到的多种类型的原始情感感受,其中有许多细微的进化差异,我们目前对此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我们的许多高级情感观点——从指责到羞耻,从嫉妒到同理心和善良——与我们的认知机制紧密交织。我们的高级认知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感选择,包括同时让自己远离主导情感,沉浸在接纳或”正念(mindfulness)“中。

认知科学仍然几乎完全依赖于心智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一旦学者们意识到情感性感受(affective
feelings)对人类思维的深刻影响，这一理论可能会被彻底颠覆(Davies,
2011)。关于情绪如何支配我们习得的观点以及我们经验的再加工，最终的图景可能与我们目前的暂时性设想大相径庭(参见[第6章])。随着对情感的更好理解，治疗事业有望转向一种更精细的、基于神经科学的视角，了解一个人如何帮助另一个人走向情绪平衡，并协同使用心理疗法和精神药物。

对原始激情(primal
passions)的理解可能使人们更容易追求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见[第4章]题词)——即懂得如何以智慧的方式在认知上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成为无助的受害者，生活在永恒的冲突中，被我们心智的祖先力量无情地掌控。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力量与指引许多其他动物生活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最终理解自己更深层次精神本质的方式，就是理解动物更深层次的神经本质。我们还在等什么?让对话开始吧。


第2章

情感意识的进化

研究其他动物的情绪感受

我们无法绝对确定其他人类有体验，更不用说非人类动物有体验(“他心问题”)。但基于进化论，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意识的形式随着体现它们的生物形式一起进化。但蜜蜂看到的是什么?……飞蛾或海豚听到的又是什么?

——Max Velmans (2009, 第192页)

Max
Velmans的评论突出了我们的困境。原始体验——哲学家所说的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是如何从大脑活动中产生的?这不仅是意识研究的”难题”(hard
problem)，也是整个神经科学的难题。事实上，解码其他动物的大脑如何体验感觉输入，可能比解码基本情绪感受的情感性质要困难得多。为什么?(i)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动物大脑的特定区域来唤起明确的情绪行为模式，(ii)因为每一种如此唤起的初级过程情绪都伴随着消极或积极的情感状态，这些状态可以通过各种学习任务客观地监测，而不需要语言性的自我报告。因此，我们确定神经回路如何在大脑内产生情绪”奖励”和”惩罚”，比确定知觉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动物对任何形式的人工诱发情绪唤起都不是中立的。通过我们可用的各种学习和偏好测量方法，我们知道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都不喜欢某些类型的大脑唤起(愤怒、恐惧和恐慌/悲伤)，而喜欢其他类型(寻求、性欲、照料和玩耍)。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积极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都分享寻求冲动(消极情绪的唤起也可能分享这一点，如在恐惧中寻求安全，在悲伤期间寻求母性照料)。这些情感性评估能力与所有其他被研究的哺乳动物共享——这一点我们有科学的信心。许多这样的大脑回路存在于其他脊椎动物中。相关的大脑化学物质甚至可能在一些无脊椎动物中介导情感:某些物种(如小龙虾)对俘获人类的成瘾药物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如吗啡和安非他明(Huber
et al., 2011)。

关于其他哺乳动物各种初级过程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体验性质，我们能得出更多结论吗?也许可以。这些各种感受状态的内在动力学可能与相应本能的外在情绪表达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每一种感受到的情绪都通过可见的迹象在行为上表达出来，这在”低等”动物中特别明确——从寻求到悲伤的各种表现。成年人可以轻易抑制他们的情绪表现，可以说让他们的感受”潜入地下”(事实上，新皮层在这种原始情绪被调节——被控制住时功能最佳)。然而，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种身体动力学仍然传达着我们最强烈情绪唤起形式的整体性质。想想愤怒的猛烈坚持、恐惧的颤抖、玩耍的轻快活泼、慈爱照料的温柔抚摸，以及我们将比其他任何情绪都更关注的——寻求的热切搜索和四处探寻。这些也是可以通过刺激大脑特定区域唤起的行为类型。这些自然的情绪表达可能与情绪感受本身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关键点:情绪感受及其自发的行为表达源于相同的古老神经系统。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在哪里寻找情绪感受的构成和神经机制。

但我们如何知道各种负面和正面的感受实际上是不同的，而不是一种原始的好感受和一种坏感受的微小变体呢?在积极情感中,可以确定动物是否能区分由各种神经化学物质(例如,神经肽和精神药物)或各种奖赏和惩罚形式的直接脑刺激所引起的不同情绪状态。事实上,我们确实知道动物能够区分大脑中某些不同”奖赏”部位的积极感受(Stutz
et al.,
1974),以及成瘾性阿片类药物如吗啡和精神兴奋剂如可卡因所产生的内部状态(Overton,
1991),所有这些对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高度奖赏性(Tzschentke,
2007)。但在我们了解不同原始情感(primal
affects)的实际数量以及产生不同情绪感受的大脑机制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处于基本情绪状态的动物也会发出特征性的声音,这些声音通常与我们发出的情绪声音没有太大区别。想想疼痛的尖叫、愤怒的咆哮、笑声的重复鸣叫声。这些声音来自灵长类动物大脑中不同的网络(Jürgens,
2002)。同时,每种类型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所有被研究过的哺乳动物物种的相同大脑区域(总结见Brudzynski,
2007; Brudzynski et al., 2010; Newman,
1988)。因此,产生情绪情感的皮层下脑系统在整个哺乳动物王国中都非常相似。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的基本情绪感受来自这些相同的低级脑系统,而不是来自新皮层的高级区域(Damasio
et al., 2000; Northoff et al., 2009; Vytal & Hamann, 2010)。

因此,动物的初级过程情绪感受与我们自己的相似的可能性不仅基于大量数据,还基于我们初级过程情绪本质在跨物种进化上的显著连续性(Darwin,
1872/1998; Panksepp,
1998a)。这种相似性还在大脑的基本情绪学习机制中得到了显著证明(LeDoux,
1996)。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这些概念推广到第三级过程的心理复杂性水平。其他动物似乎不太可能体验到敬畏或崇高的感受,缺乏可靠的证据将使我们无法考虑这种可能性。尽管黑猩猩在争吵后确实表现出和解行为(de
Waal,
2009),但它们可能不会像我们那样体验到宽恕的优雅。高阶感受用现有程序根本无法研究。因此,没有实验证据表明其他动物会思考幸福的意义,或有足够的自我反思来感受尴尬、内疚和羞耻的刺痛。也许当它们被某人虐待时会怀恨在心(想想大象在反复被人类虐待后暴走的故事)。但我们无法像窥探它们的情绪那样有效地窥探它们的思想。关于对人类事务具有重要意义的微妙的第三级过程情绪—从贪婪到同情—的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神经科学细节研究。尽管可以从仔细的行为观察中推断出一些可能性(Bekoff,
2007; Grandin & Johnson,
2009),但没有科学可靠的模型来研究其他动物的这种复杂的第三级过程情绪。然而,原始的情绪感受终于可以进行实验研究了,这些知识可能对理解我们自己更深层的本质以及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亲缘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因此,与初级过程情绪相反,初级过程情绪在大脑中有专门的(进化的)神经控制,而动物的大多数高阶情绪(同理心、幽默、嫉妒、羞耻等)的行为指标必然仍然模糊且有争议,即使可以系统地收集人类的意见(Morris
et al.,
2008)。在科学层面上,它们的存在目前是基于轶事证据。当然,轶事的复数可能就是数据,至少对于那些愿意相信许多其他动物确实有高级情绪的人来说是这样(Bekoff,
2007)。而且有大量行为证据表明,许多高等灵长类动物表现出复杂的社会情绪(de
Waal,
2009)。甚至老鼠也表现出可能表明同理心的行为和自主神经变化(例如,恐惧性僵住和心率变化)(Chen,
et al., 2009)。

这些微妙的、高阶的情绪过程当然可以通过人类脑成像技术来研究（Decety
& Ickes, 2009; Iacoboni, 2009a,
2009b）。当这些研究工具变得足够精细，能够常规化地可视化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皮质下情绪网络中发生的变化[1]（例如，通过使用更强大的磁场和更高度复杂的统计技术），我们可能会发现，所有高级人类情绪的情感力量——那些奇妙而微妙的感受——仍然根植于古老的神经区域，哺乳动物的原始过程情感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原始过程可能仍然是这种新兴多样性的坚实进化平台。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点。在脑扫描仪中，情感变化与皮质下唤醒的正相关性远高于与新皮质唤醒的相关性；皮质唤醒往往反映出感受强度的降低。因此，当我们的大脑充满情绪感受时，皮质唤醒通常处于低点，而当感受强度低时，它则处于高点。这表明高级脑活动倾向于抑制来自低级脑区的感受（Northoff
et al.,
2009），正如去皮质动物的过度情绪化长期以来所显示的那样。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当人类在脑扫描仪中反复思考他们的情绪时，他们这种自我关注的沉思通常会唤醒大脑的内侧额叶区域（Northoff
et al.,
2011）。像”正念”这样的冥想策略——学习如何在当下时刻保持平静——在减少这种反复性情绪唤醒方面，可能比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更有效（Siegel,
2007）。

仍有可能只有人类和相关灵长类动物（也许还有大象、鲸鱼和海豚），通过它们丰富而复杂的家庭生活和延长的早期认知发展，才能体验到比大多数其他动物更复杂的社会情绪。但这些仍然是未经研究的问题，也许超出了当前科学审查的范围。在人类中，基本情绪和复杂认知的融合必然会对一个人的情绪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有时是好的，但往往更多是坏的。我们似乎比其他动物更容易受到情绪障碍的影响，因为我们有能力通过高级认知过程的力量让情绪持续发酵。当人们纠结和反复思考他们的烦恼时，这可能会维持和激起独特的情绪动荡。然而，我们在这里不会过多讨论这些高级人类情绪。我们的任务是为将其他动物纳入体验原始过程情感的群体中建立有力的论证，我们将努力客观地、神经科学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曾说过，理解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原始过程情感，对于理解心智-大脑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要破解意识的神经密码，并为精神病学上重要的生活问题带来新的更好的治疗方法，这是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神经、行为和心理分析之间的科学三角验证，跨物种科学研究现在允许进行，最终提供了对共享的动物和人类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的理解。但要做好这一点，我们还必须审视一些历史原因，即为什么心理科学和神经科学倾向于边缘化对动物心理生活的研究，特别是对动物情感生活的研究，至少直到最近（Panksepp,
1998a）。然后，我们将总结神经科学证据，证明原始情感——我们心智的祖先感受——如何从我们与这个世界上如此多其他生物共享的皮质下系统中产生。在我们继续讨论后续章节中每个原始过程情绪系统之前，我们在这里分享情绪研究的历史，特别是情绪感受的研究，以便从透视角度看待仍然影响该领域的各种交叉潮流。对于那些不想反思这些历史力量的人，请随意移步下一章，讨论SEEKING（寻求）系统。

大脑与心理机制的结合：一段历史

直到最近，许多哲学家甚至一些科学家倾向于将心理生活视为非物质的和附带现象——作为硬生物科学永远无法解决的话题。神经科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必须依赖于生理和行为事实的客观观察，许多同事仍然认为动物体验（原始意识）无法被测量。它无法被称重。它没有长度或宽度；它只由模糊的神经动力学深度组成，即使在人类中也无法以任何方式严格监测，而在人类中，语言反馈可能是特殊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只需考虑影响右半球的中风患者的虚构，这使得他们的说话半球失去了深层的情感指导。这些人往往用他们自私自利且具有语言能力的左半球生成的幻想故事来否认他们明显的左侧瘫痪——这些虚构有时会在精神分析疗程中消失（Kaplan-Solms
& Solms,
2000）。例如，这些人可能会长篇大论地说得好像他们没有任何障碍，但当他们放下社交面具，自由地谈论这些残疾对他们”毁灭”的生活的意义时，突然承认他们的虚弱和恐惧。

许多神经生物学导向的科学家坚持认为，我们无法对心理生活做出任何深刻实质性的陈述，当然也不能对其他动物的心理生活做出陈述，我们甚至不能断言意识是真实的——它不过是我们想象的产物。1992年，著名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写道：“我倾向于将它（心理领域）从生物学解释中删除，因为它是一种完全私人的现象，而生物学必须处理可公开证明的事物。”许多同事都同意这一观点。我们不同意。如果我们不处理痛苦中的人们的真实感受，不尝试科学地理解他们深刻的、往往是消极的感受，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情感上的困扰。这种理解的很大一部分必须来自对我们的动物同伴的研究。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天，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可以通过运用我们对积极情感的知识来治疗，以重新平衡被消极情感压倒的心灵。当然，这也需要协同的人际互动，特别是当我们发展新的、更有效的心理治疗实践时（例如，参见本书最后几章）。总之，我们的主张是，如果没有对动物大脑和心智进行适当的、理论指导的研究，就无法获得对情感的生物学理解。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如果仔细思考所有相关的科学和伦理问题，情况必然如此。

无论如何，当我们研究脑心(BrainMind)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大脑回路和分子，还有从这些神经物理基质中产生的复杂感受质地如何帮助创造心理生活。要理解各种精神障碍，我们必须科学地面对情感体验的本质。我们不能从”抑郁症”的诊断标签直接到达对这种神经-心理现象的完全基于大脑的理解，除非我们问：“为什么抑郁症会痛苦？”以及更准确地说：“这是什么样的痛苦？”

“从大脑中删除心智”的倾向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有两个主要分支。一个分支是二元论(dualism)，这是一种相信存在两个本体论领域的信念：非物质的与物质的并存。二元论是古希腊人思想的组成部分。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它最著名的支持者是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他在最近之前有许多追随者。历史的第二个相关分支源于一场科学运动，这场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后期一群致力于现代化医学课程的革命性德国医生群体，那时科学家对神经系统还知之甚少。让我们逐一审视这些论点。

其他动物是如何失去情感感受的？

在笛卡尔的著作之前，二元论已经被许多学者接受了几个世纪。它是古希腊人思想的组成部分，他们通常认为非物质现实比物质世界更重要。柏拉图(公元前424-348年)认为”形式”(forms)——非物质的概念性现实——捕捉了物质现实的真正本质。例如，人们可以在单个物体中看到美，但要理解美的本质，就必须将美理解为一种”形式”，一种存在于所有个别美的实例之上和之外的概念。因此，对柏拉图来说，物理现实只是终极非物质现实的反映：理想形式的现实。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古代伟大的生物学家，提出所有生物都赋有灵魂(soul)，他将其视为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一种解释物理世界变化的非物质自然力量。例如，幼苗的灵魂将解释其成长为树的潜力。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原因来自遗传。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早期思想家之一，相应地将灵魂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赋有理性，有助于统治身体。笛卡尔给奥古斯丁传播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赋予了特别宗教化的诠释，可能至少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不希望像伽利略那样被教会审查，酷刑的威胁使这一点具有深刻意义)。他将非物质力量理解为个人意识，他将其描述为上帝精神在人类心智中的表达。通过这种方式，上帝的非物质精神决定了人的行为。

笛卡尔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动物。他不认为它们是有意识的生物，因为他相信上帝不会在如此低等的生命形式中显现他的神圣精神。他将动物视为不过是活的机器，没有神圣火花的生物。这种观点导致了对动物的不人道实验(例如，没有麻醉的活体解剖)；它们的抗议声音和逃跑努力被视为不过是缺乏任何意识体验的反射反应。只有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的意识是上帝神圣领域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意识决定了他的行为。为了使这个牵强的想法奏效，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和笛卡尔的人类神圣心智必须被视为受非物质力量控制，这些力量也决定了物理世界的行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了所有生物的变化，笛卡尔的理论特别解释了人类的行为。

不可物质的存在领域这一概念也出现在古代希波克拉底医学中，该医学信奉活力论(vitalism)。活力论遵循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可物质力量导致物质世界变化的信念。根据希波克拉底的观点,生命力量创造了疾病和健康(Smith,
1979)。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370年)被称为医学之父,因为他将疾病归因于身体状态,而不是归因于神秘力量。然而,尽管他拒绝完全以神秘主义作为医学基础,但他仍然是一个二元论者;他坚信不可物质的活力论力量的存在。他认为四种基本的身体体液(humors)或液体(黄胆汁、黑胆汁、黏液和血液)是决定健康或疾病的生命力量的物理表现。在他看来,这些体液的稳定平衡会带来健康,而所有疾病都源于失衡状态。在中世纪,这种思维方式被扩展到情绪气质,出现了胆汁质(易怒)、抑郁质(悲伤)、黏液质(冷漠和恐惧)以及多血质(快乐)性格的概念。

前现代欧洲时代的医学干预主要是为了重新平衡体液,这反过来意味着控制身体和心灵的不可物质生命力量被带入平衡状态(Smith,
1979)。例如,人们认为葡萄酒可以通过促进血液和多血质水平来抵消过多的黄胆汁。柑橘类水果被认为可以减少黏液,等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希波克拉底原则促使医生给患者放血或施用藜芦等毒药,引起呕吐和腹泻。除了可能的有益安慰剂效应外,这些干预措施很可能经常伤害患者或根本不起作用。

从十九世纪医学科学到行为主义

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医学科学是一种粗糙的工具,特别是因为国家禁止尸检。希波克拉底对身体的内部运作知之甚少。尽管如此,希波克拉底原则统治医学超过两千年。然而,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进步开始削弱人们对希波克拉底理论的信心。显微镜等现代发明使科学家了解到某些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由体液失衡引起的。但变革总是缓慢且不受欢迎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群致力于实证医学的欧洲大陆医生(由卡尔·路德维希[1816-1895]、埃米尔·杜布瓦-雷蒙德[1818-1896]、赫尔曼·冯·亥姆霍兹[1821-1894]和恩斯特·冯·布吕克[1819-1892]等知名人士领导—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大脑感兴趣)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医生-科学家团体,后来被称为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Greenspan
& Baars,
2005)。他们拒绝了与现代物理学关于疾病的发现不符的希波克拉底四体液理论。

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也普遍拒绝活力论。他们拒绝所有被假定支配身体功能的神秘力量的存在。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坚持认为,非物理力量无法接受科学审查,因此人们无法知道关于它们的主张是否真实,甚至无法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出于这些原因,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的成员在科学中果断地放弃了二元论。对他们来说,科学必须植根于对物理世界的研究。

这些革命性的医生满足于对物理身体进行实验,并根据他们的观察构建机械论理论。但他们并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凌驾一切的不可物质真理。科学理论只是被视为对现有证据的最佳解释。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原则上,面对矛盾的证据,理论总是可以被推翻的。

这场革命运动迅速成功地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严格的医学课程。俱乐部的胜利导致了基于证据的医学方法,这仍然是医学教育的基础,直到今天。然而,在心理学中,反活力论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如何从生物物理学角度研究心灵?由强大的行为主义运动提出的临时性前神经科学解决方案—该运动统治学术界直到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并且在神经科学中尚未消亡,特别是在行为神经科学中—是意识并不重要。行为主义者选择只研究大脑功能的外部可观察维度(即行为,以及行为作为”反应”所对应的传入”刺激”)。行为主义者最重要的工具是他们称为无条件刺激(UCS)和无条件反应(UCR)的实体—比如电击和由此产生的僵住行为(见第5章和第6章)—这些工具诱导动物快速展示习得的应对策略。通过这种方式,行为主义者能够绕过大脑的”黑箱”(Skinner,
1938),从而绕过心灵。他们似是而非地将从可观察行为和其他科学数据推断心理力量(任何类型的)等同于被否定的活力论力量概念。因此,他们认为无法以任何科学方式研究心灵本身的实际本质。于是心灵不复存在,至少对于二十世纪科学心理学中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是如此,尤其是在动物研究的背景下讨论时。

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运动将所有概念的严格定义（实证主义）视为建立坚实科学的唯一途径。伟大的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22/1981）在其《逻辑哲学论》中，通过其著名论断”当答案无法用语言表达时，问题也同样无法表达”（命题6.5），为对心智研究的无情唯物主义挑战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声明。由于心理特质不可能用清晰的、可操作化的科学语言来表达，人们面临以下困境：“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解答，生活的问题仍然完全未被触及。当然，这时就不再有问题了，而这本身就是答案”（维特根斯坦，1981，命题6.52）。

关于维特根斯坦更多的怀疑论指导，请参见[第13章]结尾。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悲剧之后不久，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饱受情感折磨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为心理生活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我们的相对主义语言游戏占主导地位，导致了心理学中强大的社会建构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至今仍然兴盛。

当然，活力论和心智是截然不同的。活力论提出存在一种基本的非物理现实。活力论的力量被设想为没有任何生物学前因或物理基础。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决定身体健康的无形力量。另一方面，心智具有明确的生物学前因，毫无疑问是物理大脑的一种属性。它不是一种脱离实体的自然力量。它是一种大脑功能，因此可以像任何其他生物学事实一样，用正常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进行这项艰难的工作，这正是情感神经科学（Panksepp,
1998a）领域的研究者所寻求做的。由于神经科学的进步，这终于成为一个可行的项目。

不幸的是，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的一些边缘成员未能理解这些区别。生理学家雅克·洛布（1859-1924）在美国工作，先是在布林茅尔学院，然后是芝加哥大学，最终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当时称为”研究所”）。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影响了约翰·B·华生（1878-1958），后者最终成为”行为主义之父”。在哈佛，B·F·斯金纳（1904-1990）也被洛布的思想所说服。华生和斯金纳在洛布的启发下，共同制定了一种新的、方法论上严格的——并最终成为教条式的——激进行为主义。

他们是许多心理学家的英雄，尽管他们将”心智”从课程中剔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现代科学的笛卡尔基础，即深刻的怀疑论。让我们回忆一下，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来开始他的哲学。他很容易想象他周围的世界不过是一场梦或幻觉。他认为怀疑逻辑和数学的现实性没有问题，因为他相信邪恶的恶魔可能在控制他的推理。他唯一不能怀疑的是他在怀疑，这导致了他从无限怀疑中的救赎：唯一无可辩驳的证据——我思故我在。因此，怀疑论成为科学领域的通行货币。“向我证明”成为口号，尽管在二十世纪科学中已经清楚，没有科学证明，只有数学和逻辑证明。由于科学的本质，它必须基于证据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主要论断对于那些遵守科学规则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大量事实表明，其他哺乳动物确实具有情感体验，我们都拥有非常相似的初级过程情绪的神经基础。但就这一重大问题而言，对许多神经科学家来说，他们对怀疑论的热爱仍然超过了对证据分量的理性权衡……以至于几乎没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至少在行为神经科学家中是如此，而他们拥有将这些问题推向经验解决方案的最佳工具。

因此,行为主义的奠基者们——这些对心理科学中任何心理构念(mental
construct)必要性持极端怀疑态度的人——为行为分析带来了新的复杂程度,这为心理学领域提供了此前缺失的严谨性。他们给了我们第一个有前景的方法来分析习得性行为变化的原因——即学习。他们为科学家提供了能在实验室中可靠地产生行为变化的工具。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觉得必须拒绝所有对内在情绪和动机过程的引用。华生(Watson,
1929)最初对情绪感兴趣,但他认为智力能力,独立于任何气质问题,是在没有多少先天功能影响的情况下习得的。他著名的声明是:“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体格健全,以及我自己指定的世界来抚养他们,我保证随机选一个,把他训练成我可能选择的任何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领袖,是的,甚至是乞丐和小偷,不管他的才能、倾向、趋势、能力、职业和祖先的种族如何。”斯金纳(Skinner)走得更远。他从一开始就鄙视新行为科学中的情绪概念,并著名地宣称:“’情绪’是我们通常归因行为的虚构原因的绝佳例子”(Skinner,
1953)。奇怪的是,这两位科学家都不认为心理学必须参与大脑研究才能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但那是在神经科学成熟为理解生物体行为的最重要科学学科之前很久的事了。

因此,意识体验——特别是情感体验——对这些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忽视了达尔文关于动物行为提供其情感状态指示的建议,也忽视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信念,即情绪感受不是在情绪行为之前唤起的,而是随之而来(或与之相同)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本书的信息,但它只是认识到是大脑的情绪-行为系统承载情感信息,而不是外周身体的情绪行为。这不是一个小的区别,因为即使达马西奥(Damasio,
1994)也被类似的皮层情绪感受观点所吸引。

所有这类思考,对行为主义者来说,都”只是空谈”。行为主义者也忽视了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 1874-1949)提出的原始的、著名的”效果律(Law of
Effect)“的措辞,他是最早系统研究动物学习的心理学家之一。桑代克的原始版本坚持认为动物体验到”满意”和”不适”的感受,这不仅驱使它们表现出偏好和厌恶,而且还指导它们的学习。原始的”效果律”实际上是一个”情感律(law
of affect)“。行为主义者拒绝了这一方面。以下是桑代克确切提出的内容:

对同一情境做出的几个反应中,那些伴随或紧随动物满意[强调添加]的反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与该情境更牢固地联系起来,因此当它再次出现时,它们更有可能再次出现;那些伴随或紧随动物不适[强调添加]的反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削弱它们与该情境的联系,因此当它再次出现时,它们不太可能发生。满意或不适[强调添加]越大,这种联结的加强或削弱就越大。(Thorndike,
1911, p. 244)

行为主义者没有使用像满意和不适这样的主观词汇——这些词暗示着伴随着感受基调(feeling
tone)的有动机的心理状态——而是用更客观的术语替代,指的是外部可观察的事件:奖励和惩罚(或在学习的语境中使用时的强化(reinforcements))。他们认为所有行为都是基于奖励和惩罚的心理上无法定义的方面来习得的。他们明确选择忽视大脑中的情感变化赋予奖励和惩罚事件控制行为的力量这一可能性。行为主义者没有对奖励和惩罚通过在大脑内产生体验而起作用这一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而是纯粹从操作术语(operational
terms)来定义”强化”——从世界上的物体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强化”行为变化的能力来定义。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强化”是否是一种特定的非情感性大脑功能,还是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我们如何通过系统地操纵控制动物感受的大脑系统来训练动物的词汇。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动物确实会可靠地努力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人类也是如此。人类和动物都出于情感”原因”做这些事情，这正是行为主义者无法接受为科学上可行的，因此也是可信的，他们的偏见一直传承给行为科学家直到今天。很少有人选择质疑这些假设。由于对情感和动机状态（如饥饿和口渴）的引用不被接受，因此不被允许，这些概念从大多数心理学话语的词汇中消失了。第三人称客观语言成为新行为主义领域的通行货币；第一人称主观语言实际上被禁止出现在科学话语中。这适用于对动物和人类的讨论。但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这项禁令已经解除。或者说真的解除了吗？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认知革命之后，行为主义偏见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人更隐晦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它仍然是许多研究动物行为的人的主流观点。似乎受过教育的公众并不了解这一事实。我们希望本书能改变这种状况，揭露行为主义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残余本质：一种只对在特定传统中受过教育的人才有意义的时代错误，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意义！它目前仍在阻碍关于动物大脑和人类心智的心理功能，尤其是情感功能的丰富讨论。

有趣的是，没有迹象表明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的成员会反对研究感觉或意识，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容易研究的身体过程。如果病人抱怨疼痛，19世纪的现代医生肯定会认真对待他们的主张，并试图发现疼痛的生理原因。然而，疼痛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个无意识的物理实体。它是一种物理心理状态，一种现象体验。它是主观的，但它是真实的——大脑的一个生理过程。疼痛有原因，也有影响。它帮助我们生存。因此，即使它是主观的，它仍然值得科学考虑，用于诊断人类和动物的身体损伤和疾病。也许最重要的事实是，疼痛不仅由身体功能障碍引起；它也由大脑中的神经活动引起（实际上是产生或构成的）。尽管疼痛定位于特定的身体部位，但这种体验并不包含在它发起和心理上似乎存在的地方，尽管一些哲学家有不同看法。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大脑将疼痛的感觉投射到身体被表征的神经空间上。有时疼痛（例如，神经性疼痛）主要是由于神经组织的内部刺激性。无论如何，疼痛是大脑的一种属性，它不是在大脑之外的身体中体验到的东西。

古人不确定大脑是否是心理事件的基质。柏拉图和希波克拉底认为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情绪源于心脏。然而，早在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重振医学科学之前，一些研究人员就已经接受了将对物理大脑的研究作为更好理解心智功能的手段。在具有现代观点的伟大历史先驱中，有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1621-1675），一位详细解剖大脑的英国医生（如他1664年的《脑解剖学》所述），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脑病理学的论文，以及另一篇关于医学心理学的论文：《关于野兽灵魂的两篇论述》（Two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Soul of
Brutes，1672）。威利斯试图描述心理变化如何与大脑功能相关，同时没有放弃身体的经典体液控制情感气质的想法。到19世纪之交，颅相学家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和他的弟子约翰·加斯帕·斯普尔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1776-1832）进行了更精细的大脑解剖，使人们普遍接受了心智从大脑活动中产生的观念——尽管加尔和斯普尔茨海姆将人格与颅骨形态（颅骨上的”隆起”）联系起来的实用方法是失败的。颅骨形状被错误地认为能准确反映潜在大脑区域或”心理器官”的大小，但这个猜想被认识为一个可耻的过度简化还需要一些时间。无论如何，到19世纪中叶，许多神经系统学者已经准备好摒弃二元论，将大脑设想为心智的器官，正如许多医生准备好抛弃医学迷信并使医学科学现代化一样。

尽管柏林经验主义医学圈子的大多数成员并不关注情感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伊万·巴甫洛夫（俄国人，开创了系统性条件反射研究方法）师从卡尔·路德维希，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人，心理治疗之父）师从恩斯特·冯·布吕克。巴甫洛夫在研究狗的自主神经反射时从未忽视情感。他认识到情感的力量，特别是在他的实验室被涅瓦河洪水淹没，差点淹死他的狗之后。他的许多狗随后表现出我们现在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然，弗洛伊德将情感作为其过早抱负的核心（当时脑科学还不够成熟），试图创建一种名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了脑科学研究，发展出一种基于情感的精神分析元心理学，但他承认它缺乏”科学的硬性标志”（Freud,
1895/1968）。

柏林生物物理学俱乐部的成员可能会接受一种根植于脑科学的情感心智理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确实有学者，如查尔斯·达尔文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对情感和意识持有相当现代的观点（Darwin,
1872/1998; James,
1892）。这两位伟大思想家都没有享受到现代脑科学的成果。事实上，直到今天，大多数关于情感的心理学研究似乎很少关注底层的初级加工(primary-process)神经细节，而三级加工(tertiary-process)细节目前几乎无法获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现代脑成像技术估计感兴趣的区域及其相互作用。与精神分析等经典”纯心理学”理论的追随者不同，目前有几个新运动，包括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见
www.npsa.org），它们提供了心理和神经分析的明智结合。然而，很少有人追随沃尔特·赫斯（1881-1973）等先驱的脚步，他是194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赫斯首次证明，通过电刺激下丘脑的特定区域，可以在猫身上激发完整的初级加工愤怒行为以及相应的自主神经反应（完整总结见Hess,
1957）。

也许赫斯在心理学界追随者寥寥，是因为他避免谈论他所激发的动物的情感感受。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选择将这种电刺激诱发的愤怒表现称为假性愤怒(sham
rage)。在退休后，他承认对自己过于胆怯感到遗憾，没有忠于自己的信念，没有声称他的动物确实感受到了真正的愤怒。他坦白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言论会招致强大的美国行为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可能因此也会边缘化他更具体的科学发现。他在最后一本书《心智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Mind)（1964）中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他的”错误”，但这部作品影响甚微。尽管如此，他至少提供了可以为心理学提供神经生理学基础的数据，这是威廉·詹姆斯和查尔斯·达尔文都会非常欣赏的。

行为主义统治学术心理学约50年，直到二十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才逐渐失去影响力，当时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重新确立了心智研究的科学合法性。受计算机发展的启发，认知科学家认为心智就像一台活的计算机，使人类和动物能够计算偶然性并做出指导行为的决策。心智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由此诞生，据推测，这也可以在没有脑研究的情况下被理解。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无意识或先天认知能力的概念，例如诺姆·乔姆斯基的假说（1968），即人类儿童对所有语言共有的基本语法结构具有先天知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认知科学关注的是信息处理的机制——感知和学习——而不是活体心智的内生性和生成性特性。认知革命主要关注心理活动中最接近计算机软件的那些方面——心智的”信息处理”部分——因此直到最近才开始涉及情感、动机和情绪问题（Gardner,
1985; Panksepp,
1988）。此外，如前所述，认知革命主要关注人类的认知，因此在动物研究领域，行为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少数科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唐纳德·格里芬（2001），推动动物行为学领域在思维上变得更加开放，但他主要关注认知领域，而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比情感问题更难解决。

公平地说，行为主义者的目标是创建一种高度可重复的科学，研究者可以明确”行为控制”的变量(这个术语用于指定将习得行为引导到可预测方向所需的精确环境条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真正声称要理解控制动物行为的基本机制。在他们有限的领域内，他们只是想在良好控制的环境中明确和预测动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在它们自然状态下的真实世界中(那是动物行为学家的领域)。因此，他们建造了人工隔间(斯金纳箱)，在那里动物外部环境的每个方面都可以被控制和系统地操纵。行为主义者根本不关心这些生物体内部发生的未观察到的事件，并且他们不相信这些事件能对行为的科学理解做出贡献。然而，悲剧在于，一旦神经科学成熟，许多此类事件，甚至是情感事件，都可以被科学研究。但行为神经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它们不感兴趣，实际上是抵制的。大脑功能中具有深刻心理意义的方面，例如情绪的初级加工本质，在此时已成为可解决的科学问题，却被忽视和有意忽略。因此，神经科学家未能处理情感感受这一主题，直接源于行为主义的寒蝉效应。在动物研究中，这种情况至今基本未变。


现代情绪神经科学

现代神经科学革命始于大约40多年前，随着研究大脑工作方式的奇妙新程序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神经成像设备，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活体(在活生物体中)人类大脑在执行各种活动时内部发生的情况。许多被这项神奇新技术所吸引的人接受的是行为或认知传统的教育。前者不接受情感感受作为其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后者倾向于将情感感受视为认知过程的一个子集，这至少在大脑组织的初级加工层面是一个重大错误，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认知是由感知、学习和更高的大脑功能创造的。原始情感是生存的祖先工具，具有用于各种”低级”大脑功能的专用回路。尽管人类的认知心智功能现在被普遍接受为事实，但大多数从事动物研究的研究人员仍然坚持行为主义学说，并会忽视、否认或对动物情感生活的存在保持不可知论态度。

如前所述，某些动物行为学家在认知动物行为学的旗帜下，确实开始思考动物的潜在心智能力(Griffin,
2001)。但通常大多数人避免讨论情感问题，很少有人从事情感大脑研究。这就是导致现代神经科学倾向于拒绝其他动物情感存在，因而拒绝系统科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这第一条思想脉络植根于错误的古老信念，即心智是生机论的——它是一种独立的、非物质的力量，无法被科学审视。如前所述，这种将意识等同于生机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初级加工心智——内在进化价值的体验——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可以像任何其他生物功能一样进行科学分析(实际上，就像自然界中任何其他推断的功能或过程一样，例如物理学中的重力或量子粒子的活动)。

另一条思想脉络，说服神经科学家拒绝或忽视其他动物的情感问题，其根源在于19世纪后期，当时威廉·詹姆斯和卡尔·兰格(1834-1900)独立且几乎同时发展了一种外周反馈情感理论。他们将情绪行为(如逃离可怕情境)视为一种自动的、反射性的身体反应，本身没有情感。他们提出，关于这些身体反应的信息随后被反馈到大脑的思考和观察部分，即新皮层，后者在认知上体验情绪。因此，更高的大脑功能被认为产生了情感体验(Damasio,
1994; James, 1884/1968; Lange, 1885; LeDoux,
1996)。所以你不会因为害怕而逃离挥舞刀子的小偷；相反，你之所以感到害怕是因为你在逃跑，这创造了你身体感觉的各种变化，由更高的大脑功能”读出”。公平地说，我们要指出，心理科学中心智的伟大捍卫者威廉·詹姆斯也注意到，所有本能都有一种感觉，并且感觉和情绪反应是同时发生的(这是我们在这里捍卫的立场)。

尽管现在有科学证据表明，情绪行为的表演可以产生微弱的情感感受变化（Clynes,
1977; Schnall & Laird, 2003; Stepper & Strack,
1993），并且这种效果也可以通过人类大脑内的情绪动作意象获得（Panksepp
& Gordon,
2003），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情绪动作期间的强烈情感感受需要从外周身体向大脑的反馈。相反，大多数证据表明，原始的情绪感受是由大脑组织直接产生的，实际上是由那些产生本能情绪动作的回路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来自身体的输入没有影响。它们确实可以增强或削弱大脑内产生的感受。但它们在产生我们情绪感受的特定方式上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无论如何，120年前提出的James-Lange理论的经典解释，仍然是那些对大脑皮层下区域知之甚少的人所青睐的情绪产生方式的观点。

直到今天，还没有坚实的实验证据支持James-Lange理论的传统版本。然而，数据支持威廉·詹姆斯关于初级过程情绪的另一种推测——本能动作具有感受成分——而他的传统皮层读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脑如何理解其情绪。因此，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大脑以两种方式产生情感：大脑的较低部分可以产生特定的情感感受，准确地发出身体需要什么（内稳态和感觉情感）以及大脑需要什么（情绪情感）的信号。然后我们的高级大脑以各种各样独特的认知方式处理这些心理力量，这通常为”人间喜剧”增添了趣味。此外，所有感受都有一个唤醒强度维度，这通常是许多不同感受所共有的。

然而，还应该认识到，大脑和身体有许多唤醒系统，包括一个主要的应激轴（垂体-肾上腺系统），如果在没有真正的情绪被唤起的情况下激活这些系统，那么人们会倾向于根据环境所促进的情绪场景来解释这种唤醒（Schacter
& Singer,
1962）。一般唤醒本身并不构成情绪。一个人还必须以多种方式感到好或坏，这些方式对应于各种本能的表演冲动。当某人生气时，他可能想打某人。在皮层下初级过程层面，打某人的冲动同时伴随着愤怒的情绪感受。这就是迄今为止数据所显示的。但我们还需要指出，每一个科学事实总是有多种解释。科学的目的是在这些解释中进行筛选。这就是为什么去皮层实验如此重要，它表明情绪感受在大脑上层（新皮层）区域遭受大规模损伤后仍能存活。

如果您对我们上述关于James-Lange”身体反馈”情绪理论的观点概要感到满意，可以随意跳到下一节，该节专门讨论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有影响力的观点。但如果您对更详细的讨论感兴趣，请继续阅读……

尽管我们不赞同James-Lange反馈理论（或其现代”读出”后代），但我们是詹姆斯的崇拜者。如前所述，将外周身体骚动”读出”到高级大脑区域的概念并不是他关于情绪的唯一理论观察。在我们看来，他还更正确地提出，每一个本能情绪反应都伴随着特征性的感受。如果他知道这种本能反应是由独特的大脑回路产生的，他可能会推测没有必要假设一个认知”读出”来产生情绪感受，尽管沉浸在我们的感受中，甚至通过我们的意识觉察能力来修改它们，确实是我们高级认知装置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情绪调节如今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如此受欢迎的话题（Gross,
2009），对心理治疗也非常重要。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论证的那样，原始的情绪感受是皮层下回路的一部分，该回路也产生情绪行动准备。由于思想史的沉重负担（考虑激进行为主义的案例），詹姆斯理解情绪感受的另一种方法直到最近才得到充分发展（Panksepp,
1982, 1998a, 2005a）。

我们现在知道，来自身体的反馈总体上不可能是感受产生的主要来源。脊髓高位损伤导致没有来自损伤水平以下的躯体感觉输入的四肢瘫痪患者，基本上具有正常的情绪感受（Borod,
2000）。当然，他们的脊髓损伤保留了功能性自主神经，如迷走神经，以及可以影响各种大脑区域的血液中循环的内分泌因子。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即使是脊髓高位横断或产生”闭锁综合征”类型的脑干损伤的个体——只能移动（因此用）他们的眼睛或脑电波进行交流的人——仍然有情绪感受（Bauby,
1997; Birbaumer, 2006; Laureys et al.,
2005），尽管身体感觉输入相当显著地减少了。

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
1871-1945)是哈佛大学研究外周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家，他提出了许多反对詹姆斯-兰格情绪观点的有力论据，并主张情绪性是大脑的内在功能。坎农指出，许多自主神经反应需要时间发展，不能足够快地反馈到大脑以产生即时的情感反应(Cannon,
1927)。他得出结论，情感不是反馈的问题，而是从大脑本身产生的。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
1913-2007)是一位医生，他首先通过提出人脑中古老哺乳动物层的概念——“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来更详细地从进化角度发展这一想法，该系统负责基本的社会情绪。麦克莱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对癫痫患者的情绪变化进行深入的大脑分析，随后开发了性行为和各种其他社会展示的动物模型(70年代和80年代)。凭借相当丰富的想象力，麦克莱恩(1990)设想了情绪性(包括情感体验)如何与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原始结构相关联。事实证明，麦克莱恩并没有掌握所有正确的细节(谁能做到呢?)，为此他受到了各种”少壮派”的不公正批评(关于反驳，见Panksepp,
2002)。例如，麦克莱恩认为海马体是最重要的情绪大脑结构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的，海马体对记忆形成非常关键:自传体记忆的编码和我们空间环境的映射。不过，它也促进对恐惧事件发生地点的学习，海马体的腹侧部分在情绪学习中相当重要，特别是与空间相关的问题，如位置条件反射。然而，人们也可以唤起某些强烈的情绪，例如，通过局部注射催产素(oxytocin)到海马体可以轻易使大鼠产生勃起(Melis
et al., 1986)。

然而，缺乏证据并不是一些研究者拒绝皮层下边缘大脑产生原始情感体验这一观点的主要原因。一些研究人员极其不喜欢哺乳动物”情绪大脑”概念(即边缘系统)在解剖学上的不精确性，一些人也拒绝接受情感体验可以直接从皮层下系统的活动中产生的观点。事实上，如前所述，大多数情绪学者仍然更倾向于詹姆斯-兰格的观点，即情感是从更高的大脑皮层区域产生的，在那里情绪行为被新皮层解读。

在现代”解读”理论发展的同时，本书的资深作者正在发展基于进化的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概念，详见早期的一本书(Panksepp,
1998a)。麦克莱恩和潘克塞普的方法有很大的趋同性，尽管潘克塞普在职业生涯开始时就开始发展情感神经科学，而麦克莱恩在职业生涯末期越来越倾向于动物神经科学模型。同时且独立地，两人都对理解大脑的社会-情绪网络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分离痛苦、社会联结和嬉戏。两人都是坎农和达尔文的追随者，因为他们认识到情绪感受是不同大脑网络中特定活动的直接反映，而不是外周反馈或更高大脑的解读。根据这一逐渐成为少数派立场的替代观点，古老的情感大脑被设计为本质上以情感-本能的无条件反应来预测生活挑战事件，这有助于相应地引导习得行为和思维。

尽管现代解读理论在许多细节上与詹姆斯-兰格模型不同，但原则仍然相同:大脑的情绪状态是对较低大脑或身体过程的更高大脑反应或反映。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强烈主张，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同源共享的古老皮层下大脑区域不具有内在的情感属性(Damasio,
1999; LeDoux, 1996; Rolls,
2005)。顺便说一句，当本书准备付印时，达马西奥(Damasio,
2010)做了180度大转弯，明确认识到皮层下功能在心智构建中的重要性，尽管他仍然认为情绪感受存在于高级皮层区域。就现代神经科学导向的解读理论家对情感(情绪的感受维度)表达的兴趣而言(这种情况很少见)，他们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情感体验仅在无意识的情绪信息被大脑的认知-思维部分(特别是新皮层)解读时才会产生。这导致了当前关于情绪感受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现象意识的最流行观点，即它们只是更高认知过程的一种变体。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认知科学家中的主流观点是情绪感受是大脑的三级过程。有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基本情绪——所有情绪最终都反映了更高的概念行为(Barrett,
2006)。虽然这对于三级过程情绪可能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来自人类的大量可用行为证据(Izard,
2007)和所有哺乳动物基本情绪的跨物种神经证据(Panksepp, 2007d,
2008a)。(新期刊Emotion Reviews的一整期以及最近的一篇专著[Zachar
& Ellis, 2012]都专门讨论了这个话题。)


Darwin情绪研究的重新发现

我们将跳过心理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情绪的大部分理论探讨,因为其中很少是基于对大脑的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关于情绪身体表达的开创性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终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被研究者Paul
Ekman和Cal Izard重新引入现代科学。他们延续了基本情绪理论(basic emotion
theory)的传统,这一理论由他们的导师、临床心理学家Silvan
Tomkins开创,他鼓励他们研究人类固有的情绪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在发育过程和跨文化中都可复制,尤其体现在面部表情中。Ross
Buck和Robert
Plutchik等人在不同方向上发展了基本情绪理论,特别是制定了新的内省和临床测量方法。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只有少数心理学家愿意讨论基本情绪感受的本质。其中突出的”反叛者”包括前面提到的Silvan
Tomkins(1962, 1963),以及最近的社会心理学家Ross
Buck(1999)。尽管心理治疗师长期以来一直认识到情绪感受的重要性,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正在以新的方式关注情绪,以帮助建立情感健康(例如,见Fosha等人,2009a;
Greenberg,
2002)。我们不会详细介绍这些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师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聚焦于对潜在大脑机制的理解,但他们对新情绪动力疗法演变的影响将在第十二章由Panksepp进行情境化阐述(即,年轻的作者不希望与这些观点有关联)。


三种现代读出理论

我们现在简要描述由著名神经科学家提出的三种现代读出理论(read-out
theories):Antonio Damasio(1994, 1999)、Joseph LeDoux(1996)和Edmund
Rolls(1999,
2005)。尽管我们不同意他们关于情感基础的观点,但我们钦佩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贡献。显然,在下面的简述中,我们无法充分展现他们出色实证工作的细节——但每个人都在上述引用的专著中详细阐述了这些成就。我们还想强调,我们在下文中关于Damasio观点的描述在本书写作期间已经有些过时,因为他接受了皮层下对情绪感受和意识的强大贡献,这与Panksepp三十年来倡导的观点相当一致。然而,仔细阅读表明,Damasio仍然认为情绪感受主要是由高级感觉过程构建的。因此,鉴于这一及时的发展(Damasio,
2010),我们保持我们的论述不变,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传达主流的历史观点,而Damasio是强化这一观点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我们认为这些科学家关于初级过程(primary-process)情绪感受的观点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很少有人强调大脑和心智的进化分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他们关于情感体验的主张常常似乎偏离了方向,尤其是涉及其他动物时。但我们也不希望彼此误解。我们怀疑这些受人尊敬的同事可能一直在指基于学习的次级过程情绪(LeDoux和Rolls)以及当认知和基本情绪结合成复杂混合物时产生的三级感受(Damasio)。这些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进化而来的初级过程情感的可能性。我们在本书中的主要关注点是那些构成人类情绪基础的古老感受的本质。为了勾勒该领域的现状,我们现在简要总结这些著名的当代情绪研究者的”经典”方法。


Antonio
Damasio的神经心理学观点

Damasio对情感过程进行了一些出色的人类大脑成像研究(Damasio等人,2000),他提出了一种詹姆斯-兰格(James-Lange)类型的事件序列,这一序列先于情感的出现。他提出存在两个主要映射(maps),其中一个(原始自我,
protoself)存储关于身体状态的信息。另一个主要映射存储关于环境的感觉信息。第三个映射过程(核心意识,
core
consciousness)起到连接两个主要映射信息的作用,并确定环境的某种状态与身体状态的某种变化相吻合。这产生了一种认知感受(feeling
of
knowing)环境对象的体验。这种认知感受是一种意识体验,一种”内在感觉”;它是”发生了什么的感受”,但它不是情感。Damasio将这种认知感受称为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因为原始自我的身体反应标记(评估)环境中的感觉刺激。核心意识结合这些刺激和反应,并产生认知对象的非情感性感受。

Damasio认为核心意识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以连续但不连贯的脉冲形式表达。当将记忆和复杂认知的新皮层能力加入其中时,核心意识的脉冲就可以被记住,人们可以理解它们。然后意识在时间上得到延伸,变成自传式的,因为个体可以记住他或她生活中的事件。这允许对关于对象的感受进行智能反思的能力,这一过程产生了情感。因此,情感的个人意义生成是一种新皮层的成就。

Damasio认为，只有少数灵长类动物能够产生如此延展和自传式的意识。因此，人类和少数与我们亲缘关系较近的哺乳动物是唯一能够充分体验情感(affects)的动物。在他倒数第二本书《寻找斯宾诺莎》(Looking
for
Spinoza)中，Damasio(2003)进一步强调(重复了太多次)：“动物有情绪行为，而我们人类有情绪感受。”Damasio的经典理论从根本上说是James和Lange的”读出”或”反馈”理论的一个变体，但它在富有成效的方向上发展了这些理论。就他谈到原我映射(protoself
maps)存储关于身体状态信息而言，Damasio至少认识到大脑本身能够产生情感(即使他称之为”仿佛”情感，并将所有情绪感受定位在大脑的较高位置)。然而，如前所述，在他最近的著作中，Damasio(2010)已明确接受动物确实有情绪感受，皮层下脑区具有适当的条件为体验到的感受乃至意识做出重要贡献。这是Panksepp四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场。

Joseph
LeDoux的认知神经科学观点

LeDoux在大鼠恐惧条件反射的大脑机制方面做了一些最出色的工作，他也区分了情绪(emotion)和情感(affect)，认为情绪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不含情感。情感是某种情绪的后续产物，当情绪生理学被支持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前额皮层部分读出时就会出现。工作记忆的基质位于前额皮层的背外侧部分，这是大脑最智能或至少最善于思考的部分。工作记忆可以看作是一个用于思考当前信息的心理工作空间(详见[第6章])。例如，当你阅读这段文字时，你会记住一些要点，同时可能会想起上周读过的一篇相关文章。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你工作记忆中的项目。因此，工作记忆是大脑一个高度智能的功能，能够理解输入的信息。当人理解事物时，会将许多信息片段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概念。LeDoux指出，工作记忆执行多种认知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创造情感。根据LeDoux的观点，情绪的生理学(行为、内脏和低级别无意识的大脑反应)在大脑的这些认知区域转化为情感感受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LeDoux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恐惧(FEAR)上，也指向古老的皮层下区域作为恐惧的情绪-行为和自主神经(但非情感)基质。他的研究揭示了杏仁核(amygdala)这一长期与恐惧相关的皮层下结构如何在恐惧条件反射的产生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不产生感受。杏仁核由十几个专门化的细胞群或核团组成,每个核团执行略有不同的功能。杏仁核的中央核在无感受的恐惧反应的下游生成中发挥主要作用，尽管从情感神经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更深层的结构(特别是导水管周围灰质)一起构成了恐惧系统的一部分。杏仁核中的其他一些外侧核团在条件学习中发挥作用，但不在恐惧本身的产生中发挥作用(有关恐惧系统的更多细节，见Panksepp,
1991，以及本书[第5章]和[第6章])。

不知何故，在LeDoux
1996年的书之后，将杏仁核视为所有恐惧，实际上是所有情绪的源泉，已成为流行的说法——这是一种可悲的错误观点。杏仁核完全受损的个体(即患有先天性Urbach-Wiethe病的人，导致杏仁核逐渐钙化和破坏)仍然可以体验担忧、恐惧和许多其他情绪。此外，玩耍(PLAY)、悲伤(GRIEF)、照料(CARE)和寻求(SEEKING)唤醒并不显著涉及杏仁核。实际上，杏仁核的众多亚核中只有一个，即中央核，是初级过程情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有助于将进化提供的恐惧状态与高阶学习过程整合(产生次级情绪)。相比之下，LeDoux和其他恐惧条件反射理论家认为杏仁核的中央核只是各种恐惧反应(如僵住、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恐惧诱发的排便和排尿，以及许多其他应激反应)的”输出系统”。LeDoux和其他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尚未明确考虑一个整合的恐惧系统，及其连接杏仁核与许多其他脑区的众多下行和上行成分，足以产生恐惧的原始感受。他们倾向于假设情绪感受从新皮层的更高区域出现(LeDoux声称他对人类情绪感受感兴趣，而不是动物的情感过程)。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不理解动物的情绪感受，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绪感受。

Edmund
Rolls的行为神经科学观点

我们理解Rolls认为，在动物中，情绪是对各种刺激的非情感性评估，而感受只有在各种身体感觉被三级脑过程（即新皮层）重新解释时才会出现，这些过程精化出语言等符号功能。他的卓越研究专注于感觉处理，特别是味觉功能。他认为非情感性情绪反应发生在皮层下结构中，包括在早期表述中，一些在新皮层之前进化的较古老的大脑皮层区域。总的来说，认为情绪性感受在大脑较高皮层区域产生的假设，与证据相矛盾，这些证据表明能够精化奖励和惩罚的情绪系统位于更深的大脑区域。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是较深层结构对旧皮层结构进行编程（或教导）如何产生评估。例如，在恐惧条件反射中，正是恐惧系统（所谓的UCR）的唤醒使杏仁核中的条件反射得以发生。换句话说，较新的皮层结构能够产生评估这一事实，并不排除大脑较深区域在产生次级评估所基于的原始感受方面的基本参与可能性。

不过，我们暂时遵循Rolls关于较低脑区产生的环境刺激的非情感性评估如何转化为现象体验的表述。这种据称是非情感性的信息，由高位脑干（丘脑和下丘脑）组织，可以朝两个方向发送。朝一个方向发送的信息将到达基底神经节——控制无感觉本能行为的深层前脑结构，如进食、排泄时采取特定姿势、性和攻击性姿态等。因此，例如（根据Rolls的说法），如果一只老鼠碰到一块奶酪，老鼠较古老的大脑结构会评估食物的味道和质地。这种评估是非情感性的，它产生的信息会被发送到老鼠的基底神经节，后者会指示老鼠继续吃奶酪。由较古老脑区产生的非体验性信息也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发送，向上到达新皮层（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称为眼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的较古老皮层区域，就在眼窝上方）。然而，在他对情绪感受的一般表述中，需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皮层，如大多数人类所拥有的，来为非情感性的低级脑评估构建符号解释。这种符号解释可以用语言表达。这些符号性和语言性转换创造了情感体验，Rolls（追随许多哲学家的观点）称之为”感质(qualia)“。然而，在新皮层发育较弱的动物（如老鼠）中，据称没有情感伴随情绪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上层大脑很少有合适的类型来产生情绪评估的符号概念——这些概念据称是产生情感所必需的。因此，Rolls得出结论，”不聪明”的物种没有情绪体验——因此我们在实验室中常规研究的动物，特别是老鼠和小鼠，不是情感性生物。

总结一下，根据Rolls关于意识的一般概念，如果你品尝一勺美食厨师制作的芝士蛋糕，较古老脑区的各种结构（包括眼眶额叶皮层）会评估关于蛋糕味道和质地的非情感性信息。这些信息会被发送到你的基底神经节，后者会指示你吃更多蛋糕。此外，你的旧皮层会将信息发送到你的新皮层，新皮层能够符号化并因此谈论吃这种精致甜点的愉悦情感体验。因此，对Rolls来说，语言表达能力或至少概念化评估的能力是情感体验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只有人类以及少数其他聪明物种才有情感体验。

Rolls表述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他使用感官情感来讨论情绪情感，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范畴错误。同时，自从撰写他的第一本关于情绪的书以来，他提供了大量人类脑成像数据，显示眶内侧额叶皮层(orbitomedial
frontal
cortex)（一个古老的皮层区域）如何参与产生对食物味道和质地变量以及愉悦触觉的享乐价值(hedonic
value)反应（Rolls,
2005）。简而言之，他的工作更适用于感官体验产生的情感，而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情绪回路类型。


经典情感神经科学观点

简而言之，由于这一观点在全书中都有总结，经典的情感神经科学视角认为，古老的情绪回路集中在大脑的原始区域，但与高级脑区有大量联系。情绪系统是根据这些回路的特性来定义的，这些特性至少有七个特征，如[图2.1]所总结的，包括：(i)
少数几个能够初始激活情绪的无条件刺激，(ii)
独特的无条件行为反应以及触发多样化的自主性身体变化来支持这些行动，(iii)
通过基本学习机制（即控制激励显著性(incentive
salience)）来筛选和评估并发的传入刺激的能力，(iv)
在无条件刺激消失后仍持续的正反馈，(v) 受高级三级过程认知功能的调节，(vi)
情绪系统强烈影响高级心理过程，以及 (vii)
整个系统产生独特的情感感受，感受最重要的产生器位于皮层下指令回路（如[图2.2]所示）。我们要强调的是，人们永远无法对初级过程情绪有一个科学上充分的文字定义；这样的定义必须基于神经回路标准，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复制证据的积累而不断完善。

当然，每个初级过程情绪系统（SEEKING、RAGE、FEAR、LUST、CARE、PANIC/GRIEF和PLAY）都有自己特定的基础结构，与其他情绪系统以及一系列一般性唤醒功能进行抑制性和协同性的相互作用，例如，由广泛分布的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系统控制，这些神经元在所有脊椎动物的相同古老脑干区域中定位（见[图1.1]的大致近似）。每个系统都是纵向组织的，从较低的中脑区域延伸到大脑的较高内侧额叶皮质区域。所有情绪系统都倾向于位于中线附近，这突显了它们在大脑进化中的非常古老的地位。[图2.2]提供了SEEKING系统及其各种功能连接的卡通式总结（关于解剖连接，见[图3.1]）。下一章将深入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情绪系统。多巴胺位于这个庞大情绪系统的核心，几乎控制着有机体所做的一切。它与其他脑区的相互作用如此广泛，以至于它有助于促进大多数其他情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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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基本本能情绪系统的定义特征的示意性总结。它们都有少数几个 (1)
内在输入，行为主义者称之为无条件刺激(UCS)；(2)
各种本能行为和身体，特别是自主-内脏的输出，行为主义者称之为无条件反应(UCRs)；(3)
各种其他刺激进入高级脑区的输入——潜在的条件刺激(CS)——如果它们预测奖励和惩罚，则由情绪系统控制（产生一些人所说的”激励显著性”）；(4)
情绪持续的时间超过激活系统的刺激，无论是外部刺激(UCS)还是内部沉思，例如那些来自
(5) 高级皮质区域的刺激，特别是额叶皮质激活或抑制情绪，以及 (6)
情绪系统显然有能力控制和修改高级大脑功能。情绪的情感感受主要由属性4总结的内部大脑过程产生。然而，正如属性7所强调的，系统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可以修改和调节情绪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和模式。因此，最终的情感是定义每个原始情绪网络的所有BrainMind属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样，去甲肾上腺素，一个更古老的系统（因为细胞在大脑中的位置更低），在每种情绪唤醒期间都能促进注意力，但对愉悦感受的促进作用更强。乙酰胆碱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通常更多地针对负面情绪。对于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所有初级过程”情绪-指令”系统，都需要牢记这种通用复杂性。情绪反应的大部分特异性是由特定脑回路中特定类型的谷氨酸能（兴奋性氨基酸）影响所促进的，还有许多神经肽（氨基酸链，见[图13.1]）为许多情绪提供特异性。

情感神经科学方法并不认为情感感受是被高级认知脑功能”读出”的，尽管这些功能与大脑心智的那些区域存在广泛的互动。情感状态是每个情感操作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级认知机制不与这些古老的力量互动或对其进行反思。不仅原始情感系统调节和激励高级认知活动，而且它们也必然是高级心智装置极感兴趣的状态，这取决于儿童的养育方式，这些状态常常显得非常令人困惑。例如，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人，这是一种成年发展性情感问题，通常有动荡的社会关系，因为情感不安全感，如恐慌/悲伤系统的失调感受。这些感受可能导致”拼命避免被抛弃的尝试”，矛盾的是，这往往”伴随着淡化亲密重要性的努力和/或旨在惩罚重要他人的攻击性行为……导致频繁争吵、反复分手和整体情绪不稳定的关系”，并”难以维持与他人的合作”(见Bartz等人，2010年，第556页)。

显然，高级大脑可以与低级大脑”斗争”。在上述情况下，过度活跃的恐慌/悲伤系统可能导致人们试图以自我挫败的方式维持自尊。人们会认为催产素会让这些人变得温和，增加他们的信任感，但正如前述Bartz等人的论文所发现的，它实际上降低了他们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当高级、更理性的大脑试图应对低级大脑不断变化的情感地形时，像这样的矛盾发现并不少见，而且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理解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也许这反映出我们许多人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强烈程度有点尴尬，所以我们掩盖它们，有时压抑它们到甚至感觉不到的程度(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述情障碍(alexythmia))。人们会期望在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这些个体能够唤起催产素更加亲社会的感受(见第7章至第9章)，以帮助情感心智与认知视角产生协同作用，这些认知视角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常常可以凌驾于情感心智之上。因此，似乎高级认知心智通常不愿意承认，也不准确读出低级情感心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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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大脑中完整寻求系统可能的半现实示意性概念描述，使用主要交互功能的解剖学近似(改编自Panksepp，1981年，经作者许可)。

情感”读出”理论的问题

Edmund
Rolls教授，以及许多在非生物学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使用词语来生成概念，从而产生情感的语义和概念构建(例如，Barrett，2006)。谁会否认高级心智可以极大地影响低级情感景观呢?然而，这里的大多数问题，可能导致激烈的争论，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不同的理论家在讨论超复杂、分层组织的心智大脑系统中不同的分析层次。似乎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哺乳动物都共享某些基本的初级过程情感系统。据我们所知，次级过程学习机制(例如，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也非常相似。然而，随着高级皮层认知区域在物种间的进化和分化，大规模情感-认知互动的门户出现了。这个门户在不同生物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正是在心智发展的最后这个领域，出现了最大的科学困境。许多理论家(他们自己的大部分心理生活都在大脑心智处理的高级概念领域)倾向于将所有心理体验都置于心智的最高领域之内。这导致了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即低级大脑功能严格来说是无意识的。但这个结论根本无法从证据中得到证明(Merker，2007；Panksepp，1998a；Shewmon等人，1999)。

显然，科学家在得出情感网络位于何处的结论之前，需要考虑情感处理的所有层次，这些层次足够复杂以维持体验。我们认为，最好从嵌套层级结构的角度来设想大脑组织的各个层次如何共同构成完整的情感体验（[图2.3]）。在这种观点中，较低的脑心智功能被嵌入并在更高的大脑功能中重新呈现，这不仅产生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控制，还产生情绪的自上而下的调节。这提供了双向控制途径，可以被视为”循环因果关系”的形式，尊重大脑作为一个完全整合的器官，可能存在剧烈的内心冲突。如果有时我们自己似乎没有尊重这一观点，那只是因为科学是一门旨在将事物拆解的智力学科，以便理解复杂机制和过程的细节。这是一种认识论，如果不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就无法获得详细的理解，尽管通常没有从这些部分重建整体的能力。每个曾经拆解过内燃机以了解其工作原理的人都知道，将散落在车道上的所有零件重新组装成一台正常运转的机器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社会建构主义者通常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大脑，但他们似乎相信，他们对情感概念”整体”的描述与那些试图理解大脑实际如何运作的人所处理的问题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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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总结了在大脑的每个原始情感系统中运作的分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循环）因果关系。该图式总结了这样一个假设：为了使更高的心智脑功能运作，它们必须与较低的脑心智功能整合，其中初级过程被描绘为方形，次级学习过程为圆形，而顶部的三级过程为矩形。请想象每个符号都经过颜色编码，以更好地设想整合脑心智各个层次的嵌套层级结构（改编自Northoff等人，2011）。

公平地说，传统上倾向于心理生活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人格心理学家，最近开始假设情感的前概念基础。一些将视野局限于情感维度观点的人提出，某种原始的”核心情感”(Core
Affect)，其范围从消极到积极（效价），是构建所有其他情感感受的基本过程（Russell，2003）。他们观点的这一方面是发人深省且值得欢迎的，尽管他们往往没有充分考虑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研究的现有证据（相关的已发表辩论及评论，见Zachar
& Ellis，2012）。

社会建构主义者传统上认为，概念和语言是情感的标志，许多人现在仍然如此认为。如果动物无法概念化，它就无法体验情感。概念是一种抽象，通常从多种经验中获得。例如，椅子的概念是从看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椅子中得出的，而椅子这个词代表了整体类别。第一次看到椅子时，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你肯定还没有一个概念知道它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你必须学习到每一把单独的椅子都是更广泛群体的组成成员——这使你形成了椅子是什么的概念。

Rolls还提出，非情感性评价以某种方式也变成了概念，当你把这些概念用语言表达时，情感就产生了。只有聪明的动物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只有它们才能体验情感。我们认为这在进化上可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拥有疼痛概念之前就体验到了疼痛。对于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的所有初级过程情绪也是如此。

然而，有些词代表概念，而有些则不代表。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当你第一次看到红色时，你很快就知道了关于这种颜色你直接能知道的一切。你的视觉体验不是从其他经验中抽象出来的，除非在某种程度上你的视觉系统在发育过程中是逐步构建的。看到红色（或黄色或棕色）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你足够聪明，能够以语言的形式操纵符号，你可以使用诸如红色、深红、绯红和宝石红之类的词来区分和标记你体验中的细微差别。但看到红色的原始现象体验不需要智力。因此，像椅子这样的词代表智能概念，而像红色这样的其他词代表不需要智力的原始体验，当然，除非你想标记这种体验。

我们认为，基本情感属于原始体验的范畴，就像看到一种颜色一样，语言只是标记和表示这些体验。但情感体验本身，就像看到红色一样，不需要任何概念智力。人类可以使用词语来标记他们的情感，但他们不需要词语来体验它们。因此，我们使用词语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动物需要精通语言概念才能体验情感。原始情感确实是前语言体验——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体验，也许其他动物也是如此（Huber等人，2011）。

达马西奥（Damasio,
1999）关于情感意识的复杂观点——他在较低的无意识过程和大脑中相当高级的有意识过程之间划了一条线——仍有待实证证据的证实；他从未清楚说明其理论的关键测试应该是什么样的。尽管他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即来自身体的信息被转化为指导行动的感受——已经引起了大量实验关注（到目前为止记录好坏参半），但这些实验中很少真正监测所研究人类受试者的情感变化时间进程。此外，神经科学家对达马西奥假设的两个主要映射图(maps)的细节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一个是关于身体变化的映射图，另一个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映射图。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些映射图是否通过他所称的核心意识(core
consciousness)的高阶映射(higher-order
mapping)进行整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这个观点：核心意识通过整合关于身体和环境的映射图信息，产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在情感感受。我们倾向于不同意他1999年的观点，不仅因为它没有得到足够详细的阐述。然而，我们很高兴看到，当本书付印时，达马西奥（2010）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现在接受皮质下结构(subcortical
structures)确实对各种情感体验有贡献，这一观点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坚实的实证支持。

勒杜克斯声称，情感源于支持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新皮质(neocortex)部分：背外侧额叶区域(dorsolateral frontal
regions)。然而，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强烈情绪状态下，人类大脑表现出背外侧额叶区域激活的降低，而这些区域正是勒杜克斯和其他人确定为工作记忆基础的区域(Goel
& Dolan, 2003; Liotti & Panksepp, 2004b; Northoff et al.,
2009)。相反，当人们从事认知性、非情绪性活动时，这些背外侧额叶区域最为活跃。如果背外侧额叶皮质在情绪发作期间相对如此安静，它怎么能成为情感体验的源泉呢？我们同意这是大脑中我们人类以认知反思方式思考情感体验的主要区域，但更古老的内侧额叶区域(medial
frontal
regions)很可能是我们反复思考和沉浸于情绪困扰和其他感受的大脑区域。大脑的这个内侧部分在抑郁症患者中通常过度活跃(Northoff
et al., 2011)。

那些支持读出理论(read-out
theories)的人通常认为情感是认知构建物(cognitive
constructs)。然而，据我们所知，新皮质（大脑的主要认知结构）在单独作用时无法产生情感。上述三位研究者似乎都同意，关于感知刺激和身体反应的信息是非情感性的。但是，非情感性信息如何通过本身无法产生情感的新皮质系统来创造有意识的情感体验呢？读出理论充满了问题和矛盾。这些当代理论中的每一个，在其经典形式中，都选择将其他动物排除在”情感圈”之外——即体验和以诸如热切期待、愤怒、焦虑、性感受、母性温暖、分离的心理痛苦或嬉戏的社交快乐等感受来响应事件的能力。我们将展示大量现有证据表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勒内·笛卡尔的《灵魂的激情》(Passions
of the
Soul)，很明显，即使是二元论(dualism)之父也可能接受其他动物确实有一些粗糙的感受；它们只是没有足够的”广延实体”(res
extensa)（高级心理能力）来深思熟虑地反思它们的初级过程(primary-process)心理状态。如果许多其他意见领袖注意到并强调了这一点，也许对动物心智情感方面的研究就会蓬勃发展。如果詹姆斯-兰格理论(James-Lange
theory)不是如此吸引人地反直觉，对创造性思维极具刺激性但迄今为止没有强有力的（因果）科学支持，其他动物现在不就已经被赋予了它们的情感感受吗（希望首先由行为神经科学家来做，因为当学者们无法处理这样的”显而易见的事”时，公众常常感到震惊，有时还会窃笑）？如果行为主义(behaviorism)对情绪的否认没有如此傲慢，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对人类情绪有了丰富的理解，而不是仍然错误地相信情感只是高级心理能力的一种变体。我们的高级（新皮质）心理功能可以从我们的情绪中创造艺术和疯狂，但它们本身无法产生感受。这正是数据长期以来强烈表明的。

其他动物存在情感感受的确凿证据

仅仅指出其他理论家立场中的弱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解释行为主义的各种弊病和读取理论的失败之处。但这些批评都不能让我们有资格说情感是初级的、非认知的、前语言的体验。科学不是修辞。只有大脑研究以及精心设计的心理学实验才能让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以下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一些确凿证据的简要概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更详细地阐述，首先讨论SEEKING系统，然后依次讨论RAGE、FEAR、LUST、CARE、PANIC/GRIEF和PLAY。这些确凿的证据让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其他动物确实是具有情感的生物，并支持少数派观点，即如果我们理解它们的情感感受，我们将获得一门关于这些心脑能力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祖先来源的可靠科学。

如果这个论点是有效的，那么行为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他们想要理解的生物时抛弃情感感受是一个重大错误。事实上，他们用于训练动物的主要概念——“强化”习得行为改变的奖励和惩罚——之所以能够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动物大脑中未被承认的情感原则。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高概率的神经科学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假设，我们就可以在利用临床前动物模型来理解人类情绪及其诸多障碍的知识应用方式上实现革命性转变。而这一切都不需要抛弃许多行为神经科学家收获的关于大脑行为、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化学机制的出色知识——尽管这些科学家不能容忍关于动物感受的讨论。

那么生理心理学家是如何”偶然发现”让我们得出动物确实有情感感受这一结论的事实的呢？在上个世纪中叶，James
Olds和他的同事Peter
Milner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发现：所有动物，至少所有他们测试过的动物(以及此后测试过的所有动物)，都会为了获得内侧前脑束-外侧下丘脑区(MFB-LH)的电刺激而努力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正如Jim
Olds简洁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系统(1977年，死后出版)。[图2.4]是这一系统在大鼠大脑中最早的真实描绘之一。该系统连接着大脑的下部、中部和上部区域。它是行为和心理连贯性最重要的大脑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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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内侧前脑束(MFB)的示意图，连接中脑的中心区域与高级脑区。MFB穿过位于视交叉(Ch)正上方以及左右两侧的外侧下丘脑(LH)，其余解剖学命名突出显示了嗅球(O.B.)、嗅脚(O.P.)、副嗅区(P.A.)、嗅束(O.T.)、Broca对角带(D.B.)、前连合(A)、垂体腺或以前称为脑垂体(Hyp.)和乳头体(M)。在中脑，MFB的下行分支部分投射到内侧区域，如导水管周围灰质。这幅经典图形改编自Le
Gros Clark等人(1938)。

而且回想起来，刺激这个复杂网络会产生奖励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1954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像野火一样席卷了整个心理学领域。动物倾向于通过执行诸如推杆之类的任务来持续努力获得这个系统的激活，这被称为自我刺激。这一发现完全是偶然的；Olds和Milner正在寻找用大脑刺激来增强学习的方法。但他们足够明智，转移了研究重点并深入研究这种新现象的本质(无疑是利用了他们自己的SEEKING系统)。显然，这种刺激具有高度的奖励性。否则动物为什么会如此努力工作呢？假设他们找到了大脑的”奖励系统”似乎是合理的，而这个过度的想法作为”权威”概念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大脑中有许多奖励系统，但只有一个系统能够驱动动物积极地寻求所有其他类型的奖励，主要是感官和稳态奖励，这些奖励是它必须在世界中发现才能生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给它一个更恰当的、尽管不寻常的情感名称(Panksepp,
1981b, 1982)——首先是EXPECTANCY(期待)，现在是SEEKING(寻求)系统。

当我们在下一章详细研究SEEKING系统时，我们将看到它的中枢位于大脑低级区域的神经网络中，包括腹侧被盖区(VTA)和外侧下丘脑(LH)。在那一章中，我们将解释SEEKING系统产生充满活力的探索和觅食，以及可以更好地描述为欣快兴奋而不是奖励或愉悦的情感——这种感觉是一种预期性的渴望和兴奋，在更认知的层面上，是离散期待的产生。正是这些高度充满活力的、欣快的觅食性与世界的互动，让动物觉得如此有奖励性。这些是位于某些人可能称之为快乐活力的核心的感受。

然而，在上个世纪中叶，SEEKING系统(寻求系统)还不为人知；科学家们当时考虑的唯一一种奖励是那些与恢复体内平衡相关的奖励。因此，食物、水、温暖、性满足等被视为有奖励性的体验，因为它们恢复了身体的平衡状态（这是驱力减少理论家的一个关键观点）。即使是像斯金纳这样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也将体内平衡（驱力减少）视为奖励。体内平衡失调引发的饥饿和口渴的影响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在生理上进行测量，例如，通过低血糖或低血容量来测量，也可以通过行为上增加的食物和水摄入量来测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需要提及饥饿或口渴等情感或动机状态的情况下完成（Skinner,
1953）。

行为主义者观察到，体内平衡失调，如低血糖，会使动物更倾向于为了食物而工作。然而，大多数行为研究人员最终发现，奖励的感官特性——诱因特性(incentive
properties)，如奖励的质量、数量和延迟——在控制学习方面比身体的平衡状态变化重要得多。换句话说，感官奖励越好，动物学习得越快。仅仅驱力减少并不那么有效。例如，虽然饥饿的动物会很容易学会为美味的食物而工作，但它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将食物直接自我注射到胃里，尽管经过长期训练，大多数动物最终甚至会学会这一点（Mook,
1989）。

SEEKING系统的简史

由于SEEKING系统是研究最深入的情绪系统，尽管是在”大脑奖励系统”的名义下，让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它的特征，不引用科学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在许多资料中都能很容易找到详细内容（包括Panksepp,
1981b,
1998a），以及下一章。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个系统，因为这可能是科学家和感兴趣的读者都最难理解的系统，也因为它对所有其他情绪系统的正常运作都非常重要。因此，这个简短的概述是对本书其余部分许多内容的预示。

与只从行为角度考虑奖励的行为主义者不同，神经科学家对大脑功能感兴趣。因此，当奥尔兹和米尔纳发现动物会特别努力地工作以获得MFB-LH刺激时，这一消息席卷了心理学界。许多生理心理学家（当时他们被这样称呼）开始假设MFB-LH是所有类型的体内平衡和感官奖励的共同基质。带着这种想法，像潘克塞普这样开始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最初假设，对MFB-LH的电刺激或药理刺激之所以具有奖励性，是因为它对应于各种消耗性奖励。换句话说，当MFB-LH的某一部分受到电刺激时，动物的大脑反应方式与动物享用一顿美餐时的反应方式相同。MFB-LH的另一部分会像动物解渴时那样反应。MFB-LH的另一部分会以动物参与有奖励性的性活动时的方式作出反应。

然而，实验证据并未遵循预期的模式。当动物找到它需要的资源并开始进行消耗性活动，如进食、饮水或性活动时，沿着MFB-LH的神经元放电会暂时但显著地减缓（Hamburg,
1971）。这表明MFB-LH刺激提供的奖励在体内平衡开始恢复之前是活跃的。实际上，当人类和动物处于体内平衡需求状态，并且在环境中有机会找到良好感觉时，MFB-LH最为活跃。

那么MFB-LH刺激实际上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奖励呢？它当然不仅仅是体内平衡或感官奖励，尽管该系统确实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一个线索可以直接从动物在接受此类大脑刺激时表现出的非条件行为中获得。大鼠在进行自我刺激时会变得超级兴奋。如果只是给MFB-LH”免费”的电击，而不需要大鼠为此工作，动物会四处移动，急切地探索它们的环境，即使是单调的环境，比如一个空盒子。它们探索所有环境，就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此外，一直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动物在MFB-LH自我刺激期间按压杠杆的次数远远超过获得所有”奖励”所需的次数。它们这样做似乎只是因为它们过度兴奋，这与消费奖励产生的愉悦状态不同。

MFB-LH
并不是大脑中唯一能让动物进行自我刺激的部位。例如，动物会按压杠杆来自我刺激隔区(septum)。但它们这样做的方式更有条理，通常每次电击只按压一次杠杆，而不是按压次数远超必要的次数。换句话说，MFB-LH
刺激会引起某种兴奋状态。事实上，动物可以区分——它们能够辨别——隔区和
MFB-LH 刺激之间的差异(Stutz et al.,
1974)。显然，这两个刺激部位产生的是不同的体验。当人类大脑的隔区受到刺激时，人们通常会报告性感受。当他们的
MFB-LH
受到刺激时，他们报告的是更普遍的兴奋和期待感——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受。虽然隔区刺激确实参与了性活动的消费-高潮奖赏(consummatory-orgasmic
reward)，但 MFB-LH 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则详细阐述了性欲的食欲渴望阶段(appetitive eagerness
phase)以及对所有其他奖赏的期待。

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认知层面上，MFB-LH
以一种欣快的普遍期待状态的形式提供情感奖赏，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MFB-LH
的刺激当然不会产生与我们在身体失衡恢复到体内平衡时所感受到的脑状态相对应的状态(即满足的感觉)。当动物满足时，它们往往会入睡。MFB-LH
刺激使动物保持清醒。在 MFB-LH
刺激下，动物显得热情高涨，渴望探索它们的环境。因此，人们会对世界感到更有兴趣，并制定未来计划——这显然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兴奋状态。没有人报告过体验到明确的感官愉悦感，比如美妙的味道。MFB-LH
的唤起产生的奖赏更接近欣快感，而不是任何感官-身体愉悦。

此外，即使动物被去皮层(decorticated)——通过手术剥夺其新皮层——它仍然会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以获得
MFB-LH
刺激。因此，这种奖赏性情感不可能来自新皮层，因为这些动物没有任何新皮层。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皮层下结构产生这些情感奖赏，以欣快性情感意识的形式——一种主观感受状态，人类和动物如此渴望，以至于他们会工作到精疲力竭来获得它。

在日常生活中，MFB-LH
以及寻求系统的其余部分，通常在动物处于体内平衡失调状态时更容易被唤起，但真正激活该系统的是世界上现成可得的好东西(“激励刺激”(incentive
stimuli)，正如科学家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身体的所有主要体内平衡失调都会让人感到不愉快。相反，与激励刺激互动，会引发摄入奖赏的愉悦感受，不仅预示着体内平衡的恢复，还会激发愉悦体验(Cabanac,
1992)。但”奖赏系统”并不是在为我们做这件事。它在做同样重要的事情——它让我们能够热情地追求奖赏。寻求(SEEKING)，这个系统更好的名字，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期待性欣快感，促使人类和动物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源。这个系统不仅帮助动物满足身体需求，而且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还满足许多其他高级情感需求，从对金钱和信息的渴望到音乐和其他审美体验。

其他六个情感系统不适合这种体内平衡解释，因为它们与满足身体需求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其他情感更严格地与脑心(BrainMind)的内在方面相关，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寻求环境资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其他情感也依赖于寻求冲动的心理行为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寻求是所有情感系统的”鼻祖”。要满足欲望(LUST)，人们必须寻求关系。要感受到温柔的关爱(CARE)，人们必须寻求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婴儿。要感受到完全的愤怒(RAGE)，人们必须寻求伤害那些想从你那里夺走资源的人。要很好地应对恐惧(FEAR)，人们必须寻求安全。要让你的恐慌/悲伤(PANIC/GRIEF)为你服务，你必须寻找那些会支持你需求的人。要充满喜悦地玩耍(PLAY)，你必须找到朋友。

显然，伴随寻求系统人工唤起的情感来自皮层下区域，正如大规模前脑损伤后自我刺激的存在所强调的那样(Huston
& Borbély, 1973, 1974; Valenstein,
1966)。这长期以来一直质疑所有读出理论(read-out
theories)，这些理论声称情感体验是新皮层的成就。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新皮层可能有助于从更原始的情感现象构建复杂的情感(三级过程情感(tertiary-process
emotions))，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神经科学话题，但目前我们对这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知之甚少。上述分析也应该结束动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行为主义偏见：其他动物不是情感生物。

尽管关于SEEKING系统的相关数据比其他任何系统都多,但对其他每个初级过程情绪系统的研究都支持同一总体结论——原始情绪感受源自大脑皮层下网络,这些网络产生本能的情绪行为。所有其他哺乳动物都像我们一样具有情感生命。但我们不应声称它们的感受与我们的完全相同——进化总是在细节上产生变异——但我们都确实拥有属于相同大类的原始感受。在某些物种中,某些感受比其他感受更强或更弱,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它们位于我们心智的基础。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理解自己情绪的一般原则和来源,如果我们详细研究这些系统在我们动物同伴身上的表现。大鼠和小鼠对这类研究来说非常合适。这项工作可以做得很好,对动物造成的压力很小。许多这些本能情绪系统可以在麻醉动物中研究(Panksepp,
Sacks, et al., 1991; Rossi & Panksepp,
1992)。事实上,去皮层动物展现出所有七种初级过程情绪行为(Kolb & Tees,
1990; Panksepp et al., 1994)。


动物情绪感受的进一步证据

所有被研究过的动物都明显喜欢或不喜欢本书讨论的情绪系统人工激活所产生的情绪感受。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各种无条件刺激(UCS)和引发的无条件反应(UCR)对学习如此重要。正如动物会趋向于它们先前有过积极激励体验的地方(表现出条件性位置偏好),如进食、饮水或性行为,它们对接受促进这些行为的回路人工激活的环境也表现出类似的偏好。相反,它们会回避(表现出条件性位置厌恶)有过不愉快情绪体验的地方。它们远离曾经受到惊吓或伤害的地方;这些情绪是由环境事件产生还是由产生这些类型情绪行为的大脑系统人工激活产生并不重要。

其他相关实验表明,情感源自哺乳动物大脑的皮层下区域。例如,动物对它们服用过滥用药物的地方表现出偏好——这些药物在人类中诱发愉悦或令人向往的情绪状态。这些效应的关键网络位于皮层下。正是因为它们影响大脑情感系统,成瘾药物才能用于动物研究来理解人类成瘾的大脑机制。大多数研究者的隐含假设是,动物寻求这些药物是出于类似的情感原因,而不仅仅是学习”奖赏”,但这很少被承认(例外见Kassell,
2010)。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药物通过模拟在我们大脑中产生特定类型感受的神经化学物质来实现其在人类中的效应。在其他动物中不太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成瘾有一个额外的特性——一个对抗过程,即当药物从系统中清除时会留下一个黑暗的情感空洞。而且这种可怕的后效应会随着某些药物(如安非他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的消耗增加而变得更大。摆脱这些负面感受可能比某些药物产生的良好初始感受在成瘾中更重要(Koob
& Le Moal, 2001)。

滥用药物分为两类:药理学上刺激SEEKING系统的药物和介导感官愉悦的药物,包括神经化学抑制PANIC/GRIEF系统,这会产生社会联结的温暖感受。像可卡因和安非他明这样的药物主要增强多巴胺的效应,多巴胺刺激SEEKING系统,唤起与外侧下丘脑(LH)电刺激所提供的相同的热切期待感。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或海洛因,在化学上类似于介导感官愉悦和积极社会关系形成的内源性大脑化学物质(Panksepp,
1981a, 1998a)。这就是为什么梳理毛发对猴子来说是有奖赏性的(Keverne et
al.,
1989),以及为什么好友和爱人的陪伴会唤起我们的舒适和放松感受。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的,当阿片类药物直接施用到大脑中时,它们刺激的情绪感受类似于积极社会联结所体验到的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情感上令人向往的激励。其他大脑系统,如基于催产素(oxytocin)的系统,最近也被发现产生类似的效应。

但阿片系统遍布整个大脑。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美好的感觉仅仅由新皮层(neocortex)以下的大脑系统产生?通过动物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将阿片类药物注入特定大脑区域来直接评估这些问题。动物对注入原始皮层下大脑区域(如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腹侧被盖区(VTA)——这些大脑区域通过内侧前脑束-外侧下丘脑(MFB-LH)发送通路)的吗啡表现出偏好,但它们对注入其他更高级大脑区域的吗啡不表现出偏好,尽管所有这些区域都有丰富的阿片受体(Olmstead
& Franklin,
1997)。当这种药物被注射到深层皮层下区域时,动物表现出位置偏好这一事实表明,这些深层结构产生了奖赏性情感(affects)——即动物喜欢体验的情感。当相同剂量的吗啡被注射到大脑的许多更高级区域(包括皮层)时,动物不表现出这种偏好,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区域可能没有同样高的能力来产生奖赏性情感感受。

除了对阿片类药物表现出位置偏好外,动物还表现出愿意工作以获得直接给予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深层内侧皮层下位点的吗啡和可卡因剂量(Ikemoto,
2010)。因此,化学和电刺激大脑的发现是一致的。当其他药物被放置到其他情绪系统时,也会看到类似的效果。但随着人们从介导寻求冲动的神经网络转向其他情绪的神经网络,总体数据量会减少。这并不反映矛盾的证据;它只是反映了许多必要的研究仍有待完成这一事实。

动物也可以通过发声来表达它们的喜好和厌恶(它们的偏好)。从观察我们的宠物中我们都知道,动物的发声表明特定的快乐或不快。我们认识到当我们下班回家时家犬欢快的吠叫,我们也理解当陌生人在附近时愤怒的咆哮声。我们很容易区分抚摸猫时满足的呼噜声和不小心踩到它尾巴时的尖叫声。我们毫无问题地理解当我们把狗留在狗舍时的悲惨哀号和恼怒的猫发出的嘶嘶声。所有这些情绪发声都来自大脑的皮层下区域,在不同物种中具有非常相似的解剖结构和神经化学(Burgdorf
et al., 2007; Brudzynski, 2010; Jürgens, 2002; Newman,
1988中有早期工作的广泛总结)。

最近关于情绪发声的科学工作大多是用大鼠完成的。例如,当大鼠彼此玩耍或被挠痒时,它们会发出50千赫兹(kHz)的高音(超声)啁啾声。当大鼠(雄性和雌性)期待性行为或任何其他各种奖励时,也会发出类似频率的发声(Knutson
et al., 2002; Panksepp, Knutson et al.,
2002)。因此,无论在大脑的哪个地方通过电刺激人工诱发50-kHz叫声,大鼠都会自我刺激这些电极位置(Burgdorf
et al.,
2007)。相反,当大鼠在社交中失败或周围有危险时(例如,附近有猫),大鼠会发出长长的22-kHz”抱怨”或”警报叫声”。这些在恐惧条件反射研究中连续施加足部电击之间尤其突出,当安全信号响起表明没有疼痛即将到来时,大鼠会叹气(Soltysik
& Jelen,
2005)。令人惊讶的是,交配后,雄性大鼠也会发出22-kHz的发声。也许,仅仅是也许,这是让雌性知道他不再有社交情绪的声音报告。或者,也许这只动物正在发出虚假的”警报叫声”来让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大鼠是滥交的),从而增加他成为雌性下一窝”宝宝”父亲的机会(当然,无需思考)。

这些关于自我刺激、位置偏好以及情绪发声和其他本能-情绪行为回路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得出哪些大脑区域对于产生原始情绪体验最重要的结论。这种证据对于基于事实理解大脑如何产生所有初级过程情感状态(无论是感觉的、稳态的还是情绪的)至关重要。

感觉、稳态和情绪情感

动物是否体验除基本情绪之外的初级过程情感?有足够的证据最终可以考虑感觉愉悦和不适的性质(即感觉情感,如味觉的愉悦和疼痛的痛苦),以及源于身体失衡的情感(稳态情感,如饥饿和口渴)。然而,我们不会在本书中广泛关注感觉和稳态情感,尽管我们认为动物很可能强烈地感受到它们。

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情感的数据库不如情绪情感那么广泛，而且这些系统可能不是意识本身的必要基础。科学家也缺乏精细的操作手段，例如对相关脑区进行局部电刺激和化学刺激，以明确在动物身上唤起这类状态，从而对这些状态的情感特质进行因果实验。大部分可用证据属于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或构成性范畴，因此我们知道当潜在的享乐刺激呈现给动物时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和脑变化，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中哪些实际上导致了相关的情感。在缺乏此类数据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陷入基于相关性观察来论证因果联系的逻辑困境。

无论如何，关于稳态情感的实质性科学文献正在不断增长，特别是通过人类脑成像技术收集的研究。来自人类的脑成像证据表明，口渴、饥饿以及所有其他”身体-内脏”感觉都是在调节动物这些相同过程的深层皮层下结构中形成的（Denton,
2006）。同样，关于味觉电生理相关性的引人入胜的文献（Rolls,
2005）以极其精妙的方式揭示了感觉情感的可能本质。但认为这些发现能够解释情绪是一个范畴错误。

我们尚不确定感觉情感是在哪里产生的。最可能的答案是它们在神经系统的多个层次上生成，甚至可能在新皮层中。一些研究得最清楚的系统是介导味觉的系统（Berridge,
2000, 2004; Steiner et al.,
2001）。通过对这一系统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实验室大鼠中，甜味等积极的味觉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底前脑和苍白球周围的深层脑干结构介导的。密歇根大学的Kent
Berridge和Susana Peciña已经确定了基底前脑的特定区域（腹侧苍白球(ventral
pallidum)）作为甜味神经处理的中枢（Peciña et al.,
2006）。有时，研究人员暗示这些皮层下区域只是处理味觉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大脑更高处（如脑岛）转化为味觉感受，脑岛显然对厌恶感很重要（Craig,
2003a,
2003b）。人们普遍认识到，许多传入感觉系统在到达丘脑时会一分为二，刺激的情感方面分流到各种皮层下系统，而让我们能够有思考地区分各种感觉的更多认知信息则继续传向新皮层（关于味觉见Sewards,
2004，但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疼痛、触觉等）。我们怀疑较低的脑区本身足以产生他们研究的原始情感性味觉体验。但是，对于大多数感觉-情感体验的脑基质问题，目前还不像初级过程情绪情感的脑基质问题那样容易解决。

脑心智进化与高级感受

随着大脑的进化，较新的结构补充了较旧结构的功能（[图2.3]），导致了随发育而变化的层级控制（[图1.4]和[图1.6]）。因此，在进化史的早期，与情绪、稳态和感觉体验相关的情感很可能严格来自大脑的深层皮层下区域，随着大脑进化，它们已经被更新添加的脑网络所精细化。也许某些情感的产生甚至已经被更高的新皮层区域”接管”，但我们在这些假设上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只能确定一个事实，即在婴儿发育早期，所有动物都更依赖于较低而非较高脑结构的功能（Chugani,
1998）。

在成熟过程中，大脑的深层部分很可能可以编程——或”教导”——更表层的结构如何以特定方式发挥功能（[图2.3]）。因此，某些初级过程情感可能最初是在皮层下形成的，在个体发育过程中，这些功能得到完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新进化的更高脑区所接管。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多数情感很可能受到大脑更新进化功能的重大影响。这对于某些高度由认知介导的感觉情感尤其相关（例如，为专业品酒培养的那些感觉）。但在允许感受的微妙性方面，这往往是以感受的强度为代价的（即认知调节功能更多时候是抑制而非放大初级过程感受）。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处于推测之中。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确信，在大脑的低级区域，情绪感受比在高级区域更强烈——原因很简单：在所有被研究过的哺乳动物中，包括人类，电刺激在大脑低级区域用更少的电流就能诱发更强烈的感受。因此，刺激杏仁核(amygdala)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产生的情绪感受，不如刺激脑干区域（如位于中脑中心的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大脑最古老的区域之一）产生的强烈。此外，如前所述，当新皮层(neocortex)缺失或在发育早期被移除时，人类和动物长大后在外在表现上都会比那些拥有高级脑区来抑制初级过程情绪性的个体更加情绪化。在没有新皮层（特别是额叶区域）的动物身上，比在拥有完整大脑的动物身上更容易唤起情绪表现。

这些事实对我们对情绪情感的科学理解来说无异于一种恩赐。产生原始情感的神经回路与本能情绪表达之间的紧密关系，使我们能够用可见的代理物（情绪行为）来研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的东西（情感）。为什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一直缺失这一洞见？也许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将运动过程视为”单纯的输出”，而不是将其视为对整个有机体的整合过程。除非动物的大脑中有复杂的行动图式(action-schema)，比如基本情绪，否则它们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当我们开始思考地球上生命的本质时，这种复杂的”运动”大脑功能能够构成情绪感受的事实似乎很有说服力，而且现在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大脑内情绪行动和情绪感受系统的一致性。

这使得基于动物大脑研究的大量可检验预测成为可能，特别是关于神经化学因素的研究，这些因素可以类似地应用于动物情感和人类体验的研究。所收集的知识对于生物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科学将至关重要。显然，情绪情感对心理健康和疾病有着强大的影响。调节愤怒(RAGE)，发展抵消恐慌/悲伤(PANIC/GRIEF)的能力（通过形成温暖的社会依恋），适应性地应对恐惧(FEAR)，享受游戏(PLAY)的能力，优雅地满足欲望(LUST)的追求，以及以乐观的期待、同情和宽恕来面对生活，这些都是良好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

情绪系统出错并不需要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情感失调(affective
dysregulation)现在是、可能一直都是人类的常见体验。直到最近，心理学家才开始对积极情绪产生强烈兴趣（最全面的近期总结见Sheldon等人，2011年），甚至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开始触及积极情绪的表面（Burgdorf
& Panksepp, 2006; Vaillant,
2008），而不仅仅是研究大脑的”奖励系统”（这是一个误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但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阐述）。在初级过程情感的神经本质被阐明之前，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将仍然缺乏严格和透明的科学基础。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策略来解决这一困境。但是跨物种三角验证(cross-species
triangulation)的情感神经科学方法（在行为、神经和心理证据线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记录，能够从我们大脑的深处揭示我们最基本情绪感受的来源。

人类情绪感受的机制不再需要保持神秘。如果我们在理解人类情绪情感本质的努力中采用从动物模型中获得的洞见，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填补目前仍然相当大的经验空白。到目前为止，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依赖的是各种不同的理论，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完全有效的。精神病学依赖的诊断类别与脑科学或我们对情绪大脑的理解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来自对外在认知迹象和症状的描述，大部分是通过语言报告的。精神病药物的发现主要是偶然的——当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的副作用被意外发现能产生有益的情绪变化时。在过去40年里，几乎没有发现新类型的精神病药物。随着对情感大脑更清晰的神经科学认识，新的医学发现应该会更快地到来（见Burgdorf等人，2011年）。

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开始认真对待初级过程情绪行动系统，将其视为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可预测组织的情感实体，我们在经验和理论理解方面就会取得重大进展。然后，我们可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开发新药物和新疗法，而不是零碎地、偶然地开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临床前（动物）模型来研究精神疾病，在这些模型中我们操纵大脑的不同情感系统，并监测其他情感系统如何被改变（关于抑郁症建模，见Panksepp
& Watt, 2011）。

简而言之,全面理解情绪影响背后的大脑机制似乎是当代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项目。这些知识还可以为心理治疗艺术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在第12章,Panksepp将探讨由我们对情绪和情绪记忆神经基础的新兴理解所提出的心理治疗实践的新思路。一些发现完全出乎意料。再巩固(reconsolidation)的发现(第6章)表明,我们可以提取旧的和令人困扰的记忆,然后用较少情感困扰的阴影重新塑造它们。

对哺乳动物大脑主要过程情感过程的神经科学研究可以打开现象意识的潘多拉魔盒——即原始情绪体验实际上是如何在大脑中构建的。它可以同时为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做到这一点。我们对其他动物这些过程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第3章

探寻系统

渴望期待、欲望、欣快和追寻一切的大脑来源

虽然动物从观察中学习了许多知识,但也有许多知识来自大自然的原始之手……我们将其称为本能,并倾向于将其视为非常不寻常的东西……生活的整个行为都依赖于它……它教导人类避开火焰;就像教导鸟类如此精确地孵化,以及其育雏的整个经济和秩序。

——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748/1910)

大脑最重要的本能-情绪系统之一是允许动物搜索、发现和获取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的系统。这个探寻系统的唤起产生各种接近行为,但它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人感觉良好。这不是我们在享用美食时体验到的那种愉悦,也不是之后感受到的满足感。相反,它提供的是当我们期待享用那顿美食时产生的那种兴奋、欣快的期待。当厨房里美味的香气飘到你鼻子里时,你难道不欢迎饥饿的刺痛感吗?与心爱之人的短暂分离同样可以带来特殊的魅力,在重聚的喜悦之前。对性的期待往往比完成时的兴奋更令人激动。即使是对热水澡的期待也可能是一种精致的想象愉悦,尤其是在忍受寒冷天气的寒意时。还有赌博、探索的刺激,更不用说许多审美愉悦了。这种期待渴望的积极感觉(欣快感?),这种探寻冲动,与完成时的愉悦释放完全不同。而且这种感觉作为一种情绪存在于哺乳动物大脑的某些皮层下网络中,远在大脑发展出与世界的旺盛客体关系(如上述描述)之前。最初,它只是一种没有目标的驱动。

如前一章所述,探寻系统传统上被称为”大脑奖励系统”,因为Jim Olds和Peter
Milner(1954)发现,大老鼠会过度兴奋地自我刺激这个系统,直到精疲力竭——老鼠强迫性地向这个大脑区域施加微小的电击,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图2.4显示了这个系统的早期描绘,在解剖学上称为内侧前脑束(MFB),它穿过外侧下丘脑,连接低级脑干和中脑的许多区域到大脑的许多高级区域,一直到内侧额叶皮层。这个庞大的系统向许多其他大脑区域发送连接,因此,如果这个系统在大脑两侧受损,动物就无法再照顾自己。它们看起来极度抑郁(也许是第一个动物抑郁症模型,而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些动物通常会在没有密集护理的情况下死亡。

行为神经科学家不习惯给这个生存必需的网络起一个像探寻这样的名字,因为这意味着动物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多考虑主要过程情绪力量确实有自己简单思维的可能性——一种使动物在其自然环境中成为主动代理者的原始思维。这些祖先大脑系统自动介导”行动中的意向”,这可能是人类最终”行动意向”的必要前提。行为主义导向的心理学传统称其为食欲性”接近动机系统”,甚至设计了人格测试来测量这种冲动及其一般对立面——“退缩”,或”回避动机系统”(Elliot,
2008)。

英国伟大的人格理论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最早在一项针对外向性和内向性/神经质的人格测试中概念化了这些维度。他的学生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以更具神经科学风格的方式,为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和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开发了自己的人格测试(综述见Larsen & Augustine,
2008)。其他测试很快跟进,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著名的PANAS; Watson
et al.,
1988)。看到科学家们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基本相同的意思,真是令人惊叹,这些术语旨在聚焦于一个多面向过程的两个方面。认识到这些测试都没有评估基本的情绪气质后,潘克塞普及其同事着手开发了情感神经科学人格量表(Davis
et al.,
2003),其中统计上独特的SEEKING(寻求)、CARE(关爱)和PLAY(玩耍)量表共同构成一个积极情感超因子,而FEAR(恐惧)、ANGER(愤怒)和GRIEF/SAD(悲伤)量表则构成一个消极情感超因子。

因此,这个系统与以下方面有关:(i)一般行为激活;(ii)控制”诱因显著性”的”想要”状态(Berridge
& Robinson, 1998);(iii)行为的”持续性”(Salamone et al.,
2009);(iv)行为模式之间的转换(Oades, 1985; Redgrave et al.,
1999);(v)简单的接近行为(Ikemoto,
2010);(vi)可能最为晦涩的是,那些主要迷恋学习理论的人提出的”奖励预测误差”(Schultz
& Dickinson, 2000; Schultz,
2010),我们将在后面广泛讨论。遗憾的是,这些术语并未告诉我们SEEKING系统帮助促进的许多不同的食欲行为,它们也没有说明这个系统促进的特定积极情感特征—预期性欣快感—而不是消费的任何”愉悦”。

我们认为SEEKING标签目前是这个初级过程系统的最佳总体名称。已发现这个系统参与大鼠的大量行为,一些发现已扩展到人类(Knutson
& Cooper,
2005)。然而,我们在此使用的许多例子实际上并未被神经科学家研究过,因此它们是启发性假设,旨在使我们的理论观点清晰明了。我们预测,当我们描述的所有类型的行为都被研究后,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确认SEEKING系统在我们沉迷的每一种积极食欲行为中的作用。

从情感角度来看,该领域一个持续存在的困境是,许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例如,可能最突出的是达马西奥Damasio,
1994,
1999)似乎相信,所有类型的良好感觉都是由我们的感官介导的。也许他们忽略了我们古老的脑内本能情绪行动系统也能产生心智的情感品质。这一重要信息似乎在大多数关于情感感受的科学分析中缺失了。无论如何,证据表明情绪行动系统产生的感受可以完全在大脑内部被触发,尽管每个系统都有某些感官触发点(例如,疼痛会唤起FEAR恐惧)。在学习之后,这些系统通常会被许多其他事件唤起。

尽管有许多感官输入进入维持自我刺激奖励的大脑区域,但我们需要考虑,每个动物的基本情绪,以及它们的核心自我(见Panksepp,
1998b),都是以运动坐标布局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排除伴随SEEKING唤起的渴望和欣快体验可以整合来自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感官反馈;它只是表明,有机体的连贯性锚定在原始行动装置上—即位于脑干核心SELF结构中心的内在”行动意图”(见第11章)。无论如何,这个SEEKING系统帮助激励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充满活力的事情。

SEEKING在现代世界的多种表现

当SEEKING系统被唤起时,动物会表现出对世界的强烈、热情的好奇心。例如,大鼠会带着目的感四处移动,用力嗅闻,并停下来调查有趣的角落和缝隙。大鼠经常发出我们在没有特殊设备的情况下听不到的兴奋小声音:50千赫的超声波啁啾声,尤其是在它们玩得开心时特别持久(见第10章关于PLAY玩耍)。这些行为与大鼠在寻找奖励时表现出的行为相同,而不是在享用美食时。人类报告一种急切的期待感,以及一种增强的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可以在世界上让事情发生。人和动物显然喜欢这种感觉,尽管它也可能变得过度。他们会不懈地工作,直到精疲力竭(有时甚至会导致死亡,例如实验室大鼠被允许每天只在它们也被允许自我激活大脑”欣快”系统的同时吃一顿饭)。动物会花费大量精力来获得对这一回路的电刺激或化学刺激(Ikemoto,
2010)。我们将这个关键的动机系统命名为SEEKING-EXPECTANCY(寻求-期待)系统,或简称SEEKING系统。这一名称比经典的”奖励系统”概念更能说明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大脑中有许多情感奖励过程。

行为科学家传统上一直在做我们已经在这里做出的区分，即消费性行为和食欲性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动物能够消费奖励之前,它们必须经历食欲阶段:它们必须搜索、找到并占有它们需要的资源。而这不仅仅适用于寻求消费性资源。SEEKING(寻求)系统可能参与所有其他情绪系统的食欲阶段,尽管以下大多数尚未从神经科学角度进行研究。例如,当一个孩子在出去和朋友们在泳池里玩耍之前急切地穿上泳衣时,她的SEEKING系统可能会帮助激发她的准备工作。当我们策划对那些激怒我们的人进行报复时,肯定是SEEKING系统促使我们制定这些计划。因此,一些霸凌者会急切地渴望打架。当充满希望的恋人为重要约会选择完美的餐厅时,他们的SEEKING系统可能正在为浪漫邂逅铺平道路。当你为你关心的人烤蛋糕时,SEEKING系统帮助你预期他们的惊喜和喜悦。当你害怕时,你必须寻求安全。这些体验中存在许多认知差异,但所有这些活动中的预期紧迫感都共享一种共同的积极的想要做和能够做的感觉。同样,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当SEEKING系统长期不活跃时,我们会经历一种绝望的抑郁形式,其特征是倦怠和缺乏进取心。

SEEKING唤醒也会让我们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当我们饥饿、口渴、寒冷或孤独时。也许我们甚至因此感觉好一些。这是因为SEEKING系统提供积极、热情的情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这些负面感受——这种状态我们通常称为绝望。假设一只动物饿了。饥饿感觉很糟糕,但来自SEEKING唤醒的那种令人鼓舞的目标感仍然使动物对其环境保持好奇,并足够乐观地进行集中而充满活力的食物搜寻。换句话说,找到食物的”愉悦”预期和能够这样做的积极感觉提供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期待感,这将抵消饥饿的负面感觉,如果幸运的话,最终会消除它们。然而,当每个计划都失败时,绝望最终会降临,这就是通往抑郁的大门。

所有令人不快的内稳态失衡状态都会自动使SEEKING系统对奖励(以及预测它们的线索)更加敏感。被称为内感受器(或”需求探测器”)的特化神经细胞,存在于大脑的古老内侧区域以及一些其他身体器官中,测量导致口渴和其他身体需求情感指标的内稳态失衡。例如,当血液水浓度降低时——无论是由于细胞脱水还是血容量减少——特定类型的内感受器会做出反应,从而唤起口渴的感觉。当糖和体脂水平下降时,其他的会跳入行动,促进饥饿感。其他系统促进困倦,在睡眠中我们有由多巴胺驱动的SEEKING冲动所激发的梦。动物也有SEEKING梦吗?蜂鸟每天必须大量进食,否则它们会死亡;进化教会它们每晚进行微型冬眠,以节约早晨搜寻花蜜所需的关键能量。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拥有由希望和恐惧激发的梦,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出答案。

一些内部传感器测量性激素的变化,这可以促进LUST(性欲)感受。还有其他传感器监测核心体温。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所有涉及的确切机制,但神经科学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开始了解神经肽(neuropeptides)如何向SEEKING系统传递这种特定的内稳态信息,促进行为激活。然后SEEKING唤醒激励动物热情地搜寻它们需要的多种类型的资源。当动物饥饿、口渴或寒冷时,特别是当环境中有可用资源的迹象时,它们的SEEKING系统会超速运转,因为它们觅食、寻水和寻找庇护所。同样,当它们有社交需求时,它们可能会寻找配偶,或者,如果非常年幼,会寻找它们的母亲。

除了响应体内平衡失调外，SEEKING系统还会在动物体验到与更复杂的社交需求相关的负面情绪时被唤起。这些社交需求不像简单的体内平衡需求那样由内感受器来监测。然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学到的，未满足的社交需求，比如对陪伴的需求或玩耍的需求，会造成情感上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不愉快情绪唤起SEEKING系统的确切机制，但研究表明许多神经肽再次参与其中。例如，心理痛苦和孤独感是由大脑中高水平的促压力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和内啡肽的缺乏所促成的，内啡肽是大脑自身制造的内源性舒缓阿片类神经肽。当人类（和动物）大脑中有充足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时，他们会体验到积极情绪和舒适感，非常类似于与好友和爱人在一起时的感觉。当这些化学物质水平低，而CRF水平高时，人和动物会感到孤独、痛苦，常常很悲惨。当他们找到陪伴时，这些痛苦的情绪会得到缓解，部分是因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但也部分是因为大脑内催产素和催乳素活性的提升以及许多尚未确定的分子。最近确定的一种能够促进SEEKING功能的额外分子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Burgdorf等，2010）。

可能仅仅是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缺乏就会唤起SEEKING系统，进而促使人和动物去寻找让他们感觉更好的社交陪伴；但目前关于这类问题的确凿证据仍然很少。我们也知道，看似矛盾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将微量阿片类物质直接置于多巴胺细胞附近来强化SEEKING活动，这些剂量可以激发欲望并刺激食欲。也许低剂量的阿片类物质实际上是通过抑制附近的GABA神经元来促进SEEKING的，这些神经元通常会抑制SEEKING冲动（Ikemoto，2010）。还有其他可能性。SEEKING系统也参与缓解其他负面情绪，比如恐惧（Salamone，1994；Blackburn等，1992）。当人和动物处于危险中时，他们的SEEKING系统促使他们寻找安全庇护所。

SEEKING系统既响应贪婪也响应需求。它最初对任何触手可及的奖励都极其敏感（Schultz等，1993）。当某人非常饥饿时，即使是一块干面包皮也可能是一种享受，正如许多囚犯在古拉格集中营和我们有时极其残酷的社会世界的集中营中发现的那样。但即使身体需求得到满足，动物和人类也会被诱人的刺激所吸引。例如，如果一只猴子刚吃饱，当它发现美食——一根香蕉或其他喜爱的食物时，它仍然会变得兴奋。然而，当我们饥饿时，我们会被美食更加吸引。我们哺乳动物同样容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谁能抵挡那额外的一块蛋糕或其他喜爱的食物？当涉及到像酒精、可卡因和海洛因这样的药物时，正是SEEKING系统巩固了我们成瘾的欲望。动物会对与人类完全相同的药物上瘾。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情况发生时动物对此没有感觉。事实上，当我们开发出监测动物感受的方法时，例如通过它们的情绪化发声，我们发现那些声音可以自发地表明动物的感受，突显了成瘾冲动的潜在情感本质（Browning等，2011；Burgdorf等，2001；Panksepp，Burgdorf等，2002；Panksepp，Knutson等，2002）。

在野生动物中，很容易看到SEEKING系统在起作用。资源不易获得，动物必须持续寻找它们才能生存。它们必须狩猎或觅食，寻找水源，找到树枝或挖洞来建造遮蔽巢穴。SEEKING系统促使它们养育幼崽，寻找性伴侣，当动物生活在社会群体中时，还要寻找非性伴侣，形成友谊和社会联盟。然而，在现代人类生活的舒适环境中，SEEKING系统的作用并不那么明显，这在发达国家尤其显著。我们在超市的过道里悠闲地进行”狩猎”。只要水龙头里有水，就不需要主动寻找水源。我们可以轻松获得温暖舒适的家。我们在安排好的聚会上见朋友和寻找爱人。

但即使身体需求得到满足，这个系统仍对诱人的可能性保持警觉。因此，很容易理解这个系统如何在提供如此多诱惑的现代社会中引发各种过度活动。我们倾向于暴饮暴食，在不明智时吸烟，过度饮酒。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工作狂。药物成瘾泛滥。我们过度渴望查看电子邮件、赌博，并沉溺于不明智的性放纵。简而言之，我们的SEEKING系统可能太容易促使我们沉溺于各种活动，而不会停下来仔细考虑我们在做什么。

尽管这个系统能强有力地响应体内平衡需求、情绪冲动和诱人的诱惑，但当人类和动物不需要特别的资源或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它会在较低的水平上持续在后台运作。这个系统让动物不断探索环境，以便记住资源的位置。这样，当它们需要食物、水、同伴或安全时，就能做好行动准备。SEEKING系统对人类来说也或多或少持续运作。我们定期扫视周围环境，看商店橱窗，翻阅杂志和目录，浏览网页和回复电子邮件。我们总是在寻找可能需要或想要的东西，或者可能仅仅让我们感兴趣并满足好奇心的东西。我们的SEEKING系统让我们保持与世界互动的一般状态。

在智力不如我们的动物中，SEEKING系统的运作不会掺杂人类特有的预见和战略规划。在人类中，战略思维在SEEKING唤醒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这个系统和我们所有的情绪系统一样，与额叶新皮层有丰富的连接，而额叶新皮层是认知心智大脑(MindBrain)中最高度发达的部分。当SEEKING系统唤醒人类的新皮层时，它激活思维过程——一种虚拟世界——产生复杂的习得行为，这些行为不是本能的，甚至可能是反本能的。

想想正在扑灭火灾的消防员。情况很危险，他们会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惧，这会自动唤醒他们的SEEKING系统。在正常情况下,通过FEAR系统的共同激活，SEEKING唤醒会促使消防员寻找逃生方法。然而，由于他们接受过帮助他人和扑灭火灾的训练，SEEKING唤醒会通过激活新皮层的思维和规划能力，激发这些习得的技能。我们已经注意到，当动物饥饿时，它们的SEEKING系统会产生热切寻找食物的冲动。但当消防员的SEEKING系统被唤醒时，它有助于抵消她的恐惧，让她能够专注而有活力地完成工作。她所有的训练、经验和聪明才智——她所有的认知和身体能力——都将用于寻找灭火和帮助人们逃生的方法。

除了促进消防员所从事的那种实用战略思维外，SEEKING系统还能唤醒新皮层纯粹的智力能力。例如，你可能买这本书是因为你在智力上好奇，想了解大脑如何创造情感体验。我们已经确定，新皮层不能提供自己的动机；新皮层是由皮层下情绪系统激活的。正是你皮层下的SEEKING系统帮助激活你的新皮层——你的智力——并促使你做诸如买这本书的事情，如果书很吸引人，还能从书中学习。同样，建筑师、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SEEKING系统促使他们发现新的和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和表达自己。这个系统激发所有人类的创造力——它一直是所有文明的精神引擎。

这绝非小事。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许多方面，新皮层——我们人类智力的来源——是我们情绪系统的仆人。SEEKING系统推动新皮层寻找满足我们需求和欲望的方法：耕种农场、饲养动物、建造舒适的庇护所、编织保护性衣物。SEEKING系统促使新皮层做让我们感到重要和掌控自己命运的事情；我们试图以让我们更有影响力或更强大的方式操纵社会关系。我们为自己和神灵建造纪念碑，并通过艺术努力表达自己。SEEKING系统促使我们满足对新奇事物的喜好。我们从事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研究。SEEKING系统还促使新皮层设计满足我们每一个欲望的方法。我们不仅耕种和挤牛奶；我们还制作巧克力。我们的衣服不仅是为了保护，也是为了美丽和性吸引力。人类伟大而独特的成就，我们巨大新皮层的产物，牢牢植根于这个系统提供的精神能量。

显然，SEEKING-EXPECTANCY系统是一个通用系统，用于获取世界上存在的各种资源，可以说从坚果到知识。简而言之，它参与所有在满足之前的欲求行为；它产生搜寻环境中任何和所有”果实”的冲动；它激发从美味食物到性可能性到政治权力等积极体验的动态渴望；它激励人类和动物通过对抗或逃到安全地带来克服危险；它振奋人类并促使我们投身于创建文明的伟大任务。但在开始时，在出生时，它只是”一个没有目标的驱动”(Panksepp,
1971)，打开了与世界互动的大门，从而获得知识。

SEEKING系统由大脑多巴胺驱动，但它远不止产生这一种激活性神经递质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和信念生成机器。难怪这个系统仍被称为”大脑奖励系统”。事实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和所有其他动物能够获取世界上的所有奖励。这可能就是几乎导致世界在一个世纪内遭遇第二次重大金融萧条的系统——2008年的经济危机，其中自私的贪婪超越了更广泛的人类和社会关切。显然，这个系统需要良好的训练才能减少人类悲剧。它没有内在的道德。它只是一个超高效的起身去获取的系统。人类的认知抱负，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源于其巨大的情感”能量”。

SEEKING系统的解剖结构

从解剖学上讲，SEEKING系统的路径从腹侧被盖区(VTA)延伸到三个主要目的地：(i)内侧前脑束和外侧下丘脑(MFB-LH)，(ii)向上到伏隔核，以及(iii)通过中脑边缘和中脑皮质多巴胺通路到内侧前额叶皮层。解剖结构的总体概述见图3.1。该系统的一些主要神经元，即位于VTA的多巴胺神经元，接收来自大脑其他部分的大量输入。正如我们提到的，该系统也有大量输出到大脑的几个高级区域，特别是伏隔核，这是食欲学习的主要中转站。在某些”低等”哺乳动物如大鼠中，激活该系统的上行多巴胺通路不会投射到额叶皮层区域之外。然而在人类中，该系统延伸得更远，进入集中在大脑后部的感觉-知觉皮层。这与以下事实一致：SEEKING系统在人类中唤起的认知功能在其他动物中没有明确的同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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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大鼠大脑示意图。A.
位于VTA的A10
DA(多巴胺)神经元的上行投射，支配边缘区域，包括NAS(伏隔核)、中脑边缘DA系统，以及通过中脑皮质DA系统支配皮层区域。B.
来自NAS的主要传出投射。C.
到NAS的传入投射。D.
到VTA的传入投射。缩写—AMY，杏仁核；BST，终纹床核；C，尾状核-壳核；CC，胼胝体；DB，Broca对角带；DN，齿状核；DR，中缝背核；ET，脚间核；FC，额叶皮层；HC，海马；IC，下丘；LH，外侧下丘脑；LPO，外侧视前区；MPR，中脑桥网状核；OB，嗅球；PAG，导水管周围灰质；PFC，前额叶皮层；PN，臂旁核；SC，上丘；SI，无名质；SN，黑质；TH，丘脑；VP，腹侧苍白球；VTA，腹侧被盖区(改编自Ikemoto
& Panksepp, 1999)。

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伏隔核与内侧额叶皮层相互作用，促进简单的食欲学习(和成瘾)。因为SEEKING系统激活额叶新皮层区域，特别是关注即时情感需求的内侧区域，我们能够设计策略来获得生活的恩赐并逃避其陷阱。当体验特别愉快时，我们会记住它们，这为成瘾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该系统的多巴胺部分在人类中比在大多数其他动物中更广泛地延伸到整个皮层。当然，该系统与许多其他大脑区域协同工作(图3.1
B、C、D)，包括控制整体唤醒的区域(全局运作的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系统)以及更具体的大脑注意功能，如由乙酰胆碱、GABA和谷氨酸介导的功能。因为SEEKING系统也参与本书将讨论的所有其他情绪的实施，我们不会在每一章重复这些复杂性，但我们认为读者会理解，对每个系统的讨论都是从每个系统所嵌入的更大脑复杂性中抽象出来的。没有大脑其余部分的帮助，任何情绪系统都无法发挥太大作用。

SEEKING系统的化学机制

SEEKING系统主要由神经递质多巴胺(DA)提供能量。DA在刺激该系统中的作用已得到最深入的研究，但还有其他关键化学物质使该系统能够执行其所有功能。神经科学已经积累了关于多巴胺功能的大量分子细节——足以让普通读者头晕目眩。滥用药物，如可卡因或苯丙胺，之所以令人上瘾，是因为它们直接增强多巴胺的作用，从而唤起SEEKING冲动。如果过度刺激，动物的行为会变得刻板，人类会对非常平凡的事物产生强烈兴趣。例如，女性可能会反复整理她们的手提包——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似乎无休止地，似乎入迷了。如果这种唤起持续太长时间，个体可能会变得多疑，大多数人会发展出偏执倾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该系统的过度活跃会导致精神疾病，如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其他大脑化学物质，最显著的是谷氨酸(glutamate)（Heidbreder et al.,
1992; Yeomans et al.,
1993），这是大脑的主要兴奋性神经递质，在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习得功能（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当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将来自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认知影响与来自寻求系统较低区域的情绪能量整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生食欲性学习(appetitive
learning)（Kelley, 1999,
2004）。谷氨酸是推动食欲性学习过程的主要大脑化学物质，正如它推动所有其他情绪系统的学习一样。

除了多巴胺和谷氨酸之外，各种神经肽(neuropeptides)也是调节寻求系统的明确化学参与者。例如，神经肽食欲素(orexin)使稳态失衡以及其他情绪系统（如恐惧系统）能够唤起寻求系统。动物通常对获得激活寻求系统的神经肽如神经降压素(neurotensin)充满热情，而它们通常不喜欢使系统失活的化学物质如强啡肽(dynorphin)。这强调了一个事实：人类和动物喜欢寻求唤起的感觉，不喜欢这个系统降得太低的感觉。现在很清楚的是，当这个系统崩溃，强啡肽产生的厌恶感开始占上风时，人们会感到抑郁。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开发新的抗抑郁药物，可能会减少这一通路上过多强啡肽带来的可怕感觉（Bruchas
et al., 2010）。

固有唤起寻求系统的刺激

我们之前提到，只有极少数刺激会固有地（无条件地）唤起大多数情绪系统。老鼠对捕食者的气味、明亮照明的开放空间等有固有的恐惧。其他哺乳动物有不同的固有喜好和厌恶。然而，寻求系统也会被所有新奇事件短暂唤起，这意味着它会被环境中的大量变化在短时间内唤起。当刺激不再新奇（当动物习惯了它）时，寻求系统不再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习惯化(habituation)“。该系统也固有地响应意外的奖励刺激，如食物的递送（Schultz,
2006）。如果奖励偶尔或时不时地递送，该系统会继续反复响应——也就是说，它会发展出持续的预期冲动（或慢性渴望）。在某些动物中，这可能包括猎物的气味或红色成熟水果的景象。

这个本已庞大的刺激库会随着学习而扩展。假设一个婴儿被挂在婴儿床上方的闪亮悬挂玩具所激发。当这个吸引人的景象移动时，各个部件相互接触并发出叮当声。也许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婴儿坐在厨房的高脚椅上，刚刚吃完午饭。他的母亲给自己倒了一杯冰茶，当婴儿听到玻璃杯中冰块的叮当声时，他变得兴奋起来。也许听起来像悬挂玩具的叮当声。当婴儿第一次看到悬挂玩具时，它是一个新奇的刺激，唤起了他的寻求系统。现在习惯了它，婴儿的寻求系统有些习惯化了。尽管如此，叮当声仍然可以唤起婴儿的寻求系统，尽管不如它是新的时候那么强烈。现在，任何让婴儿想起悬挂玩具的东西，比如母亲杯中冰块的声音，或者甚至当婴儿可能想象这个声音时，都可以唤起他的寻求系统。但我们无法真正在人类身上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每个观察到的行为总是有替代解释。例如，也许冰块的声音唤起系统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奇的声音，而不是因为它唤起了对悬挂玩具声音的某种记忆。

无论如何，各种这样的联结(associations)在一生中发生，导致高度个性化的唤起模式。动物研究实际上可以追踪因果级联，而人类脑成像可以提供类似过程的不太精确的证据。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强迫性赌博和性冲动是寻求冲动的精妙挑逗者——当一个人越来越兴奋时，伏隔核会越来越亮。似乎生活中所有渴望的兴奋都会唤起这个系统。然而，有些路径导致过度，而另一些则引导人们获得实质性的人生成就。这留给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皮层(neocortex)来决定追求哪些生活选择。但如果条件反射足够强烈，通常高级心智无法抵抗低级心智想要追求的诱惑。

寻求与失望和愤怒的关系

寻求系统通过消费被渴望的东西而平静下来，但如果满足感不持久，它不会平静太久。当饥饿的动物觅食时，它的寻求系统被唤起，但当它开始进食时，寻求系统变得平静。尽管如此，该系统可以被特殊美味的可能性迅速唤起。然而，当系统受挫时，也许是因为其他小动物得到了美味，愤怒可能会爆发。考虑一下在自动售货机中投币但机器没有履行其交易部分的常见挫折。人们会摇晃有时还会踢这台机器。就神经生理学而言，寻求系统在没有获得满足（没有美味）的情况下关闭，然后这会唤起愤怒系统(RAGE
system)。

寻求系统的病理

一个运作良好的SEEKING系统对身体和情绪健康至关重要。然而,当该系统受到过少或过多刺激时,可能会引发情绪障碍,从抑郁症到精神病不等。Oliver
Sacks在他的著作《觉醒》(Awakenings)(1973)中描述了帕金森病导致的多巴胺耗竭使SEEKING系统受到刺激不足,患者因此遭受的严重抑郁。左旋多巴(L-dopa)药物在一段时间内纠正了这种化学失衡,产生了显著效果。Sacks引用他的一位患者Leonard
L.的话写道:“我感到被拯救了……复活了,重生了。我感受到一种相当于恩典的健康感……我感觉像一个恋爱中的男人。我打破了将我与爱隔绝的障碍。”可悲的是,过量的多巴胺最终过度刺激了这些患者的SEEKING系统,产生了过度的渴望和欲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命运感——简而言之,就是精神病症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人们会开始在事件之间看到妄想性的联系;动物也表现出类似的错误归因。

正如已经提到的,当SEEKING系统长期活跃不足时,例如在反复挫折之后或从安非他明和可卡因成瘾中戒断期间,就会出现抑郁情绪。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和精神病妄想出现在SEEKING光谱的另一端,反映了当系统被多巴胺严重过度刺激时的过度心理倾向(Grace,
1991)。安非他明和可卡因等滥用药物是SEEKING系统非常有效的刺激剂,因为它们增加了突触间隙(神经元之间的交流通道)中多巴胺的可用性。这类药物很容易被滥用,它们使SEEKING冲动变得超敏,使人们对成瘾药物更加敏感。动物对其他奖励也变得更加敏感,从美味食物到性接触(Nocjar
& Panksepp,
2002)。精神科医生很清楚,这类药物如果服用时间过长且剂量过高,最终会导致精神病症状——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有些人很快屈服;其他人恶化得更慢。但每个服用过量这些药物的人最终都会陷入精神病性、偏执性思维(Snyder,
1972)。然后,在药物戒断期间,抑郁会占据主导。

我们已经提到,SEEKING系统在唤醒内侧额叶皮层的认知区域方面特别有效。新皮层的功能之一是其产生因果概念的能力。当它受到过度刺激时,负责构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见第6章)的额叶皮层会产生大量关于世界如何组织的新想法。它经常会激发某人在只有相关性或根本没有有意义联系的地方看到因果关系和其他有意义的联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思维失控,导致大量且经常错误的结论。现在,思维成为妄想滋生的肥沃土壤。SEEKING唤醒的典型特征——增强的自我感——同样可能呈现出不切实际的比例,导致夸大的精神病妄想。

例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怀有妄想信念,认为他的行为,比如打破一面心爱的镜子,导致了一个重要的世界事件——比如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塔的爆炸。这将构成因果关系的妄想信念,因为患者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引起某些事情。这其中也包含夸大妄想的成分,因为患者相信他有能力导致这些重要事件发生。这些精神病幻想是由严重过度唤醒的SEEKING系统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压力可以提高额叶皮层中的多巴胺活性。这可能解释了严重压力如何帮助促进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思维模式。事实上,有些人已经设想了这种思维模式与梦境之间的关系(Panksepp,
1998a; Solms,
2002),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SEEKING系统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在REM睡眠期间以非常高的速率放电(Dahan
et al.,
2007)。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大脑中丰富的多巴胺活性在梦境和精神分裂症中都会发生(Léna
et al., 2005; Panksepp, 1998a; Solms, 2000)。

抗精神病药物

多巴胺是唤醒SEEKING系统的主要化学物质——虽然它不是唯一的,但它肯定是我们最了解的。多巴胺通过在突触处以全局方式释放并与接收神经元上称为受体(receptor)的分子结合来唤醒该系统(受体有五种主要类型,分为两个家族,即D1和D2,我们在这里只考虑其中之一:D2受体,它在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中特别重要)。结合以钥匙和锁孔的方式发生,其中多巴胺充当钥匙,受体充当锁孔。除了多巴胺,大量其他化学物质(即神经肽和其他神经递质)也可以充当它们各自特定受体的钥匙。

通常每种脑部传递物质化学物质都可以与多个不同的受体结合——每种化学物质都有不止一个可以”对话”的受体。另一方面，受体通常更具专一性；它们只能”倾听”并与特定的传递物质化学物质结合。一个能够嵌入受体”钥匙孔”但无法打开(或激活)它的化学钥匙被称为受体阻滞剂。当受体被阻断时,通常与其结合的化学物质无法这样做,这种脑部化学物质的活性因此降低。因此,如果使用多巴胺阻滞剂(许多此类药物是抗精神病药物),那么在突触处释放的多巴胺就无法再与SEEKING系统中的受体结合,该系统变得唤醒不足,导致抑郁症状,如上述所描述的那些。

研究人员发现,多巴胺在其一种受体(即D2型)上的过度活动会导致(或至少与之相关)某些精神分裂症状。几乎所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状的药物,即那些能够平息妄想和幻觉的药物,都会在D2受体处阻断多巴胺活动。如果上述打碎镜子的患者接受抗精神病D2阻滞剂治疗,他妄想的认知方面不会完全消失,但妄想的动机力量会显著减弱。他可能仍然认为自己与那些灾难性事件有关,但这些想法不再具有同样强烈的确信程度。换句话说,抗精神病药物通常会降低妄想的强度,但不会改变其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谈话疗法有时也有助于帮助患者重构其妄想认知。就这位患者而言,如果他的妄想源于过度的愤怒,那么理解是什么使他如此容易愤怒可能会有所帮助。阻断多巴胺信号的抗精神病药物也会抑制动物探索环境并因此获取新信息的倾向。探索倾向是SEEKING系统的正常表达。妄想位于SEEKING连续体的病理性远端。

仪式性附属行为的奇异案例

当SEEKING系统被较轻度地过度刺激时,它会产生附属行为,这些行为是强迫性的,但通常没有明显的外在目的。在实验室条件下,例如当非常饥饿的动物定期收到少量食物时,人们会看到附属行为。它们收到的少量食物不足以让它们满足,而且它们无法自己获取更多。由于这些动物处于持续的饥饿状态,它们的SEEKING系统持续处于过度唤醒状态。当它们等待下一次少量食物投放时,这些动物通常会从事附属行为。例如,一只饥饿的实验室大鼠可能会在跑轮中过度奔跑。另一只大鼠可能会撕碎纸张、啃咬木头或饮用大量的水。这些行为与它们的身体需求无关,因此被称为附属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附属行为。非常饥饿的人倾向于来回踱步。踱步是一种附属行为,它既不能滋养身体,也不能获取食物。事实上,如果它消耗稀缺的能量,可能会适得其反。

附属行为通常是重复性的,并且看起来是仪式化的。行为主义创始人之一B. F.
Skinner指出,饥饿的鸽子在接受小份食物之间的长时间间隔期间,会进行重复且可预测的昂首阔步、拍打翅膀的”舞蹈”(Skinner,
1948)。它们不是在刚收到一小块食物后表演舞蹈,也不是在非测试期间表演。相反,鸽子在等待下一批食物时跳舞,通常处于极度饥饿状态——这种状态无条件地唤醒SEEKING系统。我们并不是说鸽子在认知上”认为”它们可以通过跳舞让食物出现。相反,似乎当SEEKING系统被过度刺激时,它会自动促进重复性和仪式化的行为。这些附属行为通过多巴胺阻滞剂以及外侧下丘脑的损伤而显著减少,这些操作会使SEEKING系统失活或受损(Wayner
et al., 1981)。

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动物会表现出一种重复的附加行为而不是另一种。例如，为什么一个饥饿的人会在地板上踱步，而另一个人吹口哨，还有一个人用拳头捶打手掌?在对动物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类型似乎是被研究动物的特定属性——也就是说，它是其个性的一个属性。因此，性格更具攻击性的人可能会捶拳头，而更顺从的人会吹口哨。或者，附加行为可能看起来更有目的性——它们针对通常预示奖励的刺激。例如，定期获得小块食物的饥饿老鼠会开始啃咬投放食物的食槽，尽管这丝毫不会影响食物投放的速度。这几乎看起来好像某些类型的行为给动物一种专注的目标感。换句话说，仪式化的附加行为似乎是以一种让动物感觉它正在做一些有成效的事情的方式形成的，即使它并没有。类似地，服用大剂量可卡因和安非他明的人和动物，这两者都会强烈刺激SEEKING系统(探寻系统)，表现出看似无止境的重复行为。如前所述，当人类有如此强烈的刺激时，他们经常报告说，做一些平凡的事情，比如翻找手提包，突然变得非常有趣。

这种表现出重复和仪式化行为的倾向可能具有适应性价值。学习一项新技能需要重复，有时甚至到成为一种仪式的程度。当体操运动员学习如何完成双后空翻时，她可能会准确地走四步，以特定的方式低头，总是用同一只脚起跳，等等。我们有许多涉及重复和仪式的习惯。我们每晚把钥匙放在同一个挂钩上，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叠衣服。即使当我们洗澡时，我们也倾向于以某种顺序清洗不同的身体部位。看起来SEEKING唤醒有助于产生这些习惯。然而,一旦一种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它就被储存在多巴胺控制的大脑区域,比如伏隔核正上方的背侧纹状体(例如,尾状核),其唤醒由VTA外侧的黑质纹状体多巴胺系统控制。这些大脑区域的刺激奖励性要低得多,因为习惯就是习惯。许多习惯是无意识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以前通过SEEKING冲动建立的令人兴奋的行为变得常规时,人们不再需要变得情绪激动。因此,动物对激活那些更新的多巴胺系统不会表现出太多自我刺激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动塑造”的奇怪案例——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但是…

自动塑造是指一种实验室现象，当动物非常饥饿时(这也意味着其SEEKING系统高度唤醒)，并且当动物还暴露于一个短暂的、无关的刺激时，例如，在投放食物之前点亮食物托盘上方的一个按键，这种现象会逐渐出现(Brown
& Jenkins,
1968)。这种预测性刺激似乎与动物获得奖励有因果关系。一个冷静的哲学家可能只会决定耐心等待每次奖励到来,而不会变得充满渴望、满怀期待,从而开始与预测食物的刺激互动。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帮助缓解饥饿;然而,动物会逐渐开始与这些刺激互动,几乎就好像它们相信这种互动会获得奖励。在反复暴露于这样的配对之后,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是鸽子,开始啄在食物投放前会被点亮的按键。鸽子会在实验者停止投放食物很久之后仍然坚持这种活动,尽管啄击什么也完成不了。自动塑造现在已经在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物种中被观察到。这显然是一种SEEKING行为,因为多巴胺会阻断自动塑造的效应(Phillips
et al.,
1981)。这对那些认为动物会明智行事而非情绪化行事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于我们这些从因果关系角度思考的智慧头脑来说,似乎被自动塑造的鸽子在啄按键和食物投放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用但虚幻的心理联系。也许确实如此。然而,大多数行为研究者怀疑鸽子是否足够聪明来做出这样的心理跳跃。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行为?这可能只是一个盲目学习的问题。也许鸽子并不”认为”啄按键会确保食物投放,就像斯金纳的跳舞鸽子不”认为”它们的舞蹈会获得食物一样。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其他哺乳动物的想法,更不用说鸟类了(但参见Clayton
et al.,
2003),至少不像我们能够衡量它们的情绪那样清楚。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行为?为什么鸽子会啄按键?嗯,也许它已经被条件反射训练得过度情绪化,而产生迷信行为是在一个非常无聊的环境中度过时间的好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式一样,特别是当实验者不时用食物碎片诱惑它时,这些奖励相当一致地由一个线索预测。

当SEEKING系统被唤起时，动物会对它们的环境产生好奇心。似乎当饥饿的鸽子看到发光的按键时，它的好奇心被唤起，并通过啄击来探索按键。换句话说，SEEKING唤起使人和动物注意到并检查任何可能帮助它们理解世界的刺激。动物不需要”思考”外部刺激与食物传递之间可能存在因果联系。条件性SEEKING唤起确保它们会以有规律的方式对环境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心是适应性的，因为有时这些外部刺激确实是资源的线索。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洞察”可能有一半的机会是有效的。例如，如果公园里的一只饥饿鸽子碰巧注意到并调查地上的一些闪亮纸张，它可能会找到美味的薯片残渣。此后，任何闪亮纸张都将作为可能预测食物的线索，看到它将唤起鸽子的SEEKING系统，使其集中接近并与这种刺激互动。

自我塑造(autoshaping)和附加行为(adjunctive
behaviors)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是分别发生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塑造和附加行为通常是并行的。动物进行重复性附加行为，通常使用外部物体——条件刺激——来执行附加行为。例如，自我塑造实验中的鸽子重复啄击按键，公园里的鸽子可能以重复的方式啄击薯片包装。人类也表现出附加行为和自我塑造的组合。假设你的经理一直专横且不公正，唤起了你的RAGE(愤怒)系统。你想和他摊牌，但他推迟到下周，你的愤怒不得不暂时搁置。那天晚上晚饭后，你读报纸，希望从恼怒的专注中分散注意力，你注意到填字游戏，这是你通常会忽略的东西。然而今晚，你尝试了一下，变得异常投入，熬夜到了平常就寝时间之后。当你做填字游戏时，你感觉好些了，甚至可能享受这个活动。然而，一旦你把报纸放在一边，你可能又会想到你的老板并感到愤怒。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你的RAGE系统被唤起是因为你的老板让你难堪。据我们所知，一些SEEKING唤起最初伴随所有类型的情绪唤起，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促使你计划如何接近你老板的策略。然而，因为你的老板一直不可接近，你的困境类似于自我塑造实验中的鸽子。鸽子想通过进食来满足饥饿，而你想通过给老板一番教训来满足你的RAGE。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做你们想做的事。所以你的SEEKING系统和鸽子的SEEKING系统在没有有用活动可能性的情况下被唤起。在这些条件下，你和鸽子对外部刺激执行附加行为。鸽子啄击按键，你热切地做填字游戏。也许这有点牵强，但希望观点是清楚的。如果我们想到配偶而不是无生命的填字游戏，会更有意义且与临床更相关。人们可能很容易把愤怒发泄在错误的人身上。我们喜欢有一种控制世界的感觉，即使我们并没有控制。这可能是那么多人祈祷的原因之一吗？或者为什么他们会错误地将情绪发泄在”无辜旁观者”身上？

在本章后面，当我们讨论条件学习时，我们将再次考虑自我塑造和附加行为如何在提供学习发生所必需的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自我塑造的倾向确保人和动物注意到似乎有因果关系的外部刺激。这是条件学习的必要先决条件。附加行为的倾向使人和动物学会如何执行有效的重复性行为，这些行为通常也会在动物被条件化时出现。自我塑造和附加行为都是SEEKING唤起的表现，两者都可能是条件学习在现实世界中发生方式的基础。

这其中还有一个对科学也至关重要的方面——归纳法(induction)在产生可检验假设中的作用。归纳逻辑不过是沿着相关事件看到关系，以及这种相关性暗示因果关系的”洞察”。当然，这导致了实验，在实验中独立操纵关键相关变量，以查看是否可以证明因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将相关性视为因果关系来源的许多潜在缺陷，而自我塑造正是基于此。预测和可检验性使科学免于归纳思维可能导致的许多错误线索——从表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察到潜在的祈祷改变世界物理事件的力量。这种批判性思维模式将科学从看似无休止的错误信念循环中拯救出来，这些错误信念源于不加批判地按表面价值接受表面观察，这经常是人类思维和文化的特征。


SEEKING系统与信仰

我们已经看到，SEEKING
唤起可以产生持续的仪式化行为，如鸽子在可预测奖励之间的舞蹈或自塑的啄键行为。SEEKING
系统不思考个人事务，但新皮层会，尤其是与该系统相连的内侧额叶皮层。当人们反复思考时，这个大脑区域通常会被激活(Northoff
et al.,
2010)。人类拥有巨大的新皮层，新皮层有能力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解释和理解事件。想象一个在科学知识有限的时代遭受干旱的部落民族。在他们的挫折中，人们可能会进行仪式化和附加的情绪行为。他们可能会持续走动，时而踢腿和呼喊，以类似鸽子舞蹈的方式踢起干燥的地面。最终，雨水会来临。注意到他们附加的跺脚行为与降雨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可能会相信存在因果关系，这为创造祈雨舞提供了动机，希望促成未来的降雨。此后，他们可能会定期使用舞蹈仪式——一种祈祷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认可的努力来产生降雨。

我们现代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妄想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痛苦时期有祈祷的倾向。有些人祈祷时并不真的相信这会有帮助。然而，这似乎让他们感觉好些，因为他们正在采取某种行动。因为人们通常足够聪明，知道什么时候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行动往往采取向更高力量——上帝——发出言语呼吁的形式，而上帝能够控制命运。附加行为似乎让人和动物感觉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幻觉，即他们是有效的行动者——这也是
SEEKING
唤起的一个特征。有些人明确地请求上帝的力量，例如，在看不到停车位时找到一个停车位——有时它”奏效”了！这是否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祈祷是如此受欢迎的活动，尤其是在压力时期？祈祷是否可能是一种附加行为，让人类产生一种幻觉，认为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可以想象自塑如何参与宗教象征的创造。假设一个部落的酋长在干旱期间漫无目的地在一块木头上雕刻。当雨水来临时，有人注意到这种随意的雕刻像狼的脸。这块木头可能会吸引部落长老的注意，就像点亮的圆盘吸引了鸽子的注意一样。它将是一个新颖而重要的物体，他们的
SEEKING
系统会专注于它。因为他们巨大的新皮层能够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思考并编造叙事，他们可能会认为狼拥有带来降雨的超自然力量。然后他们可能会在木头上雕刻狼脸，并将它们用作宗教象征，在困难时期向它们祈祷。当然，我们只是在这里想象这种情况。然而，如果祈祷可以被视为一种附加行为，如果自塑在宗教象征的创造中发挥作用，SEEKING
系统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宗教信仰的神经根源。在这方面，宗教信仰是许多精神病疾病的核心特征也许并非偶然。

但情感生活还有许多其他方面，这些触角深入宗教传统。我们同意 Thandeka
(2009)
的观点，认为人类宗教背后的一个驱动力是我们的情感本质，尤其是我们对养育和理解的迫切需求，通过社区抵御悲伤，并且常常渴望寻求更高的善。我们将在关于
PANIC/GRIEF 系统的章节中再次讨论这个革命性主题。

关于 SEEKING
系统的两代（甚至更多）误解

如前所述，SEEKING 系统最初由 Olds 和 Milner 于 1953
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尽管他们并没有用这个名字称呼该系统。在寻找其他东西时(即人工诱导的大脑唤起/注意力如何促进学习)，他们偶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动物会为了接受大脑特定部位的微小电击而工作。有时，Jim
Olds (1922-1976) 称这为”快乐系统”。但其他研究人员相当拘谨，至少直到 1980
年代，当自我刺激研究的宏大探索时代结束时，大多数研究人员开始专注于这个复杂系统的多巴胺成分。

从那时起,几乎每个人都称其为”大脑奖赏”甚至”强化系统”。但人们不得不怀疑,当奥尔兹在撰写他的最后一本书时(Olds,
1977),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系统远不止于创造愉悦那么简单。他开始研究食欲驱动的经典条件反射,通过将声音与向饥饿大鼠投喂食物配对,并监测整个大脑的神经元活动。他发现大脑中许多许多地方都学会了预期即将到来的食物,但最快的神经元条件反射,以及最早表明动物正在预期食物的信号,来自我们这里称之为SEEKING系统的MFB-LH走廊沿线的神经元。细胞的放电通常预测即将到来的奖赏,但奥尔兹似乎从未下定决心,他实际发现的是热切期待奖赏的大脑系统,而不仅仅是记录消费奖赏所带来的愉悦。在奥尔兹英年早逝前几年,潘克塞普在飞往欧洲的航班上与他讨论了EXPECTANCY/SEEKING假说,他很感兴趣,注意到他的电生理学工作与这一想法是一致的。

奥尔兹和米尔纳对”大脑奖赏”的发现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经科学发现之一,最终导致揭示了学习和成瘾的神经基础的研究。动物会通过MFB-LH刺激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按压杠杆到沿着迷宫中的特定路径奔跑,这些正式称为操作性条件反射和工具性条件反射。他们称这种效应为自我刺激,因为动物扮演积极角色(它们工作)以接受”快乐”的电击——人们甚至可能认为他们发现了一种精神自慰的形式。动物刺激它们大脑中那些在进化上被设计用来获取其他好处的区域。毕竟,一个自慰的人真正想要的是一段性爱关系,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独自满足了他或她的需求,这与成瘾非常相似(Zellner
et al.,
2011)。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通用的SEEKING系统对于各种成瘾都至关重要,从可卡因和吗啡等药物,到酒精和尼古丁依赖,甚至性成瘾(Wise
& Rompre, 1989; Robinson & Berridge,
1993)。该系统也是各种创造性活动背后的驱动力(Reuter et al., 2005)。

仍然存在一个大问题。大多数”继承”了这个迷人大脑系统研究的年轻研究者几乎不质疑前几代人传给他们的”奖赏”和”强化”等单一概念,就好像它们是单一现象一样。事实上,“强化”这个概念可能只是我们无知的一个概括性术语——也许是行为科学的”燃素”2——它只是训练动物的一个方便的程序。然而,作为一个大脑过程,这只不过是掩盖(和隐藏)了一座无知之山。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大脑奖赏系统”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未能考虑到当SEEKING系统被人为唤起时,动物自发表现出的实际”自然”行为模式,即特征性的探索活动。

动物会自我刺激大脑的许多区域,主要是隔膜区和LH区,通过它们流经包含上行多巴胺系统以及许多其他神经网络的MFB。我们已经知道,动物对MFB-LH和隔膜区的自我刺激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沿着MFB-LH的刺激点对动物来说往往感觉相同,因为它们很难区分这条通路上的两个远距离点(Stutz
et al.,
1974)。因为像这样的辨别工作做得很少,我们必须假设许多其他介导自我刺激的大脑部位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奖赏。无论如何,大脑包含许多奖赏系统。

现在已经有好几代科学家对MFB-LH刺激所产生的奖赏类型”推卸责任”,我们可能不必重复,“大脑奖赏系统”的全局概念相当偏离了目标,尽管那些了解得更清楚的人继续使用这个术语(Haber
& Knutson,
2010)。这个描述根本无法捕捉到这种大脑刺激在动物身上引发的自然行为模式,而且电生理学一致表明,该系统的设计是首先对新发现的奖赏感到兴奋,然后如果有更多即将到来,就会迅速预期它们。底线是,获得MFB-LH奖赏的动物的行为表现并不像是在享用美味佳肴并体验感官-情感奖赏。刺激隔膜区产生的行为更接近这种情况。

当动物自我刺激外侧下丘脑时，它们会以一种疯狂的方式进行。它们疯狂地按压杠杆，鼻子”每分钟嗅个不停”，几乎就像在试图看清杠杆背后是什么——去探索它——而且它们通常会比获得所有”奖励性”电击所需的工作量要努力得多。相比之下，动物以一种非常不同的行为”态度”自我刺激隔区——它们以有条不紊的节奏工作，通常每次电击按压一次杠杆，并且没有激动表现。从各种测量来看，隔区刺激似乎并不比外侧下丘脑刺激的愉悦感更少，而且根据人类的自我报告，隔区刺激实际上确实会引发愉悦感（Heath,
1996）。那么为什么动物会如此过度努力地工作来获得外侧下丘脑刺激呢？最合理的假设是，SEEKING系统诱发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和行为激活——这种唤起是动物在获得即将到来的奖励之前所表现出的，因为它们体验到某种欣快的热情。想想一只饥饿的狗在你端出食物碗时上蹿下跳，有时还转圈的样子。

然而，在发现自我刺激的早期，行为概念作为讨论动物行为的唯一有意义的科学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偏好在野外研究动物自然行为的动物行为学家，也将他们的分析限制在对行为的准确描述上，没有任何心理构念的暗示，情绪问题也很少被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动物行为学家尼科·廷伯根指出，由于”主观现象无法在动物身上客观观察到，因此声称或否认它们的存在都是徒劳的”（1951,
p. 5）。对于讨论大脑主观方面存在一种禁忌（Wallace,
2000）。因此，动物心智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家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直到唐纳德·格里芬（1984,
2001）开始有力地再次谈论动物意识的可能性——这种探讨在十九世纪后期相当流行，也许过于流行（例如，Lindsay,
1880），特别是达尔文的门徒乔治·罗曼斯（1882）的研究。

当奥尔兹和米尔纳发现自我刺激现象时，行为主义正处于顶峰。行为主义运动最大的成就是发现，当奖励（通常以食物或饮料的形式）在特定时间按照特定程序（即各种奖励传递程序，称为”强化程序”）传递时，可以诱导动物以特定方式工作（它们会表现出操作性/工具性行为），并呈现高度可预测的模式。例如，在一种程序下，当食物在固定次数的反应后传递时（固定比率程序，有点像劈柴），动物会尽可能快地按压杠杆，吃掉奖励，然后放松一会儿，再开始另一轮最快速度的操作性行为。当奖励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传递时——在不同次数的操作性杠杆按压后（变动比率程序）——它们的工作速度会慢一些但保持稳定的节奏。当奖励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传递，而不管操作性行为的次数（固定间隔程序）时，动物在接收到奖励后会缓慢按压杠杆，并随着奖励即将再次传递的时间临近而越来越快地按压（看起来像一条期待递增的曲线）。如果奖励在各种不可预测的时间传递，而不管动物按压杠杆的频率（变动间隔程序），动物的工作速度相对较慢但相当稳定。如果难以想象这些文字描述，请参见图3.2中动物在这些不同程序下工作时的”累积记录”（Panksepp,
1998a,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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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在固定间隔程序下（每20秒给予一次刺激），给予大鼠半秒钟的免费奖励性外侧下丘脑电刺激后，大鼠自发产生的表示积极情感的50-kHz超声波发声。在仅适度接触这种免费大脑奖励模式后，动物开始表现出预期曲线，这是动物在固定间隔”强化程序”下为获得传统奖励（如食物）而工作的特征。在嗅探行为的测量中也自发获得了非常相似的模式，这反映了由潜在SEEKING系统介导的本能探索反应（数据改编自Burgdorf
et al., 2000, Figure 1, p. 321）。

强化程序和”大脑奖励”的奇特效应

使用强化或奖励程序（比上述描述的基本程序复杂得多的程序）会在所有被测试的动物（包括人类）中产生高度特征性和可预测的行为模式。这种一致性使行为科学家相信，他们正在揭示关于人类和动物在简单学习情境中如何对奖励做出反应的规律。当然，作为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他们对情绪和动机的更深层神经本质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只考虑刺激和反应，以及与奖励、惩罚和一个称为”强化”的过程相关联，这个过程被认为将它们全部粘合在一起。奖励刺激通常是按特定程序传递的食物或水，而反应则是动物的模式化行为。然而，食物并不是唯一的奖励——雄性动物会为获得性交机会而工作，母鼠会为接触幼鼠而工作，等等。

这些行为发现并没有被那些经营和设计赌场的人所忽视。他们对老虎机进行编程,使其按照最终能最有效地让顾客交出辛苦赚来的现金的模式来提供现金奖励(即,可变比率强化计划表)!当然,从长远来看,赌场总是赢家。事实上,当使用现代脑成像技术监测时,这种贪财活动和心态非常有效地点亮了大脑的”奖励中心”(Knutson
& Cooper, 2005)。

Olds和Milner注意到一个事实:当LH刺激按照模仿上述食物递送计划表的方式施加时(例如,固定比率、可变比率),动物工作时表现出的模式几乎与它们为获得食物而工作时表现出的可预测模式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动物为LH刺激奖励而工作时,从不像饥饿的动物为食物奖励工作时那样持久。例如,在固定比率计划表下,老鼠可以轻松地为每一小块食物按压杠杆数百次,但为了大脑奖励,它们很少会超过这些水平的十分之一。如果实验者停止给予动物LH刺激以回报它按压杠杆,按压行为也会很快减弱并停止。动物通常会转而进行放松的自我护理活动,如梳理毛发。自我梳理是动物在进食或性行为后会非常积极地进行的活动——在这些时刻,SEEKING系统相对平静。因此,当实验者停止给予动物大脑奖励时,其SEEKING系统会相对快速地停止活动。然而,如果停止给饥饿的动物食物颗粒,动物会继续按压杠杆更长时间。这是因为动物处于稳态失衡状态,这会自动使SEEKING系统敏感化,促使动物继续积极地按压杠杆。Panksepp发表的研究(Panksepp
& Trowill, 1967a,
1967b)发现,非饥饿状态的动物为获得非常高激励的奖励(即,直接注入口中的巧克力牛奶)工作时,往往表现得像自我刺激的动物,这表明缺乏任何身体需求可能与自我刺激动物的异常行为有关。

当然,Olds和Milner必须在当时行为主义者使用的有限概念框架内思考自我刺激现象。这一发现足够令人兴奋,或许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发现,但没有动力去思考像SEEKING-EXPECTANCY系统这样的激进想法,最终研究者很少再关注自我刺激动物与那些为常规奖励而工作的动物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自我刺激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反映了从常规奖励中获得的快乐,也可能反映了导致动物寻找奖励的稳态失衡。因为有不同的方式来恢复稳态(进食、饮水,或通过刺激MFB-LH可以引发的许多行为),各种研究者还假设LH必须包含每种消费活动的子系统。一个子系统会激发进食,可能通过诱发短暂的饥饿感然后是进食的满足感;另一个会激发饮水;第三个会激发性满足;等等。然而,大量实验表明这些假设并不正确。

如果LH是大脑中记录消费快感的部分,那么当动物体验到消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愉悦时,它就会被激活。那里的神经元会在动物进食、饮水、交配等时放电。然而,实验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LH中的神经元通常在动物寻找食物时活跃,但当动物找到食物并开始进食时,这些神经元会立即停止活动(Hamburg,
1971)。其他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与LH有强烈连接的大脑结构(构成SEEKING系统其他部分的结构)对奖励的预期而非奖励本身做出反应(Blackburn
et al., 1992; Fibiger & Phillips, 1986; Schultz & Romo,
1990)。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即在没有人工脑刺激的情况下,在动物正在消费奖励的那些精确时刻,SEEKING系统似乎并不特别活跃。相反,SEEKING系统通常在动物获得它们所期待的奖励之前最为活跃。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当动物开始进食时,MFB-LH中的神经元倾向于停止活动。

然而,在消费阶段确实会释放一些多巴胺,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LH激活是进食、饮水和其他活动快感的神经相关物。但对这一事实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多巴胺的释放可能是因为当我们吃东西时,存在一种预期和消费的衔接模式。如果你饿了并坐下来吃汉堡,当你开始咀嚼第一口食物时,你LH中的神经元会停止放电。然而,当你吞咽时,你开始期待下一口。在这段短暂的预期期间,你SEEKING系统中的细胞再次开始放电,多巴胺被释放。即使在你吃饱之后,一想到加冰淇淋的苹果派,LH中的细胞可能会再次放电。

因此，合理地推测，即使你正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多巴胺释放和LH唤醒也会以循环模式发生。然而，作为一般规律，LH中的许多神经细胞以及构成SEEKING系统的相关结构，通常在获得满足之前比在获得满足期间更活跃地放电。这些数据支持这样一种可能性：你的SEEKING系统在你期待汉堡时分泌的多巴胺，比你实际带着满足感咀嚼它时要多。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多巴胺只是构成SEEKING系统的复杂神经网络的一部分。

“脑奖励”效应变得越来越奇怪

但还有其他令人困惑的现象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自由给予的脑刺激（无需工作）会产生各种消费性行为——进食、饮水、啃木头、交配等等？如果脑刺激产生的是从这些行为中获得的满足感或奖励，那么这是相当令人困惑的行为。但这个普遍观察到的事实引出了另一个合理的猜测：MFB-LH可能包含与每种消费性活动相对应的特定神经子回路。但当这一假设被测试时，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如果LH包含所有这些不同的子系统，那么当在同一只动物体内移动电极穿过LH（即游走刺激探针）时，不同的子系统应该被唤醒，动物会首先表现出一种消费性行为，比如饮水，然后如果探针再向下移动一点，动物会开始另一种行为，比如进食或交配。但这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Wise,
1971）。当使用这样的”游走”电极时，动物会坚持它碰巧表现出的第一种行为，然后无论你把电极放在”活跃区域”的哪里，它都会继续表现出这种行为。如果动物在进食，当电极在整个LH中移动时，它会继续进食。此外，动物有时会坚持那些非消费性的活动。有时它们啃木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收集自己的幼崽，强迫性地啃咬自己的粪便等等。而且动物会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自我刺激所有这些脑区。因此，研究人员逐渐发现，LH的”奖励回路”并没有针对许多不同消费性活动的独立神经回路。相反，该系统准备好对任何维持生存的活动做出反应。

得出这个系统服务于某种一般行为功能的最重要研究，是艾略特·瓦伦斯坦(Elliot
Valenstein)及其同事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动物在该系统受到刺激时表现出的各种食欲行为的一些非常显著的特性。这些行为非常灵活且可互换。如果一只动物优先大量进食，而不是饮水或啃咬可用的木块，然后通宵持续刺激这只动物，但现在让动物无法接触任何食物（它们最初偏好的”目标物体”），第二天早上，动物要么在饮水，要么在啃木头，就像前一天它们进食一样热切（Valenstein,
Cox等，1970）。更令人惊讶的是，当瓦伦斯坦及其同事归还食物时，动物坚持了它们新发现的行为。他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令人困惑的行为模式。例如，如果动物在脑刺激期间首先开始从吸管中喝水，而研究人员只是把水放在盘子里，那么动物开始进食或啃木头的可能性与它们去取容易获得的水源的可能性一样大。还有许多其他同样令人困惑的行为变化例子（见Panksepp,
1998a,
pp. 153-155）。研究人员思考了这些显著的发现，并得出结论：MFB-LH只是一个非常可塑的学习系统。

在同一时期，潘克塞普通过使用脑刺激来激发捕食行为，发现了类似的模式（Panksepp,
1971）。瓦伦斯坦认为这些发现支持他自己的结论，但潘克塞普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MFB-LH中统一情绪系统的证据，该系统介导通用的食欲渴望和觅食行为。该系统是一个没有固定目标的驱动力，用于SEEKING所有奖励，并且随着学习逐渐形成对所有奖励的期待。用更行为化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通用的、激励动机性的、食欲行为系统。如果这种系统反复被唤醒，那么动物最终会选择任何手边的食欲反应并坚持下去。这是一个情绪系统，而不仅仅是奖励系统。

棘手的决定性实验

多年后，Valenstein开始思考LH的唤醒是否标志着一种泛化的、非特异性的愉悦，这种愉悦使许多种类的消费变得令人愉快。Roy
Wise（1982）也提出过这个观点，他是该领域的另一位先驱，最初认为证据支持存在许多沿着MFB-LH运行的消费子系统。为了测试这个假设，Valenstein请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年轻教师研究合作者Kent
Berridge做一个关键实验。Berridge已经完成了他的博士研究，研究了一个迷人的现象：通过仔细观察大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舌头运动，可以测量大鼠对糖水愉悦味道的水平。当糖水直接注入大鼠嘴里时，随着Berridge增加糖的浓度，动物会越来越用力地舔嘴唇，舌头伸得越来越远，几乎像卡通片中的滑稽角色。简而言之，愉悦感（“甜味”——一种感官情感）越强，大鼠舔嘴唇就越激烈。

Valenstein和Berridge推断，与其增加糖水的浓度（对人类来说相当于令人愉悦的甜味），不如通过对LH施加一点额外的电刺激来简单地增加愉悦感，LH是一种普遍的愉悦基质。换句话说，这种刺激应该增强Berridge擅长监测的消费性”喜欢”反应。在这种脑刺激的小”脉冲”期间，大鼠应该过度舔嘴唇，就像少量中等甜度的糖直接注入它们嘴里一样。这个实验做得很好（Berridge
& Valenstein,
1991）。遗憾的是，对于Valenstein的理论来说，Berridge发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当施加LH刺激时，舔嘴唇的行为并没有增加，反而急剧减少。显然，LH刺激并没有增加大鼠的消费性愉悦反应。因此，这种反应一定是由于某种其他类型的奖励。

Panksepp及其同事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LH刺激会唤起SEEKING（寻求）冲动，这反映了强烈的觅食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动物找到令人愉悦的东西之前。事实上，Berridge本人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并继续培养他自己版本的SEEKING-EXPECTANCY（寻求-期待）假说。他认为该系统介导的是”想要”而不是”喜欢”（Berridge,
1996）。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很难说服同事接受这一观点。直到今天，最普遍的观点仍然是，这个自我刺激情绪系统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大脑奖励系统”，最近这个误称被大多数人脑成像研究者采用，他们的知识根源可以追溯到认知心理学。他们一直发现，这个系统的主要终端区域之一，伏隔核（见图3.2），在响应人类渴望和享受的一切事物时会像圣诞树一样亮起——从动人的音乐到一个好笑话（Knutson
& Cooper, 2005）。Panksepp曾问Brian
Knutson为什么不把它称为SEEKING系统，他表示如果使用这么激进的名称，他的工作将很难发表。换句话说，食欲学习的研究者更愿意将他们的动物视为感觉信息的被动整合者，增强”激励显著性”(incentive
salience)，而不是拥有大脑系统以欣快地参与世界以满足其需求的主动有机体。这是看待有机体如何在进化熔炉中构建的根本不同的方式。

一路上还有其他理论，但不会详细讨论（最近的总结见Panksepp &
Moskal,
2008）。但没有任何理论像SEEKING系统假说那样具有包容性、行为学性和情绪性。如果有人仍然认为这个系统只介导美食或极佳性爱所产生的良好感觉，那么他或她没有关注所有的证据。最引人注目的观察，也是该领域大多数研究者仍然没有关注的，是接受这种脑刺激的动物会疯狂地探索它们的环境，注意它们遇到的所有新刺激。事实上，通过以某种方式组织环境，受刺激的动物往往会成为囤积者，当刺激开启时拾起各种物品，当刺激关闭时又丢下它们。因此，如果在测试箱的一半放置我们认为是垃圾的物品堆（软木塞、瓶盖等），然后安排当大鼠进入那一侧时SEEKING刺激开启，动物会把所有这些东西搬到箱子的另一侧，当脑刺激关闭时把它们放下。只是另一种强迫性的、附属性的行为！

总之，LH刺激不会产生独特的内稳态身体需求的感觉——它不会产生饥饿或口渴。相反，它促进了一种有利于自塑造(autoshaping)和大量附属行为的情绪”能量”。食物和饮料成为附属冲动的目标，导致疯狂地消费或与手头任何足够有趣的东西互动。因此，LH刺激也可以导致热衷于消费食物和水的事实，并不表明产生了任何特定的身体需求感觉（即内稳态情感）。相反，它是能够响应许多需求的基质，包括探索世界和追逐环境中有趣选项的需求。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在大脑的多巴胺网络被发现之前完成的。

多巴胺/寻求系统—它仅控制行为还是也影响情感？

20世纪70年代初，当所有这些实验进行时，Urban
Ungerstedt（1971）发现了一个上行的多巴胺系统，该系统起源于腹侧被盖区(VTA)，通过内侧前脑束-外侧下丘脑(MFB-LH)传递信息，上行至伏隔核，一直延伸到额叶皮层的内侧区域（图3.1A）。换句话说，很明显多巴胺通路是庞大而复杂的MFB-LH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脑延伸到新皮层。这一环路被称为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和中脑皮层多巴胺通路，以及许多相关的神经通路，我们现在对它们的奖励性质有了相当多的了解（Ikemoto,
2007,
2010）。我们只是对它们总体上为有机体做了什么，或者如何谈论大脑的这种全局性情感功能（使动物和人类自发成为”主动”的有机体）还没有达成一致。

在20世纪70年代，Panksepp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些通路构成了一个寻求-期待(SEEKING-EXPECTANCY)系统。他的理论与之前所有将外侧下丘脑视为某种稳态或广义快乐-奖励基础的理论不同，他将其概念化为一个情绪脑系统，该系统产生期待行为和欣快-热情的情感，激励动物获取自然的恩赐并逃离危险。在这一观点中，附加行为和自动塑形是寻求过度刺激的自然结果。对MFB-LH自我刺激奖励所特有的狂热活动的这种替代性解释认识到，传统行为主义的”奖励”概念将这一系统的功能隐藏在一个模糊的通用标签之下。如果人们接受了”奖励”的概念，显然就不再需要思考该领域中的所有悖论了。

同样，Berridge得出结论，这个系统并不产生一种完成性满足感（“喜欢”），而是一种奖励性的食欲”想要”（Berridge
& Valenstein 1991; Robinson & Berridge,
1993）。他和他的同事们继续论证，这个上行多巴胺系统增加了一种叫做”激励显著性(incentive
salience)“的东西，这是一个略显模糊的概念，本质上意味着环境中的刺激吸引注意力的程度。事实上，这是许多情绪系统的一个特征—它们都帮助将感觉和认知信息输入大脑（见图2.1）。因此，这个想法类似于寻求-期待概念的一个关键方面—该观点认为哺乳动物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去伸手抓取吸引人的刺激，并逃离那些具有威胁性的刺激。然而，”想要”这个术语倾向于关注动物如何感知世界，而寻求假说则包括动物如何被设计为世界中的行动者—一个主动的代理者，而不是被动的信息处理器。

Panksepp和Berridge的假说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关键差异。Berridge将”想要”和”喜欢”这两个词加上引号，以表明它们只是隐喻。他没有承认外侧下丘脑-多巴胺（寻求-“想要”）系统的活动会产生任何真实的内在情感体验。相反，他关注的是奖励的感觉特性以及预测奖励的刺激的效力/强度（“显著性”）。因此，Berridge曾一度提出，“喜欢”本质上是一个非体验性的过程，可能会在人类大脑的更高新皮层区域影响心理体验（即，这是另一个”读出”假说）。从这个角度看，很难想象为什么动物会进行自我刺激，也许只是因为这个系统的某些方面帮助在配备良好的人类大脑的更高部分创造了感觉，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新皮层的动物会发现大脑刺激具有”奖励性”—它们的自我刺激同样很好（Huston
& Borbély, 1973）。

Berridge选择将大鼠的”喜欢”设想为人类情感体验的无意识前因；这样他似乎绕过了心理过程或体验如何在其他动物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他的解释是正确的，Berridge是最复杂的读出理论家之一（见第2章）。他相信外侧下丘脑”奖励”系统的唤醒，特别是多巴胺能部分，是从人类新皮层产生的”想要”意识体验的前身。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对未来遥远的特定对象和审美体验的预期，即三级心理过程，而不是欲望本身，这可能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Panksepp 比 Berridge
更早提出,热切渴望的原始情感体验——一种增强的纯粹欣快期待感——直接来自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都存在的这些皮层下结构。换句话说,他提出其他动物是完全具有情感的生物,能够以热情的方式体验它们的寻求冲动。动物自我刺激外侧下丘脑并不是因为它感觉愉快(就像美食令人愉悦那样),而是因为它促进了一种内在的寻求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产生对资源的搜寻,同时还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积极感受,这种感受非常类似于我们人类对世界所包含的美好事物充满积极兴奋时的感受。但该系统最初并不知道它想要什么,这使得”想要”这个概念过于认知化,而情感性不足。无论如何,实际上每个研究者都隐含地同意这个系统介导大脑中某种类型的积极感受,但目前对于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还很少有共识或讨论。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一个群体,行为神经科学家还没有准备好同意动物具有情感体验。事实上,大多数人还不愿意公开讨论动物情感感受的本质。我们认为,这不必要地贬低了其他动物,从而损害了我们自己的智识诚信。

寻求系统、条件学习和”奖励预测误差”

当今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并不太关心动物可能具有的情感感受。很少有人承认,研究其他动物的相关情感大脑机制是理解我们自己基本情感感受的唯一明确科学途径。大多数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奖励”系统——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寻求系统——如何帮助动物大脑学习。因为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他们不只是像行为主义者那样关注环境中外部刺激的奖励和强化效应。相反,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可能介导奖励和强化的大脑区域、回路和神经化学上。他们最终在寻求神经科学答案来解决那些本应困扰行为主义者的问题,如果他们对学习机制是什么感兴趣的话。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没有认识到,情感体验的机制,即无条件刺激以及情绪无条件反应所唤起的感受的神经机制,都是允许大脑学习的”强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目前,大多数行为神经科学家同意该系统的主要化学物质多巴胺是条件学习的基本基质。在神经科学革命之前,行为心理学家提出了奖励/强化模型来解释条件反射是如何发生的。在经典实验中,像食物或饮料这样的奖励会在动物执行操作性行为(如按压杠杆)之后立即提供。行为心理学家提出,食物是强化学习的奖励。他们不知道强化的过程到底是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强化的程序(即一个反应之后跟随一个外部奖励)确实非常有效。过程问题显然需要大脑研究,而自我刺激”奖励”似乎是20世纪70年代初理解这一问题最明显的入口。

然而,在发现”大脑奖励”之前,奖励/强化学习理论中一直存在一个主要问题:没有人能够从大脑活动的角度有意义地解释奖励或强化实际上是什么,除了那些激发学习的东西。行为主义者将奖励定义为动物愿意为之工作的食物或饮料。但为什么动物会为食物和饮料而工作?因为它们是”有奖励性的”!强化也以同样循环的方式定义。像食物这样的刺激强化学习。但它是如何做到的?简单地说动物会学习行为模式以获得奖励是不够的。这类论证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当”大脑奖励”被发现时,神经机制的研究终于对许多行为主义者产生了吸引力,但他们试图保留他们的旧术语。为了处理麻烦的情绪概念,他们提出情绪是通过学习产生的实体,即通过强化偶联性产生(例如,Gray,
1990),这引发了一些争论:Panksepp
提倡的另一种观点是,强化是情感感受和其他情感在大脑中促进学习的方式(Panksepp,
1990a)。

当新出现的神经行为学家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学习——从大脑回路和神经化学的角度——时,他们继续坚持他们传统的奖励和强化行为理论及其所有固有的模糊性。许多人认为他们在外侧下丘脑-多巴胺系统中找到了基本的学习基质,因为当动物被条件化时,多巴胺神经元总是以有趣的模式活跃。

行为主义流派中最现代的理论源于一系列多巴胺学习理论，即由瑞士电生理学家、现任职于英国剑bridge大学的沃尔夫拉姆·舒尔茨(Wolfram
Schultz)提出的”奖励预测误差”假说。舒尔茨以精湛的技艺探测了饥饿猴子大脑中多巴胺神经元的放电模式，这些猴子期待着信号传递的食物。例如，如果闪光信号表示将送来猴子喜爱的食物，舒尔茨可以监测猴子首次接触到光线时、接触到食物时、光线预测食物时，以及光线亮起但猴子什么也没收到时(无疑会感到沮丧)的多巴胺活动。

舒尔茨观察到，猴子大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最初对未预测到的食物传递做出反应，但随着猴子逐渐习得将提示(如闪光)与食物传递联系起来，多巴胺细胞逐渐停止对食物传递的放电，转而开始对光线放电——换句话说，对预测即将到来的食物的提示放电。然而，如果光线亮起而食物没有到来,多巴胺细胞的放电会出现轻微减少，这被认为发出了”奖励预测误差”信号，有助于完善学习。

请记住，行为主义者认为像食物和饮料这样的奖励刺激会强化学习。舒尔茨认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奖励最初表现为多巴胺神经元的快速放电。这种快速放电强化了学习。因此多巴胺放电的速率会教导猴子光线是食物的信号。当食物被省略时，多巴胺放电的减少是无奖励的(是一种惩罚)，这进一步完善了学习。如果实验者在光线闪烁时不再提供任何食物，多巴胺神经元放电会更慢，这就是猴子学会光线不再是食物一致信号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舒尔茨得出结论，我们称为SEEKING系统中的多巴胺细胞构成了一个”教学信号”。但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勤奋的猴子被束缚在它们的”课桌”上，因此无法展示出如果它们自由时肯定会表现出的许多有趣行为。这是环境如何控制行为的行为主义观点，而非动物的内在冲动。

舒尔茨假设多巴胺强化学习，因为多巴胺活动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学习过程。然而，科学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相关性不等同于因果关系”。通过将多巴胺神经元放电与特定的习得行为联系起来，人们看到的是相关物，而不一定是原因。当舒尔茨观察到多巴胺神经元放电随着动物条件反射而系统性变化时，他假设这些神经元在引领学习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样可能的是，它们只是在跟随大脑其他地方发生的学习。我们相信这是对他精细数据的更正确解释。事实上，某些其他证据表明与似乎引导舒尔茨理论化的假设不一致(我们在上面关于自动塑形、附加行为和埃利奥特·瓦伦斯坦(Elliot
Valenstein)小组的杰出工作的讨论中提到了一些)。

学习紧随情绪唤起的脚步

行为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学习如何在大脑中发生？“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最近关于FEAR系统和恐惧条件反射的研究(LeDoux,
2000)，如第5章和第6章所总结的，揭示了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谷氨酸(glutamate)递质。谷氨酸提供了一个门户，允许关于中性(条件)刺激的信息进入FEAR系统——这是它以前没有的通道。假设一只老鼠反复接触铃声，片刻后它的爪子会受到痛苦的电击。电击的疼痛无条件地唤起了FEAR系统。然而，在条件反射之前，铃声的响起没有唤起明显的情绪，既不焦虑也不担心，只有一个注意性的定向反应。条件反射之后，每当铃声响起时，老鼠明显变得害怕——大小便失禁的概率增加，自主神经指标(心率和血压)飙升。

这些实验表明，在条件反射之前，传递铃声信息的神经通路无法接入恐惧行为。条件反射之后，这条通路确实能够接入各种”恐惧”反应。通路是由一个特定的分子学习机制提供的，它是通向行为和自主神经输出的条件门户，简称为”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条件反射的老鼠在铃声响起时表现出恐惧反应。这个分子机制是条件学习的神经关键(LeDoux,
2000)。在这些方案中完全没有为FEAR感受的神经机制提供位置。这是因为我们理应对动物拥有体验(即心智)的可能性保持永久怀疑。但如果大脑情绪活动的体验方面在许多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呢？

在伏隔核中存在类似的谷氨酸介导的学习机制,多巴胺系统向该区域发送其最重要的”奖赏”信息——即SEEKING(寻求)冲动(Kelley,
1999,
2004)。总体而言,Schultz收集的大多数证据与一个简单直接的可能性相一致,即当饥饿的动物获得可预测的食物时,条件性线索能够进入SEEKING回路。“奖赏预测误差”是一种复杂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表达另一件事——即动物能够区分那些持续预测奖赏的线索和那些不能预测的线索。据我们所知,这种区分发生在大脑的高级区域,而不是在Schultz记录多巴胺神经元放电的低级区域。但这些高级区域中的许多会让多巴胺神经元知晓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见图3.1D)。

如果多巴胺活动不”强化”条件性/情绪性学习,那么为什么它们如此密切相关?简短的答案,正如刚才提到的,是它们接收关于大脑其他部分正在发生的学习的信息。这种学习正在启动SEEKING系统或在没有奖赏即将到来时抑制兴奋。这并不意味着多巴胺活动的变化直接参与了学习过程本身的介导,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需要在多巴胺轴突的终端场直接评估,特别是在伏隔核。然而,多巴胺活动也追随大脑高级部分中心理上令人满意的高阶状态的出现,如聆听动人的音乐、赌博和其他日常”成瘾”。这些是认知介导的预期状态,可能最初是由多巴胺的模式化释放构建的。

此外,当动物在食欲学习情境中首次获得食物时,多巴胺驱动的SEEKING冲动的初始唤起确保动物注意到条件刺激。SEEKING系统在食欲性条件反射期间总是被唤起,因为条件反射要求动物一开始就处于情绪唤起状态(也就是说,没有这种非条件反应,学习就不会发生)。在典型的实验条件下,情绪唤起是由非条件刺激引发的(即疼痛唤起FEAR(恐惧);奖励唤起SEEKING),而且这些非条件反应很可能能够打开大脑其他地方的学习通道。如果是这样,这将突出情绪唤起对动物模型中研究的许多类型学习的关键作用(例如,见第6章)。

这种通用的SEEKING反应不仅帮助动物自发地寻找并且凭借运气和技能找到它们需要的资源,而且还能帮助它们找到逃离危险的方法,它们最终需要学会避免危险。所有这些都需要环顾四周和探索环境。因此,如果你处于一种恼怒的愤怒状态,你的SEEKING系统也会被唤起。在不那么文明的社会中,你可能会以高度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你的经理要求你承担更多任务,尽管你的工作量很重,你很可能希望大喊大叫并让他听听”你的想法”,但无论如何你保持沉默。你希望能设计一种优雅的方式来口头分享困扰你的事情——但当然,这需要自律,而自律通常是由过去的情绪教训培养起来的。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常在动物身上研究的简单学习自动来自激活RAGE(愤怒)和SEEKING系统的大脑机制的复杂性。这些情绪机制可能与”奖赏预测误差”假设设想的底层大脑系统相当不同。我们认为每个初级情绪过程的唤起对于实际创建一个将相关刺激”吸引”到其网络中的大规模神经动力学至关重要(见第6章)。换句话说,在情绪学习中,对非条件刺激的非条件反应在建立学习过程方面与非条件刺激本身同样重要,而许多研究者选择性地偏爱非条件刺激。请记住,大脑内的原始情感性情绪体验来自非条件情绪反应系统的唤起,与相关的环境事件共同作用。尽管这种食欲性学习机制尚未得到详细阐明,但正在取得很大进展(Alcaro
et al., 2007; Kelley, 2004)。

我们怀疑食物”奖赏”的真正情绪学习机制与已经破译的厌恶性”惩罚”机制相似。例如,近年来,关于FEAR条件反射的神经科学研究(更多细节见第6章)发现,使条件刺激(即在足部电击之前响铃)进入FEAR系统的分子机制是关键的学习机制,这需要谷氨酸传递的变化,以便恐惧预测信号能够进入”恐惧输出”,如大多数人所说,或者如我们所声称的”FEAR回路”。在前一种观点中,人们对”输出”机制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在情感神经科学观点中,由于被条件化的是FEAR系统本身,人们密切关注FEAR系统本身的直接研究,以理解原始情绪学习(Panksepp,
1998a; Panksepp et al.,
2011)。换句话说,条件反射机制可能与FEAR系统本身的非条件唤起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到Schultz所研究的那类食欲性学习中，那么用情感性的情绪系统术语而非认知性的（“奖赏预测误差”）术语来概念化这种低层次的许可性”教学”过程会更明智。我们认为，SEEKING系统的视角为理解大脑低层区域（介导欣快性自我刺激奖赏）的组织方式提供了更连贯的整体图景。许多研究者仍在寻找一个独立于情感-情绪功能、值得被标记为强化的大脑过程，但在大脑的强大自动学习过程中尚未明确发现这一过程。也许看待简单经典条件反射的更好方式是设想非条件刺激和大脑的非条件反应倾向（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情感性）如何将外部信息吸引到它们的轨道中，使那些先前中性的刺激能够以越来越有模式和结构化的方式触发适应性情绪反应。

当我们真正理解原始情感体验的神经机制时，我们预期将对动物学习实际发生时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有更好的整体理解。行为主义者只用刺激和反应来表述。他们没有准备考虑看不见的神经心理过程。然而，大脑中确实存在各种初级过程的情感过程，除非我们恰当地将它们概念化，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生物体学习时真正发生了什么。根据这种更符合常识的观点，如果我们能从学习情境中的动物大脑里抹去情感，那么无论我们如何奖励或惩罚它们都无关紧要，因为它们不会学习。这听起来似乎过于基本，但当然，理解情感的真实神经本质却绝非如此简单。一个关键事实是，所有原始情绪系统都支配着那些学习发生的基底神经节脑区。

对大多数类型的动物学习的更准确理解应该需要理解大脑的情感机制。有可能行为神经科学家在试图理解非情感性的”强化”机制时，一直在追寻一个”斯纳克”——一种不存在的生物。要理解学习，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在大脑中拥有”奖赏”和”惩罚”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确定这些神经机制如何促进学习。这种策略几乎是传统处理这些问题方式的镜像。我们不应只是”使用”奖赏和惩罚来促进学习，而需要理解使物体和事件成为奖赏和惩罚的大脑机制。这直接将我们带向大脑的情感本质，我们推测这最终将包含理解学习机制的关键要素。

当然，大脑中并非只有单一的奖赏或惩罚过程；它们有许多不同类型。但总体原则可能是相同的：更原始的情感脑机制明确控制着更高级脑功能的运作，从学习到思维（[图2.3]）。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科学领域的历史，这些极具吸引力的替代可能性几乎未被讨论。

SEEKING唤醒和学习在多个方面紧密交织。SEEKING唤醒促使动物前往可能学习的新地方。SEEKING唤醒还诱导它们注意外部刺激，这通常是条件学习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个方面可能完全无意识地发生。SEEKING系统最终还会产生重复的行为模式，伴随着现在由条件学习引导和构建的热情。然而，与SEEKING唤醒和学习的这种密切关系并不表明多巴胺活动是一个情感中性的”教学信号”；它是允许学习发生的情感丰富的神经状态。因此，我们预测，学习的产生将通过情感回路神经生物学的某些尚未理解的方面，可能通过波动的谷氨酸能传递，其中沉默突触（在年轻大脑中尤其丰富）在某些脑区被重构（即变成活跃突触）（参见[第6章]）。再次强调，与其寻找强化信号，更有成效的观点可能是初级过程情感回路将相关的信息事件”拉入”它们自己的”轨道”，产生越来越结构化和有效的情绪行动系统。但这也可能导致各种附加行为、躁狂症状，以及妄想的自动塑造，这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而这个系统的持续低活性肯定会导致抑郁。

似乎像Schultz这样的神经科学家仍然将大脑设想为一个根据某种潜在强化原则学习的器官，该原则与产生多巴胺活动波动的刺激有关。然后，基于它所学到的，大脑指示生物体参与或脱离环境。这是一种被动的大脑观，将其视为首先学习、其次才产生行为的器官。SEEKING系统是一个自发的、无条件的行为生成器，它主动且探究性地将动物带到各个地方，在那里相关的学习机制允许它们发展知识结构，引导它们最重要的进化行动工具（内置的情绪系统）创造更多结构——更多更高级的心理过程——促进生存。

因此，作为另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多巴胺驱动的探寻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系统，而是一个本质上促使人类和动物主动接触和积极参与世界的系统，从而促进学习。有时这种参与有助于准确学习；有时则不然。所有人都会同意Schultz的观点，即学习是大脑的主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反映了许多其他相互作用的功能。然而，我们认为大脑是一个更具内在主动性的器官，在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它就促使生物体以好奇的方式参与世界。最终我们都会基于所学知识来参与世界，但最初的参与倾向，如婴儿所表现的，是一种非条件性的情绪情感反应，从根本上独立于个体学习。它是一种”祖先记忆”，使学习得以发生。

探寻系统反映了如此重要的祖先学习，以至于它被构建到我们的大脑组织中。换句话说，我们的初级过程祖先情感工具是编码在基因中的记忆，在我们的大脑中构建了生存的基本工具。因此，情感神经科学的观点是，所有哺乳动物生来就有以各种方式参与世界的冲动，这是探寻系统为神经科学带来的最根本贡献。如果没有这个系统，世界上任何有个人价值的事情都无法向前推进。父母和教育系统需要更有效地利用大脑的这种力量。

根据Schultz所遵循的经典行为主义观点，哺乳动物的大脑主要是一个用于学习的器官，其自发行为以及内在的情感和其他心理倾向似乎是次要的。在我们看来，哺乳动物的大脑以硬连线的方式促使我们以各种不同的(特定情绪的)方式主动与世界互动。这些祖先记忆(基本情绪)通过经验得到完善，但并非由经验创造。因此，尽管学习很重要，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年轻人和动物最初参与环境的主要原因。相反，学习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随着我们心智的成熟，它增强和完善了我们以越来越微妙的方式参与世界的自然倾向。另一方面，情感从来都不是无意识的。起初它是无知觉的(anoetic)——没有知识；但它迅速变成有知觉的(noetic)——被环境可供性的印记所充满，这构成了知识的开端。

探寻唤醒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预期性礼物，它提供了看似无限的学习机会；随着高级心理过程的发展/表观遗传学出现，它逐渐微调合理的期望、工作假设，就像在科学研究中一样。这不是一个微妙的区别。但只需要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就可以将Schultz关于多巴胺神经元波动放电模式的精细神经生理学数据视为对初级过程探寻系统的直接支持。

探寻系统与时间感

然而，探寻系统能够自发学习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种传统的条件性学习，而且似乎也不涉及思考。相反，它反映了这个系统能够衡量时间流逝的方式。这个系统可以学会自发地预测各种事件,特别是高度可预测的奖励事件。当我们讨论行为实验中常用的经典”强化程序”时，我们提到了一个对当前讨论特别有意义的程序。这些是固定间隔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动物被允许通过按压杠杆、将鼻子戳入孔中(孔中有光电管自动记录这些探查行为)或执行各种其他任务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获得奖励。在固定间隔程序中，动物在刚刚获得奖励后按压各种”操作按钮”——杠杆按压、鼻子戳等——的速度相当缓慢，但它们逐渐加速，直到在间隔的后半部分，它们以越来越高的频率按压杠杆。当这些操作行为模式在图表上绘制时，它们形成扇贝形状——一条明显向上的预期曲线。而这是自发发生的。

动物在为自我刺激奖励工作时也表现出这种扇贝式反应。但当奖励免费给予时，这种模式也会在动物的大脑和身体中自发出现。假设一只大鼠在规律的固定间隔(比如每20秒)免费获得LH刺激，因此它无需做任何事情就能获得每次奖励。在这个实验中,大鼠没有被给予杠杆或任何其他用于执行操作行为的装置。所有奖励都是免费的。动物可以选择”冷静如黄瓜”、像哲学家一样坐下来放松。然而,一种显著的预期模式出现了。固定间隔的大脑”奖励”产生了相同扇贝模式的自发嗅探行为(Clarke
& Trowill, 1971; Panksepp,
1981a)。实际上，唤醒的嗅探是大鼠探寻唤醒的主要非条件性标志之一(Ikemoto
& Panksepp, 1994; Rossi & Panksepp,
1992)。因此，似乎在高度周期性的探寻唤醒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内在学习，逐渐产生了嗅探反应的扇贝模式。

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个自发出现的指标，最近我们还发现大鼠也表现出扇形模式的50千赫超声波发声(Burgdorf等，2000)——这是幼鼠在玩耍时发出的兴奋啁啾声(见第10章)。这些声音，就像活跃的探索性嗅闻一样，被认为是多巴胺激活的SEEKING系统的非条件反应(Burgdorf等，2001)。换句话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这种固定间隔的免费奖励安排后，动物在大脑刺激后立即几乎没有嗅闻和啁啾声；但随着固定间隔的进行，嗅闻和啁啾的频率都系统性地上升，速度不断加快，直到接收到下一次大脑刺激为止(见图3.2)。然后这些指标又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换句话说，该系统自动形成一条预期曲线，而没有任何东西被明确”强化”。显然，大脑是一个被设计为自发预测未来的器官，也许是因为这个系统介导了本章末尾描述的”心理时间”。

由于被唤起的SEEKING系统既产生升高的嗅闻又产生啁啾声，而这自然地形成一种预期模式，那么似乎SEEKING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对奖励性情感的时机具有内在反应性。随着奖励传递时刻的临近，它变得越来越兴奋。SEEKING系统如何能够衡量这段时间的流逝？没有人确切知道，但众所周知，许多神经元具有自我生成的放电模式。虽然有些神经元只在受到某种外部影响刺激时才放电，但其他神经元具有一定水平的背景活动，这种活动来自某种”内部起搏器”——换句话说，一种计时机制。

SEEKING系统的含多巴胺神经元具有这种内源性起搏器，通常使它们以稳定单调的速率放电，就像钟表的滴答声，特别是当动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时。这些神经元甚至在动物睡觉时也持续放电，但背景活动通常不伴随多巴胺的释放。SEEKING系统中多巴胺神经元的规律活动似乎几乎像钟表的秒针一样，以有条不紊的方式标记相当准确的心理时间。当系统以这种方式滴答作响时，它处于静止但具有信息性的状态。然而，当系统被唤起时，多巴胺神经元开始”爆发”并在快速连续放电几次时释放多巴胺。现在动物变得警觉并开始探索它的世界。或者如果动物在睡觉，它开始做梦，或者至少表现出REM模式，这是一种以高多巴胺活动为特征的状态(Dahan等，2007；Solms，2000)。

尽管研究尚未完成，但我们可以假设，在固定间隔实验期间，这种类型的神经元爆发和多巴胺释放增加正好发生在嗅闻和啁啾开始自发增加的时候。如果这个系统有一个内部计时机制，可以帮助动物预测何时表现出热切的期待——可以说是”第一个排队获取资源”——这对于理解生物体的基本行为和心理学将具有重大意义。大概正是SEEKING系统内活动的这种内部塑造，有助于解释当动物被要求在固定间隔时间表上为食物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扇形行为模式。也许正是这一过程在我们的大脑中记录心理时间的流逝。

因此，当SEEKING系统被唤起时，多巴胺神经元的规律放电转变为更快速的爆发模式，可能也会导致动物的内部时间感加速。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快乐时光飞逝，这现在已经得到了实证证明(Droit-Volet
&
Meck，2007)。当我们愉快地从事某项活动时，特别是当我们有效地工作并朝着期望的目标努力时，时间似乎自由流动，没有磕磕碰碰的无聊感。也许这是因为在我们的SEEKING系统被唤起、我们的多巴胺神经元呈现爆发模式的这些时期，我们对主观时间的体验加速了——时间似乎过得更快，并伴随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心理轻松感。

同样，多巴胺神经元对某些厌恶性事件的反应是抑制基线放电(Schultz，2006)，但各种厌恶性事件也可以增加这种放电(Ungless，2004)，这与各种负面情绪被唤起时SEEKING冲动的激发相一致。事实上，如果动物面对情感上的负面情境，多巴胺末端区域往往表现出可塑性，使它们更能够维持负面情感，因为这个系统可以介导”渴望和恐惧”，正如Kent
Berridge及其同事所指出的(Faure等，2008，2010)。糟糕的时光会强化大脑中的负面情感回路。

当我们处于痛苦中或被忧虑困扰时——当我们度过艰难时光时——我们对时间本身的感觉往往会减慢。同样，众所周知，帕金森病患者的多巴胺神经元退化，他们对时间的感觉也发生了改变。没有促进多巴胺传递的药物，这些人会陷入清醒的”睡眠”——他们感觉自己被冻结在时间中，生活在一个看似没有事件的无聊、倦怠和心理空虚的宇宙中(Sacks，1973)。

除了这些关于多巴胺放电模式的重要观察之外,我们还不知道多巴胺神经元的放电如何计算时间感。此外,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时间感如何调节SEEKING系统的唤醒,使其在固定间隔时间表的前半段保持相对静止,然后在后半段变得越来越活跃。尽管这些想法的许多方面仍有待正式测试,但来自大鼠的数据越来越多地表明,它们的时间感与人类一样,是由多巴胺控制的(Meck
et al., 2008)。

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生物体在奖励传递的固定间隔计时期间会变得如此奇妙地具有预期性,这阐明了关于时间流逝感知与我们SEEKING系统产生的预期渴望之间关系的深刻奥秘。目前,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觉是一种基本的心理功能,它使我们能够预测环境中的变化事件。时间是否也是宇宙的基本属性则更具争议性(Barbour,
2000),但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过程,我们就无法连贯地讨论宇宙的本质或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理性的边缘:SEEKING在人类抱负和挫败中的其他方面

我们只是触及了这个迷人系统的一些特征。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例如,有人提出,REM睡眠——做梦睡眠——可能通过SEEKING系统的过度唤醒产生其一系列充满情感和兴奋的幻觉事件(Panksepp,
1998a; Solms,
2000)。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多巴胺细胞在REM睡眠期间比在安静清醒期间表现出更多的爆发,并分泌更多的多巴胺(Dahan
et al., 2007; Léna et al.,
2005)。看来我们梦境的情感景观是由与生活中食欲兴奋相同的化学物质所激发的。这表明做梦的一个功能是帮助预测和应对我们面临的情感挑战。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关于这个系统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包括它参与精神病妄想、幻觉、梦境和对未来预期的确切方式。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我们对这个系统的深入理解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思考人性的一些神秘方面——例如,被称为”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的心理特质(Daitzman & Zuckerman, 1980; Zuckerman &
Kuhlman,
2000)。为什么人们喜欢从事危险的工作和运动?攀岩者报告了这样的体验。即使在危险中,他们也全神贯注于寻找下一个支撑点,找出最佳的身体定位方式,并在危险的垂直地形上前进。似乎SEEKING系统带来的快乐使他们保持活力,并分散他们对运动危险性的注意力。

想想消防员。许多人热爱这份工作,尽管他们自愿定期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恐惧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情感,人们会期望消防员害怕去上班。当然,消防提供了对社区有价值的服务,这可能是一种自豪感的来源,这显然是一种三级过程情绪,可以抵消每天面对恐惧的痛苦。消防员与同事分享宝贵的同志情谊。这也可以建立社会纽带,从而补偿长期恐惧的痛苦。我们将永远铭记在9/11事件中为帮助他人而失去生命的数百名英雄,以及那些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火灾和其他灾难受害者的人。

一些有创意的心理治疗师可能会说,消防员正在掌控童年的恐惧,而掌控的快感是他们可能热爱工作的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可能有其价值:对情绪的认知掌控可能帮助消防员克服对受伤或死亡的恐惧。但我们也可以尝试从SEEKING系统提供欢快情感的能力来理解消防员对工作的热爱,这种欢快情感可以抵消甚至有时完全消除恐惧的持续痛苦。此外,由于SEEKING系统唤醒新皮层,促使其制定策略和解决方案,消防员的欢快情感可能很容易与他们危险工作的细节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作穿插着长时间的单调和重复性例行公事。然而,当他们的SEEKING系统被唤醒时——当他们奋力扑灭危险火焰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况——消防员将全神贯注于灭火和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人的工作。这种强大而专注的投入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冒险体验,增强了消防员作为世界上一股有效和重要力量的自我感觉。这些都是SEEKING系统提供的积极情感。但我们必须怀疑,他们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也强化了他们思想中某些负面情感回路。

人们理论上也可以想象许多其他与精神问题的联系。例如，我们想知道SEEKING唤醒是否会导致”自恋”问题。自恋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感觉。在日常用语中，自恋通常带有贬义：它意味着某人过度关注自己。然而，只要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是现实且积极的，自恋在情感上可以是健康的。病理性自恋通常发生在早期生活经历损害了一个人的价值感时。这些人试图通过以某种方式过度补偿和高估自己来让自己感觉更好。如果孩子从父母或老师那里得到了太多不切实际的表扬，他们也可能变得自恋。

SEEKING唤醒的表现之一是增强了自己作为世界中有效行动者的感觉。在社会世界中，这需要感到重要、有吸引力、成功和优越。多巴胺产生增强的自尊；这可能是理解自恋问题的一个神经化学关键，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恋问题如此难以治疗。如果自恋是由多巴胺驱动的，这是一种高度成瘾的脑化学物质，会助长重复强迫，那么自恋症状将特别令人满足且难以放弃。自恋也可能支撑一种虚假的自信和主导感，这种感觉可能像纸牌屋一样崩溃，导致一个人走上一种可能特别顽固的抑郁之路，因为它直接打击一个人的自尊核心。

同样有趣的是，一些自恋患者倾向于进行马拉松式的幻想，幻想自己是主角的辉煌壮举。这在青春期尤其明显，并且可能是正常的。这些患者经常说，当他们如此投入时，他们不知道时间去了哪里。过度唤醒的SEEKING系统可能解释了时光飞逝的感觉。如果过度自恋和时间飞逝都是SEEKING唤醒的迹象，那么这些轶事报告就有了新的意义。

如果这些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轻度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可能会促进对自恋患者的心理治疗。这些药物可能会抑制多巴胺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愉悦感，使患者更愿意为他或她的问题寻找现实生活中的解决方案。当然，有效药物的剂量需要谨慎衡量，因为多巴胺活性过低也会促进抑郁。

总结

我们可以写一整本关于SEEKING-期待系统的书。在这最长的一章中，我们试图提供一些描述这个非凡大脑系统的广泛轮廓。我们相信它的功能多年来一直被误解。许多行为科学家仍然误解它，他们用被动的”信息处理”术语来理解学习。他们专注于研究在受控实验的监狱式禁锢中的动物，而不是在真实世界中”信息寻求”的主动框架中，在那里所有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复杂无脊椎动物在过自然生活时必须主动照顾它们的身体需求。在1950年代被发现后的几十年里，奖励-SEEKING系统被视为一种完成性/稳态奖励基质。近年来，它被视为一种学习强化系统。

我们认为它两者都不是。这是一个促使我们主动——积极主动地——与世界互动的系统，以便找到我们茁壮成长所需的资源，以及避免危险和威胁。它自动促进食欲性学习，通常以错觉的方式（例如，自动塑形）。它激发我们所有的能力，从最基本的冲动到抽象思维的最高境界。因此，SEEKING系统对所有动物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包括人类。然而，这个系统的故障可能导致病理状况，从系统长期不活跃时的极度抑郁到过度活跃时的妄想性躁狂和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在特殊条件下，它甚至可能促进负面情绪。

这个系统在本质上所有其他积极感觉的食欲阶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逃离特定惩罚和从更持久的其他糟糕时期中解脱。这是成瘾药物导致强迫行为模式的原因之一。例如，在戒断成瘾药物期间可能经历的烦躁不安，这种类似抑郁的状态，可以通过再次服用缺失的药物来迅速缓解（行为主义者称这种现象为”负强化”——惩罚的缓解——而不是使用直接的情感概念”解脱”）。换句话说，药物成瘾如此难以治疗的原因之一是戒断效应如此强烈且消极，以至于人们学会了自我治疗。

当我们期待任何事情时，当我们为任何事情努力时，当我们竭力逃避任何事情时，SEEKING系统会激发我们的行为和态度。除了成为渴求行为的核心之外，它还创造了许多学习形式所必需的条件，包括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因为它促使我们探索新的物理和智力领域，并且因为它将平凡的活动转变为令人兴奋的追求，即使在情绪动荡之中也是如此。该系统还促进行为模式，最终被整合到习得性预期条件反应中。动物的新训练程序，如”响片训练”(clicker
training)，利用了动物想要做似乎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事情的自然倾向(Pryor,
2005)。特别令人着迷的是，多巴胺系统衡量心理时间的流逝，这是急切期待的必要成分。

SEEKING系统，虽然通常仍被称为”奖励系统”，但已成为新兴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领域未被承认的宠儿(Knutson
& Cooper,
2005)，通过分析SEEKING系统和岛叶(insula)的厌恶反应——这个隐藏在额叶和颞叶之间及其下方的组织岛——可以预测人们何时选择购买物品或不购买它们(Grosenick
et al.,
2008)。如果岛叶的厌恶系统被激活，这个人就不会购买；相反，当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的SEEKING冲动被激活时，这个人就会掏钱包。当我们聆听情感动人的音乐时，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的同一终端区域也会被唤醒(Blood
& Zatorre, 2001)。该系统激发我们的梦想(Solms,
2002)以及许多其他心理上的愉悦，有时也包括恐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该系统在掠夺性行为中也非常重要，比如性跟踪。当然，我们对互联网的沉迷反映了SEEKING系统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这个非凡的通用系统的许多其他特定能力，它被设计用来SEEKING任何东西和一切。


第4章

RAGE的祖先来源

任何人都可以生气，这很容易；但是对正确的人生气，生气到正确的程度，在正确的时间，为了正确的目的，以正确的方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并不容易。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20年)

人类似乎对爱有无尽的渴望。如果有人”夺走”了我们这种情感宝藏，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同样无限的悲伤和孤独能力——以及原始的愤怒(RAGE)，它可以转化为嫉妒和仇恨。在这种激情的控制下，我们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伸手去打某人——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我们认为应该为释放我们的愤怒负责的那个人。我们体验到涌入思想的愤怒(outRAGE)是一种祖先留下的宝藏，它帮助保护我们，现在仍然如此。但我们的RAGE初级加工能力不需要一个有意的仇恨对象；它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当然，我们的愤怒(一种次级加工情绪)总是有某个被认为是RAGE原因的对象。凭借我们丰富的思考大脑空间，我们在心智的更高层次孵化仇恨——充满各种复仇计划。有时我们会制定惩罚敌人的现实计划。但更多时候我们在幻想中这样做,不会产生持久的满足感，往往还会毒害我们的心灵。

主要对我们心智的三级加工层次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在列举我们愤怒的许多细微差别时没有困难，甚至到了它似乎完全溶解成一种认知态度的地步。所以它通常被这样定义。Jim
Averill(2010)的定义指出，愤怒是指一种情绪状态，既包括对某种感知到的错误的责任归因，也包括纠正这种错误或防止其再次发生的冲动；攻击是试图强迫他人违背其意愿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而不是为了他或她自己的利益([p. 4]，原文强调)。

然后Averill提到了很少有人问过的十个问题。它们非常值得一读，从”狗会生气吗？“到”当你发泄愤怒时，你在发泄什么？“简而言之，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如果我试图拿走我的狗的骨头，它可能会对我咆哮和咬；但它并不生气，因为它不懂愤怒的语言和概念。然而，我的狗正在体验某种东西；它不是一个自动机器，它的攻击性行为让人想起愤怒。如果不是愤怒，那么，我们可以叫它什么？“([p. 8])。他接着明智地使用这里建议的分析层次，并将狗的愤怒置于”次级加工”习得性激怒类别中，而我们人类显然具有”三级加工”愤怒(如上所定义)。对于另一个问题，他建议”什么都没有，我认为。然而，确实有些东西在改变……在宣泄期间，不需要失去任何东西，而且可能会获得很多东西，即对事物真实面貌的新见解，也许不是绝对的，但是潜在的。如果这是对宣泄的准确解释，它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情绪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情绪对创造性变化的可能性是开放的”([p. 20])。这本质上陈述了心理治疗的主要目标——清楚地看到你的情绪并学会使用它们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我们如何了解狗的”愤怒”的认知方面呢？其他动物是否会计划和幻想击败和杀死对手？其他动物是否像人类那样体验仇恨？我们不知道。但如果大脑发达的黑猩猩和大象的心智中不存在怨恨，那将是令人惊讶的。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它们在想什么，但有大量轶事证据表明它们有”报复”的倾向。从科学角度来说，理解它们的初级过程情感比理解它们的高级心理活动要容易得多。基于确凿的数据，我们可以确信其他动物拥有能够产生高度激怒行为和值得被称为愤怒(RAGE)的负面情感感受的脑系统。正如艾弗里尔所认识到的，用通俗术语”愤怒(anger)“来称呼它会让我们陷入无法解决的困惑。但我们可以预测，动物愤怒(RAGE)的机制确实会激发人类愤怒的感受，而现在我们处于主流科学范畴：我们的想法可以被证伪。它们也可以得到支持。例如，脑内阿片类物质会抑制愤怒(RAGE)回路，我们可以预期显而易见的结果：阿片类物质应该在减少人类愤怒感受方面非常有效，从而也应该削弱仇恨和复仇欲望的力量。

然而，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仇恨或愤怒的想法或复仇计划。仇恨和复仇是三级过程，反映了我们思考所经历的不公并设计详细报复方案的能力。也许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不具备进行这种反复思考的认知能力。尽管如此，它们确实表达愤怒(RAGE)，这从根本上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迅速让其他个体符合自己的隐含(进化)欲望。据我们所知，所有哺乳动物都会对那些竞争资源的其他个体体验愤怒(RAGE)。因为愤怒(anger)和仇恨(hatred)是愤怒(RAGE)在我们认知中展开的方式,所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很难将这些相互作用的概念区分开来。这突出了所有初级过程情感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有许多情感术语是建立在我们基本情感的神经能量之上和之外的认知阐释。本论述的总体前提是，初级过程情感唤起始终参与我们高级情感过程的各种体验，但我们都可以同意，没有人设计出好的科学方法来探究那些心理微妙之处，它们反映了我们的认知如何被我们的激情所改变。

人类的愤怒(anger)总是在困难时期增加，当有许多挫折时——在经济衰退时期，或者当某些看似必需的资源，从汽油到工作到爱的感受都稀缺时。在稀缺时期，脾气爆发的频率必然比在富足时期更高。在认知层面，令人恼火的分歧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复仇的感觉很容易爆发，特别是在那些互相欺凌但从未成为朋友的年轻人之中。所有这些人类问题在Pahlavan(2010)中都有很好的讨论。但我们伸手去打某人的冲动，无论是言语上还是身体上的脑源在哪里？动物脑研究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吗？我们的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许多与人类愤怒(anger)和仇恨(hatred)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在神经科学上仍然难以渗透，特别是当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从沮丧和和解的语调到指责和认知性和解，可以放大或减弱愤怒(anger)的激情时。但愤怒(RAGE)的原始状态可以通过困难的动物脑研究得到详细理解(Panksepp,
1998a; Siegel, 2005)。

因此，动物脑研究不会让我们理解文化化的人类价值观的更微妙方面——那些可以对抗我们动物本能的存在方式。例如，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太多关于能够平息被激起的愤怒(RAGE)的安抚姿态和宽恕的质量。宽恕的能力，就像感到悔恨的能力一样，是基于大多数动物可能不具备的复杂认知过程。然而，动物研究可以阐明在大脑内部愤怒(RAGE)爆发意味着什么。当然，这种初级过程感受可以导致人类之间许多应受谴责和伤害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以矛盾的方式证明是自我挫败的。负面情感，在人类心智的高级认知领域内，似乎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方式。

攻击性(aggression)也有许多面孔。在人类中，有自我中心、自恋的反社会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只是掠夺性的，不在乎伤害谁。更糟糕的是，有些人积极想要伤害他人并享受这样做。我们也将在本章中探讨这种掠夺性冲动，尽管我们的大部分内容将致力于讨论愤怒(anger)能力的祖先根源。我们对这些根源的了解来自对哺乳动物大脑初级过程愤怒(RAGE)系统细节的理解。为了理解人类愤怒(anger)的根源，我们必须在相关的动物模型中非常详细地研究这一强大的情感系统。

不幸的是，近年来关于这一系统的大脑研究几乎从神经科学领域消失了。为什么RAGE研究被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答案是出于政治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位首席行政官在组织一场关于暴力生物学根源的会议时，提出了一个不敏感且政治不正确的建议。他建议——也许没有深思熟虑这些问题——内城贫民区类似于丛林，因此动物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贫民区的文化问题。一种解读是，这隐含地将生活在内城的男性比作超攻击性的灵长类动物。这一暗示被视为既冒犯又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会议被取消了。这场喧嚣至今仍给攻击性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蒙上了阴影。

关于攻击性的研究也减少了，因为对动物愤怒的研究常常导致一只实验室动物攻击另一只，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地令许多人反感。因此，斗鸡和斗狗等行为在许多州和国家已被适当地禁止，在科学研究中也常常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防一只动物严重伤害另一只。

但肆无忌惮的愤怒并不局限于任何人类亚群，实际上也不局限于任何哺乳动物物种。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足以自信地断言，RAGE系统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中。我们知道这些回路位于何处，也了解一些能够唤起或抑制攻击性易怒的化学物质。但仍有许多有待了解的内容，包括这些感受究竟如何在人类心智的高级大脑空间中发挥作用。如果实验设计具有一定程度的谨慎和敏感性，神经科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哺乳动物大脑（包括我们的）中内置的RAGE潜能。我们对这些回路的神经生物学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这一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天然工具，它可能在家庭生活和整个社会中造成大混乱。也许我们还可以为控制这种激情的药物产生新想法——帮助消解已成为精神病学重大问题的愤怒感受。当人们变得令人反感地愤怒时，一个常见的建议是”吃片药”！这样的药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有一些有希望的药物开发线索正被忽视，因为这不是被接受的精神病学适应症。


心灵的愤怒狂潮

各种情况会无条件地唤起RAGE：身体活动受限或身体表面受到刺激都容易引发这种感受。在次级层面，当SEEKING系统的愿望受挫时，人和动物也会感到愤怒，比如预期奖励的突然撤回。在前一章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微不足道但常见的例子：当自动售货机未能提供承诺的零食时，期待如何迅速转变为愤怒。这种失望相对温和，愤怒很快就会消散。然而，如果你对梦想中的房子提出了报价，却发现它被出价更高的竞标者抢走了，也许是被你特别讨厌的人抢走了，你的挫败感会更强烈，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情绪低落和怨恨。虽然这通常被称为生气，但我们认为证据表明，这种激发的感受是由RAGE回路产生的，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最令人担忧的是童年虐待或忽视，这可能引发持续一生的愤怒。RAGE在战争和社会动荡时期可能会剧烈爆发。但夫妻之间为琐事无休止地争吵也太过常见，年幼的孩子可能会在自己家中目睹攻击行为和相关的不公正。

体内平衡失调，比如食物匮乏引起的饥饿，也会使RAGE冲动变得敏感。在第三章中，我们注意到过度的SEEKING唤起会导致附加行为（adjunctive
behaviors）的出现，这些是无用的仪式性活动。附加行为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挫折引发的RAGE唤起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的，当动物非常饥饿且无法轻易满足饥饿时，实验室中会出现附加行为。相反，动物被小块食物”逗弄”，使它们保持在持续的SEEKING状态。换句话说，当人和动物过度饥饿、口渴或性挫折，并且无法轻易获得满足时，愤怒很可能会产生。尽管SEEKING系统仍处于唤起状态，尽管SEEKING唤起能产生积极的热情情感，但RAGE系统也可能因挫折而同时被唤起，两种激情可以协同作用。虽然RAGE本身不是认知性的（即它不是由信息处理创建的心理状态），但它注定会通过学习与认知影响交织在一起。

例如,像失去爱这样微妙的情况在神经科学上不容易研究,但当我们的社会欲望受挫时,愤怒情绪很容易产生。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可能是最常见的例子之一。如果年长的孩子担心新生儿会抢走父母的爱,他们可能会开始憎恨新的兄弟姐妹。有时年长的孩子会问什么时候把婴儿送回医院,或者建议把婴儿冲进马桶可能是个好主意!这些烦躁的认知反应,为愤怒和仇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不仅限于幼儿。在大多数与性伴侣生活在一起的成年雄性哺乳动物中,最容易激起攻击性愤怒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它们的领地中引入另一只雄性。人类成年人的嫉妒在历史上引发了暴力行为,有时甚至导致谋杀。考虑到即使是最幸福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变故,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愤怒激发的时刻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特征。无论脾气多好,没有人能免于这种情感体验。这是我们祖先遗产的一部分。然而,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智慧(phronesis)最终可以使愤怒成为一种平衡的工具——让我们能够选择对谁生气、以什么强度生气以及生气多久。从长远来看,理解和和解可能是最值得追求的选择。


愤怒的神经来源

Alan
Siegel(2005)详细描述了攻击行为的神经解剖学。愤怒系统从杏仁核的内侧区域向下延伸,主要通过终纹的弯曲通路到达内侧下丘脑,然后到达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特定区域(见图4.1)。在迄今为止测试过的所有动物中,通过电刺激这些大脑区域都可以引发愤怒。当电流开启时,动物会迅速攻击,通常会咬它们面前的物体。当电流水平增加时,攻击会变得更加激烈。如果在人类身上进行这类脑刺激程序,人们往往会咬紧牙关并报告强烈的愤怒感(King,
1961; Mark等, 1972; Hitchcock & Cairns,
1973)。但受试者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变得愤怒——他们很难为自己的感受提供任何理性的原因,因为眼前没有现实的攻击对象。人们觉得这种体验令人不安,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类的愤怒有一个引发的对象或事件,并自动被新皮层的三级过程中的愤怒和仇恨所阐释,始终伴随着具体的怨恨和关于该责备谁的想法。但那些外部诱发事件和想法并不总是存在。如前所述,愤怒反应也可能因某些身体变化而加剧,例如饥饿。血压升高也往往会使愤怒系统变得敏感(Mancia
& Zanchetti,
1981)。同样,脑部病变,如侵犯相关回路的肿瘤,会刺激愤怒系统,使人类和动物都越来越可能表现出自发的、看似无目的的攻击行为(Blum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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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大脑中愤怒的层级控制。圆圈表示可以通过局部脑刺激引发愤怒的主要脑区。X表示损伤,因此对较高区域(如杏仁核)的损伤不会减少从较低区域(下丘脑和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引发的反应,而对较低区域的损伤会损害较高区域的功能。下丘脑损伤会消除来自杏仁核的反应,但不会影响PAG,而PAG的损伤会显著降低从较高脑区引发的愤怒反应(摘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布)。

愤怒回路是分层排列的,较深的结构对于实际产生攻击行为比位于大脑较高位置的结构更为关键。从PAG引发的愤怒不会因内侧下丘脑或杏仁核的损伤而减少(DeMolina
& Hunsperger,
1962)。然而,PAG或内侧下丘脑的损伤可以完全消除从杏仁核引发的愤怒。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系统中部——下丘脑的损伤会阻止来自杏仁核的愤怒,但不会阻止来自PAG的愤怒。因此,可以说PAG对这种情绪至关重要,内侧下丘脑很重要但重要性较低,而内侧杏仁核对这种本能情绪反应的产生甚至更不重要。但杏仁核对于建立引发愤怒的认知联系更为相关。大部分认知联系通过内侧杏仁核从较高的脑区传递过来,这些脑区阐释恶意的反刍思维。但对于完整的情绪反应,PAG和内侧下丘脑区域仍然至关重要。

这种层级排列突出了所有基本情绪系统的一个普遍原则。每个情绪系统中较低、更古老的部分对于它们产生的连贯情绪反应更为关键，包括原始的愤怒感受，比高级脑区更重要。这种层级控制在所有情绪网络中都很明显。不幸的是，这些控制层级并未对所有情绪系统进行充分研究，尽管对寻求系统和恐惧系统都有很好的佐证研究。例如，人们早就知道，低级脑区的损伤对自我刺激的影响比高级脑区的损伤更大(Huston
& Borbély, 1974; Valenstein, 1966)。

可以推测，基本的生理”刺激”如饥饿和激素/性欲挫折，通过大脑的其他部分进入愤怒系统,比如监测身体稳态(homeostasis)的内侧下丘脑。例如，饥饿的动物总是比营养充足的动物更容易打斗。饥饿如何与愤怒联系起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太多神经科学的关注。这很遗憾，尤其是在花费如此多资源去寻找”正在寻找功能”的大脑机制的时候。

这并不意味着高级控制在日常愤怒中不重要。它们当然重要，尤其是对于习得性愤怒反应，从认知引发的愤怒到对某人的持续仇恨。来自最高级脑区的大量认知信息可以输入愤怒系统，为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精心设计的粗略情绪编排提供微妙的改进。例如，皮层感知到的各种环境刺激，部分通过新皮层/认知输入传递到内侧杏仁核区域，该区域位于愤怒系统的最顶端。人类，以及可能一些动物，可以使用这些高级控制来掌控愤怒的感受。再次，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本章开头的题词中强调的，对愤怒获得理性的控制是智慧的一个方面。有时，心理治疗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提供了巨大帮助，在那里人们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假性愤怒？

几位早期研究者认为，对这个系统的电刺激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愤怒类型的感受，而只是产生了假性愤怒(rage的行为表现而没有相应的主观情感)。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一小部分动物即使在嘶嘶作响和咆哮时也可以被抚摸(Masserman,
1941)。然而，在该子集中受到刺激的电极位置似乎位于脑干的相当低的位置，即运动表现的实际最终共同通路发散到脊髓的地方，或者在三叉神经(也称为颅神经V)运动核的附近，该神经控制咬合的力度。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触发完整的情感性愤怒反应。这种情感上空洞的大脑位置很少在愤怒回路的高级区域中发现。

现在看来，中脑愤怒网络执行部分(导水管周围灰质内)及其上方的大多数电极放置确实会唤起一种与原始人类愤怒非常相似的中枢情感状态，除了人类通常是因为某种感知到的过错而对某人生气这一事实。除了这些认知成分外，另一个区别是电诱导的愤怒在电刺激结束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是因为没有思想来维持这些感受，或者可能是因为突然释放了一个对立过程(opponent
process)[1]，比如停止刺激时的迅速缓解，以及寻求回路中平衡活动的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特·赫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猫脑中发现愤怒系统(他因此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使用下丘脑的局部刺激，他是最早提出该行为是”假性愤怒”的人之一。然而，他在退休后发表的著作中承认(如第2章所述：例如《心灵的生物学》[1964])，他一直相信动物实际上经历了真正的愤怒。他承认分享了他自己并不相信的观点。为什么？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工作被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者边缘化，这些人无法容忍谈论情绪体验。结果，我们仍然不太了解愤怒系统如何与大脑的其他认知和情感系统相互作用。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强调，下丘脑的RAGE系统部分(集中在腹外侧和邻近的基底下丘脑)与SEEKING回路(集中在背外侧区域)以及FEAR回路(集中在更偏内侧腹部的区域)非常接近。因此，某些电极位置很可能同时刺激RAGE和其他系统之一。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来自SEEKING冲动的积极情感将抵消RAGE反应产生的消极情感。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动物有时会自我刺激那些能引发类似RAGE攻击性的位置。相比之下，同时刺激RAGE和附近的FEAR系统(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可能会产生比单独RAGE更强的防御性甚至更强的厌恶感。事实上，这种混合情况会变得非常混乱，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掠食性攻击(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话题)是由SEEKING系统的唤醒所促进的。

在使用局部脑电刺激时，记住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许多系统在空间上紧密相邻，并且经常在行为序列的控制中相互作用。很少有情况是单独刺激一个系统。也许这些关于刺激相邻网络的困难可以通过新兴的神经科学技术来解决。例如，将产生视紫红质的分子病毒植入特定的大脑区域(这可以使神经元对光敏感)可以精确定位，从而能够用特定波长的光从许多重叠的网络中选择性地只激活一个大脑神经化学网络。因此，我们现在能够通过植入大脑正确区域的光纤更有选择性地只刺激一个大脑系统(Airan
et al.,
2009)。同样，用特定神经化学物质进行局部脑刺激也可以提供对特定系统的选择性刺激，其精确度是电刺激无法达到的(Ikemoto,
2010)。这些进展应该会大幅完善我们对基本情感系统功能细节的认识。

RAGE的神经化学

神经科学家对影响RAGE的脑化学物质了解很多(Guerra et al., 2010; Siegel,
2005)。能够促进RAGE的化学物质，通常在存在其他支持性刺激的情况下，包括睾酮、P物质、去甲肾上腺素(NE)、谷氨酸、乙酰胆碱和一氧化氮合酶。这些影响中的许多可以用药物抑制。例如，因为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可以促进愤怒，普萘洛尔(一种阻断β-NE受体的药物)可以减少易怒性，但这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唤醒。其他减少RAGE的化学物质包括血清素，特别是埃托普嗪(一种血清素激动剂，有时被称为宁静剂药物，可增强血清素的作用)所强调的，但同样这种效应并非特异性的。血清素倾向于降低所有形式的情绪唤醒。RAGE抑制剂的清单还有很多。也许最突出的一种是γ-氨基丁酸(GABA)，这是大脑的通用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能降低RAGE活动，但它也会降低大脑其他广泛活动的神经放电率。换句话说，GABA也倾向于抑制每种情绪、抑制癫痫发作，并且在促进睡眠方面非常有效。因此，就像血清素一样，它对RAGE系统并不具有特异性。

我们列出这些化学物质只是为了强调，每个大脑系统都受到多种化学物质的控制。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似乎有一些化学物质，如神经肽P物质，在大脑的某些高级区域确实更特异性地激活RAGE(尽管在较低的区域它们促进完全不同的大脑功能，如恶心)。其他神经肽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大脑的吗啡模拟物)以及催产素(另一种大脑社交安慰和增强信心的化学物质)也可以非常有效地平息RAGE。但同样，它们在大脑中也发挥许多其他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某些情绪的神经化学控制在单个大脑回路水平上可能相当精确，但它们在其他大脑系统中也可能有不同的效应。这是为精神病学实践设计更精确的”精神药物”一直很困难的原因之一。

部分由于每只动物都表现出特征性的神经化学优势和劣势，情绪气质必然在个体之间以及物种之间存在广泛差异。已经开发出基于情绪的人格量表来识别人类气质(Davis
et al.,
2003)，但为动物设计这些量表会更加困难。然而，我们通常可以通过选择性育种(即通过应用”行为遗传学”技术)相当容易地培育出动物的情绪特质差异。

我们也知道，雄性和雌性在几乎所有情绪系统中都有不同的敏感性。大量的动物研究表明，总体而言，雌性在生物学上比雄性更不容易愤怒。循环性激素的差异，即使在人类中，也至少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睾酮明显使雄性比雌性更自信和更具攻击性。事实上，当人类女性被注入睾酮时，她们很快就会变得更具攻击性且对他人的容忍度降低(Hermans
et al.,
2008)。因为睾酮也促进雄性的支配倾向，它似乎积极影响几种不同形式的攻击性。

当然，睾酮/攻击性的联系仅适用于身体攻击。还有其他发怒的方式和造成伤害的方式，其中最恶劣的可能是社交排斥(social
rejection)（MacDonald & Jensen-Campbell,
2011）。当人或动物被剥夺爱和接纳，当他们被拒绝并被迫进入社会等级的较低阶层，在那里他们几乎没有权利和更少的快乐，这通常会造成情感伤害。虽然社交排斥不会造成即时的身体伤害，但谁能说心理伤害从长远来看不是同样有害的呢？毕竟，压力可能是致命的，而社交排斥会引发巨大的压力。似乎一个物种的雌性，当然包括人类物种的女性，完全有能力对他人造成这些情感和社会伤害。因此，尽管身体伤害通常似乎是男性的领域，但女性往往更擅长对心理而非身体造成更微妙的伤害，其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相当（Knack
et al.,
2011）。如果有人怀疑女孩的攻击意图，他们只需深入研究任何教室中女孩之间的社交政治即可。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倾向是否反映了潜在的初级加工情绪系统的差异，还是更容易受到学习和文化影响的高级认知过程的差异。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但我们认为这更多地与心智的三级过程有关，而非初级过程，这意味着在许多过度攻击的案例中，社会和文化干预必然比生物干预更重要。


大脑中的多重愤怒控制机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愤怒(RAGE)，就像每一种基本情绪一样，受到许多心理过程和许多大脑区域的调节。我们将总结一些引人注目的，尽管有时令人困惑的发现，主要是为了强调每个情绪系统的整体调节是多么复杂，以及还有多少有待了解。

例如，对不包括在愤怒系统中的大脑部分进行某些受限的损伤可以显著提高攻击性。腹内侧下丘脑(ventromedial
hypothalamic,
VMH)损伤（使动物过度进食并变得严重肥胖，并抑制雌性性行为）也可以使动物长期易怒——简直是野蛮的——如果没有防护装备几乎无法处理。这种变化是持久的，即使随后反复温和处理也几乎不会减轻。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这些损伤会加剧愤怒，但也许这种脑损伤产生的疤痕组织正在长期刺激邻近的愤怒回路。在癫痫病灶靠近内侧杏仁核愤怒回路的人类中，可以看到类似的长期易怒现象（Mirsky
& Siegel, 1994）。此外，来自下丘脑最内侧基底部弓状核(arcuate
nucleus)附近的神经网络，它向大脑其他部分发送身体能量充足的信号，可能直接调节攻击回路，当身体的能量资源充足时抑制它们。

另一方面，动物的愤怒刺激可以通过刺激某些高级回路（如外侧隔区(lateral
septum)中的回路）来改善。这导致研究人员推测外侧隔区可以调节和抑制愤怒系统（Brayley
& Albert, 1977）。这可能解释了”隔区愤怒(septal
rage)“这一戏剧性现象，即对这一中线脑区的损伤可以显著提高攻击性长达数周。这些损伤的动物对触摸和许多其他刺激过度敏感。通过对杏仁核中的愤怒和可能的恐惧回路进行额外的损伤，这种易怒可以迅速减少（Jonason
et al.,
1973）。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量的温和处理，这些隔区损伤的动物逐渐变得非常温顺和不具攻击性，最终甚至比正常情况下更具亲社会性。简单的时间流逝以及非威胁性的生活经历可以缓和隔区损伤后的过度活跃的愤怒反应。在腹内侧下丘脑损伤的动物中没有观察到类似的恢复。隔区位于许多重要的情绪和认知系统的十字路口，这表明它对于高级认知系统和低级情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尤为重要。事实上，它是大脑中另一个主要的情绪/认知交叉点，就像我们已经在寻求系统中看到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一样，以及当我们讨论恐惧系统时将会看到的杏仁核外侧区域。因此，当隔区受损时，皮层抑制被削弱，导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更多的情绪表现。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隔区损伤的动物最终变得比以前更加平静和具有社交性。但显然它们对社交奖励变得更敏感。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新皮层的移除，尤其是额叶执行区域，会增加情绪性。最早发现的这类现象之一是”去皮层狂暴”——如果外科手术移除了额叶皮层区域，狗和猫会变得非常易怒。此外，愤怒也受连接到脑干的”小脑”——小脑的控制，小脑曾经被认为只控制我们动作的平滑协调。小脑最深层和最古老的核团，即顶核(fastigial)和中间核(interpositus)，在受到电刺激时可以产生攻击行为。有些人认为，也许就像新皮层抑制和调节情绪以产生更有分寸的行为和心理反应一样，小脑皮层——小脑的外缘——可能会调节攻击性行为倾向。事实上，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例如，罗伯特·希思(Robert
Heath)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在精神外科时代(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对人类大脑的情绪做了大量研究，他认为可以通过刺激暴力患者的小脑皮层区域来抑制攻击性。据报道，这一程序确实非常有效(Heath
et al.,
1980)。但它从未被采纳为常规做法，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对人脑进行这种直接技术操作的伦理担忧。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高效的方法来控制病理性暴力，除了可能使用产生极度镇静作用的药物。尽管对攻击性进行了大量研究，精神病学尚未开发出能够充分抑制持续性愤怒/怒气的可行药物，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因此，社会仍然容易受到生活在精神和情绪易怒的腐蚀性控制下的危险个体的威胁。由于P物质(Substance
P)已被证明会加剧猫的愤怒(Gregg & Siegel, 2003; Siegel,
2005)，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P物质受体拮抗剂，如阿瑞匹坦(aprepitant)(现已获医学批准用于治疗恶心)，可能作为抗愤怒、抗易怒药物非常有效。然而，这一提议仍有待在人类中进行评估。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这类药物如何持续地减少动物的愤怒型攻击(Halasz
et al., 2008)。该系统内的受体变异也与人类的攻击性和自杀倾向有关(Giegling
et al.,
2007)。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注意大脑中的大多数神经化学受体系统都有几种变体。例如，就P物质而言，有NK1、NK2和NK3受体(NK代表神经激肽(neurokinin)，即P物质所属的神经肽家族)。只有NK1受体会促进攻击性。可以说，在这方面，任何释放到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化学物质只有在有相应的特定类型受体可用时才会产生特定效果。虽然这是一个需要记住的重要点，但我们会避免在本书中详细阐述，因为本书旨在让非专业读者也能理解。

精神病学家需要明白，仅仅通过抑制过度活跃的愤怒系统无法实现心理健康。愤怒通常通过对社会后果的理解和积极社会关系的激发来平息。如果有朝一日针对过度愤怒的药理学”疗法”问世，这类药物应该伴随心理治疗干预，增强患者享受与朋友和家人积极联系的能力。换句话说，在寻找药理学药物时，精神病学家不应该简单地试图将愤怒作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行为类型来根除。这是一条普遍规则：精神病学家应该意识到不同情绪原型之间的情感互动，并应寻找最大化幸福感的方法，其特征是促进快乐和社会和谐的丰富积极情感。显然，社会政策也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工具。

愤怒的大脑图像

我们对大脑所有内置情绪系统的认识远未完整。目前，人类研究者，即使是那些进行脑成像的研究者，还没有可视化愤怒系统和其他主要过程情绪系统工作方式的方法。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常规的实验方法来对这些古老的情绪系统进行因果研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在可视化高级认知大脑功能方面比在低级情感功能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前者的神经活动速率远大于控制我们情绪的古老大脑网络。这些局限性意味着，即使使用现代脑成像技术，我们也无法轻易可视化愤怒网络爆发时的强度。我们也无法轻易监测人脑中释放的促进愤怒的化学物质的数量。

此外，在人类脑成像技术的限制内很难激发强烈的愤怒。fMRI扫描追踪大脑中的血流，假设更多的血液会流向神经活动增加的区域。然而，在fMRI扫描中，受试者需要保持头部不动。因此，如果激发了强烈的情感，如果技术要正常工作，人类受试者需要主动抑制表达这些情感的冲动(即他们需要抑制本能行为)。因此，化学PET成像的大脑功能必然更有效地理解人类的低级愤怒回路。

尽管如此,一些优秀的研究已经对愤怒进行了成像。在最早的研究之一中,愤怒的感觉确实导致了各种中线皮层下区域的激活,但特别明显的是额叶皮层区域的激活,尤其是在大脑左侧。当人们感到焦虑时,这些大脑区域也会”点亮”。神经活动的抑制(血流减少)在介导认知的各种高级脑区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大脑右侧。当人们焦虑时,大脑的额叶皮层区域受到抑制。当人们愤怒时,大脑后部的区域,包括映射体表的顶叶区域,受到抑制(Kimbrell
et al.,
1999)。其他研究人员在愤怒和悲伤的面部表情期间,观察到前扣带回和后扣带回区域有相当程度的激活,杏仁核对悲伤有一些独特的反应,而眶额叶皮层对愤怒有独特反应——眶额叶皮层位于眼眶正上方,参与多种情感感受(Berlin
et al., 2004; Blair et al.,
1999)。这些激活中有多少可以被认为是情绪的初级过程表现,而不是感觉和内稳态情感?有多少与次级和三级调节过程有关?在这类研究中不可能知道这些答案;事实上,大多数大脑成像研究人员并不关心这些重要的区别。我们不期望这些大脑变化的列表对普通读者特别有启发性,因为对大脑成像研究人员自己来说,如何解释这些扫描结果也绝非清楚。

作为成像数据模糊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愤怒感受期间在成像研究中点亮的眶额叶皮层,可能倾向于抑制愤怒而不是激发愤怒,因为该区域的损伤通常会增加人类的易怒性和冲动性(Berlin
et al.,
2004)。此外,当大脑中稍靠后的附近内侧区域(如腹侧纹状体,它是SEEKING系统的一部分)受损时,人们很难识别他人的愤怒(Calder
et al.,
2004)。为什么会这样仍不清楚,但这可能再次表明SEEKING系统参与调节了多少种情绪。当然,如果一个人渴望攻击某人,SEEKING系统的某些部分必然会被激活。如果是这样,可以想象,如果该系统受损,人们可能难以感知愤怒引起的激活。但为什么在其他试图在人脑扫描中捕捉愤怒的研究中,SEEKING系统没有被激活呢?也许是因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的局限性,其中神经元放电必须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才能被检测到。当然,在核磁共振扫描仪的限制条件下,实验环境根本不利于体验强烈的情绪。我们必须再次记住,介导情绪的大多数皮层下区域的神经元放电速度相当慢,相比之下,像丘脑和新皮层这样的高级脑区在介导感知和认知时放电速度极快。因此,微小的变化,特别是在皮层下情绪区域的变化,很难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到。需要采用能够进行更长时间曝光的不同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成像,以及更精细的实验方法,以充分成像情绪过程。

事实上,通过使用这类替代的大脑成像技术(如PET扫描),一些研究人员在非常低的脑区观察到了强烈的血流变化(表明神经激活)。在愤怒期间,Damasio等人(2000)发现在大脑内侧脑干深处的血流强烈增加,那里是PAG(导水管周围灰质)——情绪性的中心——所在的位置,以及一些邻近的脑区,如控制整体大脑唤醒的蓝斑核。这项杰出的PET研究强调,当愤怒和大多数其他初级过程情绪(恐惧、快乐和悲伤)被激发时,高级皮层区域往往会关闭。这表明强烈的情绪感受可以损害或缩小认知处理,这一现象长期以来一直被心智学者所认识。当情绪被强烈体验时,新皮层的许多区域会关闭,这一事实再次凸显了我们在大脑中最强烈地感受情绪的位置,即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古老的皮层下情绪网络。

重要的是要强调,关于哺乳动物大脑中RAGE网络位置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从动物研究中收集的,只有偶尔从人类那里获得相关数据。因此,现在就断言人类大脑在日常愤怒和怨恨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预期,如果人类大脑中没有RAGE系统,他们将很难产生充满仇恨的激怒。

RAGE与战争

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愤怒有助于激发战争动机，但这将是一种过度概括。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战术上有效的士兵通常也不会处于暴怒状态，尽管在肉搏战中这种激情肯定会出现。显然，大量的社会学、政治和历史因素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正如贪婪和统治等高级情感冲动所反映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在人类战争中可能比原始过程的愤怒回路(RAGE
circuits)更具影响力。此外，如果我们的愤怒能力导致了所有战争，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其他物种进行更多的集体战斗；然而很少有其他动物表现出这种群体攻击性。黑猩猩等近缘物种偶尔会与其他群体发生集体冲突(Goodall,
1986)，但与青少年或年长流氓团伙的类比可能比战争冲突更合适。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完全无法说清楚愤怲冲动(RAGE
impulses)相对于掠夺性冲动在各种形式的群体攻击中贡献了多少。也许某些类型的愤怒只有在动物真正投入到激烈的攻击状态时才会爆发，此时原始情感可能会迅速燃烧和转换。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很少能够阐明人类物种战争的原因。当然，人类的战争倾向最终伴随着许多仇恨情绪，包括贪婪、怨恨和得意，更不用说强奸和掠夺等行为，但据我们有限的知识，这些复杂的情感，就像我们的嫉妒、怨恨和仇恨一样，并不是哺乳动物大脑古老情感部分的本能原始过程潜能。它们可能通过发育和社会学习从高级脑区产生。其他动物不具备我们所拥有的新皮层复杂性。因此，大多数其他动物根本无法像我们这样对这些事情产生复杂的想法和感受。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无法产生更简单的原始怨恨(proto-resentments)、原始嫉妒(proto-jealousies)和原始仇恨(proto-hatreds)。尽管如此，像恐惧(FEAR)和愤怒(RAGE)这样的基本情感肯定会在每个战场上爆发，这些情感源于我们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共享的情感系统。

愤怒的高级神经调节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强调总体而言新皮层会抑制那些唤起新皮层的情感系统。我们还指出，当被唤起时，新皮层，特别是支持工作记忆(思考策略能力)的背外侧区域，可以触发和维持情感(更深入的讨论见第6章)。愤怒(RAGE)特别清楚地展示了这些原则。很容易看出新皮层如何引发和维持愤怒。在他”不加掩饰”的自传中，著名的具有神经科学背景的精神分析学家约翰·盖多(John
Gedo,
1997)描述了他如何回应导师告诉他，他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新课程未获批准，因为课程委员会认为他”作为讲师还不够成熟，无法获得这样的特权”。基于观察和推理(所有这些都是认知/新皮层功能)，盖多确信导师”亲自策划了这一结果”，因为他们曾共同教授的一门课程产生了过往的不满。这些想法引发了盖多的愤怒，他爆发了。正如他所说——“不再需要取悦他，我用足以让整个研究所都能听到的声音告诉他，他可以把他那该死的课程塞到屁股里去!我一生中很少如此愤怒”。即使是人类心智方面的专家偶尔也需要发泄他们的动物本能。但宣泄对你有好处吗?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你想要的东西，而从长远来看，你应该想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正念(mindfulness)和智慧。

显然，即使在极其聪明的人身上，相当轻微的认知触发也可以引发愤怒攻击，有时是出于相当琐碎的原因。也许盖多在这次爆发中消耗了他的愤怒；然而，人们可以想象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怨恨不已，思考报复的机会，并可能制定真正的计划来破坏那位被憎恨的导师。这样，他的新皮层(他的思想)就会让他的愤怒保持活跃，并维持他愤怒系统的唤起。然而，如果情况不同，盖多的新皮层可能会促使他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有办法让自己远离你不想拥有的感受，恢复镇定的两个主要方法是深呼吸几次和反思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新皮层总是关注关于什么可能增加奖励和生活满意度以及惩罚将如何降低幸福感的想法。盖多发泄了他的愤怒，因为他已经受到了惩罚，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然而，假设他在芝加哥研究所的一些资深同事批准了他的课程并推翻了导师的反对。盖多可能仍然怨恨他的导师，但他可能会推理任何愤怒的表达都可能疏远其他是他盟友的同事。因此，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能会保持沉默，他的新皮层可以抑制他的愤怒系统。

这些新皮质计算也影响着原始RAGE系统在其他动物真实互动中的表现方式。例如，如果电刺激猴子等更复杂、认知更成熟的生物的RAGE系统，被激怒的动物通常倾向于将愤怒发泄到更顺从的动物身上，并避免与更具统治地位的动物对抗。然而,新皮质或许能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从长远来看，愤怒的动物往往会提升社会地位。事实上，在猴群中，如果持续长时间重复刺激某只特定猴子的RAGE系统，该动物可能在现有的统治等级中地位上升(Delgado,
1969; Alexander & Perachio,
1973)。或许持续的易怒情绪可以帮助动物克服既定的统治关系。然而在自然界中，通常是雌性选择哪些炫耀实力的雄性被允许登上权力的巅峰。如果这样的雄性失去了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他很快就会被众多在一旁等待的热切追求者击败。


RAGE的情感成分

我们知道RAGE是一种不愉快的情感，不仅因为人们这样说，还因为动物和人类都会试图避免对这个系统的电刺激。当刺激无法避免时，动物会表现出逃避行为，表明它们希望终止这种情感体验。尽管如此，确实有些人似乎对RAGE有一种渴望，似乎享受愤怒的感觉。如果RAGE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际交往中的成功(胜利)，动物和人类可能有时会享受RAGE。可以很容易想象，拳击场上的拳击手可能遭受许多激起他愤怒的打击，然后他可能更加享受击倒对手的过程。换句话说，愤怒的表现可以带来许多次要好处。同样，如果人们知道自己身处电影院的安全环境中，或者在某种狂欢节装置上摇摆，身体以其他方式会引发强烈负面情感的方式被抛来抛去，他们可能会享受FEAR的体验。

如果愤怒被用作防御，它也能提供解脱。所有防御都能提供一些快乐，或者至少能减轻痛苦和困扰。例如，憎恨一个抛弃自己的恋人，比无助地忍受被拒绝的爱情之痛感觉更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RAGE感觉很糟糕，这是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需要记住的重要考量。我们经常看到患有持续愤怒的人，乍一看似乎享受愤怒的感觉。但这可能是因为愤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态度，可能被误认为是热情(实际上，在叙述愤怒事件时可能会唤起SEEKING状态)。人们可能看起来享受愤怒，只是因为他们主动寻找麻烦，以非理性和不公正的方式挑起争论，可能获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的次要好处(例如权力感)。也许他们享受愤怒胜利的时刻，但没有人或动物享受持续RAGE的体验，因为这种情感感受根本不愉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长期愤怒的人无法轻易控制自己的愤怒；有些人似乎情不自禁地寻找争斗，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某些事情或某个人让他们感到无助的愤怒。还必须记住，在某些非常不寻常的医学情况下，例如当人们患有刺激RAGE回路的脑肿瘤时，人们可能会变得长期易怒，尽管他们没有合理的外部愤怒理由。

治疗师应该知道愤怒从根本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长期愤怒的人是困扰和不快乐的。他们可能一生都在愤怒，从未体验过真正解决分歧后的内心平静。他们在愤怒的争吵中反复循环，通常以不令人满意的情感僵局告终。如果我们知道愤怒感觉很悲惨，并且我们向患者传达这一认识，这本身就能提供解脱，因为愤怒的人通常甚至不考虑他们愤怒是有原因的这种可能性。通常他们只是认为自己天生愤怒，因此是坏人。

多年前，August
Aichhorn(1925)写道，年轻的违法患者应该始终知道治疗师站在他或她这一边。经典的中立立场对这些年轻人不适用(如果它真的适用的话——但那是另一个讨论！)。神经科学可以提供建立这种治疗关系的关键，因为它告诉我们RAGE唤起感觉很糟糕。如果患者患有慢性愤怒，治疗师可以诚实地告诉他，虽然有时满足愤怒可能感觉良好，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悲惨的感觉方式，没有人选择感到愤怒。所以如果患者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愤怒，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某些事情或某个人引发了这种愤怒。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坏人而简单地选择愤怒。这是神经科学见解可以帮助建立诚实治疗同盟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提供对情感生活本质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作为共情但诚实地探索患者感受和心理状态的基础。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攻击行为并不仅仅是 RAGE
系统在起作用。特别重要的是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一种攻击形式，即所谓的掠食性攻击(predatory
aggression)，主要源于 SEEKING
系统，人们很容易混淆攻击和愤怒。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很难接受动物的”安静撕咬”掠食性攻击，就像我们人类的狩猎冲动一样，更多地来自
SEEKING 系统的心理能量，而非 RAGE 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SEEKING
系统总是在寻找令人满意的终点，无论是捕食者追逐一顿活动的美餐，还是人类渴望赢得一场激烈的争论。攻击有多种形式，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掠食性攻击不是由愤怒引起的

动物有两种主要的攻击行为类型，它们不是 RAGE
系统的纯粹表现。第一种是掠食性攻击，发生在动物捕猎食物时。食物以其他动物的形式出现，捕食者会杀死它们，我们通常认为杀戮是一种攻击行为。然而，目前的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掠食性攻击是
SEEKING
冲动的表现。当掠食性动物跟踪并杀死猎物时，它们似乎体验到的是期待的愉悦，而不是
RAGE
的尖锐刺痛。当然，如果猎物激烈反抗或碰巧逃脱，那么动物会合理地感到沮丧和烦躁，但这是因为
SEEKING 系统受到了挫折，没有获得体内平衡的满足，即一顿美餐。

现代社会很少提供人类掠食性攻击的例子，因为食物供应充足，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狩猎。在超市里觅食通常就足够了。然而，掠食性性攻击在许多现代社会中仍然猖獗。例如，某些形式的强奸在多大程度上是由
SEEKING 而非 RAGE
能量驱动的，这必然会引起争议，但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下，这无法通过科学确定。

大多数食肉动物确实会捕猎食物，神经科学家对猫和老鼠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证明了
RAGE
和掠食性攻击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几乎所有的猫都会进行安静撕咬的掠食性攻击，这是一种相对受控的，如果不是平静的，跟踪、杀戮和有条不紊地撕咬猎物的行为(Bandler,
1988; Flynn, 1976; Siegel,
2005)。跟踪和安静撕咬都可以通过电刺激外侧下丘脑区的内侧前脑束来产生，该区域位于
SEEKING 系统的核心。另一方面，猫的 RAGE
系统的唤起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行为。愤怒的猫会咆哮和发出嘶嘶声。它们的毛发竖立，并表现出自主神经唤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血流增加和体温升高)。这不是猫在跟踪和捕获猎物时的行为方式。这些关于猫的数据表明，掠食性攻击是由
SEEKING 冲动而非 RAGE 支配的。

在实验室大鼠身上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证据，大多数实验室大鼠不像野生大鼠那样表现出强烈的掠食倾向。也许这些倾向已经从实验室种群中被培育出去了。然而，相当比例的实验室大鼠明显具有掠食性(它们很容易攻击较小的动物)，而有些几乎具有掠食性(它们对小鼠等潜在猎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未能撕咬它们)。神经科学家发现，这些几乎完全掠食性的动物可以通过刺激它们的
SEEKING
系统而转变为安静撕咬的攻击模式，这再次表明掠食性攻击显然是被唤起的
SEEKING 系统的反映，而不是 RAGE。事实上，这些动物会自我刺激它们的
SEEKING
系统，直到它们对小鼠表现出完全的掠食性攻击。换句话说，动物放大了自己的
SEEKING
冲动，达到了激励它们成为掠食性杀鼠者的程度。如果没有额外的自我施加的
SEEKING 系统人工唤起，就不会观察到这种完全完成的行为模式(Panksepp,
1971)。

大鼠表现出另一种区分 SEEKING 和 RAGE 的行为差异。当它们表现出由
SEEKING
唤起产生的安静撕咬掠食性攻击时，它们会撕咬活的和死的小鼠。然而，当它们的
RAGE
系统被唤起时，大鼠只会攻击活的动物。它们会简单地从死小鼠身上走过(Panksepp,
1971)。显然，当动物愤怒时，它们需要一个活的目标来发泄愤怒。愤怒的动物也会攻击同种动物(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但它们不会将其视为猎物(即，同种动物通常不是掠食活动的适当目标)。

这可能是家长和治疗师需要牢记的一个有趣观点。当孩子生气时，有时会被鼓励将愤怒发泄在无生命物体上，如枕头或拳击袋。然而，这可能是一种无效的疗法，因为愤怒(RAGE)似乎只针对有生命的目标；让孩子对无生命物体进行报复甚至可能增加其挫败感。也许如果孩子努力想象枕头是，比如说，一个讨厌的兄弟姐妹，这可能为攻击性提供真实的表达。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可取。我们已经说过，所有情绪系统如果被过度唤起都可能被敏化(sensitize)。如果使用这样的策略人为地唤起愤怒系统，结果可能不会起到宣泄(cathartic)作用。它更可能敏化一个已经岌岌可危的过度唤起系统。这些事实对暴力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也有影响。尽管如此,在治疗环境中真诚地表达愤怒可以帮助建立相关的治疗对话，而且短时间模拟表演愤怒冲动，如模拟掐枕头，在治疗指导下可以有效地用于促进被压抑情绪冲动的情感解决。

除了行为差异外，愤怒(RAGE)在各种解剖学和药理学方面也与捕食性攻击不同。通过刺激大脑的不同区域，人们可以选择性地调节捕食性攻击或情感性攻击(Siegel,
2005)。小剂量镇定剂减少愤怒(RAGE)并增加安静咬攻击的机会。另一方面，安非他明(精神兴奋剂)可以增加愤怒(RAGE)，而对捕食性攻击几乎没有影响。如前所述，P物质促进愤怒(RAGE)，中等剂量的阿片类药物抑制愤怒(RAGE)，而低剂量的阿片类药物可以促进寻求(SEEKING)(其他几种神经肽也可以，例如神经降压素、催产素和食欲素)。还有其他非常一般的兴奋性和抑制性控制，如谷氨酸和GABA，促进和抑制这两个系统，以及所有其他原始过程情绪系统。神经化学相互作用对各种类型攻击的影响是如此复杂，以至于需要大量篇幅来描述已经发现的大量内容(Miczek,
1987; Siegel, 2005)。

最重要的是，动物渴望自我刺激(例如，按压杠杆)，以实现对诱导安静咬攻击的寻求(SEEKING)脑部位点的电刺激。这表明动物喜欢由促进捕食的寻求(SEEKING)唤起产生的情感感受。但如果刺激诱导纯粹愤怒(RAGE)的大脑位点，动物将总是表现出逃避行为。因此，愤怒(RAGE)产生不愉快的情感，而寻求(SEEKING)让人感觉良好。所以，捕食性动物享受扑杀猎物。但它们不享受由愤怒(RAGE)系统过度唤起带来的感受。当然，在所有这些中我们必须记住，拥有更多认知意向性心智的人类也可能比他们希望的更冲动地行动，例如，拿起手枪或其他武器，这太常见地导致他们后来后悔的行为。

总之，所有这些实验发现表明，愤怒(RAGE)和捕食性攻击产生不同的生理反应、行为和情感。重要的是再次强调，关于行为、神经解剖学、脑化学、精神药理学和情感体验差异的大量证据表明，捕食性攻击是寻求(SEEKING)系统的功能，而不是愤怒(RAGE)的表达(Panksepp,
1971)。然而，人类的捕食冲动往往可以以最反社会的方式表达。例如，我们已经提到，假设一些应受谴责的行为，如性跟踪，部分是由认知方向不当的寻求(SEEKING)冲动驱动的，这并不太牵强，但我们不会在此展开这些有争议的想法(但参见Panksepp
& Zellner, 2004)。

杀婴行为与寻求系统

在攻击性文献中有大量观察结果很难根据参与的情绪类型进行分类。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发现是杀婴行为的案例，这在自然界中非常普遍，在我们人类中也并非罕见。在几乎所有在野外研究过的物种中，尽管不一定在人类中，雄性往往比雌性更多地杀婴。这种行为通常具有繁殖优势：哺乳期雌性往往不排卵，杀死它们的幼崽会迅速恢复性接受能力。

当新的雄狮成为狮群中的统治雄性时，它们的首要行为之一就是”杀死”前任雄性的幼崽；这会使雌性更快地重新进入发情期，有助于确保新雄性自己的血统延续。正如我们将在欲望(LUST)章节中指出的，交配行为本身往往会使具有杀婴倾向的雄性大鼠不太可能杀死幼鼠(Mennella
& Moltz,
1988)。随着雄鼠自己幼崽出生时间的临近,这种杀戮冲动会系统性地减弱。这是一个在良好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研究得出的真正显著的事实，即使雄鼠不再与交配过的雌鼠在一起，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推测这种日益增长的和平倾向可能是由某种长期的、依赖经验的表观遗传效应介导的，也许是大脑中催产素传递的促进，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观点是，雄性的杀婴行为似乎也是寻求(SEEKING)系统的一种表达。参与杀婴的雄性这样做是为了与雌性交配，顺便提一下，这也是雄性对其他雄性进行攻击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确定这是否与人类行为有关。可能有关。在家庭中，亲生父亲虐待和杀害亲生子女的可能性远低于继父(Daly
& Wilson,
2001)。也许这是因为在缺乏稳定社会纽带的情况下，陌生男性更容易对新伴侣的前任子女感到厌烦，这种愤怒的增加导致了令人遗憾的行为。我们只是不知道。无论如何，动物的杀婴行为，就像导致支配等级的雄性间攻击一样，似乎是寻求(SEEKING)系统的表达，而不是愤怒(RAGE)系统的表达。也有可能大脑中存在一个独特的支配(DOMINANCE)系统，但同样可能的是，支配是在其他原始情绪系统如寻求(SEEKING)、愤怒(RAGE)、恐惧(FEAR)和游戏(PLAY)的支持下通过学习产生的。

社会支配的模糊案例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在大多数物种中普遍存在但理解不足的心理行为过程。除了捕食性攻击和杀婴行为外，还有另一种攻击性/自信行为不是纯粹愤怒(RAGE)的表现。这就是社会支配的冲动。这种冲动最常见的表达出现在雄性之间，特别是当它们建立领地权并为性优势而相互斗争时。一些人认为支配的冲动是特定类型大脑攻击回路的表达，而愤怒(RAGE)是我们知道存在的主要回路。尽管愤怒(RAGE)通常被用于服务于一般的社会支配和特别是雄性间的攻击，但不应假设支配冲动是愤怒(RAGE)系统的直接表达。尽管在争夺”财产”权的雄性间攻击”竞赛”中——无论是对可消费资源的实际获取、领地还是与雌性的性接触——愤怒(RAGE)肯定会被激起，但有证据表明雄性间攻击和支配冲动与愤怒(RAGE)截然不同。

一些调节雄性间攻击的大脑区域也是传递愤怒(RAGE)冲动的区域(例如，内侧杏仁核和中脑的导水管周围灰质)，但对其他区域的损伤(包括下丘脑前区的视前区、外侧隔、伏隔核和中缝核)可以减少雄性间的攻击性，但会增强愤怒(RAGE)。雄性间攻击和愤怒(RAGE)也可以在化学基础上区分。大多数支持雄性间攻击的大脑区域都有高水平的睾酮受体，没有睾酮的雄性表现出更低的支配冲动。我们已经注意到愤怒(RAGE)是一种不愉快的情感，但最近的证据表明，在人类中，睾酮使男性感觉比安慰剂好，但同时男性更不信任他人且更多疑(van
Honk et al.,
2010)。因此，看来愤怒(RAGE)感觉很糟糕，而睾酮驱动的雄性间攻击冲动感觉良好。因此，虽然愤怒(RAGE)和雄性间攻击可能高度互动，但睾酮在激发愤怒(RAGE)系统方面似乎不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促进它)。

其他人断言，如此多的动物存在支配倾向表明哺乳动物大脑中必须存在进化提供的支配(DOMINANCE)系统(Ellis
& Toronchuk,
2005)。但我们不接受仅凭概念分析的奢侈做法。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社会支配的冲动来自单一情绪系统的结论。社会支配可能反映了当各种基本情绪系统被激发时发生的学习。换句话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次级情绪过程，具有一些初级过程的生物倾向因素。促成因素包括寻求(SEEKING)和愤怒(RAGE)，以及恐惧(FEAR)，当然早期与粗暴游戏(PLAY)系统的经历也肯定参与其中。

例如，在粗野打闹游戏(rough-and-tumble
play)中，幼年大鼠表现出所有在成年大鼠社会支配遭遇中可能看到的行为模式（见第11章）。但当动物玩耍时，这些活动至少最初是在积极情感的背景下进行的。当人类儿童进行粗野打闹游戏时，也能看到类似的支配倾向（想想”山大王”游戏）。实际上，在锦标赛物种中，如鹿，成年雄鹿互相接近的方式就像小鹿渴望玩耍时的样子。当然，雄鹿进行格斗是为了确立雄性优势地位。但考虑到相似的行为，人们不禁会想，成年格斗是否可能是PLAY（玩耍）的成年变体——类似于人类”职业摔跤”和其他目前作为大众娱乐的武术中看到的行为类型。

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类成年行为模式的神经学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证明由局部脑刺激引发的连贯情绪模式，包括奖赏和惩罚特性，而这是我们判断基本过程情绪存在的黄金标准。

尽管如此，为了分享一些关于这种系统的提示性证据，让我们探讨一下替代论点。促进雄性间攻击性增强的一条化学路径涉及从睾酮开始的分子级联反应，睾酮诱导基因表达，激活产生加压素(vasopressin)的基因，加压素是一种促进雄性攻击性和性行为的神经肽(Pedersen,
2004; Veenema & Neumann,
2008)。加压素水平只有正常量一半的去势雄性大鼠，其攻击性和性活跃度远低于加压素水平正常的大鼠。向下丘脑视前区注射睾酮可以恢复大鼠的正常攻击性和性行为水平。这些注射也具有奖赏性，因为动物会对睾酮表现出位置偏好。

有句老话说”有的人总能得到更多”，这似乎适用于睾酮系统：胜利的经历（无论是赢得摔跤或网球比赛，还是从法学院毕业）会产生睾酮分泌增加，从而提高雄性的自信和性行为(Gleason
et al., 2009; Strüber et al.,
2008)。因此，毫无疑问，大脑具有基于神经的支配型攻击冲动；我们认为这似乎源于几个基本过程脑情绪系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那种情绪”原动力”。尽管如此，睾酮的作用，特别是在年轻青春期男性中的作用，是明确且显著的(Lumia
& McGinnis, 2010; van Honk et al.,
2010)。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激素（雌激素和孕酮，以及催产素）通常会抑制攻击性，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女性在气质上通常更平和，而男性更好斗。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女性可以表现愤怒而不进行身体攻击，例如，通过对竞争对手施加社会排斥。可以相信，女性可以使用更多社会手段而非身体手段来施展她们的社会支配地位。然而，在睾酮的作用下，女性人格往往会转向更典型的男性特征（攻击性增强、多疑和性欲增强）。实际上，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女性的性渴望和性愉悦具有很强的睾酮介导成分(Tuiten
et al., 2000)，这些”男性”激素通常是由肾上腺睾酮产生提供的。

我们必须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明确的大脑机制能够证实在女性中促进支配行为的基本过程力量，尽管睾酮显然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自然界中，这在某些物种中非常明显。考虑雌性斑鬣狗，它们的睾酮水平异常高（在第7章中进一步讨论）。雌性鬣狗比雄性更具攻击性，它们使用增大的、类似阴茎的阴蒂主要用于社会性交流，特别是支配展示。雌性中的高睾酮水平似乎是其攻击性和支配行为的原因。也许高水平的睾酮也会促进新生鬣狗的类似攻击性/支配行为，它们通常以双胞胎的形式出生。它们出生时就带有战斗情绪，两只中的一只通常在进入以友好打闹游戏为特征的温和青年期之前死亡。这种攻击行为也可能是RAGE（愤怒）系统的表现，但我们必须保留这样的可能性，即它反映了支配欲望的早期表达。显然，关于各种形式的攻击性如何在神经系统中展开，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人类RAGE（愤怒）、捕食性攻击和社会支配的相互作用

不难想象
RAGE（愤怒）、捕食性攻击和社会支配是如何在人类心理的三级过程层面交织在一起的。以职业网球运动员为例，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从一场比赛转战到另一场比赛。他们彼此非常了解。有些成为朋友，有些则不那么亲密——但迟早他们会在球场上成为对手。当朋友之间相互比赛时（甚至是姐妹之间，如塞雷娜·威廉姆斯和维纳斯·威廉姆斯），他们是在争夺一种社会支配地位。也许对手也可能扮演猎物的角色，这突显了
SEEKING（寻求）在这类对抗中的作用。当然，其他动物热衷于捕杀猎物以享用美餐，而运动员则热衷于击败对手以享受社会胜利。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SEEKING
系统无疑都被激活了。

也许在一场艰苦战斗的激烈时刻，即使对手是朋友或姐妹，人们也可能会对对手感到瞬间的
RAGE。人们经常听到运动员谈论获胜所必需的”杀手本能”。在某种程度上，杀手本能是
RAGE
的一种表达，特别是在挫折和即将胜利的时刻。然而，杀手本能可能也源于捕食性攻击、习得的社会支配欲望，以及认知介导的成为顶尖选手的愿望。因此，很容易看出这三种生物学促成的攻击形式——RAGE、捕食性攻击和社会支配——是如何在三级过程层面的高级心智中融合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难以将所有这些感受理解为独立的、基本的情感概念。只有当这些概念得到大量可靠神经科学证据的证实时，依赖初级过程情感概念才具有科学有效性。尽管目前的研究表明，RAGE、捕食性攻击和社会支配欲望在神经生物学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但其中只有第一种似乎是一个专门用于初级过程攻击形式的独立情感系统。

总结

我们从解剖学和化学的角度描述了 RAGE 系统。我们还描述了 RAGEful
行为在人和动物身上是如何表现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击败对手可能会带来即时的快感，但
RAGE
系统会产生不愉快的情感。这是每个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都应该牢记的一点。尽管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具攻击性，但这仅适用于身体攻击。而对于女性大量参与的心理社会攻击的微妙方面，我们了解得要少得多。

我们将 RAGE 与捕食性攻击和杀婴行为区分开来，后两者似乎都是 SEEKING
系统的表现形式。我们还讨论了社会支配欲望，其神经基础尚不完全清楚。然而，我们不认为社会支配欲望反映了单一初级过程系统的存在。支配行为可能是多个情感系统被激活时发生的学习结果。当然，支配行为在儿童玩耍时出现，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当狩猎采集者由大家庭组成时，年轻人之间的这类活动很容易形成持续到成年的自然支配等级。还有一个考虑因素是，雄性之间的支配似乎受到睾酮和加压素的推动，这将其与
LUST（性欲）系统联系起来。

有一点非常清楚。暴力犯罪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问题，这突显了对能够抑制
RAGE 的药物的需求（目前需要在人类身上评估 P
物质拮抗剂如阿瑞匹坦）。然而，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也应该记住情感系统的相互作用，并理解当人们（特别是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时，RAGE
会被强化。从病理性 RAGE
中恢复的关键是建立或重新建立一个人形成和维持温暖信任关系的能力。持续友好和积极的互动对愤怒的灵魂可以产生绝佳的安抚效果（想想那些患有隔膜损伤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亲社会经验变得温顺）。同样，治疗环境中的积极情感体验可能有助于减弱许多种令人烦恼的记忆的锋芒。心理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摆脱那些否则会演变为消极和令人恼怒的反刍思维的问题。威廉·布莱克（1793）在他深刻热情和人文主义的诗歌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在《毒树》中他写道：

我对朋友生气。

我说出愤怒，愤怒就消失了。

我对敌人生气：

我没说出来，愤怒就增长了。

这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似乎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反映了我们的高级心智如何与我们初级过程的
RAGE 潜能相互作用。


第五章

恐惧的祖先根源

在他短暂的洞穴生活中，他从未遇到过任何值得害怕的东西。然而恐惧就在他心中。它通过一千次生命从遥远的祖先传给他。这是他直接接受的遗产……通过之前所有世代的狼传承下来。恐惧！——那是野性的遗产，没有任何动物能逃脱……所以灰色幼崽知道恐惧，尽管他不知道恐惧是由什么构成的。

——杰克·伦敦，《白牙》（第52页）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恐惧的本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4日的著名演讲中强调的原始恐怖，当时他告诫国家：“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无名的、非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怖，它会麻痹将撤退转化为前进所需的努力。”这些预言性的话语是在美国开始从大萧条中爬出来的那一年说出的……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那一年(这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深刻的恐惧和苦难)。

如果我们已经经历过可怕的经历，我们就会学会恐惧恐惧本身。在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年轻的战士都感受到了周围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深地刻在他们大脑的突触(synapses)中，有时会使他们毫无意义地、痛苦地、永久地害怕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什么都不怕。慢性焦虑的无对象恐惧直接来自他们过度活跃的初级过程恐惧系统，而不是来自他们当前处境的实际现实。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这种”无对象”的恐惧，但这就是我们的恐惧系统可以产生的那种自由漂浮的慢性焦虑。这个系统，像所有情绪系统一样，表现得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腱和肌肉。使用得越多，它们就越强；使用得越少，它们就越弱。二十世纪大战中的许多士兵都经历过”炮弹休克”，现在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恐惧感作为灵魂中永远存在的刺激而逐渐渗透，许多可怕的图像被刻在心灵的记忆表面。所有哺乳动物都可能患上PTSD，因为我们都有非常相似的古老恐惧系统，在我们核心情感意识的认知黑暗中，这些系统可能会变得敏感和充满恐惧。

当我们受到足够严重或足够长时间的惊吓时，恐惧系统可能会变得过度敏感。从出生起，这种自由漂浮的恐惧能力就内置在我们的大脑中；最初它只能被少数非条件刺激激活，但经验可以创造出恐惧记忆，从此可以被世界上以前中性的事件触发。恐惧，像其他所有情绪系统一样，本质上是”无对象”的诞生，并且像脑心(BrainMind)的所有其他情绪系统一样，它通过学习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显然，老鼠仅仅能够感到害怕是不够的。它必须学会害怕各种特定的对象和情况。我们也是如此。进化在大脑中创造了恐惧的能力，但它没有(也不能)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可能需要恐惧和避免的事情。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必须学习。而且因为我们如此聪明，我们人类可以学会害怕比小老鼠更多的事物，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见下一章的题词，罗伯特·彭斯深情地描绘了老鼠和人类恐惧的差异)。从多种意义上说，我们人类是地球上最恐惧的生物。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超出任何其他物种想象的恐惧。由于我们的新皮质能力，我们甚至开始害怕心灵中虚无缥缈的幻影。但我们并不太清楚这种内在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然而，我们确实对恐惧学习的最简单形式如何在大脑中发生了解很多。

我们不必深入思考就能在生活中找到被恐惧感吞噬的时刻，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即使我们较高的认知思维可以轻易地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面临真正的威胁，我们也经常忍受这样的状态。我们甚至可能因为变得焦虑而焦虑。我们不知道其他动物是否能够产生这种二阶的、自我产生的预期焦虑。但它们的恐惧系统——像我们的一样——被设计用来预测未来的坏事，如果它们反复受到创伤，它们肯定会在各种令人生畏的情况下变得敏感和过度活跃。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大脑的恐惧网络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都可能反应过度，就像我们大脑的所有其他基本情绪过程一样。

想象一下，你独自一人，在夜色笼罩下的树林中迷了路（见[图5.1]）。你在远足途中不小心迷路，对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信心不足。月光透过疾驰的云层洒下，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头顶的树枝不祥地摇摆着。你的想象力开始狂奔，浮现出各种恐怖景象，从猛兽到梦中的妖魔。这些幻象就像你童年时熄灯后想象中的怪物一样可怕，即使安全地躺在床上……但往往是孤身一人（因为与母亲同睡这种所有其他灵长类动物都会做的事，在我们人类中已经过时了）。突然，一根树枝在你身后断裂掉落。如果你在自家后院听到这个声音，可能只会略感惊讶地转过身去。但因为你已经处于恐惧状态，你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惊吓。你屏住呼吸，僵在原地一动不动，脑海中充满恐惧。你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声音的来源处，快速分析可能的来源。是美洲狮要扑过来吗？是蝙蝠在头顶盘旋吗？在恐惧的谵妄中，你甚至可能想象出神话中的狼人。如果你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可能会猛然爆发出剧烈的逃跑动作，跑得比你以为自己的双腿所能承受的速度还要快。如果你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树林中一座废弃的小屋），你会躲起来，心跳加速，浑身颤抖（不仅仅是因为体力消耗；恐惧总是伴随着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你可能在途中尿了裤子，或者更糟。你会在冷汗中长时间保持警觉，警惕地评估每一个新的声音，每一个可能表示危险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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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典型恐惧序列的漫画：在黑夜的树林中迷路，任何突然的声音都会让人僵住，想象中的妖怪会产生许多可怕的可能性，导致逃跑。即使找到废弃小屋的避难所，仍处于焦虑唤醒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会在随后许多个夜晚的梦中重现（这幅漫画最初由Sandra
Paulsen为本书绘制，并由Lonnie Rosenberg精修）。

幸运的是，在黎明时分你找到了出路。以后你会更加小心，不再迷路。你可能会连续几个晚上梦到这段经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美洲狮或狼獾，你的恐惧行为可能是适应性的。如果你尖叫着像个疯子一样四处奔跑，特别是来回挥舞双手，你可能会吓跑那只动物。在这次磨难之后，纯粹的恐惧和各种相关的想法可能会在你心理的神经基质中酝酿——也许会持续多年。你甚至可能发展出轻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这样的情绪系统变得过度敏感时，即使你在认知上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你也可能经历”恐惧本身”的使人衰弱的痛苦。

恐惧在所有形式上都是痛苦的。突然被恐怖袭击是可怕的。被持续的焦虑感不断吞噬，摧毁你对世界的安全感，也同样可怕。这些感觉是由一个协调运作的原始大脑系统产生的，从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到杏仁核(amygdala)，再回到导水管周围灰质。当这个系统被突然唤醒时，会产生恐怖感；当受到较温和、更持续的唤醒时，会促进慢性焦虑。当恐惧刺激距离较远时，大脑的高级认知部分，如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也会被唤醒；你可能会躲藏并保持静止。但当可怕的捕食者在你身后紧追不舍时，恐惧回路的较低区域，特别是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会接管控制（Mobbs等，2007）。那些无条件的恐惧回路绝对会迫使你逃跑。


大脑的内在恐惧系统

许多人仍然认为恐惧能力是习得的，人和动物都是通过预期危险来学会恐惧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出生时就不会害怕任何东西。只有在某种方式受到伤害后，我们才会知道恐惧意味着什么。但动物即使从未经历过疼痛或危险，也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恐惧能力。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如下一节所述，对大脑特定部位的电刺激可以在完全安全环境中饲养的动物身上产生全方位的恐惧反应。电刺激并不携带关于环境中危险或疼痛的身体刺痛的任何信息。直接刺激只是唤醒了恐惧系统的内在情感潜能——它唤醒了恐惧本身。

这一点本应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被研究人员更好地认识到。当时他们最初发现了大脑中不仅有动物会自愿自我刺激的区域([第3章])，还有其他邻近区域，刺激这些区域会让动物像躲避心理瘟疫一样逃离——这些区域甚至会激发习得性逃避行为(Delgado
et al.,
1954)。在研究过程中，这些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原始的恐惧系统，该系统贯穿许多动物自我刺激的大脑区域附近。当这些恐惧结构被无意中刺激时，动物表现出各种恐惧行为，在低电流水平下冻结，当电流增加时则仓皇逃窜。因此，早在恐惧系统被正式概念化(Panksepp,
1982)之前，就可以推测实验室大鼠具有先天的恐惧系统。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大鼠害怕某些类型的大脑刺激，而这与对外周厌恶性事件(如常用的足部电击)的学习无关。所有在这些区域受到刺激的哺乳动物都表现出恐惧行为。显然，这个系统是由进化而非动物的生活经验所建立的。

很久以前，在早期脊椎动物大脑进化过程中，对某些威胁性外部刺激的识别被编码进我们祖先的大脑构建DNA中，产生了对某些持续造成疼痛或预示危险的刺激的先天恐惧。例如，大鼠天生害怕某些捕食者的气味，如猫、雪貂和狐狸。它们最初并不害怕这些捕食者的外观，只害怕它们气味的某些方面。如果将这些生物的毛发放入在受控实验室环境的完全安全中长大的大鼠或小鼠笼中——这些动物一生中从未遇到过任何捕食者——它们仍然会表现出恐惧反应。许多动物会简单地冻结；其他动物则表现出普遍的警惕(研究人员称之为”风险评估”，即此类情绪的认知担忧类型方面)。即使在这些可怕的气味被移除后，大鼠和小鼠也会长时间保持胆怯，这是由于它们大脑内释放的一系列恐惧神经化学物质。大鼠的社交活动会被抑制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们在玩耍、进食、梳理、性行为和其他积极行为方面的参与会减少(相关数据描述见下一章的[图6.1])。如果动物长时间受到这些压力源的影响，它们会开始表现出抑郁症状。这种天生害怕捕食者气味的能力促进了生存，因为遗传的恐惧系统激励动物在捕食者附近时冻结和躲藏，如果捕食者靠得太近就逃跑。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与捕食者的一次无所畏惧的相遇就已经太多了。

对来自捕食者的气味的恐惧帮助动物避开捕食者居住的地点，而不是捕食者就在附近的信号。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捕食性气味是通过它们的犁鼻器进入啮齿动物大脑的，该器官检测大的非挥发性分子，而不是通过监测相对远处”随风飘来”气味的主要嗅球(Panksepp
& Crepeau,
1990)。小鼠也是如此。这种令人反感的气味的分子组成最近在猫唾液中被识别出来；结果证明是属于主要尿蛋白家族的单一分子，称为Feld4(Papes,
et al.,
2010)，该分子此前已被同一组研究人员确认可以加剧小鼠雄性之间的打斗。据推测，小鼠很容易与陌生者打斗，部分原因是它们携带的气味使动物彼此警惕。

除了害怕疼痛和捕食者的气味外，大鼠天生害怕光线充足的开放空间、突然的移动和巨大的噪音。所有这些刺激都表明可能存在危险，它们作为进化记忆(即硬连接到恐惧系统的感觉输入)被传承下来，因为大鼠天生害怕它们是具有适应性的。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都存在一些引起先天恐惧的刺激。疼痛是普遍的诱因。大多数动物在听到巨大噪音时也会变得害怕。人类婴儿在没有被安全抱住时会变得焦虑，随着年龄增长，许多婴儿在黑暗中独处时往往会哭泣。这些负面感受可能与社交恐慌/悲伤系统([第9章])同样来自恐惧。事实上，如果没有大脑研究，可能很难区分这些”焦虑”系统中的哪一个更活跃。它们有可能同时活跃，但这些问题尚未被神经科学家研究。在本章中，我们将只关注恐惧系统。像所有其他初级过程情绪系统一样，它生来相对”无对象”，但哺乳动物可以迅速学会对许多预示恐惧诱发条件的刺激做出反应。

所有幼年动物最初只对少数几种内在输入产生恐惧反应，其中疼痛是最被理解的。疼痛刺激直接进入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因此那里也存在疼痛抑制机制。在PAG的适当位置给予刺激，可以缓解人类相当严重的疼痛(Mayer
et al., 1971; Richardson & Akil,
1977)，这是因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Hosobuchi et al., 1979; Herman
& Panksepp,
1981)。然而，如果刺激到PAG中的恐惧位点，动物就会表现出完整的恐惧反应。这种恐惧状态可能促进学习，这可能是动物快速发展出对捕食者相关的视觉和听觉刺激的习得性恐惧反应的方式(见下一章，专门讨论恐惧学习和记忆)。通过这种方式，恐惧系统在简单学习(二级过程)和更复杂的认知(三级过程)层面上都受到大量生活事件的控制。

人类和其他动物表现出自由浮动焦虑的事实表明，他们具有体验恐惧的内在能力。换句话说，变得焦虑的能力是大脑进化情绪工具箱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证明这一点的简单事实是，仅仅通过电刺激或化学刺激特定的大脑区域，就可以轻易引发一整套行为和生理恐惧反应。这种反应在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中都很明显。根据几乎所有测量指标，动物都不喜欢这种感觉——它们试图逃离刺激，避开发生过这种刺激的地方，等等。当然，学习可以为恐惧系统增添很多内容(见下一章)，但我们的关键点是，学习本身并不能解释恐惧能力。这种基本能力是由大脑中固有的情绪系统提供的。

只有当恐惧系统本身以某种方式被破坏，或者感觉输入进入该系统的通路以某种方式被阻断时，恐惧能力才能被消除或减弱。这可能通过损伤或疾病发生。例如，有些寄生虫(如弓形虫，一种常见于猫身上的寄生虫)可以攻击啮齿动物的恐惧系统，使老鼠对猫的恐惧减少(Vyas
et al.,
2007)。这促进了猫科动物的捕食。猫吃掉更多老鼠，因为它们的猎物不像平常那样容易躲藏和逃跑。所以受感染的啮齿动物进入猫的胃里。而猫的身体是原生动物完成其繁殖周期的完美环境。


恐惧系统的大脑轨迹

恐惧系统存在的最直接证据来自使用大脑直接电刺激的实验(最近的综述，见Panksepp
et al.,
2011)。当电刺激应用于哺乳动物大脑的特定部位，即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深层皮层下区域时，即使环境中没有令人恐惧的刺激，动物也会表现出先天的恐惧反应。不同强度的电刺激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轻度电刺激产生警惕、抑制的活动，偶尔出现冻结不动的现象，类似于老鼠笼子里放置猫毛时表现出的抑制行为——这些行为在捕食者可能还很远时很常见。如果在同一大脑位点进一步加大电流，动物会逃跑，就像猫靠得太近准备攻击时老鼠的反应一样(Panksepp,
1991)。随着这些进展，神经唤醒的级联从较轻的恐惧形式(冻结、担忧)转向更强烈的形式(逃跑、恐怖)。

在人类中，当恐惧系统被内部物理刺激唤醒时，例如边缘系统中该情绪网络所在部位的癫痫活动，已观察到恐惧感增加。癫痫是大脑中的电风暴。当这种风暴侵入恐惧系统时，人(或动物)表现出强烈的内在恐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Adamec,
2001; Pincus, 1981,
2001)。因此，癫痫发作产生的电流可以以非常类似于实验室中直接电刺激恐惧回路的方式起作用。

电刺激实验揭示，先天恐惧系统是一条双向通路，从杏仁核的中央区域延伸到下丘脑的前部和内侧部分，围绕第三脑室，然后到达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内的特定(背侧位置)区域(见图5.2)。恐惧系统包括特定的自主神经和行为输出，控制恐惧的生理症状(如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冻结或逃跑)。药理学和手术抑制沿该系统的活动可以使动物和人类变得温顺。简而言之，许多无条件的——本能的——恐惧表达直接来自这个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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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恐惧系统轨迹及刺激该情绪系统诱发的各种症状的示意图(改编自Panksepp,
1990b;
解剖学标记见原文)。大脑区域的深浅程度近似表示大脑中乙酰胆碱的水平。

许多实验表明，动物非常厌恶这种大脑唤醒。动物会试图逃避它。如果有机会，它们会迅速学会通过按压杠杆或简单地移动到从不发生刺激的位置来关闭这种刺激(Panksepp,
1991)。它们还表现出条件性位置回避(conditioned place
avoidance)：它们会避开曾经接受过刺激的地方(Roberts & Cox,
1987)。如果动物暴露在发生过这种大脑刺激的环境中，当有机会选择时，它们会避免回到那些位置。但即使它们在附近的安全区域，它们看起来仍然会紧张，经常比正常情况下更多地僵住和排便——因此，仍然表现出恐惧的行为和自主神经症状(Panksepp,
1991)。

因此，恐惧情感状态的客观关联物是这种刺激产生的视觉上明显的僵住和逃跑。再次强调，大脑刺激引发的明显行为是一个客观等价物；它是我们无法轻易观察到的心理状态的外部指标。然而，根据情感神经科学策略，类似的大脑刺激应该在人类身上引发被唤起的情绪状态的自发语言指标。事实上，这已经被一致观察到。

在这些大脑区域受到刺激的人类持续报告突然出现的恐惧和焦虑。例如，当对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刺激开启时，最初的一位受试者说：“我吓死了”(Nashold
et al.,
1969)。在另一项观察人类脑室周围灰质电刺激后心理变化的研究中(Amano et
al.,
1979)，患者报告”突然感到不确定，就像进入一个又长又黑的隧道”，一种在海边”海浪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感觉，以及”有人正在追我。我正试图逃离他。“恐惧系统的唤醒迅速在皮层触发了充满焦虑的场景，也许来自真实的过去经历，或者只是来自记忆中的故事。这种互动的速度使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感觉是在皮层中产生的——认为想象这些场景的能力对于产生感觉是必要的。但请记住，最初的恐惧感来自对更深层情绪系统的刺激，而这个系统为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无论它们的认知天赋如何。

疼痛与恐惧系统

疼痛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唤醒恐惧系统，但反之则不然。恐惧实际上可以减弱对疼痛的感知(Miczek,
1991)。当人类大脑中的恐惧系统受到电刺激时，人们报告恐惧但不报告疼痛。当这个系统在动物身上受到电刺激时，它们表现出恐惧，但很少像真正受伤时那样尖叫或吠叫。然而，强烈的恐惧常常可以抑制疼痛的体验，因为在恐惧发作期间，大脑会分泌镇痛的大脑化学物质，如大脑自身的阿片类物质(opioids)，暂时减轻疼痛感觉(Miczek,
1991)。这是一种适应性机制，允许受伤的动物忽略疼痛，增加它们可能逃离捕食者的可能性。然而，它也可能导致伴随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麻木。有一些证据表明，阻断阿片受体实际上可以减少这种麻木和心理解离，帮助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对心理治疗做出更积极的反应(Bohus
et al., 1999)。这同样适用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itman et al., 1990)。

虽然突然的疼痛是一种通常可以唤醒恐惧系统的刺激，但我们刚刚看到，该系统也可以很容易地被不会引起身体疼痛的刺激唤醒。捕食者的气味不会给老鼠造成身体疼痛。光线充足的开放空间不会造成身体疼痛。同样，如果人类婴儿在身体上没有得到良好的支撑，它最终可能会摔倒并受伤，但在经历任何身体疼痛之前，表面上的支撑缺失就会唤醒恐惧。巨大的噪音可能令人不快，但它们很少是疼痛的。然而，婴儿和大多数动物都害怕雷鸣般的或刺耳的声音，因为这些”惊吓”刺激在大多数哺乳动物物种的进化历史中经常预示着危险事件。事实上，如果动物已经焦虑，惊吓反应会被放大。人们早就知道，焦虑的气质特征可以通过使用行为遗传选择程序很容易地培育到动物身上。研究人员开始详细说明这种遗传气质产生的大脑变化(Harro,
2010; Harro et al., 2011; Kanarik et al., 2010; Singewald, 2007)。

身体疼痛经常用于恐惧条件反射实验，因为它很容易施加给实验室动物，最常见的是通过施加电击。在恐惧条件反射中，当呈现与总是唤醒动物恐惧系统的非条件刺激(如电击)配对时,动物学会害怕条件刺激(以前的中性刺激),如听觉音调或光线，这在人类身上也是如此。很快，即使没有电击伴随，动物也会学会害怕音调或光线。换句话说，预测疼痛事件的线索总是开始在几乎所有被研究过的动物身上产生恐惧反应。对条件刺激的恐惧反应的快速发展是成功恐惧条件反射的标志(见下一章)。

很少有从事此类工作的行为神经科学家愿意承认，甚至谈论他们的实验动物是否经历了任何可怕的事情。他们声称，有时显然是出于机会主义，这种内在感受无法直接观察到，因此应该被排除在科学讨论之外。然而，这似乎是短视的。事实上，如果厌恶感受是动物大脑学会在行为上产生恐惧的关键原因，这些科学家就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如此感兴趣的恐惧条件反射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科学家应该遵循”证据的权重”，但在这个领域，科学家的这一标准价值似乎被忽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了一种双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策略(Panksepp, 2005b,
2007a)，它有能力将动物的情绪感受转化为人类的具体心理预测。

除了对条件刺激产生恐惧之外，大鼠很容易对在条件反射体验期间恰好存在的各种背景(外部)刺激产生恐惧。例如，大鼠很容易学会害怕与电击配对的音调，但它们也会害怕条件反射箱的墙壁，也许还会害怕那些测试笼子中使用的木屑的独特气味。大鼠还可能对把它们放入测试箱的实验者的外观、声音和气味产生恐惧。这些都是在系统性恐惧条件反射实验中也被纳入条件反射范围的背景刺激。

恐惧实验的类型和恐惧的化学机制

研究人员热衷于了解恐惧系统的化学机制，主要是出于精神病学的原因。例如，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可以通过缓解其强烈恐惧感的药物得到帮助。四种一般类型的实验被用来研究恐惧系统的化学机制。每一种都涉及诱导恐惧的方法和测量对特定药物的恐惧行为减少的方法。假设任何减少动物恐惧反应的潜伏期(持续时间)或强度的药物也可能减少人类的恐惧情感。这项实验工作揭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1](BZs)能够平息大多数类型的恐惧。

我们不会在这里详细研究为研究动物恐惧而设计的各种实验程序。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参考之前对这些问题的详细介绍(见Panksepp,
1998a,
pp. 209-212)，本简化版本就是基于此。理解这些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工作者比对普通读者更重要。然而，一些读者可能希望了解各种药物在涉及条件性情绪反应(conditioned
emotional responses, CER)、增强惊吓反应(potentiated startle
responses)以及诸如高架迷宫(elevated
mazes)等本质上令人恐惧的环境的实验中改善恐惧的详细效果，所有这些都利用了动物的先天防御行为。例如，你可以在大鼠笼子里放置一个带电击的探针。迟早，在探索过程中，大鼠会触碰到探针，通常是用鼻子，并会受到不受欢迎的电击。通常，大鼠会在笼子里堆积木屑或其他垫料，试图覆盖探针。(这是大鼠的本能防御行为还是基于先前学习的行为尚不清楚。)如果由于药物作用，大鼠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在冒犯性探针上建立屏障，则该药物被视为减少了大鼠的恐惧。同样，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卓类药物在减少这些和许多其他防御行为方面是有效的。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在减少分离恐慌反应方面并不特别有效，这只是表明它是一个独特的负面情绪系统的众多证据之一，它引发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焦虑”(见第9章)。

我们不会对与药物相关的实验研究进行全面的检查，但我们想详细讨论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恐惧系统影响惊吓反应的方式。所有动物都对大的噪音表现出惊吓反应。然而，这种反应的强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恐惧系统已经被唤起，惊吓反射将会强烈得多。例如，如果你让一只实验上未经训练的大鼠暴露于大的噪音，该大鼠可能会对那个非条件刺激表现出适度的惊吓。然而，假设你之前已经训练大鼠将光线与足部电击联系起来。那只动物已经学会害怕光线。如果你让条件反射后的大鼠暴露于光线下，从而唤起恐惧系统的背景水平的唤醒，然后不久之后让大鼠暴露于同样的大噪音，它的惊吓反应将远远大于如果它没有被训练害怕光线的情况。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偷偷接近正在看恐怖电影的人时，通常可以引发”增强惊吓”或极端反应。因为她已经处于恐惧状态，所以这个人的惊吓反应比她看喜剧时更加剧烈。

这种”增强”的神经学细节已经被阐明。基本上，惊吓反射本身在神经系统中组织得非常低层，作为一种快速反应的反射，远低于恐惧回路。然而，恐惧回路的输出确实会下降到那个层次，如果恐惧被唤起，它会促进脑干内这种古老反射的强度。这是观察恐惧系统如何增强特定反射的绝佳方式。类似的程序已用于人类，通过对眼睛施加一小股气流引发恐惧增强的眨眼反应(Davis
& Lang, 2003)。

第二个我们将简要探讨的话题涉及与这些药物实验相关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学问题。这些问题对某些药物的疗效产生了一些混淆。认为任何能够减少明显恐惧行为的化学物质就必然减少恐惧情感，这是一个错误。假设动物笼子里的一个杠杆会传递疼痛的电击。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电击后，动物会避免触碰杠杆。如果你给动物一种诱发遗忘的药物，它将不再避免触碰杠杆，因为它会忘记杠杆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这种药物会增加受惩罚的行为，但它不会通过减少动物每次电击后的情感痛苦来做到这一点。这是动物愿意参与受惩罚行为并不反映恐惧减少的一个例子。其他药物可能只是解除动物的抑制，使它们更活跃，愿意做更多事情。这类药物也可能增加随机按压杠杆的行为。当测试一种增加动物愿意参与受惩罚行为的特定药物时，研究人员总是需要考虑该药物可能影响除焦虑减少之外的大脑过程。这些限制适用于所有其他情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将情感感受排除在科学话语之外的危险。

在血清素(serotonin)研究中，有一个领域将一般性的去抑制误认为恐惧的减弱。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一些科学家确信大脑中血清素活动的增加是焦虑的原因。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血清素受体拮抗剂(antagonists)减少了大脑中的血清素活动，导致动物参与更多受惩罚的行为，比如按压传递食物的杠杆，即使在呈现预测即将到来的足部电击的CER刺激时也是如此。因此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血清素的减少肯定减少了焦虑，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高水平的血清素会导致人类和动物感到焦虑。

然而，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大脑中血清素的减少会使动物总体上变得更加躁动和冲动。血清素在大脑的大部分区域全局性地发挥作用。血清素被减少的动物往往在广泛的情况下被解除抑制，它们在引发焦虑的情况下倾向于过度反应，这是因为它们的冲动性，而不是因为焦虑的真正减少。事实上，血清素耗竭的动物往往比正常动物更容易焦虑，并且在所有领域通常都是超情绪化的；例如，它们往往表现出比正常情况多得多的攻击性，并且经常表现出性欲亢进。因此，在面对惩罚时行为的增加可能只是反映了主动行为倾向的普遍释放或去抑制，而不是焦虑感受的减少。

尽管血清素调节焦虑的强度,但它调节其他负面情绪的程度并不比调节焦虑更大。血清素调节所有情绪的强度。大脑血清素活动的升高通常抑制情绪,包括恐惧,而较少的血清素则唤起情绪,包括恐惧。因此,当血清素缺乏的动物表现出受惩罚行为的增加时,是因为它们所有的情绪都被唤起,而且它们过度活跃。目前几乎没有经验性理由相信大脑中血清素活动的全局性升高在促进焦虑或恐惧体验方面起主要作用。目前,大多数可用数据更符合替代性结论,即神经元之间突触中血清素活动的整体增加会减少焦虑并产生放松的感觉——血清素可以抑制大脑中的每一种情绪和动机冲动。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抗抑郁药,增加突触中血清素的可用性,在放松压力过大的人群和减少他们的易怒性方面相当有效(Knutson,
Wolkowitz et al., 1998)。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确定了大量血清素受体类型(目前已知有15种),看起来其中一两种受体实际上可能会促进某种负面感受。尽管如此,不同血清素受体如何精确地参与放松的产生以及促进负面情感,目前还远未得到充分理解。例如,一种相对较新的抗焦虑药物丁螺环酮(buspirone)(其品牌名称是BuSpar),已知作用于血清素受体,这些受体可以增加或减少大脑血清素活动,这取决于受体相对于突触的位置。最初,丁螺环酮被认为通过减少突触前末梢的血清素释放来减少焦虑,但现在看来更可能是通过增加一种突触后受体的血清素活动来实现的(详见Panksepp,
2004,
p. 501)。因此,尽管很明显血清素活动的全局性促进会减少焦虑,但关于血清素在个别受体上的作用仍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总之，有许多方法可以监测动物的恐惧感——从在称为”开放场地”的大型测试区域中的胆怯行为，到”社交互动测试”、“高架十字迷宫”以及”情境性僵立”。这些环境和行为如何与恐惧系统联系起来仍不确定。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恐惧学习的研究工作量巨大（如下一章所述），而关于大脑进化提供的恐惧回路的研究工作却很少。因此，虽然神经科学家对允许条件刺激进入恐惧系统的神经化学机制（例如谷氨酸突触）了解很多，但他们对恐惧系统本身的工作方式了解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巴西的几个研究小组一直在深入研究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调节防御行为的各种神经化学机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恐惧系统（例如，Brandão等人，2003年，2008年；Del-Ben
&
Graeff，2009年）。其中一些细节难以简洁地总结，但读者应该相信，对这个系统的神经化学理解将为药物开发提供许多可能性，包括简单的操作，如减少介导某种焦虑形式的回路中的炎症级联反应，这种焦虑可能类似于社会分离痛苦的感受（见第9章），在成瘾后吗啡戒断时会引发这种感受（例如，Hao等人，2010年）。

心智大脑中的各种焦虑

并非每种形式的焦虑都来自恐惧系统。我们在多种情境中使用”焦虑”这个词，但我们现在知道”分离焦虑”在大脑中是一种与本章迄今所描述的各种情绪恐惧非常不同的过程。心理治疗师和科学精神病学专家认识到大脑中存在几个不同的负面情绪系统，并且在任何给定时间可能不止一个系统被激活，这一点很重要。这些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仍然未知。然而，成功的治疗很可能依赖于理解在每个患者中哪个系统占主导地位。例如，第9章详述的恐慌/悲伤系统，对于人们在经历”恐慌发作”时所产生的强烈社交不安全感和失落感，可能比对可怕的非社交事件产生的预期焦虑更为重要。

我们将用整整一章来讨论恐慌/悲伤系统，但为了扩展之前的评论，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很好的理由来区分恐慌/悲伤系统和恐惧系统。首先，它们由不同的大脑结构支持，因此在解剖学上是不同的。其次，恐惧和恐慌/悲伤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由不同的大脑化学物质控制，并且对药物有不同的反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苯二氮卓类药物(BZs)通常能有效平息恐惧，但在消除幼年动物与父母分离时发出的痛苦叫声方面几乎没有效果。最初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利眠宁和安定）在平息人类恐慌发作方面也几乎没有效果，尽管一些现代高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如阿普唑仑，相当有效。另一方面，最初的三环类抗抑郁药丙咪嗪可以在低剂量下改善恐慌障碍。事实上，丙咪嗪是第一个被发现对人类具有明确抗恐慌效果的药物，也能减少动物的分离叫声（Klein
& Rabkin，1981年；J. Scott，1974年）。

人们还可以在临床基础上区分恐慌/悲伤和恐惧，因为它们动员不同的自主神经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有两个主要分支。交感神经分支使动物为主动反应做好准备。例如，交感神经系统可能提高心率和呼吸频率，从而为燃烧升高的血糖水平提供氧气，这对于逃跑是必要的。它同样可能扩大瞳孔以提高警觉性。另一方面，副交感神经分支在动物处于更被动状态时接管。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下，心率减慢，呼吸规律，瞳孔保持未扩张状态。副交感神经系统对情绪变化也很敏感，它促进眼泪、唾液分泌和性唤起。

预期焦虑（条件性恐惧）的特征是普遍的忧虑紧张，倾向于产生源于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臂的各种症状。因此，快速心跳、出汗、胃肠不适和肌肉紧张增加等症状是恐惧的特征。然而，恐慌/悲伤的表现伴随着虚弱感和抑郁性倦怠，具有更多副交感神经性质的自主神经症状，如强烈的哭泣冲动，通常伴随胸闷和喉咙有肿块的感觉。虽然恐惧促使人们逃离加剧焦虑的情境，但恐慌/悲伤会引发关于失去情感对象的想法，并促使人们寻求所爱之人的陪伴。

尽管存在不同的情绪系统，每个系统都有特定的情感和行为特征，但它们经常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关于依恋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s)有大量的心理治疗文献，依恋障碍是恐慌/悲伤系统的表现。患有严重依恋障碍的儿童无法信任他人，会拒绝自己的依赖感，无法与他人产生共情。他们往往贫乏、贪婪且提出不当要求，在青春期和成年期经常转向药物，特别是鸦片类药物和酒精。

患有依恋障碍的人也经常遭受持续的恐惧，这源于童年时期被忽视或虐待的经历。在审查被监禁的青少年的病史时，人们经常看到这种复杂的情况。这些孩子长大后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并且常常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同时，他们经常对自己感到绝望。显然，他们在几个基本的情绪系统上存在问题。他们情绪需求和局限性的复杂性使得他们难以康复。充分理解涉及这些行为的大脑情绪系统，对于开发治疗技术和有效药物来治疗这些不幸年轻人的持续恐惧和依恋障碍至关重要。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另一种涉及多个不同情绪系统的复杂状况。除了长期过度活跃的恐惧系统和惊恐/悲伤系统(PANIC/GRIEF)的表现外，PTSD是一种恐怖状态，通常伴随着愤怒，正如我们在开篇小故事中提到的，这可能是反复创伤（如士兵在战时经历的）的后果。PTSD的一个方面，与单纯的惊恐/悲伤或恐惧不同，在于PTSD可以通过抗癫痫药物如卡马西平来减轻，而这种药物在控制惊恐发作或预期性焦虑方面并不总是有效(Berlin,
2007)。这表明存在一种额外的癫痫类型过程，可以将几种负面情绪演化为全面的PTSD状态(Agrawal
et al.,
2006)。尽管PTSD尚未明确与焦虑类型的情绪系统（如恐惧系统或惊恐/悲伤系统）联系起来，但它似乎是大脑可能受到创伤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涉及多个情绪系统的参与，如恐惧系统、惊恐/悲伤系统以及愤怒系统(RAGE)。

事实上，生活的变迁无常，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情绪挑战的冲击，因此几乎不可能证明任何情绪障碍仅仅是由单一情绪系统引起的，更不用说单一的化学物质失衡了。大多数人会反映出几种情绪失衡，这解释了为什么”共病”概念在精神病学中如此普遍。这本质上意味着不止一种精神疾病综合征同时发生。以抑郁症为例，它通常伴随着过度的心理痛苦、焦虑、愤怒易怒，以及寻求和追求其他生活兴趣的冲动减少。事实上，“抑郁症”这个术语非常模糊，既暗示着普遍的不适，也暗示着疾病。更准确的描述需要涉及相关的情绪系统，以及它们的过度或不足唤醒如何导致临床症状，包括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表征许多类型疾病的炎症级联反应在抑郁个体中过度活跃(Dantzer
et al.,
2008)。我们怀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科学精神病学家可能不太需要目前使用的诊断类别，因为我们开始根据对失衡的大脑情绪系统的更好描述以及对可能导致情感困扰的许多神经化学变化的理解来理解情绪问题。

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潜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巨大复杂性。未来能够与更具体的情感心理治疗干预良好配合的生物精神病学，可能会基于更容易与患者实际情绪体验联系起来的知识。这种情况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快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许多研究者仍然认为心理学是一门软科学，最好将精神病学诊断类别直接与大脑事实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不需要中间的情绪分析。大脑中独特情绪系统的存在可能会促进一种比目前存在的更全面的心理生物学方法(Panksepp,
2004, 2006a, 2009a, 2009b)。

大脑心智中的恐惧化学物质

直到上世纪中叶，可用于治疗恐惧的唯一药物是阿片类药物、酒精、巴比妥类药物和甲丙氨酯(meprobamate)（后者被称为Miltown，曾经非常流行，但由于服用者容易自杀，已完全退出治疗实践）。这些早期药物有许多缺点，最严重的是安全范围差，通常导致意外过量或自杀。

由于焦虑通常伴随着自主神经唤醒，包括心率和血压增加，一种有用的策略是使用能够减少被称为内源性儿茶酚胺的大脑和身体唤醒化学物质作用的药物——特别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大脑化学物质属于一组称为生物胺(biogenic
amines)的物质，它们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在强烈的情绪唤醒期间进入高速运转状态——这种”战斗或逃跑”反应混合了大脑的愤怒系统和恐惧系统机制。无论如何，阻断它们的活动会产生镇静效果。β受体阻滞剂(beta
blockers)（抑制一种类型的去甲肾上腺素受体）有助于症状性控制焦虑，如心悸和出汗。事实上，像普萘洛尔(propranolol)这样长期获批的药物有时被用来抑制公开演讲或表演期间的焦虑。艺术表演者和公众演说者服用这种药物来最小化可能妨碍巅峰表现的”紧张”并不罕见。

氯氮䓬(chlordiazepoxide,
CDP)的偶然发现彻底改变了焦虑症的治疗方式。CDP的疗效是在1960年研究的最后阶段被发现的,当时霍夫曼-罗氏实验室关于苯二氮䓬类药物(BZs)的研究项目收效甚微,即将终止。几乎是作为最后的尝试,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种苯二氮䓬分子CDP在驯服当地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方面非常有效。CDP很快以利眠宁(Librium)的商品名上市,在控制多种焦虑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它能在远低于致死剂量百分之一的剂量下减轻焦虑。不久,更多更强效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如地西泮(安定,Valium)问世,随后还有更多同类药物。这些药物几十年来一直是畅销药品。

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初期常见的轻度镇静作用往往会迅速消退,而抗焦虑效果在长期使用中得以维持。最初,这些药物偶尔使用时似乎不会产生明显的身体依赖。然而,焦虑患者长期服用越来越高剂量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很快成为普遍做法。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的患者,停药可能会出现类似震颤性谵妄(DTs)的症状,即常伴随酒精戒断的意识混乱、躁动、幻觉状态。由于这些原因,某些苯二氮䓬类药物在医学界失宠,但同时它们也成为帮助戒酒者的非常有用的治疗方法。

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并不知道苯二氮䓬类药物为何能有效治疗焦虑。直到1979年发现苯二氮䓬受体,这项研究才得以开展。通常当像苯二氮䓬类这样的外源药物对大脑产生作用时,人们期望能找到大脑自然分泌的类似内源性脑化学物质。例如,恐慌/悲伤(PANIC/GRIEF)系统可以通过给予阿片类药物来平息,而大脑会以内源性阿片肽的形式产生类似化学物质。神经科学家假设大脑会产生一种类似苯二氮䓬的内源性化学物质,与苯二氮䓬受体结合,产生镇静效果。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当研究人员给予苯二氮䓬受体拮抗剂时,他们预期焦虑会增加,但这并没有发生。苯二氮䓬拮抗剂对增强或减少焦虑都没有作用。它们在心理上基本上是中性的。

研究人员随后发现,苯二氮䓬类药物并不独立减轻焦虑。它们不是单独作用来平息恐惧(FEAR)系统,而是通过增强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的作用——GABA是一种抑制神经元活动、降低其放电速率的神经递质。苯二氮䓬类药物在GABA的A型受体上有自己的结合位点。苯二氮䓬类药物与GABA结合,会减缓恐惧系统(以及其他各种情感系统)的活动。这种增强的GABA传递作用使人和动物保持苯二氮䓬类药物治疗特有的平静安详状态。研究人员随后发现,其他较早的抗焦虑药物,包括酒精和巴比妥类药物,也是通过促进大脑中GABA介导的抑制来平息焦虑。实际上,GABA受体可以设想为一把有多个钥匙孔的锁,不同的钥匙可以同时插入。每增加一把钥匙都会增强主钥匙GABA的作用。许多人在GABA受体处酒精与其他药物的复合抑制作用中找到了缓解,不幸的是,他们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组合会降低许多身体功能。

苯二氮䓬受体集中分布在恐惧系统从中央杏仁核到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轨迹上,甚至更远到尾侧脑桥网状核(nucleus
reticularis pontis caudalis),恐惧在那里调节惊吓反射(M. Davis,
1992)。苯二氮䓬受体也存在于大脑皮层的许多区域,这可能是它们能有效减少令人不安的思维的原因。因此,苯二氮䓬类药物能有效降低所有层面的恐惧性焦虑的活动,从惊吓反应到令人痛苦的想法。

尽管神经科学家发现了苯二氮䓬类药物如何与GABA分泌协同工作,但寻找内源性苯二氮䓬分子的过程并不顺利。研究人员至今还无法明确识别出一种执行同样功能的脑化学物质,但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候选物质。此外,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存在一种与苯二氮䓬受体结合的内源性化学物质,它可能不执行与苯二氮䓬类药物相同的作用——它不增强GABA的抑制作用。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内源性化学物质在苯二氮䓬结合位点上充当反向激动剂(inverse
agonist),作用于GABA受体的方式是降低而非增强GABA的抑制作用。降低GABA抑制的结果将包括恐惧系统活动增强,使动物更加焦虑。担任苯二氮䓬受体内源性反向激动剂这一角色的主要候选物质是地西泮结合抑制剂(diazepam
binding inhibitor,
DBI),这是一种神经肽,当它与GABA受体的苯二氮䓬结合位点结合时,似乎会促进焦虑。但尽管经过多年研究,仍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DBI实际上是大脑中主要的焦虑生成递质(Möhler,
2011)。其他神经肽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有更多证据表明它们是大脑中强大的焦虑和压力促进系统。

目前，各种神经肽是特定药理学控制焦虑亚型的有前途的靶点。当在脑内施用时，许多神经肽会唤起恐惧系统。例如，CRF引起激动性唤醒，同时减少各种积极动机行为：进食、性行为、梳理、玩耍等。动物也倾向于在先前接受CRF的环境中冻结，这表明这些环境包含许多动物已学会恐惧的情境刺激。相反，由足部电击引起的冻结会因CRF受体拮抗剂而减弱。然而，使用CRF拮抗剂治疗病理性恐惧可能不可行，因为通常CRF也是一种有用的激素，通过血流传播，使大脑和身体有效地应对压力和危险。例如，这类药物可能会削弱免疫防御，加重肠易激综合征等身体疾病。无论如何，目前CRF拮抗剂主要被作为抑郁症的潜在治疗手段，这是一种现有抗抑郁药无法统一控制的疾病。尽管CRF拮抗剂在临床上有效，但已观察到有问题的副作用，如肝毒性。

除了CRF和儿茶酚胺外，许多其他神经肽也能激活恐惧系统。神经肽α-MSH在许多鱼类和爬行动物中促进伪装型色素变化。当这些动物受到惊吓时，它们的皮肤往往会变黑。虽然这种肽在高等脊椎动物中不控制皮肤色素沉着，但在小鸡脑内施用这种肽可以引发强烈的冻结/躲藏模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来自产生α-MSH的同一基因的同一片段，具有类似的效果。注射ACTH可以引发剧烈的逃跑，以及大鼠和其他动物的冻结。一个特别深入研究的肽是胆囊收缩素(CCK)，它可以引发来自恐惧和恐慌/悲伤系统的广泛焦虑症状。神经肽Y(NPY)似乎也能够平息恐惧系统，因为NPY拮抗剂可以在动物模型中引发焦虑。如果这些发现得到进一步研究的支持，可能会产生一类特别有用的药物。

大脑含有许多其他激活恐惧系统的化学物质。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是传递无条件恐惧信号的关键，例如大鼠对猫气味的先天情绪厌恶。谷氨酸也控制无条件恐惧反应。如果在恐惧回路集中的内侧脑干区域施用谷氨酸激动剂，动物开始表现出自发的逃跑(通常处于半蹲姿势)，伴随着明显的心理痛苦。视觉导向的动物如鸟类表现出快速的头部扫描、持续的发声和凸出的眼睛，暗示着深刻的恐惧。这些发作可以被谷氨酸受体拮抗剂抑制。然而，由于谷氨酸受体在大脑中广泛分布，控制着学习和我们大部分的高级认知思维，直接的药理学操作不太可能产生有用的抗焦虑药物。尽管如此，通过谷氨酸受体上的甘氨酸受体”侧旋钮”进行较温和的刺激可能是一种非常安全和有用的焦虑和抑郁治疗方法。这类药物目前正在开发和临床测试中。


关于恐惧和杏仁核的一些推测性发展思考

自1939年以来，已知颞叶的广泛损伤会产生显著的恐惧缺陷，称为Kluver-Bucy综合征。随后许多缺陷被定位到杏仁核，它位于颞极的中心(图1.1)。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杏仁核位于恐惧系统的中枢。杏仁核由大约十几个核团或部分组成,其中几个被称为基底外侧杏仁核(BLA)复合体,参与恐惧条件反射。这一点通过以下事实得到了加强:在几乎每一项与焦虑或负面情绪(偶尔也包括积极情绪)有关的脑成像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杏仁核的唤醒。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学习和记忆)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BLA充当将恐惧线索传递到杏仁核中央核的通道。中央核位于内在的、原始的恐惧系统的最顶端,但BLA中的核团不是该初级过程情绪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尽管杏仁核中的BLA核团在经典条件反射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它们的重要作用似乎在于将信息传导到恐惧系统的能力,而不是自身产生恐惧的能力。因此,虽然杏仁核的中央核是无条件(本能)恐惧系统的一部分,但其他核团则不是。

那么杏仁核中央核是否就是恐惧系统的核心？鉴于恐惧系统还包含许多在杏仁核进化之前就已存在的更深层结构，中央核不太可能是该系统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患有Urbach-Wiethe病的人类患者,其大脑两侧的部分杏仁核(特别是基底外侧复合体)会逐渐完全退化,但他们仍然有丰富的内心焦虑和丰富的情感生活。尽管这些杏仁核受损的人通常被报道在识别脑成像实验中常用的静态恐惧面孔方面存在缺陷,但随着研究人员更仔细地研究恐惧缺陷,结果并不像早期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明确(例如,Talmi等人,2010;Wiest等人,2006)。同样,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进行的脑成像研究(这是一种习得性恐惧)通常发现杏仁核的激活强度高于正常水平,但有时并非如此(Lanius等人,2005)。这也表明恐惧可以源自杏仁核以外的大脑区域。还有一个事实是,通过手术剥夺了杏仁核内所有神经元的幼年动物,在保持穿过该区域的神经纤维通路完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表现出恐惧和焦虑气质,这可能是由恐惧系统中更深层的结构所产生的(Amaral等人,1992;Kalin等人,2001)。因此,在发育过程中,上脑许多区域的恐惧能力很可能是由下脑区域编程的。

关于高级脑区恐惧的编程,研究人员需要考虑,在生命早期,甚至杏仁核和相关的颞叶结构也可能都需要由恐惧系统中更深层的结构(如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下丘脑)进行编程,然后才能让高级脑系统更好地评估恐惧刺激和情境。同样,成年动物的习得性焦虑可能严重依赖于下层结构的影响,例如杏仁核影响额叶和扣带皮层。然而,目前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推测性的。

无论如何,与许多媒体报道(在研究恐惧学习的科学家的鼓励下)相反,杏仁核对于产生焦虑感并非绝对必需。相比之下,导水管周围灰质和下丘脑肯定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恐惧系统,就像愤怒系统(图4.1)一样,是分层组织的,其中源自中央杏仁核等高级情绪功能,完全依赖于下脑功能(例如下丘脑,其情绪功能依赖于完整的导水管周围灰质)。

如果恐惧可以由比杏仁核更深层的结构产生,如果杏仁核对于幼年时期本能性恐惧的产生并非必需,那么即使是杏仁核也可能因为被恐惧系统中的下层结构编程(教导)而获得其大部分恐惧产生能力。这种由下层脑结构对高级脑区(如杏仁核)的编程,在其他情绪系统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特别是寻求系统。我们将在下一章重点关注这个主要问题,因为它被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过度忽视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学习控制可能也适用于皮层中的情绪学习,尽管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大量数据。无论如何,这里的论点是,情绪脑的深层部分教导皮层结构执行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各种认知策略。

这种编程在认知-知觉领域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Hubel和Torsten
Wiesel(1979)阐明的,他们首次证明视觉皮层中的神经元是由视网膜编程的,以区分特定类型的视觉信息,如线条和边缘的方向,以及它们在特定方向上的运动。这些高度调谐的敏感性被认为构成了视觉的基本神经元语法,必须通过新皮层的发育编程和学习来实现。事实上,现在已知视觉皮层不是由基因内在编程的,而是由丘脑视觉通路向成为视觉皮层的高级脑区的典型投射所编程的。如果胎儿小鼠出生前该皮层区域被破坏,它们会在通常用于处理触觉的邻近新皮层区域发育出良好的视觉皮层(Sur
& Rubinstein,
2005)。事实上,如果正常成年人一周不被允许看东西,并被教导阅读盲文,他们的视觉系统就会开始重新专门化以进行触觉的精细辨别(Elbert
& Rockstroh,
2004)。这意味着许多皮层功能可以在一生中保持灵活性,当它们通常介导的功能不再需要时,可以适应其他技能过程。

因此，新皮层的所有区域往往通过早期条件反射获得其功能，这再次突显了教育的重要性，也表明高级脑区中情绪的三级过程参与主要是通过学习来发展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儿童身上越早建立良好的情绪习惯,他们的心智就会发展得越好,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优质实证研究相当有限。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脑心智(BrainMind)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具有可塑性,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希望,即早期学习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是最终定型的。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通过学习和适应过程实现健康成熟在任何年龄都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儿童时期,他们在面对逆境时可以表现出惊人的韧性。

然而,某些大脑系统确实会迅速失去其早期充分承担我们通常期望在人类身上看到的功能的能力。同样,如果我们以视觉系统作为研究最充分的例子,视觉皮层的编程存在一个机会窗口期。这种编程必须在生命早期发生。如果视觉皮层在这个窗口期关闭之前没有被编程,视觉皮层将永远无法正常运作,动物将在余生中保持视觉受损,甚至失明。生物学上的机会窗口期在高级神经情绪过程的发展中也并不罕见。我们已经学会操纵其中一些过程。

例如,产后的群居动物(如绵羊)与幼崽建立联结有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期。如果母羊在分娩后2-4小时内无法接触到她的羔羊,她就会拒绝它。通常,在联结窗口期内,母亲会学习识别自己羔羊的气味,并将其挑选出来优先照顾,而不是照顾其他羔羊。然而,如果错过了联结机会,可以通过操纵大脑化学物质再次短暂打开这个窗口,要么通过直接施用母性神经化学物质(即向大脑输注催产素(oxytocin)),要么通过能够达到相同预期化学和情绪结果的物理和/或社会干预(这些主题将在[第8章]讨论照料系统(CARE
system)时更详细地阐述)。在情绪学习、适应和成熟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也将在后面专门讨论基本社会过程(性欲LUST、照料CARE、恐慌/悲伤PANIC/GRIEF和玩耍PLAY)的章节中探讨,即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促进人类大脑高级区域亲社会网络发展的社会结构。可以想象,这些积极的社会力量将能够非常显著地抵消恐惧(FEAR)的影响。


儿童临床情境中的恐惧实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初级情感过程和三级认知过程如何在表面上看似无缝的影响和反影响层面中融合。就恐惧(FEAR)而言,其表现可以是微妙而广泛的。要解读正在发生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儿童试图整合引导他们发展的诸多情感力量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情境中,人们会遇到关于恐惧表达的难题,特别是当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孩子似乎什么都不怕,并且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时。有时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真的无法体验恐惧;然而,对于大脑完整、具有完整的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下丘脑和杏仁核回路的儿童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前的大脑证据(其中一些在前一节中已介绍)表明,只有大脑恐惧系统低级核心的损伤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无所畏惧”。因此,看起来无所畏惧的儿童实际上可能在他们的低级脑区相当恐惧,但他们正在成熟的高级脑区尚未整合这些信息,而且新皮层可以对低级脑功能施加抑制性控制。在童年时期,心智的顶部和底部——即三级和初级脑心智过程——并非注定会很好地协同工作。

事实上,表面上无所畏惧的儿童往往专注于内心的焦虑以及避免这种负面感受的方法。一个这样的无所畏惧的6岁儿童,最近看了电影《大白鲨》(Jaws),他谈论鲨鱼可以重新长出牙齿,以及海星可以重新长出”手臂”。他大声笑着说人类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他拿起一把画笔,像挥剑一样向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挥舞。在这场想象中的决斗过程中,他有一两次说:“我不怕你!”似乎很可能他在大脑的某个层面实际上非常害怕,但他故意表现出的攻击性让他感觉好了一些。

当然,儿童有时会让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比如爬高梯或不看就跑过繁忙的街道。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那种特定的危险。然而,有些儿童故意让自己陷入危险,以此来吓唬和惩罚父母。在这些情况下,并不是恐惧系统(FEAR)不起作用。相反,是另一个情绪系统,也许是愤怒系统(RAGE),在发挥主导作用。与此相反,当遭受忽视的儿童让自己陷入危险以赢得他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爱和关注时,可能是恐慌/悲伤系统(PANIC/GRIEF)在起作用。更糟糕的是,当儿童遭受虐待时,他们有时会从事危险活动,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很淘气,应该受到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在用父母可能惩罚他们的方式惩罚自己。这些看似无畏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努力整合并可能接受虐待父母的要求,从而赢得他们的爱。这也可能是恐慌/悲伤系统的一种扭曲表达。

在人类心理学中,愤怒系统(RAGE)和恐惧系统(FEAR)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这两个系统紧密交织在一起,这解释了战斗和逃跑反应的紧密配合。这两个系统在解剖学和化学上相互交织但又各自独立,因此它们经常协同工作。一个系统相对于另一个系统的主导地位取决于环境中危险的类型。例如,如果有可能避免危险,恐惧可能占主导地位,动物会静止不动,希望被忽视。否则,如果危险太近、太迫在眉睫,动物会拼命逃跑。然而,如果捕食者不那么强大(可以成功攻击)或者无法逃脱,愤怒系统就会占据主导地位。然后,预期的猎物会攻击攻击者,希望造成伤害或制造转移注意力的机会,使其得以逃脱。

在临床环境中,这两个系统通常很难区分,特别是在与幼儿打交道时,因为幼儿看待世界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与成年人截然不同。当一个孩子发脾气时,她可能是非常愤怒。或者她可能是非常害怕。如果你回想一下遇到一个巨大而危险的捕食者的例子,你恐惧的尖叫和四处奔跑可能已经把它吓跑了。恐惧行为通常与愤怒行为并没有太大不同。当你愤怒时,你会大喊大叫、挥舞拳头,也许还会来回踱步。如果你感到恐惧,你肯定会表现出略有不同但同样充满活力的外显行为。成年人很少感到恐惧。但儿童的生活在情感上并不那么平静。通常很难判断一个孩子是非常生气还是非常害怕。只有当孩子平静下来,足以谈论他或她的感受时,才能发现真相,但这需要耐心和理解的沟通。

以一个4岁女孩的案例为例,她不同寻常地不愿意进入治疗室。一进入房间,她就开始四处扔玩具,无缘无故地向治疗师喊出抗议和辱骂的话语。她似乎在表达极大的愤怒,但原因不明。最终,她的治疗师能够从她那里套出一个解释。碰巧前一天晚上,女孩十几岁的哥哥做保姆,允许她玩一个恐怖的电子游戏,游戏中的反派戴着深色环绕式墨镜。然后,就在治疗会话之前,治疗师在停车场遇到了他的小病人和她的母亲。那天阳光明媚,治疗师戴着墨镜,碰巧与昨晚反派戴的墨镜相似。小女孩又害怕起来,当她的恐惧失控时,她发脾气了。她的脾气可能同时表达了愤怒和恐惧。她对她的治疗师很生气,因为他吓到了她,而他曾经承诺要帮助她。然而,她的主要情感是恐惧,这在表面上只是表现为愤怒。

他们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然而，愤怒的表达，当得到适度调节时，有时能产生积极效果，帮助儿童克服恐惧。一个2岁的小女孩曾被一只喧闹的小狗吓到，此后她害怕所有的狗，尤其是当她晚上试图入睡时听到狗叫声。她的父亲通过使用玩耍来抵消负面情绪，帮助她应对恐惧。一天晚上他和她坐在一起，当狗叫时，他轻蔑地挥挥手，说”小狗很愚蠢”，并大声补充道：“安静点，你们这些愚蠢的小狗！我们不喜欢你们！”然后他会心地笑了，告诉她小狗很傻，因为它们听不懂，还一直叫个不停。“我们在乎那些小狗吗？”他问道，摇着头。她也摇摇头。他说：“你知道我对小狗怎么想吗？”他的小女儿摇摇头。他用嘴发出”噗噗”的吐舌声，这让他女儿爆发出阵阵笑声。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加入了游戏，说小狗很愚蠢，它们应该”安静点”，她自己也发出了”噗噗”的吐舌声。在和爸爸玩了几天后，她开始在婴儿床上独自玩这个游戏。当她听到狗叫声时，她大喊：“安静点，愚蠢的小狗！”然后发出强烈的吐舌声。当她和父亲一起玩这个游戏时，看起来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活动，引人发笑。但当她晚上独自大喊时，她似乎真的很生气。起初这是每晚的仪式，但几周后变成了间歇性的，最后消失了。通过这种方式，她用一种克制的愤怒表达克服了恐惧。最终，她对狗的恐惧消失了，她能够抚摸邻居的狗而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

当然，以这种方式使用神经科学数据完全依赖于临床直觉。除了通过准确解读儿童的本能表现，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他们大脑中哪些系统是活跃的。这表明人们只能估计儿童初级加工情绪系统的运作。随着成年人，理解基本情绪系统变得越来越困难。

总结

大量证据表明，大脑原始部分的回路产生恐惧状态——这些状态在我们更复杂的认知能力之前很久就已进化形成。尽管我们已经了解到大量关于恐惧条件反射（fear-conditioning）——即恐惧与世界事件的习得性关联——是如何产生的（见下一章），但对恐惧系统本身的研究在英美研究传统中相对被忽视，但在世界其他实验室中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巴西圣保罗的实验室（例如，Brandão等，2008）。因此，在我们对这个系统以及所有其他原始情绪系统有完整了解之前，还有大量详细的情感神经科学工作需要完成。

尽管如此，历代许多有思想的观察者都承认这种原始恐惧状态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杰克·伦敦的《白牙》作为本章题词。这只年幼的狼从未”遇到过任何值得害怕的东西。然而恐惧就在它体内。它通过一千次生命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下来。这是它直接接收到的遗产……通过之前所有世代的狼传下来”（第52页）。这个虚构的描写对人类而言也包含了不少真实成分。

一旦我们更彻底地从科学角度理解这种”恐惧本身”，我们将能够逆转人类精神的许多内在和习得性困扰，从慢性焦虑障碍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因为我们共享这种祖先情绪，动物大脑研究最终可以帮助阐明我们自身焦虑的深层本质，以及我们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体验恐惧。下一章将深入探讨大脑创建的情绪记忆的神经科学，从简单的皮层下学习开始，进而到更高级皮层的参与。有许多方法可以将恐惧系统塑造成它所能变成的动态灵活的恐怖。正如我们所见，也有许多方法可以驯服它，从对系统初级加工情感能量的药理学影响，到可以通过明智的亲社会和心理治疗干预最大化的三级加工认知调节。正如罗斯福总统如此深刻地指出的：“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因此，当我们最终从科学角度理解恐惧系统时，我们将更准确地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6章

超越本能

学习与记忆的情感基础

我真诚地抱歉，人类的统治

打破了自然的社会联盟

并证实了那不良的观点

使你惊慌失措

看到我，你可怜的、地球所生的伙伴

和同样终有一死的生灵！

然而与我相比，你仍是幸运的！

只有当下触及你

但哦！我向后投去目光

看到阴郁的前景

而向前，虽然我看不见

我猜测并恐惧

——罗伯特·彭斯，《致老鼠》（1785）

在他的八句诗中(上面分享的是第二节和最后一节)，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强调了老鼠和人类之间恐惧的连续性。虽然老鼠通常在当下时刻体验恐惧，以应对明确的环境挑战，但我们在脑海中向前和向后看的能力可以创造出想象的幻影([图5.1])。通过我们的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我们人类以及可能一些其他动物具有在充满个人意义的情感丰富的回忆质地中进行主观时间旅行的能力。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所说，他研究了海蜗牛中恐惧类型学习(疼痛的经典条件反射)的神经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使我们能够跨越空间和时间，召唤已经消失在过去的事件和情绪状态，但它们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2007年，第281页)。但记忆并不总是外显的。有些是内隐的(implicit)，认知上无意识的，但仍然在情感上能够影响行为。

人类的许多情绪记忆确实在不知道其原因的情况下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伴随的情感没有被体验到。事实上，尽管改变感受的认知原因可能通常是无意识的(也许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来提取)，但感受本身并非如此。由于情感是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的一种形式，体验到的感受不应该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尽管它们的原因可能在认知上是不可穿透的。这只是情感记忆具有重要精神病学意义的一个原因。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通常最好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确定来源。因为情感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的心理”力量”，精神病学家可以确信，我们也可以确信，我们的高级心理装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情感体验与世界的许多挑战和变迁相互作用而塑造的(Davidson
et al., 2003)。

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我们对情绪记忆——我们的次级加工情绪(secondary-process
emotions)——如何形成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主要源于恐惧条件反射研究的大型研究领域，很少考虑大脑的初级加工恐惧回路(primary-process
FEAR
circuits)——大脑中产生原始情感的非条件性情绪反应系统——在产生恐惧记忆中的关键重要性。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将这种初级加工情绪整合系统视为学习过程的单纯”输出”。这是行为科学家避免动物情绪体验给我们更全面理解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的脑心(BrainMind)功能带来难题的一种方式。

在探讨情绪记忆的本质时，我们将主要关注动物恐惧学习研究中丰富且精心培育的传统。我们在这里谨慎地使用这个大写术语，因为情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正在研究恐惧学习和记忆细节的当代科学家所涉及。然而，由于史蒂夫·马伦(Steve
Maren)(见下文)强调的交流鸿沟，我们也将尝试填补那些对学习比情绪更感兴趣的科学家所忽视的各种主要知识空白。因此，当我们介绍初级加工情绪问题——该系统的非条件性反应——时，我们将使用”FEAR”(大写)，而当我们描述恐惧条件反射者的工作时，我们将使用小写形式。

最常见的模型是大鼠和小鼠的经典恐惧条件反射，类似于埃里克·坎德尔在海蜗牛中使用的巴甫洛夫程序。在啮齿动物模型中，音调和光线(条件线索)紧接着是对动物脚部的电击。经过几次配对后，动物仅对音调和光线就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如前所述，很少有以这种方式研究动物的人明确承认动物感受到疼痛和恐惧。有些人说，动物思维的这种主观方面无法通过经验研究(LeDoux,
1996)。但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通过脑刺激直接唤起恐惧和其他原始情绪系统，可以在各种学习任务中作为惩罚(Panksepp,
1991)。这是得出某些类型的大脑活动实际上被动物体验到的结论的金标准。由于现有证据表明，情绪感受源于大脑内非条件性(本能的)厌恶产生的恐惧网络，我们也许应该明智地考虑这种情感状态的神经学如何促进学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唤起焦虑的记忆，对动物和人类都是厌恶的，具有向下访问恐惧回路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在认知上沉思引起这种感受的事件——当然，与人类相比，实验室大鼠和小鼠对恐惧的三级加工(tertiary
processing)是有限的。相反，正如本章开头的诗歌所强调的，人类的慢性创伤性恐惧思想可能源于脑心的内心动力学(intrapsychic
dynamics)，它不仅沉思于对记忆中过去的焦虑，还担心对预期未来的忧虑，这些往往源于敏化的恐惧回路，这些回路有自己的初级加工情感思维。

在恐惧(FEAR)的情况下,创伤事件的记忆可能会促使我们遭受慢性焦虑和紧张,通常伴随着强迫性反刍思维,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我们额叶的内侧区域(Northoff等人,2010)。相比之下,以更快乐情绪为中心的记忆可能会促进持续的愉快情绪,这往往会导致积极想法、希望和愿望的涌现。对忠诚和充满爱的父母的记忆可以留下终生的积极印记——这是应对未来逆境风暴的宝贵心理资源。这种早期安全的情感纽带是终生的情感馈赠(见第9章)。

当然,记忆是预测和处理未来事件的有用工具,以过去的成功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南针。由于原始情感(affects)是动物也能体验到的祖先记忆,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理解它们的功能。通过预测生存问题,内在的情感状态为行为提供即时指导。这些感受通过学习与世界事件相连。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动物在记忆实验中体验到它们被重新激活的情绪的许多方面。因此,通过融合我们本能的情绪能力和与外部生活事件相关的记忆,我们开始以情感的方式体验世界的许多中性方面。考虑到学习和记忆的巨大复杂性,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发生方式,其中一些尚未得到实证评估。在这里,我们不仅将关注该领域最可靠的学习研究发现,还将关注那些很少考虑动物情感本质的研究者所忽视的、由情感引导的学习的潜在路径,这些情感源自动物的无条件情绪反应回路。

我们在恐惧本能章节之后暂停一下,来反思学习/记忆研究者的卓越成就。通过研究简单生物如海蜗牛(Kandel等人的工作)取得的重大神经科学突破,现在正在大鼠研究中得到效仿(Davis等人,2010;
LeDoux,2000; Fanselow & Poulos,2005; Maren &
Quirk,2004)。目前揭示的许多一般原则很可能会推广到其他形式的情绪学习,尽管细节上会有大量变化。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恐惧学习的人并没有明确承认他们的动物正在体验恐惧。为什么大多数这样的研究者如此犹豫不决,不愿意考虑实验动物有任何恐惧体验,甚至有一个连贯的初级过程恐惧(FEAR)系统?

在一篇关于条件性焦虑的优秀综述文章发表后(Maren &
Quirk,2004),Panksepp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欣赏的密歇根大学的年轻同事Steve
Maren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恐惧学习研究者从不提及或承认在中央杏仁核和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之间运行的恐惧(FEAR)系统的存在?”他友好地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

我认为该领域普遍认识到,厌恶刺激可以在PAG和杏仁核的层面上募集无条件恐惧反应(尽管在每个层面募集反应的非条件刺激(US)的具体特性可能不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系统并没有被忽视。尽管如此,恐惧条件反射领域由主要对记忆如何工作感兴趣的人(包括我自己)主导,他们使用恐惧条件反射作为模型系统,而不是主要关注情绪如何工作的人(我假设你会归属于这个阵营)。所以回应你的问题,我认为存在两种文化,一种围绕记忆和条件反射构建,另一种围绕动机和情绪系统,这些文化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处理相同的问题。当然,这些方法不应该独立运作,更具整合性的工作似乎正在出现,特别是现在人类神经影像实验已经被纳入其中。

这清楚地解释了该领域的分歧，即动物的情绪被赋予了次要地位。这也解释了一些奇怪的说法,比如”不久之前,它(即杏仁核)还是大脑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区域,相对很少引起科学界的关注”(LeDoux,
2007,
p. R868)。事实上,现代以情绪为焦点的大脑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大脑的这一区域,即所谓的”克吕弗-布西综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1939)的发现,该发现强调了野生动物在颞极损伤后变得温顺,这些损伤包括杏仁核、部分海马体和周围的颞叶皮层(见图1.1)。半个世纪前,人们早已清楚”主要局限于杏仁核的损伤会使野生动物变得温顺。这一结果已在猴子、家猫甚至非常野性的山猫身上观察到。例如,野猫凶猛到不用网和防护手套就无法处理,但在对杏仁核适当部位进行双侧切除后就可以安全地抚摸”(McCleary
& Moore, 1965,
p. 121)。此外,著名的研究表明”当猴子以这种方式变得温顺,然后被放回与正常笼友在一起时,群体内的社会关系会发生变化。实验动物在社会等级中降到较低水平”(同上,
p. 121,描述Rosvold等人1954年的工作)。关于杏仁核作用的一部重要合集在40年前出版(Eleftheriou,
1972),此后不久就已清楚,杏仁核的中央核对恐惧反应本身至关重要。最近发生的变化是,随着神经科学方法的改进,分析现在聚焦于比20年前所能达到的更精细的回路层面。近期工作确实为那些对学习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对恐惧条件反射细节更精确的理解,但代价是将真正的情绪——这是非常广泛的大脑现象——排除在他们的等式之外。这产生了对大脑在情绪唤起时所做之事的相当狭隘的观点。本章不仅基于对恐惧条件反射神经机制所收集的精确数据的认识,也基于对那种狭隘的、行为主义的、非情感性的恐惧条件反射观点可能造成的错误的认识。

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收集的事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一个关键问题继续被忽视——大脑的初级过程神经情感过程可能是恐惧学习如何发生的关键中介。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研究领域,但我们愿意预测,大脑的情感性、无条件的恐惧基质在建立杏仁核的恐惧条件反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这可以推广到所有各种”基底神经节”脑区(如杏仁核、伏隔核、终纹床核等),大多数次级过程情绪学习都在这些区域发生。这可能如何发生将在稍后详细讨论。但首先,让我们考虑故事更令人愉快的一面。恐惧记忆可以通过巧妙利用巩固过程本身的”治疗性”手段来消除或覆盖。“巩固(consolidation)”是指将短暂的体验首先转化为短期记忆,并在体验重复几次后转化为长期记忆的复杂大脑过程的名称。然而,当痛苦的记忆被提取时,它们可以被”再处理”,然后以不那么令人困扰的方式”再巩固”。

记忆不再像山一样稳固

不久之前,记忆研究者认为持久的情绪记忆是大脑中永久的实体。一旦形成,它们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一个比喻是它们像山一样坚固。这种观点不再站得住脚。情绪记忆永远是可塑的,会受到未来事件的影响——通过一种称为再巩固(reconsolidation)的现象(Nader
& Hardt,
2009)。这一认识对有效的心理治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情感背景下提取情绪痛苦记忆来减轻其刺痛——可以说,在心灵之眼中以不同方式旋转它们——那么就有可能在治疗上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积极情感可以抵消消极情感。通过理解旧的和痛苦的记忆并非像山一样不可改变,不使用药物的治疗性改变就成为可能(尽管某些药物可以加速这种改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已成为新兴的现代心理治疗科学的一个主要主题(见第12章)。

通过更好的技术，治疗师应该能够更有效地引导来访者远离痛苦生活经历的记忆，转向积极的心理框架。许多困扰记忆中的伤害性方面可以通过新的积极视角的半影区域进行再巩固(reconsolidation)，这些视角不那么折磨人。事实上，也许有一天，不良的情感记忆可能会通过药物得到缓和，比任何现有药物都更具体、更有效。例如，这种未来疗法可能通过使用所谓的β受体阻滞剂(beta
blockers)（如普萘洛尔(propranolol)，一种去甲肾上腺素(NE)受体拮抗剂）来抑制大脑中促进焦虑的去甲肾上腺素影响，从而减少伤害性经历的巩固(McGaugh
& Roozendaal,
2009)。如前一章所述，这种特定药物通常用于减少”表现焦虑”中常见的身体唤醒，这种焦虑可能会破坏人们最佳展示其技能或知识的能力。它也可能有效地用于再巩固。目前，还有另一种药物，d-环丝氨酸(d-cycloserine)，它能温和地促进谷氨酸传递，可用于在心理治疗期间通过直接促进再巩固过程，以更积极的方式治疗性地再巩固那些令人困扰的厌恶记忆。这个想法已经获得专利(Amaral
& Roesler, 2008)。

简而言之，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记忆可以通过治疗进行重塑。在未来，它们甚至可能被清除(Schiller,
et al.,
2010)。然而，关于大脑如何记忆和提取过去事件的大量知识，现在需要通过更好地理解情绪唤醒（即无条件刺激引发的无条件反应）如何在大脑中建立学习过程来补充。因此，让我们梳理一下恐惧学习/记忆研究中的一些概念问题。

注意事项：学习和记忆的初级过程情绪控制

所有基本情绪系统都在大脑中促进大量的学习和记忆，在本章中，我们将描述这一过程发生的一些方式——学习和记忆（次级过程）如何扩展和阐述我们先天的初级过程情绪能力。尽管我们主要关注恐惧学习，但我们认为这些知识的大部分也将适用于其他情绪系统。然而，除了寻求系统(SEEKING)之外，其他情绪网络的细节并没有像恐惧系统那样得到充分研究。由于我们特别关注这项工作的临床相关性，我们还将详述许多仍需澄清的模糊之处。重申一下，我们相信我们体验”恐惧本身”的无条件大脑机制极大地影响了恐惧的学习方式(Panksepp
et al.,
2011)。很少有恐惧条件反射研究人员明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即，更好地理解恐惧无条件反应(UCRs)对于真正理解大脑中恐惧学习如何发生至关重要）。对于感觉情感，也许大脑的无条件刺激(UCS)过程更重要，但在考虑情绪学习时，我们需要记住，情绪感受与大脑的情绪行动系统（恐惧无条件反应）密不可分。因此，足部电击的疼痛直接进入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并在那里帮助产生冻结和逃跑的无条件恐惧反应。

换句话说，尽管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通常侧重于传统的学习概念（例如，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中使用预测线索来让动物预期事件），但我们认为数据证明需要在这些方案中更明确地考虑初级过程情绪系统——无条件反应的性质。过去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神经科学家将无条件反应视为大脑的单纯”输出”，而不是整合的情绪系统。因此，他们很少努力去理解大脑的内在情感冲动，而这些冲动是他们必须用来获得条件反射的。相反，他们似乎满足于相信学习可以被充分设想为简单的”观念”联结（学习中的经典观点）——即，你只需要理解条件反应如何从外部条件刺激（如预测性的灯光和音调等CS，以及厌恶性的无条件刺激如足部电击等UCS）的配对中产生。

但是，一旦我们将恐惧条件反射中的UCRs设想为整合的无条件情绪反应系统，它们产生本能的恐惧行为以及伴随的惩罚性负面感受，整体图景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从我们的进化视角来看，这些基本的大脑情感机制必然在情绪学习的发生过程中起到”工具性”作用。换句话说，对环境事件的无条件情绪反应就是大脑内部感受到的”奖励”和”惩罚”。如果是这样，恐惧本身可能在恐惧条件反射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传统的行为主义学习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将讨论限制在情感中性的”强化”过程上。通过关注这些想象的机制，人们可能会对一个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奖励和惩罚是被体验到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情感”的神经表征对”强化”行为变化的强度有重大贡献（我们将其称为”情感神经科学模型”）。这是对更普遍接受的行为主义观点的根本背离。行为主义方法从第一性原则（即因为主观体验不算数）就排除了对脑心(BrainMind)的各种积极和消极情感过程如何促进学习的任何明确考虑。

在我们研究传统恐惧条件反射如何被有效用于研究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的神经科学细节之前，让我们先尝试澄清大量学习和记忆研究领域中的其他一些概念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最终会回到上面提出的关于恐惧条件反射本质的新观点，即情感很重要的观点，以及情感不重要的传统恐惧条件反射观点。为了做好铺垫，让我们首先关注关于学习和记忆的三个常见误解，然后我们将进行对多种类型和复杂记忆过程的扩展总结，之后再回到情感神经科学模型。

首先，非科学家通常认为学习和记忆是有意识的过程。当然，当人类学习他们想要掌握的东西时，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更广阔的生活舞台上，都会发生有意识的学习。在学术环境中，学习和记忆显然涉及精心设计的努力。作为一个孩子，你必须通过反复努力有意识地应用自己，以便学习和记住乘法表和其他事实性记忆（统称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ies)）。事实上，这可能是迫使皮层学习通常是枯燥材料的唯一方法。据我们所知，大多数其他动物的学习发生在有强烈感受参与的时候。事实上，如果让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像动物一样。当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寻求(SEEKING)——被唤起时，我们学得最好。所有其他情绪唤醒也促进它们自己的学习形式！

人和动物通常自动学习和记住最重要的事情。例如，我们那只害怕的老鼠别无选择，只能学会害怕我们那只象征性的猫脖子上戴着的铃铛。同样，大多数人记得肯尼迪总统被枪杀时他们在哪里，或者9/11暴行改变世界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没有努力去学习或记住这些事实。他们情不自禁地这样做了。情绪”闪光灯”记忆会自动在我们的大脑网络中得到巩固，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伴随情感唤醒的神经化学物质的力量。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强烈情绪事件的心理混乱期间，我们可能会学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想象中构建的东西。

其次，我们倾向于认为学习和记忆总是涉及在有意识的”觉察”中体验到的认知功能。我们认为，当我们学习时，我们有意识地弄清楚了一些东西，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记住的原因。情况很少如此。例如，人和动物通过程序性学习(procedural
learning)获得和保留身体技能，如骑自行车——这是一种只涉及练习而非认知洞察的记忆形式。尽管程序性学习通常涉及某种程度的指导，这确实涉及体验到的认知，但当我们”记住”如何执行一项技能时，我们不会反刍那些指导。主动意象可以促进和完善表现，但正是程序序列的反复执行使其成为我们日益完善的运动习惯装置的一部分。我们通常在不考虑它们的情况下完善新技能的表现。事实上，思考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会扰乱表现。人们甚至以这种方式养成情绪习惯，作为程序性学习的运动序列，这些序列表现在他们的语调、手势、姿势和整体情感人格中。

高级认知体验在导致情绪学习和记忆的大脑条件反射机制的成功中也不起本质作用。我们将讨论的大多数学习都是在没有新皮层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的。情绪学习涉及对先前中性体验获得情绪反应。情绪记忆是这种反应随时间的保持。引发习得性情绪变化的线索可能经常未被察觉——它们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不适用于引发最显著情绪学习形式的非条件刺激——例如，将音调或光线与足部电击配对。即使是没有新皮层的动物，足部电击的疼痛和由此产生的恐惧肯定也会被体验到。这些动物表现出所有疼痛的指标，事实上更加强烈。这并不是说学习总是需要情感体验。它不需要,特别是在严格认知形式的”陈述性学习”(declarative
learning)中，这种学习通常需要死记硬背(例如,7乘以7等于49)。但它通常涉及现实生活记忆(“情节性”记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在这里将考虑的情绪学习类型(有很多很多类型)，新反应的获得是自动和非自愿的——所有必要的回路都位于新皮层下方。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住，各种初级过程情绪的原始体验也是皮层下产生的——它们是大脑非条件反应的各个方面。

第三，许多人认为只有一种类型的学习和记忆。这不是真的。科学家对这种复杂性进行了许多许多子概念化的方式(产生的想法并不总是相互独立的)。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ies)和语义/陈述性事实记忆(semantic/declarative factual
memories)(从中构建更个人的、情感丰富的、情节性的和自传体记忆)。这里不是讨论这些复杂性的地方。我们只想强调，最好的神经科学工作是用最简单的情绪记忆类型完成的，即可以通过使用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原理(至少从外部)研究的事实记忆。如图6.1所示，这种学习的一种稍微复杂的类型是情境性恐惧条件反射(contextual
fear-conditioning)，动物学会害怕它们遇到捕食者气味的区域。我们通过这些研究学到的重要经验不一定适用于许多其他具有重大个人和临床意义的学习类型。

总之，尽管我们经常倾向于根据意识意图和高阶认知来定义学习和记忆，但学习和记忆的许多方面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认知的。这些记忆可能发生在我们拥有情节性-自传体记忆能力成熟之前很久——在我们能够回忆起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之前，其中许多具有深刻的情感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童年创伤往往如此难以治疗的原因。尽管人们对成年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受强烈，但他们往往无法知道早年巩固的情感原因，那时他们还没有长期明确自传体记忆的能力。这些是用”谈话疗法”最难管理的情绪记忆。在本书倒数第二章中，Panksepp将讨论可能解决这些早期情绪记忆的替代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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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在四个基线玩耍日之后，猫的气味在单个测试日被引入玩耍室(即，在标准的5分钟观察期间)。尽管在所有随后的日子里房间都是干净的，但玩耍邀请(即背部接触)在3天内显著减少，而压制行为在所有5个随后的测试日中都有所减少。对照组(实线)没有暴露于任何猫毛。数据为平均值和±标准误差(数据来自Panksepp等人，1994年；改编自Panksepp，1998a，并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再版)。

在我们能够科学地处理这些微妙问题之前，还有大量的神经科学工作要做。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实验工作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研究非常简单的、最近获得的情绪-行为记忆来完成的，而不是来自许多过去生活经验的看似自由浮动的情感残留。尽管如此，不能过分强调的是，过去几年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每次记起某事时都会发生记忆的情绪再巩固(emotional
reconsolidation)(Hardt等人，2010)。可以设计出精明的新临床干预措施来软化甚至被遗忘记忆的令人不安的情感影响。该领域充满了关于如何重新处理此类记忆的新想法(例如，参见Fosha等人，2009a和第12章)，但该文献过于广泛和重要，无法在本章中充分涵盖。

不同类型的学习和记忆

学习和记忆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研究者已将该领域划分为许多不同的概念。在最粗略的层面上，研究者区分了外显（明确的认知体验）和内隐（非认知性的，但通常是情感性的体验）记忆。我们会偶尔使用这种分类。外显记忆有陈述性、情景性和自传性形式。最常见的内隐记忆形式是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例如，学习一项新的运动技能）。在这种复杂性之上，有时也在其下方，我们有短期、长期和工作记忆的概念。因此，现代认知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以各种方式解析了记忆的复杂性。我们无法达成共识，认为这种划分是在”自然接点(natural
joints)“处优雅地完成的，而这些接点才能恰当地构成学习的多维复杂性。因此，现在断言不同类型的学习和记忆是完全独立的还为时过早。事实上，所有这些学习和记忆类别在大脑内共享许多重叠的神经化学过程。例如，它们都依赖神经递质谷氨酸、GABA、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实现各自指定的功能。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有意义的记忆是那些高度修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记忆——所谓的重要事件的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ies)，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产生丰富的、高度个人化的自传性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情景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完全形成的、具有个人意义的记忆，它整合了事件的许多方面，包括具体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和何时发生、以及谁是主要相关人员的信息。这些区别首先由恩德尔·图尔文(Endel
Tulving)（2001）强调。他强调了情景记忆，特别是亲密的自传性记忆，如何让我们在经历过的过去中向前和向后时间旅行——使我们能够想象，特别是预期和思考未来的可能性（Suddendorf
& Corballis,
1997）。为了思考和反复琢磨这些可能性的重要性，人们还必须利用有限容量的、通用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这对于外显思维过程至关重要。在这里，过去的记忆可以被检索到一个心理工作空间中，从而产生新的视角。

图尔文认为其他动物没有如此深刻的思考性情景记忆，因为它们没有对自身的外显意识。然而，对包括灌丛鸦在内的几种生物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些动物可以在当前的思考中使用过去的信息来实现未来的目标（Clayton
& Russell,
2009）。例如，在被另一只鸟观察时，在特定地点藏匿食物的鸟类，当再次独处时会将食物藏到别处。它们是否因此具有自我意识？在[第12章]中，我们将论证所有哺乳动物确实拥有一个核心自我(SELF)，可能是深层内隐的，或者本身只是最低限度意识的，但构成了一个大脑基质，使动物能够拥有初级过程情绪感受(primary-process
emotional feelings)，并最终拥有对过去事件的外显情感记忆（Northoff &
Panksepp, 2008; Panksepp & Northoff,
2009）。然而，我们不会在此广泛关注其他动物中这些重要的高阶问题，因为它们极难研究。要获得关于其他生物情景能力的线索需要高超的实验技巧。它们没有语言来传达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愿望。所有信息都必须从它们的行为中推断。从它们的情绪行为中得出它们有情感感受的结论，要比推断它们在认知上还可能想些什么容易得多。

插曲：记忆流动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暂停片刻讨论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ies)，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我们通常可以将这些记忆用语言表达——我们可以”陈述”它们。这些是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回忆起的事实性记忆。在日常言语中，当我们说”我的记忆”时，通常指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记忆。我们这种类型的大多数记忆没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如果你的弗雷德叔叔(Uncle
Fred)打电话约你下周四共进午餐，你会将这一信息保留为陈述性记忆。但你对此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可能还会记得后院一棵树充满活力的秋色、9乘以7等于63、你的汽车刹车需要维修、以及你周四有很多文书工作要做。所有这些回忆都是陈述性记忆。然而，某些此类记忆可以轻易唤起强烈的感受，即那些在情绪唤醒过程中牢固建立的记忆。

人们普遍认为许多动物具有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ies)，尽管在实验室研究中它们被简化为最基本的要素，即最简单的感知事件。在本章中，我们最终也会关注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conditioning)，这是最简单的陈述性记忆类型（即学习一件事跟随另一件事——通常是一个中性事件后跟一个情感唤起事件）。然而，在人类中，陈述性记忆可能要复杂和精细得多，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考虑一个假想场景：当你的弗雷德叔叔打电话时，你可能正在沉思，电话铃声可能吓了你一跳。你可能随后会记得电话的”叮铃铃！“声有多么刺耳。当弗雷德邀请你吃午饭时，你不仅仅记住了他在电话里说的声音。你必须理解和思考他所说内容的含义和影响。你必须查看你的日程表。你还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切地想见你，这让你思考各种可能的原因。你担心他可能健康状况不佳。这些记忆让我们能够思考复杂的情况。

思考某事是一种认知行为，它依赖于将许多过去学习的片段保持在神经科学家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大脑部分，其神经机制高度集中在我们庞大的背外侧额叶皮层区域(Goldman-Rakic,
1998)。当你思考可能的人际复杂性时，你思考过程的部分内容可能随后被保留为新的陈述性记忆，特别是如果它们在你的心智大脑(MindBrain)中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你可能记得弗雷德声音中紧张的语气，尽管你的日程很满，他似乎急切地想要面对面见面。你肯定会记得你已经明确表示只能在周四见面。谈话结束后，你计划在记忆中固定这样一个事实：你最终安排在某个餐厅12:30见面……但是知道你必须记住多少事情，以及你有时提取存储信息的能力有多么有限，你在日程表上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所有记忆都有短期和长期成分。工作记忆同时使用这两个成分，以及情景性、自传性和语义性内容。因为它使用如此复杂的记忆系统阵列，能够以各种排列方式进行处理，工作记忆的概念非常接近”思维”的核心含义。

当你在一个容量有限的工作空间中思考这一切时，你的工作记忆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你将在周四早上6:00起床，7:00到办公室。首先，你将处理文书工作。可能到9:00就能完成，然后你的同事就会上班，能够接听你的电话。你已经预约在弗雷德建议的餐厅路上的一个修车厂保养汽车。在等待期间，你将花时间放松一下，边喝咖啡边阅读《纽约时报》。然后你将见你的叔叔。

工作记忆中的项目可以保留更长时间，以便被编码为陈述性记忆。当陈述性记忆被创建后，它就可以被工作记忆提取（供将来使用）。这意味着当你试图思考某事时，你将能够访问你过去的想法。当你思考弗雷德叔叔的午餐邀请时，你记得他是一位退休的神经科学家，想象力非常丰富。因为他对意识感兴趣，你怀疑他可能想分享一些奇怪的新理论，也许是详细阐述他关于大脑中多巴胺系统的生长如何引导人类心智和文化进化的疯狂新想法。无论如何，他紧急的电话在你过度创造性的想象深处（这不过是记忆在起作用）激起了许多情感和认知可能性。但是直到周四见面，你才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的唯一观点是，你对各种奇妙可能性的考虑源于你流畅的推理能力(reasoning
capacities)，这需要大量的新皮层能力，也就是神经科学家所说的工作记忆。工作记忆从我们大幅扩展的额叶获得复杂性，特别是更晚扩展的外侧延伸部分（即背外侧额叶皮层），这些区域的进化晚于更内侧的以情感自我为中心的高级脑区。我们只是附带指出，这种处理较小记忆单元的能力可能导致新想法，其中许多可能最终是妄想的。考虑到这种记忆能力，特别是在大脑内侧自我参照区域，由古老的多巴胺-寻求(SEEKING)脑网络激活，我们可以看到记忆形成在服务于个人需求时如何变得扭曲。例如，寻求唤起的模式，结合关于事件之间假定因果关系的记忆自发形成，可能导致小鼠和人类的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妄想行为。相关事件转化为因果信念，当寻求系统的较低脑区（[第3章]）与相关认知事件结合时，让我们能够设想我们物种的许多重大突破性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个体人类的许多特异性精神病妄想是如何产生的。

此外，情感性感觉通常会引导我们选择自传体记忆进行检索和讨论。继续我们之前的例子，你知道你的叔叔有几个严重的医疗问题。假设当你在餐厅遇到弗雷德时，他紧张而严肃。你问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他说有一件严重的事情要讨论。他刚满65岁，注册了医疗保险(Medicare)，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死亡和遗产。他首先说他对你隐瞒了一个秘密很长时间。他带着一丝羞涩和羞愧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这种情绪逐渐转变为内疚。突然间，你注意到他脸上和身体上的每一个情感细微差别。多年前，当你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兄弟，被派驻海外时，弗雷德和你的母亲发生了一段不幸的恋情，期间你被孕育出来。弗雷德当时也已婚，当他的兄弟，你所谓的父亲回家时，他们都认为最好让你被抚养长大，就好像你是你母亲婚姻的孩子一样。但现在他的兄弟已经去世几年了，弗雷德不想在不让你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死去。他才是你的父亲，而你一直称之为”爸爸”的那个人其实是你的叔叔。突然间，你的世界，无论是在认知上还是情感上，都被彻底颠覆了。

在那一刻，你巩固了一个”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因为你的情绪被如此深刻地激发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你被这次对话深深打动(被一个比你自己能想象到的任何信息都更令人惊讶的信息)。即使弗雷德只在那一次提到它，你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你的生物学父亲。这样的情节记忆将需要你对自己如何理解生活以及你是谁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定向。像这些如此强烈的记忆只有在你出现阿尔茨海默病或额颞叶痴呆(皮克病)特征性的精神退化时才会消退。显然，强烈的情绪唤醒在这些具有持久性的陈述性-情节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它们被整合到我们庞大的个人记忆自传体仓库中时，有可能重塑我们。伴随这些记忆的高级心智功能，广泛分布在大脑中并且对精神障碍很重要,现在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脑成像技术部分地可视化(Naghavi
& Nyberg, 2005; Ragland et al., 2007)。

记忆的实际机制

大多数学习-记忆研究的进行都没有太多关注情绪问题。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核心假设是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O·赫布(Donald
O.
Hebb)(1904-1985)在1949年提出的一个假设。他的核心思想被著名的口号”一起放电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所概括。换句话说,当网络中的两个神经元级联放电时,它们之间就会形成持久的突触键(Hebb,
1949)。

所有神经通路，无论是稳定的还是短暂的，都是作为神经元的串联而创建的，这些神经元在分隔它们与相邻神经元的微小突触间隙中分泌化学神经递质。突触前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与突触后神经元表面膜上的受体结合。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记忆来说，主要的递质(但不是唯一相关的)是谷氨酸(glutamate)，主要唤醒NMDA型受体(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类型)。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设想，在记忆的创建过程中，神经元通过突触间隙向各种突触后神经元上的受体分泌谷氨酸，通过这种强化放电的复杂链条，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长时程增强(LTP)的现象(Bliss
& Lomo,
1973)。LTP是由细胞内分子事件的级联介导的(这里太复杂无法讨论)，它们增加了构成这些记忆的神经通路的可唤醒性。每次相同的通路被相关事件唤醒时，它们变得更加敏化，从而变得更加容易唤醒。

关于长期记忆形成的神经生理学，许多内容已经通过对海马组织切片的体外方法揭示出来(Tronson
& Taylor,
2007)。尽管如此，即使这些细节被破译，在LTP的精细分子机制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真实生活记忆的本质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无知的鸿沟。要理解我们持久的个人记忆，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基本的情绪和动机系统——生物体继承的主要生存进化工具——如何参与学习。换句话说，精细的分子细节需要通过大规模神经元网络方法来补充——用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线性动态网络视角——来理解脑心(BrainMind)中学习的真实心理学。如第3章所述，我们也可以设想简化的体外模型来研究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中的预期性神经变化。这将是在记忆形成的机械分析中迈出的超越LTP的重要一步。

我们的记忆是在复杂网络的重要帮助下形成的,这些网络代表着生物体的需求和情绪,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神经链。在这种现代观点中,学习可能反映了各种刺激-反应网络如何嵌入到更大规模的网络中,这些网络代表着生物体的主要生物学和心理关注点。我们相信,这种对心智大脑功能的整体图景是理解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学习和记忆类型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我们在与感受密切相关的自传体记忆背景下预测重要事件的能力。

记忆的消退与记忆的形成同样重要。关于为什么某些记忆被保留而其他记忆被遗忘,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知识。目前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遗忘是大脑消除未使用信息的主动过程,可能是一种反向学习的方式。除了发现增强记忆的化学物质外,科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实际上可以删除记忆的化学物质。例如,最近通过一种称为zeta抑制肽(ZIP)的分子实现了新皮层中特定长期记忆的快速化学删除,它帮助从最初巩固记忆的突触中分散谷氨酸受体(Shema
et al., 2007)。

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要像念咒一样再次回忆起最近的发现:记忆存储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记忆不仅持续受到巩固这一动态过程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再巩固”的影响(Tronson
& Tayor, 2007; Schiller, et al.,
2010)。这意味着当人类和其他动物使用他们的记忆时,记忆因此恢复到主动处理模式,它们可以被重塑,然后以不同于原始记忆的形式再巩固。这种重构的记忆通常包括关于原始记忆巩固时不存在的新情绪背景的信息。因此,当在新背景中提取时,旧记忆会暂时变得不稳定,并相应地被重新处理。尽管弗洛伊德对这种大脑机制一无所知,但他似乎已经充分意识到记忆过程以这种方式运作的事实,并且他发明了Nachträglichkeit(延后性)这个词来描述以心理时间性和建构为特征的心理过程(Eickhoff,
2006; Faimberg,
2007)。这基本上意味着记忆不仅可以从过去重构到未来,还可以从想象的未来重构到过去。

我们认为,在特别熟练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最令人情绪困扰的记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改变。这可能是某些形式的心理治疗比其他形式更有效的原因之一。从最近的证据来看,对比使用各种心理治疗方法的许多研究,似乎围绕记忆过程如此核心地展开的精神动力-精神分析方法通常会产生最持久的益处(Shedler,
2010)。这可能是由于对过去进行了更充分的情感再处理,而不是那些只关注当前认知解释的不太雄心勃勃的治疗方法——这些问题显然不应被忽视。


“工作记忆”对我们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

关于工作记忆的最初表述纯粹是心理学构念,像大多数心理学构念一样,工作记忆的概念并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潜在的大脑功能。心理学家最初关注的事实是,我们在任何给定时间只能记住有限数量的项目(七个项目加减二)。但大量证据表明,工作记忆更广泛地说是一种高阶认知功能。例如,工作记忆容量与智商成正比(Conway
et al.,
2003)。工作记忆的基质广泛分散在大脑的认知区域,但如前所述,它们显然主要集中在新皮层的背外侧额叶。这些神经基质帮助产生广泛的认知功能阵列,从语言识别到视觉/空间信息处理,到注意力和整体认知协调以及更高的推理过程(Baddeley
and Hitch,
1974)。记忆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困扰着科学家被迫用来概念化我们心智认知网络的简单方式。

例如,工作记忆包含如此丰富的认知活动,更准确地说可以称为”工作学习”。它包含大脑功能,这些功能处理和协调来自外部感官的信息以及来自记忆存储的知识,更不用说所有这些发生的情绪背景,以及在此过程中可以改变记忆存储本身。这种学习可以完全在内部进行,通常在相关情绪唤醒的规则下,这一事实对于心理治疗以及人们在解释同一事件时的日常误解都非常重要。

目前，工作记忆在任何清晰的神经科学术语中都理解得很不充分。新皮层是大脑的主要认知基质。它的互连非常广泛和复杂，并同时使用许多脑区；经过一生的学习，它就像一个庞大管弦乐队的指挥。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皮层处理受到许多皮层下状态控制过程的控制，例如那些控制前脑乙酰胆碱、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食欲素和血清素水平的过程，它们与每一个认知行为中无处不在的谷氨酸和GABA神经元一起工作。如果没有这些皮层下的全局调节系统，认知皮层将会严重缺陷。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多巴胺这一充满热情想法（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妄想的）的伟大促进者，在人类大脑中比在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大脑中具有更大的作用范围。从解剖学上讲，多巴胺网络在人类大脑中延伸到知觉皮层的深处，比在大鼠和大多数其他动物中延伸得更远，在这些动物中，这些网络仅限于额叶区域。事实上，在人类进化（包括文化和生物学）中多巴胺能过程的放大，包括捕食性SEEKING冲动，可能与我们皮层思维帽内信息处理组织的大规模扩张一样，能够解释人类心智的智力复杂性和妄想悲剧（Previc,
2009）。因此，各种初级过程情绪系统与高级新皮层-认知区域的相互作用，这些区域肯定会产生高阶心理后果（其中许多是文化塑造的），永远无法通过研究过于简单的动物模型来完全理解。相反，如果没有对我们仍然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共享的古老心智层次的清晰认识，那些更高的复杂性也无法被理解——没有这个基础，高级心智将会崩溃。动物模型总是需要用来研究任何和所有基本神经心理学机制的细节，但不适用于人类擅长的三级过程心智能力。

事实上，也许是因为动物模型不足以理解人类认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在精细的神经层面上理解人类心智。例如，我们甚至还不理解支持简单知觉重组和巩固成复杂概念的神经科学。心理学家发现，工作记忆中可用项目的数量变化不大，但每个项目的复杂性确实会变化。我们不理解初级过程情绪唤醒如何与此类三级认知-思维过程联系起来，而要找出答案所需的详细神经工作在人类中是伦理上不可能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确实拥有关于情绪唤醒如何与次级过程联系起来的坚实科学，次级过程是更简单的学习形式，如经典条件反射，尤其是恐惧条件反射。

感觉-情绪条件反射的高级通路和低级通路

现在让我们回到行为神经科学家青睐的最简单的恐惧学习模型。传统的恐惧条件反射像时钟一样精确。音调和电击，音调和电击，仅仅几次，动物就会仅对音调做出恐惧行为反应。学习的速度和精确性解释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压力方法对那些有兴趣理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基础的人的吸引力。在研究这项研究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感觉信息是如何处理的。几乎所有感觉在到达新皮层之前都必须经过丘脑；唯一的例外是嗅觉。恐惧条件反射中最常用的两种条件刺激是视觉和听觉，它们各自由丘脑中不同的核团处理。然而，足部电击的疼痛感已经在丘脑下方的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中被感知到了。

事实上，所有感觉信息首先在皮层下处理，在某个时刻，大部分这种皮层下处理的信息最终到达丘脑，丘脑不仅作为将外部感觉信息向上发送到皮层的主要中转站，在那里被转化为精细的知觉，而且还作为一个分类、混合和再处理站。然而，传入感觉信息的情感成分通常会分流到下丘脑区域和丘脑的网状区域，这些区域不会投射到皮层。这对于恐惧条件反射可能很重要。足部电击不像普通的躯体感觉认知型刺激，比如头上戴帽子的感觉；所诱发的疼痛和恐惧具有高度情感性（首先是疼痛，然后是恐惧）。假设足部电击的厌恶性非条件刺激方面需要通过丘脑的投射核到达皮层才能转化为疼痛和惊恐，这可能是一个大错误。但这似乎是一些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所假设的（LeDoux,
2007, Figure 4）。

丘脑从皮层接收的”返回”信息（总是通过基底神经节间接传递）与它最初直接从感官接收的信息一样多。丘脑的不同区域神经元细胞群（核团）处理不同类型的感觉信息。例如，外侧膝状体核(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 LGN)处理视觉（光波）刺激，而内侧膝状体核(medial
geniculate nucleus,
MGN)处理听觉（声波）信息，依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类型的核团可能都是丘脑感觉处理层面相当晚近的进化新增部分，因为它们都位于丘脑的远外侧边缘。味觉、触觉、痛觉和运动觉等感觉则更集中位于丘脑更古老的中央区域。最古老的外部感觉——嗅觉，一种原始的味觉形式（品尝空气！）——甚至不需要经过丘脑就能到达皮层的某些古老区域（梨状皮层(pyriform
cortex)），尽管大量嗅觉信息确实会进入丘脑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即背内侧核(dorsomedial
nucleus)。该核团对情绪处理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与依恋相关的社交情绪，包括分离痛苦(separation
distress)（见第9章）。无论如何，当前关于恐惧经典条件反射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由新成员LGN和MGN处理的听觉和视觉刺激。

当LGN从外界接收视觉信息时，它会向两个方向发送信息：LGN将信息向上发送到感觉（听觉）皮层，动物在那里有高层次的、有意识的详细视觉体验。然而，LGN也将信息向下发送到杏仁核，那里是初级过程恐惧系统和愤怒系统的最高层级所在。这些已被称为条件反射的”高路”和”低路”。

对大鼠的实验研究表明，恐惧预测线索的皮层下视觉处理可以直接激活外侧杏仁核（例如，Doron
& LeDoux, 1999; Shi & Davis,
2001）。在人类受试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皮层下通路（Campeau & Davis,
1995; Linke et al.,
1999）。其他形式的低路感觉处理，涉及声音、触觉、味觉和嗅觉，可能也能激发各种情绪反应，尽管这可能因物种而异。然而，总的来说，动物不必有生动的皮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或触觉体验，就能对某些刺激产生非条件（本能）情绪反应或简单的习得（经典条件反射）反应。低路处理通过将皮层下处理的感觉信息发送到丘脑来激发条件情绪反应，丘脑进而将信息向下发送到杏仁核恐惧系统的源头，即中央核。几乎按定义来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动物会体验到原始情绪情感(raw
emotional
affect)。同样，从经验上讲，情感的存在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证明：仅仅对恐惧系统的电刺激就可以在学习中充当惩罚。

恐惧条件反射的皮层路径——高路（LGN到听觉皮层，然后再向下到杏仁核）——因其”干净”而受到称赞，因为它提供了高水平的刺激分辨率。例如，听觉皮层可以区分枪声和响亮的摇滚音乐。然而，高路处理信息相对较慢。低路可以更快速地处理信息。低路”捷径”——直接从LGN到外侧杏仁核——被吹捧为”快速”但”粗糙”，因为它处理时间更短（估计为千分之十二秒），并且不能为动物提供任何精细的感知区分（LeDoux,
1996）。高路慢了一半。不应过分强调这一点；这可能仅仅反映了它是一条更长的路径，有更多突触。无论如何，假设低路处理可能无法区分两种惊吓声音——例如枪声和响亮的音乐——但这种刺激辨别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低路（脑干到LGN直接到杏仁核）可以更快地进行条件反射，至少在大鼠中是这样（图6.2）。

重要的是要明确，并非所有情绪的低路处理都是通过杏仁核进行的。例如，产生惊吓反射的突发巨响严格在脑干层面完成（这比到杏仁核的”低路”快两倍），而且已经确定，焦虑——持续的恐惧——会使这条惊吓通路敏化(sensitize)。例如，预测电击的视觉线索会使惊吓反射更强烈。因此，恐惧会使原始保护性反射敏化。我们还认为，恐惧回路的激活主要通过来自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向上影响使条件反射机制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惧系统是恐惧学习的指挥者。这不是一个流行的或甚至被广泛讨论的观点，因为我们所说的恐惧网络通常被视为是心理上空洞的、仅仅是条件反射的行为和自主神经”输出”系统（Davis,
1992; LeDoux,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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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恐惧反应经典条件反射的示意图概要。通常，在此类研究中，音调条件刺激(CS)后会跟随足部电击(UCS)。听觉刺激通过第八脑神经上行至脑干的耳蜗核，再投射到中脑听觉处理中继站下丘(未显示)，然后投射到听觉丘脑的内侧膝状体核(MGN)，最后投射到新皮层(右侧)。MGN有向下进入杏仁核的通路，首先到达外侧核(La)，然后进一步向下到达基底核(Ba)。这些通路通常不会接入从中央核(Ce)开始的恐惧系统。然而，电击(UCS)在大脑中也有类似的上行通路，但它也会分流进入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恐惧系统，后者直接激活UCR——无条件的本能恐惧反应。当CS进入杏仁核时，这里提出PAG的上行恐惧影响在导致”杏仁核门户开放”中起关键作用，从而在几次试验后发生学习之后，CS获得进入恐惧系统的通路。这是另一种情感神经科学的解释。传统观点认为，UCS像CS一样到达丘脑，声音和触觉在La中的结合是条件反射的关键联系。这两种观点仍有待直接的实证对比(改编自LeDoux,
2007，并有重大修改)。

目前有数十个实验室正在深入研究这个非常可靠的恐惧条件反射模型，使用足部电击。人们只能希望某些实验室最终会转向比足部电击更温和的恐惧”惩罚”，例如向颈后吹气，这会引起22-kHz超声波抱怨(Brudzynski
& Holland,
2005)，这种应激源产生的焦虑形式比即将到来的足部电击所产生的彻底恐惧要温和得多，后者会抑制这些相同的叫声(见Soltysik
& Jelen,
2005)。对大鼠来说，一种不那么明显厌恶的”惩罚”是让它们暴露在猫的气味中；大鼠对这类我们几乎闻不到的刺激非常恐惧，它们会将这些经历与发生的环境背景联系起来([图
6.1])。这类更温和的模型可能与理解人类焦虑更为相关。事实上，考虑到积极情绪可以像恐惧系统引发焦虑一样快速地被条件反射，即如条件性挠痒反应产生快乐的50-kHz叫声(Panksepp
& Burgdorf,
1999)，人们只能希望那些单纯对条件学习机制感兴趣的研究者能转向反映积极情绪”奖励”学习的模型系统，而不是强烈的负面情感”惩罚”条件反射。Jim
Olds在其生命末期进行的那种食欲条件反射(见[第3章])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厌恶刺激的快速条件反射的优秀模型。

无论如何，高路和低路的恐惧学习通常同时发生并相互补充；一般来说，大脑的高级区域调节低级区域，而低级区域唤起并敏化高级区域。因此，这些学习形式以目前未知的方式协调运作。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要记住，新皮层通过其许多向下的抑制性影响，可以平息情绪唤起。这当然是一种非常适应性的反应。假设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在经过你身边时发生了回火。这个声音会首先通过大脑中最低的听觉”道路”进行处理，使你惊跳，这可能随后导致恐惧性唤起。你可能会僵在原地，睁大眼睛，呼吸变浅。片刻之后，各种新皮层认知会告诉你这只是一辆调试不良的汽车发出的爆炸声。你的新皮层随后会调节(抑制)恐惧系统的唤起，你会迅速平静下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目前许多研究者将情感体验设想为认知活动的一个子集，从它们在完整大脑中确实强烈互动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例如，Pessoa,
2008)。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将这些活动视为不同的控制层级是明智的：在初级过程层面(即使加上简单学习)，没有理由相信几乎没有皮层的动物会对其经历的情绪唤起产生想法。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因为学会快速恐惧的啮齿动物确实需要高级内侧额叶皮层的参与才能消除恐惧。现在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消退”(当奖励或惩罚终止时反应的停止)的过程不仅仅是遗忘，而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而这种消除学习需要比初始学习本身更多的脑力——即更多的新皮层参与(Myers
& Davis, 2007; Sierra-Mercado et al., 2011)。

与所有情绪系统一样，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内容尚未被理解。一个巨大的谜团是，为什么直接刺激FEAR系统所产生的惩罚，不能像足部电击那样容易地与学习特定活动（比如响应预测性条件刺激按压杠杆以避免厌恶事件）建立联系（完整讨论请参见Panksepp,
Sacks等人，1991）。相比之下，动物确实很容易对恐惧性脑刺激产生条件性场所回避(conditioned
place avoidance)（Panksepp, 1998a,
p. 214）。我们推测，这仅仅是因为动物很难学会如何害怕恐惧本身，如果没有疼痛的情感伴随。

但即使是通过电击介导的恐惧学习，目前也不完全清楚所有预测性刺激（听觉、嗅觉、触觉等）是否都能产生恐惧调节研究中常见的光信号或声音信号恐惧条件反射，或者有多少感觉系统能够快速、低级通路地接入FEAR系统。视觉可能不行。例如，在大鼠中，沿低级通路处理的声波会传到丘脑内侧膝状体核(MGN)，比传到相邻外侧膝状体核(LGN)的视觉刺激更好地建立恐惧条件反射。然而，如果在生命早期通过手术诱导视觉系统终止于MGN，这些动物对视觉刺激的条件反射会更有效（Newton等人，2004）。显然在大鼠中，重要的不是哪个感觉系统进入丘脑，而是丘脑投射核向FEAR系统发送信息的效率如何。这表明不同物种中的不同感觉系统可能在介导快速恐惧条件反射方面有不同的”预备性”。

然而，条件反射的神经机制似乎不太可能在不同物种中有所不同，即从MGN到外侧杏仁核的传入感觉信息如何发展出通往杏仁核中央核（FEAR系统的源头）的新通路（习得性联结）。同样，从杏仁核中央核下行到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第5章]）的底层FEAR系统的运作原理，在不同物种中也不太可能有太大差异。一旦你对进化记忆（如无条件恐惧反应系统）有了良好的解决方案，以及对情绪记忆（恐惧条件反射）有了坚实的机制，为什么要抛弃它们呢？另一方面，人们当然会预期兔子比狮子拥有相对更大、反应更灵敏的FEAR系统，而且不同物种的高级脑机制会以不同方式处理情绪情境。

约瑟夫·勒杜的实验

大部分最有价值的恐惧条件反射研究是在约瑟夫·勒杜的实验室完成的。他也是研究杏仁核条件反射的实际分子细节的先驱，效仿埃里克·坎德尔早期在海蜗牛上的类似工作。勒杜想要探究介导杏仁核亚区成功条件反射的神经变化。他的团队以及其他团队的条件反射研究非常细致，促进了许多额外的进展（Davis等人，2010；Ehrlich等人，2009）。但遗憾的是，这也导致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杏仁核实际上是情绪产生的”总部”——情绪的中央车站（LeDoux,
1996）。事实并非如此。大脑中有许多区域对各种情绪的初级加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大脑的任何区域值得被称为情绪的中央车站，那么显然应该是PAG而不是杏仁核。PAG以绝对关键的方式参与每一种初级过程情绪。相比之下，杏仁核主要参与FEAR（恐惧）、RAGE（愤怒）和LUST（性欲），而且它在刺激-刺激学习（CS-UCS）方面的贡献远大于对无条件（本能）恐惧反应本身的实际协调，而后者对这类学习更为全局性地重要。在这里，我们将只介绍勒杜关于恐惧条件反射的开创性研究所揭示的一些一般原则，这些研究得到了其他杰出研究者的充分补充，如迈克尔·戴维斯（Davis等人，2010）、迈克·范斯洛（Fanselow
& Poulos, 2005）和史蒂夫·马伦（2005）。

很早以前就已经清楚，在条件反射建立之前，适度的声音和光线并不能直接激活恐惧系统(它们不像猫的气味那样是恐惧的非条件刺激UCS)。这就是为什么大鼠最初并不害怕经典条件反射实验中通常用作条件刺激的音调和光线。然而，关于最常用的非条件刺激——用来模拟捕食者咬伤的痛苦电击——的信息总是能够进入恐惧系统。疼痛直接影响恐惧系统的确切途径尚未被清楚地描绘出来。这可能是因为疼痛可以在多个层面进入恐惧系统——从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底层(从而在大脑的非常低的层面激活整个恐惧系统)，以及通过介导疼痛传递的各种丘脑网状核的高层输入。还有许多其他输入和促进因素，例如，促进认知联系的非特异性脑调节剂的通路，如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当关于电击的信息到达恐惧系统时，它可以与从丘脑内侧膝状核(MGN)到杏仁核外侧区域的低级通路传入的相关中性信息协同作用。当任何刺激被证明具有恐惧意义——持续唤起负性情感，就像电击总是那样——那么基底外侧杏仁核(BLA)中的神经细胞会通过发展与杏仁核中央核更强健的功能连接来做出反应。现在，中性刺激可以激活通往恐惧感受的”康庄大道”。

杏仁核中央核与下丘脑和中脑的许多低级脑结构一起构成恐惧系统(见[第5章])。当位于初级过程恐惧系统顶峰的中央核被条件性恐惧刺激唤起时，通常整个恐惧系统都被唤起了，大鼠会表现出全部的恐惧反应——僵住、血压升高、排便以及大量其他自主神经反应。这些不同的恐惧反应在脑干深处都有稍微不同的通路，但在完整的动物中它们通常都协同工作。动物还会表现出明显的负性情感——它们似乎以一种非常颤抖、害怕的方式感到紧张不安。重要的是要记住，足部电击产生的疼痛在神经系统中建立了这样的条件，即密切相关的刺激——预测性线索——可以控制那些预期性的条件情绪行为，这些行为本质上与非条件性(本能的)恐惧反应相同。换句话说，杏仁核中央核内恐惧系统的唤起(以及恐惧情感，这是一种神经状态)可能对学习的发生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正是在外侧杏仁核和中央杏仁核之间那些新的功能连接中，联想线索介导恐惧条件反射，因此这就是对恐惧学习感兴趣的行为神经科学家投入最多关注的地方，却没有清楚地承认恐惧唤起的情感性非条件反应对条件反射的发生至关重要!在低级脑区如导水管周围灰质中是否发生任何类似的条件反射仍不清楚，但如果发生了，我们预期它将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网络变化，正如”敏感化(sensitization)“所包含的那样——由重复的情绪唤起引起的情绪网络反应性的持久变化。

由于上述提到的条件反射发生所需的新的非条件反应-恐惧维度被忽视了，让我们重申条件反射的传统观点。当一只天真的大鼠最初暴露于非条件性预测线索(例如音调)时，它的恐惧不会被唤起。那么，由中性刺激和电击的快速连续引起的条件反射过程，如何赋予先前中性的线索新的进入恐惧系统的通路呢?勒杜(LeDoux)通过手术破坏了听觉皮层(高级通路)或从丘脑更直接通向外侧杏仁核的通路(低级通路)，他发现高级通路受损的大鼠条件反射建立得相当快，这意味着预测性信息可以沿着低级通路有效地进行，并唤起大鼠的恐惧系统。另一方面，低级通路受损(即MGN损伤)的大鼠也建立了条件反射，但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

MGN损伤的大鼠逐渐对与电击相关的音调产生恐惧反应。这种通过皮层的缓慢情绪条件反射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观察到了，对于预测食物的音调是如此，而皮层下区域神经元的条件反射进行得更快(Olds等，1972)。快速条件反射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皮层下系统为什么会比皮层系统条件反射更快却一点也不明显。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更古老的大脑系统应该在学习简单适应性反应方面具有优先权。换句话说，大脑的低级区域可能条件反射更快，因为它们在进化时间上更早获得了这种能力，因此它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具有某种优先权。如果认识到新皮层区域无法自行启动任何情绪反应，除非它们被训练这样做，这也许也是有道理的。只有经过持续的训练，某些高级脑区才能开始激发情绪。换句话说，新皮层只是缓慢地发展出向杏仁核传递明确认知信息的能力，以便激发习得的情绪性。这可能是严格的认知心理治疗方法可能不如那些同时使用熟练的初级过程情感操作的方法有效的原因之一(见[第12章])。

显然,指向情绪系统的皮层下感觉低级通路掌握着有效、快速条件反射的一些关键。但我们认为,实际上是本能的FEAR系统——震惊诱发的UCR(非条件反射)——为恐惧条件反射的发生提供了关键钥匙。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传统学习理论家的看法。如果我们的观点被普遍接受,这种理解上的转变不仅会对所进行的实验类型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会对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产生深远影响(见第12章)。无论如何,这种低级通路条件反射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进行——没有任何认知理解——但它肯定充满了强烈的情感体验,即情感现象意识。

这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认为感受只有通过新皮质中的认知-概念”库”以某种”读出”方式传递才能被体验——变得有意识——的想法,是一种信念,而非事实。相比之下,FEAR系统产生可怕体验的能力是一个事实,而非信念。无论如何,LeDoux的研究小组观察到,当大鼠被条件反射训练产生恐惧时,BLA(基底外侧杏仁核)中的细胞在发展与FEAR系统中央核的连接时会更频繁地放电。关于这种学习回路的总结,见图6.2,我们在LeDoux的工作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以突出FEAR系统可能从下方敏化杏仁核学习机制的方式(出于当前目的,我们将BLA区域内的独立神经处理合并为单一的BLA组件)。

BLA细胞利用谷氨酸,并作用于突触后谷氨酸敏感的NMDA受体(谷氨酸受体有几种类型)——据推测是将”沉默突触”转变为活跃突触(Kerchner
& Nicoll,
2008)。这种联系——最初关闭的突触门的通透性增加,部分由局部抑制性神经回路介导(Ehrlich
et al.,
2009)——然后将来自BLA区域的条件反射信息转移到FEAR系统的中央核。这种恐惧条件反射机制类似于其他情绪系统使用的学习机制,这些机制正在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被研究,但我们通常对其了解较少(例如,伏隔核中习得的食欲-SEEKING行为,通常将上行多巴胺系统的”奖励”力量纳入其条件反射视野)。到目前为止,似乎有一个普遍原则,即认知与原始过程情绪系统之间的这些接口都使用增强的谷氨酸能传递作为产生习得反应的机制。

尽管如此,情绪学习的发生似乎不言而喻,人和动物必须被非条件刺激唤起情绪激活。这表明非条件反应需要被视为条件反射过程中的一个积极部分——帮助解释如何与预测性条件刺激建立联系。如果是这样,那么神经系统的非条件情绪反应——在本例中是FEAR系统的唤起——对学习可能特别关键。在我们看来,FEAR系统介导恐惧学习的方式仍然是大脑中情绪学习如何运作的一个讨论不足的方面。这种对学习中UCR(非条件反应)的忽视可能反映出运动系统通常被设想为仅仅是”输出”回路,而没有认识到复杂的原始过程情绪行动系统实际上是脑内整合行动回路,具有心理-情感维度。

让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假设,这可能超出了一般读者愿意关注的范围: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谷氨酸受体分为两大类——AMPA和NMDA类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关注都集中在NMDA受体在介导条件反应中的作用上。我们认为,FEAR反应本身可能建立了必要的成分(也许是杏仁核中央核FEAR系统神经元中AMPA敏化谷氨酸受体的萌发),这可能是通过BLA复合体到达的条件刺激的许多”沉默”NMDA谷氨酸突触输入(Kerchner
& Nicoll,
2008)随着学习的进行而渗透到中央核FEAR系统源头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可测试的假设,值得更多的实验关注(但见Rumpel
et al.,
2005)。如果沿着这些思路的某些观点最终得到证实,它将再次突出大脑古老区域更古老的原始过程情绪网络在高级大脑功能如何运作中的首要地位。这是进化运作的最”合理”方式。

目前，关于最简单的恐惧条件反射模型的研究非常流行，我们预计上述假设很快就会被某人验证（也许在本书出版之前！）。我们预计这将由那些对中央核(central
nucleus)亚功能非常感兴趣的人完成，例如最近关于中央杏仁核不同功能神经元群体的研究，其中外侧部分是条件反射所必需的，而实际的条件反射反应则由内侧分区的神经元驱动（Ciocchi
et al., 2010），并且具有丰富的独特神经化学控制（Haubensak et al.,
2010）。从直接干预的角度来看，也许最有趣的发现是，神经元的亚群受催产素(oxytocin)和加压素(vasopressin)控制，催产素通常会降低恐惧感，而加压素会增加恐惧感。由于女性大脑中的催产素神经元比男性多，而男性大脑中的加压素神经元更多（Panksepp,
1998a），这似乎表明在恐惧系统的源头就存在女性-男性在恐惧感方面的差异（Huber
et al., 2005; Viviani & Stoop,
2008）。事实上，催产素增强了传统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物（如地西泮）的效力（Viviani
et al.,
2010）。这表明鼻内催产素最终可能在与焦虑相关的心理治疗干预中发挥作用，以及其他情感障碍如产后抑郁症。

总之，让我们关注一些关键的概念性问题（如 Maren & Quirk, 2004
所概述）。在基底外侧杏仁核(BLA)中看到的可塑性是真正的联想性的，因为简单的敏感化——重复电击——不会提高该核团中的神经元放电。学习仅在存在与大脑无条件反应配对的相关预测性刺激（例如，音调）时才会发生。基底外侧杏仁核中的学习可塑性完全不依赖于声音的皮质处理。条件反射在没有听觉新皮质的情况下完全进行。它也在没有内侧膝状体核(MGN)中任何先前的学习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变化可能会将条件反射声音信息向下发送到恐惧系统。据我们所知，条件反射首先发生在杏仁核本身。然而，最终发生在丘脑（内侧膝状体核最终也表现出条件反射反应）的可塑性似乎确实依赖于已经发生在杏仁核中的条件反射。基底外侧杏仁核似乎”指导”它接收恐惧信息的丘脑内侧膝状体核区域。我们怀疑对于恐惧系统本身也可以这样说：以某种目前未知的方式，恐惧系统的进化记忆指导基底外侧杏仁核-中央杏仁核的连接进行条件反射。

最后，让我们简要考虑一下，当基底外侧杏仁核中的神经元被条件化时，条件性恐惧行为是否是绝对必要的后果？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训练有素的动物中，基底外侧杏仁核中的神经条件反射可以与恐惧行为分离。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测量基底外侧杏仁核内的条件性神经反应，而动物不表现出任何恐惧。这可以通过将NMDA受体阻断剂放入突触中来实现，在那里基底外侧杏仁核的信息可以被阻止进入中央核（本能恐惧系统的最上层结构）。因此，条件性神经元反应在基底外侧杏仁核中仍然明显，但动物在呈现先前的恐惧刺激时在行为上（因此我们假设在情感上）保持放松（Maren
& Quirk,
2004）。我们的解释是，动物要体验学习性恐惧，条件反射信息必须首先进入恐惧系统本身。并且有许多更高级的过程可以进入这些初级过程（即，通往情绪的”皇家大道”——初级过程情感系统）。例如，除了对离散的条件刺激（如预测电击的音调）做出反应外，恐惧条件反射动物还会对许多复杂的情境刺激做出反应，这些刺激涉及它们受到伤害或只是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受到惊吓的一般环境（例如，见图6.1）。

恐惧的情境条件反射

我们不仅害怕世界上引起恐惧的事物，我们也害怕危险的地方。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以及在大多数实验条件反射情境中，恐惧相关刺激进入恐惧系统有几种并发的方式。通往条件性恐惧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海马体(hippocampus)，它处理情境刺激，例如除了离散的听觉音调之外的可怕地方的所有其他线索。例如，LeDoux的老鼠开始害怕它们被测试的笼子，包括可能用于传递足部电击的钢条，以及地板上锯末的气味。如果笼子旁边有一扇带有明亮窗帘的窗户，老鼠可能会在看到所有窗帘时开始僵住。当它们听到实验室助理接近将动物从其家笼中取出以进行实验步骤时，它们也可能感到害怕。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我们知道当研究人员接近时，老鼠通常会发出22-kHz的警报叫声，这些研究人员可能会将动物带到它们不喜欢的实验情境中。

虽然海马体对于许多情绪记忆的形成并非必需，但现在已经清楚，在将情境刺激(contextual
stimuli)发送到始于中央杏仁核的恐惧”主干道”之前，海马体的参与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海马体除了在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ies)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外,还负责计算空间定位(spatial
orientations),并提供关于条件反射发生情境的信息。这些情境信息也会直接从海马体传递到外侧杏仁核,以唤起恐惧系统(Ehrlich
et al.,
2009)。需要重申的是,当动物对如前所述的非常离散的线索进行条件反射时——一个特定的条件刺激——学习是通过不同的MGN到杏仁核通路发生的。

对情境刺激的广泛条件反射,显然增加了学习的适应价值。然而,这是通过杏仁核中略有不同的通路发生的,即通过基底核而非接收MGN输入的背侧核。但是,学习的神经生物学原理——产生线索和情境条件反射的神经元机制中的分子变化——仍然非常相似(就像其他初级过程系统中所有其他类型的基本情绪学习一样)。换句话说,谷氨酸传递效能的增加(作用于NMDA受体)对于情境恐惧条件反射和线索条件反射同样至关重要。

恐惧回路的情感压力：老鼠会感到恐惧吗？

勒杜克斯的条件反射研究关注的是习得性情绪行为如何通过低级通路快速获得——这就是内隐情绪学习的发生方式。然而,他和大多数其他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并不承认,还存在一条通往原始恐惧感体验的进化”主干道”,一种非常厌恶的脑心(BrainMind)状态。正如罗斯福总统所理解的,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尽管我们钦佩这些条件反射实验的科学技巧,但当涉及到理解情绪感受的真正含义时,我们与勒杜克斯和许多其他进行此类研究的人分道扬镳。这是因为他们刻意忽视动物的感受,并且他们经常声称动物感受的存在与否是一个非科学问题(尽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有一些改变观点的迹象)。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指出的,勒杜克斯明确支持读出理论(read-out
theory)——即情感是由新皮层工作记忆功能创造的,这种功能在人类大脑中独特地扩展了。换句话说,他将情感视为高阶认知构造(也许只在人类中得到阐述),因此他将动物显著的恐惧反应设想为纯粹的生理效应,没有体验性后果(LeDoux,
1996, p. 302)。

现代对人类恐惧感的脑成像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杏仁核的有趣事实,但有一个事实突出：当研究者对那些仍然相当远离直接危险的恐惧进行成像时,杏仁核往往会亮起来。但当实验性的”捕食者”可以说就在你身后,准备咬你(即手指电击)时,恐惧系统的最低部分,即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会亮起来(Mobbs
et al., 2009)。这个脑区是恐惧感受和行为的中心(Brandão et al., 2008;
Panksepp,
1998a)。当我们分析这里的电刺激在动物中的惩罚特性时,我们在最低水平的脑刺激下得到了可以想象的最强厌恶反应,而人类则体验到可以想象的最恐惧的心理状态(Graeff,
2004)。

这些情感体验的问题应该比现在更多地困扰恐惧条件反射研究者。我们认为,在当今时代,明智的做法是将原始情感体验的问题概念化为与动物是否对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自我意识”的问题截然不同,后者确实需要工作记忆并伴随对未来的巨大担忧。有力的证据表明,大脑中存在初级过程情绪网络,它们帮助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产生现象性情感体验,也许在许多其他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中也是如此。这些是心智脑(MindBrain)一些最重要的”非条件反应”的神经系统,对学习感兴趣的神经科学家必须经常使用它们,以便动物能够像它们那样容易地学习。我们认为产生这些体验的神经系统——脑心的各种奖励和惩罚——对于产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处理的习得性情感记忆至关重要。关于初级过程情绪的这些知识也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理解情绪如何影响高级心理过程。

在总结恐惧条件反射时，让我们明确一点：只有神经科学研究才能真正阐明大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心理体验是如何产生的。心智是由复杂的大脑过程实例化的,这些过程在活体中运作,通常是在复杂的世界中。尽管如此,虽然行为分析在进行时几乎没有科学争议,但心理分析目前似乎只是重大争议的来源。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行为技术效果很好,而且大多数动物研究者觉得他们不必考虑心理构念,因为它们可能是我们想象的产物。情感神经科学通过识别帮助创造原始情感感受的关键大脑系统,通过各种大脑情感系统的奖励和惩罚特性,所寻求做的是提供一种理解我们情感心智基础的进化策略。大脑中基因内置的情感系统反映了祖先记忆—对生存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适应性情感功能,它们被构建到大脑中,而不是需要每一代个体重新学习。这些基因内置的记忆(本能)作为学习和高阶反思意识出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平台。


一个历史案例:内隐情绪学习和记忆

让我们分享一个关于恐惧所谓无意识本质的故事;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经常被那些假设上述恐惧学习在没有恐惧感受的情况下进行的神经科学家引用。“内隐情绪记忆(implicit
emotional memory)”现象在1911年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ede)的法国医生著名地证明了,他的一位女性患者大脑两侧的海马体(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所需的区域)受损。正如现在所预期的那样,克拉帕雷德患者的大脑无法创建任何持久的陈述性-情景记忆。因此,一旦事情从她的工作记忆中消失,她就会忘记一切。每次她见到克拉帕雷德时,他都不得不向她介绍自己,就好像他们从未见过面一样。

见面时握手是惯例,因为患者能够保留程序性习惯,她能够参与这种社交仪式。有一天,克拉帕雷德在手掌里藏了一根针,在他们握手时刺穿了她的手指。疼痛让她吃了一惊,但伤口很浅,很快就愈合了。当然,她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然而,当克拉帕雷德再次见到他的患者时,她拒绝与他握手。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如此不愿意,她做出了健忘症患者通常会做的那种借口来掩饰他们无法回忆事件的能力。(她说:“一位女士难道没有权利不把手给一位绅士吗?”)克拉帕雷德的患者不可能有意识地记得他在上次见面时伤害了她。她大脑两侧的海马体损伤使她无法生成事件的陈述性记忆。

然而,她确实从针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以前她不害怕与克拉帕雷德握手。握手是一种中性的,甚至可能是积极的体验。然而,在受到针刺后,患者获得了—学会了对以前中性的刺激产生负面情绪反应,即医生伸出的手,也许对医生本人也是如此,尽管她可能无法说出原因。对中性刺激获得新的情感反应构成了情绪学习。而对那种习得反应的保留就是情绪记忆。这个例子也很好地突出了情感体验在大脑中与陈述性认知体验非常不同。海马体的双侧损伤消除了后者但不消除前者。这个例子还突出了情感可以完全独立于认知。我们预期,如果克拉帕雷德或任何做过这类工作的现代科学家仔细询问他们的患者在这种恶作剧之后的感受,他们会说他们对研究者更害怕了一点,却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只能通过理解情感可以独立于相关学习和认知而存在的临床医生的精神分析访谈来检索)。


情感力量引导记忆形成

情绪在决定我们如何行为、感知、思考和记忆方面的力量是一种非凡的特质。情绪使我们主动伸出手，通过身体和思维与世界互动。因此，我们倾向于将情绪系统设想为”吸引子景观”（attractor
landscapes）（用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说），它帮助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与环境建立特定的联系。因此，我们设想初级过程情绪系统处于”有利位置”——占据上风——当涉及到学习如何控制我们大脑中记忆的形成时。这绝不是脑心智科学中的传统观点，主要是因为神经科学家通常忽视实验动物的感受。许多神经科学家尚未理解大脑中许多”非条件”过程的情感本质（UCS实例，例如疼痛性电击，以及UCR实例，例如非常可怕的恐惧唤起），他们使用这些过程来激发”条件性恐惧反应”（例如僵住和逃跑），这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于研究动物的记忆。但他们与各种UCS实例配对的中性条件刺激可能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相关的UCR（神经系统的本能情绪反应）也”充满”了情感的神经化学物质。

事实上，存在一种内在的”记忆”过程，它完全是由于伴随初级过程UCR的重复情绪唤起而发生的——内在的情感记忆可能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造成内部破坏。如前所述，正如我们在继续学习过程中会一遍又一遍看到的那样，每个情绪系统都可以通过反复使用或长期不使用而变得更强（敏化）或更弱（脱敏）。我们内在情感心智景观的这种慢性变化使我们能够理解，重复的早期情绪体验（创伤）如何对成人思维的长期情感特质具有形成作用，我们通常称这些特质为气质或人格特质。

现代神经科学的显著之处在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认知比我们的情感更能引导我们精神生活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新皮层非常能够发展知识结构，我们似乎在那里度过了生活中大部分的精神时刻。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时，许多这样的观点只是在理性和妄想之间摇摆不定的信念。完全”理性动物”的幻觉（关于精细分析，见Fogelin，2003）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是唯一拥有可以构建和传达复杂想法和妄想的语言的物种。许多人认为，没有语言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有意识，但很多取决于我们对”完全”的定义。但从大卫·休谟到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几位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的情绪为我们的认知过程提供能量并引导它们。我们也属于其中。语言是人类大脑发展中最近的持久性发展，它的构建和引导既受文化影响，也受生物学影响。

通常阐述语言的神经机制使我们能够在认知上与他人交流（即，它们是擅长线性处理信息的习得工具）。这些机制通常集中在左大脑半球，它通常比右半球更少情绪化。相比之下，更具整体性和更具情感敏锐度的右半球维持和阐述生活的情感方面，几乎没有明确的认知意识，也许是因为它从情感和整体上看待生活。例如，它为我们的声音增添了韵律——情感旋律或情感刺耳性。

当然，否认认知活动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愚蠢的，但一个人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的大部分理由来自于一个人的感受。只需想想我们所拥有的信念——我们奇怪的、强烈持有的信念。如果没有来自集中在新皮层下方的情绪网络的情感和注意”能量”，许多认知观点的明显连贯性很快就会退化。

因此，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高级脑区可以被训练来调节情绪唤起，这是健康心智成熟的伟大成就之一（Goleman，2006）。再次考虑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在第4章的题词中。尽管认知和情绪在大脑的高级区域保持概念上的混合，但当这种相互渗透从下方和上方得到实质性的——温和而平静的——调节时，心理健康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疗法仍然是心理治疗领域的主流。心理治疗的一个目标，凭借其重新框定情绪困扰区域的能力，是帮助完善这些技能。另一个目标是理解我们精神生活的情感本质。心理治疗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理解我们思维的愤怒，并更加平和地对待大自然母亲和养育之父（或缺乏养育）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所造就的一切。

遗传记忆：超越传统记忆到大脑网络敏化和心智脑的表观遗传塑造

仅仅几十年前，科学家们还相信每个人出生时大约有100,000个基因。我们现在知道每个人出生时只有大约22,000个基因。这当然足以创造我们所有人都具备的七个基本情绪系统。这些祖先的脑心(BrainMind)记忆还包括各种注意力和动机机制，我们不会重点讨论这些机制，它们由许多许多大脑化学物质控制。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基因数量远远不足以解释我们心脑(MindBrain)功能的多样性和微妙性，但完全足够让婴儿动物和人类在获得成人心智的无穷特征的道路上顺利起步，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学习创造的。在成年人中，个人特征的排列，更不用说个体的思维模式和专业知识领域，只能通过我们上面描述的巨大学习和记忆能力而出现。这些特征锚定在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稳定的情绪技能和气质组合上。

然而，即使是这些情绪特质和人格维度也是通过我们在世界中的经历而巩固的。我们有许多直接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优势和劣势，但也有很多是出生后从我们的养育方式中产生的基因变化——即大脑网络的表观遗传(epigenetic)塑造，导致大脑的初级过程情绪和动机网络中的各种敏化和脱敏模式。这些由环境长期塑造的基因记忆最近才进入发育思维的前沿（关于出生前这类效应的精彩近期概述，参见Paul
(2010)）。

表观遗传学(Epigenesis)描述了经验如何改变基因表达模式以允许创造许多个体特征的方式。表观遗传不是突变，突变是我们出生时所携带基因的物理变化。表观遗传是一种经验依赖的变化，发生在基因上，通常在我们出生后。基因可以改变的表观遗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基因表达程度的变化。身体的所有细胞都有相同的基因，但在每个细胞中只有一些基因是活跃的或”表达的”。当以前休眠的基因变得活跃时，我们说发生了基因表达。基因表达导致新蛋白质的产生。当基因表达的强度在环境影响下降低或增加时，我们称之为表观遗传。

从化学角度来看，表观遗传产生于染色质的变化，染色质是围绕基因的支撑物质。乙酰化和甲基化的化学过程可以改变染色质的三维结构，这可以使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接触到基因（参见Szyf et al.,
2008，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他们关于母亲照料(CARE)对婴儿大脑表观遗传效应的工作）。当转录因子可以接触到休眠基因时，基因表达的速率可以提高或降低，以在新水平上产生蛋白质。大自然培育不同生命轨迹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生成称为”微RNA(micro-RNAs)“的小型调控基因控制片段，它们也可以帮助控制基因乐团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演奏方式。作为我们经历和展开的基因表达的函数而产生的蛋白质数量的变化，通常在创造新的神经通路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一些通路有助于编码新的技能、知识和人格特质。

当七个皮层下情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被唤醒时，它们反过来会唤醒新皮层的部分区域。这有时涉及表观遗传和在大脑最具可塑性区域内创造新的神经通路。新皮层的表观遗传发育和专业化可能从根本上依赖于皮层下的注意力、感觉、情绪和动机功能如何帮助编织新的连接模式。在皮层下水平，其他表观遗传过程可能帮助塑造情绪系统的成熟，产生终生的情绪优势和劣势，这些决定了动物和人类一生的情感人格。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新皮层以下，大多数人——大多数哺乳动物——在情绪种类上非常相似，尽管在每个情绪网络的活力以及它们能影响的新皮层数量方面存在物种典型差异。我们性格的许多详细表观遗传精炼发生在新皮层中。然而，表观遗传也有助于解释我们的核心（皮层下）情绪气质是如何在发育中被精炼的——我们如何因为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而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个体。表观遗传，连同学习/记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如此复杂和多变的人格、技能和知识储备，即使我们每个人出生时只有约22,000个基因。除了传统的学习和记忆机制之外，心脑(MindBrain)不同区域基因表达的不同强度和模式，使每个人有限的基因库能够通过经验而多样化。

总结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传达学习和记忆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和记忆是自动和非自主的反应（由大脑的无意识机制介导），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学习和记忆在其最持久的形式中，通常与情绪唤醒相关联。我们日常的工作记忆通常倾向于关注那些在情感上有意义的事物。更多时候，情节记忆和自传体记忆涉及我们生活中在情感上有意义的方面。最终，研究人员可能能够揭示一个分子和化学序列，从情绪唤醒开始，以创建持久的、高度个性化的情感性情节记忆结束，这些记忆影响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气质特征。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些不需要情感唤醒就能发生的学习和记忆类型，但我们不知道任何伟大的例子，除了机械记忆（我们在学校里讨厌的东西，进展特别缓慢，毫无疑问是因为无聊）和LTP型程序性记忆。

显然，情绪唤醒是创建恐惧学习记忆的必要条件——例如，对先前中性刺激的冻结反应——因为只有当训练程序唤起情感唤醒时，动物才能被条件化。情绪，尤其是寻求热情，也肯定会激励动物学习程序性技能。一般来说，这些技能需要重复练习，但我们需要被激励才能练习。然而，程序性记忆是情感唤醒对记忆检索非常重要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因为即使在人和动物情绪平静时，它们似乎也会持续存在。母亲可以有效地进行养育工作，而不会感到特别感动。虽然程序性记忆的检索可能不需要情绪唤醒，但它在情感调节以及他人情感调节中起着明确的作用。当孩子有礼貌时，这会让其他人喜欢他们。这对所有孩子来说都是积极的体验。当一位母亲即使在没有心情的时候也能有效地养育，这调节了她孩子的情感。

我们不了解认知心智的细胞和分子细节，但经典条件反射的神经科学（如上所述）揭示了关于大脑情绪和认知基质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大量实验证实了情绪对我们学习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影响，部分通过我们工作记忆的运作方式（Davidson
et al., 2003; Lewis et al.,
2008）。这项研究表明，情绪唤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工作记忆中自然处理的事物类型——当我们试图理解我们的生活时所考虑的项目类型。这是如何发生的尚不清楚，但有一些简单的可能性。例如，恐惧系统可能唤醒工作记忆，因为许多相关的神经通路（如由神经递质乙酰胆碱、谷氨酸和去甲肾上腺素驱动的通路，它们控制注意力的强度）被恐惧系统唤醒，并投射到介导工作记忆的新皮层相关区域（LeDoux,
2002）。

恐惧以外的其他情绪系统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引导一个人的思想和注意力，但关注点却截然不同。新母亲的照料系统会使她高度关注婴儿的任何痛苦迹象。在放松的时候，沉浸在养育的甜蜜中，母亲可能会思考要购买的可爱服装或琢磨温馨的照片。任何处于性欲系统唤醒状态的人都会发现他或她的思想和感知集中在性情境和各种惊人的可能性变化上。当愤怒被唤起时，我们倾向于沉思复仇的想法，并且太容易为我们的爆发找到认知借口（合理化）。当我们的恐慌/悲伤系统被唤起时，我们寻找一张友好的面孔，并怀着渴望的感觉思考快乐的团聚。我们的玩耍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认知小丑，用聪明的言语来取悦那些享受高级心智游戏的人。而寻求系统在正常生活的每个清醒时刻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唤起，当其他更离散的情绪系统处于静止状态时，它为我们提供了学习世界的巨大能力。

考虑到情感体验和学习之间的这些关系，心理治疗师在更深层次的神经科学背景下考虑令人不安的记忆将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再处理和再巩固可能会开辟新的和更好的机会来处理某些长期记忆的令人不安的情感方面（Panksepp,
2009a）。此外，考虑到情感负荷的记忆比非情绪性记忆更容易被自发记起，那些无休止地沉思他们烦人问题的人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突显了他人的重要性，那些能够倾听并以敏感和积极的方式回应的人，可以帮助从更有益的情感角度重新构建记忆。事实上，现在人们可以想象全新的方法来软化创伤记忆对人们心理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见第12章）。

以上所有知识的治疗意义是巨大的。这些事实似乎突出了关于情绪学习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可能如何与相关的精神病理学（例如，广泛性焦虑障碍）相关联。情绪学习的额外层次甚至在大脑的更高区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呈现，可能以高度特异性的方式，这可能是使它们在治疗上如此难以管理的原因。但最终，所有这些关于恐惧条件反射的精细工作的实际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对病理性情绪困扰如何通过特定的生活经验在心智-大脑(MindBrain)中产生有了扎实的理解。理解这些机制为如何消除、重新条件化和重新情境化恐惧记忆开辟了新的途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工作正在进行中，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者现在意识到”消退”——通过缺乏”强化”而导致习得性反应的丧失——也是一个主动学习过程。通过药物，如d-环丝氨酸(d-cycloserine)，可以促进过去厌恶性记忆影响的消除和再巩固（通过新的学习），这些药物是学习促进剂（详细讨论见Davis等人，2006年；Myers
&
Davis，2007年）。这些药物是通过促进再巩固——情绪记忆通过新的情感情境和重新学习而被修改——还是通过消除旧的学习来起作用，目前尚不确定。

这些信息对于心理治疗师可能是有用和启发性的，因为它解释了情绪学习如何在人类生活中发生。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生命过程中都受到大量条件反射的影响，产生各种次级和三级过程的情绪现象。当条件反射回路成为记忆回路，特别是自传体回路时，情节性三级过程情绪记忆和思想的复杂性就会出现，与文化的持续流动和无尽复杂性融合在一起。反过来，当心智的皮层方面开始触发强烈且通常是特异性的情绪反应时，人们最好理解个体生活的动力学。这就是为什么治疗性对话如此有意义。当人们谈论他们的担忧时，他们会情绪激动并在人际间参与，这反过来又唤起陈述性和情节性记忆的进一步方面，为新的工作记忆提供”燃料”。思想和情绪在一连串的想法和感受中滚雪球般增长，这正是治疗性对话的特征。如果使用得当，这种对话可以成为持久情感变化的基础——一种深刻的脑-心智可塑性(BrainMind
plasticity)（Doidge，2007年）——我们在精细的神经科学层面上还不太理解。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7章

心智的性欲(LUSTful)激情

从生殖冲动到浪漫之爱

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世界和时间，

小姐，这种矜持就不是罪过。

我们会坐下来思考以何种方式

漫步，度过我们漫长的爱情之日；…

用一百年来赞美

你的双眸，凝视你的额头；

用二百年来崇拜每一个乳房，

但用三万年来赞美其余；

至少用一个时代献给每一部分，

而最后的时代应该展现你的心。

——《致他羞怯的情妇》，写于1651-1652年，

由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于1681年出版

从原始性欲到温柔之爱的性爱感受如何在人类大脑中产生，仍然是心智科学中最重要但最不为人理解的科学问题之一。理论很多，但共识甚少。相比之下，我们对啮齿动物大脑的性回路了解很多。通过这样的动物模型，可以解决关于原始性欲(LUST)的一些最有趣问题的细节，我们有希望阐明支撑人类性欲之爱的一般原则。动物研究发现对理解人类性行为（图7.1）的意义是巨大的。

LUST系统恰好位于我们理解基本哺乳动物身体驱力(性情感)和社会情绪之间的支点上,它们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样紧密相连。LUST的原始冲动使社会生活变得极为有趣,因为性是所有哺乳动物生活中的主要动机,实际上是所有可能阐明人类状况的生物的主要动机。但性感受并不预示着我们自身的生存问题,而是关乎我们家族基因在未来世代的延续。性满足在经历这些体验的个体生存中不起关键作用;它们只服务于物种的生存……至少故事是这样说的。然而,令人满意的性生活很可能会促进强健的免疫系统和长寿,就像体育锻炼一样。尽管性满足可能不是生存的直接帮助,但关系良好、性生活满意的人往往比那些没有幸福关系安全感的人活得更长,无论他们的配对是男女、男男还是女女。充实的爱情关系所带来的祝福,以性满足作为坚实的组成部分,似乎是身心的良药,使许多人类能够在生育年龄之后活得比其他物种的常态长得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代价的:在共同生活中什么是重要和令人满意的问题上,女性和男性通常有不同的想法。关于这些问题的书籍不断被写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的《男女之间的心理战争》(Lewis,
1976)到世纪末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建议(Gray,
1992),再到过去十年的《他到底在想什么?男人的大脑真正如何运作》(Gurian,
2004),强调女性应该了解许多男性相对较弱的情感生活,与许多情感丰富的女性相比。是的,男性大脑和女性思维确实有一些令人痛苦而有趣的区别特征。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里的内容将主要关注大鼠,但我们将始终关注人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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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Marcantonio
Raimondi(1524年)根据拉斐尔才华横溢的25岁学生Giuliano
Romano的原画创作的情色版画。这幅版画据说是最早的情色艺术收藏之一—“I
MODI”系列中唯一幸存的图像。1524年,Pietro
Aretino为Romano绘制的16种性姿势配上了十四行诗,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情色艺术作品之一:Aretino的”情欲十四行诗”。这部作品与Raimondi精美的版画一起被编入印刷版。除了极少数副本外,这本书的所有副本都被教会迅速焚毁。目前已知没有完整副本幸存(来自http://www.artarchiv.net/doku/museum/Aretino.htm)。

那么作为一个有性别的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自然的(或规范的)男性和女性性特征?当然,随着我们对人类中存在的”自然”多样性的文化意识的扩展,我们今天用来指代性身份多样性的语言和标签也扩展了。但当我们对人类性特征的了解实际上远少于对大鼠的了解时,关于词汇和标签几乎没有共识。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可能是不适和分歧的来源,因为关于性别和性身份实质的文化战争仍在继续。例如,当所谓规范的男性和女性心理身份和行为倾向与身体外观混合在一起,有时几乎无法共存时,拥有双性身份意味着什么?真正成为跨性别者、变性者、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性别角色”或”身份”是如何通过生物学、文化和个人选择的混合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概念只是关于我们性遗产的混乱、嘈杂的辩论中的一些语义样本。这些辩论既是生物学的,也是政治化的文化—这创造了一个嘈杂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经常更相信理解不清的语言,而不是支撑我们性特征的生物学事实。在本章中,我们努力以相对直接的心理生物学和行为学方式使用性别和性身份的术语。诚然,我们的用法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当前文化话语中的用法(好像这样的事情甚至是可能的)。但由于我们试图尽可能紧密地讨论在动物模型中研究出来的初级过程证据,我们对性和性别术语的使用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我们请读者原谅这方面的任何明显不足,并加入我们这一章对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探索所开启的非凡性特征视野的探讨。

在生物学层面，关于性和性别身份的本质，之所以会出现一些清晰度，是因为性别的身体外观和大脑的性组织可能与一个人假定的社会文化身份并不匹配。在生物学层面，多样性的范围可以从具有典型XX性染色体的遗传女性表现出明显的心理行为男性化，到遗传上典型的XY男性具有极其”典型”的女性身体特征，但内心感觉完全是男性化的这种模糊性。事实上，人们可以处于各种”不匹配”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当我们加上更高层次的心理自我身份时，可以肯定的是，事情变得无限复杂，在许多层面上存在概念上的激流和文化上的交叉流，从我们所说的心智脑组织的初级到三级层面。我们甚至不会触及受文化和社会影响的”性别角色”身份问题，这些问题为初级过程的神经生物学和荷尔蒙复杂性增加了如此多的三级过程复杂性层次，而这将是我们的关注焦点。人类文化问题无法在其他动物身上得到很好的模拟。然而，通过研究我们的哺乳动物同伴，性冲动和性别身份的许多生物学特征已经得到了阐明。我们认为，这种共享的生物学遗产对我们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在初级过程层面感受情欲的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本章将探讨男性和女性大脑之间的解剖学和化学差异。我们还将探索一些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确认了为什么性欲(LUST)回路应该被视为一个初级过程情绪系统，一个对女性和男性来说有些不同的系统。像所有其他情绪系统一样，性欲网络与各种稳态和感觉情感机制相联系。例如,饥饿会极大地降低性冲动，恐惧和大多数负面情绪感受也是如此，尽管轻微的疼痛有时可以增加性唤起，而不仅仅是在施虐受虐的人类中(Caggiula
& Eibergen,
1969)。但主要的是，我们将深入研究一些关于性大脑和性身体表现出相对独立的胚胎发育方式的迷人研究。这种独立发育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性恋/跨性别现象的极端情况，包括遗传(XY)男性可能更温和的心理女性化特征梯度和遗传(XX)女性的男性化心理。我们还将探讨促进跨性欲望的心智脑机制，那些似乎违反男性和女性身份简单化概念的机制。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关注一些相关的临床考虑。尽管我们对人类多样化跨性别现象背后的大脑解剖学和化学特性的具体知识有限，但我们对动物模型中的这些问题已经相当了解。至少在科学界，人们越来越接受在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生物学事实可以阐明相关的人类状况。作为这一讨论的一部分，我们还将研究一些关于催产素作为”爱的荷尔蒙”的新兴神话——这通常有几盎司的真实性，但往往也有几磅的夸张。“信心”的概念可能比”爱”的概念更能解释催产素的影响。我们将通过考虑神经科学和经典精神分析的心理性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来总结。

大脑的性回路：性情感心智的本质是什么？

有些人仍然相信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是相似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偏好完全是习得的。现代神经科学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消除这些观念。虽然每个性别确实都有男性和女性大脑网络，但这些回路通常强度并不相等。因此，正如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一样，他们的大脑在许多方面也是不同的，具有极其多样的心理细微差异(Hoyenga
& Hoyenga,
1993)。图7.2总结了大鼠潜在性回路的示意图，可能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是相似的。

在雄性哺乳动物中,原始性冲动的中枢位于下丘脑前部的内侧区域,尽管不同物种涉及的确切大脑位置和术语略有不同——在大鼠中,是性双态视前区(POA),而在人类中是下丘脑前部的间质核(INAH),它们在进化上肯定是相关的。正如Phoenix等人(1959)在豚鼠中首次阐明的,并很快扩展到恒河猴,大脑性回路的组织始于胎儿期,最终导致年轻男孩和女孩在许多三级加工兴趣上存在差异。这主要由睾酮控制,睾酮在出生前后的婴儿期分泌。然后在青春期女性中,卵巢雌激素和孕酮类固醇产生的成熟预示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在青春期男性中,当睾丸开始产生大量睾酮时,就会发生强烈的性觉醒。这些决定性的女性和男性激素与大脑许多皮层下性区域的各种类固醇受体结合,特别是下丘脑的前部。这种结合产生愉悦的情感,至少对睾酮来说是这样。因此,雄性大鼠显然喜欢在大脑的POA中注射睾酮。它们会为此而努力,并会重访那些它们的性回路被睾酮注射”润滑”过的地方(King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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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大鼠大脑的侧视图,总结了对雄性和雌性性行为提供差异化控制的主要皮层下网络。雄性含有更大的POA,该区域对雄性性能力至关重要。VMH(腹内侧下丘脑)在雌性性反应中显然更具影响力。这些系统部分通过敏化各种感觉输入通道来促进交配反射。这些回路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性行为的情感成分仍不确定(改编自Panksepp,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出版)。

这些循环类固醇很容易进入大脑。神经化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在这里发挥作用,应该牢记——激素和其他液态神经化学物质只是完成这些化学物质在整个神经系统中传递的信息的一半等式。大多数溶液中的神经化学物质,在细胞内和细胞间空间移动,只有在神经系统相关区域的细胞膜中,甚至神经元内存在相应的受体分子时,才能发挥其特征性效应。睾酮对男性大脑产生更大影响,因为男性在下丘脑前部的关键区域——特别是POA——拥有富含睾酮受体的更大神经元场。这几乎就像男孩在大脑内有一组更大的性腺,对应于更明显的外部性腺。女性性行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具有更复杂的基础,这些基础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男性大脑中神经符号性腺的概念与现实相去不远。正如在动物模型中特别深入研究的那样,睾丸或这些关键的下丘脑前部区域的损伤会产生相似的效果。例如,POA的损伤会显著削弱雄性的性冲动和能力,特别是如果损伤发生在性未成熟动物的青春期之前。如果年轻动物在达到性成熟之前失去睾丸,它们将永远不会发展出强烈的性冲动,除非将睾酮引入其大脑的适当区域。然而,此类动物的更一般的社交冲动并未受损,这表明社交需求并未完全束缚于性需求。此外,一旦成年雄性大鼠发展出性习惯,同样的POA损伤对雄性性行为的破坏不如对无经验动物那样严重。推测性动机下降得更慢,因为动物已经发展出高阶性习惯,这些习惯有了自己的生命(即,动机在二级和三级加工水平上得以维持)。通过生活经验,性动机已经转移,但只是部分地,转移到大脑的其他区域。POA损伤后,有性经验的大鼠仍然继续努力获得接受性雌性,但它们的性后续行为相当迟缓。这些经验可能也适用于人类,但相关的科学数据(特别是相关的大脑数据)很少。失去睾丸的性活跃男性往往比去势动物维持更长时间的性生活,但动机的逐渐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动物中,下降通常要快得多(Meston
& Frohlich,2000),大概是因为它们有更少的高级大脑机制来维持动机。

为什么睾酮在激发男性性欲方面如此强大？由睾酮激活的各种神经肽肯定发挥了作用。研究最充分的是加压素(vasopressin)，在动物模型中，它促进性热情、求偶、领地标记、雄性间攻击性，以及可能的性嫉妒(Goodson
& Bass, 2001; Hart & Legerstee,
2010)。睾酮在大脑中的奖赏效应是否是由于促进了加压素回路，目前尚不清楚。无论如何，男性的加压素含量是女性的两倍。睾酮还会激活大脑中的一种气体递质，一氧化氮(NO)，它促进性渴望的提高以及男性典型的攻击性增强——这是一种公认的依赖睾酮的”攻击性”形式(Nelson
et al.,
2006)。目前的男性性功能增强药物，如伟哥，能够比过去任何催情剂更稳定地改善勃起功能，因为它们提高了大脑和阴茎中一氧化氮的产生，也许在阴蒂中也是如此。我们再一次看到，身体和心智如何在相似化学物质的影响下协同工作。

睾酮与男性攻击性

除了促进男性性反应外，睾酮在产生男性对社会支配地位的攻击性冲动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已确定，男性性行为和对支配地位的自信冲动在大脑皮层下区域有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而且很明显，这种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高水平的睾酮。换句话说，睾酮为促进男性性行为的回路提供动力，同时也为促进社会支配欲望的许多大脑机制提供动力。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提到的，睾酮还可以使大脑的愤怒(RAGE)回路敏感化。无论是人类还是大鼠，雌性在获得睾酮后会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它们变得更加自信和自信，同时对他人的怀疑也增加了(van
Honk et al.,
2004)。大概女性通常更信任他人(或在社交上更自信)，因为她们的催产素水平升高，而睾酮对男性的影响——男性更容易沉迷于攻击性和更微妙的支配性表现——也促进了对他人动机的更大怀疑。在性行为的小鼠模型中，某些气味输入到雌性大脑往往会抑制其大脑中可能促进典型男性行为的回路(Kimchi
et al. 2007)。

然而，尽管睾酮对男性性行为和男性常表现出的强化攻击性都至关重要，但社会支配的冲动不太可能简单地等同于男性性冲动。有许多理由相信，性行为和攻击性是大脑中可分离但相互作用的系统，特别是在内侧杏仁核(medial
amygdala)等皮层下区域。杏仁核中的一些神经元只对性行为做出反应，另一些则对攻击性做出反应。然而，也有许多神经元对性和攻击性情况都做出反应。同样，对人类的研究表明，颞叶区域(攻击性回路集中的地方)在男性中更活跃,而前扣带皮层区域(养育和社会疼痛回路集中的地方)在女性中更活跃(Gur
et al., 1995)。

当男性性欲没有令人满意的出口时，它会产生令人不安的紧张感，其中一些会将生物体带到竞争领域和各种攻击性遭遇中。从统计学上看，男性对女性的身体虐待往往多于相反的情况。这部分是因为睾酮激发了心智中对社会支配地位的攻击性冲动。事实上，如果原始的欲望冲动得不到满足——在文明社会中往往得不到满足——青春期外周性激素的激增可能会促进巨大的性挫败感。当然，这种内在力量会导致性攻击和其他社会不当的行为。

我们通过研究其他动物学到了很多关于性激情的知识。例如，这些与性别相关的气质差异部分是由于性激素影响大脑化学的方式：雌激素在雌性大脑中”滋养”催产素(oxytocin)神经系统，而睾酮则增加男性大脑中加压素的力量。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的，催产素对大脑产生镇静作用，这似乎促进了男性和女性积极社会联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加压素倾向于诱发男性的竞争性，但它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性联结和防御性(嫉妒?)，而在女性中它通常会降低性渴望。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这些性别不同的神经肽控制着哺乳动物的许多非性社会行为(Goodson
& Bass,
2001)。鸟类肽类，催产加压素(vasotocin)，结合了催产素和加压素的功能，它与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一起，强烈地控制着鸟类的社会动机(Panksepp,
1982)，特别是鸟鸣，一种长期确立的性-领地反应(Riters, 2011)。

关于雄性攻击性和这些肽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对鸟类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禽类加压素(avian
vasotocin)作用的研究,它在化学结构上与催产素和加压素仅相差一个氨基酸。加压素显然能平复情绪困扰并促进平和。事实上,我们发现加压素可以减少雄性的支配行为,而不改变它们明显的支配感受。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我们在成对雄性鹌鹑身上观察到的一个相当奇特的发现说明了这一点(Riters
& Panksepp,
1997)。雄性鹌鹑在初次相遇时,会相当猛烈地啄对方的头部,显然是试图解决支配关系。但当给其中一只雄性鹌鹑直接向脑室注射加压素后,这只鸟几乎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攻击性,似乎从容地承受每一次恶意的啄击。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以前温和、“接受攻击”的雄性随后被给予对照溶液时,它们立即开始啄击它们假定的”主人”,情况发生了逆转。

这个结果确实相当奇怪!在正常情况下,服从啄击的动物是顺从的一方。因此我们假设加压素诱导了顺从倾向——我们预期这些倾向会持续存在。然而,加压素加上早期的啄击,并没有使鹌鹑真正变得顺从。那么为什么接受加压素处理的鹌鹑会服从如此凶狠的啄击呢?也许加压素产生了一种自信和平和的感觉,作为一种情感上的”保护”,防止之前的社会攻击固化为持续的顺从态度。通过这种基础的跨物种情绪神经科学研究,一旦我们在智识上能够考虑神经化学物质可以创造的情感变化,许多看待行为控制的新方法就会出现。

在许多动物中,雄性性行为的活力和雄性自信的必要性(即社会支配行为)在争夺交配权的复杂仪式中汇聚。例如,在许多群居动物中,只有占支配地位的雄性才有与雌性交配的特权。此外,在许多动物中,雄性具有生殖适应性的明显标志,雌性在选择配偶时会关注这些标志。突出的例子包括孔雀华丽的尾羽、山魈的面部颜色,以及狮尾狒狒的胸部斑块颜色(几乎象征着一个人的心向女性关注敞开)。雌性的接受性通过许多因素来表达,例如特别吸引人的气味或引人注目的颜色,如黑猩猩臀部的红肿。事实上,一些人类男女差异,特别是在具有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个体中,突出了精神病学重要性的问题(Goldstein,
2006),这可能为理解分裂人格赋予新的意义。这些心理方面在人类中注定是独特的。

我们人类认为自己在性偏好方面很成熟。但男性很容易被年轻美丽的女性所吸引。女性美貌确实与各种面部和身体特征有关,进化心理学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沙漏”身材的数学比例,腰臀比为0.73,这对许多男性来说正中”要害”(Singh
& Randall,
2007)。那个”要害”在哪里?也许不在视前区(POA),而在视觉系统的高阶情感感知中。也有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存在信息素气味信号(Savic
et al.,
2009),但我们不会在这里详述那些仍有争议的复杂问题。人类女性,像许多其他雌性动物一样,通常被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所吸引——在人类中,这些通常是那些富有、有权势(不仅仅是肌肉发达,尽管这可能有帮助)或在其他方面有成就的男人。言情小说中充斥着这样的男人,主人公并不总是最温和的角色。(我们只需考虑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引人注目但情感上残酷的希斯克利夫。)言情小说当然是为娱乐而非启蒙而设计的逃避主义文学。但这些书一贯以占支配地位的英雄为特色,并且对许多女性来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吸引点,这表明它们触动了女性性爱浪漫想象中的原始和弦。女性可能被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所吸引,是因为他们显示出的选择优势——既体现在传递给个体后代的遗传遗产方面,也体现在为几个后代组成的家庭提供保障的能力方面。

社会支配互动在雌性中不如雄性那么强烈或明确,因为雌性大脑不像雄性那样受到循环睾酮对脑回路影响的强烈支配。但我们会看到,人类女性的性冲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雄性激素”的影响,如果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多的睾酮,她们可能会和男性一样具有攻击性。事实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支持睾酮在社会支配中的作用规则。雌性鬣狗第二性征和成年社会行为的独特发展证明了睾酮与社会支配性攻击之间的联系。与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不同,雌性鬣狗具有异常高水平的循环睾酮,它们的外生殖器与雄性的惊人相似。人们不容易区分性别,因为雌性扩大的阴蒂与雄性的阴茎大小相同,而且阴蒂完全能够勃起。雌性似乎展示它们的生殖器作为一种性诱惑雄性的方式,也作为社会支配展示的一部分。

实际上，雌性在鬣狗社会中扮演着强大的角色，并且始终占据着对雄性的支配地位。雌性鬣狗的这种反常发展突显了从睾酮到支配性攻击行为的因果路径。高水平的这种激素是雌性鬣狗社会支配地位的关键。在人类女性中，或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观察到单次剂量的睾酮会增加攻击性和其他男性典型的心理特征(Bos
et al., 2010; van Honk et al.,
2004)，并有丰富的脑成像研究支持这类类固醇对大脑的影响(van Honk &
Pruessner, 2010)。

大脑的女性性欲回路

女性性欲回路已在多种实验室动物中得到详细研究。这些回路与在雄性中发现的回路明显不同。雌性性接受的冲动起源于腹内侧下丘脑(VMH)，这是下丘脑的不同部分，而雄性的冲动则关键依赖于POA——前下丘脑的视前区。对大脑VMH区域的损伤会严重削弱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而这种损伤对雄性大鼠的性行为影响相对较小，只要它们没有变得过于攻击性。

如上所述，大多数雌性哺乳动物不会产生大量睾酮(尽管它们的肾上腺会制造一些)。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雌性的性准备状态主要由雌激素和孕酮控制。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肾上腺睾酮对雌性接受能力贡献很大。大多数物种中的雌性性唤起由规律的发情周期控制，而发情周期又由雌激素和孕酮释放和相互作用的严格时机控制。发情周期从下丘脑分泌激素开始，这些激素通过垂体腺——悬挂在下丘脑最底部的一个小附属物——导致卵巢准备就绪。垂体腺通过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也称为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或LH-RH)参与发情周期。这反过来诱导卵巢在卵巢”卵子”成熟时分泌雌激素，随后当成熟的卵子溢出到输卵管时会出现一个孕酮脉冲，准备受精。

雌激素和孕酮还通过促进催产素的制造，使雌性在情感上对追求者的示好更具接受性和信任感，催产素是介导雌性性准备状态的关键化学物质。雌激素激活下丘脑神经元中休眠的催产素基因，导致大脑催产素产量升高。雌激素和孕酮还促进VMH中催产素受体场的戏剧性扩张，几乎像春天草地上绽放的花朵。催产素产量增加和受体增殖的结合导致唤起信号，这些信号通过脊髓中的回路启动并支持脊柱前凸反射。这种反射引起一种性接受的身体姿势，包括下背部向上弯曲，从而暴露生殖器(Pfaff,
1999)。尽管脊柱前凸反射在下脊髓中组织，那里也有丰富的催产素受体，但它受到起源于VMH的下行神经通路的强力促进。因此，当许多哺乳动物物种的雌性性唤起时，它们会采取一种促进交配的姿势。据我们所知，在人类大脑中，这种准备状态更多地反映在心理生活的特质中，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身体姿势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性接受能力通常仅通过雌性身体的诱人气味就能明显看出。雄性大鼠可以迅速从一百只不接受的雌性中”嗅出”一只接受的雌性。然而，如前所述，雌性性吸引力的细节在不同哺乳动物物种之间差异很大。例如，一些物种没有发情周期。这类物种是反射性排卵者，这意味着性行为本身会触发卵子从卵巢释放。人类女性确实有心理发情周期，但从表面上看，女性主要是隐蔽排卵者，缺乏许多其他物种表现出的明显性接受迹象。对于女性来说，接受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部分反映在性唤起能力的”月度”波动中。尽管如此，某种接受能力的潜力始终存在，响应各种社会变量，但不像男性那样强烈。

女性的情欲心理状态受到大脑化学的周期性变化影响。在生育高峰期，当雌激素和孕酮都很高时，女性的思绪比这些激素水平较低时更容易转向情欲幻想。这部分是由于对大脑回路的直接影响，尽管也存在多种间接影响，如对大脑催产素系统波动活动的影响。正如社会学家们准备强调的，从其他动物中收集的生物学故事对人类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尤其是女性，她们在性事务上表现出更多的选择、辨别力和微妙性(Udry,
2000)。尽管如此，许多潜在的神经化学原理在哺乳动物物种之间很好地普遍适用(Meston
& Frohlich,
2000)，但每个物种总是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包括人类女性性行为对睾酮的高度敏感性。

在人类中，肾上腺睾酮为女性的性欲增添了一种欲望成分，这种成分对于大多数其他物种的雌性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几乎看起来像是在人类女性的性欲方程式中添加了一小部分男性的性冲动。由于女性性欲的这一组成部分，补充睾酮正被证明是恢复已到更年期女性性欲的有效方法(Al-Azzawi
et al.,
2010)。许多年长女性不需要这种补充，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情欲-关爱态度是在一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主要在习得的次级过程和心理维持的三级过程层面上运作。当然，对于满意的性生活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重要的因素是心智的情感质量。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催产素可能会增强关爱情感，但除了催产素之外，肯定还有许多其他化学物质促进内在体验和外在表达的性欲热情。然而，催产素在哺乳动物中已经得到了特别深入的研究(Uhl-Bronner
et al., 2005)，以及鸟类中的祖先性物质加压素(vasotocin)(Panzica et al.,
2001)。

有趣的是，催产素这种女性性欲的关键化学物质也可以唤起男性。给雄性啮齿动物大脑施用催产素，也许还有在人类男性大脑内分泌催产素，都会产生勃起。此外，在射精期间会大量分泌催产素。另一方面，加压素强烈促进男性的性欲(也许甚至是强迫性)，但对女性却有相反的效果。如果将加压素注射到雌性大鼠的大脑中，她的性接受能力会被严重抑制。尽管如此,雄性和雌性大鼠都享受性。雄性会迅速对它们进行过性行为的地方产生偏好。虽然雌性大鼠也表现出这种地点偏好，但通常只有在允许她们自己控制性活动节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Pfaus
et al.,
2003)。即使是雌性大鼠也不喜欢被强加性行为。不过，如果人类研究者人为地刺激雌性大鼠的阴蒂(用振动器尖端的棉签)，她会对雄性大鼠变得更具性索求，更容易怀孕，并且也会对她接受这种刺激的地方表现出偏好(Cibrian-Llanderal
et al.,
2010)。这种阴蒂刺激的奖赏特性似乎源于大鼠视前区(POA)的激活(Parada et
al., 2010)。

尽管有许多有趣的差异，两性在初级过程层面上也有许多共同点。我们在上面提到，每种性别的大脑都包含异性典型的残余性回路。因此,雌性大脑中也发现了加压素回路，但数量较少，而雄性大脑中存在催产素回路，但数量也较少。这些回路可能如何运作?我们推测,雌性大脑中的加压素系统可能有助于激发母性行为中一些更具攻击性的方面(例如，保护幼崽免受伤害);相反，催产素系统可能维持男性行为中一些更温和的方面(例如，父亲对其后代表现出非攻击性和支持性的倾向)。无论如何，尽管不同物种在管理性欲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但在初级过程层面上，似乎所有哺乳动物都共享非常相似的欲望回路(Pfaus
et al., 2003)。


欲望与寻求系统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就像追求其他各种奖赏一样，寻求系统也被招募来执行寻找性伴侣的任务。这意味着，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化学物质之外，性欲望和渴望还由多巴胺驱动的寻求系统促进。在人类社会中，多巴胺驱动的对陪伴的寻找以无数方式得到促进：牵线搭桥的朋友、单身酒吧、约会中介和互联网等等。事实上，无论一个人是通过互联网寻求智力知识还是肉体知识，驱动这一行动的都是寻求系统。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强调的，这种多巴胺驱动的参与充满情感(欣快的)行动，在寻找所有环境乐趣包括性方面都发挥作用。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个系统在男性中可能比在女性中更加活跃，但这一观察结果可能主要是特定情境的——更多地由特定奖赏、生存职责和动物所处的生态限制所决定。例如，当母鼠收集从巢穴中分散的幼崽时，正是催产素激发的寻求系统启动了大部分工作。雄性不是特别渴望承担这样的任务，所以就关爱而言，寻求系统在雌性中似乎更具反应性。我们知道寻求系统会被敏化——变得过度反应——面对各种生活挑战，包括压力、饥饿和滥用药物。当它被敏化时，动物更渴望追求各种奖赏——食物、性接触和药物诱导的刺激(Nocjar
& Panksepp,
2002)。因此，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寻求系统在雄性中似乎比雌性中稍微更活跃，但在其他情况下情况正好相反。


脑心中的性别：初级过程性别心智

虽然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许多神经化学差异，但催产素(oxytocin)和加压素(vasopressin)构成了特别重要的情感区别。很明显，这些激素作为社会性性肽具有广泛的作用，因为它们与更高级的心理过程相互作用。这意味着这些肽促进的心理特质在每个性别中的权重不同。催产素鼓励女性典型的养育态度，可以用”照料和友善”这个短语来概括(Taylor
et al.,
2000)。加压素使动物转向男性典型的态度，可以用”强势和竞争”这个短语来概括。根据经验法则，成年雌性大鼠的催产素活性是雄性的两倍，用以影响它们的大脑、心智和行为，而成年雄性的加压素是雌性的两倍(这是否适用于人类尚不清楚)。性别之间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大脑心智差异。然而，最大的内在差异存在于情感层面，而在认知层面上明确的差异相对较少。大多数认知差异——已经记录了许多——可能主要源于后天培养而非先天本性。

性别之间还存在其他情感差异。如前所述，雄性通常具有更强的寻求(SEEKING)和愤怒(RAGE)冲动，在某些物种中可能还有更强的玩耍(PLAY)倾向。雌性哺乳动物通常具有更强的照料(CARE)和分离痛苦(恐慌/悲伤，PANIC/GRIEF)反应性(这解释了它们在婴儿养育方面的更高投入倾向)。虽然雌性似乎也更容易表现出恐惧(FEAR)，但母性的荷尔蒙变化明显增加了信心。这种母性信心的提升可能部分源于大脑催产素水平升高的心理效应(Panksepp,
2009c)。

催产素的真实故事

正如在引言章节末尾所指出的，催产素已经吸引了大众的想象，被称为”爱的激素”，这是对大脑运作方式的一种过度简化。确实，催产素在性行为和其他积极情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增强高潮的强度，在分娩过程中，它增强母亲完成将婴儿推向世界这一艰巨任务的能力。它还有助于缓解伴随情感和身体痛苦的疼痛。最重要的是，它在面对抚养孩子这一艰巨任务时促进女性的信心。但催产素并不是单独作为”爱的化学物质”发挥作用。它在许多其他大脑化学物质和环境输入的协助下运作。

动物研究表明，单独作用的催产素不会产生强烈的积极情感状态。一项研究确实产生了适度成功的条件性位置偏好(CPP)(Liberzon
et al.,
1997)。然而，在Panksepp的实验室中，只有当催产素在社交环境中给予动物，使它们能够进行友好互动时，才能获得CPP(1990年代的未发表数据)。换句话说，它们的催产素诱导的位置偏好与积极社交体验的可用性相关。因此，催产素单独可能不会直接产生强烈的积极情感体验，而只能从同时发生的社交互动中产生；因此，它可能增强其他更直接促进积极社交感受的大脑化学物质的作用，例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由大脑产生的类似鸦片的化学物质)，当人和动物进行友好社交互动时也会释放这些物质(见第9章)。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是主要的”安慰和快乐”化学物质，当给予阿片类物质时，很容易获得CPP，无需添加社交互动(Tzschentke,
2007)。

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催产素可以增加大脑对阿片类物质的敏感性(Kovács et
al.,
1998)。当动物进行友好互动时，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会在它们的大脑中释放(Keverne
et al., 1989; Panksepp & Bishop,
1981)，也许催产素增强了这些阿片类物质引起的愉悦感。随着更多工作的进行，以确定各种社会促进的CPP能否被阿片受体拮抗剂(如纳曲酮)有效减少，我们将更多地了解这一现象(见Panksepp
et al., 1997)。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强调的是，每当我们谈论这些社会神经肽时，我们都在谈论中枢(大脑)效应。虽然催产素和加压素也是对压力有强烈反应的外周(血液)激素，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激素从垂体后叶释放后能够返回到大脑的社会性性回路中。事实上，从社会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外周激素水平可能产生矛盾的效果。例如，如果监测处于困扰中的人类夫妇的紧张水平，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而非加压素)与女性的压力水平正相关，但与男性无关；相反，在男性中，加压素水平(而非催产素)与社会压力高度相关(Taylor
et al.,
2010)。我们应该假设催产素和加压素都会在大脑中引起压力吗？不。这些激素的外周测量并不能提供关于其中枢效应的明确信息。事实上，也许催产素被压力事件释放到循环系统中，是为了抵消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催产素和其他相关动物研究

无论大脑催产素(oxytocin)是否直接诱导积极情感，大量实验都证明催产素在积极的社交互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当幼年动物与母亲分离时，催产素会抑制痛苦的哭泣，这表明催产素在动物独处时提供情感安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见[第9章])。这种效应不需要阿片类物质(opioid)的参与。此外,中枢和外周给药的催产素都能减少雄性大鼠杀死幼崽的倾向。性交后会分泌催产素。正如我们在鹌鹑的例子中看到的,这类分子可以唤起平和的倾向。在大鼠中,这种效应似乎在大约3周后达到峰值——这正是妊娠期。众所周知,在这个时候,当它们自己的幼崽即将出生时,父鼠会失去杀死幼鼠的冲动。因此,它们的性行为似乎已经在大脑中注册,使得父鼠极不可能杀死自己的后代。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动物大脑中注入额外的催产素可以促进雌性大鼠的母性情绪,即使是未生育的雌鼠也是如此(见下一章关于照料系统CARE)。通过给未生育雌鼠注射哺乳母鼠的血液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一结果是否由催产素引起尚不清楚。无论如何,催产素促进了母亲与孩子之间产生的强烈社会纽带(“纯粹的爱”?)。Keith
Kendrick及其同事在绵羊母亲身上对这种效应进行了最彻底的研究(Kendrick et
al., 1992)。

催产素活性和催产素受体在大脑中的特定分布也促进了某些田鼠物种成年个体间的配对结合(pair-bonding),特别是研究充分的草原田鼠(prairie
vole),它们倾向于形成家庭群体,成年雄性和雌性之间具有稳定的性介导配对纽带(Carter
et al.,
1995)。这里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专一性”;几乎所有配对结合的动物都会表现出一些”配对外交配(extra-pair
copulations)“,这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它们会乱搞,但不会与临时配偶发展持久的纽带(承诺)。研究表明,草原田鼠之所以形成配对纽带并且特别喜欢群居,是因为催产素受体在其大脑中的特定分布。另一方面,另一种田鼠——山地田鼠(montane
vole)过着像隐士一样的独居生活,其催产素受体分布在大脑中相当不同但相邻的区域(Insel
& Shapiro, 1992)。

但我们仍然不太确切地知道催产素到底产生什么感觉——是感觉更有爱心、更自信,甚至可能更勇敢同时攻击性更低?还是它只是帮助人更放松和悠闲?也许所有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这些困难的问题。

但鸟类也可能提供线索。对鸟类的研究表明,加压素(vasotocin,以及催产素)可以促进自发的扇翅动作,这可能表明信心,特别是因为这种效应在其他鸟类存在时会显著增加(Panksepp,
1992)。事实上,在大约20年前未发表的工作中,Panksepp直接评估了这个想法。八只幼鸡组成的群体接受大脑脑室内注射催产素或安慰剂,通过观察它们在一个大型光线充足的新房间里分散的距离来测量它们的信心,在被桶限制一分钟后可以自由探索。当桶被抬起时,催产素处理的小鸡比安慰剂处理的鸟类在房间里探索得更广泛,这表明催产素处理的小鸡感到更安全——这相当于信心增强。

大多数动物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的是,如何从原始情感变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不同的发现。相反,太多的动物研究仍然只关注行为变化而绕过情感考虑。我们应该在此类实验中寻求识别原始情感过程的一个原因是,催产素能系统仅存在于哺乳动物大脑的皮层下区域——大脑中产生情感性情绪的部分。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初级过程的解释,那么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催产素研究中常用的高阶情感概念,这些概念我们经常用来理解人类情绪。

人类的依恋关系,无论是性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是微妙而复杂的,具有巨大的认知复杂性层次。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积极依恋的基本原理主要由初级过程的皮层下催产素回路介导,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依恋的那些更高级的次级和三级过程心理方面。例如,最近的一项人类研究发现,鼻内催产素促进了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的态度——这个德语术语可以大致翻译为”幸灾乐祸”(Shamay-Tsoory
et al.,
2009)。对于一个”爱”分子来说多么令人困惑。然而,也许这只是一种三级过程反应,反映了催产素产生的某种初级过程信心?

一旦我们吸收了催产素能效应对心智大脑(MindBrain)影响的初级过程经验,我们应该对催产素在精神病学中的应用有更好的想法。确定催产素和(安全的)阿片类药物如何有效对抗抑郁症将特别有趣,尤其是有时在分娩后不久发生的抑郁症类型。顺便说一句,已经知道”安全”的阿片类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可以快速对抗许多未被其他药物帮助的人的抑郁症状(Bodkin
et al., 1995)。

催产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及其与哺乳动物基本情绪过程的关系

动物研究表明，催产素能减少分离焦虑，促进自信和积极的社交互动。它在人类身上是否产生类似效果？所有迹象都表明确实如此。近年来，人类催产素研究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通过鼻腔给药（鼻内给药）而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副作用。过去几年关于鼻内催产素效果的许多有趣发现已被报道。催产素促进积极社交记忆和信任感的提取，同时降低社交互动中的焦虑和压力（Ishak等，2010）。最近，Ditzen及其同事（2009）给同居伴侣鼻内催产素，观察它如何调节他们在讨论可能引发冲突的各种话题时的积极和消极社交互动。鼻内催产素（40
IU）给药后，积极互动的比例上升（通过眼神接触、兴趣、情感自我表露、认可、关怀、非语言积极行为来测量），而消极互动（批评、蔑视、防御、支配、好斗、冷战、非语言消极行为、打断）减少。这种对比在男性中稍微更明显，因为男性在争论中可能比女性更好斗和强势。此外，双方的压力水平都下降了（通过血浆皮质醇测量），但女性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简而言之，催产素缓解了在可能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的紧张关系。

尽管我们不确切知道催产素为何具有这种平息效果，但我们可以基于以下知识进行推测：催产素能减少幼年动物的分离痛苦并促进自信。也许当关于分离的不安全感得到缓解时，人们会有更多友好的社交互动；他们不会防御或易怒。同样合理的是，当人类变得更加”自信”时，他们能够信任他人。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自信”是描述促信任行为的最佳情感术语。这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与他人互动。最近对父亲的研究表明，在吸入几次催产素后，他们会更投入地与孩子玩耍（Naber等，2010）。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催产素可以提高抑郁症患者通过观察他人眼睛来解读他人情绪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大脑在执行此类任务时显示出更高的唤醒（Pincus等，2010）。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催产素在动物心智中产生的基本过程心理变化与在人类大脑中产生的变化相似。显然，人类和动物研究者应该明智地尝试找到共同的概念，使我们能够讨论所有物种的基本过程心理变化。这还没有发生。目前看来，催产素可能会加深动物和人类的积极社交参与，特别是当环境支持积极社交互动时。这可以改善社交生活质量和性感受的流动。

为此，需要对自己心智的专家观察者进行更细致的现象学研究。应该使用标准量表和自传式描述在许多情况下仔细研究不同个体，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满意地掌握催产素如何影响人类情绪。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更多的神经精神分析研究，将现象学放在首位（Benedek
& Rubenstein，1942；Panksepp，1999；Kaplan-Solms &
Solms，2000），正如Francisco
Varela（1999）等有远见者长期倡导的那样。

概念问题：情绪性欲望和身体情感

性欲（LUST）真的是一种情绪性情感吗？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三方面的区分：（i）身体-稳态情感，如饥饿和口渴，（ii）感觉情感，如味觉的愉悦或良好的按摩，以及（iii）内在的基于大脑的情绪感受。我们注意到，稳态情感、感觉情感和情绪感受来自不同的大脑网络，与稳态和感觉情感不同，情绪情感总是伴随着情绪行为——在其他不像我们那样调节情绪的动物中有行动冲动和明确倾向。很容易看出，例如恐惧（FEAR）是一种情绪情感，因为它产生不可否认的强烈情绪感受，并且还产生诸如僵住和逃跑等行动（在恐惧系统的低激活和高激活下）。但性欲（LUST）不是一个如此明确的案例，因为稳态和感觉因素在性唤起中起着更大的作用。人们可能会怀疑性欲是稳态或感觉情感而不是情绪情感，或者它可能是这三者的组合。稳态解释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身体/稳态激素释放在决定动物性准备状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性欲直接而强烈地受到睾丸、卵巢分泌的性激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受肾上腺分泌的性激素的驱动，所有这些都受大脑底部”主腺体”垂体的控制。难道不能认为性欲产生稳态情感，更类似于饥饿和口渴，而不是来自恐惧和愤怒等大脑网络的”真正情绪”吗？

同样，感官体验，尤其是触觉和嗅觉，在性偏好和性唤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可能会促使我们认为欲望是一种感官性情感。在某些物种中，性渴望是由嗅觉信息素触发的，没有这些信息素，它们的LUST系统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性行为在直接性刺激之前会通过诱发性的皮肤接触得到促进。通常，令人满意的性行为的前奏包括大量嬉戏性的求偶活动，以及通常以生殖器刺激为高潮的躯体感觉刺激。在许多物种中，特别是人类，存在大量的言语刺激、拥抱、亲吻、温柔的触摸和视觉愉悦。因此，LUST系统，就像所有其他社会情绪系统——CARE、PANIC/GRIEF和PLAY——一样，受到身体感觉所唤起的情感的强烈调节。LUST可能是与感官和稳态联系最紧密的情绪系统之一，比RAGE和FEAR更甚。

鉴于与稳态和感官考虑的如此紧密联系，为什么我们仍然希望将LUST视为一种基本的情绪？这恰恰说明了自然不尊重我们人为制定的分类。尽管如此，分类使我们能够在值得关注的复杂数据集中看到模式和关系。而LUST最自然地归属于”情绪”类别。我们坚持认为LUST是一个情绪-情感过程，因为在性活跃动物的全身求偶和交配活动中，行动准备状态是如此明显——而且因为情绪行动准备状态是LUST整体情感状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此外，外周（稳态）激素释放引起性准备状态的原因之一是它调节各种大脑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反过来调节大脑的欲望行动。因此，性激素不仅仅像口渴和饥饿那样具有局限的受体，它们的整体影响在于它们影响集中在动物和人类大脑皮层下区域的广泛欲望回路的方式。

对于感官方面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整体性主张。嗅觉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性准备状态和性渴望的主要信号，但其他感官也对整体情况有所贡献。例如，当雄性大鼠快速触摸雌性大鼠的臀部时，雌性大鼠以及许多其他物种的雌性会进入接受性的脊柱前凸姿势。这种触摸触发的”脊柱前凸反射”是雌性性准备状态的确切标志——这种持续的雌性身体姿势，背部弯曲、臀部上翘、尾巴偏向一侧，有利于雄性骑跨和进入。尽管关于感官体验如何唤起LUST的许多细节仍有待阐明（例如，从阴蒂到大脑更高部位的输入），但这些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faff,
1999; Pfaus et al.,
2003）。同样，在许多鸟类、灵长类动物，当然还有人类中，感官唤起的视觉方面也得到了充分认可。尽管如此，色情图像如此容易获得性唤起系统的途径，特别是在男性中，仍是一个谜。这是否是皮层视觉专门化直接接触原始皮层下情绪系统的一个主要例子？这仅仅是学习过程的结果，还是灵长类动物大脑固有的特性？我们只是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知道，没有皮层下的唤起，性感受会变得微弱。有大量的皮层下大脑部位可以产生性唤起和大脑刺激奖赏（Caggiula,
1970; MacLean & Ploog, 1962），突出了性愉悦的广泛位置。

然而，即使我们已经了解到性准备状态是由皮层下网络产生的，还有其他难题需要思考。这些大脑部位位于扩展的SEEKING系统的轨迹内，该系统产生各种各样的食欲行为（见[第三章]）。沿着外侧下丘脑SEEKING系统轨迹的损伤会破坏性行为，实际上会破坏所有食欲行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仅仅将求偶和交配等欲望行为视为SEEKING系统的一部分呢？性求偶与其他典型的SEEKING行为（如探索、觅食和跟踪）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显然，专门用于性准备状态的内在LUST网络与SEEKING冲动紧密交织。但雄性交配行为与简单的SEEKING行为不同，具有专门的回路来促进骑跨、插入和射精。我们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以及共享的化学物质分别促进雌性和雄性的欲望，其中研究最充分的是催产素(oxytocin)和加压素(vasopressin)。由于性高潮在人类中是性活动中最强烈愉悦的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性高潮的大脑成像中，正是所有这些古老的跨下丘脑情绪系统，从腹侧中脑到爬行动物基底神经节，都被激活了（Georgiadis
et al., 2006; Holstege et al.,
2003）。尽管在人类性活动的食欲性触摸和爱抚阶段，许多高级大脑区域存在性别差异（Georgiadis
et al.,
2010），但性高潮在男性和女性中产生非常相似的图像——通常高级大脑活动减少，在介导性行为的相同大脑区域出现深刻的皮层下唤起——也许除了男性性高潮在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中有更多唤起，因而更”原始”一些（Georgiadis
et al., 2009）。

但在将欲望(LUST)的唤起(而非高潮性高潮)设想为一个简单的奖励诱导过程时，还存在另一个困境。施虐受虐(Sadomasochism)——通过施加痛苦来促进性唤起——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性行为的一个特征。现在已经发现，即使是大鼠也会被轻微的压力源(如适度的疼痛)唤起性兴奋(Caggiula
& Eibergen,
1969),这主要是由于压力唤起了外侧下丘脑奖励-寻求(SEEKING)系统(Everitt,
1990)。然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只是动物应对某些促进广义寻求(SEEKING)冲动的压力源的另一种方式。轻微的足部电击可以激活大脑多巴胺释放。而轻微的压力源,如对大鼠尾部的压力,足以放大各种动机冲动(Antelman
et al.,
1975)。因此,这些效应可能基于与Valenstein及其同事(1970)首次描述”大脑奖励系统”内明显的动机可塑性时所暗示的相同大脑寻求(SEEKING)机制——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寻求(SEEKING)唤起能够参与各种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和动机唤起这一事实轻易解释。

在试图为情感性感受生成清晰的分类时,很难解决所有的模糊性,特别是哺乳动物性行为所涉及的那些,因为我们经常处理的是由人类产生的文化概念(三级过程,与思维相关的心智方面),而不是由进化创造的大脑功能。原始情感系统是祖先的宝藏,是让我们成为充满活力的生物的初级过程”工具”,这是本书的主要焦点。尽管如此,原始欲望(LUST)反映的是一种脑-身体状态,它位于我们选择称之为感觉性情感、稳态性情感和独特的大脑情感性情感的交汇处。此外,正如本章开头所强调的,正是在这个低层次的初级过程水平上,我们必须找到导致性别认同问题的一些生物学规则,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说是议题(issues)——变性、同性恋和双性恋。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皮层下欲望(LUST)回路的某些方面,我们现在回到那些棘手的认同(identity)议题,也许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最可靠的知识正在从动物大脑研究中产生。

脑心智(BrainMind)中的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系统在性冲动、满足感以及许多其他心理特征方面有所不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男性和女性中产生这些特征的各种大脑系统是相当不同的。欲望(LUST)冲动以及两性之间的其他差异,不仅仅反映了外周的身体需求,而且决定性地反映了脑心智(BrainMind)的组织结构。哺乳动物性行为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性别的生理和心理表达具有不同但重叠的控制机制,这意味着身体的性别和心智的性别是相对独立发展的。此外,心智和身体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子宫内就开始了——在发育中的哺乳动物胚胎中——远在生物体能够对性事有任何想法之前。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我们将女性定义为天生具有XX染色体的个体,将男性定义为染色体为XY的个体。女性型大脑回路在大多数生物学女性中肯定更强,而男性型大脑回路在生物学男性中更强。然而,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性行为的这两个方面如何并不总是以我们预期的方式相匹配——当心智/身体性别/性(genders/sexes)混合时,会产生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大脑或女性身体中的男性大脑。

当我们将这些复杂的生物学现象与同样复杂的个人、社会和文化现象——个体认同(identity)结合起来时——这一现象包括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和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fication)——我们可以确信事情会变得无限复杂,在从生物学到文化、从初级到三级的心智大脑(MindBrain)组织层面都存在交叉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不会试图讨论社会期望和性别角色的议题,因为这些确实是无法通过动物模型理解的三级过程创造物。相反,初级过程的生物学复杂性在其他动物身上比在人类身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研究。我们认为这项生物学研究对理解我们的情欲感受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开始之前,明确定义我们将使用的标签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同性恋(homosexuality)意味着渴望以各种形式与外表上属于同一生物学性别的成员建立情欲、性关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男性典型身体的人在心智中感觉像女人,或拥有女性典型身体的人在心智中感觉像男人。同性恋在初级过程的心智大脑(MindBrain)层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生物学基础。我们根本没有简单的方法来了解。我们无法像在动物模型中那样轻易地窥视人类大脑的性别分化,而在动物模型中,潜在的生物学议题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阐明。

相比之下，跨性别（transgender）一词是一个总括性术语，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在男性或女性身份方面的心理感受明显与其身体外观和/或染色体生物学特征不匹配的情况。当这种”性别认同”差异如此强烈，以至于个体考虑通过手术改变身体形态以匹配其关于自我身份的心理、情感和心理感受时，变性（transsexual）一词更为常用。缓慢积累的数据往往表明，跨性别个体的大脑在性欲组织方式上确实与大多数其他同性别身体的人不同（Gooren,
2006）。这些个体如此频繁地不得不与社会偏见作斗争才能过上满意的生活，这是一个持续的文化悲剧。

动物研究表明，出生时大脑心智中性别认同的潜在印记是不可见的，而身体的性别通常是明确的。然而，大脑的性别对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具有决定性作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大脑会导致一个人感觉自己是女性却处在男性身体中，而女性身体中的男性大脑会产生一个感觉自己是男性却处在女性身体中的人。这是跨性别状态的基本科学定义。显然，大脑的生物学特性对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和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确信，那些坚持说自己内心有个女孩想要出来的小男孩，以及那些感觉自己的思维更像男孩的小女孩，往往反映了一种生物学智慧，父母应该以勇气和敏感性倾听，而不是否认。


生物学如何在心智的初级过程情感功能中成为命运

对几种非人类哺乳动物胎儿成熟过程的深入研究已经阐明，大脑和身体的性发育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这些研究强调了所有哺乳动物性别发育的一般原则，而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物种的差异。现在已知这一知识与我们自己物种的同源过程高度相关，至少在少数几个地方，我们关于动物大脑中跨性别因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物种中进行了艰难的概念转化（Zhou
et al.,
1995）。简而言之，在产前发育期间决定大脑性别特异性组织的性激素与那些帮助指定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外观的性激素是不同的。

如果这些胎儿大脑化学物质以非典型方式展开，发育中的有机体的大脑性别认同可能在初级过程层面发生转变。这可能由于多种原因发生，包括母亲在怀孕期间可能经历的极端心理压力，以及激素医疗治疗，甚至暴露于环境中的同系物（例如，我们污染的环境中有许多像性激素一样作用的化学物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两栖动物的生殖能力受到损害）。当这些压力源在怀孕的关键阶段占主导地位时，婴儿可能真的会出生时拥有女性身体中的男性典型大脑或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典型大脑，以及”极端”之间的大量渐变。这种多样性可以用来支持关于双性恋的一种非常自由的论点：如果大脑和身体性别的渐变是常见的，那么极端情况，包括严格的异性恋、严格的同性恋或性别认同的极端，似乎更可能是例外而不是规则。我们怀疑数据支持大多数个体属于大脑和身体性别匹配的类别，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经验方法来做出这样的判断。

无论如何，胎儿大脑具有可能与其身体性器官不匹配的性别认同这一事实表明，性别认同不仅仅是在成熟过程中学习的。同时，显然所有自我认同问题都部分地受到学习和文化的塑造。但在其原始形式中，男性型和女性型大脑包含重要的先天差异。它们不一定与身体视觉上明显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相匹配。

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拥有一种性别的身体和另一种性别的大脑时，社会压力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孩子的先天性别认同无法通过说服来改变。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自认为文明的国家尚未为跨性别人士提供平等的权利和在世界上获得幸福的机会。希望教育最终会改变那些歧视自然（这是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所是的东西）的人的心。这些神经生物学事实与许多美洲印第安部落传统上遵循的社会实践相一致：有时，自然注定女性性别认同应该在生物学男性的大脑中绽放，男性气质应该在生物学女性中蓬勃发展（Zhou
et al.,
1995）。我们一些祖先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自然赋予脊椎动物的心理性别多样性——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连续体——而我们文化中的许多人已经学会了蔑视这一点。但这种变异在其他动物中也很丰富，其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例如，Bagemihl,
1999; Gavrilets & Rice, 2006）。


男性和女性心智：大脑中性别的胎儿发育

妊娠第二孕期的发育过程似乎对建立人类大脑的性别认同至关重要(Murray et
al.,
2000)。这在所有物种中并不相同。在大鼠中,第三孕期(实际上在妊娠第19天达到最高峰)是确定大脑性别的关键时期。这些产前的性别印记对控制性冲动、母性冲动和其他社会倾向(如攻击性)的广泛大脑回路和神经化学物质模式具有重要影响,更不用说一系列更具争议的高级认知优势和劣势,如同理心和嫉妒。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性腺激素在早期发育期间在大脑上留下的印记时,区分生物学”性别”(sex)和心理生物学”性别认同”(gender)的概念很重要。

在男孩中,这些差异中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源于Y染色体对发育中的男性所做的唯一主要事情。它促进(通过睾丸决定因子的分泌)具有在妊娠期间分泌睾酮能力的睾丸生长。在具有Y染色体的胎儿中,睾酮在出生前分泌(在人类妊娠的第二孕期出现惊人的激增;在大鼠中,这发生在第三孕期)。这种睾酮启动了大脑和身体的雄性化(Berta
et al.,
1990)。如果身体和脑心智组织都由相同的生物化学过程控制,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但实际上,它们各自走不同的路径。当睾酮被一种叫做芳香化酶(aromatase)的酶转化为雌激素(estrogen)时,大脑被雄性化(酶是可以启动和促进化学反应的化学物质,但它们不存在于最终的化学产物中)。相比之下,当睾酮被5-α还原酶(5-alpha-reductase)转化为双氢睾酮(DHT)时,身体被雄性化(Breedlove,
1992)。

因此,雌激素的早期激增(在流行观点中,它与女性性功能相关)对于雄性化胎儿大脑至关重要。如果怀有女性后代的人类母亲在妊娠的这个关键点被注射大量雌激素(就像在许多研究中对大鼠母亲所做的那样),身体上为女性的后代很可能会出生时具有男性典型态度。同样,如果男性胎儿自身的睾酮不能被转化为雌激素,他将会出生时具有女性化的大脑。因此,胚胎体内的睾酮到雌激素级联反应决定了其大脑的男性或女性特征。其中许多事实已在实验动物中得到很好的研究,包括某些环境压力源如何改变这些过程。但只有间接的(尽管迅速增加的)证据表明这些经验也适用于人类。

胎儿男性身体沿着不同的化学途径发育。在胎儿发育中,所有哺乳动物胚胎的身体最初在外观上都是女性。胚胎的身体通过睾酮转化为DHT而雄性化。如果不是因为男孩体内胎儿睾酮的激增,所有人类在身体上都会表现为女性。

因此,我们的遗传和妊娠经历包含形成我们心智和身体性别认同的潜力。然而,我们心智的个体性别特征在出生时并不明显。所有这些心理生物学调性都必须通过在世界上生活来演奏。家庭和文化最终将提供许多老师,但最早的是构建通往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和生理路径的性染色体。

从大鼠中学到的性别认同课程

如上所述,当胎儿雄性大鼠正常发育时,在妊娠第19天会出现睾酮激增。芳香化酶将大部分睾酮转化为雌激素,这促进了男性大脑发育。同时,5-α还原酶将睾酮转化为DHT,这产生了雄性身体。然而,产前母体压力与遗传雄性胎儿中女性大脑的发育有关。如果母鼠在那个关键时期经历压力,睾酮释放可能会来得太早,在芳香化酶准备好将其转化为雌激素之前。因此,大脑中的雄性性欲(LUST)回路不能正常发育。然而,这种早期睾酮释放的大部分确实被转化为DHT,从而产生男性典型身体。对于人类,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转化的参数,因此可以想象,规范的人类发育在大多数时候更多地沿着更广泛的连续体进行。

无论如何，出生于高度紧张母亲的雄性大鼠具有正常的雄性身体，但当它们在青春期性成熟时，会表现出较少的雄性行为和更多的雌性行为。这表明它们的大脑没有完全雄性化。在正常的大鼠窝中(通常从几只到十几只幼鼠不等)，80%的雄性大鼠将是”种鼠”，意味着它们在成年后将只表现出雄性性冲动，而20%将是”废鼠”，意味着它们将相对无性。当母鼠承受压力时，导致妊娠期间雌激素制造过程中断，只有20%的雄性将成为种鼠，约20%成为废鼠，而其余约60%将表现出双性恋和同性恋行为倾向(Ward,
1992)。同样，我们无法确定这如何适用于人类：很容易想象，由于妊娠期更长、大脑更大，以及发育在具有更大变化窗口的化学梯度背景下进行，人类可能比大鼠模型中相当简单直接的结果具有更大的变异性。尽管有这些警告，物种之间细节上的差异必然是巨大的。很明显，上述一般原则适用于哺乳动物物种。

胚胎化学可能无法解释所有同性恋甚至跨性别倾向，但它肯定解释了一些，也许是大多数跨性别倾向。但在人口层面的证据绝不是很多。例如，有记录表明，在二战最艰难的年份出生的德国男孩中，同性恋水平更高，当时孕妇承受了大量压力。但这是否是因为上述变量？我们不知道。但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母亲在妊娠关键的第二个三月期(trimester)经历了过度压力，可能导致拥有雄性身体类型但雌性大脑倾向的婴儿数量超过正常水平。但这其中很多是推断。

现在让我们考虑相反的情况，当雌激素充足但DHT在胎儿生命的第二个三月期供应不足时。这种情况是由基因异常引起的，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生活的一小群人中得到了生动的描述。该群体中的雄性在基因上缺乏5-α-还原酶(5-alpha-reductase)，这种酶有助于促进外部雄性身体特征(阴囊和阴茎)的发育。因为他们不缺乏芳香化酶(aromatase)，男性的大脑将沿着典型的雄性路线发育。然而，由于缺乏DHT，这些男孩的身体在出生时呈现女性外观，没有睾丸(睾丸未下降留在腹腔内)，阴茎呈雏形状态，可能被误认为是增大的阴蒂。因为这些生物学男孩看起来像女孩，而且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心智大脑(MindBrain)的组织结构，所以他们被当作女孩抚养。

尽管如此，他们的Y染色体赋予在青春期变得活跃并产生睾酮，导致体毛增加、声音变低沉、阴茎增大，最后睾丸下降。由于这种在青春期的戏剧性转变，这些少年被称为guevedoces——字面意思是”12岁时的阴茎”(Marks,
2004)。典型的雄性性冲动也开始出现。因此，这些男孩的青春期性欲开始指向女性，尽管他们整个童年都被当作女孩抚养。这可能表明雄性大脑本能地准备好对人类女性的某些特征做出反应，比如面部和身体特征、声音语调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孩抚养的guevedoces男孩能够轻松地承担典型的雄性角色。这部分是因为这种现象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支持已经到位。在我们自己社会的类似情况中并非如此。一个著名案例突显了这些问题，其中”系统”试图强迫雄性大脑承担女性身份：一个生物学男孩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手术转换为女性，因为包皮环切手术失败(Diamond,
2004; Money,
1995)。小约翰尼变成了琼，并在所有家庭和文化期望”他”是”她”的情况下长大；但约翰尼/琼的情况并没有像典型的guevedoces那样顺利。约翰尼的医生认为性别认同是由文化决定的，他们坚持认为，努力将他作为女孩抚养将成功使约翰尼相信他是女孩。然而，约翰尼总是继续相信他是男孩，当他成年时，他坚持要求将他的身体恢复到与他生物学上预先倾向的雄性心理相对应的状态。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例没有涉及任何手术失败；人们只是坚持认为他们身体的性特征和心智的性别特征不匹配。在许多其他可能导致这种”混淆”的原因中，有一种称为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的病症；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这些雄性拥有女性生殖器以及未下降的睾丸。

从基因角度来说是女性的胎儿同样容易受到性别不一致的影响。如果基因为女性的胎儿在发育敏感期暴露于过多的雌激素,大脑将呈现出类似男性的特征,而身体仍保持女性化。这些女性在成熟后会优先表现出典型的男性行为(Gorski,
1988)。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女孩的假小子气质inadvertently被注射己烯雌酚(DES)所促进,这是一种曾用于预防流产的雌激素生成激素,特别是当母亲在怀孕第二孕期暴露于这种激素时(Ehrhardt
et al.,
1985)。这些性别异常通常不会因母亲自身的大量雌激素水平而发生,因为染色体XX配置会告知女性胎儿制造蛋白质(例如甲胎蛋白),以在发育早期阻止跨性别的化学影响。然而,当注射过量雌激素时,它们可以淹没这个保护系统,该系统不再能够”清除”所有那些”男性大脑汁液”。同样,压力和环境因素可能导致在女性身体中产生男性大脑。

不过,我们应该再次指出,这很可能发生在人类正常发育的广泛变异梯度上,完全无法确定任何单个个体是否偏离了典型结果。

性别政治与概念混淆:我们永远无法清晰地看到成年人类的初级过程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在薄冰上滑行。人们对性倾向有强烈的感受。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在许多文化中处境艰难。他们经常被剥夺法律下的平等权利。在许多国家,他们不被允许与外表上看起来是同性的人结婚。他们受到歧视——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生活的第三层过程层面,这些层面通常超出了本书的关注重点。然而,这些第三层过程的文化现象是我们作为尊重各层面人类差异的人类所极为关心的。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坚持让那些不理解或不尊重这种人类差异的人从无知、恐惧和仇恨的文化阴影中走出来,进入科学现实的阳光下。我们的文化生活充满了无知导致痛苦的人类故事。因此,也许我们这些有幸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应该设法将一些光明照进现代文化许多角落中仍然笼罩着这个话题的阴影中。

想想”比利”·蒂普顿,他的人生故事在《“适合我”:比利·蒂普顿的双重生活》(Middlebrook,
1998)中有所描述。1914年出生时名为多萝西·露西尔·蒂普顿,她在十几岁时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爵士音乐家。当她决定从事音乐职业时,她打扮成男人,显然是为了在专业圈子里更容易被接受。当不表演时,她保持女性身份。她在一段女同性恋关系中度过了数年,并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开始一直打扮成男人。随后又发生了几段与女性的关系。她通过束胸来伪装成男人。在性活动中,她不喜欢被触碰,可能使用了假阴茎。虽然她从未与任何恋人结婚,但比利的一位伴侣透露”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爱情”。比利和另一位伴侣收养了三个男孩,他们都视”他”为父亲,在”他”去世后发现”他”的真实性别身份时感到震惊。

我们对比利母亲在怀孕第二孕期的心理状态一无所知。作为胎儿,比利是否可能暴露于过量雌激素,从而在女性身体内编程了男性类型的大脑?我们关于大脑性别分化的知识诱使我们接受这样的间接证据:比利的大脑确实被男性化了,尽管他/她拥有女性的身体。然而,也许比利无法忍受生活在一个聪明女性无法像任何具有同等才华和思想的男性那样获得同等机会来表达她所有美好艺术激情和技能的时代。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是永远无法追溯回答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大部分内容中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的那种基础知识,以真正理解哺乳动物进化中的心智要素,仅仅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无限复杂性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胎儿发育早期的迷人细节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自然事实：胎儿发育过程中存在四种极端的性别结果（当然，中间还有更多温和的变化）。胎儿可以是典型的女性，拥有女性的身体和心智，或者可以是典型的男性，拥有男性的身体和心智。拥有女性身体和男性情感心智的婴儿，或者拥有男性身体和女性情感心智的婴儿确实更为罕见，但已经被充分理解，可以将它们视为正常的性别发育模式。在青春期，在睾丸和卵巢大量分泌性激素的影响下，早期的男性和女性印记开始活跃起来。这个性成熟的激活期(activational
period)延续了胎儿发育时期的前意识大脑印记。尽管强烈经历的童年文化影响也在性别发育中发挥作用，但青春期激活了胎儿遗留的印记。就像一个古老的”顽皮乐团”，它开始在大脑深处充满欲望的隐秘区域演奏坚持不懈的生物乐曲。理解这一点，并将其接受为命运，就是拥有充分的智慧和宽容。不将这些变化视为”正常”，就是坚持认为文化规范比永恒的生物多样性更重要。

警告—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品

尽管所有哺乳动物在男性和女性性行为方面共享相当相似的原始过程大脑机制，但它们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群体细节中表达这些冲动的方式却有巨大差异。即使在密切相关的物种之间，生殖策略也各不相同(Carter
et al.,
1995)。例如，长臂猿终生只与一个伴侣交配，但大猩猩更喜欢后宫型家庭结构，许多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比如白鼻长尾猴(Ceropithecus
nictitans)，其社会群体通常由一只雄性和最多九只雌性及其后代组成。猩猩倾向于独居，两性主要为了交配目的而聚在一起，而黑猩猩则非常社会化且滥交，相当随意地共享伴侣。因此，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进化近亲，大型类人猿，也无法清楚地揭示我们内在的性本质。也许因为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多样文化的能力，我们可能在人类中看到所有这些生殖策略的变体。

我们对支撑人类大脑中这些哺乳动物性行为变化的神经科学原因和相关性仍然基本无知，我们对支持大多数正常人类性行为变体的大脑活动同样不了解。例如，人类性活动和性唤起存在许多个体差异，这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性化学的差异。人类男性的持续性交导致单次强烈高潮往往会带来长时间的满足感，导致一段时间的性不活跃（不应期(refractory
period)），可能是由于大脑化学物质的消耗。其他哺乳动物物种的雄性，特别是实验室啮齿动物，需要多次高潮才能完全满足，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性快感化学物质在大脑中更逐步地消耗。然而，人类女性也比男性更能够连续多次高潮，可能也是因为她们的情感化学物质消耗得不那么快。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人类是从滥交物种进化而来的，在那里女性生殖由多个性伴侣促进，就像黑猩猩中常见的那样。换句话说，也许女性多次高潮的能力可能反映了一种祖先能力，即被几个伴侣反复唤起性欲。当然，这是一个”就这样”的进化故事，就像进化心理学中的许多性感想法一样，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假设无法通过严格的研究策略来检验。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我们自己的大脑在妊娠期间被男性化（去女性化）或女性化的程度。有大量数据表明，我们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的不对称性（正式称为2D:4D比率，D代表手指digit）可能用于估计这些问题，但这远未确定。无论如何，食指(2D)比无名指(4D)短的程度可能反映了一个人在胎儿时期的男性化程度。关于这种手指长度测量的性别和性别差异有大量数据，这在19世纪首次被描述。要探索这些迷人的发现，只需用谷歌搜索”无名指和食指长度”或”2D:4D比率”，就可以思考这个迷人生物标志物的许多维度。这个比率的正常差异在男性中比女性更普遍，男性化程度也是性别认同的函数。据报道，这一测量在男同性恋者中往往女性化，在女同性恋者中男性化，但我们远未确信这可以作为大脑或身体男性化的选择性测量，或两者兼有，或两者都不是。验证该测量的意义很难获得。该测量还随地理-国籍、性格和除性行为之外的许多其他变量而变化(Manning,
2002)。此外，尽管它表面上简单明了，但存在大量测量问题，专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Voracek
et al.,
2007)。尽管如此，如果能证明它是子宫内激素发生情况的有效生物标志物，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对基于理论视角的问题过早定论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难以用神经生物学术语检验的理论。这对于经典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尤为突出，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初提出的那些理论。作为教学练习，我们通过解构弗洛伊德曾经颇具影响力的关于我们性本质的观点来结束本章，这些观点现在需要被视为创造性的理论推测，而非基于科学的专家意见。

后记：关于性发展的精神分析反思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指出神经科学提供的情绪分类法远比精神分析和许多其他精神病学理论所提供的基本情感清单更完整、更科学。当我们考虑到弗洛伊德提出只有两种驱力：力比多(libido)和破坏性时，这一事实尤为明显。在如此有限的范围内，弗洛伊德试图用他所谓的”组成本能”——成人生殖性欲的力比多前驱——来理解婴儿期和儿童期看似非性的方面。弗洛伊德(1905b/1968)提出了四种组成本能：口欲、肛欲、阳具欲和生殖欲。(他说的是阳具期而非生殖期，因为他有名——或臭名昭著——地认为，在童年的这个阶段——大约3-5岁时，阴茎是两性关注的焦点)。但”阴茎嫉妒”在女性心理发展中真的比年轻男孩的”乳房崇拜”更有影响力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组成本能理论基于三个考虑因素。第一个是对婴儿和儿童的观察。弗洛伊德观察到，口腔、肛门和阳具活动(后者包括手淫)在童年时期提供快感。由于他相信只存在两种驱力，这些快感被认为是力比多性质的。因此，当婴儿在吮吸或非营养性含嘴时表现出明显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是婴儿期的力比多快感。他注意到幼儿在排便时感到快感；因此，他将肛欲驱力视为一种力比多快感。阳具性欲大约在3-4岁时出现，此时小男孩发现了他的阴茎，小女孩发现了她的阴蒂，这显然是性行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与生殖期重叠，发生在儿童对异性父母产生性/浪漫依恋时。他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分析调查使他确信，俄狄浦斯情结是性发展的正常阶段。

弗洛伊德相信组成本能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它们被整合到成人性行为中。例如，接吻是成人在性行为中参与的一种口腔活动。还有类似于童年阳具手淫的生殖器爱抚。弗洛伊德提出组成本能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认为它们在性变态(perversion)案例中占主导地位。弗洛伊德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维也纳社会，当时性变态被认为包括许多我们今天认为正常的性行为。例如，口交被认为是变态的，所有形式的同性恋也是如此。弗洛伊德认为，当力比多发展停滞时，组成本能的不成熟形式以构成变态的方式主导了成人的性生活。因此，他得出结论，性变态者在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性”固着”(弗洛伊德，1905b/1968)。

弗洛伊德的组成本能观点只有在人们接受只有两种驱力的前提下才说得通。然而，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快感也可以从非性的情绪系统中获得，例如恐慌/悲伤(PANIC/GRIEF)系统的积极面、或从玩耍(PLAY)、照料(CARE)或寻求(SEEKING)系统中获得。因此，说所有婴儿期的快感从根本上都是力比多性质的，这是不可信的。例如，当我们试图为口欲的力比多性质辩护时，我们就站在了非常不稳固的立场上。吮吸和非营养性含嘴可能不是力比多快感的表达——至少不完全是。相反，它们可能表达婴儿在靠近母亲时感受到的非性快感(恐慌/悲伤系统的积极面)。或者，这些活动可能反映了与进食相关的愉快的体内平衡情感。人们也可以想象，在进食之前，婴儿的寻求系统被愉快地唤起，而含嘴是这种愉快期待的一部分。再者，含嘴有时可能是一种玩耍形式——婴儿尽管运动能力相对有限，也能参与其中。

我们也有理由质疑弗洛伊德关于性器期性欲在3-4岁出现的时间表。后续研究表明，即使是婴儿，剧烈的摇晃也可能诱发性高潮(Kinsey
et al., 1948; Martinson, 1994; Yates,
1978)，而其他研究观察到婴儿早在男孩6个月、女孩10个月时就会持续触摸生殖器(Galenson
& Roiphe,
1974)。当然，婴儿无法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是否经历过性高潮，人们也无法确定不太集中的生殖器触摸是否具有性刺激。毕竟，婴儿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玩弄他们的耳朵(Levine,
1951)。还需要考虑的是，生命最初18个月内的一定程度的生殖器游戏是一个积极信号，因为它与良好的母婴关系和普遍的满足感相关。被忽视的婴儿不会触摸自己(Spitz
& Wolf,
1946)。因此，如果婴儿感到满足，他们触摸自己是为了体验短暂愉悦的性感觉；这可能会增加满足感，但并不能将其视为成熟性欲(LUST)更典型的集中性活动。

现代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成人性行为的原理，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性脑胚胎发育的知识，但它很少告诉我们关于青春期前的性发育——关于儿童性发展的信息。因此，我们无法从婴儿期和儿童期明显的力比多行为观察中得出确切结论。我们甚至不知道弗洛伊德提出的婴儿发展围绕口腔期、肛门期和性器期变化的观点是否正确。然而，即使口腔性、肛门性和生殖器性是儿童期的核心问题，也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本质上都是纯粹力比多性质的。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情绪分类至少包含七种不同的基本情绪，其中四种(分离痛苦/悲伤PANIC/GRIEF的积极面、玩耍PLAY、照料CARE、探寻SEEK)产生的积极情感是非性的，因此不太可能所有婴儿期(或成人)的愉悦都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从根本上是力比多性质的。

因此，当我们重新考虑经典的性心理发展理论时，现代神经科学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素材。然而，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儿童期性心理发展的真实本质，或关于文化驱动的三级加工层面的脑心(BrainMind)涌现的任何方面。这使得心理治疗师处于一个不理想的境地，有许多未解答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性发展的问题。例如，同性恋是否涉及异性典型脑区和化学物质的激活?同性恋女孩的前下丘脑是否有更密集的细胞群,她们的大脑是否充满更多睾酮和加压素(vasopressin)?同性恋男孩是否处于相应的位置，腹内侧下丘脑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更多的催产素活动?我们对这些关于人类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在其他几种动物物种中有答案，特别是实验室大鼠和小鼠。但是，当然，人类不是大鼠、海象或猴子。那么，我们应该多大程度上相信从被错误称为”低等物种”中得出的一般原理呢?

关于儿童期的性病理，我们同样无知。儿童期的性过度刺激是否会导致性脑区和化学物质的过早激活?为什么被父母忽视的儿童不愿触摸他们的生殖器?他们的性脑化学物质是否处于低水平，如果是，是什么导致它们减少?这些只是关于人类性发展和所有其他情绪如何涌现到三级加工思维和文化意识中的众多问题中的几个，这些问题仍有待充分回答。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的性心理发展理论之间仍然存在鸿沟，更不用说人类文化生活了。现代神经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关于本能成分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但它还没有提供证据，也可能根本无法提供证据，来填补我们对祖先生存工具的知识与展现出无尽人类存在多样性的个体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这凸显了神经科学分析需要与更复杂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共同合作，才能获得对人类复杂性的更全面理解。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现代神经科学为我们理解哺乳动物性行为提供的一些见解。我们已经看到，雄性和雌性大脑中的性回路和性化学物质是不同的。在雄性中，前下丘脑是性行为的焦点，睾酮介导加压素的产生，这解释了雄性性行为的大部分内容。在雌性中，腹内侧下丘脑是初级加工性控制中枢的一部分，主要的性化学物质是雌激素和孕酮。这些激素反过来介导催产素的活动，催产素是一种显著调控雌性性反应的神经调节剂。尽管催产素被普遍宣传为”爱的激素”，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其作用的简化，因为它可能不会直接产生太多积极情感。相反，催产素可能增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活动，而正是这些物质产生了催产素给药引发的大部分积极情感。尽管如此，很明显催产素确实促进积极社交情感的产生，特别是对胜任母职很重要的信心和信任。我们预期阿片类物质也有同样作用，而且在高剂量时甚至会导致人们不需要其他人，从而导致成瘾者的社会孤立。

在哺乳动物中,性行为在初级加工层面是LUST回路的产物。但LUST是真正的情绪情感,还是更适合归类为体内平衡或感觉情感?我们认为它应该被视为情绪情感,因为它直接产生复杂的本能性行为,以及相关的原始情感,从纯粹的性欲到性高潮。这种心理行为行动倾向是初级加工情绪的标志。在许多物种的雌性中,性唤起促进性接受姿势的脊柱前凸反射,在雄性中则产生相应的求偶、爬跨、插入(成功的抽插)和射精等性行为。

性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尤其在人类的三级加工层面),因为性身体和性大脑在子宫内沿着不同的轨迹发育。雄性大脑是在睾酮转化为雌激素时形成的,雄性身体是在睾酮转化为DHT时形成的。所有胎儿身体最初都是雌性,如果没有干扰,雌性身体将继续发育。然而,如果胎儿在妊娠中期的关键时期暴露于过多雌激素,雌性大脑和心智可能会被雄性化。

性行为这一主题,如同所有其他情绪一样,充满了未解之谜。是什么决定了密切相关的灵长类物种繁殖策略的多样性?是什么决定了特定物种内的不同策略?环境影响如何决定人类的性表达?这些差异的化学和神经相关因素可能是什么?对每位心理治疗师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性驱力——LUST——在童年期间如何发展?人们可以提出许多类似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研究者去阐明。这是科学最美妙的一面。工作永远不会完成。神经科学确实如此。可以无止境地收获更精确的知识。


第8章

养育之爱

CARE系统

曾在我体内游弋的小眼睛,

在我声音中欢欣的小耳朵,

完美的脸颊、下巴和手指

以及带着早期话语的嘴唇

如此珍贵而湿润, …

那些永远逝去的日子里的孩子,

你尽情地笑和哭,

奔跑并四处攀爬

但总是绕回我身边,

因为我是你在地球上的第一个家… .

—安妮萨·米勒,《宝贝的爱》(1995)

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它们的大脑和身体准备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后代,而后代如果没有这种奉献就根本无法生存。母性关注的投入并非偶然:它建立在一套坚实的本能大脑冲动之上,用以养育新生儿并与其建立联结。人类母性的奇迹,包括大家庭在养育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人类学家所赞颂(Hrdy,
2009; Konner,
2010)。当然,在现代人类中,近亲和大家庭并不总是个人直接社区的一部分,这种原始动机常常必须在缺乏实际和情感支持的环境中追求——导致这些最基本和最强大的本能行动倾向与各种担忧和不安全感混杂在一起,可能削弱母性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养育的喜悦可能被负面情绪的主导所掩盖。

然而,当一个人被支持性他人包围时,母性的情感交响曲必须被视为大自然的伟大馈赠之一。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感受到这份馈赠在我们内心的印记,即使是那些永远不会生育的人。许多物种的父亲在大脑中都有潜在的母性回路,等待合适的环境来放大其潜力(de
Jong et al.,
2009)。因此,人们很容易论证,人类共情的根源深深扎根于所有哺乳动物产生关爱感的古老回路中,我们在其中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联系起来(Decety
& Ickes, 2009; Hein & Singer, 2008; Iacoboni, 2009a,
2009b)。他人的PANIC/GRIEF感受(见下一章)可能是促进共情奉献的最强大情绪共鸣之一。

在某些物种中,CARE冲动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容易延伸到其他物种的幼崽。目前,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许多哺乳动物跨物种母性奉献的非凡例子的摄影记录。在某些物种中,如实验室大鼠,母亲不会与自己的幼崽形成特定的联结,人们可以随意在不同窝之间交叉寄养依赖性幼崽。然而,在其他物种中,特别是那些可以说是’一出生就能站立’的有蹄类动物,母亲在出生后数小时内与后代形成专属的社会联结,在此时间框架之后,它们通常不会接受其他幼崽。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联结的神经和情绪机制的理解可以让我们”重新打开”联结窗口,并通过物理、药理和社会干预在这些物种中促进母性联结的建立。

在本章以及接下来聚焦于PANIC/GRIEF（恐慌/悲伤）和PLAY（玩耍）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产生非性社会联结的三个大脑系统。本章将重点讨论CARE系统（照料系统），它以母性奉献为典型代表。我们将讨论关于哺乳动物大脑如何产生养育冲动的新兴知识；然后我们将简要讨论这些化学物质如何控制社会学习和更高级的社会认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从另一面，即从婴儿的角度来考察：幼小动物如何与父母形成情感联结。然后我们将转向年长的动物，以及幼年和成年动物形成积极的非性联结或友谊的方式。我们最初将促进婴儿与母亲联结的原始情绪称为PANIC系统（恐慌系统）。使用这个不寻常的标签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当大多数幼年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与照顾者分离时，产生的感觉可能类似于”恐慌发作”——这是一种与普通恐惧和焦虑截然不同的精神病发作（见第5章）。我们仍然认为这是描述”分离痛苦”系统所产生的原始情感的好标签。然而，由于这个标签引起了惊愕和困惑，我们在这里使用PANIC/GRIEF——或简称GRIEF（悲伤）。由于这种重新标记，一些论点可能更容易理解。例如，在年长的动物和人类中，随着情感联结的牢固建立，社会丧失可以激活更全面的痛苦情感，这些情感更容易用悲伤和哀痛来描述。在讨论完GRIEF系统之后，我们将用一章讨论PLAY系统，它促使人和动物，尤其是幼小的个体，参与以粗暴打闹游戏活动为代表的快乐竞争性互动。这种美妙的情绪能量使幼儿能够快速成为朋友，也使年长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更加渐进。

关于CARE系统，以及GRIEF和PLAY系统，仍有许多研究有待完成。这些对于理解社会依恋和可能促进抑郁的联结失败如此重要的初级过程情绪系统，在神经科学或生物精神病学中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我们现在对这些非性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在大脑中识别它们，理解它们运作的一些重要方式，并设想它们在人类心理健康和情绪障碍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们也理解这些系统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例如，CARE抑制GRIEF，而GRIEF减少PLAY。与LUST（性欲）一起，这些基本的社会参与系统是哺乳动物和鸟类社会依恋的基础。在人类中，至少这些系统也是各种爱的基础（Panksepp,
1998a）。我们说”至少”是因为我们不想否认其他物种也有这样的高级情感。但是动物心智的飘渺高级空间，用现有的探究方法并不容易进行科学研究。所有这些系统共享许多情感调节神经化学物质，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尽管最近有大量研究（Numan
& Insel,
2003），但这些神经机制的大部分细节，以及导致CARE系统出现的进化路径，仍有待详细研究。然而，由于共享的神经化学物质和临近的解剖结构，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有争议的可能性：在哺乳动物大脑进化的漫长过程中，母性CARE部分地从雌性LUST的既有大脑机制和情感中出现。

母性冲动

谁能抗拒母亲与婴儿之间迷人的情感芭蕾？每个人都对来自对方的微妙交流极其敏感（Hrdy,
2009; Konner, 2010; Reddy,
2008）。婴儿皱眉的暗示或身体不舒服的扭动都会引起母亲安慰性的照料，而她的微笑会从婴儿那里产生一阵快乐的回应。这种精细调谐的情感互动，是人类之爱的原始来源之一，为大多数母亲提供了深刻的满足，并且对发育中婴儿的情感和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然而，母性养育在动物王国中绝非普遍存在。许多动物，包括几乎所有爬行动物，几乎没有母性冲动。它们让幼崽在危险的环境中自生自灭，许多幼崽会死于捕食。相比之下，基本上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都照顾它们的幼崽，常常以牺牲自己的舒适为代价，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哺乳动物中，初级过程的养育冲动在雌性中最强。然而，在鸟类中，父亲往往和母亲一样细心；这种现象也见于少数哺乳动物（de
Jong et al.,
2009）。在鱼类中，照料卵巢的工作通常完全留给父亲。这种养育冲动源于我们统称为CARE系统的固有大脑回路。

从历史上看，哺乳动物中主要过程CARE系统的存在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这源于一项发现：从产后雌性大鼠输血会在未生育的雌性大鼠中引发母性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筑巢、盘旋在幼崽上方以及收集从巢穴走失的幼崽(Rosenblatt,
1990)。我们仍然不知道输血中的哪些母性化学物质与未生育雌性的大脑系统相互作用以促进养育行为，但我们确实知道大脑内的催产素(oxytocin)是一种可以促进这种转变的化学物质。母性行为也可以通过电刺激大脑的特定区域来促进；这种刺激在情感上是积极的，因此具有奖赏性。这种提供CARE的冲动很可能源于SEEKING唤醒；SEEKING系统对于母亲必须做的许多事情至关重要，以便她们的后代能够茁壮成长，包括筑巢和找回幼崽。因此，CARE的大部分积极情感可能是由于大脑多巴胺的唤醒(见第3章)，结合阿片类物质，以及催产素、催乳素和许多尚未被识别的大脑化学物质。


神经科学与社会性大脑系统的接受

关于社会性大脑的主要过程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迅速推进。神经科学界正在认识到CARE和其他主要社会系统在大脑中的重要性。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很容易接受LUST和RAGE大脑系统的存在，因为这两种情绪都清楚地表现在动物行为中，并且这些情绪显然对生存至关重要。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坚实起步是在发现大脑阿片系统的社会功能后不久开始的(MacLean,
1990; Panksepp & Bishop, 1981)，随后是最近对大脑催产素的研究(Carter,
1998; Insel & Young, 2001; Panksepp,
1998a)。尽管对主要过程社会系统的神经科学研究落后于对其他主要情感系统(如RAGE和FEAR)的研究，但它正在迅速赶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研究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者甚至还没有认识到主要过程社会系统的存在，更不用说其重要影响了，他们将母性和玩耍冲动设想为社会建构的。

当然，科学是相当保守的，这也是必须的。在许多研究和许多物种中积累的一致证据必须汇聚在一起，才能使一般的理论原则被吸收到标准的神经科学思想和实践中。新想法必须证明自己才能被接受。例如，正如我们所见，该领域仅仅是逐渐转向对多巴胺唤醒的SEEKING系统的概念化，该系统产生食欲性动机，同时仍然坚持长期受青睐的概念，如”大脑奖赏系统”，尽管后者存在无法解决的悖论。幸运的是，最近CARE系统已经成为大量神经科学研究的主题，这些研究由多伦多大学的Allison
Fleming和波士顿学院的Michael
Numan等先驱及其学生进行。(当然，实际动手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通常由博士后研究员、研究生、技术人员和无处不在的有才华的本科生完成。)此外，社会科学家对更高级、更晚近进化的社会性大脑的运作变得非常感兴趣——合作、共情和社会镜像的许多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现代脑成像技术的出现。因此，现在有大量关于灵长类和人类社会性大脑的更高级社会方面的论述(例如，Cacioppo
& Patrick, 2008; de Waal, 2009; Tomasello,
2009)，尽管这些研究者很少提到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更古老的主要过程社会冲动。社会科学家最终会弥补这一疏漏，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对我们的祖先根源有更全面的理解。例如，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没有母性CARE和GRIEF的心理痛苦的基础，共情可能就不会存在(Panksepp,
1998a; Watt, 2007)。

下一章将探讨幼年动物的分离-痛苦(GRIEF)系统，该系统通过产生独特的情绪化叫声来表达它们对母亲关怀(CARE)的需求。我们从动物研究中得知，母亲会尽职地调查其幼崽发出痛苦叫声的位置，即使这些叫声是由录音机播放的。这种反应背后的适应性逻辑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痛苦的哭泣通过唤起父母的保护性注意力来促进婴儿的生存能力。然而，最近我们对这种反应的理解增加了新的层面。研究表明，当父母听到婴儿的哭声时，他们大脑中的分离-痛苦(GRIEF)区域会被激活(Swain
et al.,
2007)，母亲比父亲反应更强烈。母亲通常也能将自己婴儿的哭声与陌生人的哭声区分开来。最近脑成像研究发现的一个含义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可能会直接体验到婴儿的痛苦，因为他们自己大脑中相应的情绪系统被婴儿的哭声唤醒。这一证据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两个。首先，它似乎是有情感纽带的个体之间原始共情(empathy)的一个例子。其次，它强烈表明GRIEF(分离痛苦)的唤起会激活CARE(母性型养育)。因此，我们开始看到神经通路的轮廓，在这些通路中，人类共情的原始根源起源于大脑的CARE和GRIEF网络。

关怀系统的进化

强大的哺乳动物养育冲动如何从爬行动物(众所周知不关心后代的动物)大脑的祖先起源演化而来?为什么哺乳动物母亲热衷于保护、珍惜甚至牺牲以确保后代的福祉?CARE系统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即CARE的进化与哺乳动物祖先大脑中的LUST(性欲)回路密切交织。尽管CARE可以被视为一个非性的情绪系统，但如前所述，性欲的神经化学控制也位于养育行为的核心。换句话说，催产加压素(vasotocin)以及相关的古老神经肽如中间催产素(mesotocin)，它们驱动爬行动物和鱼类的LUST和分娩系统，可能已经进化成催产素(oxytocin)，催产素不仅促进雌性LUST，也是促进母性CARE的关键大脑系统(Uvnäs-Moberg,
1998)。

催产加压素是一种古老的激素，在爬行动物和鸟类中产生性冲动和调节良好的分娩反射。爬行动物通常不养育幼崽。然而，鸟类会这样做，这种养育态度是由催产加压素诱导的。为了说明催产加压素如何介导分娩行为，我们可以考虑它在海洋爬行动物(如海龟)众所周知的筑巢模式中的轨迹。在完成了数千英里的迁徙以到达其祖先分娩的海滩后，母海龟登上海滩并挖掘巢穴；当她这样做时，她的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加压素不断增加。当她一个接一个地产下卵时，催产加压素水平进一步升高。然后，当她的分娩完成并覆盖卵时，催产加压素骤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因此，她的母性冲动和职责就此结束。她返回大海。数周后，当她的后代孵化时，它们迅速向海浪奔去，容易受到攻击且没有父母保护。只有一小部分后代逃脱捕食并延续物种的生存。

在LUST章节中，我们提到催产加压素具有类似于催产素在哺乳动物中作用的镇静效果，并在许多鸟类物种中促进养育情绪(Adkins-Regan,
2009; Balthazart, et al., 1996; De Vries & Panzica,
2006)。实际上，催产加压素可能进化成了哺乳动物的化学物质催产素和加压素(vasopressin)，它们分别在控制哺乳动物的雌性和雄性性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特别关注催产素的进化联系，因为除了是产生雌性LUST的重要化学物质(Caldwell,
2002)外，催产素也是一种重要的母性化学物质。它通过产生子宫收缩在分娩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在分娩后通过触发乳汁下降(当乳头被吮吸时)发挥作用。此外，催产素与其他母性化学物质一起，在注入未生育雌性的大脑时有助于促进母性情绪和行为(Pederson
et al., 1982; Keverne & Kendrick, 1994)。

从祖先肽到催产素的进化化学连续体表明，哺乳动物大脑中的CARE系统可能部分地从爬行动物的LUST系统进化而来。一种功能从另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功能进化而来并不罕见。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子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写道：“自然选择……像一个修补匠一样工作……他……利用周围找到的任何东西……来制造某种可行的物体……进化从一条腿制造出一只翅膀，或从一块颌骨制造出耳朵的一部分……自然选择……不会从零开始产生新事物。它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工作”(Jacob,
1977)。

Jacob谈到的是外适应(exaptation)原则,指的是进化变化中,现有结构看似激进的改变产生了可用于新适应目的的结构。外适应的一个例子是鱼类支撑鳃的弓形结构,进化成了哺乳动物中耳中用于听觉的骨骼。外适应指的是进化使物理结构适应新用途的令人惊讶的,而非显而易见的路径,包括将古老的大脑过程转变为执行新功能的系统。因此,虽然鳃弓在鱼类中帮助呼吸,但哺乳动物中耳中产生的骨骼则促进听觉。尽管我们可能感到不适或有其他审美上的反对意见,但看似与性无关的照料(CARE)系统可能是从祖先物种的性欲(LUST)系统进化而来,这并不违反自然法则。

与所有进化步骤一样,通过外适应带来的变化会根据其适应价值而被保留或放弃——变化的保留将取决于它如何帮助动物在其环境中生存。可以推测,对幼崽的养育照料具有适应性,因为父母的照顾和保护为所有哺乳动物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决定性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幼小的动物只能通过从另一个动物那里获取食物来生存,那么没有什么比社会联结和母爱更能确保这种分享的发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哺乳动物的情绪健康都与这种早期照顾和关爱的质量密切相关。


照料系统与精神分析理论

照料系统的发现表明,弗洛伊德的著名假设并非完全错误,他认为性是所有积极人际社会关系产生的基本冲动或驱动力。也许他的想法隐含着他没有认识到的性欲(LUST)和照料(CARE)之间的内在关系。然而,其他基本的社会情绪系统并未出现在他对人性的看法中。例如,对社会联结非常重要的恐慌/悲伤(PANIC/GRIEF)和玩耍(PLAY)系统,与性欲(LUST)系统没有明显的关系。弗洛伊德假设所有非性爱,甚至母爱,都是潜在性冲动的升华(sublimation)。他坚持认为升华——将基本情绪能量引导到社会有用目的——发生在性冲动被转化为能够服务于非性目的的社会价值观时(Moore
& Fine,
1990)。例如,大多数社会都有乱伦禁忌。弗洛伊德认为,禁止乱伦的道德规范可能源于母亲获得性满足的基本愿望,将其塑造为照顾孩子的非性满足。因此,经典弗洛伊德理论家相信,无疑现在仍有一些人相信,母性冲动(以及其他柏拉图式的依恋)是潜在性冲动的升华变体。我们现在可以用新的进化方式来看待这个旧假设。

尽管照料(CARE)可能是从性欲(LUST)进化而来,但这两个系统现在在大脑中已经足够独特,并且执行不同的功能。性欲(LUST)系统产生性冲动,而照料(CARE)系统产生非性的温柔,尽管由于共享的调节脑化学物质,一些相关感受可能具有类别相似性。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许多社会依恋来自性冲动升华之外的其他来源,包括下两章总结的悲伤(GRIEF)和玩耍(PLAY)系统。当然,性也会导致社会依恋。人们可能想知道婚姻制度是性冲动的表达,还是性能量的升华。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婚姻包含两者:它可以成为竞争冲动和需求之间的实际妥协,这些冲动和需求包括性伴侣的快乐以及繁殖和照料的经济考量。这可能是紧迫的进化要求之间的实际文化妥协。


照料回路和化学物质

催产素(oxytocin)是主要的母性化学物质之一,在雌性大脑中的产量大于雄性大脑(Jirkowski
et al.,
1988)。雌激素介导整个下丘脑前部细胞区域催产素的产生,包括室旁核(PVN)和背侧视前区(dPOA)。这两个催产素能大脑区域对照料行为的相对重要性已在大鼠损伤研究中得到证明。室旁核(PVN)的损伤可以显著减少初次做母亲的大鼠的母性行为,但对有经验的母亲则不然。然而,背侧视前区(dPOA)的损伤可以完全消除母性行为(完整概述见Numan
& Insel, 2003)。

催产素与神经系统的所有化学信使一样,如果不与特定的化学受体结合,它将毫无用处。雌激素和孕酮水平控制着催产素释放的许多区域中催产素受体的数量,包括终纹床核(BNST)和腹内侧下丘脑(VMH)。终纹床核(BNST)似乎在调节分离痛苦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大脑区域,催产素似乎激发了母亲在婴儿走失和哭泣时感受到的焦虑:母亲会经历一种令人寒栗、恐惧的感觉,直到她们找到自己的婴儿,而这种母性体验支持婴儿的生存。

尽管刚才提到的大脑结构是关键的关爱系统参与者,但该系统的回路在大脑的内侧皮层下区域广泛延伸,与许多对有效母育至关重要的子系统相连。例如,有一个独特的回路控制泌乳反射。这个回路从中脑外侧区域下降到支配乳头的脊髓节段(Hansen
& Kohler,
1984),从生理上让母亲做好哺乳准备。虽然只有母亲能哺育幼儿,但养育回路并非雌性的专属领域。雌性和雄性都有能力养育后代。而且,如前所述,许多关爱回路也存在于雄性大脑中(de
Jong et al., 2009)。

关爱回路的一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该系统的一个分支从产生多巴胺的腹侧被盖区(VTA)通过下丘脑延伸(Numan,
1990)到寻求系统的核心。关爱系统的这一部分很可能唤起寻求冲动,这无疑促进了目标导向的母性觅食倾向,这对筑巢和找回幼崽尤为重要。事实上,向腹侧被盖区注射催产素会促进这种母性行为,表明寻求系统对母性生活的实际和食欲需求很敏感。我们再次看到,大多数其他情绪系统利用原始寻求系统来实现其充满情感、面向行动的功能的方式之一。

母性冲动也得到附近各种情绪系统的支持,如分离痛苦的恐慌/悲伤系统。如前所述,该系统包括终纹床核,该核也富含催产素网络。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催产素在减少分离痛苦方面非常有效。大概,当悲伤系统被唤起时,由此产生的负面情感状态可以增强养育成人的照顾冲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认同婴儿痛苦的母亲会有动力养育和安慰他们。这个假设值得比目前得到的更多实验关注。在大多数已研究的物种中,婴儿的分离叫声会引起母亲的强烈关注和接近行为,父亲的反应程度稍弱。如前所述,尚不清楚这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但终纹床核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开端。

虽然雌性可能更具母性和关爱,但雄性在体质上也能够养育。例如,通过简单地让幼年雄性大鼠和未育雌性大鼠(这两组通常会避开婴儿)每天接触幼鼠,就可以诱发它们的养育行为(Rosenblatt,
1967)。这个过程被称为敏化(sensitization)。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接触幼年动物会使幼年大鼠的关爱系统敏化,但我们假设它以某种方式促进并强化了已知能唤起该系统的化学变化,例如催产素活性的增加。敏化在非常年幼的雄性中更成功,也许是因为在青春期开始时冲刷雄性大脑的睾酮会促进明显的攻击性情感色彩,这往往会抵消养育感受。(记住,雄性中的睾酮促进加压素合成,这不是一种养育化学物质,尽管它可能在父母保护幼崽方面起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未育雌性在青春期后更容易被敏化,因为青春期雌性身体产生雌激素,雌激素促进催产素的产生。

有充分理由相信,关爱系统在养育照顾者(包括雌性和雄性)中产生积极情感。除了由催产素驱动外,它还由内源性阿片类物质驱动。事实上,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在所有积极的社交互动中都发挥作用。催产素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都是舒缓的”感觉良好”化学物质,已知可以抑制攻击性和易怒性(McCarthy,
1990; Siegel,
2005)。这些化学物质处于高水平的关爱母亲表现出自信的能干态度(Kinsley
& Lambert, 2006, 2008),“照顾和交友”的冲动(Taylor et al.,
2000),有时甚至可以升级到一种母性狂喜。

然而,成年雄性大脑中睾酮的攻击性效应可以抵消关爱冲动,甚至促进杀婴倾向。在动物王国,雄性经常杀死自己物种的幼崽,但通常不会杀死自己的后代。这可能是幼年动物在成年雄性面前通常表现出比在雌性面前更多恐惧的原因之一—这种倾向可以进一步削弱幼年动物与成年雄性之间的联系。然而,催产素似乎能抑制雄性杀婴的倾向(McCarthy
et al.,
1992)。如上一章所述,雄性大鼠在交配后不太可能杀婴。这种和平倾向逐渐增加,并在雄性自己的后代出生时达到峰值(Mennella
& Moltz,
1988)。我们知道性活动会导致雄性大脑中催产素的产生。也可能雄性大脑中催产素系统的这种升高活性会继续增加,直到它们的后代出生所需的时间。这可能是雄性在受精后几周对幼年动物攻击性较低的原因吗?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值得热情的情感神经科学家探索。

怀孕的神经化学变化

我们已经强调了催产素在关爱唤醒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母亲养育新生儿的冲动，同时它对母亲和孩子都有丰富的积极抗压效果(Uvnäs-Moberg,
1998)。催产素的生成由雌激素控制，雌激素在整个孕期保持在适度水平，随着分娩临近而增加。因此，在妊娠末期会出现由雌激素介导的催产素活动激增。有趣的是，多年来研究人员并不认为催产素是一种重要的母性化学物质。许多人认为催产素的唯一来源是垂体后叶。当从哺乳期母亲身上切除这个腺体并未抑制母性行为时(Slotnick,
1975)，科学家们认为母性行为并不依赖于催产素。只有在发现大脑深处存在催产素能系统(使用催产素的系统)后，神经科学家才开始考虑催产素可能在大脑中分泌，并可能在产生筑巢、哺育幼崽、盘旋在它们上方提供温暖等母性行为中发挥核心作用(大脑和/或脊髓中的作用)。

然而，要明确催产素在母性行为中的确切作用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因为其效果并不总是清晰的。虽然直接向大鼠和绵羊的脑室系统注入催产素通常会促进母性倾向(Pedersen
et al., 1982, 1992)，但有时这样的实验并不产生母性行为(Bolwerk
& Swanson,
1984)。当研究人员发现未产雌性大鼠通常觉得新生幼崽的气味令其厌恶，而这本身就可以抵消注射催产素产生的母性倾向时，这种明显的矛盾得到了解决(Fleming
& Rosenblatt,
1974)。然而，当母鼠第一次分娩时，它对幼崽气味的习惯性厌恶被吸引所取代。当未产雌鼠输入产后大鼠的血液以及通过每日接触幼崽而敏化时，也会看到这种相同的现象。导致这种对新生儿厌恶快速逆转的完整因素阵列尚不清楚，但显然这种变化并非仅由催产素引起。因此，催产素以外的化学物质必定在产生母性冲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分娩期间和之后发生的化学变化来了解这些化学因素可能是什么，分娩是诱发关爱行为的典型体验。分娩在大脑中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孕酮水平以及雌激素和催产素水平在整个孕期都很高。然而，随着分娩临近，孕酮水平会骤降。众所周知，高剂量的孕酮在大脑中起镇静作用，几乎像麻醉剂一样。也许这种激素的消退突显了母亲身份需要提高警觉性和对细节的关注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催乳素随着分娩临近而急剧上升，诱导乳汁的生成并在产生母性感受和行为中发挥作用。虽然这类研究主要在大鼠和绵羊身上进行，但哺乳动物的相似性表明这些发现很可能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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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大鼠妊娠期间孕酮、雌二醇和催乳素的循环水平。这些激素在妊娠期间的变化，以及孕酮的快速下降和分娩前几天雌激素和催乳素的大幅升高，建立了促进母性行为的生理条件。人们认为，母亲大脑中催产素的激活是实现这种关爱动机变化的最重要效应之一(改编自Rosenblatt,
1990的原始数据，如Panksepp,
1998a所示；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布)。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化学转变是否解释了雌性大鼠对幼崽气味吸引力的变化。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这些化学转变在许多母性行为和情感的产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这些转变可以被人工诱导。只需用正确的激素注射模式模拟分娩前的激素变化即可；这是通过快速提高雌激素、催产素和催乳素水平并降低孕酮水平来实现的。这种化学物质丰富和耗竭的模式可靠地诱导产生母性渴望的大脑转变。因此，催产素只是母性化学物质之一，也许它并不那么至关重要。事实上，催产素对于大鼠产生母性冲动并非必需。通过消除制造催产素的相关基因而使催产素系统被”敲除”的小鼠仍然可以表现出充分的母性行为。然而，它们的幼崽无法存活，因为没有催产素就没有乳汁生产；这些小鼠幼崽必须有”乳母”才能存活(Pedersen
et al.,
2006)。当然，这些动物的母性行为可能不如大脑充满催产素的母亲那样令其满足、尽心和有活力(Nishimori,
et al., 2008)。

其他研究帮助界定了催产素在创造关爱态度方面的局限性。例如,虽然催产素明显有助于启动母性冲动,但一旦母性行为建立起来,催产素对于胜任的母性行为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如果在母鼠第一窝幼崽出生时,通过给予阻断催产素受体的药物来抑制催产素在母鼠大脑中的影响,母鼠不会迅速表现出母性热情。她似乎对幼崽的心理和生理诱惑产生了抵抗。如果几天后进行同样的操作,母性行为就不会受到严重破坏。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如前所述,如果在分娩前损伤下丘脑的室旁核(PVN)——大脑中一个含有大量催产素分泌神经细胞的关键区域——也会出现母性情感的缺失。这种操作不会破坏分娩过程本身(van
Leengoed et al.,
1987),但确实会干扰最初的母性能力。然而,如果允许初产母鼠在这种受限的脑损伤之前与幼崽相处几天,她的母性能力就完全不会受到破坏(Insel,
1990; Insel & Harbaugh,
1989)。显然,母性关爱系统帮助大脑快速学习关于母性能力的许多知识。然而,这些养育倾向很快就会根深蒂固地成为习惯,以至于不再依赖催产素的”魔力”。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阻断有经验母鼠的催产素作用是否要付出长期代价。当母鼠有过往的母性经验时,催产素在短期内对于胜任的母性行为并非必需。但催产素对于长期的母性能力是否必需呢?在正常情况下,即使在母性行为已经习得之后,催产素仍然会在母鼠大脑中释放。据推测,这会产生养育冲动和相关的情感感受,对母鼠来说具有高度奖赏性。长期阻断催产素可能会干扰母鼠履行母性职责时的愉悦感。这种主观愉悦感的减弱可能会导致母性能力随时间恶化。这种情况在动物模型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们也缺乏证据表明这些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类。

诚然,催产素在维持母性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具体长期作用尚不清楚。但大脑化学物质经常通过协作发挥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催产素会增强阿片类物质的作用。因此,我们得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催产素可能在长期内支持母性行为,因为母性能力与所有积极的社会关系一样,会被极低剂量的阿片类物质所增强(Panksepp,
1998a)。我们将在恐慌/悲伤章节中看到,当动物从事积极的社会互动(如相互梳理毛发)时,它们的大脑会分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

目前尚不清楚母性满足感是否由大脑自身的阿片类物质介导。然而已知的是,极低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会增强许多积极的社会互动,包括母性行为和玩耍。另一方面,即使是稍高剂量的阿片类物质也会诱导一种极乐但社交反应迟钝的迟缓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幼年动物表现出较少的玩耍,动物总体上不太合群,母鼠表现出较少的母性行为。据推测,当母鼠处于完全满足的阿片类状态时,她们无法体验到由良好母性行为产生和所需的情感波动变化。然而,以微小剂量给予时,阿片类物质会促进以友好方式互动的冲动。因此,低剂量的阿片类物质也能增强母性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最终确凿地发现催产素通过内源性阿片类大脑化学物质促进这种增强作用,也不会令人惊讶。

正如我们在欲望章节中讨论催产素作用时所提到的,催产素的力量有时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增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作用来实现。反复暴露于高剂量阿片类物质后,大脑通常会对这些药物产生越来越高的耐受性或不敏感性。这种耐受性是成瘾者需要越来越大剂量才能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积极感受的主要原因。催产素会降低阿片类耐受性,这意味着在催产素水平充足的情况下,少量阿片类物质会继续产生舒适、愉悦的效果(Kovács
& Van Ree,
1985)。哺乳期母鼠的大脑会分泌催产素和可能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这种组合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令人满意、舒适的效果。这可能是为什么哺乳对许多母鼠来说仍然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如果催产素被阻断,那么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持续产生的愉悦效果可能会逐渐减弱,导致过早断奶。这也可能会整体降低母性表现,导致幼崽出现各种发育问题。

当然，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母亲以敷衍而非共情的方式照顾她们的婴儿。这些母亲的大脑中母性化学物质可能不如那些表现出更明显奉献精神的母亲充足。初级过程母性化学物质的缺陷可能导致情感敏感性降低。我们可以推测，这类化学物质水平较低的母亲只要孩子没有经历异常程度的痛苦，就能提供足够的养育，但某些母亲在更极端的条件下可能无法提供共情支持。相反，当悲伤(GRIEF)在更极端的情感条件下启动时，冷漠的养育可能会被抛到一边,有力地弥合这种原始的共情差距。同样，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来解决。

显然，我们对催产素(oxytocin)和其他社会化学物质作用的理解仍不完整。我们可以确信催产素对母性行为的初始产生很重要，因为在动物模型中，催产素阻断剂在减少养育行为的开始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单独的催产素并不能消除处女雌鼠对幼鼠气味的最初厌恶，这表明在母性的这些关键初始阶段还有其他化学物质在起作用。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肯定是维持母性冲动的反馈的一部分：如果给动物注射非常低剂量的阿片类药物，母性行为会变得特别旺盛，但稍高的剂量会削弱它，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母性动机受到大脑阿片释放自然波动的调节。高于正常水平会普遍降低社交欲望。此外，虽然催产素对于有经验的母亲产生母性行为不是必需的，但如果催产素系统普遍无反应，母性行为就会很弱(Nishimori,
et al., 2008)。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调查催产素回路的许多角落和缝隙的作用，以阐明催产素分泌产生母性行为变化的确切方式。我们之前提到催产素进入腹侧被盖区(VTA)的多巴胺神经元，这些细胞在促进寻求(SEEKING)冲动方面非常重要。此外，在分娩后，关键的催产素回路通过间隙连接(gap
junctions)的发展而同步，间隙连接是相邻神经元之间的直接原生质桥梁。间隙连接允许神经元之间快速的非突触协调(Modney
& Hatton,
1990)。这有助于催产素能神经元协同作用。例如，通过这种同步化，婴儿的触摸会迅速引发射乳反射。然而，催产素回路的大部分仍然是个谜，特别是在调节人类社会感受和行为方面。

关于其他与妊娠相关的化学物质：催乳素(prolactin)和随着临产而变化的各种类固醇，我们所知更少。然而，已知孕酮(progesterone)和雌激素(estrogen)都能促进某些大脑催产素系统的重塑。我们也知道催乳素促进乳汁合成，同时在已详细研究的几个物种中促进母性行为，特别是鸟类。虽然催乳素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子，但它会从血流中主动吸收进入大脑，直接注射到大脑会促进动物的母性倾向(Walsh
et al.,
1987)。而且，如上所述，孕酮水平的降低对母性行为的开始也很重要(Sheehan
& Numan, 2002)。

这些神经化学研究大多在大鼠、绵羊和鸟类身上进行，但关于这些系统在人类大脑中的运作，越来越多的信息正在变得可用。目前正在进行大量关于鼻内给药催产素的研究(这是已知的将神经肽送入人类大脑的唯一方法)。这项研究的总体发现是人们倾向于变得更亲社会，即不那么有攻击性，更信任他人，并且在处理社交事务时总体上更自信(MacDonald
& MacDonald,
2010)。这些结果与我们对动物大脑中这些问题的深入理解基本一致。因此，考虑到哺乳动物情感系统的同源性，以及所有哺乳动物(包括我们自己的物种)普遍表现出母性行为(物种间的细节有很大差异)，很可能类似的原则在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起作用。换句话说，相同的母性化学物质交响乐在整个哺乳动物物种中促进关怀(CARE)系统的活动。

当然，在人类中无法判断养育行为有多少是由照顾(CARE)冲动驱使的，又有多少是由有意识的认知决策引导的。作为所有生物中最聪明的物种，人类能够从认知上理解父母双方照顾孩子的重要性。这一事实导致早期研究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没有母性本能，而是完全通过学习才对孩子产生依恋。传统上，人类男性不照顾婴儿。在现代，对养育孩子重要性的有意识认识说服许多父亲参与育儿。另一方面，母亲有更强的生物冲动去接触婴儿并提供照顾。因此，在认知和文化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之下，存在着从事育儿的生物情感动机。由于这种生物差异，大多数参与婴儿照顾的人类父亲可能以一种更常规、不那么深刻情感化和共情的方式来养育孩子，而不像母亲那样。母亲通常表现出更自然的温暖和与婴儿在一起的渴望。通常也是母亲更持久地与婴儿进行敏感的情感交流，特别是与快乐的婴儿交流，但也与处于痛苦中的婴儿交流。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许多母性化学物质在人类母亲的母性冲动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些神经化学物质促使临近预产期的孕妇在孩子出生前”布置她们的巢穴”。当婴儿出生时，一系列原始过程的大脑化学物质通常有助于确保母亲的照顾所带来的快乐超过负担。当然，因为我们是聪明、有思想的生物，我们人类也足够聪明，在婴儿到来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我们购买衣服、婴儿床、摇篮、尿布等等。然而，即使是人类母亲似乎也会经历分娩前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她们会进行一连串强迫性的准备活动来迎接婴儿的到来。这可能是由于预示分娩过程的许多化学变化。进化似乎并不完全依赖学习来确保母亲为婴儿到来等关键生活事件做好准备。例如，母性化学物质对大脑的影响甚至使雌性更不容易焦虑(Kinsley
& Lambert,
2006)。这造就了更好的母亲，而好母亲对孩子投入的额外关注为她们后代的心理和神经优势带来了终生的益处。然而，学习是每个情感系统的一部分。在复杂的认知结构方面尤其如此，这些结构对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它们缓冲或加剧我们的基本冲动，并影响我们对这些本能指令的行为反应。

最后，从临床角度来看，在妊娠末期和分娩期间通常会改变水平的化学物质，通常会促进母亲能力，但也可能出错。由此产生的身心状况有时是有害的。一些母亲因尚未完全了解的原因陷入抑郁。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产后抑郁和精神病病例与循环中高水平的β-酪啡肽相关，这是一种源自牛奶的阿片肽。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导致了抑郁。这种状况可能对母亲和孩子都产生灾难性影响,通常通过服用传统抗抑郁药和/或心理治疗来治疗。如果我们更好地了解照顾(CARE)和分娩系统的药理学基础,我们也许能够以更具体和有效的方式治疗有害的母性反应。需要进行的一项研究是评估鼻内给予催产素是否能够缓解那些在孩子出生后不久经历抑郁的母亲的绝望感。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背景下,Andrea
Clarici在意大利东北部美丽的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的研究小组已经启动了这样一个项目。我们热切期待结果。此外,精神分裂症通常以社会纽带失败为特征,最近发现鼻内催产素能够缓解那些陷入精神病的人的阳性症状(例如幻觉)和阴性症状(社交退缩)(Feifel
et al., 2010)。

母性行为和母婴纽带的多样性

尽管在所有被研究的哺乳动物物种中，母性脑回路都是相似的，但与所有情绪系统一样，每个物种显然都有独特的特征，促进不同强度和模式的母性行为。例如，兔子的育儿时间短暂且不频繁，每天只给隐蔽的幼崽喂食一次，其余时间用于啃食营养价值一般的食物。母兔似乎也缺乏动机或神经行为装备来找回从隐蔽巢穴中分散的小兔子。我们不知道兔子是否真的与它们的后代建立联结。事实上，社会联结只在某些物种中得到研究,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大鼠和小鼠等常见实验动物是否真的与它们的后代建立联结。在生命最初几周，当它们的后代仍是”早产儿”（运动能力不足，因此无法自己走失）时，它们实际上不需要建立联结。相比之下，联结对食草动物（如有蹄类动物）至关重要，这些动物的后代在出生几小时后就能蹦跳和奔跑，因此容易走失。这些早熟物种的母亲通常会快速且专一地与自己的后代建立联结，而那些幼崽出生时不成熟（晚成性）的物种则乐于收养其他幼崽。

由于生态因素，不同物种表现出不同的联结窗口——母亲和婴儿能够彼此依恋的最佳时间间隔。当动物以晚成状态出生，眼睛和耳朵仍然闭合时（这在捕食者物种中很常见），幼崽无法远离巢穴。在这些动物中，联结窗口很大，可以持续出生后许多周。对于有早熟后代的食草动物（如绵羊）和鸟类（如小鸡和小鸭，它们可以在出生后不久就与母亲一起觅食），联结窗口在出生后几小时内关闭（对于绵羊）或最多一天后关闭（对于小鸡和小鸭）。这个短暂的联结窗口反映了母婴联结和照料回路与婴儿出生时的活动能力相匹配。如前所述，这类猎物物种通常出生时活动能力很强，因此它们可以跟上不断移动、觅食或逃避捕食者的母亲。它们经常被同类包围，成群结队，这减少了被捕食的危险，但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幼崽很容易在出生后不久就与父母分离，从而在众多动物中走失。因此，在早熟物种中必须非常快速地形成联结，因为幼崽很容易自己走失。在人类和有不成熟幼崽的生物中，短暂的联结时间窗口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绵羊中，母亲在出生后很快与幼崽建立联结，并能通过气味识别自己的幼崽。这种安排的缺点是，如果母亲在出生后不久失去与幼崽的接触几个小时（这可以通过实验完成），它们通常会在重逢后忽视后代，实际上如果后代试图吃奶会拒绝它们。换句话说，那些不幸在母亲有机会将它们识别为自己的后代之前走失的幼崽，在重逢时会被当作陌生者对待。显然，我们人类和许多其他杂食动物的行为更像肉食物种，其幼崽通常出生时非常不成熟。因此，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将陌生者收养到我们的照料圈中。我们将回到有蹄类动物的短联结窗口如何帮助研究人员解码联结的神经化学本质，但现在让我们关注人类养育子女的一些关键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对我们自己相对开放的社会联结系统有影响。


人类联结和社会发展的独特方面

人类婴儿有一个非常大且长的社会联结窗口。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与非父母照料者建立联结，尽管对生存至关重要的最初社会联结最常见于母亲和亲生婴儿之间。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的祖先环境中，养育子女更多是一种自发的群体活动，而不像我们许多现代文化中那样。例如，在传统文化中，婴儿由大家庭照顾并不罕见。在大部落家庭的安全范围内，独立性也受到鼓励。婴儿通常在1岁时就接受如厕训练，此后不久他们就被鼓励作为紧密联系的大家庭的相对独立成员行事（Hrdy,
2009; Konner,
2010）。在我们西方的核心家庭文化中——这可能是在过去千年中出现的——大多数1岁孩子的父母还没有开始考虑如厕训练。儿童被允许在童年的前两三年保持婴儿行为。父母在这些成长期间对他们的监督也非常密切。我们还珍视亲子关系的排他性，很少给孩子在更大社区中独立行动的机会。显然，社会成熟必然会受到许多人养育儿童的社会环境的促进，正如一句著名的非洲谚语所说：生一个孩子只需要一个女人，但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我们的文化似乎不再遵循这样的格言，这可能只会放大养育子女的阴暗面，我们现在将考虑这一点。

母性冲动虽然强大，但并非绝对。有些怀孕是意外的。有些人类母亲会遗弃她们的婴儿，将他们托付给大家庭成员、教会或社会服务机构照顾。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母亲没有足够资源抚养孩子的时候。这种做法在孩子年龄较大时也变得更加普遍，尤其是当孩子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接近独立时。纵观历史，虐待儿童长期以来一直是许多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当时同理心的文化价值较低(Rifkin,
2009)。这种做法在我们史前祖先的过去是否不那么常见很难说，但当人类群体主要由大家庭组成时，这似乎是可能的。

资源可获得性始终是母亲关注的问题。在资源短缺时期，老鼠母亲吃掉幼崽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当资源匮乏到严重损害母亲将后代抚养到青春期的能力时。另一个常见行为是多胞胎的母亲忽视较弱个体的需求，而没有明显的悔意。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一次只生一个后代的物种中。但在人类中偶尔也会发生。在某些传统社会中，婴儿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经济或实际考虑而非生物学因素。例如，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一些社会，如加拿大北部的内特西利克爱斯基摩人，认可杀婴行为，特别是杀害女婴，以避免未来的社会问题。那些几乎没有希望找到合适配偶的女婴，因为部落中没有出生年龄相当的男婴，会被遗弃在雪中等死，父母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痛苦或悔恨(Riches,
1974)。长期的社会关切压倒了短期的情感关切。直到今天，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女婴而非男婴被杀害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这种做法的先例可以在一些动物物种中找到：如我们上面所述，一些母亲会杀死较弱的幼崽。当环境资源稀缺时，这种做法可以增加幸存后代的成功概率。因此，对后代的投入程度只是部分情感问题。

然而，在人类母婴依恋形成过程中的情感问题是巨大的——我们有着延长的婴儿期和童年期——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不是在大家庭中抚养的。人类的大脑结合机制，就像许多其他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一样，构成了一个漫长的事件过程。一般来说，母亲似乎在情感层面上与婴儿建立联系的速度相当快。另一方面，婴儿有一个相当更宽和更灵活的结合窗口期。人类婴儿的依恋通常要到大约一岁时才完全形成，这使得他们在此之前可以被寄养到有支持能力的家庭而不必太担心。然而，一旦形成，依恋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如下一章所述)。了解依恋如何在婴儿和母亲的大脑中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人类大脑中这些神经过程，我们基本上没有直接证据。因此，有必要从动物模型研究中进行推广。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这一发现领域的起点，大部分前沿领域还在我们面前时，才能对我们现有数据的相关性进行合理和平衡的评估。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心智大脑功能的理解才刚刚起步。它们只在少数几个物种中得到了详细研究。而最好的研究是在那些表现出狭窄结合窗口期的物种中进行的；这些物种可能不是阐明人类结合的最佳模型。

社会记忆、结合与母性化学物质

让我们沿着这些思路深入到潜在的神经机制中。

我们现在知道催产素(oxytocin)(Popik et al.,
1992)和加压素(vasopressin)(Dantzer et al., 1987,
1988)都能增强社会记忆，因为当这些神经肽的活性被阻断时，在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物种中，社会记忆都是微弱的且形成缓慢。因为加压素和催产素都能促进动物的积极社会和性行为(第7章)，这些相同的化学物质有助于促进友好的社会纽带并参与创建关于这些纽带的记忆，这也许并不令人特别惊讶。当然，这是自然经济方式的另一个例子，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即我们从其他动物身上学到的东西也将适用于我们。

大约从哺乳动物分娩开始，大多数母亲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升高，这反过来促进催产素以及编码新兴母性冲动所需受体的产生。由于催产素促进社会记忆的形成，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也使母亲能够记住自己的后代。对产后母羊的研究表明确实如此。除了在产生生理和情感母性反应中的作用外，催产素还与去甲肾上腺素(NE)在社会过程中的利用有关(Kendrick
et al., 1992; Levy et al.,
1993)。去甲肾上腺素是另一种大脑化学物质，在母羊嗅觉记忆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母羊嗅球中形成促进与后代积极社会互动的新神经通路时，就会形成积极的嗅觉社会记忆。如果去甲肾上腺素活性被阻断(通过拮抗剂普萘洛尔)，这些通路就不会那么多。嗅觉记忆因此受到损害。结果，接受去甲肾上腺素阻断剂的母羊明显不太能够区分自己和其他羔羊(Levy
et al.,
1995)。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大脑机制在绵羊等有蹄类动物中运作非常迅速，有助于确保母亲为自己的后代提供专属的哺乳权。

去甲肾上腺素似乎以下列方式促进嗅觉记忆的形成：当在嗅球中释放时，去甲肾上腺素降低GABA的活性，而GABA是哺乳动物神经系统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当GABA在嗅球中的抑制性影响减少时，相关的气味编码神经元变得更加活跃，放电更加剧烈。这种快速放电稳定了编码羔羊气味的神经通路。当通路稳定时，它会随时间持续，这意味着它成为记忆通路。显然母亲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婴儿独特的气味特征产生依恋的。类似的过程可能也在婴儿中运作，甚至在人类中也是如此，尽管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嗅觉相对较弱。相当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婴儿对母亲乳房的气味发展出选择性吸引力。大概这种吸引力通过大脑中催产素释放产生的积极情感感受得到强化，以及通过相关的”感觉良好”神经肽(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唤起得到强化。在许多物种中，这种社会吸引力通过温柔的触摸得到进一步强化，触摸刺激已知能促进大脑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的释放(Panksepp,
Bean et al., 1980; Matthiesen et al., 2001)。

事实上，社会联结可能是一种成瘾现象，这是Panksepp和他的学生们首先推测的。社会依恋与人们对阿片类物质使用形成的联结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见图8.2)。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们开始对社会依恋本质进行首次神经科学探究(见第九章)。然而，涉及许多其他化学物质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惊讶。每个大脑功能都由多种大脑化学物质介导。尽管阿片类物质假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催产素在使母亲过渡到与婴儿持续的照料关系方面非常有影响力，产生持续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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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第一个关于社会联结是成瘾现象理论的概念总结，基于阿片类物质依赖的动态特征与社会依恋关键特征之间的主要相似性。两者显示出非常相似的心理动态，这表明阿片类物质和其他一些成瘾在情感上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利用了相同的大脑情绪系统。这个想法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摘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再版)。

我们之前提到母羊有一个非常短的联结窗口期(bonding
window)，持续不超过几个小时。如果母亲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无法接触到她的羔羊，促进母性吸引力的社会记忆通路将不会在她的嗅球中形成，她也不会对羔羊的气味产生诱人的印记。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对母羊的阴道和子宫颈提供刺激(Keverne
et al., 1983; Kendrick et al.,
1992)，通过一个直接称为阴道-子宫颈刺激(VCS)的程序，联结窗口期可以被人为地重新打开几个小时。VCS在母羊的中枢神经系统中产生许多反应，其中之一是催产素释放激增(Levy
et al.,
1995)。因为正常的哺乳动物分娩过程会刺激母羊的阴道和子宫颈，VCS释放的催产素似乎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的约2小时的社会联结窗口期，在此期间幼年动物的气味再次变得有吸引力。一项在婴儿中显示类似依恋反应的发现表明，在大鼠中，向幼鼠施用催产素可以使与母亲相关的气味更具吸引力(Nelson
& Panksepp, 1996)。

虽然有蹄类动物似乎主要通过嗅觉机制建立联结,许多啮齿动物也是如此,但人类通过视觉、声音和触觉建立联结。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通过这些感官建立的联结是否也通过催产素机制运作。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触觉已被发现能够激活阿片类物质,这在社会联结中与催产素同样重要(见[第9章])。声音作为联结的来源,具有特别有趣的意义,因为母亲声音中引人入胜的语调可能是语言学习和我们对音乐热爱的入口(Panksepp,
2008b; Panksepp & Trevarthen,
2009)。听觉系统中的阿片类物质极其丰富,特别是在下丘的中脑下层(Panksepp
& Bishop,
1981)。胎儿在出生前就开始整合子宫外的声音,甚至能识别母亲的声音(Busnel et
al., 1992; Kisilevsky & Davies
2007),并可能对那些旋律性的语调——即妈妈语——产生印记,这最终将为语言习得开启全部潜能。

催产素与音乐的情感力量

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感官通道都能促进社会依恋。我们认为这部分是通过提升大脑中的催产素活性来实现的。我们还讨论了CARE敏感化,即接触非常幼小的动物可以逐渐唤起幼年大鼠和成年处女雌性大鼠的养育行为。在上一节中,我们注意到迷走神经宫颈刺激(VCS)会重新打开母羊的联结窗口,尽管我们还不知道VCS是否是促进催产素驱动联结的普遍机制。可能有许多外部刺激能够唤起CARE系统,但其中一个肯定应该得到进一步研究的是音乐。

有许多理由相信舒缓的音乐可以在大脑中释放催产素。农民们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他们的奶牛在听特定类型的音乐时会产更多奶(这一说法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据),在我们关于分离痛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音乐可以减少幼年小鸡因分离引起的鸣叫(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在进行那些奇特的实验时,我们还发现,当我们给新生小鸡播放音乐时,我们可以唤起与直接向它们大脑中注入催产素时相同的明确行为特征。在出生后的第一周,接触音乐或催产素或后叶加压素的幼年小鸡表现出三种非常明显的高水平行为:(i)非常频繁的侧向摇头,(ii)打哈欠的频率大幅增加,暗示一种放松的心理状态,以及(iii)扇动翅膀的频率适度增加,暗示社交抑制的减少(Panksepp
& Bernatzky,
2002)。事实上,最后一种行为,可能反映了类似自信的东西,如果在小型社会群体中而不是单独测试动物,这种行为会大幅增加(Panksepp,
1992)。自信是联结化学物质的几个关键功能之一——它们使动物感到社交舒适和自信,因为它们在大脑中提供了一个情感上安全的神经化学基础。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脑内注入催产素在减少幼年动物的分离痛苦方面非常有效。

音乐唤起大脑催产素的力量可能是2004年国家地理拍摄的一部精彩半纪录片《哭泣骆驼的故事》核心的隐含”力量”。这部电影展示了蒙古戈壁沙漠的一个游牧牧羊人家庭如何诱导一只母骆驼在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长达2天的分娩后与她的新生白色小骆驼建立联结。也许是因为分娩的长期压力远远超过了有蹄类动物通常短暂的联结窗口,母骆驼拒绝接受和哺育她的小骆驼。被拒绝的小骆驼可怜地哀鸣了很多天,通常与母亲保持相当远的距离。牧羊人不得不手工提供奶水。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游牧民进行了一场传统的”团聚仪式”,他们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蒙古音乐家演奏动人的背景旋律,同时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对母骆驼唱摇篮曲,一边轻轻抚摸她的脖子和身体。在整个感人的跨物种互动过程中,小骆驼被引导去寻找母亲的乳头。母亲和幼儿被鼓励相互接触。这些牧羊人借助舒缓的音乐和触摸,试图再次打开联结窗口。所建立的深层情感和谐慢慢产生了魔力,不仅对人类观众产生了影响(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也对母骆驼产生了影响。慢慢地,骆驼的心向小骆驼敞开,她接受了他进入持久的母婴联结的怀抱。这里有一个对人类的教训。

促进母性情感及对婴儿的益处

动物研究清楚地表明,一旦母亲在第一个后代出生后表现出称职和尽心的母性行为,她的母性能力就会永久性地提升。这是终身情绪学习的一个显著例子。这些母性经验累积的益处如何在神经系统中编码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这部分是由于底层CARE回路和相关记忆网络的持久变化,这些网络编码各种母性技能,以及以更自信和有效的方式应对世界的能力。在正式的恐惧测试中,如高架十字迷宫(见第5章),母性使动物更加勇敢。她们对食物位置的记忆也比未生育雌性更好,这可以通过在八臂放射迷宫中的表现来评估,在那里可以轻松量化找到食物的速度和模式(Kinsley
& Lambert, 2006)。

尽管这种母性冲动强化的潜在神经生物学本质尚不清楚,但已经进行了大量重要研究来评估母性养育对后代体质强度的长期益处。从母亲那里获得丰富且持续的温柔关爱的婴儿得到了一份巨大的礼物。他们在余生中都会在情感和身体上受益。良好的母性养育对婴儿有益应该不足为奇,但支持这一事实的神经科学细节确实令人惊叹。

关键工作由麦吉尔大学Michael
Meaney的实验室完成。Meaney及其同事评估了大鼠中母性触摸的数量,特别是肛门-生殖器舔舐——这是母鼠母性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影响幼鼠日后的情感和认知能力(Meaney,
2001,
2010)。简而言之,Meaney及其同事发现,在被母亲充分舔舐和照料的幼鼠大脑中会出现许多终身益处。被充分舔舐的幼鼠长大后焦虑较少,对压力的抵抗力更强,并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更有能力表现出学习和其他适应性行为。这些效应伴随着大脑中许多可证实的变化,包括(i)应激激素减少(即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ii)更多GABA受体位点,促进焦虑减少,以及(iii)更多谷氨酸和去甲肾上腺素受体,促进学习。在情感上,这些动物焦虑较少,在各种引发恐惧的情境中表现出更多活动和无畏,以及更好的学习和表现(Champagne
et al., 2003; Zhang & Meaney, 2010)。

简而言之,充足的母性照料启动了一系列基因表达模式的表观遗传变化,使”被充分关爱”的动物更具韧性,对各种压力源具有强大的终身抵抗力。没有获得充分母性关爱的动物在情感上更脆弱,因此更容易被压力性生活事件所压垮。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缺乏安全依恋如何影响人类婴儿的心智和大脑发育。

一些介导这些效应的神经遗传机制也通过研究得以揭示。动物的社会气质可以通过促进或减少催产素或加压素的基因表达来改变(Donaldson
& Young,
2008)。这些变化的神经化学潮流不仅改变了初级过程的社会反应性,而且还渗透到整个神经系统,调节许多高级大脑过程,如社会记忆和认知(Ross
& Young, 2009)。

尽管我们报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哺乳动物情绪的初级过程方面,但学习始终是这些系统在动物生活中表现自己的一个特征。因此,现实世界中的CARE会因某些经历而扩展,因其他经历而收窄。在一项开创性研究中,Lonstein和De
Vries
(2000)记录了这是如何发生在草原田鼠身上的,在那里父母通常共同承担养育责任,以及养育幼仔的倾向如何根据生活经验而变化。研究发现包括:(i)年轻的未生育雌性草原田鼠更具养育性;(ii)仅仅在断奶后让未生育雌性接触幼鼠2天就会增加日后的母性反应;(iii)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年轻未生育雌性表现出特别出色的养育行为;以及(iv)仅仅与父母双方一起长大就足以增加这些雌性的CARE动机;但是(v)这种提升只有在父母双方都在早期发育期间在场时才会出现。这些发现有力地说明了内在”家庭价值观”——最明显的那种——在增加年轻个体的养育动机方面的作用。在最近的研究中,双亲早期经历对草原田鼠各种关爱行为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大脑化学物质(如催产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应激系统)的持久有益影响已被证实(Ahern
& Young, 2009)。

临床意义

正如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洞见阐明了地球生命的故事一样，神经科学也丰富了我们对大自然通过漫长进化历程在哺乳动物大脑中构建的适应机制的理解。幼年动物达到生殖成熟并为其遗传后代提供养育的能力，与父母关爱的质量密切相关。母性和父性关爱(CARE)滋养大脑的方式,对于理解利他主义、同情心和共情如何成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母性带来的对大脑和行为的终生益处是非凡的(Fleming
et al., 1999; Kinsley et al., 2008)。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无疑会对关爱系统(CARE
system)了解更多。新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改变大脑的关爱化学机制和相关的社会情感系统。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帮助父母更持续地体验养育情感，并更有效地展现支持性行为。促进催产素活性可能会增进那种接纳性的、积极的、亲社会的感受，这些感受能增强人们对更大情感开放能力的信心。事实上，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母亲的血浆催产素会随着与婴儿的大量亲密接触而增加(Feldman
et al., 2010)。同样，鼻内催产素促进了父亲与孩子玩耍的质量(Naber et al.,
2010)。许多研究这种神经肽的研究者开始怀疑，催产素可能在未来的心理治疗干预中发挥重要作用，旨在增强那些陷入个人怀疑和不安全感的人的积极社会情感(见Feifel
et al., 2010; Panksepp, 2009c; Young & Wang,
2004)。随着脑科学的进步，许多其他可行的工具将变得可用，以帮助健康地重新整合和重新语境化困扰生活的情感和认知维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当临床医生懂得如何以无条件的接纳、共情的敏感性和对来访者情感生活的充分关注来对待他们时，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就会发生。简而言之，有效的心理治疗师分享他们的关爱能力，以及调动积极情绪治愈力量的能力。这个教训不仅适用于那些专业重点是帮助治愈心灵的人，也适用于那些更多关注身体健康而非心理健康的忙碌临床医生，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关注来访者的情感问题(Goleman,
2006)。当然，充满爱的触碰不需要太多时间。但它确实需要持续性。


第9章

天生会哭

恐慌/悲伤系统(PANIC/GRIEF
System)与维持生命的社会纽带的起源

如果守护天使尚在

那为何我孤身一人

心怀忧伤，双眼空洞

曾经闪耀的光芒

已不复存在

在我如今被诅咒的生命中？

如果爱是一切，那是什么日食

让关爱黯淡，让一切坠落？

是什么心跳跳过

让打击倾盆而下

夺走了我的一切？ …

—— Anesa Miller，《悲伤时光》(1995)

抑郁症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因未解决的悲伤而吞噬心灵的心理痛苦。上述诗歌的前两节传达了深刻失去的痛苦——在这个案例中，是失去一个孩子的悲痛。这首诗的结尾写道：“如果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就让它在我无法感知或看见的翅膀上流逝……陪伴和善意给予片刻的慰藉，就像天使，缓慢而安静地穿越悲伤的时光。”

这首诗写于1991年，作者是我(JP)的伴侣Anesa，写于我女儿Tiina和其他三名美丽的青少年去世几个月后。他们都被一个绰号”Suds”的酗酒者杀死，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远远超过法定限度，大多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失去意识。他最近离婚了，整晚都在愤怒的情绪中喝酒，部分原因是他的妻子在那个耶稣受难日不让他见自己的孩子。他非常愤怒，醉得一塌糊涂就上了路。午夜时分，我接到医院的电话：“出了事故，可能我女儿牵涉其中。”我冲到那里。Tiina和两个朋友已经死了，一个正在垂死。还有一个幸存了下来，奇迹般地几乎没有受到身体伤害，因为撞击在他们车的侧面。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一个人；Anesa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会议。她赶忙回家。我的悲伤和愤怒似乎无穷无尽……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他三个家庭也被摧毁了。一切都是因为一个鲁莽的醉汉像”从地狱飞出的蝙蝠”一样超速行驶，一个”牛仔”警察紧随其后，在夜晚不顾一切地追赶Suds沿着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中间行驶，没有打开顶灯或警报器。至少，这是一个有爱心的家庭的证词，他们在事故发生的十字路口附近的家中吃耶稣受难日晚餐。执法机构试图压制不当警察行为的证据，医生拒绝公布康复中的醉汉的血液酒精结果，理由是”医患保密”，社区因此两极分化。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小大学城因”上层”的故意误导信息而分裂，社会结构的这种撕裂并未因当局的行动而轻易愈合。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像孩童时那样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历了深深的悲伤和抑郁，几乎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更令我困惑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正试图从实证角度阐明大脑中古老的分离痛苦机制，这是我们最早社会联结的主要情感来源之一。如果没有充满爱的伴侣和关心我的朋友，慢性抑郁肯定会降临。抗抑郁药物也部分缓解了我的黑暗时期(需要明智使用，即对症使用，而不是持续高剂量使用，否则可能会改变大脑神经化学平衡，造成额外的问题)。人们认为，哺乳动物大脑的分离痛苦机制打开了通向人类悲伤的大门(Freed
& Mann,
2007)，进而导致持续的抑郁绝望，尤其是当最初的分离痛苦源于生命早期失去父母时(Bowlby,
1960, 1980; Heim et al., 2004; Watt & Panksepp, 2009)。

我们在本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在詹姆斯·桑德斯的戏剧《下次我会为你歌唱》(1962)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每件事物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特质，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我们可以称之为悲伤。它总是在那里，就在表面之下，就在表象背后，有时几乎要显露出来，你能隐约看到它的形状，就像在平静的日子里，透过观赏池塘的水面，你有时能看到鲤鱼黑暗、粗大、非人性的轮廓缓慢滑过；这时你突然意识到，即使在阳光下水面闪闪发光时，即使你在逗弄那些古怪的鸭子和傲慢的天鹅时，鲤鱼一直都在下面，看不见。这种特质在等待时机。如果你确实瞥见了它，你可能会假装没注意到，或者突然转身在草地上和孩子们嬉戏，毫无理由地大笑。这种特质的名字就是悲伤。

社会联结的痛苦来源

本章探讨我们爱与玩耍能力的阴暗面。生活中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带来深远的神经后果和心理健康影响：我们会依恋——我们会爱上——那些养育和善待我们的人。越来越清楚的是，母亲和其他充满爱的人是能够给予我们幸福生活的人(见第8章；Hrdy,
2009)。关爱情感和社会联结的进化，可能也是放大了我们哺乳动物悲伤能力的通道。人们认为，哺乳动物大脑的分离痛苦机制打开了通向人类悲伤的大门(Freed
& Mann,
2007)，进而导致持续的抑郁绝望，尤其是当最初的分离痛苦源于生命早期失去父母时(Bowlby,
1960, 1980; Heim et al., 2004; Watt & Panksepp, 2009)。

我们最早的社会联结，当它们坚固而安全时，会滋养我们一生的心理健康(Bowlby,
1980)。安全而温暖的母子关系是幸福生活的首要关键。对人类而言，这些拯救生命的联结在出生后开始缓慢形成，因为我们出生时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杂食动物和肉食动物都像早产儿一样出生。大多数食草动物在出生后不久就能跟着母亲奔跑，联结迅速形成并通过哺乳得以巩固——第一次吸吮尤为重要。相比之下，我们人类要到出生后半年左右才真正开始对纯粹的社会分离做出哭泣反应，而不仅仅是对身体不适——当母亲或其他主要照顾者将我们独自留在陌生地方时，表现出分离引发的痛苦发声(DVs)。玛丽·安斯沃思及其同事(Ainsworth,
1982; Ainsworth & Boston,
1952)首先研究了人类儿童的这种哭泣和抱怨。

一些动物行为学家已经注意到，幼小动物在与母亲分离时会发出痛苦发声，这是所有养过小鸡和小鸭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事实上，康拉德·洛伦茨(1935)演示了幼鹅如何依恋(对其”印记”)母亲，紧紧跟在她身后，如果仅分离几秒钟就会持续哭叫和寻找她。对这些恐慌性分离叫声的大脑机制的研究，可能是理解心理痛苦和悲伤的大脑机制最严谨的神经科学途径，这些机制似乎使许多生物体倾向于抑郁(MacDonald
& Jensen-Campbell, 2011; Panksepp, 1981b, 1998a, 2010b, 2011a; Watt
& Panksepp, 2009)。

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照料和与所爱之人的安全联结，人类婴儿会憔悴并死去（Bowlby,
1953; Spitz & Wolf,
1946）。源于爱的依恋的温暖情感安全感——“安全基地”的主要机制——在2到3岁左右逐渐转化为更高形式的意识。在儿童期的前六年中，早期的社会丧失——过度的分离痛苦/悲伤——会使儿童对长期焦虑和不安全感敏感，通常预示着日后的抑郁症。另一方面，充满爱的社会依恋会增强大脑的积极情感力量，促进玩耍系统的健康运作（见下一章），这是帮助人类乃至所有哺乳动物成为我们现在这样复杂社会生物的基本心理力量。我们对针对自己的冷漠情感姿态反应强烈；任何暗示回避甚至更温和形式的社会排斥都会被体验为心理上的痛苦（Eisenberger,
2010）。随着高级心智功能的发展，即随着新皮层的发育编程，我们成为深刻关心社会网络质量的主体间生物（关于精彩的大众总结，见Goleman,
2006）。

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社会丧失引起的深刻悲伤的大脑机制。对悲伤和悲痛期间招募的高级大脑机制的精彩成像研究（Freed
et al., 2009）往往未能充分反映分离痛苦的古老皮层下机制（Panksepp, Herman
et al.,
1980），这一神经解剖学轨迹最终通过人类大脑成像得到证实，如图9.1所总结（Damasio
et al., 2000; Panksepp,
2003a）。在可比的测试条件下，志愿者被要求从记忆中产生四种不同的情绪——即悲伤、快乐、愤怒和恐惧（见图12.1）——在强烈的悲伤感受中，悲伤系统表现出最清晰和最广泛的唤起。人类悲伤系统的总体解剖结构与在动物中绘制的介导分离叫声的系统相同。这个感受社会隔离刺痛的关键系统似乎在进化上源自介导身体疼痛情感强度的大脑系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古老的皮层下疼痛情感系统不同于循环到高级大脑区域以介导疼痛认知-辨别方面的系统。

如前所述，我们以前称这个系统为惊恐系统，因为当幼年动物被遗弃时，它们会经历一种特殊形式的惊恐焦虑——一种激动的惊慌状态。我们偏爱这个术语，因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惊恐发作部分源于这个主要情绪系统的过度唤起性（关于最近的概述，见Preter
& Klein,
2008）。然而，许多读者发现这个标签令人困惑，可能是因为当成年人被剥夺陪伴时，他们倾向于感到孤独和悲伤，而不是像小孩子那样惊慌。当然，这只反映了成年人的三级过程沉思，他们有一生的方法来认知调整社会丧失，这是幼儿尚未学会的课程（关于人类孤独研究的当代讨论，见Cacioppo
& Patrick,
2008）。尽管如此，由于我们使用惊恐一词的意图存在混淆，我们决定在本章中简单地将这个惊恐/悲伤系统称为悲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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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豚鼠大脑区域的示意图总结，在这些区域可以轻易唤起幼年豚鼠的社会分离诱导发声（如Barbara
Herman的博士论文所绘制，鲍灵格林州立大学，1980）。在家养小鸡中观察到非常相似的解剖结构（Paul
Bishop的博士论文，BGSU，1984）。当Antonio
Damasio及其同事（2000）发表感到非常悲伤的人类PET扫描图像时，显示了非常相似的解剖结构，表明所有温血脊椎动物都共享介导悲伤系统的社会凝聚力。激活的区域位于前扣带回（AC）、背内侧丘脑（DMT）、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以及小脑最古老部分的区域（CB）。动物显示出非常相似的解剖结构，包括腹侧隔区（VS）、背侧视前区（dPOA）和终纹床核（BN），这些在人类PET图像上太小而无法准确识别。因此，在人类描述中有问号（该图首次发表于Panksepp,
2003；经美国科学促进会许可改编）。

这个系统有两个突出且相反的方面。首先，悲伤系统的唤起使我们感到失落和痛苦。但是，当痛苦得到缓解时——当我们再次被情感包裹在安全依恋中时——我们感到深深的安慰和安全感，可能是通过释放照料化学物质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在我们的一生中，当与我们爱和信任的人在一起时，我们会继续感到完整和自在。与我们的情感亲属在一起时，我们有”一切都好”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主要由上述社会神经化学物质介导，加强了社会联结，如前两章所讨论的。

我们研究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GRIEF系统及其神经化学控制机制的识别，为我们古老社交心智的情感机制提供了第一批神经科学见解。社会联结(social
bonding)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瘾过程变得清晰起来，它从一些同样促进麻醉品成瘾的大脑系统中获得情感强度。最近，很明显SEEKING的积极情感也对成年社交-性依恋有所贡献(Insel,
2003)。

虽然分离痛苦在大多数被研究的幼年哺乳动物中都有明显表现，在这些动物身上目睹这一现象可能令人动容，但当我们听到自己的孩子哭泣时最为令人心碎。任何经常去超市的母亲都能识别出在繁忙购物者的混乱中走失的孩子那种心理痛苦的尖叫。这些哭声牵动我们的心弦。与被拒绝要求零食的幼儿的抗议哭声不同，甚至与摔倒受伤的孩子的强烈痛苦哭声也不同，走失儿童的哭声有着无可置疑的恐慌音调和紧迫感。这种唤起的感觉似乎与我们的FEAR系统所能产生的焦虑关系不大。孩子不会像面对危险源那样躲藏或逃跑。它不会为了避免被捕食者注意而静止不动。相反，孩子往往会疯狂地四处奔跑(可能是SEEKING反应)，哭泣并吸引注意力。在许多物种中，一旦母亲进入视线，或在短暂与母亲重聚后，哭声会变得更加强烈——这种现象称为”母性强化(maternal
potentiation)“，这可能是该系统的次级、习得性反应，而非初级反应(即需要先前的社会联结)。那些不显示这种特定母性促进的物种，如大多数实验室小鼠和大鼠，大概没有真正的社会联结，即母亲和婴儿之间的独特纽带。它们只是表现出一种更普遍的社会奖赏过程。

许多研究人员可能会失望地得知，那些如此方便的实验室小鼠和大鼠并不是研究幼年社会联结机制的理想物种。它们有时表现出所谓的母性强化(Shair,
2007)，但似乎它们的叫声是被任何雌性强化的，而不仅仅是幼崽自己的母亲。这可能只是一种普遍的多巴胺介导的SEEKING反应，而不是痛苦的放大。换句话说，目前还完全不清楚通过短暂的母性重聚偶尔观察到的叫声反弹是否特定于自己的母亲。因此，确定其他常用于模拟此类社会过程的动物的社会依恋特异性至关重要，以确保它们确实类似于人类的情况。这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评估另一种方便的小鼠大小物种——八齿鼠(Octadon
degu)的效用的原因之一，该物种表现出丰富的社交行为，包括在生命的重叠阶段的真正联结、分离痛苦和社交游戏(Colonnello,
et al, 2011)。

幼年动物在与母亲分离时为什么哭泣是相当明显的。这种童年痛苦具有适应价值，因为当非常幼小的动物感到害怕和孤独时，它们的哭声会提醒父母前来营救。想象一下开阔海面上的幼年海獭的惊人画面，它完全依赖母亲获取食物和照顾。当母亲潜入深处寻找食物时，她必须让婴儿独自待上许多分钟。在她不在时，幼崽会变得焦躁并持续哭泣。这些痛苦发声(DVs)，一些科学家也称之为”隔离叫声(isolation
calls)“，提醒母亲在哪里能找到她的宝宝。如果没有这种情感交流，在潜水时迷失方向的母海獭可能会与她的婴儿永久分离，婴儿就会永远失去。因此，婴儿的安全，实际上是生存，与将其与母亲连接在一起的音频-声音依恋纽带明确相关。

所有哺乳动物都是如此。在生命开始时，我们的依赖性是完全的，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与照顾我们的人建立的社会纽带。最重要的母婴情感纽带可以通过婴儿在母亲不在时通常发生的痛苦哭声轻松监测。事实上，这些痛苦发声是GRIEF唤起的主要标志。正是通过研究引发这种痛苦哭声的大脑网络，我们首次了解了可能导致抑郁的精神痛苦的解剖学和化学机制。同样，当幼儿得到不良照顾时——当被遗弃、忽视或虐待时——他们会经历由这些相同网络产生的持续不安全感和渴望，这可能会促进终身人格问题。而GRIEF的持续唤起可能促进慢性情绪障碍(Watt
& Panksepp,
2009)，可能是通过最终耗尽SEEKING系统的生命喜悦资源(Coenen, et al., 2011;
Panksepp & Watt, 2011)。

悲伤（GRIEF）的能力并不局限于哺乳动物。鸟类的大脑深处也刻有社交需求的情感印记，这要归功于鸟类和哺乳动物共同的未知远古祖先。虽然我们对这些遥远的亲缘关系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腹侧被盖区（DVs）起源于非常相似的大脑区域，并受相同的神经化学物质调节（Panksepp,
Herman et al., 1980; Panksepp, Normansell, et al.,
1988）。当这个悲伤系统被激活时，动物会强烈渴望寻求重聚。这些事实戏剧性地表明，悲伤是许多脊椎动物脑心（BrainMind）的一个古老情感系统，它介导一种可以很好地描述为”心理痛苦”的强烈情感。虽然这种情绪有着非常古老的根源，但它的影响在我们构建现代文明的方式中显而易见（Rifkin,
2009）。这个古老情感系统的功能对人类一生中的幸福感和痛苦感有着广泛的影响（关于该领域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最新总结，见MacDonald
& Jensen-Campbell, 2011）。

悲伤的感觉虽然痛苦，但对幼体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悲伤急性痛苦的缓解——从社交隔离的痛苦中解脱——可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爱的本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促进社交重聚引发积极情感的大脑化学物质类似于阿片类物质，人们很容易滥用这些药物，因为它们提供强大的情感慰藉感。当人类和动物相互接触并形成积极的社会纽带时，脑阿片类物质，加上催产素，可能还有脑催乳素，都会分泌到需要帮助的悲伤网络的化学受体上。

这些照料化学物质的作用是我们从与家人和朋友的温暖社会关系中获得情感慰藉的一个主要原因。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亲属群体对彼此的陪伴”上瘾”，从而形成社会纽带，使它们能够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中（Panksepp,
1981a; Panksepp, Herman et al.,
1980）。显然，生活在社会中增强了所有社会性物种的生存，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渴望——这种亲和力首先通过母子关系得到确认——是我们情感大脑的自然过程。这种感觉不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但我们确实必须学习与谁能以这种开放和”亲密”的方式相处（Reddy,
2008）。我们还必须学会建立培养我们本性中这种更好一面的社会结构（Rifkin,
2009）。

大脑社会情感依恋功能的历史视角

值得深思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叶，行为科学家，甚至包括弗洛伊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在他最初的设想中），都认为社会纽带的形成纯粹是由于被良好喂养的结果，坦率地说。这个观点认为，幼儿爱他们的父母仅仅是因为父母提供营养、住所和温暖。据推测，这些”强化”经历在人类中是普遍的，因为人类婴儿在身体上不成熟，依赖父母满足他们对食物、水和温暖的需求。换句话说，行为主义者假设儿童通过与传统奖励的习得联想来爱他们的父母——仅仅因为父母提供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样，行为主义者认为，如果照料者不满足孩子的身体需求，孩子就没有理由与照料者建立纽带。他们没有想到孩子或幼小动物除了满足身体需求之外，还有对社会依恋的内在需求。一些最臭名昭著的建议是由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生（John
Watson）提供的，他在抚养自己的孩子时几乎不给予情感。他关于正确育儿的最著名建议是”永远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永远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如果必须的话，在他们说晚安时在额头上吻他们一次。早上和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在一项困难任务中做得非常出色，就拍拍他们的头”（摘自他的《婴幼儿心理护理》，1928年，该书在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售出了超过十万册）。他自己的所有孩子都有严重的情感问题，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冷漠，包括一个多次尝试自杀的女儿和一个成功自杀的儿子。

当勒内·斯皮茨（Rene
Spitz）的经典研究揭示，在提供良好身体照料但缺乏情感的孤儿院长大的人类婴儿无法正常发育时，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观点逐渐失去了阵地（Spitz
& Wolf,
1946）。没有关爱的人际接触，许多婴儿过早死亡，而其他婴儿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情感异常。近年来，我们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之前存在的孤儿院等地方再次观察到这一点。正如斯皮茨40年前在德国发现的那样，这样的婴儿在没有持续人类之爱的慰藉下会衰弱并无法茁壮成长。为了茁壮成长，婴儿显然需要情感滋养以及身体必需品。

与人类发育迟缓和情感发育障碍类似的症候群也存在于其他动物中。上世纪中叶的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社会隔离会对幼年动物产生深刻的行为改变:伴随持续哭泣的焦躁不安,同时大量释放肾上腺应激激素。这些效应强烈表明存在基本的神经基质,它们旨在建立安全的社会纽带。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富有洞察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断言,社会纽带源于我们对彼此深刻而天生的需求。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 1960,
1980)在人类发展精神病理学领域的高度影响力的工作中强调,婴儿与父母之间糟糕的情感依恋会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引发各种严重的心理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持续存在并继续影响受影响个体的终生幸福感。

动物研究的结果与勒内·斯皮茨(Rene
Spitz)的孤儿院观察一样可靠和明确。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
1958)关于隔离幼年恒河猴的著名研究,以及生物学家约翰·保罗·斯科特(John Paul
Scott)关于羔羊和狗的工作,证明了当幼年动物与母亲分离时,它们会哭泣数小时,甚至数天(Scott
& Fuller,
1998)。它们不再进食,被隔离的猴子陷入类似严重抑郁的绝望状态。缺乏母爱的幼猴会寻求任何可以找到的安慰,包括柔软的、无生命的”毛巾布妈妈”,而不是提供营养但不提供安慰的坚硬铁丝妈妈。当这种社会隔离持续几个月时,猴子在社会适应方面表现出终生的问题。即使幼猴与同龄伙伴而非母亲一起饲养,这些严重缺陷也只能部分逆转(Suomi,
2006)。这些影响是跨代的。当情感被剥夺的雌性长大并成为母亲时,发现了最可怕的终生问题之一。由于自身童年的剥夺,这些母亲无法对其后代做出充分的回应。例如,在隔离中长大的雌性恒河猴在与幼崽相处时往往胆怯且过度兴奋,母亲经常忽视或虐待幼崽(Harlow,
1958; Suomi, 2006)。

我们将尝试展示自鲍尔比首次发表关于依恋和发展的见解以来,我们在理解GRIEF(悲伤)的神经本质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我们不再将婴儿对养育照料的需求简单地视为对身体照料需求的衍生物。勒内·斯皮茨及其同事(1946)的早期观察表明,仅仅照顾身体需求并不能防止因缺乏充满爱的人际接触而产生的”发育迟缓”综合征。我们终于理解,大脑中存在特定的网络产生我们对他人的需求。这些网络由特定的神经化学物质控制。这些化学物质的失衡会促进心理困扰,如果长期持续,则会导致疾病。我们还将讨论第一个社会关系的关键性质,即婴儿与其母亲或主要照料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看到,无论好坏,这种关系在决定婴儿大脑发育方式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

痛苦发声和婴儿依恋的多样性

整个自然界充满了生命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被包裹在大量多样化的细节中。我们在CARE(关怀)章节中指出,不同物种的母亲以不同方式建立纽带。草食动物母亲在出生后很快与幼崽建立纽带,因为幼崽出生时非常成熟,从生命之初就可能走失。这些母亲快速与后代形成依恋,不仅是为了能够一起逃离捕食者,也是为了在后代走失时能够找到并找回它们;母亲还选择性地建立纽带,以便选择性地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资源。肉食动物母亲的后代出生时非常不成熟,眼睛和耳朵都尚未睁开——还有其他晚成性物种如猫、狗和人类——有更大(更长)的纽带建立窗口期。这些婴儿在生命早期不容易走失,所以母亲有充足的时间与婴儿建立纽带,而婴儿通常直到接近可以独自走失的年龄时才开始与母亲形成特定的纽带。因此,人类婴儿只有在出生后第一年的下半年才表现出与母亲的强烈纽带。在此之前,婴儿似乎对任何持续照顾他们的人都很满意。

因此，如前所述，科学家们必须关注一些他们青睐的”人工”物种，如实验室大鼠和小鼠，这些动物通常已经为研究目的繁育了数百代，可能只保留有残留的悲伤系统(GRIEF
systems)(Panksepp et al., 1992; Panksepp,
2003b)。这也是它们非常适合行为研究的原因之一，这类研究需要”未受污染”的动物(尤其是在行为主义时代)，这些动物单独饲养在无菌笼中时也能很好地存活。与幼年豚鼠、小鸡和灵长类动物不同，年幼的实验室大鼠在单独饲养时不会因抑郁性绝望而消瘦。当然，它们也不像许多爬行动物那样在社交上冷漠。它们确实非常喜欢社交陪伴，如果长期单独饲养，它们会有些抑郁。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它们特别渴望玩耍等社交互动，而社会隔离会强烈增强玩耍行为(在强烈依恋的物种中，隔离只会促进依偎和黏附)。因此，如果有选择，幼年大鼠总是会选择与友好的同伴在一起。事实上，在条件性位置偏好(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研究中，社交陪伴作为一种强大的奖励，这种效应在雌性中比雄性更强(Panksepp
et al., 1997)。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幼年大鼠和小鼠并不表现出真正的分离叫声，尽管当它们单独留在巢外时，确实会发出一些微小的超声波”咔嗒”声。这些不是真正的分离叫声，因为这些幼崽太不成熟，无法自己走失。这可能只是反映了身体不适。在两周龄之前，幼年大鼠无法自行进行适当的体温调节，它们需要向母亲发出信号，表明自己被拖出巢穴并且正在变冷。这些动物没有功能性的分离痛苦和社会依恋系统。事实上，当它们长到足以走失的年龄，大约15天大时，它们的身体不适叫声会消失，但不会被社交分离叫声所取代。尽管在非常小的时候(例如，特别是在它们约14天睁眼之前的一周)反复经历持续早期隔离的幼年实验室大鼠确实表现出长期的抑郁型行为和大脑变化，但这些效应可能主要是由于一般性压力(寒冷和没有母亲舔舐)，而不是特别由于社会隔离痛苦(Heim
& Nemeroff,
1999)。如果使用实验室啮齿动物来尝试模拟人类依恋和抑郁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

显然，幼年实验室大鼠的社交动机存在某些特殊之处：它们似乎不需要特定的同伴——甚至不需要它们的母亲。对它们来说，任何其他母鼠似乎都能提供足够的安慰来消除痛苦指标。这与我们人类物种截然不同。一旦形成特定的社会纽带，即使周围有很多人，人类儿童也可能会哭泣，就像超市的例子一样。只有孩子的妈妈或熟悉的照顾者才能提供完全的安慰。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形成这类特定的社会纽带。但实验室大鼠和小鼠的情况并非如此。它们所需要的只是任何其他友好动物的存在就能显得情感满足，至少在喂食时间之前是这样。显然，实验室大鼠和小鼠的分离痛苦反应相对较弱，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像许多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具有特定的母性社会依恋系统(见Colonnello,
et al., 2011)。也许它们的社交欲望主要通过通用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运作，该系统也有助于调节成年社会纽带(见第7章)。越来越清楚的是，成年社会性-性纽带是由大脑多巴胺介导的寻求行为促进的(Insel,
2003)。而婴儿-母亲纽带的情况并非如此，其中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至关重要(Nelson
& Panksepp, 1998)。

悲伤的解剖学

我们通常从外部事件的角度来思考痛苦和幸福：我们感到痛苦是因为有人背叛了我们，我们感到快乐是因为朋友给予了关心，甚至是充满感情的支持。但悲伤系统，像所有初级加工情绪系统一样，最初是”无对象的”——在生命早期有一个时间点，它可以很容易地与任何支持和关心的个体建立联系。即使是一个虐待性的个体也比没有个体要好。当那个个体不在身边时——当幼年动物被完全单独留下时——它们的痛苦会变得强烈，除非被照顾者救助，否则它们会长时间哭泣。这些模式为什么以及如何展开？

最具信息量的神经科学证据来自于对一种基本行为测量的详细分析：幼年动物在社会隔离时引发的分离叫声。我们对这个脑系统了解很多，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电刺激或药物刺激特定的脑区，从而唤起分离痛苦。对几种动物的研究揭示了情绪系统的神经解剖学位置，该系统介导分离叫声(DVs)以及由社会排斥和失去引起的独特社会感受。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确定了可以通过电刺激唤起分离叫声的特定脑区：特别是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周围的中脑区域、背内侧丘脑、腹侧隔区、背侧视前区以及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stria terminalis)的位置(Panksepp, Normansell, et al.,
1988)。在高等物种中，分离叫声也可以通过刺激前扣带回以及散布在杏仁核和下丘脑的一些位置来唤起。换句话说，像其他情绪原型一样，悲伤系统(GRIEF
system)由一个广泛的情绪网络组成,主要集中在皮层思维帽下方的古老内侧脑区。对人类成年人悲伤的脑成像研究突出了非常相似的脑区,同时伴随着脑阿片活性的降低(Zubieta
et al., 2003)。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悲伤系统是从原始的脑干疼痛网络进化而来的。一个原因是身体疼痛和分离叫声都很容易被阿片类药物缓解。分离痛苦回路集中在更古老的内侧脑区，如导水管周围灰质，它传递疼痛的深层情感体验，而不是由大脑更高区域介导的疼痛认知方面。例如，强烈的悲伤反应(分离叫声)以及恐惧和愤怒反应是由导水管周围灰质的背侧部分产生的，这也是一个产生身体疼痛大部分情感强度的脑区。因此，悲伤的心理痛苦可能与身体疼痛的古老情感信息有着强大的进化联系。这就是进化的运作方式，通过使用预先存在的解决方案来制造新的生存工具。

显然，基于悲伤的社会需求系统存在于广泛的脊椎动物物种中，包括我们人类。相关的脑刺激研究以及涉及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神经化学分析首先在豚鼠中进行(Herman
& Panksepp,
1981)，然后在进化上非常遥远的物种——家鸡中得到重复验证(Panksepp et al.,
1988)。现在已经在其他物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Jürgens,
2002)中进行了足够的研究，使我们确信这种回路是所有具有强烈动机形成持久社会联结的脊椎动物的普遍属性。然而，动物对这个系统的依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差异很大。幼年动物非常依赖它，但随着成熟，该系统的反应性会降低，部分原因是性类固醇的抑制作用，这使动物转向成年形式的社会性满足。


悲伤系统的成熟

人们一定想知道随着幼年动物的成熟，这些系统会发生什么。许多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很少哭泣。有些男人在他们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会哭。这些痛苦回路发生了什么？它们萎缩消失了吗？它们还在那里但因为不使用或其他内在神经生物学原因而变得非常不敏感了吗？对成年豚鼠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这些回路仍然存在：对大脑中正确位置的针对性电刺激仍然可以让成年雄性像婴儿一样哭泣(Panksepp
& Miller, 1996)。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回路的反应性远不如我们婴儿时期。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当人们使用局部脑刺激人为激活豚鼠的这些系统时，随着动物的成熟，需要越来越多的电流才能引发哭泣(Panksepp
& Miller,
1996)。这个悲伤系统的敏感性随着动物经历青春期而逐渐降低，并且在雄性中比在雌性中变得更不敏感。这表明青春期性激素水平的增加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当年轻的雄性和雌性豚鼠被阉割(移除性腺和卵巢)时，分离痛苦系统的敏感性不会像完整动物那样降低太多(Sahley
& Panksepp, 未发表数据,
1986)。在青春期，具有完整性腺的雄性在接受脑刺激时比完整的雌性哭得更少。结论很明确：“大男孩不哭”，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教导不要哭。他们不太可能哭是因为他们成熟的性腺在青春期分泌大量睾酮。这是否是男孩通常变得咄咄逼人、比女孩更缺乏社会敏感性和同理心的关键原因？也许是。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给女性使用睾酮往往会迅速引发更类似男性的心理态度(Bos,
et al., 2011)。

同样，成年人比儿童更不容易哭泣，但他们仍然容易受到失去所爱之人所带来的悲伤和痛苦的影响。在人类研究中，对动物中包含GRIEF回路的大脑区域进行强烈的电刺激，可以立即使人进入抑郁绝望的状态，而当刺激停止时，这种状态会迅速消失(Bejjani
et al.,
1999)。目前，刺激前扣带回等大脑区域是治疗对抗抑郁药物无效的抑郁症患者的一种方法(Mayberg,
2009)。这类治疗的成功可能是由于破坏(抑制)了GRIEF的某些高级大脑机制，但这还需要未来的工作来确定。事实上，为帮助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感觉好转而进行的各种脑损伤治疗，其效果可能都是通过损害GRIEF的大脑网络，或许还通过促进大脑SEEKING系统的活动来实现的，而SEEKING系统通常会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促进热情和积极活力的感受(Coenen,
et al., 2011; Schoene-Bake et al., 2010)。

GRIEF和社会联结的化学机制

GRIEF系统的唤起感觉糟糕，而能够降低其唤起性的药物的效果则感觉良好。我们对这个系统了解得足够多，可以得出结论：人为操纵其神经化学物质可以增加或减少痛苦和社会动机。当特定的大脑化学物质处于低水平时，婴儿会发出分离呼叫(DVs)，成年人会感到孤独。另一方面，当这些化学物质处于高水平时，婴儿会感到快乐，成年人会感到愉快和自足。在日常生活中，当婴儿得到温柔的照顾，当成年人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时，就会出现这些满足的反应。因此，积极的社会联结，或者说我们拥有”安全基地”的感觉，伴随着高水平的社会依恋化学物质。

特别是三种神经肽大脑化学物质已被证明能够强烈减少GRIEF(同时还有大量次要参与者)。这些神经肽中的第一种，也许是最强的一种，是内源性阿片类物质(opioids)，它们的药理学形式(如吗啡和海洛因)可能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另外两种能够强烈减少分离痛苦的物质，催产素(oxytocin)和催乳素(prolactin)，我们已经在介导CARE中遇到过，它们是重要的参与者。简而言之，如果处于痛苦中的婴儿体内的脑阿片类物质、催产素或催乳素升高，DVs就会减少，婴儿会放松并表现出舒适的迹象，这些迹象通常在享受母亲抚慰时表现出来(Panksepp,
1998a)。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实验，通过监测与正常社会环境(通常是母亲)短暂分离的幼年动物(幼犬、豚鼠和小鸡)表现出的DVs频率来监测社会痛苦(Herman
& Panksepp, 1978; Panksepp, Herman et al., 1978; Panksepp, Vilberg
et al.,
1978)。通过使用分离痛苦呼叫作为社会联结所必需的潜在情绪的客观指标(Panksepp,
Herman et al.,
1980)，研究发现，所有激活三种主要阿片受体之一——μ(mu)受体的大脑化学物质和药物，在减少所有三种测试物种的DVs方面都非常有效。这些效果是由于改变了大脑GRIEF网络的敏感性(Herman
& Panksepp,
1981)。这些效果随后在啮齿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得到了重复和扩展(Kalin et
al., 1988; Kehoe & Blass, 1986; Keverne et al., 1997; Newman,
1988)。

这些发现表明阿片成瘾与社会依恋机制之间存在关系。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尤其是孤独的人——那些有太多心理痛苦的人——会对麻醉品上瘾(Maté,
2008; Panksepp,
1981a)。刺激其他称为δ(delta)受体的阿片受体具有类似但较弱的效果。第三种阿片类物质，强啡肽(dynorphin)，通过κ(kappa)受体运作，产生完全不同类型的感觉。产生的感觉通常非常令人厌恶，带有迷失方向、解离的感觉，使一些人感觉好像正在失去理智。现在看来，强啡肽在抑郁的动物和人类中可能变得过度活跃(Land
et al., 2008; Watt & Panksepp, 2009)。

当麻醉品成瘾依赖于这样的系统并且是社会的祸害时，大脑中内源性阿片系统的存在可能服务于什么进化目的呢?一个初步线索是，阿片成瘾的动态与积极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性。最初，药物成瘾始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药物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欣快愉悦或情绪缓解反应，吸毒者开始珍视并强烈渴望这种感觉，因为当这些药物从身体中排出时，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当药物离开系统时，会有一种不满足的、甚至是痛苦的情感残留(“对立过程”)。这导致反复使用，在某些人身上最终导致药物滥用。长期使用麻醉品通常会导致药物耐受性(tolerance)，在此期间需要越来越多的药物才能产生现在熟悉和期望的积极感觉。现在，个体依赖药物来维持任何正常的感觉。然而，如果在产生耐受性后使成瘾者被剥夺药物，他或她将经历一段戒断期，伴随着不快的感觉和痛苦，这种感觉与失去朋友时的悲伤感觉并无太大差别(总结见图8.2)。

社会关系遵循类似的轨迹。最初是极具吸引力的社会联结感，随后随着人们习惯于对方而逐渐减弱,这可能类似于阿片类耐受。然而,如果随后关系受到威胁或终止,人们会经历一段分离痛苦期。这种痛苦的性质类似于幼儿因母婴分离引发的恐慌,以及成人的悲伤或哀痛。因此,最初假设社会联结是由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引发的愉悦感所介导的(Panksepp,
Herman et al.,
1978)。研究认为,大脑中丰富的阿片类物质产生温暖联结的社会关系中的满足感。阿片类物质的突然匮乏可能会引发我们在孤立或丧失亲人时感受到的恐慌和悲伤。

这一假设在历史上得到了支持,因为精神病学曾将阿片类药物用作抗抑郁药。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现代情绪障碍精神药理学时代开始之前,它们是医生可用的唯一有效的精神科药物。尽管使用它们常常导致成瘾,但毫无疑问它们能让不快乐的患者感觉更好(Tenore,
2008)。此外,关于阿片类成瘾的心理学文献表明,阿片类药物的情绪效应与人们从支持性社会联结中获得的安全感非常相似。

许多药理学研究现已证实了社会情感和社会联结的阿片类假设——这是首个获得实证支持的社会依恋神经生物学理论(Panksepp,
Herman et al., 1980),甚至已扩展到鸟类美妙的歌唱和社会联结(Riters,
2011)。这一观点还扩展到我们从许多其他感官情感中获得的愉悦,例如进食的愉悦(Avena
et al., 2008),以及可能伴随长跑而来的兴奋感(Strassman et al.,
1989)。推测是这些不同的效应源于许多不同脑区的阿片类活动。然而,刺激μ-阿片受体的化学物质显著减少分离痛苦的发现充满了精神病学意义。例如,临床抑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脑中的愉悦缺陷。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的脑成像研究表明,人类的悲伤和相关社会过程是由这些相同的脑区介导的(Damasio
et al., 2000; Lorberbaum et al., 2002; Swain et al.,
2007),并且人类的悲伤和抑郁伴随着低水平的脑阿片类物质(Kennedy et al.,
2006; Zubieta et al.,
2003)。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脑阿片类物质的缺乏可能导致几种精神障碍。除了抑郁感外,越来越清楚的是,通过给予减少大脑阿片类活动的受体阻滞剂会促进恐慌发作的神经生理学(Preter,
et al.,
2011)。据推测,抑郁的人和缺乏足够社会支持的人大脑中舒缓的社会情感分子水平较低,使他们更容易滥用成瘾性药物。积极的社会活动,包括母性(Ferris
et al.,
2005),倾向于降低可卡因和阿片类成瘾的可能性,至少在动物模型中是如此。这可能是由于从积极的社会互动中获得的自然但在情感上相当的满足感。我们现在还知道,各种积极的社会互动,如玩耍,会导致大脑中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释放,这可能对减少成瘾行为和其他精神问题的自然方式有进一步的意义(见第10章)。

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与成瘾性阿片类药物如此相似,它们介导社会关系这一事实表明,哺乳动物,特别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幼崽,实际上是对社会关系成瘾的。就其本质而言,哺乳动物和其他脊椎动物(如鸟类)通过阿片类介导的社会依赖维持家庭生活,当人们通过药理学满足这些系统时,这种依赖就会变成成瘾。因此,有些人更容易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从社会生活中获得足够的积极满足。许多人可能在自我治疗,因为他们有慢性的”心理痛苦”感,这种痛苦部分源于长期活跃的悲伤系统(GRIEF
systems)。他们已经了解到,通过立即摄入分子而不是通过发展积极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更快地获得缓解(Insel,
2003; Panksepp, 1981a)。


阿片类活动、学习和其他积极体验

我们现在知道,各种舒适的环境刺激可以无条件地导致内源性阿片类物质β-内啡肽和其他舒适的脑化学物质的分泌。身体温暖、熟悉的母亲气味、舒缓的声音、吮吸,甚至甜的糖水都会使许多幼年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哭声减弱。例如,大鼠幼崽在吮吸后会表现出刻板的伸展反应和轻微的疼痛不敏感性(Smotherman
& Robinson, 1992)。在人类婴儿中也观察到类似的镇痛效应(Gray et al.,
2002)。这表明乳汁的注入诱导放松和舒适,这是阿片类药物的典型反应。如果在乳汁注入前给予阿片受体阻滞剂,这些满足的反应就会被抑制。

与其他情绪一样，这种原始加工情绪系统的影响会随着人类和动物的成熟而通过学习得到扩展。阿片类物质的释放无疑也会受到条件反射和各种学习经验的影响。例如,人们更容易去爱那些与自己以前爱过的人相似的人。即使是幼年大鼠也会对与母亲相关的气味表现出偏好(Nelson
& Panksepp,
1998)。原始情绪系统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编码工具之一,每一种都通过亿万年的大脑进化形成了独特的效价(valenced)。这些系统产生的进化经验指导着所有其他心理装置的构建——即次级和三级认知策略,我们的大脑通过这些策略在表观遗传适应之上层层叠加适应。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从生命的最早阶段开始,条件性次级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将阿片类物质的释放与各种条件刺激联系起来。例如,如果母亲在给婴儿喂奶时经常播放音乐,那么单独听到音乐声可能最终会导致婴儿大脑中阿片类物质的释放,从而产生舒缓的情感。因此,音乐作为一种条件刺激,可能在婴儿的神经发育过程中获得持久的、情感驱动的意义。当然,某些类型的舒缓音乐,作为”触摸”的特殊形式(听觉是一种皮肤振动感觉),可能具有释放阿片类物质的内在能力,而较低级的听觉中继站,如下丘(inferior
colliculi),富含阿片受体(Panksepp & Bishop, 1981)。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条件刺激、因应这些刺激而产生的认知策略,以及在一生过程中这些态度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在数量、范围和复杂性上都是惊人的。这些力量对人格发展和认知成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它们的长期影响,我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遵循从大脑古老区域涌现出来的情感指令。正如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情绪引领着方向。

随着良好依恋的儿童成长为成年人,他们学习社交技能以保持与朋友和亲人的亲密关系。这种学习过程必然涉及高阶社会情感的发展——从羞耻和害羞到共情——它们在这些关系中发挥作用。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在他人眼中显得愚蠢,她可能会感到羞愧。如果她不确定自己喜欢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她可能会感到害羞,当然,孩子渴望与所爱之人保持亲密的愿望会促进共情。孩子还会发展出一些技能,使他们能够应对不可避免的孤独时期——也许通过转移注意力,或者通过进行令人满足的幻想和游戏。所有这些策略都与我们的社交参与水平和需求相关。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策略都反映了对维持情感平衡这一基本需求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是对大脑中阿片类物质分泌的调节(Panksepp,
Siviy et al., 1985)。

依恋不良的儿童往往无法发展这些能力,作为成年人,如果他们不得不独立生活,很容易变得抑郁甚至恐慌。即使有社交网络可用,关系也可能因其碎片化和常常带有攻击性的特质而受损。当这种负面倾向在人格发展中出现时,各种心理和药物治疗可以有效促进情感稳态([第12章])。

我们的爱恋依恋能力也可能采取许多不那么明显的社交形式,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对音乐的热爱,到毒品成瘾的堕落。甚至宗教的情感吸引力和力量很可能也基于社会依恋系统,无疑还辅以大脑的其他社会情感(Thandeka,
2005,
2009)。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社会隔离的幼猴那种弯腰、自我抱持的姿势与祈祷姿势基本相似——一种绝望和恳求的身体姿势,头低垂,手臂和双手紧握,表达了对慰藉的最原始需求。在人类中,这常常转化为对来自更高力量的关怀(CARE)的认知渴望。另一种常见的礼拜姿势,如神职人员布道时所见,双臂优雅地向天空举起,类似于婴儿向上伸手寻求照顾者如母亲的急切寻求姿势。

阿片类物质与触觉

阿片类物质的分泌对触摸的舒缓效果特别敏感。我们都知道,可以通过抚摸来安慰家养动物。客观研究这种效果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监测幼年动物在被抱起或未被抱起时的哭声。当然,效果是显著的。动物在被轻柔触摸时会迅速停止哭泣。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接触安慰部分是由大脑阿片系统的激活所介导的。例如,因与群体分离而焦躁不安的幼雏,在被人类抱起时会迅速安静下来,甚至舒适地闭上眼睛([图9.2])。阿片受体阻断剂会降低这种接触的有效性,增加使幼雏平静下来所需的时间。然而,即使通过纳曲酮(naltrexone)或纳洛酮(naloxone)(阻断阿片类物质效应的化学物质)完全阻断阿片系统,以这种方式被轻柔抱起的社会隔离鸟类最终也会安静下来,哭声远少于未被抱起的对照组鸟类。显然,除了阿片类物质之外,还有其他神经化学物质对接触安慰的感觉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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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当新生雏鸟被人类双手轻轻握住时，会表现出舒适反应，包括停止发声和闭眼。这些效应会被阿片受体阻断剂纳曲酮减弱，并被低剂量阿片类药物增强（绘图：Lonnie
Rosenberg；摘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表）。

触摸可以释放大脑中的阿片类物质，这一事实也在灵长类动物中得到了证实（Keverne
et al.,
1989）。事实上，给予阿片受体阻断剂纳洛酮往往会增加灵长类动物的梳理行为，这可能是为了对抗大脑中阿片类物质减少所带来的负面情感。灵长类动物相互梳理是为了获得社交舒适感。用神经科学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梳理行为是有奖赏性的，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促进了大脑中阿片类物质的分泌。同样地，服用阿片类药物会降低被触摸的欲望，这可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在动物大脑中诱发了一种阿片类自我满足感。事实上，上述研究中地位最高的猴子不希望被其他猴子梳理，而她的基线大脑阿片水平最高。她不需要被梳理，但她非常愿意梳理其他猴子。

另外两种能安抚悲伤的舒适化学物质

在发现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在调节悲伤系统中的作用后不久，人们发现催产素(oxytocin)和催乳素(prolactin)是同样强效的该系统抑制剂，并且它们能够加强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社会纽带。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催产素和催乳素，以及阿片类物质，都能平息幼年动物的痛苦发声(DVs)。然而，仍需要进行大量研究。特别是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些化学物质影响人类悲伤系统的机制。尽管现在普遍认为社会情感过程受到阿片类物质、催产素和催乳素的调节，但我们还不完全理解这些系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关于大脑催乳素在情感调节中的作用，我们所知甚少。然而，催产素已经受到了广泛研究（Insel,
2010），并已证明在平息痛苦发声和产生社会依恋方面发挥作用。此外，催产素作用的证据可以通过检查动物在生命周期不同时期的大脑来找到，当时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社交倾向。在幼年大鼠的大脑中，当社会纽带对生存至关重要时，人们会在悲伤系统的大脑结构中发现高水平的催产素受体。在成年期，当社会纽带对生存不那么关键时，这些系统中的催产素受体密度较低。当动物年幼时，催产素可能在它们主要以初级过程为主的社交和情感生活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而不是在它们身体成熟并拥有丰富的认知备用机制和策略来维持情感平衡时。不过，催产素似乎会在一生中通过舒适的社交触摸而释放。例如，已知在腹部被抚摸的动物会向血液循环中释放更多催产素，接受按摩的人类也是如此（Uvnäs-Moberg,
1998）。

在具有不同社交气质的物种中，人们也会发现催产素受体的密度不同。例如，社会纽带强烈的草原田鼠(prairie
vole)的大脑具有密集的催产素受体分布，更类似于幼年动物的大脑。另一方面，山地田鼠(montane
voles)倾向于独居，除非有性动机，它们不仅总体催产素受体较少，而且这些受体在大脑中的分布也不同。在独居和成对结合的猴子以及野生小鼠中也观察到类似的催产素分布差异模式（Donaldson
& Young, 2008; Ross & Young, 2009）。

尽管催产素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热门话题（Carter, 1998; Insel, 2010; Nelson
& Panksepp, 1998; Ross & Young,
2009），但这种化学物质如何产生情感变化绝非清晰。如前一章所述，催产素可以增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效应。动物通常会对阿片类物质产生习惯化（耐受性），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后，药物会失去一些效力。这就是为什么成瘾者需要越来越多的药物，以及为什么新友谊最初的欣快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化为更平静的陪伴。催产素可以减少这种阿片类耐受性，使阿片类物质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更强的效力。也许催产素增强了诸如β-内啡肽等阿片类物质的活性（Kovács
et al.,
1998）。如果是这样，催产素所能产生的情感舒适感——信任和安全感——很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由阿片类物质介导的。

催产素和阿片敏感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大脑充满催产素的新手妈妈来说可能尤其重要。除了提供母性情绪外，催产素可能会延长阿片类物质的效应，这可能是母性情绪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原理可能在社会纽带中发挥作用。催产素可能会增加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效力，使它们提供更强烈的舒适感——特别是对仍然完全依赖照顾的幼崽。

自闭症中的阿片类物质和其他社会神经化学物质

社会纽带与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促使Panksepp考虑，自闭症的社交孤立症状可能是由高水平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引起和/或加剧的。事实上,近一半社交孤僻的自闭症儿童在低剂量纳曲酮治疗后表现出亲社会的临床改善(Panksepp,
Lensing et al.,
1991)。虽然过量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不太可能是自闭症的主要原因,但在某些病例中非典型阿片类物质可能是一个因素(Bouvard
et al.,
1995)。这项关于自闭症的研究标志着为数不多的一次,动物大脑情绪系统的基础研究产生了有效的精神病学干预措施。然而,这并未成为标准治疗方法,因为从未进行过足够广泛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尽管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最初的结果(Green
& Hollander, 2010; Kolmen et al., 1997)。

最近,催产素在自闭症和儿童发展文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Bartz &
Hollander, 2008; Carter, 2007; Insel, 2010; Yamasue et al.,
2009)。研究观察到自闭症儿童的血浆催产素水平低于正常水平,鼻内给予该神经肽后有一些适度的社交益处(Green
& Hollander, 2010; Heinrichs et al., 2009; Rossignol,
2009)。然而,正如此类研究领域常见的那样,必然会出现无法重复和扩展这些发现的情况(Tansey
et al.,
2010)。自闭症是多种大脑-身体问题的复杂组合,有许多遗传因素,目前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众多亚型。当前的自闭症流行——大约每120个儿童中就有1个可能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表明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或物理环境中正在发生某些事情,促使儿童无法在社交方面茁壮成长。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强调的,一个大问题可能是我们不再允许儿童成为儿童——让强健的身体游戏成为他们日常社交饮食的一部分。

激发悲伤系统的压力化学物质

我们已经看到,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的缺乏可能导致非常年幼的个体产生孤独感甚至恐慌感。当悲伤系统被唤起时,其他大脑化学物质变得更加活跃,特别是压力神经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和谷氨酸,一种参与每种情绪反应的兴奋性神经递质。事实上,当这些化学物质被注入动物大脑时,它们非常强烈地促进分离叫声(Panksepp,
1998a; Panksepp & Bekkedal,
1997)。CRF产生正常的叫声(见图9.3),而谷氨酸激活后的发声在声学上往往是异常的(Normansell
& Panksepp,
2011)。CRF是参与经典压力反应的激素,它激活垂体-肾上腺系统。压力激活下丘脑室旁核(PVN)中的神经元,该核含有大量CRF神经元。

这些PVN轴突投射下行至垂体前叶,导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释放到血液中。ACTH是刺激肾上腺皮质的触发因素,肾上腺皮质位于肾脏正上方,释放皮质醇激素。这种类固醇帮助身体以能够应对多种压力情况的方式使用能量,包括分离痛苦。目前尚不清楚皮质醇如何帮助动物应对分离痛苦,但一个可能的选择在于海马体有许多皮质醇受体。海马体负责创建情景记忆,特别是关于空间关系和个人自传体验的记忆。也许由于分离痛苦的时期,皮质醇分泌升高使幼年动物对熟悉和令人安慰的老地方(如家)以及重聚时对父母的爱产生更强的记忆。少量分离焦虑可能有助于巩固社会记忆和社会纽带。另一个相关假说是,皮质醇促进认知,有助于找到家和社会重聚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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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是垂体肾上腺压力反应的主要大脑激活剂,但它也有广泛的皮层下回路,如插图所示。当少量CRF被注射到3周龄幼鸡的脑脊液中时,它在与鸡群分离6小时后不再表现出许多分离痛苦发声(鸣叫)。(未发表数据,Panksepp,
1984。)

当压力系统运作良好时,皮质醇反馈到PVN中的大量受体,这种反馈作用使PVN停止向垂体前叶泵出CRF,从而停止产生ACTH。没有ACTH促进皮质醇的释放,整个压力反应就会减弱。然而,如果这种自我调节反馈效应受损,皮质醇的产生会持续不减,并最终对身体和大脑产生有害影响,造成慢性压力感(有时是躁狂兴奋)。在易感个体中,最终会导致抑郁甚至海马损伤;这些负面影响有时可以通过抗抑郁药逆转。

在极端情况下，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释放到循环系统中会导致海马体过度紧张，甚至造成永久性损伤。过量的皮质醇最终可能伤害甚至杀死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导致记忆丧失。由于伦理方面的考虑，缺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研究的人类详细神经科学证据，但那些经历过战争创伤或其他暴行（如大屠杀幸存者）的人通过结构性脑成像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海马萎缩，尽管实际损伤的证据很难证明。然而，对照研究表明，在没有养育关系的环境中长大的猴子可能会经历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这确实会伤害海马体（Nelson
& Bloom,
1997）。事实上，研究发现，受虐儿童以及长期遭受性虐待的成年人或经历过过度战时压力的士兵，往往比未受压力的个体拥有更小的海马区域（Conrad,
2008; Irle et al.,
2009）。由于海马体对于创建许多类型的记忆至关重要，包括我们所有的情节性（自传体）记忆，这些研究表明，早年的长期社会剥夺可能会损害心智的发育成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想象早期生活压力以及后期生活压力如何可能损害由海马体介导的认知功能。

压力与抑郁

垂体肾上腺CRF-ACTH-皮质醇系统的失衡也会随之导致统称为生物胺的化学物质耗竭，特别是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血清素(serotonin)（即5-HT或5-羟色胺）和多巴胺(dopamine,
DA)。最初，CRF的释放会强烈激活这些神经系统。但当CRF释放持续时，这些系统的突触化学资源可能会耗竭。这导致大脑生化系统的许多继发性变化，包括神经生长因子水平降低和大脑炎症过程增加（Cirulli
et al., 2009; Harro & Oreland, 2001; Miller et al.,
2009）。当大脑的生物胺耗竭时，人类和动物也容易抑郁，这可能紧随持续过量的CRF释放之后出现。动物和人类的抑郁症状可以通过在体内建立这种生理变化模式来实验性诱导。事实上，长期施用CRF以及生物胺的耗竭会强力促进动物的抑郁反应，而施用CRF受体阻滞剂可以抵消人类的抑郁（Holsboer
& Ising, 2008）。

我们现在将提供上述观点与理解和治疗抑郁症关系的总体概述。我们这样做基本上不引用文献，因为压力相关的抑郁诱发以及传统的抑郁症药物治疗已经在已引用的现有文献以及各种精神病学教科书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涵盖（例如，Panksepp,
2004）。这个概述只是为讨论悲伤系统(GRIEF
system)在抑郁症中的作用以及一些潜在的新型干预措施提供桥梁，例如尝试直接补充积极情感化学物质，同时减少消极情感化学物质的影响。

我们还不确切知道汇聚的压力相关脑变化最终如何导致表征临床抑郁症的持续心理变化。但我们确实知道，抵消生物胺低可用性的药物（即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往往具有抗抑郁作用。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抗抑郁药物通过阻断生物胺的再摄取机制来促进其可用性。因此，抗抑郁药使生物胺能够在突触处停留更长时间，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间隙，这些化学信使在此处被释放和接收。最广泛使用的抗抑郁药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如百忧解(Prozac)。顾名思义，SSRIs具有选择性作用，仅使血清素在突触处更可用。然而，这些药物长期使用也会下调血清素受体，这可能启动大脑调整，当停止慢性用药时，最终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其他类型的再摄取抑制剂影响所有这三种关键胺类的可用性，至少在短期内最有效，而那些作为单一胺类促进剂的药物效果较差。这些药物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显示疗效的事实表明，治疗益处是继发于长期脑变化的，例如神经生长因子活性的逐渐增强，这应该有助于修复像海马体这样受压力损伤的脑区。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短期使用SSRIs可以显著缓解动物的分离痛苦(separation
distress)，这导致使用氟西汀(fluoxetine)（商品名百忧解）等药物治疗宠物的分离痛苦问题。

其他抗抑郁药物，如单胺氧化酶(MAO)抑制剂，通过抑制降解这些神经递质的酶的作用，增加生物胺的可用性。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其他更早的、SSRI之前的抗抑郁药物，由于与新药相比副作用更多，在精神病学中已不如过去那样广泛使用。然而，无论其具体机制如何，旧的和新的抗抑郁药物的效果都是使生物胺在突触中保持更长时间的可用性，从而为接收这些化学信使的神经元提供更多的刺激。同样，由这些药物引起的大脑调整所产生的持续长期后果仍有待充分研究。

关于这类药物如何产生抗抑郁效果，需要进一步阐述。如前所述，生物胺(如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化学物质)通常充当神经递质，或称为导致神经元放电或抑制放电的化学物质。神经递质释放到突触后不久，会通过两种方式之一从突触中清除。首先，酶可以降解神经递质，将分子分解为非活性成分。其次，神经递质可以被释放它的神经元重新摄取(“再摄取”(reuptake))，从而使分子脱离作用。当生物胺充当神经递质时，可以通过这两种机制中的任何一种来促进它们在突触处的可用性——即通过抑制其化学失活或通过抑制其返回到起源神经元。然而，如前所述，这些药物的强效抗抑郁作用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发生，这种延迟表明大脑中正在激活许多”下游”变化。这些更远端的变化可能最有益，包括许多修复过程，如减少脑组织炎症，以及新神经元的增殖和海马体中神经元的增长，海马体是正常和健康大脑功能所必需的区域。其他变化，如受体敏感性降低，从长远来看可能不那么理想。

虽然我们对大脑功能层面的抑郁症病因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有许多神经化学候选物。不幸的是，这些潜在的致病因素通常在没有任何支持性情感数据的情况下被提出。目前受关注的化学物质之一是被称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大脑”肥料”(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但还有许多其他生长因子候选物。这些都是”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s)，这意味着它们在基因调控的关键点发挥影响，在那里许多下游遗传途径被开启。一个显著的发现是，许多这些生长因子也会被具有抗抑郁效果的健康活动所激活，如运动。即使是幼年动物的身体玩耍也能促进大脑中BDNF的可用性(Gordon等人，2003年)，并能增加其他生长因子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水平(Burgdorf等人，2010年)。我们将在下一章强调玩耍的这些和其他功能。然而，很明显，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是个体能够从重度抑郁疾病中恢复的最佳指标之一(Leskelä等人，2006年)。

大脑阿片类物质与抑郁症

目前的抗抑郁药物确实有助于逆转压力造成的一些破坏。然而，我们知道，当悲伤(GRIEF)被唤起时——这是压力诱导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会出现安慰性化学物质如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耗竭(Kennedy等人，2006年；Zubieta等人，2003年)。我们还从大量研究中了解到，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阿片制剂可以产生快速的抗抑郁样效果。这些事实表明，可能还有另一种对抗抑郁症的方法，即通过增强大脑阿片系统的活性。如前所述，在现代抗抑郁药物出现之前的日子里，增强阿片系统激活通常是通过施用阿片类药物来实现的。然而，由于其臭名昭著的成瘾性，阿片类药物的施用被放弃，转而采用那些相对较弱的现代抗抑郁药物，这些药物旨在干预生物胺的活性不足(尽管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抑郁症主要是由于这些递质的缺乏)。

当今的神经科学家应该重新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脑中快乐化学物质的缺乏，特别是那些支持社会纽带安全感的物质。例如，如果强烈而持续的悲伤期通过大脑μ-阿片活性的急剧下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抑郁症，我们终于有办法解决这种失衡。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了能够促进μ-阿片活性而不会有严重成瘾危险的药物。一个例子是混合型阿片受体激动剂/拮抗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现在被广泛用于治疗麻醉品成瘾）。这种药物只在极低剂量时促进阿片活性，而在高剂量时则阻断受体活性。在低剂量下，丁丙诺啡被发现对多次其他药物治疗失败的人来说是一种强效抗抑郁药（Bodkin
et al.,
1995）。混合激动剂/拮抗剂作用意味着人们不会对这种药物产生强烈成瘾，因此它可以安全地用作戒断阿片类药物成瘾者的药物。该药物提供足够的阿片活性，从而提供心理缓解，以防止阿片类药物戒断的痛苦戒断效应。因此，丁丙诺啡或许也可以更广泛地用作一种有效的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特别是在那些从传统疗法中得不到缓解的个体中。然而，如果没有适当的双盲研究和随后的政府监管批准，它在标准精神病学实践中的广泛使用是不太可能的。显然，在这种方法获得普遍医学认可之前，需要进行一些良好对照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安慰剂效应在抗抑郁试验中非常常见，通常效果如此强烈，以至于其益处与广泛使用的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所获得的益处一样强。这部分反映了日常轻度抑郁反应通常是自限性疾病的事实。此外，从目前的社会大脑分析来看，安慰剂的抗抑郁益处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安慰剂部分通过内源性阿片释放起作用（总结见Panksepp,
2006c,
2011a）。积极的社会互动释放大脑阿片，提供积极的社会感受，而安慰剂效应可能部分反映了这样一种认知：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其他重要他人关心自己的抑郁情绪。这种被关心的感知可能增加大脑阿片的释放，使抑郁的人感觉更好。换句话说，抑郁症中的安慰剂效应至少部分反映了社会支持激活大脑阿片系统的能力。当然，这也是人际关系的情感质量在心理治疗干预结果中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μ-阿片耗竭并不是神经科学家正在探索的唯一与抑郁相关的阿片失衡。从强烈悲伤到绝望和抑郁的转变也伴随着SEEKING（寻求）系统唤醒的减弱。由强啡肽(dynorphin)增强效应引起的κ-阿片活性升高，已被确定为SEEKING系统参与的化学变化基础。如上所述，强啡肽与κ-阿片受体结合。目前有相当多的兴奋点在于，发现医学上安全的拮抗剂能够阻断κ-阿片受体，将抑制强啡肽的作用，并被证明作为抗抑郁药非常有用（Knoll
& Carlezon,
2010）。事实上，这也是丁丙诺啡的药理特性之一，它在相同剂量下可以阻断引起烦躁的κ-受体，同时通过μ-受体促进积极的快感。

SEEKING唤醒减弱的作用可能突出了抑郁症一个鲜为人知的”适应性”效应。进化精神病学家已经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严重抑郁症可能对心理经济产生各种有害影响，但当社会支持丧失时，某种程度的抑郁可能促进生存（这一想法最初由约翰·鲍尔比提出，并由Watt
& Panksepp,
2009在神经科学上发展）。例如，在一段强烈的分离痛苦和发声抗议期之后，表明最初的恐慌反应，这有助于父母找到失散的后代，退行到行为抑制的绝望或沮丧阶段以保存身体资源可能是适应性的。这种抑郁状态可能有助于阻止无助的生物体进一步偏离安全区域。沉默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捕食者发现的可能性。同样，另一个在减少痛苦发声方面非常有效的消极情绪过程是FEAR（恐惧）。总之，如果最初的抗议没有实现团聚，沉默的绝望反应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次要策略，以优化父母最终找到失散后代活着的可能性。

悲伤和恐惧的区分

现代神经科学现在允许我们区分由GRIEF（悲伤）和FEAR（恐惧）引起的焦虑——区分隔离恐慌和人们在预期受伤、死亡或其他即将发生的厌恶事件时感受到的恐惧。当然，这两个系统是相互作用的。例如，经常被单独留下的儿童会经历分离焦虑，但他们也会害怕被单独留下的前景，并再次感到痛苦。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在更高的认知层面上害怕GRIEF。

这两个系统在神经解剖学和化学方面也存在一些重叠。事实上，许多情感系统中都存在解剖学和化学上的重叠(例如，所有情感系统都涉及进化上古老的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这是初级过程情感生活的核心，而神经递质GABA、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可能还有多巴胺都调节着所有情感系统)。尽管如此，FEAR和GRIEF系统在解剖学和化学基础上仍可以区分。CRF可以激活这两个系统，但这两个系统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化学性质也不同。例如，在极低剂量下，阿片类药物能强烈减少分离哭泣。但需要更高的剂量才能适度减少焦虑或预期恐惧的行为指标。另一方面，经典的苯二氮卓类抗焦虑药物，如氯氮卓(利眠宁Librium)和地西泮(安定Valium)，在低剂量下能有效减少FEAR反应，但在减少表明GRIEF的分离叫声方面效果不佳。在行为方面，我们刚才提到分离痛苦可能导致习得性焦虑：人们很容易对感到恐慌产生恐惧。从恐惧到绝望的类似因果路径并不明显，因为当动物极度恐惧时，痛苦叫声通常会减少。当然这符合良好的进化意义，因为动物在危险时会感到恐惧，如果它们在这些危险时刻发出叫声，就更可能吸引捕食者的注意。不过，在更高的认知(三级过程)层面上，如果慢性焦虑也使人类和动物更容易抑郁，这并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有很多理由相信，精神病学家称为”惊恐发作(panic
attacks)“的神秘不安感，可能主要来自社交分离痛苦GRIEF网络的突然唤醒，而不是像许多理论家目前认为的那样来自FEAR网络。控制惊恐发作的神经化学与控制一般焦虑的神经化学之间的药理学区别，最早是由精神病学家唐纳德·克莱因在1960年代初期的细致工作揭示的(详见Panksepp,
1998a)。克莱因发现，新发现的苯二氮卓类抗焦虑(抗FEAR)药物，如利眠宁和安定，对惊恐发作的发生率几乎没有益处。然而，三环抗抑郁药丙咪嗪在平息此类发作方面非常有效。尽管焦虑患者最初声称三环药物对他们没有益处，但护士报告说这些患者抱怨惊恐发作的频率减少了。实际上，统计结果显示，患者在服用丙咪嗪后确实惊恐发作次数减少了很多。显然，患者没有关注到这些改善，因为这种药物没有减少与该疾病相关的预期焦虑——即对发作本身的恐惧。这些患者仍然害怕惊恐发作；也许他们也需要针对FEAR的药物治疗。

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要注意丙咪嗪在减少包括狗和灵长类在内的许多物种的分离痛苦方面非常有效(见Panksepp,
1998a)。这表明惊恐发作，就像分离叫声一样，是唤醒的GRIEF而不是FEAR的功能。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表明，惊恐发作的生理方面可以通过阿片类活性降低来促进(Preter
& Klein,
2008)。还有进一步的临床证据表明惊恐发作与社交丧失有关：那些遭受惊恐发作的人通常有童年分离焦虑的历史。此外，惊恐发作和分离痛苦都让人感觉好像自己的舒适或稳定中心被突然移除了。两者都伴随着虚弱感和呼吸急促，通常伴有哽咽感，好像喉咙里有肿块。

精神病理学与GRIEF系统

GRIEF系统的失衡在广泛的情绪障碍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许多精神疾病根源于无法享受温暖人际依恋的安全感。我们已经提到了惊恐发作、抑郁症和自闭症等不同的疾病。也许一系列社交恐惧症和人格障碍也将被纳入GRIEF病理学的范畴。我们无法开始审视所有这些情况。相反，我们将关注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社会纽带——婴儿/母亲关系。儿童情感忽视，甚至更严重的虐待，所造成的精神后果是巨大的(Heim,
et al., 2010)。

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心理学家构建了关于儿童与母亲或主要照料者之间社会依恋本质的连贯理论观点。他们观察到儿童表现出各种依恋”风格”或气质，这些具有强烈的环境前因。安全型依恋儿童对从父母或照料者那里获得社会支持充满信心。他们通常外向，倾向于以乐观和热情面对生活。这些儿童成长为适应良好的成年人，因为他们从”安全基地”开始。一般来说，他们拥有良好的关系，在生活追求中取得成功。

然而，当母亲未能养育好孩子时，孩子长大后会形成不良的依恋关系。不安全依恋的儿童表现出两种主要的情绪和行为模式。一些儿童过度黏人，似乎需要比通常更多的照顾者关注。另一些儿童选择保持距离，回避社交场合，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能否获得自己渴望的积极支持和反馈（Ainsworth,
1982）。在过去30到40年里，大量关于人类婴儿的临床研究强调了母亲需要对孩子的情绪给予共情关注（Beebe
& Lachmann,
1988）。当母亲在情感上与婴儿保持同频时，就会促进情绪健康。

当然，这些理论依赖于行为观察和关于儿童心理活动的描述性心理推断。直到近年来，神经科学家才能够将依恋理论转化为大脑中发生的具体变化。神经科学家用表观遗传(epigenesis)来理解这些大脑变化——由经验导致的基因表达。我们之前提到，基因表达是一个休眠基因变得活跃的过程。表观遗传涉及经验依赖的基因表达；它是出生后因孩子在世界中的经历而发生的基因表达。

表观遗传可能看起来是个奇怪的概念，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禀赋会精确且不可磨灭地决定我们一生中将展现的特质。有些基因确实如此。例如，表现出分离痛苦(DVs)的能力肯定由出生后不久就变得活跃的大脑网络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幼年哺乳动物和鸟类在被单独留下时都会哭泣。因此，构建这类大脑系统的信息肯定是由基因决定的。然而，人类或动物一生中的某些经历可以通过表观遗传机制使基因表达得更强或更弱，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先天与后天的理解（Szyf
et al.,
2008）。因此，当一个先前休眠的基因在特定脑回路中表达时，它可以产生脑细胞以前从未产生过的蛋白质和神经肽。许多这些被激活的神经化学通路肯定会改变情感脑心(BrainMind)功能。因此，我们看到表观遗传过程如何影响情绪行为和感受。

当幼年动物受到母亲照料时，这些经历会导致影响大脑功能的基因活性发生表观遗传变化。这种可变的大脑功能可以产生个体特有的特征和行为——比如上面提到的依恋风格。表观遗传可以在受到良好母育的婴儿中创造健康的大脑，但它也可能引发各种类型的心理问题。研究表明，如果母亲情绪低落因而对婴儿缺乏回应，人们会在孩子的行为以及大脑组织中看到异常（Meaney,
2001; Tronick,
2007）。也许这些孩子会发展出不敏感的大脑催产素或阿片系统。如前所述，催产素无法安抚痛苦的母亲，从而无法为她的孩子提供安慰，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催产素系统不再能够补充和增强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的作用。有许多可能性需要考虑。

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是，年幼时受到不良照料和形成不安全依恋的成年女性母性冲动发展不良。在某种程度上，被母亲不良养育的经历可能会在幼年女性的大脑中造成表观遗传变化，使她们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时不太可能成为最好的母亲。早期母育不良的一个结果是大量行为变化，这些变化部分源于大脑对压力反应方式的表观遗传变化（Meaney,
2001; Szyf et al.,
2008）。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大鼠身上进行的，但最近有报道称，受虐儿童成年后最终自杀的大脑表现出的表观遗传变化与受到较少母性照料的大鼠观察到的变化非常相似（McGowan
et al.,
2009）。我们之前关于皮质醇对海马体有害影响的讨论可能反映了表观遗传的另一个例子。这项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受虐的年轻人往往成为表现不佳的父母，延续着儿童忽视甚至虐待的跨代循环。不安全依恋，也许是由于低阿片反应性，可能会代代相传。作为一个群体，自杀者的大脑显示出低阿片活性的指标（Gross-Isseroff
et al.,
1998），药物增强大脑阿片满足感，比如使用低剂量的”安全”阿片类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可能可以减少自杀想法。当然，这也可以通过关爱他人更持续的积极情感关注来实现。

大多数关于依恋的生物学研究强调最近进化的高级脑区的变化：新皮层，特别是两个大脑半球的功能。这些研究由临床医生艾伦·肖尔(Alan
Schore)进行了广泛总结（另见McGilchrist,
2009），指出大脑的许多部分在出生时并未完全形成，这些区域的发育由经验依赖的表观遗传变化介导。与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一起，肖尔研究了母子互动的质量如何控制大脑的发育，无论是好是坏（Schore,
2001）。

对大脑高级区域的研究表明,出生时只有初级体感皮层(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在代谢上高度活跃(Chugani,
1996)。新皮层(neocortex)的其余部分仍在发育过程中。Schore将注意力集中在右侧大脑半球,该半球在生命的前18个月比左半球表现出更强劲的生长高峰。右半球在生命的前3年保持主导地位(Chiron
et al.,
1997)。显然,这是婴幼儿开始与父母建立关系的时期。右半球对生活保持着更情绪化、更整体性的态度,而较晚成熟的左半球最终提供更多分析性认知技能,远离社会敏感性。Schore关注大脑右侧,因为研究表明,这一侧对外部刺激特别具有情绪反应性,比如童年早期的养育性触觉体验(Kalogeras
et al.,
1996)。这些体验深受母亲养育质量的影响,至少在大鼠中具有永久性的大脑效应(Meaney,
2001)。儿童大脑的发育依赖于经验,并直接受到母子关系输入的影响。

Schore进一步认为,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作为一个古老的皮层结构,在第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第二年中期经历一个关键的成熟期。同样,这是母子关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此时间框架内与母亲的经历产生表观遗传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眶额皮层的发育或发育不全,该皮层在处理人际信号及其情绪意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大脑的这个区域受损时,人们可能表现出较差的社会调节能力,转向更情绪化冲动,甚至反社会的气质极端(Adolphs
et al.,
2003)。发育良好的眶额皮层还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许多方面,自主神经系统产生情绪体验的生理成分(Porges,
2009b)。因此,眶额皮层在情绪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Schore,
1994)。如果不良的母子互动干扰了这个大脑区域的成熟,孩子可能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调节情绪的困难。由于情绪调节是心理健康的核心特征,眶额皮层的良好功能至关重要。尽管我们目前还不了解大脑成熟这些关键方面所涉及的表观遗传变化的细节,但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变化提供了导致大脑健康或不健康发育的关键机制。

尽管新皮层、眶额皮层和海马体功能受损的幽灵令人不安,但动物研究表明了一个更可怕的场景。实验证据表明,经历极端体验的人类或动物可能会发展出原始过程边缘情绪网络的长期敏感性增加或降低。这些对皮层下情绪系统的改变也是由表观遗传介导的。例如,如果一只动物经历了许多可怕的经历,其恐惧系统可能会被永久性敏化;这样的动物很容易受到惊吓(LeDoux,
2002)。这种表观遗传变化可能导致各种其他情绪系统的病理性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特别是那些调节分离痛苦/悲伤反应的系统。

如果我们考虑皮层下情绪系统对成熟中的新皮层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那么大脑深层情绪区域的持久发育变化就显得更加重要。有人提出,早期依恋困难可能导致边缘情绪区域与新皮层之间的神经连接减弱(Schore,
1994)。这可能意味着大脑的皮层下区域对皮层发育的贡献较少。相反,由于新皮层通常抑制边缘表达,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历过依恋困难的人通常在情绪上缺乏抑制。

悲伤可能是人脑最强大的情感网络,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被现代文化制度的许多安全网所屏蔽。事实上,蓝调音乐等文化形式从业者的许多艺术丰富和富有成效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这一基本人类体验特征的力量。在最好的脑成像工作中,悲伤比任何其他情绪更显著地”点亮”我们的大脑(Damasio
et al.,
2000)。我们在这些图像中看到的模式与我们通过研究同类动物所了解的分离痛苦/悲伤系统的神经解剖学很好地匹配(图9.1)。当我们与所爱的人建立安全依恋时,我们获得了一生的礼物。当依恋过程受损时,高级心理装置内精神痛苦的多样表现可能导致终生的慢性痛苦感。这种痛苦常常妨碍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尽管如此,尽管存在这些变化,人类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物种,因此上述所有对情绪健康的影响在个体之间差异很大。

悲伤系统与心理治疗技术

心理治疗师认为移情对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移情是指患者倾向于在治疗环境中重现他们与重要他人建立的相处方式。患者对治疗师的看法和感受往往反映了患者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对父母的感受和看法(Pulver,
1995)。换句话说，所有患者，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发展出习惯性的情绪反应方式来回应他人，而这些情绪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关系塑造的。如果你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你会以开放和接纳的方式对待整个世界。这是一种移情反应，因为你甚至可能对不择手段的人保持开放。事实上，当你第一次遇到善于操纵的人时，你可能很难理解他们。相反，在险恶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以怀疑和敌意看待每个人，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或相信任何人有善意的动机。移情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经常积极地认同我们钦佩的其他人，它在心理治疗中是有用的，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给患者和治疗师提供了机会来处理麻烦的过去经历留下的情感和行为痕迹。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治疗师被敦促隐藏他们个性的某些方面。这个想法是，治疗师的个性应该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患者可以在上面投射他或她的移情反应，而不必担心被治疗师的性格所污染。这个模型仍然有一定的价值，因为治疗师不应该用自己的问题给患者增加负担。毕竟，必须记住，两人中有一个是来访者，通常是付费来访者。

然而，治疗师应该保持情感中立的观念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治疗工作有害。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人(所有哺乳动物)都有对积极关系的内在需求。因此，不微笑和/或没有情感的治疗师会被负面看待。这种治疗立场会排斥大多数患者，只会吸引那些发展出受虐倾向的人，或者那些渴望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从心理治疗培训中”毕业”的人。治疗师对患者持有积极态度并据此行事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当然，积极的倾向总是有可能使治疗师对患者性格中的负面特征视而不见。然而，当治疗成功时，应该在不破坏整体积极治疗关系的情况下处理这些负面特征。这种积极的联盟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港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转移到他人身上的包袱实际上是一系列习惯、信念和感受，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不同的时代。

在整本书中，我们一直强调希望未来心理治疗和精神药理学能够携手合作。事实上，一些新兴药物已经可以促进标准心理治疗方法——例如，D-环丝氨酸(D-cycloserine)在暴露疗法期间给药时可以在神经层面促进治疗性改变(Norberg
et al.,
2008)。可以想象，通过适量剂量的安全阿片类药物实现短期药理学诱导的情感稳态，促进积极情感和信心，可能会促进治疗过程，特别是如果用于以更积极的情感背景重新巩固麻烦记忆的情况下(见[第6章])。同样，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快速起效的情感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是否可以用于促进悲伤障碍的长期稳态。当然，这些心理治疗的药理学辅助手段只有在治疗本身是健全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有益的结果。然而，这些药物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动力，使一些患者能够克服仅靠心理治疗难以跨越的情感”障碍”。

特别紧迫的是进行适当设计的研究，尝试在来访者开始洞察他或她的问题时促进获益的巩固。可能适量剂量的悲伤抑制剂，如鼻内催产素(oxytocin)(目前严格的实验性药物)或极低剂量的丙咪嗪(imipramine)，甚至可能是许多其他常见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的温和但快速的抗压力精神效果，在时间上以有利的方式明智地结合使用，可能有助于促进持久的治疗性改变。积极自我形象的记忆重新巩固也可能通过敏感地结合使用精神药理学和心理治疗手段来促进。这也可能使我们远离目前”向来访者长期投药”的标准做法，而不处理他们的心理生活。这些是未来研究的关键重要方向，并有一些有希望的先例：例如，正如反复显示的那样，抗抑郁药和心理治疗的联合使用比单独任何一种干预更有效(例如，Holtzheimer
& Nemeroff, 2006)。

总结

GRIEF系统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导致抑郁和某些类型慢性焦虑的最重要系统之一。另一个则是SEEKING系统(Panksepp
& Watt,
2011)。所有哺乳动物都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结，而爱的典型哺乳动物纽带是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母亲的CARE系统培育并敏感地回应婴儿的GRIEF系统——回应婴儿感受亲密和依恋的需求。这不仅仅是被喂养和庇护的稳态需求，而是与母亲或照顾者建立安全温暖依恋的情感需求。

悲伤教会我们很多关于爱的东西。当我们仅仅想象与最亲近的人分离时，可能会感到悲伤或警觉。这种感觉告诉我们，我们与所爱之人的情感纽带很可能经受住失望、失落和生活中许多变化的考验。一旦我们意识到最好的抗抑郁化学物质将是那些能调动积极社会情感系统力量的药物，比如内源性神经化学物质如催产素，它可以缓解分离痛苦的心理痛楚，我们就会在开发新的抗抑郁药物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例如谷氨酸受体拮抗剂(Machado-Vieira
et al., 2009; Skolnick, 2009)和更间接的调节剂(Burgdorf et al.,
2011)，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学会使用高效药物，如”安全”阿片类药物(Bodkin
et al.,
1995)。当然，最好的良药是我们从爱的关系中获得的温暖和慰藉。它们滋养人类的灵魂。

让我们重申，虽然GRIEF系统可以产生一种”焦虑”形式，但这种焦虑与来自FEAR系统的恐惧预期并不相同。FEAR和GRIEF由不同的大脑结构以及在大脑不同部位运作的重叠但也不同的脑化学物质集合所支持。我们尚未完全理解GRIEF系统在临床抑郁和慢性焦虑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利用现有药物和设计治疗这些病症的新有效药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前抗抑郁药物是如何起作用的；显然不是由于它们的短期药理作用。有些人认为这些药物启动了有助于修复受损大脑功能的生长因子，这反映在许多抗抑郁药促进海马神经增殖的能力上(Boldrini
et al., 2009)。

另一方面，我们很清楚适量的阿片类药物是有效的抗抑郁药，能迅速见效，而目前的药物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种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是迫切需要的。不幸的是，阿片类药物在大量服用时可能成为滥用药物，这一事实促使研究人员忽视了它们在精神医学用途方面的巨大潜力。除了丁丙诺啡等安全阿片类药物满足这一需求的潜力外，谷氨酸阻滞剂作为快速抗抑郁药的出现(可能通过阻断GRIEF的心理痛苦)正在引领安全、非致幻治疗策略的发现，这些策略也认真对待动物大脑中的积极情感过程(Burgdorf
et al.,
2011)。希望对GRIEF系统的更好理解也能鼓励精神病学研究人员将注意力转向这些药物可能带来的有益效果。

同样，痛苦记忆在积极情感态度的背景下被重新语境化得越多，客户从长远来看可能会越好(见第12章)。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游戏性是我们大脑能产生的最积极的社会情感感受之一，但尚未在心理治疗背景中得到系统或良好的应用。肯定有办法使这种强大的积极情感成为治疗互动中更常见的方面。我们或许应该记住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1983)的著名观点：笑声可能是我们最好的良药之一。


第10章

大脑的游戏性梦幻回路

社会性喜悦和笑声的祖先来源

多么大胆啊

为永恒而游戏，

像峡谷倾泻而下那样游戏，

像河流奔涌那样游戏。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酒神节》，Anesa
Miller为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 1993)翻译

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俄罗斯伟大的小说家和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酒神节》中写下了上述关于深度游戏的诗句。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1993)继而反思道：“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传达了自然的游戏，这是文化可能做到的理想——游戏，不是像下棋者那样游戏，而是像河流那样游戏。”所有哺乳动物幼崽在它们的心智中发现，用爱泼斯坦的话说，“一个野性的、淘气的、喧闹的生灵”，与”整个自然——如同一个调皮的孩子”的自发性产生共鸣。1

问孩子们他们最喜欢什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回答是”玩！“各种形式的玩耍活动给所有年幼的哺乳动物带来巨大的快乐。在最早的年龄段，身体上的打闹嬉戏——也被称为粗暴游戏(rough-and-tumble
play)——是最有趣的活动，这一点从伴随这些活动的大量笑声就能看出，男孩和女孩几乎一样多（[图10.1]）。心理学家对游戏写了很多，但他们不知道存在多少个初级过程的游戏系统。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本章描述的身体游戏系统。然而，成熟的人类心智中的玩耍性延伸到了我们高级心理装置的最远处，到达了我们想象力的平流层，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最聪明和最离谱的笑话来逗笑彼此。我们不会关注人类心理装置的那些更高级的积极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各种积极心理学著作中得到了探讨（例如，Sheldon等人，2011）。

身体玩耍性是每个年幼哺乳动物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动物。有两本近期出版的书和两本较早的书对跨物种的玩耍性提供了出色的总结，远超过本章所能总结的内容（Aldis，1975；Burghardt，2005；Fagen，1981；Pellis
&
Pellis，2009）。还有一本关于老鼠游戏行为的经典专著，仍然很值得一读（Groos，1898），以及一本关于人类游戏的后续研究（Groos，1901）。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哺乳动物大脑中存在一个由基因决定的、介导积极情感的游戏网络（Burgdorf等人，2007；Panksepp，1998a），尽管许多细节仍有待科学分析。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神经科学研究都是用实验室老鼠完成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类。事实上，我们对人类的初级过程粗暴游戏（以下称为游戏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尽管有一些关于笑声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游戏系统集中在皮层下脑区，就像所有其他基本情绪系统一样，我们可以预期许多一般原则，特别是关于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和原始情感（社交快乐）的原则，将适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物种。至于我们如何在心智的三级过程网络中将玩耍性转化为幽默，则不会。

很难定义游戏，但当你看到它时就会认出来。也许最好的一般定义是Gordon
Burghardt（2005）最近提出的，包含五个标准：（1）游戏的适应性功能在游戏发生时并不完全明显；（2）游戏是一种自发的活动，为了它本身而进行，因为它很有趣（令人愉快）；（3）游戏是成年活动的夸张和不完整形式；（4）游戏展示了许多重复性活动，有大量变化，不像严肃的行为那样缺乏灵活性；（5）动物必须吃饱、舒适和健康才能进行游戏，所有压力源都会减少游戏。Burghardt（2005，第82页）试图将所有这些特质归纳为一句话：“游戏是重复的、功能不完全的行为，在结构、情境或个体发生上与更严肃的版本不同，并且是在动物处于放松或低压力环境时自愿发起的”[原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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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年幼（4至7岁）女孩和男孩在半小时无玩具的自由身体游戏中的游戏时间进程；然而，每5分钟有音乐（爱尔兰吉格舞曲），在间隔的5分钟观察时段没有音乐，并对行为进行视频编码。在这里我们看到，笑声的数量在游戏过程中系统性地减少，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重大差异。此外，还记录了总共19种其他游戏姿态，几乎没有一种显示出性别差异，除了”从前面推”，女孩比男孩做得少。结论是，女孩和男孩在展示身体游戏的冲动上没有实质性差异，过去看到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学习造成的（数据改编自Scott和Panksepp，2003）。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动态的社交互动并未被列为标准，这使得Burghardt可以将探索性的乐趣纳入游戏概念，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动物使用它们的寻求系统来获得个人乐趣。然而，对我们来说，社交形式的游戏，通常采取”打闹游戏”的形式，才是最引人注目和最快乐的游戏形式，有专门的大脑系统，也将探索性寻求的冲动纳入其领域。此外，对我们来说，初级过程的游戏必须部分由社交神经回路来定义，除了寻求系统之外，这些回路产生了年幼动物相互玩耍的动态特质。我们对社交玩耍性的最初描述之一是，当两只幼年大鼠”被放在一个非威胁性的环境中，它们很快就会开始展示激烈的打斗：动物们追逐并扑向彼此，有时是单方面的，有时是相互的，伴随着快速的角色转换。它们反复地戳和咬对方，通常是在颈背，但当一只动物被压制时也会咬腹侧表面”（Panksepp等人，1984，第466页）。这就是我们将在这里关注的那种游戏，因为它产生了最多的乐趣，正如老鼠在自发地沉溺于这种活动或被坚韧的人类以有趣的方式挠痒痒时发出的大量高频笑声类声音——50千赫兹的啁啾声——所突显的那样（Knutson，Burgdorf等人，1998；Panksepp
& Burgdorf，2000）。

这些啁啾声与SEEKING系统的多巴胺奖励密切相关（Burgdorf等人，2007），有助于解释探索性游戏的乐趣，这种游戏以捕食练习的形式出现（例如小猫玩弄毛线球时）。我们现在知道，捕食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幼年动物的追逐和扑跳形式，是SEEKING系统的发育产物（见第3章和第4章）。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这种美妙的笑声般啁啾声现在可以用作直接测量大鼠积极情绪的指标（Panksepp
&
Burgdorf，2003），这甚至为理解成瘾药物的欣快愉悦打开了大门（Browning等人，2011；Burgdorf等人，2001；Panksepp,
Knutson等人，2002）。

尽管探索性物品游戏可以带来极大乐趣，但没有什么能完全比得上全身心投入社交游戏时的那种彻底的欣快感，即使是未经训练的眼睛也能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状态。当你向院子里看去，看到松鼠在草地上跳跃和互相追逐时，几乎每天都能观察到这一点。

为什么会存在PLAY（游戏）冲动？它可能使幼崽能够学习非社交的身体技能，如狩猎、觅食等。它对于获得许多社交能力也肯定很重要，特别是初期的攻击性、求偶、性行为，以及在某些物种中的竞争技能，甚至可能是育儿技能。它可能是构建我们社交大脑许多高级功能的重要力量。游戏活动可能帮助幼年动物学会识别可以与之发展合作关系的个体，并知道应该避开谁。它们肯定通过游戏学习何时可以主导社交互动，何时应该优雅地退出、服从或接受失败。游戏也可能有其黑暗的一面。当动物游戏时，它们可能会学到可以欺负谁以及谁可以欺负它们。简而言之，大脑的PLAY网络可能有助于将个体融入分层的社会结构中，这将成为它们生活的舞台，这些网络还可能使它们做好准备应对生活中肯定会遇到的各种意外事件（Spinka等人，2001）。

PLAY冲动既强健又脆弱。它很脆弱，因为大量的环境操控都可以减少游戏——包括所有引发负面情绪状态的事件，如愤怒、恐惧、疼痛和分离痛苦；它对物种特有的恐惧刺激特别敏感，例如大鼠闻到捕食者的气味（见Panksepp，1998a，图1.1；Siviy等人，2006）。例如，如果实验室研究人员家里养了一只猫，而他上班前不小心更换衣服，他将很难研究大鼠的游戏，因为猫的气味本质上会吓到大鼠，而恐惧的大鼠根本不会游戏。同样，大鼠害怕光线充足的开放空间；它们在安全的洞穴中游戏，远离捕食者的注意。此外，饥饿是游戏的强大抑制剂（Siviy
&
Panksepp，1985），许多其他身体失衡也是如此，当然还包括疾病。这是一个普遍原则：游戏只在安全、有保障和感觉良好时才会发生，这使得游戏成为衡量所有不良事物的异常敏感的指标。然而，PLAY也是一个强健的系统：如果幼年动物健康且感觉良好，它们几乎总是会在有机会时一起游戏。

目前，人类儿童中一些更喧闹的打闹游戏形式往往被父母所阻止。他们很少考虑这样一个发育事实：身体游戏机会的减少可能会产生不良的成熟后果，例如控制不佳的多动冲动可能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被病理化，并且经常被贴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等标签（Panksepp，2007b）。表现出过度活动的儿童在服用诸如安非他明等药物后会变得更容易管理，而同样的药物会显著减少大鼠的游戏性（Panksepp,
Burgdorf等人，2002）。相反，在ADHD的大鼠模型中，充足的每日游戏可以减轻多动症状（Panksepp等人，2003）。对幼年人类游戏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使我们能够通过给予被诊断为ADHD的儿童更多的游戏机会来帮助他们，而不是使用抑制游戏冲动的药物。但在我们讨论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检查表明PLAY是哺乳动物脑心(BrainMind)祖传天赋的证据。

幼年动物社交游戏的发展

研究表明，游戏的欲望会随着幼年大鼠被剥夺”尽情玩耍”机会的时间延长而系统性增加。实验室大鼠的GRIEF（悲伤）系统相对较弱（可能是由于选择性育种使其能够独自生活良好）；这种弱点似乎使它们对PLAY研究特别有用。为了增强动物的PLAY冲动，研究人员必须让它们在社交隔离中待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会使许多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感到孤独和痛苦。灵长类动物有高度发达的GRIEF系统，它们彼此之间有强烈的联结。经过长时间隔离后，幼年猴子会变得沮丧，重聚后它们会挤在一起，最初不愿意游戏（Evans，1967）。显然，它们对社交温暖、支持和归属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会再次感到有游戏的心情。在与同类（同一物种的其他个体）相处一段时间后，它们的社交信心得以恢复，沉溺于无忧无虑游戏的冲动重新出现（Chalmove，1978；Novak，1979）。可以预期，人类儿童的行为方式也会大致相同。

然而，幼年大鼠在情感上并不那么依赖。因为它们不会因分离而遭受太多痛苦，玩耍的冲动立即显现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即使只有3到8小时，但最多不超过一整天)后，它们的玩耍系统处于超速运转状态,一旦有玩伴进入活动区域，它们就会迅速进行粗野打闹式的玩耍。即使幼年大鼠从大约2周龄时眼睛和耳朵睁开开始，一直被完全隔离饲养到25天大(此时群居大鼠开始表现出玩耍冲动)，它们也不会明显抑郁。相反，它们的玩耍冲动一直在积累，当与另一只大鼠配对时，它们会在几秒钟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正常的玩耍(Ikemoto
& Panksepp,
199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玩耍的冲动不是习得的。它是先天的。证据表明，玩耍是由基因决定的初级过程社交冲动之一。

正如玩耍冲动在社交隔离或其他玩耍剥夺期间系统性地积累一样，当成对的幼年实验大鼠被允许自由玩耍半小时后，玩耍的欲望也会系统性地减少(Burgdorf
et al., 2006; Panksepp & Beatty,
1980)。这表明增强的玩耍冲动就像一种饥饿感——对玩耍的特定饥饿感，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交需求。当幼年大鼠被饲养在可以通过屏障相互接触的环境中时，它们仍然会对玩耍产生渴望，这一事实凸显了这一点。如果大鼠被饲养在繁忙的”攀爬架”类型的生活环境中，它们可以有非常亲密的身体接触，但狭窄的空间禁止粗野打闹，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当被释放到开放的活动区域时，它们会热切地玩耍。同样，与不太爱玩耍的成年大鼠持续生活在一起的幼年大鼠也会积累玩耍欲望。尽管它们有充分的身体接触和许多其他身体及社交互动的机会，但一旦有机会，它们仍会兴致勃勃地玩耍(Hole
& Einon, 1984; Panksepp et al., 1984)。

尽管不同哺乳动物物种表现出的特定玩耍模式存在许多差异，但粗野打闹式玩耍在不同物种之间具有动态相似性(Burghardt,
2005; Pellis & Pellis,
2009)。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竞争性的欢乐社交活动。

因此，此类活动的进化根源可能要追溯到所有哺乳动物共享的古老同源玩耍回路。尽管不同物种之间玩耍片段的具体细节可能大相径庭，但都暗示着对未来需求的练习。例如，猫等捕食性物种喜欢物体玩耍，如它们拍打众所周知的毛线球所体现的那样，这是对它们成年后所需行为模式的重要练习(Byers
& Walker,
1995)。相比之下，羚羊等猎物物种表现出大量的奔跑以及快速的扭转和转向，这些是它们躲避捕食者时所需的技能(Byers,
1997)。除哺乳动物外的其他生物，尤其是鸟类，也可能表现出社交玩耍，但鸟类的玩耍较难预测；它需要大型自由开放的空间，因此更难以进行科学研究(Aldis,
1975)。

大鼠表现出模拟攻击和急切逃避的平衡混合，后者是逃跑/逃避行为。在大鼠玩耍中，人们通常会看到朝向和远离玩伴的快速冲刺活动。有时一只动物会将另一只”撞倒”，这会导致一连串的嬉戏追逐。动物们轮流追逐彼此，伴随着快速的旋转、摔跤和角色转换。它们经常扑到彼此的背上，仿佛在征求激烈的互动。这些背部接触可以很容易地量化，通常被用作表明玩耍冲动的玩耍征求的明确测量指标。通常，玩耍征求的接受者要么逃跑，要么侧向扭转；随后会发生一场摔跤，其中一只动物最终仰面朝天，另一只动物在上面(有关玩耍的非常详细的逐帧分析和许多其他引人入胜的事实，请参见Pellis
& Pellis,
2009)。这种压制姿势也可以很容易地量化，是特定玩耍活动完成的最清晰测量指标(见图10.2)。此外，大鼠在玩耍时会发出大量欢快的50-kHz超声波啁啾声；当它们刚开始相互了解时，会发出相对”平坦的叫声”，而在激烈玩耍中则发出更欢快的”调频”叫声。正如稍后将要讨论的，有许多可靠的实证理由相信这是一种祖先的笑声形式，与寻求冲动相关(Panksepp,
2007c; Panksepp & Burgdorf,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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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我们工作中用于量化粗野打闹式玩耍的两种主要玩耍姿势。当动物开始玩耍时，它们首先扑向彼此，尤其是颈背部(背部接触)，当它们只是探索新地方时，通常会发出适量的”平坦”55-kHz超声波发声(也称为50-kHz
USVs或啁啾声)，如右上方的”声谱图”(声音频率随时间变化图)所示。然而，当大鼠真正投入到粗野打闹式社交玩耍中时，它们会四处奔跑，相互追逐和摔跤，最容易测量玩耍的指标是”压制”的次数。在这种欢乐的玩耍中，会有大量调频(FM)
USVs，这是这些动物积极情感的直接指标。右下方的声谱图描绘了这些的经典示例，尽管确切的声波波形存在相当大的变化(由Lonnie
Rosenberg绘制，发表于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表)。

大鼠的游戏行为在其一生中表现出特征性的发育过程，游戏量在幼年早期增加，在青春期保持稳定，随着动物进入青春期而减少(Barrett
& Bateson, 1978; Panksepp, 1981c; Thor & Holloway, 1984a,
1984b)。我们目前对控制这种倒U型成熟功能的神经生物学因素知之甚少。推测这与伴随大脑跨发育成熟的目前未确定的神经化学变化有关(Panksepp
et al.,
1997)——这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游戏期间释放的神经营养因子促进的(Burgdorf
et al., 2010; Gordon et al.,
2003)，这些因子甚至可以促进海马等区域的神经元萌发(Wöhr et al.,
2009)。此外，与其他情绪一样，新皮层发育和许多高级脑功能的出现往往会抑制皮层下过程，如引起游戏(PLAY)的过程。这种发育轨迹是合理的。随着动物越来越依赖习得的行为策略，初级过程的冲动会被高级脑功能更好地调节。例如，在成年大鼠中，大的额叶损伤，以及许多高级和低级脑影响进行交流的隔区损伤，会显著增加游戏的冲动(Panksepp
et al., 1984,
1994)。这表明这些脑区参与了正常情况下随着动物成熟而减少游戏的发育过程。

如果允许两只大鼠反复一起游戏，游戏优势就会出现(Panksepp, Jalowiec et
al., 1985; Pellis & Pellis,
1987)。经过几次游戏后，一只大鼠往往会成为”获胜者”，这意味着它在压制(pins)过程中更频繁地处于上方。平均差异是”获胜者”约70%的时间处于上方，而”失败者”成功率较低，在总压制次数中约30%的时间处于上方。有趣的是，游戏的继续似乎需要较强的伙伴愿意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较强的动物不表现出这种互惠性——如果它成为”霸凌者”并渴望一直处于上方——那么游戏活动就会逐渐减少，因为不太成功的动物开始忽视获胜者的邀请。没有人想和霸凌者一起玩。

关于游戏的误解

发育和社会心理学家将人类游戏分为几类：探索性、关系性、建设性、戏剧性/象征性游戏，以及在幼年动物中最容易看到的粗暴游戏(rough-and-tumble
play)(Slade & Wolf,
1994)。这些心理学分类法中存在两个常见问题：首先，心理学家经常将游戏(PLAY)与单纯的好奇心混淆——与寻求系统(SEEKING)促进的探究活动的唤起混淆(Welker,
1971; Weisler & McCall,
1976)。其次，许多人将游戏(PLAY)误解为一种攻击形式，这反映在粗暴游戏的常见标签”打斗游戏”中(Aldis,
1975)。尽管很少有人会将游戏(PLAY)视为愤怒系统(RAGE)的表现，但许多物种中常见的争夺优势的竞争类型，特别是在性准备度高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在幼年游戏期间磨练的行为改进有关，这种观点可能有相当的真实性。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粗暴游戏(PLAY)与任何愤怒型攻击无关，尽管长时间的游戏回合确实经常以一只动物比另一只动物抱怨更多而结束。

让我们考虑第一个问题，即将游戏(PLAY)与好奇心混淆——与寻求系统(SEEKING)的单纯唤起混淆(我们应该注意到，寻求系统显然在游戏期间促进并活跃)。有确凿证据表明游戏(PLAY)和寻求(SEEKING)是不同的，尽管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当被放置在新环境中时，动物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活动，在熟悉周围环境之前几乎没有游戏倾向。神经化学证据也可能支持游戏(PLAY)和寻求(SEE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多巴胺为寻求系统(SEEKING)提供燃料，而苯丙胺等精神兴奋剂会强烈增加大脑多巴胺活性。多巴胺活性的增加产生旺盛的探索行为，同时显著减少游戏(Beatty
et al., 1982)。然而，阻断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游戏(Siviy, 2010)。

尽管精神兴奋剂会减少游戏，但多巴胺系统在正常游戏(PLAY)期间仍然被唤起(Panksepp,
1993)。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鼠在游戏期间发出的高频(50-kHz)超声啁啾声受到大脑多巴胺唤起的有力促进(Brudzynski
et al., 2010; Burgdorf et al., 2001,
2007)。多巴胺在游戏中的作用(可能通过寻求唤起)的进一步支持是各种多巴胺受体阻断剂在减少游戏方面非常有效(Siviy,
2010)。然而，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粗暴游戏涉及大量的来回活动和频繁的愉快期待时刻，而这种情绪状态是由多巴胺推动的。换句话说，多巴胺参与游戏(PLAY)唤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多巴胺导致游戏。多巴胺是响应许多积极激励而分泌的，包括游戏机会。因此，游戏期间多巴胺的分泌可能只是表明动物正在从事一项需要大量积极期待和欣快感的活动。

然而,即使多巴胺确实能够积极唤起玩耍冲动,研究也肯定尚未确定在社交玩耍期间是否与非社交探索期间激活的是同一群多巴胺神经元。可能某些类型的多巴胺活动唤起玩耍系统,而其他类型则唤起寻求系统。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多巴胺的作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某些多巴胺活动与玩耍相关,但当给动物使用精神兴奋剂(psychostimulants)时,这会大大增强多巴胺活动,玩耍冲动却会减弱。那么,当高水平的多巴胺唤起会减少玩耍时,我们如何理解多巴胺有助于推动玩耍这一事实呢?一种可能是,精神兴奋剂可能会将动态驱动玩耍冲动的情感以持续性(tonic)方式(没有波动)唤起到一个非常高且持续的水平,从而降低了表达玩耍所需的神经化学灵活性。这可能通过”冻结”其正常功能的能力来抑制玩耍。在这些高唤起水平下,玩耍系统可能无法对多巴胺的阶段性(phasic)波动做出动态响应。一个类比可能是试图通过正在发出宽频噪音的扬声器播放音乐。在正常情况下,扬声器传输不同的音乐音调。然而,噪音是一个压倒性的稳定信号,不允许扬声器清晰地传达构成旋律的灵活音调。扬声器类似于玩耍系统,而宽频噪音类似于精神兴奋剂引起的高度且持续的唤起。在这些条件下,导致动态玩耍活动的游戏旋律可能会受阻。但这只是一个想法,目前没有明确的支持。因此,需要考虑所有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是,精神兴奋剂只是将动物转移到更强烈的探索性寻求模式,与玩耍动机竞争。

实际上,这可能是许多药物研究中的普遍问题。显然,仅仅应用某些神经活性药物无法模拟相关大脑神经化学系统在正常行为期间的实际运作方式。例如,像安非他明这样的精神兴奋剂药物通常是外周给药—通过注射或口服—这对所有许多大脑多巴胺系统都有大致相同的效果。这会略微增加快乐的50千赫兹鸣叫声。然而,如果将安非他明直接放入大脑的动机区域,特别是多巴胺系统寻求部分的一些主要投射通路(进入伏隔核的一个亚区域—“外壳”,这是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的目标区域,见图3.2),鸣叫会显著增加(Burgdorf等人,2007年;Brudzynski等人,2010年)。相比之下,在伏隔核相邻的”核心”区域效果非常温和,而从其他附近富含多巴胺的区域(如嗅结节和背侧纹状体,后者通常介导习惯性熟练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除了这些不确定性之外,如前所述,打闹玩耍似乎很容易与攻击性混淆,尤其是对于未经训练的观察者。成年人可能将幼儿的恶作剧视为攻击性,即使孩子们认为这是纯粹的乐趣。尽管玩耍和攻击在表面上可能相似,但仔细审查这两种行为模式会发现许多差异。例如,在真正的打斗中,老鼠经常表现出拳击行为,包括用后腿站立,用前爪互相拍打。有攻击性的老鼠还表现出一种横向的攻击姿态,称为”侧步”,以及竖毛,伴随着许多22千赫兹的”抱怨”声。

动物在玩耍时最初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然而,有时玩耍确实会演变成真正的打斗,导致一些22千赫兹的超声波发声(USVs)。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玩耍的迹象—疯狂的跳跃、飞奔和猛扑—立即停止。实际上,在长时间观察期间,玩耍总是系统性地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抱怨声(由22千赫兹超声波发声表示)开始增加,而积极的鸣叫相应减少(图10.3)。实际上,如果让小老鼠在测试箱的一侧玩耍前15分钟,在另一个不同的一侧玩耍后15分钟,每只动物都会对它们开始玩耍会话的一侧表现出相当大的偏好。这无疑是因为玩耍会话的后半部分对它们来说不那么愉快。

玩耍与攻击性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睾酮促进成年雄性之间的攻击性,而对它们的玩耍冲动影响很小,除了在某些动物中睾酮水平升高会减少玩耍,因为动物更容易陷入真正的打斗(Panksepp,个人观察,1985年)。换句话说,经过几天的高剂量睾酮治疗后,幼年老鼠玩耍较少,显然是因为玩耍回合很快演变成彻底的攻击性,于是社交互动很快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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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这幅图描绘了大鼠在半小时自由玩耍期间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发声，类似于男孩和女孩的情况（参见图
10.1）。在这样的时段中，积极的 55-kHz
叫声随着玩耍的减少而系统性地下降。但 22-kHz
超声波发声（可被认为反映消极情绪，即抱怨）则系统性地增加。如果在一个具有明显墙壁的箱子的一侧允许前
15 分钟的玩耍，而在另一侧进行后 15
分钟的玩耍，动物会持续表现出对玩耍开始那一侧的位置偏好，在那一侧观察到大量快乐的超声波发声（数据改编自
Burgdorf 等人，2007）。

人们还观察到，不同的社会规则适用于玩耍和攻击。例如，当成年雄性在其中一只动物的地盘上为争夺统治地位而打斗时，居住方雄性总是获胜。但在玩耍打斗中情况并非如此——居住方”获胜”的次数并不比在中性玩耍室中测试的动物更多（Panksepp
等人，1984）。在玩耍期间，没有持续的防御或攻击姿势，即一只动物长时间仰卧而另一只保持威胁性的上位姿势。但在成年打斗中，这种姿势很常见。在玩耍中，欢快的运动模式会优雅而快速地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玩耍并不总是保持情绪上的积极。就像在儿童中一样，可能会出现中断玩耍的争执。然后大鼠会用
22-kHz
痛苦叫声”抱怨”，玩耍随之停止。但通常这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大鼠通常会迅速恢复良好的精神状态。然而，在长时间的玩耍过程中，这些抱怨在大鼠中会逐渐增加，因为积极的发声会下降，玩耍的总量会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大脑中释放了更多消极的神经化学物质（Burgdorf
等人，2006）。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在儿童玩耍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要促进敏感、具有社交智慧的脑心（BrainMind）的发展。

尽管玩耍可能会以儿童的眼泪和大鼠的发声抱怨告终，但重要的是要强调，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粗暴打闹式的玩耍都是高度有益的；而在真正的打斗中，只有获胜者才能获得暂时的满足。我们如何知道玩耍”打斗”在情感上是积极的？玩耍”打斗”的”获胜者”和”失败者”都能快速学会工具性任务，例如在
T 型迷宫中做出快速而恰当的选择，以获得玩耍的机会（Normansell
& Panksepp, 1990; Pellis & McKenna,
1995）。唯一的区别是，获胜者会毫不犹豫地快速冲进”游乐场”，而失败者在进入玩耍场地时会稍微犹豫一些。此外，玩耍场充满了欢快的啁啾声，这些声音已被验证反映了大脑内的积极情感唤起（Burgdorf
等人，2007）。

玩耍的神经解剖学

神经科学家发现，对身体某些区域的挠痒刺激特别容易引起玩耍性——例如，大鼠的后颈和肩部区域。当以恰当的方式触摸这些皮肤部位时，大鼠会发起玩耍。如果这些相同的皮肤部位被麻醉，那么动物的玩耍情绪似乎无法协调，随着皮肤麻醉程度的增加，我们看到的玩耍越来越少（Siviy
& Panksepp,
1987a）。然而，麻醉不会减少大鼠相互扑向对方背部的次数——背侧接触的次数是衡量玩耍冲动的良好指标，并没有减少。

然而，对丘脑中处理触觉信息的某些核团的损伤会降低玩耍的冲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大多数感觉系统，包括触觉，在通往大脑高级区域的途中会在丘脑水平分叉，一些”信息”前往新皮质，而其余部分影响大脑较低的网状区域。后者似乎传达感觉输入的情感影响。促进玩耍的触觉成分不是主要前往新皮质，而是前往更古老的中线丘脑区域，如束旁复合体（parafascicular
complex）和后背内侧丘脑核。这两者都包含在非特异性丘脑网状核的标题下。对这些大脑区域的双侧损伤，特别是在束旁核中，会减少背侧接触和压制，表明这种大脑损伤确实降低了玩耍的欲望。只有极少量大脑损伤的动物仍然正常参与其他类型的复杂动机行为，如觅食（Siviy
& Panksepp, 1985,
1987b）。目前，这些非特异性网状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接近玩耍特异性基质的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可以移除整个新皮质，大约是幼年大鼠大脑的四分之一，大鼠仍然会相当正常地玩耍。

显然，游戏动机可能涉及大脑中控制粗暴打闹游戏动作的部分。小脑、基底神经节和前庭系统等大脑区域产生和调节运动。这些区域的损伤会扰乱游戏活动的流程。但这些损伤也会损害几乎所有复杂的运动活动，因此几乎没有机会评估它们的哪些功能是专门用于游戏的。其他大脑损伤会引发抑制游戏的情绪状态。例如，腹内侧下丘脑(VMH)的损伤会导致动物变得病态攻击性，从而减少游戏活动。然而，这并不表明VMH通常促进游戏。它只表明具有攻击性的动物不爱玩耍。

关于杏仁核在游戏中的作用存在一些争议。我们认为，它在游戏动机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不是关键的。杏仁核嵌入在颞叶中，当猴子和猫的颞叶被切除时，会出现一种称为克鲁弗-比西综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的状况。患有这种综合征的动物往往表现出性欲亢进、口欲亢进(它们会用嘴咬，并且经常吃任何东西)，并且几乎不表现出恐惧(Klüver
& Bucy,
1939)。然而，这些动物非常渴望玩耍，尽管许多其他社交能力和细微的社交反应已经丧失。然而，Pellis和Pellis(2009)报告称，大脑较大的哺乳动物通常比大脑较小的哺乳动物更爱玩耍，而最爱玩耍的往往有相对较大的杏仁核区域。尽管如此，杏仁核的适度损伤很难发现游戏方面的重大缺陷(Panksepp
et al., 1984)。

同样，我们(以及Pellis & Pellis,
2009)注意到，新皮层的参与对于其他六个情绪系统的功能来说都不是必需的，对于游戏系统也不是必需的。去皮层动物大量玩耍，尽管它们被压制的频率低于对照组动物。这并不表明它们不爱玩耍。它们打闹的程度与对照组一样多，只是在嬉戏打闹时不太可能被翻转、被压制。这可能是一种运动副作用，因为去皮层动物总体上似乎更贴近地面。但这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动物相对缺乏社交敏感性。完整的动物能够敏感地意识到，除非其他动物有机会偶尔获胜，否则它们不会想玩。如上所述，较强的动物会限制自己，以保持游戏的乐趣。可以推测，这种敏感性需要更高级的大脑参与水平，而去皮层动物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尽管如此，如果观察这些动物相互对抗时的游戏主导地位，神经系统完整的大鼠并不总是战胜去皮层大鼠。实际上，结果基本持平，每种动物大约赢一半的时间(Panksepp
et al., 1994)。

尽管我们对游戏回路的神经解剖学理解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我们可以确定这种初级过程情绪是在哺乳动物大脑的皮层下水平组织的。这并不意味着高级大脑区域在游戏中没有功能。它们当然有功能，尤其是在象征性游戏中，这种游戏让我们许多人喜欢演奏乐器、参与戏剧制作和电影表演，最重要的是发明可以为生活增添无尽乐趣和兴奋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深刻依赖于皮层对来自下方的原始信息的专注倾听。因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原始的游戏冲动是帮助编程高级大脑区域的重要影响因素——使其成为充满创造力和生活热情的快乐成年大脑。

粗暴打闹游戏、触觉和笑声

由于大多数幼年哺乳动物表现出从事粗暴打闹游戏的冲动,我们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游戏形式。更复杂的人类游戏形式可能是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原始粗暴打闹冲动的次级和三级过程变体。成年人的游戏冲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随着个体的成熟，人类的大量游戏开始集中在语言交流上。经常表现友好戏弄的持续言语交锋与粗暴打闹游戏中的背部接触和压制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一个人试图用某种挑衅来激起另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尖锐和刻薄的评论;然后，如果其他人回应，通常会希望用特别聪明的回应”回击他们”。如果成功，这会在年轻人中引发阵阵笑声，在老年人中引发轻笑。这种类型的交锋可能会重复多次，每个人都试图超越对方——成为最聪明的人——直到明确一方获胜或每个人都满意地认为自己是对方的对手。当后者发生时，这些人可能很有潜力建立特殊的尊重和友谊。

在回到我们游戏冲动的一些更高级功能之前——这使许多社交互动感觉特别积极——让我们暂停重新考虑各种感官如何控制基本的游戏冲动。例如，失明的大鼠会精力充沛地玩耍。尽管大鼠不需要视觉，但失明确实会减少像我们这样视觉导向生物的游戏活动。尽管如此，盲童和能看见的孩子一样喜欢玩耍，并且在玩耍时很容易笑。嗅觉能力受损的大鼠几乎可以正常玩耍。毫无疑问，鼻塞的儿童也能很好地玩耍，尽管没有人正式研究过这一点。简而言之，视觉和嗅觉在游戏冲动中都不起关键作用。

耳聋的老鼠玩耍的时间比听力正常的老鼠略少,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对超声波老鼠”笑声”不敏感。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引发和维持玩耍的主要感觉系统是触觉。重申一下,有两条主要的触觉通路。通往新皮层的特定通路携带关于触觉刺激的认知信息(例如,你被触摸的位置),对玩耍并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通过丘脑非特定网状核运行的通路携带触觉引起的情感体验,它们对打闹玩耍非常重要(Siviy
& Panksepp, 1987a,
1987b)。玩耍引发区域被麻醉的动物根本无法协调它们的玩耍冲动。触觉和玩耍冲动重合的事实表明,某些类型的触觉会产生情感体验,这对唤起玩耍的欲望非常重要。我们在挠痒痒游戏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些发现表明,老鼠拥有专门的皮肤区域,当它们被触摸时会向玩耍系统发送信号。此外,人类更容易在老鼠的颈部和肩部挠痒痒,而不是在后腿部位。换句话说,老鼠似乎有”玩耍皮肤”或”挠痒痒皮肤”,拥有专门的受体将信息发送到大脑的特定部位,这些部位接收动物之间玩耍意图的交流。显然,人类也有挠痒痒皮肤,它位于颈部后面和肋骨周围。当然,这是最容易挠痒痒小孩子的地方之一,会产生玩耍的心情。

显然,玩耍系统也会对不可预测的刺激感知进行调整。例如,人无法给自己挠痒痒。此外,底层神经系统的设计使得儿童不能轻易成为自己打闹玩耍的伙伴(尽管存在独自探索和幻想玩耍的形式)。挠痒痒需要他人参与才能唤起玩耍性。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现象,而是非常重要的内部大脑功能。

许多人认为笑是人类现象,它总是与幽默相关,比如笑话的结尾。然而,笑并不需要太多认知复杂性。例如,孩子们喜欢表演短剧和节目,但当他们试图认真表演时,往往最终会高兴地咯咯笑起来。儿童笑声的最高水平出现在孩子们进行身体玩耍时。显然,即使是人类的笑声也根植于古老的玩耍系统,这些系统在其他哺乳动物中产生快乐的社交互动。

现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除了人类之外,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也会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人类给其他动物挠痒痒。正如身体挠痒痒是引发小孩子笑声的最简单方法之一,事实证明许多其他动物也是如此,从所有大猿到实验室老鼠。人们早就知道,通过挠痒痒黑猩猩和大猩猩,可以诱发类似人类笑声的循环模式的喘息和咕噜声(Provine,
2000)。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Ross et al.,
2009)直接对比了所有大猿中挠痒痒诱发的声音,作者断言

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将”笑声”视为跨物种现象是合适的,因此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大猿产生的挠痒痒诱发的声音并不是拟人化。这个术语已经在以前关于几种非人类物种的挠痒痒和玩耍相关声音的研究中使用过……目前的结果为这种用法提供了明确的支持。(第1109页)

对许多人来说,令人惊讶的是笑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像老鼠这样低等的哺乳动物物种。许多严肃的神经科学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发现(概述见Panksepp,
2007c, 2010d; Panksepp & Burgdorf, 2003,
2010)。为了评估老鼠是否会笑,我们使用了一种简单的挠痒痒方法—基本上是人类手部玩耍—这诱发了持续的高频啁啾声(约50千赫兹,远超人类听力范围,因此需要特殊的声谱测量)。事实上,通过挠痒痒老鼠通常寻求玩耍的那些身体区域—特别是颈背部—可以最有效地唤起这种啁啾声。当然,全身挠痒痒更有效。就像孩子一样,老鼠喜欢它!因为在老鼠的自然玩耍中这些相同的啁啾声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认为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笑声没有关系,那就太冷酷无情了。事实上,就像给小孩挠过痒痒之后,仅仅通过”威胁”挠痒痒就可以得到阵阵笑声。在老鼠身上也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反应:仅仅通过接近的手指动作就会开始产生笑声(Panksepp
& Burgdorf, 1999)。

但我们不必仅仅依靠行为研究来识别这种与人类笑声的联系，因为已经对老鼠的笑声进行了严肃的脑研究。通过使用局部脑刺激来唤起笑声型啁啾声，已经在老鼠身上绘制了笑声回路。该回路沿着中脑边缘系统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运行，并受多巴胺的强烈控制；无论我们在哪里找到笑声点，幼年老鼠都会readily自我刺激——自愿”充电”——这些大脑部位（见图10.4，总结了Burgdorf等人2007年的绘图工作）。虽然我们对产生初级过程人类笑声的皮层下区域仍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但大量研究发现表明，与老鼠笑声相关的大脑区域在产生人类笑声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Black,
1982; Chen & Forster, 1973; Poeck, 1969; Sterns, 1972; Wild et al.,
2003）。因此，现有证据与人类和老鼠笑声由进化相关的皮层下回路产生的可能性一致。

在上一章中，我们说过痛苦的发声是唤起悲伤(GRIEF)的有用指标。同样，笑声型啁啾声是老鼠唤起玩耍性的主要指标。笑声，就像玩耍本身一样，是一种无条件的本能反应，在适当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从哺乳动物大脑的古老区域产生。它不是通过模仿学习的，因为盲人和聋哑儿童很容易笑（Eibl-Eibesfeldt,
1989）。我们很容易培育出老鼠的挠痒诱导啁啾反应（Burgdorf et al.,
2005）。根据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表现出丰富啁啾声的动物更快乐，而那些不太啁啾的动物表现出负面情绪和易患抑郁症（Brudzynski
et al., 2010; Burgdorf, Panksepp et al., 2008; Harmon et al.,
2008）。如果这些发声模式在哺乳动物物种之间确实是同源的，我们最终可能通过研究在老鼠身上产生欣快啁啾声的回路来了解人类快乐的原始本质（Panksepp
& Burgdorf, 2003; Panksepp, 2007c）。

当然，这种分析的底线将是我们是否能够识别出有助于构建和作用于特定神经化学回路的主要基因，这些回路使动物能够玩耍。我们在啮齿动物模型上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讲述这一进展的一些细节。这种工作可以为笑声的进化连续性和社会快乐在不同物种之间的本质提供严格的神经进化证据，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Panksepp,
2007c）。简而言之，对老鼠的研究可能比科学家可用的任何其他策略都更能告诉我们人类玩耍(PLAY)和笑声的原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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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在老鼠的局部电刺激大脑期间，可以从哪些大脑区域唤起丰富的频率调制(FM)型50-kHz超声波发声(USVs)的总结。这些往往遵循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轨迹。在每个可以唤起这种叫声的地方，动物也会自我刺激电极部位，多巴胺阻断药物选择性地减少这些叫声。从下到上描绘的解剖区域是中缝背核(DR)、腹侧被盖区(VTA)——它与外侧下丘脑(LH)一起可能是最有效的部位——腹侧苍白球(VP)、伏隔核(Acc)、外侧视前区(LPOA)、终纹床核(BNST)、内侧隔区(ms)和内侧前额叶皮层(PFC)（Burgdorf等人2007年报告的数据摘要；我们感谢Jeff
Burgdorf分享这个摘要）。

更多关于老鼠笑声的内容

我们现在对老鼠笑声了解得非常多，当然比我们对初级过程人类笑声的了解要多得多。就像小孩子一样，挠痒痒对幼年老鼠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激励。它们寻求这种刺激，当收到与挠痒痒相关的提示时，会迅速开始啁啾。人们还可以通过直接刺激许多大脑部位来唤起啁啾声。重要的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老鼠身上可以唤起啁啾声的每个大脑位置都支持自我刺激——动物很容易打开大脑刺激，表明与这些声音相关的体验是积极的（Burgdorf
et al.,
2007）。以这种方式自我刺激的准备程度表明这些部位提供情感愉悦，啁啾是老鼠正在经历愉快体验的信号。简而言之，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幼年老鼠很容易学会享受挠痒痒。这个笑声系统主要遵循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事实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动物和儿童期待非社交性奖励时会出现这种快乐的声音（Knutson
et al., 2002）。

因此,50-kHz叫声在动物对情感上令人愉悦的药物成瘾时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Burgdorf
et al., 2001; Knutson et al.,
1999)。事实上,这种测量可以用作药物渴望的自我报告(Browning, et al., 2011;
Panksepp, Knutson et al.,
2002)。同样,在雄性和雌性大鼠的性唤起期间,都会发出50-kHz叫声,特别是在交配前的”求偶-邀请”兴奋阶段(McGinnis
& Vakulenko,
2003)。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当交配结束时,雄性大鼠开始发出22-kHz警报型叫声,与在真正危险情况下发出的叫声只有轻微差异;也就是说,交配后的叫声不像警报叫声那样单调平坦,而是有频率调制的波纹(Burgdorf,
Kroes et al.,
2008)。我们之前提到,雄性大鼠可能只是在告诉雌性现在离远一点,因为它已经相当满足并准备梳理自己了。更有趣的是,也许这种通常用作警报的发声,可能有助于让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在像大鼠这样的滥交物种中,精子竞争是决定谁真正繁殖的重要因素。发出伪警报叫声将是一种了不起的进化适应,有助于确保其他雄性大鼠保持距离,从而增加自己的精子实现受精目标的可能性。如果过度拟人化,也许这是一种欺骗,在附近其他雄性眼前”蒙混过关”,而这些雄性本来会迫不及待地成为下一个与性接受雌性交配的对象。


人类笑声的阴暗面

在人类中,人类笑声的阴暗面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看到他人受伤、羞辱或尴尬的反应(可以说是滑稽幽默)。阴暗的笑声认识到受害者处境的荒谬性,同时感觉自己在心理上比那些不幸的人更幸运,甚至可能更聪明。这种场景经常在戏剧喜剧中被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儿童的竞争性游戏互动中,明显的胜利者总是比失败者表现出更多的笑声,尽管这种效应可能还没有得到科学记录。同样,恶作剧的实施者比受害者更有可能笑。

这些模式表明,笑声经常被竞争性,甚至可能是攻击性的冲动所利用。它可以用来对对手造成情感伤害。也许这种更高形式的窃笑只能发生在像灵长类这样复杂的认知生物身上,它们可以将自己的心智能力用于多种目的。这将接近弗洛伊德对幽默的经典解释,即幽默是原本不可接受的性和攻击冲动的可接受面纱(Freud,
1905a/1968)。但在其他动物身上没有这种过程的证据。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服务于攻击的笑声不是初级过程游戏系统(PLAY
system)的内在方面。那是一种更高级的心智功能。


游戏的神经化学

通过药理学操作抑制游戏是非常容易的。然而,很难确定药物的抑制作用是否包括对游戏系统的特定改变,还是仅仅由于焦虑增加、认知干扰或镇静等引起的普遍行为破坏。脑成像研究表明,在游戏过程中,神经系统中有广泛的阿片类物质释放,特别是在视前区(POA,它也控制性行为和母性行为;见第7章和第8章)。这些发现表明,阿片类物质释放可能在唤起游戏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Panksepp
& Bishop, 1981; Vanderschuren et al.,
1995)。此外,随着大脑中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发现,以及长期以来文化上认识到大麻可以引起咯咯笑,促进大脑中”大麻样”活动确实能促进大鼠的游戏性也就不足为奇了(Trezza
& Vanderschuren, 2008, 2009)。

阿片类物质活动在游戏中的作用现在已经在动物研究中得到广泛研究。非常低剂量的吗啡实际上会促进游戏性和社会支配地位(Panksepp,
Jalowiec et al., 1985; Vanderschuren,
2010),并且也控制游戏支配地位。众所周知,在预测两只动物之间游戏互动的”赢家”时,动物体重的增加具有明显优势,就像男孩之间的摔跤一样。但大脑神经化学活动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发现,在两只体力相当的动物之间,如果一只被给予小剂量的阿片受体刺激剂如吗啡,而另一只被给予等量剂量的阿片受体拮抗剂如纳洛酮,接受吗啡的动物总是成为赢家(Panksepp,
Jalowiec et al.,
1985)。这些结果表明,较高水平的大脑阿片类物质,足以产生社会自信感(即如第9章所讨论的,减少分离痛苦),有助于在游戏竞争中获胜。另一方面,低水平的大脑阿片类物质活动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求感,因此产生不安全感。这使动物处于情感劣势,使它们更有可能失败。当然,为了促进游戏和自信,阿片类物质剂量必须很低。高剂量会使动物镇静并减少包括游戏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非常高的剂量会引起紧张性僵直。

正如行为和心理科学中的所有发现一样,这些结果也存在其他解释。例如,阿片受体拮抗剂如纳洛酮可能会降低游戏性,但它们也可能只是减少了通常在各种友好社交互动中产生的积极感受。另一种可能性是阿片类物质可以减轻疼痛,因此接受纳洛酮的动物可能会感到游戏过程中一些较粗野的活动比接受吗啡的动物更不愉快。无论如何解释,阿片操纵对游戏主导地位的影响在那些在相互游戏体验开始时就接受这些药物的动物身上都非常稳定。然而,如果在这种药理学操纵之前,一对游戏伙伴的社会关系中已经建立了主导模式,那么主导模式就不会因这些神经化学变化而轻易改变。这种结果的差异表明,过去的社会学习对游戏行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

社交剥夺是另一个增加游戏欲望的因素,这表明应该可以人为地增加游戏欲望。大脑中可能存在高度特异性的促进游戏的神经化学物质,也许是神经肽(neuropeptides)。然而,尚未确定这类物质,尽管一些候选物质正在从基因研究中出现(如下文所述)。寻找相关证据的部分困难在于,几乎所有神经肽都必须直接注射到大脑中,而我们对游戏回路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无法将这些物质放置在适当的区域。不过,我们已经评估了一些神经肽的影响,包括催产素和CRF,我们发现这两者都会减少游戏;我们还发现加压素对游戏的影响不太明显(Panksepp,
Crepeau et al.,
1987)。我们仍在寻找能够”开启”那些心理上还没准备好游戏的动物的游戏性的神经化学系统。到目前为止,这项努力还不太成功。也许需要的是一系列神经化学变化以正确的模式同时发生。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动物进行游戏活动时演奏的神经化学旋律,我们才能开始对哺乳动物大脑中的游戏性有深刻的神经理解。其他神经化学系统肯定会被发现,并对游戏产生更特异的影响。

在这方面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在研究游戏产生的大脑基因表达模式时,发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和谷氨酸受体亚型的升高,进而进行的行为研究表明,促进这种增加的分子确实也能促进游戏性(Burgdorf
et al.,
2010)。事实上,初步数据显示,游戏性可以逆转抑郁症状,包括增强经常被压力损害的大脑区域(Wöhr
et al.,
2009)。我们正在使用上述策略顺利识别新的抗抑郁分子,一种甘氨酸位点谷氨酸受体调节剂可以刺激(低剂量)和阻断(高剂量),从而温和地增加积极情感并减少消极情感,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Burgdorf
et al., 2011)。

总之,非常明确的是,游戏(PLAY)是大脑中一个非常有益的过程。当研究人员研究调节游戏的神经化学时,他们也发展出了关于哪些大脑化学物质在产生社会奖励中很重要的想法。第一批看起来重要的化学物质是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它们在游戏过程中分泌(Panksepp
& Bishop, 1981; Vanderschuren et al.,
1995)。考虑到寻求(SEEKING)冲动在游戏过程中可能非常活跃,而多巴胺似乎介导大脑中的欣快感,多巴胺也参与游戏的欣快方面的可能性很高。此外,越来越清楚的是,内源性大麻素似乎也促进大脑中其他形式的积极情感,它们是游戏奖励包的重要组成部分(Trezza
& Vanderschuren, 2008,
2009)。最后,新的基因发现方法开始产生大脑中其他介导游戏奖励的分子路径(Burgdorf
et al., 2010)。


游戏的功能

许多研究人员和理论家都考虑过游戏可能具有什么功能。建议分为两大类: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可能的社会功能包括学习各种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交技能。这些技能范围从促进社会联结和社会合作的行为,到促进社会等级和领导力的行为,以及有效沟通的能力。游戏的潜在非社会功能包括学习或增强诸如体能、认知功能、熟练使用工具以及在意外事件面前进行创新的能力等资产和能力(Spinka
et al.,
2001)。非社会功能的范围可以从复杂的认知技能(如在各种情况下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到非常具体的能力(如幼年捕食者学习狩猎和幼年猎物学习躲避捕食者所获得的技能)。不幸的是,对于这些想法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大量实质性的科学数据库。

当然，玩耍以各种方式提高繁殖适应性，但在大鼠的粗暴打闹游戏过程中，性行为类型的行为非常少见，尽管其他各种动物在玩耍期间表现出相当多的骑跨行为。人们可能期望在幼年发育期间没有玩耍的动物在成年性行为方面会处于劣势。事实上，在整个幼年期（21-45天大）被社交剥夺的雄性大鼠，当置于激素刺激的雌性面前时，表现出相当正常的初级过程性行为。然而，我们在一些未发表的研究中发现，在包括两只雄性和仅一只可接受雌性的竞争情况下，有玩耍经验的动物在阻止那些很少进行幼年玩耍的动物的进攻方面更有效。因此，幼年玩耍经验似乎确实可能在竞争获得繁殖机会方面赋予优势。

与几乎没有玩耍历史的动物相比，那些有丰富玩耍经验历史的动物花更多时间与其他动物在一起，这表明玩耍具有社交联结（友谊）功能。事实上，幼年动物喜欢花更多时间与仍然大量鸣叫的年长动物在一起（例如，我们上面描述的高鸣叫系动物），而不是那些不太鸣叫的动物（见图10.5）。这种功能对于建立未来的社交联盟和合作，甚至可能是共情，都非常有用。在认知方面，一些研究者报告说，有玩耍经验的大鼠在非社交问题解决方面有所提高。但我们在重复这些结果时遇到了反复的困难。另一方面，社交效应更容易记录。被剥夺玩耍的大鼠在各种社交情况下往往更恐惧，当然也更具攻击性（Potegal
& Einon,
1989）。尽管在这些问题上需要更多数据，但似乎玩耍很少的动物往往更易怒，社交创造力更低。

插曲：玩耍与做梦

PLAY（玩耍）系统似乎有助于磨练广泛的社交和非社交技能——它是一个经验期待过程(experience-expectant
process)，为动物未来的挑战做准备。关于这如何发生的数据很少。但让我们发挥创造力。PLAY可能与做梦的功能有关吗？玩耍和做梦似乎都是大脑的经验期待功能，旨在评估过去的事件作为创造性和有用的未来行为的来源。也许玩耍的功能与做梦是互补的。两者都可能帮助以促进对未来生活事件的高阶情感反应的方式组织大脑中的信息。换句话说，也许玩耍和做梦都允许动物测试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是这样，我们怀疑玩耍性(playfulness)在心理治疗中应该比目前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让我们首先看看睡眠本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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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幼年大鼠可以选择去T型迷宫的两侧，每一端都有一只成年雄性大鼠，它们的社交气质不同。一侧有一只表现出大量50-kHz鸣叫的动物，另一侧有一只表现出低鸣叫的动物。在半小时的测试期间，幼年动物明显更喜欢与”更快乐”的成年动物在一起，这种效应在整个测试期间变得更大（数据来自Panksepp
& Burgdorf，未发表数据）。

神经科学家现在知道，哺乳动物的大脑包含内源性每日节律生成器——昼夜节律时钟(circadian
clocks)，在一天中产生清醒和睡眠时期。睡眠的主要昼夜节律时钟位于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ic
nuclei,
SCN)的神经元中，位于大脑底部，就在视交叉上方，视神经在那里交叉，为两个大脑半球提供来自每只眼睛的视觉信息。这些SCN神经元对化学物质褪黑素(melatonin)特别敏感，并且对光也很敏感。褪黑素从松果体(pineal
gland)分泌，强烈影响视交叉上核：当光线减弱时，这会促进人类和大多数动物的睡眠（大鼠是夜行性的，但在夜幕降临后褪黑素水平也较高，这表明黑暗驱动褪黑素的产生）。

哺乳动物的两种主要睡眠状态是：(1)
慢波睡眠(SWS，也常被称为非快速眼动睡眠，或NREM)，通常是无梦的；(2)
快速眼动睡眠(REM)，在此期间人和动物会做生动的梦。虽然快速眼动睡眠和做梦确实有不同的大脑机制，但两者通常协调良好。腹外侧视前区的一个非常特定的部位已被确定为重要的慢波睡眠生成器，尽管很明显新皮层也有内在的慢波睡眠生成器——在大脑的较高部分，睡眠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性的(Krueger等人，2008)。快速眼动睡眠是由脑干中位于中脑下方较低位置的区域生成的。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会有持续的肌肉松弛，这通常可以防止动物将梦境付诸行动。因此，大的抗重力肌肉在快速眼动期间保持放松，在全身产生肌张力缺失。但在做梦期间也有各种阶段性成分的爆发，这反映在各种小的肌肉抽搐中，其中研究最充分的是快速眼动，这种”矛盾”的睡眠阶段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当人和动物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时，他们还会移动手指、嘴唇、鼻子、脚趾、中耳的各种肌肉等等。关键在于这些外周抽搐不会导致任何协调的全身行为。快速眼动睡眠期间的肌肉抽搐在典型的脑电图读数中表现为巨大的放电峰值，特别是在视觉系统内。

生成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以及清醒状态的关键大脑结构位于脑干深处。慢波睡眠机制位于脑干的较高位置，基本的清醒机制位于脑干网状结构的较低位置，而快速眼动生成器则位于更低的位置。因此，哺乳动物有一种不寻常的大脑排列，特别是考虑到大脑的较高区域通常比较低区域进化得更晚。生成慢波睡眠最有影响力的机制位于大脑中比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基本神经系统更高的区域。快速眼动的执行机制位于三者中最低、也许是最古老的位置。如果我们接受位于中枢神经系统较低位置的结构通常比位于较高位置的结构更原始，那么我们需要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哺乳动物大脑的主要清醒机制比基本的快速眼动-梦境生成器进化得更晚。然而，我们必须对这种明显的倒置持保留态度，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做梦的体验来自比快速眼动睡眠更高的大脑区域(Solms，2000)。特别是，现在的证据表明，多巴胺介导的SEEKING唤醒可能对梦境生成非常重要(Léger等人，2010；Léna等人，2005)。

尽管存在这些模糊性，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自己大脑中看似颠倒的状况：快速眼动唤醒网络显然比我们的脑干清醒系统更古老。为了理解这个悖论，我们可以考虑一种原始形式的情绪清醒可能在我们与新皮层功能相关的那种清醒(伴随所有感官意识和思维)之前就进化出来了。换句话说，在古老的进化历史中，原始的初级过程意识最初可能仅作为一种做梦式的清醒而存在——一种充满情绪唤醒的状态。这种简单的情感清醒可能已被更具认知性的心智框架所取代。但情绪唤醒可能仍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占主导地位。因此，人类和动物心智的梦境内容可能会随着其主导的情绪唤醒而变化。为了让大脑的较高认知区域在学习和思考中变得最有用，在做梦睡眠的安全环境中锻炼与情绪相关的认知可能性可能很重要，从而也许能更好地帮助整合认知和情感问题。在睡眠期间，这种情绪唤醒隐藏在称为快速眼动-肌张力缺失的运动麻痹之后，但它们并未完全消除，在肢体的许多抽搐中仍然明显。也许我们情感丰富的梦境生活是这种双重心智逐步进化的残余；一开始这种唤醒可能主要是情感性的，但随着大脑的扩展，它们在古老的情感过程和更现代的认知过程之间达到了平衡。这可能有助于复杂的问题解决(Levin等人，2008)。

古老的情感意识形式在大脑进化早期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当肌张力缺失的大脑机制被选择性破坏时，动物仍然表现出有规律的做梦型睡眠期。这些动物会将梦境付诸行动，因为它们的大抗重力肌肉不再变得如此松弛以至于无法移动。这些奇怪的”梦境”时期为观察它们的、也许还有我们自己的古老情绪心智提供了一个窗口。例如，那些内眼睑(瞬膜)在这些付诸行动的梦中保持闭合的猫(使它们基本上处于失明状态)，表现出四种主要的行为模式：捕食性跟踪、恐惧、明显愤怒的猛击，以及周期性的梳理行为。

我们的解释是，当高度情感性的、非反思性的、梦境类型的意识首次进化出来时，伴随着丰富的情感活动，这些情感活动的自由表达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被抑制和调节。这是因为这种简单的生存解决方案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适应性。哺乳动物中更高级、更认知的大脑区域的大规模扩张，可能需要大脑中新的觉醒机制的进化，以帮助维持新皮质区域的清醒状态，从而让更高级、更认知的意识形式得以出现。因此，那些控制简单情感觉醒的更古老的大脑觉醒机制（可能是爬行动物所需要的全部），将逐渐被抑制和重塑，成为控制快速眼动睡眠觉醒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梦境可能仍然主要由古老的情感觉醒状态控制，但在更现代的动物中，这些状态允许认知信息与情感压力性觉醒更好地整合。这可能是一种方式，让古老的心智框架仍然能够调节更近期进化动物的更高级信息处理。

除了它在脑干中的深层位置之外，还有另一个理由认为快速眼动睡眠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清醒状态类型，因为它不再能最优地促进生存而被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存在于哺乳动物中，但不存在于爬行动物或鱼类中。鸟类仅表现出适度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每次只持续几秒钟。似乎不太可能产生快速眼动睡眠的大脑机制是在哺乳动物中独特进化出来的，而不是从预先存在的古老大脑功能中出现的。在大脑进化的早期阶段，动物肯定有更简单的意识形式，随着大脑的更高级进化，这些古老的解决方案必须与最近进化出的大脑功能整合。有可能在清醒时，游戏是以类似于睡眠期间做梦的方式促进这种整合的大脑系统。

总之，进化中的哺乳动物心脑向认知复杂性的投射需要一个重大的进化步骤：它需要构建新的觉醒系统来调节丘脑和新皮质的清醒状态，以及一个新系统来抑制简单的情绪性（现在表现为快速眼动活动）。我们知道这两个系统都存在于哺乳动物的大脑中。唤醒皮质的系统包括生物胺（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以及产生乙酰胆碱的细胞群，位于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中，该系统位于脑桥的上部区域。此外，各种神经肽神经元，如集中在下丘脑外侧等更高脑区的食欲素（orexin，也称为下丘脑分泌素hypocretin）神经元，对于从慢波睡眠平稳过渡到快速眼动睡眠是必需的；没有它们，动物和人类会表现出发作性睡病（narcolepsy），即从清醒状态突然崩溃进入快速眼动状态。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产生肌肉无力的大脑部分也不同于产生快速眼动睡眠中充满情感的阶段性活动的部分。它位于蓝斑核正下方——蓝斑核是大脑中最大的去甲肾上腺素细胞群，它在整个皮质中促进觉醒，在情绪状态期间尤其强烈（见图1.1）。

为什么我们在游戏章节的背景下考虑这些深奥的问题？我们设想游戏和快速眼动睡眠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如果我们认为快速眼动睡眠在哺乳动物大脑中的一个关键功能是促进复杂情感信息的整合是正确的，那么游戏系统可能在清醒生活中执行类似的功能。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是因为，在游戏中，许多类型的情感行为在非严肃的互动背景下表现出来。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快速眼动睡眠和游戏都受到乙酰胆碱、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等神经递质的严格控制。相似的化学介质可能表明相似的功能。游戏可能在社会快乐感的影响下，巩固不同情绪的多样化行为成分，让儿童逐渐发展出对其物理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习惯性创造性和积极方式。游戏冲动可能对复杂社会大脑的文化和表观遗传构建至关重要，这种大脑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和动机，为复杂的社会合作以及对他人的友情、同情、共情和团结的同伴情感打开大门。游戏促进社会智能。

快速眼动梦境可能对侵入并赋予每个生命意义的多样化初级过程情感成分发挥非常相似的功能。换句话说，做梦和游戏在心智生活的表观遗传创造中可能具有协同功能。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现在很清楚，只有少数更高级的心智功能是由我们心脑的更高认知区域中的进化遗产赋予的。大多数是在强烈的文化影响下学习的。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基本情绪系统都参与构建我们的认知优势和劣势，以及将我们每个人巩固为独特的人格。我们的情感潜力与认知能力的整合是由每个人独特的发展景观的魔力创造的。


游戏对更高级新皮质功能的表观遗传效应

表观遗传原则(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请参见[第6章]和[9])在考虑PLAY系统时特别适用。尽管新皮层不是产生PLAY的必要参与者,但玩耍性对新皮层产生特别强的影响,导致基因表达谱的许多变化。当儿童玩耍时,他们的活动促进了这个器官的表观遗传变化。神经元代谢的脑成像显示,当动物玩耍时,新皮层和许多皮层下区域都有高水平的活动(见Panksepp,
1998a, Fig. 15.7; Gordon et al.,
2002)。研究表明,社交游戏还激活了大脑某些区域的神经生长因子(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最明显的是在额叶皮层和杏仁核(Gordon
et al.,
2003)。但BDNF遍布整个大脑,因此大脑效应非常广泛,显然在某些回路中促进积极情感,可能在其他回路中促进消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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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BDNF基因表达图片(通过原位杂交),冠状鼠脑切片(从前到后;A–E),在有和没有半小时社交游戏的动物中。如直方图所示,这种广泛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中升高(数据来自Gordon
et al., 2004)。

最近一项更全面的大脑基因表达分析表明,我们在额叶皮层区域评估的约1,200个大脑基因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活动会被游戏迅速改变(Burgdorf
et al.,
2010)。可以暂时合理地假设,游戏引起的动态大脑变化促进大脑生长和成熟,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创建大脑的亲社会回路,可能部分通过完善额叶执行功能(见[图10.7])。我们最近确定了促进玩耍性和积极情感的分子途径,大脑”肥料”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在游戏期间高度激活。IGF-1已被证明是大脑中的积极享乐分子(Burgdorf
et al.,
2010)。因此,PLAY活动的效应之一越来越可能是通过表观遗传在新皮层中创建新的亲社会神经通路—作为经验函数的基因表达模式的长期修改。

PLAY如何帮助编程新皮层?游戏的困境之一是它将儿童带到他们情感知识的边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的情感感受,需要在关爱成人的帮助下立即解决。自由游戏期间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监督,游戏很容易导致一个孩子欺负另一个孩子以获得社会主导地位。然而,在成人的关注下,每一个这样的冲突时刻都成为积极的亲社会学习的绝佳机会。因此,在我们这个幼儿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控制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有爱心的人监督游乐场,以便他们可以在这些关键时刻温和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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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额叶功能的概要总览,这些功能在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儿童中可能成熟缓慢(改编自Panksepp, 2007)。

在我们对人类社交游戏进行首次良好控制的行为学分析(Scott &
Panksepp,
2003)之后,我们努力在半小时的学前游戏课程中非正式地评估这个命题。当亲社会期望被温和但坚定地传达,而奖励是立即继续游戏时,幼儿理解并迅速内化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规则,以便继续享受乐趣(Scott,
2001)。这些考虑强调了PLAY在儿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PLAY激活、心智发展和神经通路(尤其是社交通路)表观遗传变化之间的联系,肯定对给幼儿服用精神药物的做法有影响。例如,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精神兴奋剂抑制PLAY系统:给予这些药物的动物游戏明显减少。如果PLAY激活是社会诱导的表观遗传和亲社会大脑逐步创建的重要促进因素,那么长期服用像哌醋甲酯(Ritalin)这样的精神兴奋剂可能对儿童人格发展产生有害影响。我们已经知道PLAY激活对新皮层产生强大影响。因此,服用精神兴奋剂也可能改变PLAY编程新皮层的方式。


游戏剥夺:ADHD型冲动控制障碍?

服用精神兴奋剂显著减少儿童的游戏和多动症状这一事实,表明PLAY系统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多动儿童的父母经常抱怨精神兴奋剂的一个不良副作用是减少了他们孩子的玩耍性。也许儿童的ADHD有时是游戏匮乏或特别强大的PLAY系统的指示,而不是精神病理学的迹象。尽管我们现在知道ADHD儿童在解剖学上(因此在功能上)其额叶执行功能有点缺陷(约5%)(Castellanos
& Tannock,
2002),但这通常只有在孩子进入学校时才成为社会问题。他们不如那些具有更好的大脑-心智调节功能的儿童成熟和合作。

目前，治疗ADHD儿童的首选方法是哌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和相关的精神兴奋剂，这些药物在化学上对大脑的作用与可卡因相似，只是效力和起效速度较低。长期以来，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精神兴奋剂——这种促进运动性唤起的药物——往往能够平静问题儿童。现在，使用精神兴奋剂的一个新兴理论依据是，假设ADHD儿童在前额叶皮层结构和活动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大脑的这一部分需要被刺激，以便促进注意力，从而更好地抑制过度的情绪性。这应该能增强儿童集中注意力和学习的能力，但对学习益处的证据相当薄弱。我们有争议的结论是，尽管少数ADHD儿童确实存在可证实的大脑问题，但大多数被诊断为ADHD的儿童并没有临床相关的大脑障碍(Panksepp,
2007b)。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仅仅是在他们的玩耍冲动受挫时出现社交顺从性问题。

如果ADHD至少部分反映了对冲动性、玩耍活动的过度渴望(或饥渴)，那么因为这些特质而给儿童服用药物是否符合伦理，就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显然，在课堂上保持对学业的注意力是必要的，但通过给儿童服用减少其玩耍性的精神活性药物来诱导顺从性是否恰当？至少，应该首先尝试更温和的干预措施，例如在上课前的清晨提供大量的打闹游戏活动，在乐于玩耍的年轻成年人的监督下，他们准备好促进社交学习，并在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温和地进行干预。

我们过去使用ADHD动物模型的研究表明，长期每天充足的玩耍有助于减少幼年大鼠成熟时的冲动行为(Panksepp
et al., 2003)。早期玩耍还可以使成年动物不那么具有攻击性和防御性(Potegal
& Einon; 1989; Einon & Potegal,
1991)。除了来自动物界的证据外，还有人注意到，人类的病理性攻击行为往往源于缺乏玩耍性的童年，尽管肯定还需要其他促成因素(Brown,
1998)。尽管在玩耍过程中学到的一些技能最终可能有助于成年后的支配行为，但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充足的打闹游戏与成年形式的攻击行为之间存在联系。非常清楚的是，PLAY回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攻击回路，玩耍通常教会人和动物如何更好地相处。

因此，我们相信，如果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充分利用PLAY的力量，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将能够减少过于频繁的ADHD诊断。鉴于像利他林这样的精神兴奋剂潜在的长期有害影响，我们建议，如果孩子们以半小时的积极玩耍开始一天，他们可能会更好地学会在课堂上控制自己并吸收学业材料。

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玩耍过程中，动物特别倾向于以灵活和创造性的方式行事。毫不奇怪，玩耍干预已在教育和治疗环境(即游戏治疗)中成功使用，以促进新信息的有效获取和行为矫正(例如，Power,
2000)。然而，由于玩耍是有趣的，它也可以作为期望的行为改变的奖励。如果额外的打闹游戏的可获得性取决于良好的学业表现，儿童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学业任务来约束自己？如果将体育玩耍的可获得性用于系统地奖励学业成就，那么对课堂纪律和教育进步的益处可能会得到增强。这些考虑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这一古老的进化大脑功能视为一种潜在的理想活动，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其能量需要在认真的教育事业完成后被压制或在操场上消散。

精神兴奋剂与药物滥用

还有一个担忧是，儿童服用精神兴奋剂可能会诱导对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等滥用药物的敏感性和渴望增加。这种潜在影响从未在儿童中测量过，但已在其他动物中进行了评估。临床前研究提供了关于精神兴奋剂暴露长期后果的良好对照数据。成年动物通常会对所有精神兴奋剂的周期性给药产生敏感化。简而言之，它们的神经系统对各种滥用药物变得长期超敏反应，这种增加的敏感性反映在药物渴望的增加(Berridge
& Robinson,
1998)以及对追求所有类型享乐性奖励的热切程度增加。用通俗的话说，这种动机强度的增加反映了正常欲望的转变：可以说，从”我想要它”到”我要它，而且我现在就要”。精神兴奋剂敏感化使动物更迫切地”消费主义”，更渴望所有外部奖励，从味觉享受到性(Nocjar
& Panksepp,
2002)。相比之下，如果说在ADHD儿童的大脑中我们应该希望敏感化什么，那就是对亲社会活动的冲动。

尽管目前还没有研究尝试评估接受药物治疗的儿童与未接受药物治疗的儿童之间对药物渴望的强化程度，但早该评估精神兴奋剂诱导的”敏化(sensitization)“是否已经在因ADHD接受药物治疗的儿童中发生了。这可以通过对比儿童首次服药后与过去长期服药后精神兴奋剂的急性生理效应来实现。如果事实证明这些药物确实会产生持久的变化，我们应该担心这些效应对儿童并无益处。尽管我们知道非常年幼的动物不像年长动物那样容易敏化(Solanto,
2000)，但我们确实知道它们会表现出一些敏化现象(Laviola et al., 1999;
Panksepp, Burgdorf et al.,
2002)。众所周知，这种大脑变化会促进寻求药物倾向的增强。

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及其奇特的神经冲动——导致抽搐和突然的言语爆发，通常包括”禁忌”表达如咒骂和诽谤(Chase
& Friedhoff, 1982; Comings et al.,
1991)——可能代表着异常的游戏冲动，或游戏冲动的组成部分，在神经系统中不受约束地循环。药理学证据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多巴胺阻断剂目前在控制图雷特综合征症状方面最为有效，同时在减少动物的游戏性方面也非常有效(Beatty
et al., 1982, 1984; Panksepp, Normansell et al.,
1987)。尽管这些联系具有高度推测性，但如果我们对这些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游戏的本质以及一些令人困惑的儿童期障碍。


其他临床考虑

当儿童一起玩耍时，他们会建立友谊，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对父母的情感独立。游戏(PLAY)帮助培养感到快乐和自主的能力。这使儿童感到成熟、自立和有能力。这对他们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友好感是无法估量的恩惠。即使是宠物动物，特别是忠诚和爱玩的狗，在人类陪伴稀缺时也能帮助发展这种潜力。因为游戏在巩固友谊方面如此重要，它是允许儿童成熟的核心要素。经过精心磨练的游戏本能，被提炼得对他人的情感需求和愿望敏感，使儿童能够在家庭领域之外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矛盾。毕竟，与工作相比，游戏有时被视为微不足道的追求。尽管如此，这项活动有助于培养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成年人，因为它促进情感成长和社会敏感性。游戏有助于预防抑郁障碍，并促进大脑海马体(hippocampus)等区域的神经生长，这些区域在抑郁症患者中常常显示出压力诱导损伤的迹象(Wöhr
et al., 2009)。

当儿童在游戏能力方面出现缺陷时，他们常常表现出抑郁并嫉妒其他儿童(Power,
2000; Powers et al., 2009; Ross et al.,
2010)。这并不奇怪。如果他们难以参与游戏，看到其他人一起玩得开心就会产生怨恨。无论如何，儿童，即使是没有朋友的儿童，通常也会找到一种游戏的方式。有些人会发明想象中的朋友。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有时是妄想的)伙伴也是为了减少悲伤(GRIEF)的感觉而被创造出来的，但知道游戏系统的存在，以及所有儿童都有游戏的冲动，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孤独的儿童会尽力寻找或发明快乐的伙伴。

如果得到良好培养，与其他儿童游戏的冲动自然会导致社会能力和对核心家庭的情感独立，这为青春期的成功成熟铺平了道路。它也可能为心智巩固一个情感上积极的基础，甚至深入到神经化学层面(Burgdorf
et al.,
2010)，促进儿童在整个成年期顺利过渡到实现令人满意的亲社会目标。如果幼儿没有固定的玩伴，父母明智的做法是确保在孩子的日常社交饮食中有一些打闹游戏活动。显然，宠物往往可以作为儿童有益的游戏伙伴，这再次突出了这是一个可以在不同哺乳动物之间共享的心智-大脑(MindBrain)过程。


总结

直到最近，神经科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往往忽视了所有年幼哺乳动物，包括我们的儿童，都有游戏的基本冲动——参与快乐竞争性互动的可能性。也许游戏被视为”幼稚”因而不重要。相反，严格的科学方法表明，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一个基本大脑系统解释了这种普遍倾向。目前的研究表明，游戏系统在新皮层的表观遗传发育和成熟中可能特别重要。进一步理解这个系统可能是解决某些儿童期情绪问题的关键。幼儿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五岁前茁壮成长”(这是华盛顿州目前儿童发展的口号)。要实现这一目标，游戏性必须成为整体方程式的一部分。对每个儿童游戏需求的普遍认识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塑造明智的社会和教育政策。

总的来说，缺乏游戏的儿童不仅被诊断为ADHD的概率可能高于正常水平，而且成年后成为孤僻者和社会潜在威胁的可能性也更高。当然,人类人格的发展是一个多因素过程,成年后的生活状况很少能归因于单一原因。不良的养育通常伴随着许多其他参与因素,从营养不良到家庭环境中的攻击行为。然而,缺乏安全的婴儿依恋和缺乏早期游戏,无疑是促进成年后易怒和攻击性的促成因素(Brown,
1998)。

对社会而言,帮助创造条件让所有儿童在整个童年期间能够真正地游戏可能是明智的。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儿童在能够充分进行身体游戏方面遇到的困难,目前可能正在以尚未测量的方式影响文化品质。我们认为,许多社会已经远离了我们人科动物过去的社会生态需求,为了防止社会人际品质的下降,也许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游戏庇护所”——让儿童能够安全地沉浸于他们自己发起的游戏活动中的场所。

这既不是新颖的想法。早在科学家意识到大脑功能及其基因组成之前,柏拉图就在他的论著《法律篇》[VII,
794]中赞扬了自由童年游戏的益处:

到三岁阶段,以及四岁、五岁、六岁之后,游戏将是必需的。这些是大自然在那个年龄自然提示的游戏;当儿童被留在彼此的陪伴下时,他们很容易自己发明这些游戏。所有三到六岁特定年龄的儿童,应该首先在当地的庇护所集合——每个村庄的所有儿童都在同一个地方集会。此外,保育员要关注他们行为的得体或不得体。[强调为后加]

柏拉图的基本信息是,我们的儿童没有游戏就无法完全成为人类。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但今天我们确实对游戏在促进儿童福祉和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有非常积极的讨论(例如,Schaefer
& Kaduson, 2006)。

丰富的早期游戏机会可能在文化和表观遗传学上有益于儿童快乐和共情的脑心智发展,并持续终生。它也可能有助于缓解已经成为我们常规商业经济环境特征的自私贪婪。社交游戏可能有助于打开更好理解他人的门户,从而产生亲社会倾向,从增强的社交性到直接的共情。但这些只是想法,像许多其他想法一样,仍有待神经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以严格的方式进行实证评估。在第12章中,Panksepp将考虑游戏性能量如何通过心理治疗互动中新的情感平衡方法促进快速的治疗改变。


第11章

走向灵魂的神经生物学

核心自我与初级过程情感的起源

再次深入那古老的知识源泉

深入我们超过40亿年的创造深处

深入那将地球聚合在一起的创世烈焰

在古人的混沌和开端中

在静谧中追溯造就我们今日之貌的生命不断之线

思考所有那些逝去的生物

我们佩戴着每一个曾经漂浮、蠕动、游泳或奔跑者的面容

我们行走在它们开辟的古老道路上

——Sandy Hartman,《再次深入内心(精神的生物学)》(2011)

本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理神经科学中最棘手问题的愿景。正如Robert
Holt在1989年所说的,“主观体验存在于物理化学世界这一事实是一个难以穿透的谜团。”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归结为神经系统究竟如何产生主观情感体验的问题。我们已经提供了证据,表明初级过程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产生连贯情绪行为的相同皮层下回路。换句话说,无论在何处通过局部皮层下脑刺激引发连贯的情绪行为,这些脑心智状态都作为学习控制中的”奖励”和”惩罚”。要进一步理解情感体验的深层神经本质——现象意识的基本形式——可能需要对一些人称之为”核心意识”的基本大脑过程进行实证阐明。也许体验的原始本质如果没有对拥有”核心自我”意味着什么的现实”具身”愿景就无法得到澄清——甚至可以带点诗意地将其称为我们的动物性”灵魂”。我们再次将这个大脑功能的术语大写,因为它被认为是心智的一个初级过程——一个”简单自我型生命形式(SELF)“——一个内部有机体内脏-情感和外部感觉-运动表征的连贯重心。

人类”灵魂”的问题——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我”的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有着曲折的历史。它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心智与身体的分离——以及现代对”自我”本质的无穷变化的思考（见Gallagher
& Shear, 1999; Panksepp & Northoff,
2009）。正如普及二元论的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所说：“我知道我存在；问题是，’我’所知道的这个’我’是什么？”
他的思考最终引出了他个人的”解答”：“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和许多其他哲学家都认识到我们个人记忆的重要性，这些记忆是我们思想的基础，也是我们人类独特的自我概念的基础。这句格言催生了大量变体。我们更喜欢”我感故我在”（Panksepp,
1998a, pp. 308, 420）。这突出了我们基础情感体验的连贯性。

这些理解核心自我的替代观点试图认识到，原始的情感体验形式（初级过程或”核心”意识）——以基本感受（非反思性、非理性、情感性的存在于世界的方式）为特征——肯定在地球上出现得比认知觉知等更高形式的意识要早。这在哲学中并非主流观点，但它与一些人的观点一致，例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他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将其哲学建立在我们拥有情感体验的能力之上。但休谟也认为，我们的记忆就像串在线上的珍珠，将个体生命汇聚成一个连贯的”我性”——自我。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欣赏休谟论证的说服力，但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继续发展他的”理性主义”论点，即心智拥有先验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提供先于经验的内在知识。许多其他理性主义-认知主义哲学家发现很难将他们对更高概念性心智的愿景与可能由情感核心-自我构成的存在基础联系起来。虽然这可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我们将在本章中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具身的核心-自我过程——身体（尤其是内脏身体）在大脑中的原初表征——可能是情感”存在”和更高心智装置出现的基础。核心自我在这里被设想为那些产生有机体连贯性的深层皮层下过程的标签——一个具有多样化情感感受的活跃有机体的统一存在。（关于这些观点如何能够为无教派宗教体验提供普遍基础的深刻历史-哲学分析，见Thandeka,
2005, 2009。）

本章的目标是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对”具身自我”的神经科学理解——一个植根于身体及其神经表征的自我——可能会澄清体验如何在心脑进化中首次出现的困境。这个困境尚无公认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自下而上的神经进化观点来看，可实验检验的想法正从理解初级过程情绪性的情感神经科学策略中产生。


为什么我们需要考虑”自我”的神经本质——动物的”灵魂”？

原始情感体验是如何在人类大脑中产生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实证答案，但本书已经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知道该往哪里看——我们应该在哺乳动物大脑古老的内侧皮层下网络的祖传、产生情感的本能机制中寻找。如果是这样，上述问题的详细答案只能通过因果性脑研究来获得，而这项工作在人类身上显然在伦理上是不可能进行的。许多人会说这也适用于其他动物。无论如何，除了研究其他动物的相应过程外，我们没有有效的策略。要做到这一点，动物显然必须具有初级过程的情感体验。否则，就这一主题对动物大脑的研究从定义上讲就是愚蠢的行为；基于大量证据，我们可以确信事实并非如此。

本书概述了其他动物具有古老情感感受的证据。为什么这些证据的分量仍未被大多数神经科学家接受，这是一个文化-历史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一个主要的历史原因是，该领域的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告诫学生要认识到，既然”主观现象在动物身上无法被客观观察到，那么声称或否认它们的存在都是徒劳的”（Tinbergen,
1951,
p. 5）。事实上，在动物神经科学领域并不罕见的不可知论和唯我论世界观导致这样的结论：其他动物甚至人类的行为永远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它们体验到了什么。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一个可观察预测和由此产生的证据趋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争论。现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当所有哺乳动物情绪脑的古老网络被直接操纵时，它们都会有强烈的体验。因此，产生连贯情绪反应的大脑网络也会产生感受。但这仍然留下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神经科学家才刚刚开始讨论。这种从大脑活动到心理体验的”魔法”转变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大脑的物质过程如何产生心智，一个”我”？没有人知道答案。目前，只能有假设……希望是可检验的假设。本章的目标是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核心自我(core-SELF)概念对于取得实证进展将是非常宝贵的，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疑肯定会超过确定性。尽管如此，大量证据表明，情感性感受(affective
feelings)在大脑进化中非常古老，但我们现在必须接受关于它们如何实际从神经活动中构建出来的新想法。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认为它们源于脑干内侧区域(Panksepp,
1998a,
1998b)，但无论是精确的神经机制还是产生明确理解的策略都不是很清楚。然而，核心自我似乎明显与脑心(BrainMind)的初级过程情绪和其他情感过程有关。我们的主要希望是，通过将一些可检验的想法摆在桌面上，我们将激励年轻学者开展必要的研究，以实证方式澄清潜在的可能性。

认知(高级)与情感(低级)意识形式之间的整合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的术语”核心自我(core
SELF)“，原因与我们用大写字母来指定七种基本情绪系统相同。这些大脑系统在哺乳动物物种之间是同源的(homologous)，可能在其他脊椎动物之间也是如此。通过为多样化的情感体验提供一个共享的神经平台，核心自我可以被视为一种”通则性的(nomothetic)“(普遍的)大脑功能。当核心自我以及它所精心制作的许多原始感受与高级认知三级过程相互作用时，它促进了各种”个异性的(idiographic)“(个体独特的、经验精炼的)”扩展”自我的出现，这发生在发育性大脑成熟过程中(Northoff
& Panksepp, 2008; Panksepp & Northoff, 2009)。

当然，核心自我结构在不同哺乳动物物种之间的细节上有所不同。不同物种身体的显著差异肯定会反映在脊椎动物物种之间这些心理存在基础网络的自然变化中。然而，由于大脑是一个进化上分层的器官，最古老的生存功能被最深刻地保存下来，我们只是认为存在显著的进化相似性(同源性)，超过了差异。所有哺乳动物的情感进化”生存工具”都非常相似。与普遍的(通则性的)核心自我相反，依赖经验的个异性自我不是同源的。这是因为新皮层的生长和由此产生的认知能力在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巨大，导致反思性意识的巨大差异。(我们使用小写术语来讨论这类高阶过程。)个异性自我在每个生命周期中通过每个人和每个动物独特的经验景观而出现(Panksepp
& Northoff, 2009)。

在本章中，我们分享一个关于自我初级过程本质的工作假设，基于对神经科学证据的跨物种解读。关于皮层下大脑区域初级过程情感产生的趋同证据鼓励我们谈论一个非反思性的(无意识的，anoetic)自我和纯粹的情感意识形式。在这种观点中，核心自我和各种初级过程情绪系统提供的各种先天生存工具是同时产生有机体情绪-行为连贯性以及相关情感状态的必要成分。这种观点还提出，核心自我和七种情绪系统与高级大脑功能(如工作记忆)相互作用，允许更高层次的反思性”认知”(意识性，noetic意识)以及多层次存在性自我意识的出现，这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发育性的、也许是独特的品质。在感知到的世界事件中体验自己作为一个特定和个体的主动行为者的难以言喻的感觉，肯定反映了脑心最近出现的能力，构成了一种认知的、甚至是理性的意识形式。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假设皮层下结构产生了意识的原始形式，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或不现实的地方。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中期，神经科学家发现网状结构(reticular
formation)——一种位于核心脑干中松散结合的细胞体和神经纤维的聚集体——允许大脑皮层产生觉醒状态(Watt
& Pincus,
2004)。新皮层本身无法维持意识。因此,我们过去记忆的储存库——可以被调入主动计划模式或”工作记忆”功能——集中在大脑的背外侧额叶区域。我们对所有这些如何与个人关注点相关的评估集中在内侧额叶区域(Northoff
et al., 2006),而这种思考深受皮层下初级过程情绪功能的影响(Panksepp &
Northoff,
2009)。可能还存在中间脑区,如眶额皮层,专门负责情感工作记忆。

从心理学角度看,核心自我主要由情感性感受所支配,并伴随着对世界和身体内部稳态的一些初步知觉。更高形式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这些初级情感能力与编码动物生态、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次级/三级心智能力的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下一章将关注这些皮层下情感系统的功能与它们对心理健康或疾病(以及相关心理治疗问题)影响之间的一些可能联系。

关于自我的神经进化视角:从体验到觉知

我们在这里考虑的问题如此复杂且难以理解,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从稍微不同的概念轨迹再次考虑一些之前涉及的问题。当然,从哲学角度来看,如果不假设自我作为情境化体验的实体,就很难思考意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设想有机体的基本连贯性(coherence)——它们在世界中内在感受到的统一存在——是如何由大脑古老的皮层下中线系统创造的。我们有什么进化理由来论证这些古老神经复杂性中存在一个自我?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生物与非生物有机体之间的根本差异,从进化角度娱乐核心自我的概念就很有意义。生物执行新陈代谢功能,使它们作为离散实体保持活力。例如,它们利用能量供应并排除废物。非生物不执行新陈代谢功能。非生物由于其化学组成而作为单元保持连贯性。它们没有明确和独特的生化过程来主动维持自己作为个体实体。因此,在身体层面,新陈代谢(metabolism)区分了生物和非生物。在大脑层面,内源性产生的运动性(motility)(自发的身体活动)以及在高等动物中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区分了生物和非生物。新陈代谢和运动性的基本能力,虽然最初是无意识的,但为意识的出现和进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我们与其他神经科学同事(Damasio,
2010)一起设想,在大脑进化早期,出现了身体的原始神经映射(map),以促进许多不同功能的整体连贯性,从行动倾向到伴随行动的自主神经变化(Northoff
& Panksepp, 2008; Panksepp, 1998b)。我们与达马西奥(Damasio,
1999)一起,将这种身体映射称为原始的”原自我”(proto-self),它随着初级过程情绪和动机系统的出现而进化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心智器官——核心自我。我们假设这种类型的大脑组织整合了原始体验,如原始感觉、稳态和情绪性情感。然而,这还不是”觉知”一词通常所指的含义。

为了理解核心意识,我们还需要设想更高层次的心智是如何从更基本的形式进化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原始的现象性意识形式——它提供了纯粹体验的能力,但尚未具有反思体验的能力(即具有自我意识觉知(self-conscious
awareness),定义为能够将自己设想为世界舞台上的体验行动者的能力)。这是相当复杂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仅仅在世界中体验自己的能力。

我们假设原始现象意识有两种形式。首先是体验各种积极和消极情感的能力——各种形式的”好”和”坏”——特别是本书关注的原始情感体验。其次是以体验方式感知世界的能力（即”头脑中的电影”），这是认知意识的基础。我们很容易说不知道哪种在大脑进化中更古老，或者这些类型的现象体验是如何耦合的。但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会认为情感形式的主观体验在心脑进化中比认知形式更古老,因为它们在大脑更内侧和尾侧(朝向尾部)的区域得到发展，因此也是更古老的区域。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也称为”中央灰质”)的位置，它位于中脑的核心。相比之下，离散的感觉-知觉功能位于更外侧，这表明它们起源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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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前脑区域概览，这些区域致力于阐述基本情绪过程的高级表现。每个情绪系统都有更高的影响范围，恐惧和愤怒集中在外侧和内侧颞叶，寻求集中在腹内侧额叶，各种社会情绪过程如分离痛苦或恐慌/悲伤集中在前扣带回。所有这些系统都汇聚到中脑的情绪和自我表征区域。图中突出显示了PAG的三个特性，这表明它对大脑核心情绪处理的关键重要性，与高级脑区相比（摘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重新发表）。

在早期脑心进化过程中，原始情感和感觉现象体验最初是紧密联系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是大脑两种根本不同的原始意识形式？我们不知道。但可以从这样的假设中构建新的理论视角：有意识的视觉和听觉的体验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性的(Panksepp,
1998b)。突然的视觉或听觉刺激能让我们立即受到惊吓和恐惧，特别是当这些刺激源非常接近我们的身体时，这表明这些感觉系统与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情感生存机制之间存在深层的原始整合。还要考虑我们倾向于将特定颜色与感觉联系起来——红色与激情唤起，黄色与快乐，蓝色与凉爽或放松状态，绿色和棕色与对生命土地的安全热爱，黑色与死亡。同样，想想声音如何轻易唤起我们的情感，从某人的语调、大自然中鸟儿的歌声，到人类创造的音乐奇迹(Malloch
& Trevarthen, 2009; Panksepp & Trevarthen,
2009)。音乐的动态似乎能直接触及我们核心意识的情感结构(Blood &
Zatorre, 2001)。

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强调的是，集中在中线结构中的古老情感过程如果不与感觉过程相联系就不会有用，而它们确实是相联系的。然而，这些感觉输入不是那些上升到丘脑然后进入新皮层的输入。它们是直接进入自我相关信息处理的中线网状区域的古老支流，与情绪-情感处理直接相关。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通往大脑更高区域的较新信息流不能影响情绪。它们当然可以，但这主要需要学习。情绪的高级认知调节不是大脑的内在精细功能；它主要通过情绪教育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智能而出现(Goleman,
2006; Keltner,
2009)。这使得情感敏感的心理治疗成为”成长”的有用帮助（见第12章）。但也存在自上而下、高级脑调节情感强度的进化倾向。新皮层可以内在地抑制初级过程情绪，倾向于将其保持在”潜意识”领域，直到需要处理重大生活挑战情境。然而，在精神病理学中，这种调节控制常常失效，个体被他们无法再控制的情感淹没。许多心理治疗包括促进对自己情感的认知调节。

无论如何，非常清楚的是，情绪情感的初级加工机制位于大脑更深层的中线区域，这表明情绪行为和伴随的情感在脑心智进化中具有某种优先级——它们在精密的感觉-知觉新皮层能力（如我们清晰而精细的视觉和听觉能力）之前就已进化出来。然而，皮层下结构能够以复杂的方式处理感觉信息，因此在新皮层之下也存在一些知觉-现象体验（见第6章）。例如，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能够在某种心理分辨水平上感知视觉信息，下丘(inferior
colliculus)能够感知听觉信息(Merker,
2007)。类似的皮层下能力也存在于对触觉的感受中。这些皮层下结构不会产生清晰的看、听和体表刺激的意识体验，但它们确实以独特的方式给予事物的感知。例如，这些皮层下系统能够确定视觉和听觉刺激在空间中的位置，但在儿童早期的体验水平上比成年期更为有效。

显然，我们体验为五大感官的皮层能力，通常具有显著的知觉清晰度，其进化远晚于皮层下的知觉敏感性。因此，随着个体成熟，高级脑功能的”接管”如此显著，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皮层下系统一直都是无意识的。（这解释了经典的神经学现象，如”盲视”(blindsight)——即无意识地看见——它几乎是无意识的，但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人们能够正确定位空间中移动的物体，而没有任何清晰的视觉感知；他们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某些东西，如纯粹的运动，正在空间的特定位置发生。）同样可能的是，皮层下知觉功能在发展上变得潜意识，因为更高级的体验机制逐渐在行为控制和对意识注意资源的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全面讨论见Merker,
200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皮层下知觉加工继续与核心自我(SELF)的情感网络相互作用。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关注的情绪唤醒的”低级通路”。此外，值得考虑的是，在心智-脑进化中，生物体在拥有能够代表重要生存需求的神经系统——即初级加工情感——之前，可能不需要精细的知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在为生存而奋斗和竞争的无数代中，拥有原始情感系统的生物如果能被日益精密的知觉和认知-学习机制更准确地引导，就会具有巨大优势。在心智脑进化的早期阶段，情感核心-自我网络与外部世界之间相当简单的感觉连接可能就足够了（例如，恐惧条件反射的”低级通路”）。然而，越来越精密的距离感受器（如皮层听觉和视觉）的效用，以及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策略思考的能力，在后期的脑心智进化中获得了丰厚回报。所有这些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某种代表原始身体的神经符号矩阵，反映一个自发活跃、情感反应性的有机体，在脑进化中比精密距离感受器及其新皮层分析器的出现更早确立。这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需要区分初级情感机制和高级认知机制。

直到今天，最古老的感觉系统如嗅觉、味觉和触觉，对人类来说仍然比视觉或听觉具有更直接的情感性。也许原始的知觉敏锐度最初与这些最优服务于情感性身体和大脑需求的信息通道紧密相连。内稳态情感与代表身体状态的情感过程仍然特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饥饿感仍然刺激食欲，也放大了味觉和嗅觉的愉悦。我们仍然赋予颜色知觉以情感特征——从热情激昂的红色和欢快的黄色，到清凉放松的蓝色，以及舒缓的棕色和绿色。因此，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开放的可能性，即情感可能引导了许多感觉-知觉能力的构建(Panksepp,
1998b)。如果这一情景是正确的，我们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更高形式的意识，除非首先破译更原始的情感形式。

这可能再次有助于强调为什么我们将这个知之甚少、几乎未被研究的情感自我表征的神经基础称为核心自我(core
SELF)。它照顾即时的身体关切——产生(i)寻求(SEEKING)，首先照顾内稳态需求，如水、能量和热平衡(Denton,
2006)，然后是更微妙的情绪需求；(ii)愤怒(RAGE)和恐惧(FEAR)以避免身体毁灭并有效竞争许多对(iii)原始欲望(LUST)至关重要的资源，后者促进物种生存。这些爬行动物情绪逐渐被更微妙的社会原则所补充。心智进化的下一阶段，大概在鸟类和哺乳动物分化之前存在的物种中，增加了独特的社会-情感系统：关爱(CARE)、悲伤(GRIEF)和玩耍(PLAY)，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先前存在的爬行动物情绪之上，尤其是寻求(SEEKING)。

让我们用另一种（稍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一切：核心自我（core
SELF）在神经科学界既缺乏充分理解，也鲜少被讨论。然而，我们将其视为创造所有情感体验的神经基础。它具备恰当的要素，尤其是一个庞大的神经符号表征场域，涵盖从心脏到肠道的各种身体器官，这些都是情感体验的组成部分。如果情感不被主观的”我”所体验，那它又是什么呢?它首先将各种稳态状态表征为心智大脑（MindBrain）的情感状态，通过大脑内身体的神经表征所发生的变化来体验（这些神经网络当然仍与外周身体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相互关联）。例如，低体液水平和高血液溶质水平被体验为口渴，血糖的快速下降唤起饥饿感，等等。最重要的感觉体验，如食物的气味和各种类型的触觉，都被体验为情感上的愉快或不愉快。这些相关联的情感往往可能是习得的，这凸显了我们如何发展出习得的偏好和厌恶。

随着复杂情绪网络的出现，核心自我还能够预期各种环境变化。例如，捕食者的气味会唤起恐惧系统（FEAR
system），核心自我会转变为一种独特的神经动力学状态，这种状态仍被体验为恐惧感。同样，母亲乳房的气味，尤其是当饥饿信号强烈时，会唤起婴儿的寻求冲动（SEEKING
urges），他们会接近并更靠近母亲的身体进食，并同时通过母性关爱（maternal
CARE）获得情感滋养。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稳态的身体需求系统集中在下丘脑的中线位置，处于比稍微更外侧的寻求系统更古老的进化位置，而寻求系统，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是所有情绪系统中最大、最普遍的。性欲系统（LUST）和关爱系统（CARE）位于身体需求系统的更前方位置，这再次清楚地表明了稍晚的进化起源。

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所有情绪系统在大脑心智进化中的地位并不相同。可以假设，在原始的”爬行动物”情绪中，通用的寻求系统在早期就被设计用于获取大量资源，包括躲避危险的安全（例如逃跑）。因此，寻求系统可能作为平台（预适应），促进了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社会情绪系统——性欲、关爱、玩耍（PLAY）——的进化出现，同时也促进了古老的恐惧和愤怒系统（RAGE）。

这是寻求系统首先在这里被讨论的一个原因。它也是最有证据介导一种非常特殊的积极情感的系统——不是感觉的愉悦，而是积极的振奋、欣快的兴奋，源于与世界的富有成效的互动。幼儿看似无限的热情无疑部分源于这个系统，鼓励玩耍。正如第三章所强调的，寻求冲动不仅仅是”大脑的奖励系统”，而是一个追求有机体幸福的系统。寻求系统的唤起无疑是有奖励性的，但这些奖励不是典型的感觉愉悦，而是追求各种奖励的渴望，这一观点也以更侧重感觉的方式被强调（“激励显著性”（incentive-salience）——一种条件性次级过程；见Berridge等人，2009）。

核心自我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框架来解释情感意识的存在，并摆脱”读出”机制的无限回归（见第二章）。原始的基本情感要被体验，不需要被更高级的心智大脑机制”读出”，尽管许多当代情绪理论坚持这样认为。当然，更高级的皮层功能可能会增添其他类型的感受，尤其是通过允许原始感受渗透并与认知交织——更高的大脑功能可能”倾听”较低层次的功能，并为体验增添额外的认知解析的情感色彩。通过这种方式，次级和三级心理情感过程可能会创造出各种更微妙的高阶感受——如勇气、嫉妒、内疚、妒忌、骄傲、羞耻和社会厌恶/轻蔑，仅举几例（关于妒忌的完整讨论，见Hart
& Legerstee,
2010）。核心自我的连贯性可能使人类和动物拥有一种拥有其情感体验的基本感觉：这些情感是他们心理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是行为主义者通过教条式地回避大脑活动的心理维度而决定称之为”强化”行为改变的”奖励”和”惩罚”的大脑-心智基质。由于这些概念选择的结果，奖励和惩罚可以被定义为动物皮肤之外世界中的可观察事件。因为科学家可以使用关注世界中物体的操作性定义，而不是内部过程，所以关于动物情感体验的讨论被视为没有意义的。所有必要的概念(除了”强化”，它在系统中构成某种”粘合剂”)都方便地用视觉上明显的环境和学习术语来定义，而不需要沉溺于模糊的神经心理学概念。“奖励”和”惩罚”只是世界中的事件，仅此而已。然而，神经科学很快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实际上是神经功能或大脑的体验过程。但这些想法受到了阻碍，甚至受到了积极的压制。当科学对话停止时，教条而不是知识就开始统治时代。我们对心智-大脑过程真实本质的理解相应地减少了。

目前的证据表明，在最原始的层面上，原始的情感体验emanate(源自)皮层下中线系统(SCMS)，该系统位于上脑干(中脑、下丘脑和丘脑)，并与更多头端的内侧扣带回、岛叶和额叶以及眶额皮层区域密切连接。我们在独特的个体化自我中情境化普遍的、初级过程情感的能力需要更高的皮层中线结构(CMS)，以及许多其他更高级的大脑组织(Northoff
et al., 2006; Northoff & Panksepp, 2008; Panksepp & Northoff,
2009)。然而，这种体验的个体化情境化如果没有从这个神经连续体的下层出现的有机体一致性是不可能发生的，SCMS在内脏身体表征方面特别丰富，这里被设想为核心自我的中心。

核心自我的解剖结构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核心自我的精确解剖学组成部分，但任何可行的大脑候选区域都应该满足以下标准：(i)基础设施应该是古老的，位于大脑的祖先中线区域；(ii)关键系统应该是多模态的，能够在神经轴的许多层面上被表征；(iii)回路应该具有特征性的、先天的静息状态，表明与稳态偏离的某种设定点；(iv)自我的共享基础设施应该在初级过程情感状态期间以不同的方式被唤醒。总之，自我结构应该与大脑的其他部分非常密切地连接。

SCMS/CMS连续体的初级过程情绪网络充分满足这些标准。这些古老的深层中线系统”评估”身体和世界的状态，并对典型的生命挑战事件产生情绪反应。SCMS的原始感受随后在CMS内被重新表征，最终在相关的情感记忆领域内被表征为自我的个体化呈现。许多研究人员现在已经观察到这些中线系统中特征性的静息神经活动，当人们在脑扫描期间什么都不做(自我反思和/或沉思)时，这些活动比他们受到各种认知任务轰炸时更强烈(Damoiseaux,
et al., 2006; Fox and Raichle, 2007; Fransson, 2006; Raichle et al.,
2001; Rilling et al.,
2007)。这些系统在抑郁并沉思自己生活状况的个体中也异常活跃(Alcaro et al.,
2010; Grimm et al., 2008, 2009; Northoff et al.,
2010)。至少有六个这样的皮层下中线结构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特别密切地连接。这些包括，从下往上，(i)小脑深核和第四脑室周围底部(臂旁区和迷走神经背运动核)的大部分；(ii)PAG和紧邻的中脑区域；(iii)上丘和下丘，特别是更深层的运动成分；(iv)腹侧被盖区(VTA)；(v)下丘脑；以及(vi)一系列基底神经节核，最突出的是杏仁核和伏隔核。这些部分中哪一个对核心意识最重要？

整个小脑的移除不会严重损害意识。因此，我们显然排除它作为核心自我的基质，尽管它肯定调节和控制情绪行为。大面积小脑损伤确实会显著损害各种肌肉协调，而这当然是所有行动所需要的，尤其是复杂的情绪反应。事实上，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深层小脑系统在人类大脑情绪唤起成像中经常”亮起”的原因：所有情绪行动都需要许多身体部位的复杂协调。第四脑室底部的损伤很可能会导致动物死亡，因为许多自主神经功能受到损害。在顶部，所有各种基底神经节核团都可以被破坏，产生许多行为缺陷，但不会损害核心意识；它们只是损害基本学习机制，如经典条件反射。这意味着上丘的深层运动层和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以及相关的腹侧被盖区(VTA)和下丘脑回路，可能是支持核心自我的最重要结构。我们已经注意到，PAG是大脑中最古老、最高度集中的情绪汇聚区；这就是我们在此重点关注它的原因(有关出色总结，见Watt,
2000)。PAG对于产生原始情绪感受比杏仁核重要得多，尽管杏仁核因为在各种情绪唤起(通常是认知-情感任务)期间如此经常地”亮起”，继续在大众媒体中被过度宣传为大脑最重要的情绪中枢。实际上，它是一个认知-情绪接口，而不是主要过程情感体验的产生器。在专门处理外部信息的心智认知方面与告知我们大脑和身体状态的情感心智功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接口核团。

PAG与其他脑区的关系也暗示了它在整体情绪生活中的某种核心作用。上丘的深层构成了身体的基本运动映射系统，当向中脑外侧移动时，它与一系列感觉系统(触觉、听觉和视觉)相互作用，当向中脑核心内侧移动时，也与PAG的许多情绪系统相互作用。与PAG相邻的是中脑运动区(MLR)，它能够启动神经模式，这对于建立各种连贯的情绪行动倾向至关重要，例如朝向或远离世界事件奔跑。因为情绪表达由这样的情感行动倾向组成，MLR也可能是核心自我的一部分。VTA是一个可行的核心自我候选者，因为VTA和其他邻近区域的多巴胺能场，通过它们向内侧皮层下和皮层前脑区域的丰富投射，阐述了寻求冲动的本能和习得成分，这些冲动在大脑较高中线区域促进与自我相关的信息处理。

最后，尽管我们没有强调它，但维持皮层清醒活动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ARAS)就位于PAG和MLR旁边。该系统主要由上行乙酰胆碱、组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系统构成——所有这些都调节注意力和清醒唤起(Pfaff,
2006)。它与丘脑网状核相互作用，促进整个大脑较高知觉区域——控制视觉、听觉、触觉以及所有这些感官相互作用的新皮层区域——的感觉刺激处理，这些相互作用使我们能够用语言和思想重新象征世界。ARAS是历史上首次被认为参与清醒调节的大脑系统，因此它是意识控制，尤其是认知意识控制的主要参与者。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系统如何参与特定形式的情绪唤起，但它们肯定在许多脑区的一般唤起中发挥作用，尤其是情绪状态期间的新皮层区域。例如，大脑去甲肾上腺素促进传入感觉信号处理，使信号被更强烈地感知(也就是说，它们在脑心智中具有更多的显著性)。该系统可能也增加情感显著性的强度，这可能主要被体验为一般情绪唤起。相比之下，PAG的更内侧区域似乎阐述更具体的情绪行为和相关的独特感受。

这些古老中线回路的复杂性正在被积极探索(Holstege & Saper,
2005)。通过监测脑干的特定运动核团以观察情绪的可观察行动，以及通过监测自主神经核团以观察情绪的内脏成分，将更容易理解PAG内整合系统下行”输出”的功能组织，包括进入ARAS的输入。重要的是，这些情绪输出受到来自PAG的连贯”管弦乐”控制，PAG是情绪唤起的中心，但对于核心自我的实例化也至关重要。

核心自我与情感意识机制

核心自我所体验到的意识从根本上是情感性的，不包含任何命题内容。我们认为，每个情绪系统都能在皮层下中线结构——即核心自我——内产生不同的全局神经动态，从而产生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所体验到的不同的原始过程情绪。试图用文字描述这种大脑机制是困难的，我们只能想象每种情绪的特征性动态。我们认为，在数天或数周内持续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此外，以不同形式重读同一观点应该有助于整合（Austin,
1998; Panksepp, 1998b, 2009b）。

我们设想以下类型的过程。七种基本情绪系统的唤起可能导致每种情绪产生特征性的大规模神经放电模式；这些模式是构成原始过程情感的神经心理特征的特征性振荡，它们在动态上类似于同时释放的情绪行为（理解的一个困境，尤其是对最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人类可以通过高级皮层意志力抑制这些表达性的低级脑功能）。无论如何，各种原始过程情感动态可能反映了核心自我结构内神经放电的速率和模式，导致大脑古老的内脏-躯体身体地图内全局振荡的独特模式。证据表明，正是在这些神经振荡中，不同的情感唤起出现，产生神经系统的各种积极（“奖赏性”）和消极（“惩罚性”）状态。换句话说，情感的神经动力学（大规模神经元活动）类似于各种原始过程本能情绪行为，即愤怒(RAGE)的猛烈冲击、恐惧(FEAR)的僵硬紧张、关怀(CARE)的抚慰，等等。因此，核心自我中情感网络放电动态与本能情绪行为之间的生物物理相似性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动物客观的本能情绪表达来研究它们的主观情感感受。

这种大脑情绪唤起的独特全局动态尚未在大脑内部得到客观测量。事实上，脑科学家目前没有有效的方法来研究全局神经网络动态。这使得对人类情绪动态体验的精神分析研究尤为重要。然而，在传统神经科学文献中，对于大脑内某些类型的相关同步振荡有一些提示性线索，例如海马体中的4-7赫兹节律，称为θ节律(theta
rhythm)，它帮助动物探索世界（例如，大鼠的嗅探）并由此在海马体中创建记忆。θ节律是海马体在积极处理信息时高度特征性的神经特征。当人工唤起大鼠的探寻系统(SEEKING
system)——一个主要的信息收集情绪系统时，当动物嗅探和探查周围环境时，这种节律尤为明显（Vertes
& Kocsis,
1997）。换句话说，嗅探节律通常对应于海马θ节律的持续频率。重要的是要回忆（见第3章），这种嗅探节律仅通过在固定间隔时间表上电刺激探寻系统就会以预期的方式自发地条件化（例如，每20秒给予一次脉冲奖赏性脑刺激）。这可能突出了认知知识如何从情感过程的模式化唤起中产生，或许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康德推断大脑具有内在知识。这些数据支持这样的观点：情绪系统帮助在大脑的高级区域创建知识。同样，正如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讨论的，恐惧的非条件情绪反应可能对大脑高级区域的简单恐惧条件化的产生至关重要。

因此，每种情感的特质可能源于每个情绪系统的特征振荡在核心自我的全局神经空间内促进动态变化的方式，所有原始过程情绪网络都嵌入其中。例如，恐惧系统的唤起可能产生快速振荡，将核心自我推入一种”紧张”的颤抖紧张状态。愤怒可能将全局神经动力学推入充满活力的强力循环中，向外界发起攻击，等等。核心自我与大脑的许多其他部分大量连接——与各种感觉触发和调节反馈、运动功能、自主神经整合反应以及许多高级认知过程，尤其是皮层中线系统连接。

在这里，非线性动力学的概念，如混沌理论的”吸引子景观”(attractor
landscapes)变得重要（Lewis,
2005）。例如，在人类中，原始过程情绪反应的强烈全身运动模式，如笑和哭，可以有效地促进喜悦和悲伤的情感变化（Panksepp
& Gordon,
2003）。此外，由于不同物种的情绪基质细节必然存在大量的进化变异，我们也可以开始设想不同物种的感受变异，这取决于在大脑的心智景观中详细阐述的大规模本能吸引子景观的变异和复杂性。

重申一下,我们假设当核心自我(SELF)内的情绪系统以某种方式被唤起时,该情绪网络和核心自我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功能,即创造原始情感和适应性行为。我们提出,当核心自我呈现出被唤起的情绪系统的神经特征(尚待测量,但已有尝试:Panksepp,
2000)时,核心自我就成为了情绪本能行为和情感意识在不同初级过程情绪中的共享神经基础。此外,由于位于皮层下中线位置的核心自我网络与皮层中线结构紧密相连,每个情绪系统被唤起时的神经特征可能会向上传递到大脑的许多认知区域,从而创造出各种高阶的第三级法则性(在人类中,也是高度个体化的)情绪过程,这些过程在人类事务中尤为重要(产生如羞愧、内疚、嫉妒、同情、共情等情感)。这些高阶的社会衍生情感可能反映了发展精细的全脑动态,仍然与基本情绪紧密相连;它们不太可能只是新皮层工作记忆区域内”信息处理”的变体,正如许多当代研究者似乎认为的那样(见第2章)。

再次强调,这只是一个假设性描述,使我们能够想象那些仍需详细研究才能理解其底层神经机制实际如何运作的全脑系统的活动。事实上,如前所述,神经科学目前缺乏研究大规模网络功能的工具。目前,在没有直接脑部操作(如局部脑刺激)能在动物中产生评估性”奖励”和”惩罚”效应的情况下,本能情绪模式的释放仍然是在动物大脑中唤起和监测情绪-情感过程的最佳方式。这一论断得到了大量数据的支持,但在情绪研究(或整个心理学)中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动物通常不被认为有任何情感感受,只有情绪行为,因为据说高级脑区以某种方式构建了使情绪对人类如此强大和有趣的强烈感受。

无论如何,根据现有证据的权重,原始情感是一个本能/自动过程而非认知/意志过程。例如,健康的大鼠不可能不害怕猫的气味,尽管不同动物在这种情绪反应上存在大量变异。此外,大鼠会很快自动学会对猫的气味产生联想,通过条件反射,它们在这些相关感知出现时也会变得恐惧。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大鼠会学会害怕猫铃铛的声音、猫的视觉形象、它的叫声、猫气味持续存在的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大脑自动学习机制的非自愿次级过程反应。此外,像我们这样聪明的物种可以使用其强大的高级脑区来抑制或增强情感反应。例如,一个害怕的人可能通过想象快乐的场景来让自己振作起来。然而,这可能不会消除恐惧情感。如果初级过程情绪反应——恐惧(FEAR)——足够强烈,它将赢得这场战斗。例如,在得知孩子死亡的消息后的几个小时内,无论如何试图想起更快乐的时光,都几乎不可能感到平静。

情感和自我的神经生态学视角

我们提出,随着动物的进化和对各种生态条件的适应,它们需要比感官情感和源于身体内稳态失衡的情感更复杂的自动量规来指导它们的生存预测。虽然低等动物可能仅通过过滤水环境就能获得营养,但进化很快塑造出需要寻求(SEEKING)系统来驱使它们主动寻找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动物。随着进化——生存斗争中的有效筛选器——为日益复杂的动物推进了额外的生存策略,其他情绪也随之出现。例如,雌性爬行动物几乎没有表现出母性关怀(CARE)。它们产下数百个卵(成为许多其他动物的食物,甚至可能是同一物种的动物),尽管大多数后代无法存活,但庞大的孵化数量往往能确保物种的生存。鲑鱼在产卵后不久可能死亡的一个原因是,它们贪婪的食欲可能对幼鱼的生存有害,进而影响物种生存;事实上,没有关怀(CARE)本能,它们很可能会吞食太多自己的小鱼苗。然而,当哺乳动物进化时,它们的身体产生的后代要少得多,这些后代需要养育照顾才能生存。如果哺乳动物的大脑没有进化出驱使它们养育幼崽的关怀(CARE)系统,每个物种都会灭绝。

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个CARE系统有时会对我们所说的”残忍”视而不见。斑点鬣狗和黑鹰通常会生育超过它们能够有效养育的后代数量。兄弟姐妹天生彼此不容，它们通常会打斗直到其中一个死亡或从巢中跌落。父母很少干预。这不仅仅是适者生存；这更多的是运气的抽签。在鹰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第一个孵化的雏鸟”赢得”这场比赛。它在生理上大概并不比第二个出生的更”适合”——它只是在发育上占有优势——稍微更胖一些，运动能力上更成熟一些。为什么这些生物要制造一个”备用品”——一个可消耗的婴儿呢？大概是因为其中一个无论如何都很可能会死亡的概率很高。如果第一个出生的死了，这个备用品只是”廉价的保险”。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因为科学很少能以令人信服和严格的方式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当它处理”如何”的问题时，要令人信服得多。

尽管如此，情感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在预测并经常保护生物体免受未来不利事件方面非常有效。如第2章所述，饥饿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身体能量危险地低；它只是强调在储存显著下降之前”补充”能量在进化上是明智的。通过这种方式，稳态情感（如饥饿）预测未来，并提供超越即时代谢考虑的动机。情绪情感提供类似的预期功能。例如，我们在面对可能的危险时会感到害怕，并在受伤或被杀之前采取预防措施。情绪情感采取现象体验的心理状态——带有价值的主观状态——这种形式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是一种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以相对精确的方式激励和引导动物的有效方法。事实证明，情感是引导（“强化”和”惩罚”？）行为的理想工具，从而促进学习。我们倾向于重复那些之后带来情感愉悦的行为，并避免那些之后带来情感不适的行为。

我们提出，随着七种基本情绪系统的进化，无意识的原始自我也进化成了一个能够进行原始形式意识体验的初级核心自我（SELF）。我们说”原始”并不意味着它在体验上是微弱的。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些感受在心理显著性上是”巨大的”，后来可能随着皮层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减弱，这些能力允许精确的行为调节，部分是通过抑制低级脑功能来实现的。认知决策虽然通常受到情感的引导（Damasio,
1999），但如果情感过于强烈也会被打乱。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正是核心自我，与各种基本情绪和动机系统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强烈体验的情感，随着额外的大脑复杂性——最特别是新皮层——的进化，这些情感继续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存信息，从而允许更高认知功能的出现。如上所述，在这方面也许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刺激这些古老的神经基质仍然会在人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Panksepp,
1985）。对所有情绪系统汇聚的大脑区域（如中脑的PAG）的广泛损伤会损害人类意识的所有形式（Schiff,
2007）。

我们倾向于这一观点的另一个原因是，最近的脑神经成像实验表明，当人们参与关注自己的活动时，在对各种形式信息的自我相关处理中，中线脑系统会被激活（Northoff
et al.,
2006）。确实，参与自我相关信息处理的中线脑系统形成了一个从内侧脑干到内侧额叶和扣带皮层的连续体，位于大脑皮层更古老的区域内。这个中线连续体的皮层下部分，即SCMS（皮层下中线系统），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都具有显著的同源性，在其他脊椎动物的大脑中也能发现，包括爬行动物和鸟类（Northoff
& Panksepp,
2008）。中线系统的皮层部分，即CMS（皮层中线系统），包括新皮层中一些与情感更相关的区域，包括岛叶、内侧额叶和眶额皮层。皮层中线系统在物种间的同源性不像皮层下系统那样明确，因为新皮层的大小和复杂性在不同物种之间差异如此之大。这再次表明，这个自我相关处理连续体的皮层下范围构成了一个规律性的情感核心自我，而更高的范围则贡献于日益个性化的认知自我。

核心自我的功能证据

虽然从同源性角度区分SCMS和CMS很有用，但它们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CMS依赖于SCMS来维持其完整性和存在。这些脑区的损伤会显著损害意识，而且损伤位置在这个自我相关处理的神经连续体中越靠下，缺陷就越严重(Merker,
2007; Panksepp & Trevarthen, 2008; Watt & Pincus,
2004)。例如，位于SCMS核心的PAG(导水管周围灰质)的完全破坏，会导致所有与自我相关的环境事件处理能力的丧失。当PAG完全受损时，所有指向外界的活动都会受到损害。动物勉强保持清醒状态，但它们似乎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感知事物(Bailey
& Davis, 1942,
1943)。相比之下，较高级的皮质中线系统的损伤不会造成同样程度的意识障碍(Watt
& Pincus, 2004)。

当损伤从大脑的内侧延伸到外侧区域时，严重程度也存在梯度差异。如果某人遭受外侧脑损伤导致失明、失聪或丧失语言能力，这个人仍然体验到自己是一直以来的那个人。他的基本自我感和情感体验没有受损，尽管他失去了一些宝贵的认知能力。相比之下，内侧脑区的损伤，特别是额叶区域，会更严重地损害自我体验(Northoff,
2004; Northoff & Bermpohl, 2004)。

接受过”裂脑”手术的患者也提供了相关发现。这是一种主要用于治疗严重癫痫的手术，通过切断胼胝体来实现。胼胝体是一组大量的神经轴突纤维，提供了新皮质两半球之间的大部分通讯。它本质上是包含高级脑两半球之间绝大多数连接的通道。新皮质的每一半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左半球通常更具语言性、社交性和快乐，而右半球语言能力较弱，更情绪化和不快乐(Davidson
et al., 2003; Tucker & Williamson,
1984)。这对我们人类历代构建社会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McGilchrist,
2009)。两个半球的功能不同，但通常它们处于某种协调状态。人们可能预期裂脑手术后，两半球之间缺乏交流可能导致功能不连贯。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当裂脑个体跳入游泳池时，没有出现不连贯的行为迹象，比如身体一侧乱动，这表明半个大脑措手不及。

不过，在各种实验情境中，以及偶尔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分离的半球会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行为。由言语性左半球控制的右手可能拿起一张纸，而由右半球控制的左手则把纸折叠起来放好。普遍认为右半球通常更情绪化(感受复杂问题)，而会说话的左半球更具认知命题性(对复杂问题发表意见)。在认知层面，两个半球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和意图。然而，裂脑患者的整体表现表明，他们继续表现出连贯的情绪、运动和全局性的全身意向行为，这表明自我和意识存在连贯性，因此必定植根于仍然以正常方式相互连接的皮质下系统(Panksepp,
1998b)。

在生命早期被去除皮质的动物行为中也可以观察到其他相关现象：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它们保持了相当强的行为连贯性和自发性。它们甚至保留了在打闹游戏中与正常动物有效竞争的能力。因此，显然最先进化出来的皮质下结构，为自我提供了基础性的神经结构基石，而发育中出现的高级脑功能所产生的更多变的认知版本的自我则依赖于这一基础。由于皮质下中线功能在大脑进化的祖先熔炉中出现得更早，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结构在维持心智连贯性方面具有优先地位。这种内在连贯性需要某种神经解释，而核心-自我(core-SELF)概念仅仅突出了我们可以在哪里以及如何寻求这个未解问题的解决方案。

高级脑区与情感状态

我们承认我们的假设存在争议。许多认知和行为神经科学家可能不接受皮质下中线区域在产生情感方面比帮助介导人类思想和其他认知的高级皮质区域更重要(例如，Damasio在《笛卡尔的错误》中的观点，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可能不是这样：Damasio
et al., 2000; Damasio,
2010)。LeDoux(例如，正如他在1996年首次阐述的那样)似乎仍然反对”低等”动物将情绪体验为情感的观点。事实上，大多数关于人类意识的讨论倾向于关注大脑心智(BrainMind)最近的进化赋予，认为它们对意识的产生最为关键。然而，让我们再次重申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正如其他人也强调的那样)，大脑的低级区域对于情感状态(Denton,
2006)以及原始知觉状态(Merker, 2007)实际上比高级区域更为关键。

本质上,三条有力的证据线索指向了皮层下深部区域对情感生成的关键重要性。首先,当人们电刺激大脑的特定内侧区域并唤起与大多数初级过程情绪相关的情感状态时,在刺激网络最低部位时总是需要更低的电流水平。例如,所有情绪系统都汇聚于PAG(导水管周围灰质),并且可以用最小的电流水平从这个结构获得最强烈的情绪反应。换句话说,这些环路在较低的脑区比在较高的脑区更加敏感或更加集中。其次,当人们电刺激下丘脑的局部区域并获得与RAGE(愤怒)和SEEKING(寻求)相关的情感状态时,通常的情况是行为和情感状态被这些环路较低部位的损伤削弱的程度大于较高投射区域(Valenstein,
1966),尽管较高的基底神经节,如扩展杏仁核,在向更高脑区传递奖赏价值方面很重要(Waraczynski,
2006)。第三,来自脑成像的最新证据表明,皮层下神经元唤醒信号与体验到的情感程度呈正相关,而较高脑区通常与认知性情绪体验呈负相关(Liotti
& Panksepp, 2004a; Northoff et al.,
2009)。这强烈表明较低区域主动生成原始情感状态,而较高区域可能在调节、再加工和抑制它们。同样,这种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较低脑区的唤醒如何可能干扰认知处理。

关于初级过程情感的皮层下控制位点的大部分相关因果证据来自动物研究。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类?当然,人类的脑刺激研究与我们的论点是相当一致的(Heath,
1996)。一个特别巧妙的相关证据来自在富含捕食者的恐怖模拟环境中的人脑成像(Mobbs
et al.,
2007):当捕食者在远处时,较高的FEAR(恐惧)区域(例如杏仁核)被唤醒,而当捕食者即将咬人时,较低区域(PAG)变得更加兴奋。(对手指的电击用来模拟捕食者。)换句话说,当你仍然相对安全时——当捕食者从远处潜行时只有轻微焦虑——只有较高的FEAR环路明显参与。毕竟,你只是在思考捕食者,而且你仍然有很好的逃脱机会。然而,随着电子”捕食者”逼近,PAG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唤醒。而且从因果性脑刺激研究中得知,正是背侧PAG能够精心制造出心智血肉所能产生的最强烈的恐惧感受。同时,显然这个脑区对于生成积极情感心理状态并不那么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一位知识渊博的脑科学家提出一个深刻的神经存在主义问题,那会是这样的:出于你避免强烈负面情绪的自然愿望,你永远不会允许哪个脑区被局部脑刺激人为激活?如果我们的神经科学同事了解这个领域的跨物种证据以及足够的人类数据,他或她肯定永远不会选择新皮层甚至杏仁核的区域。相反,科学家会选择PAG的背侧部分,那里集中了FEAR(恐惧)、RAGE(愤怒)和GRIEF(悲伤)的心理痛苦环路。大脑中没有已知的更令人情绪厌恶的部位。例如,在这些区域受到刺激的患者可能会突然惊呼:“我快被吓死了!”(Nashold
et al.,
1969)。相比之下,腹侧区域没有那么消极,并且通常是积极的,突出包括LUST(欲望)和SEEKING(寻求)冲动。然而,PAG并不是唯一参与情感生成的皮层下中线结构。但它只是最重要的之一,可能也是最强大的(图11.1)。

尽管较高脑区对情绪调节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我们在本书中不会详述(但可参见Harmon-Jones
& Winkielman,
2007),但似乎很清楚的是,原始情感感受与相同皮层下情绪系统的唤醒密切相关,这些系统生成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本能情绪行为,以及相关的身体生理变化,如用复杂技术监测时的自主神经和激素唤醒。如果我们想要科学地理解生成强烈情感感受的因果机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实证性地研究大脑的某些较低中线区域。

综上所述,有两个主要理由让我们相信,现象性意识的核心自我体验可能由情感意识主导。首先,如果聚焦于皮层下中线结构的解剖学,可以看到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位于其基础的中心位置。PAG是一个所有情绪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汇聚的结构,尤其是负性情感系统(Panksepp,
1998a, 1998b; Watt,
2000)。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为产生情绪性的神经系统提供大规模汇聚点的结构。如果我们假设皮层下中线结构是核心自我的基础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PAG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表明,情绪可能在核心自我的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次,皮层下情绪系统的唤醒会产生带有效价的好与坏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已经通过一系列评估任务进行了监测,从寻求或回避脑刺激到条件性场所偏好/回避。如果情感由SCMS阐发,且SCMS是核心自我的基础,这表明核心自我是情感体验的所在地。


自我相关处理植根于低级脑运动功能

核心自我的神经进化基础是什么?有进化论的理由认为,核心自我可能由运动装置支撑,而原始核心情感意识如果没有这种与行动相关的核心自我脚手架就无法存在。首先,精密的运动能力可能在动物发展出让我们都能很好地看和听的复杂感觉-知觉装置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次,归根结底,是身体行为决定了生存;感觉信息和内部情感变化的目的是引导运动系统。如果没有内部产生行动的能力,那么感觉信息就没有用处——例如,视觉让寄居蟹能够比被咬后才缩进壳里更早、更有效地缩进壳里。如果核心自我基础由这样的本能运动-行动系统支撑,而本能行动系统包含情感特性,人们也可以开始设想某些类型的感觉信息如何能够轻易地产生情感反应。

我们提出,自我相关的信息处理与大脑的本能行动倾向是整体相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感觉功能不参与其中,而是说核心自我是以行动坐标铺设的。这为自我表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神经矩阵。当一个人在大脑中向上进行到更加个人化的自我时,感觉-知觉装置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我们在上面提到,大多数人觉得原始意识植根于行动系统这一想法违反直觉。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意识是一种感觉功能,因为意识的内容往往是这样或那样的感觉印象。(我们的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和听觉能力是产生我们所思考的大部分内容的感觉功能。)然而,仅仅因为意识的内容主要是感觉性的,并不意味着意识的祖先基础必然与感觉-知觉装置紧密相连。毕竟,最重要的”感觉”是内感受性的,因此与自我相关。

也许大多数感觉-知觉能力应该被设想为对意识的高阶”觉知”功能的影响,而不是意识本身。显然,如果我们失明,我们不会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上变得更少意识。意识的整体质量更多地是被额叶损伤所改变,而运动功能集中在额叶。新皮层的额叶运动-行动区域大量投入到执行功能中,如注意力集中、运动规划、想象,以及更高级的社会情绪如内疚、羞耻和共情。显然,大脑的这些执行区域需要有知觉输入才能知道如何规划。这样,人们可以看到,意识的表面内容可能是感觉性的,而有意识的基本能力可能明确依赖于大脑的行动产生装置。

大多数研究者可能甚至没有考虑过初级过程意识与情绪-本能行动坐标整体相连这一想法,因为他们假设运动反应只是大脑的”输出”,因此运动装置只是支配像膝跳反射这样的无意识运动反射(这种思维方式在恐惧学习等领域尤其盛行,如第6章所述)。这样的大脑”纯粹”输出怎么可能构成核心整合原则?如果我们考虑得到充分研究的视觉功能,也许本能行动作为意识基础的这种关系会更容易想象。

众所周知,如果视觉感知不依托于探索性眼动(eye
movements),往往会退化(Yarbus,
1967)。换句话说,如果不移动眼部肌肉,视觉能力就会下降。而且,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上丘(superior
colliculi,
SC)中低水平视觉感知的稳定性依赖于稳定的眼动坐标。因此,眼动映射决定了上丘在何处处理传入的视觉感官信息,可能也决定了如何处理(Sparks,
1988)。上丘除了在视觉中的作用(即上丘最表层)之外,还在下方的连续神经层中与听觉和触觉整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进化进程。触觉先于听觉,听觉先于视觉。这个区域可能是自我的核心结构(Strehler,
1991)。无论如何,视觉定向所需的动作系统位于上丘的最底层,正好位于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上方。换句话说,上丘的最底层神经元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运动定向系统,它在自我参照坐标中稳定并可能允许视觉感知,这也可能与PAG下方的初级过程情绪系统相互作用。

因此,有充分的神经生理学理由认为,与自我相关的视觉加工主要依赖于内在的视觉运动功能,而不仅仅是视觉感知装置。同样,在中脑中紧邻PAG的位置,上丘的最后一个神经元层控制着支配探索性眼动的运动能力。这些运动区域对世界的反应方式比上层感觉区域更稳定。例如,顶盖(tectum,上丘的外层)表面的神经网络在收集视觉刺激位置信息时表现得相当灵活。然而,视觉定向到刺激的确切方式决定了上丘的哪些区域处理传入信息。换句话说,视觉场景可以根据眼睛的定向在视觉感觉上丘上”滑动”。相比之下,产生适当视觉定向和搜索运动的底层运动系统使用一组非常稳定的动作坐标,无论处理什么类型的视觉场景,这些坐标都保持在相同位置(Sparks,
1988)。

这值得重复。当从上丘的视觉表面记录动物对视觉刺激做出定向眼动和头部运动时,刺激在上丘上的神经记录会改变位置;可以说,它们会”浮动”,这取决于动物刚刚如何定向。换句话说,视觉空间中相同的刺激会根据动物移动眼睛的位置而在上丘表面改变位置,从而改变其焦点注意力。相比之下,底层的运动映射始终保持稳定和可预测,当动物做出特定定向运动时表现完全相同。有充分理由认为,情绪动作网络的功能是通过进化以类似稳定的方式建立的。这些发现促使我们认为,核心自我(SELF)的情绪情感功能从根本上基于我们可以在动物行为中观察到的本能情绪动作系统。

从所有外在表现来看,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种稳定的”基础”,原始情绪感受本质上存在于它们古老的情绪动作系统中,无疑得到来自身体的反馈支持。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更深处,在中脑最古老的区域,就在脑干上部的正中央,我们发现了PAG,所有情绪动作系统,尤其是负性情感系统,连同它们强大的情感能量,都汇聚在这里。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情绪动作系统在心智进化中的首要地位。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有数据综合起来,似乎连贯的情绪动作系统在意识的产生中占据首要地位。显然,大脑需要稳定的机制来产生心理行为的连贯性。如果我们关于核心自我的概念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所有多样的”个性化”自我都依赖于深度情感性的核心自我的完整性。因此,情感性核心自我可能为所有更高级的自我功能提供了坚实的神经进化支架。

个性化高级自我的出现

上丘的深层运动区域及其与之相互作用的PAG下层区域与额叶皮层运动区域的连接比与后部皮层感觉区域的连接更丰富。事实上,新皮层的额叶运动区域是产生计划和意图的地方,这表明大脑的这些心理特征与运动功能有关。在其他研究大脑活动变化的人类实验中,“拥有”活动的感觉与各种额叶皮层脑区的激活增加有关(Ehrsson
et al., 2004)。此外,激活的幅度与主观所有权的程度相称。

新皮层的额叶运动区域是个体自我开始”孵化”的大脑区域，这是作为生活经历的函数，因为这些高级网络帮助在时间上建立行为优先级，基于感觉信息。长期以来人们就知道，当额叶/运动区域受损时，相比后部感觉区域的损伤，会导致更显著的人格变化(Elsinger
et al., 1992; Passingham, 1993; Perecman,
1987)。因此,个体自我的构建是由额叶皮层的高级运动行为导向执行装置所精细化的。高阶情绪行动能力可能对产生情感色彩的个体自我功能(我们称之为人格)特别重要。

一个有趣的问题依然存在:高级皮层区域在多大程度上主动参与情感状态的产生?显然存在大量的自上而下认知功能可以激发和调节情绪(Gross,
2008)。正如每个明智的人都知道的,当情绪唤醒相对较低时,更容易在情感负荷的事项上做出合理的认知决策。相反,皮层下情绪唤醒倾向于在强迫性自我服务的思维轨道中激发和维持思考。因此,额叶的内侧情绪区域和外侧更偏认知的区域处于跷跷板平衡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Liotti
& Panksepp,
2004b)。当人们以情感方式看待世界中的事件时,内侧额叶区域比外侧(认知)区域更加活跃。如果以更认知、更少情绪的方式看待相同的刺激,平衡就会逆转,外侧区域相比更偏情绪的内侧区域变得更加活跃(Northoff
et al.,
2009)。显然,强烈的情绪和理性不能共存。同时,也很明显,当需要做出选择时,感受对于下定决心非常重要(Damasio,
1994)。

我们必须注意到,最近一些复杂的情绪行为反应,如恐惧的做鬼脸,已经通过微刺激顶叶体感皮层区域的某些区域而被激发(Stepniewska,
et al.,
2005)。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刺激是否能在学习任务中介导情感性奖励或惩罚。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合理的看法是,它们是通过生活经验而非进化遗产在这些大脑区域中出现的情绪行为的习得性基底。


双面向一元论与祖先心智

综合来看,核心-自我系统由本能回路的复杂网状结构构成,不仅产生情绪行为和相关的身体变化,还产生原始情感。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支持双面向一元论理论。一元论,与二元论相对,提出心智中发生的一切最终根植于单一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是物理大脑,显然最根本地位于皮层下和皮层中线系统。双面向指的是这些中线系统同时产生情绪的两个看似不同的方面——连贯的情绪行为倾向和相关的初级过程心理状态(情感)。事实上,两者都是大脑中同一整合过程的反映,这使我们能够使用可以客观测量的事件(本能情绪行为)作为必须间接推断的主观体验过程(即本能情绪感受)的代理。因此,动物的本能愤怒行为反映了内在的愤怒情感。这使我们能够根据动物的外部行为直接解读其情感问题。我们知道产生愤怒的回路感觉并不好;如果有机会,动物会试图逃避这种刺激(Panksepp,
1991)。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系统对身体的许多状态、大脑其余部分的活动以及世界事件不敏感。它们显然是敏感的,但情感体验之谜的主要部分存在于所概述的内侧脑系统的动力学中。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想更详细地理解原始情绪感受,应该将努力集中在哪里。我们遗憾的是,从情绪感受的角度对这些神经系统进行的详细研究相对较少,这应该对理解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本质产生重要影响(参见接下来的两章讨论)。

人们还可以看到,核心自我是大脑中产生基本学习-认知的部分,可能主要是无意识的,因为它将情绪情感和行为倾向与基本感觉印象相结合。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感觉印象(视觉、声音等)不必来自新皮层。它们可以完全通过皮层下感觉系统控制情绪学习([第6章]和[第7章])。核心自我还接收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例如,内感受神经元可以检测到水、能量、热量和其他失衡,在核心自我中被情感性地表征为口渴、饥饿或寒冷。情绪系统也直接受到自主神经信息的调节,如血压和身体的各种激素状态。一些外部刺激,如捕食者的气味和疼痛,可以直接唤起恐惧系统——导致情感和行为倾向与简单知觉相结合而产生。但与世界事件的大多数联系最终是通过学习建立的。

将外部刺激与核心情绪自我(SELF)联系起来的过程，以及各种个人化自我(idiographic
selves)的逐渐出现，肯定不是孤立的认知过程。就个人化自我的出现而言，复杂的认知过程——我们的想象力、计划能力以及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无疑参与其中。但它们总是伴随着对世界的情感评价(affective
valuation)，这使得高级脑系统在心理成熟过程中，能够与各种感知的效用(评价)保持联系，以便促进对未来行动方案的评估，从而增强每个个体的生存能力，并从长远来看，增强物种的生存能力。

神经自我与心理健康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提出两个可能影响心理健康领域的观点。首先，作为人类，我们都有高度发展的个人化自我，因此很难理解以最基本形式体验自我相关处理会是什么感觉。然而，我们认为这可能会让人和动物感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Blakemore
et al., 2000; Blakemore, 2003; Ehrsson et al., 2004; Jeannerod,
2003)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是导致事情发生的主动行为者(Gallagher, 2000;
Gallagher & Frith,
2003)。他们可能获得一种关于自己经历的我属性感(mineness)(van
Gulick,
2004)，并且他们可能将自己的情感价值投射到世界中的物体上。相反，他们也会将有价值的物体内摄到他们的内在生活中。这种拥有感可能让人和动物感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在情感上嵌入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中(Izdebski,
2008; Northoff, 2004; Schore, 1994; Zinken et al., 2008)。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生命早期严重的依恋障碍与大脑皮层和大脑情绪网络之间神经交流线路的衰减有关(Schore,
1994)。这种衰减可能限制大脑皮层适当抑制和调节情绪表达的能力。我们知道大脑皮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抑制情绪性，因为这种强烈的情感唤起可能会破坏更高级认知处理的微妙形式。早期依恋障碍通常会导致成年后的人格障碍，患有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调节他们的情绪。出于这些原因，许多人认为神经连接的缺乏(这些连接本应允许大脑的一个区域有效调节其他区域的活动)可能是人格障碍的原因。简单来说，较高的中线区域调节较低的中线区域；额叶皮层的内侧和外侧区域也以跷跷板的方式工作。也许额叶执行区域和后部感知区域的皮层具有某些相互依赖性，这对于健康和快乐的上层心智发展是必需的。

虽然我们认同这一论点，但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格障碍和相关精神状况的辅助方式。我们注意到，对皮层下中线系统的重大损伤，例如完全破坏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会导致自我相关信息处理的严重减少。遭受这种损伤的人和动物不会有意义地保持意识。然而，对皮层下中线系统、对核心自我(SELF)的更轻微或更微妙的损伤，可能会对人或动物的情感定向感产生有害影响。嵌入到自己世界中的感觉可能会受损，从而削弱成为主动行为者的能力，这种行为者能够对重要的个人经历主张我属性感/拥有感。这些正是人格障碍患者抱怨的心理特征。因此，除了皮层抑制失败之外，皮层下中线系统内的神经失衡也可能导致人格障碍以及许多其他精神问题(Koenigsberg,
2010; Stein, 2009)。

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第二点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皮层以及可能也包括皮层下中线系统具有高度活跃的静息状态，或者通常所说的高度活跃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amoiseaux et al., 2006; Fox and Raichle, 2007; Fransson,
2006; Raichle et al.,
2001)。这种高静息活动可能反映了内部沉思(ruminations)，当一个人专注于外部需求时会减少。因为大脑的这些中线系统介导自我相关处理，我们假设默认模式网络的高唤起不应该被外部认知刺激进一步增加，而只应该被内部产生的情绪材料增加。事实上，这在容易沉思自己问题的抑郁症患者中已被发现(Northoff,
2007)。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脑在高水平情绪唤起期间可能无法轻易整合传入信息，以及为什么认知处理在这种时候会特别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我们都从个人经验中知道，当我们处于情感唤起状态时，我们无法高效思考。然而，上述发现为此提供了一个已确立的大脑机制，允许对潜在的大脑过程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更有趣的是，高静息状态表明自我相关处理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活动。这种持续的自我相关处理可能使我们能够维持一种连续的、在时间上延伸的关联感。这样，正常的高静息状态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生理基线”，它指示着心理健康(Northoff
and Bermpohl, 2004; Northoff et al.,
2006)。因此，更深入地研究这种静息状态如何被各种类型的强烈内部情绪唤醒所调节，以及当一个人以不同方式情绪激动时，这些CMS结构中是否会出现不同的神经动力学模式，将是非常有趣的。如前所述，这些大脑功能在抑郁症中明显过度激活，这可能突出了抑郁症患者具有极端的、负面情感性自我关注，可能通常由GRIEF系统的持续过度激活所引发，从而放大了心理痛苦。我们预期，在情绪激活期间，这种增强的神经活动也会在皮层下中线区域表现出来。

开发更直接的此类心智大脑变化的神经测量方法将非常重要。因为fMRI无法直接监测神经活动，所以拥有大脑激活的直接电信号测量而非血流变化等次级效应也是可取的。唯一适用的技术仍然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种脑成像类型：脑电图，以及最近它的高级版本，脑磁图。当使用位置良好的电极从CMS和SCMS记录这类研究时,我们预期它们将被证明是可以从人脑获得情感特异性神经元特征的最佳大脑区域(Bekkedal
et al., 2011; Northoff et al., 2009)。

总结

对意识感兴趣的哲学家无法逃避考虑自我的本质。例如，尽管笛卡尔在探索意识现象时没有明确谈到自我，但他仍然假设它的存在。他的”我思故我在”宣言只使他有权确认思考的存在，这是一种产生对自己经验的觉知并因此思考世界事件和个人在生命流动中位置的、脱离身体的高级意识形式。但他假设有某种东西，即他的自我，在进行思考(Copleston,
1962b)。因此，笛卡尔含蓄地接受了意识的存在，连同一套连贯稳定的自传体记忆，意味着自我的存在。当然，他并未将其设想为严格的神经生物学过程，而是与宗教概念化的灵魂的非物质方面更相关的过程。因此，他选择在物质和精神领域之间做出明确的界限，将精神(灵性)领域仅保留给人类。这一选择从那时起就损害了心智大脑科学的进步。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关于自我本质的另一种假设，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哺乳动物大脑中如何产生情感。我们假设的核心是断言大脑中的中线系统，它赋予所有哺乳动物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的)核心SELF，可以在与更高信息处理相关的大脑其他区域中支持自我的各种表现(个体性形式)。越来越明显的是，中线系统介导各种自我相关的信息处理(Northoff
et al.,
2006)。我们设想自我最初进化为一个同源的规律性核心SELF，它帮助大脑的其余部分发展出更多的个体性自我形式，特别是在像人类这样高度大脑化的物种中明显的巨大多样性，但在低等哺乳动物中并非不存在(尽管如果动物是基因克隆，多样性会大大减少)。额外的解剖学和实验数据使我们能够假设，初级过程情绪系统在核心SELF的功能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对世界的习得性评价，最终随着更高皮层的参与，导致多样化的个体性自我。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当各种情绪网络被唤醒时，中线系统呈现出不同类型的神经元放电模式时，就会产生情感。

情感系统持续评估外部和内部世界。此外，由于其进化设计特征，原始过程情感总是相对于个体和物种的生存来评估内部和外部世界。因此，产生和调节情绪性的中线系统持续参与对外部信息的自我相关(“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类型)处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再次设想所有哺乳动物如何成为”主动”寻求信息的生物，而不仅仅是”被动”整合信息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将中脑边缘多巴胺网络概念化为参与阐述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行动冲动，而不仅仅是产生诸如”想要”和”激励显著性(incentive
salience)“之类的高阶过程或成为”大脑奖赏或强化系统”，这样做要明智得多的原因之一。寻求概念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量不同的情绪情境中，感觉刺激变得更能吸引接近行为和集中注意力。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工激活寻求系统是”有益的”，但不是在促进愉悦感觉的典型意义上。它促进对世界的热情参与以及对世界的食欲式渴望，特别关注世界上那些预示欣快兴奋或满足和愉悦的刺激。

我们回顾了一系列数据，表明这些支持自我相关情绪处理的中线系统从根本上基于内在的行动-运动过程，而不仅仅是感觉输入到某种认知分析器中(如所有读出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这意味着情绪唤起同时导致情感的产生和行动倾向的产生：肌肉张力的改变、自主反应以及相对刻板的情绪行动冲动，如接近或逃跑、以各种方式进行社交参与或退缩。因此，我们支持双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理论，该理论指出，皮层下中线情绪系统通过一个连贯的整合系统同时产生各种行为、生理和情感性的情绪表现，用于自我(SELF)表征(Panksepp,
2005b, 2009b)。

最后，我们注意到，当清醒的动物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时，中线系统以高静息状态运行。这使我们能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情绪健康的动物和人类通常进行持续的自我相关信息处理，这在抑郁症等疾病中可能变得极端——充满负面情绪和自我厌恶的沉思。通过大脑中情绪系统的存在，最特别的是古老的寻求系统(所有积极社会情绪系统的鼻祖)参与了许多其他情绪反应(例如，由恐惧系统(FEAR
system)促进的”寻求安全”)，动物成为其世界中的主动代理者而不是被动的僵尸。随着更高的心智脑(MindBrain)进化，这意味着用情感性的心灵之眼看世界，用耳朵倾听情绪细微差别，并拥有最大多样性的感受，最强烈的时候是当一个人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具有相似情绪系统的进化相关动物处于各种形式的社会情绪接触中时。人与动物的联结很容易与伴侣动物形成，这强烈基于我们共享进化相关的社会情绪系统这一事实。

大脑中主观性的存在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科学第三人称工具来研究大脑功能。心智不是像田野中的石头那样的中性事物。它有一个观点，一个我性(I-ness)。每一个真正重要的观点都强烈带有情感色彩。要看到脑心智(BrainMind)的真实面貌，我们必须在神经科学术语中越来越有效地处理主观性。当我们对心智进行准确的考古学研究时，我们在心智的基础上发现了情感体验。令人惊讶的是，情感仍然是大脑功能中最不被理解、研究不足和讨论不足的功能之一。情感是大脑处理外部”奖赏”和”惩罚”时所做事情的核心。情感变化可能是”强化”在神经系统中创建学习和记忆的方式。正如第一作者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那样，我们未能以这种方式看待脑心智，对现代生物精神病学的成熟以及对心理治疗如何能够帮助恢复情绪平衡的更好、更连贯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12章

大脑情绪系统与心理生活的情感性质

从动物情感到人类心理治疗学

我们越深入外部宇宙，就越接近我们的起源，回溯到时间的开端。我们越深入无意识的暗物质，就越了解我们的起源和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问题，无论是焦虑、药物成瘾还是性功能障碍。

——Arthur Janov (2007, 第17页)

本章是倒数第二章，目标是整合迄今为止涵盖的各种思路，以便从我们对基本情绪系统日益增长的认识中提炼出一些心理治疗的启示。在这个层面上，需要处理一种尚未与临床思想整合的对脑心的新理解。这里的目标不是给出建议或做出确定性声明，而是探索我们对心智情绪基础的新理解为治疗工作提供的多方面维度——无论是在咨询室的人际动力学中(Siegel
& Solomon, 2012)，还是在生活本身的创伤领域(Belenky, et al.,
1996)。

我的观点是，通过心理、躯体和生理方法直接操控初级过程情绪回路，可以在情感障碍中取得显著的治疗效果。更传统的观点认为，持久的改变只能通过语言的途径来处理情绪动力学——通过三级认知过程的中介来处理个人生活事件。当然，所有心理治疗师都接受这一观点，但也有一些人相信，对于许多情绪疾病，特别是那些源于早期发展问题的疾病，还必须更直接地处理潜在的情绪动力学，有时甚至要在非语言的初级过程层面上工作(例如，Janov,
2007)。虽然所有人都认同心理治疗按照传统概念必须通过人类心智的语言途径进行，但有理由相信，心理治疗学的下一次革命将来自新的神经精神分析视角，以及使用多模式方法更直接地操控情感脑心功能。为了结束这个叙述，最后的”尾声”章节将在历史相关的哲学视角中框定本书的目标。

本书的一个前提是，我们越深入情感基础的深处——我们的内在宇宙——就越接近我们的心智起源。在某个时刻，当我们下降到大脑更古老的深处时，可能除了创造纯粹行为的无意识神经网络什么都没有——生物体四处游走却没有感觉——也许就像起伏的水母随着潮汐漂浮，带着最微弱的前意识形式。也许我们脊髓中的神经网络就是这样：深度无意识的。我们只是不知道，也没有好办法找出答案。但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原始情绪感受的本质——它们产生于与无条件情绪行为和反应相同的脑区。理解这些过程，为进一步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理解情感动力学如何在哺乳动物大脑中产生，可能是精神病学和意识研究以及试图恢复情绪平衡的心理治疗师面临的最重要的科学问题。说得委婉一点，这个领域的历史是混乱的，有许多突出的死胡同，例如詹姆斯-兰格新皮层解读情绪理论(James-Lange
neocortical readout
theory)，它仍然处于许多心理学家理解的前沿，尽管没有持续的批判性研究线来支持它。充其量，它目前应该成为本书讨论的大脑内主要原因背后的一个次要主题。许多其他人相信情绪，确实是情感感受，可以是动态无意识的。也许吧，但这可能只在感受被过度认知活动否认或压抑时才会发生，这是人类心智的常见倾向，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皮层下的情绪动荡。但这些心理压力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渗出，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制造混乱。

对一些心理治疗师来说，根据目前对心智祖先的分析，传统的无意识概念(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入)并非完全”无意识”——它并非完全没有体验，这可能会令人惊讶。真正深度无意识的是大脑的自动学习和记忆过程。弗洛伊德的动态无意识或前意识(他含糊地使用这些术语)据说部分由本书描述的情绪状态构成。但这些状态，当足够强烈时，会被情感性地体验，尽管不是反思性地(认知性地)体验，不仅人类如此，其他许多动物肯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其他哺乳动物确实体验到它们的情绪唤醒——尽管大多数像新生儿一样，可能没有反思性地意识到它们正在拥有这样的体验。这就是证据现在表明的，值得记住的是，弗洛伊德也经常声称情感从来都不是无意识的。处于原始情绪状态中是有感觉的。它们是原始的情感体验——特殊的心理现象状态，一种独特的感质类别，产生于意识心智的根基。


情感状态的发展以及大脑和心智的进化层级

尽管在哺乳动物中发生的强烈原始过程情绪唤起可能永远不会未被体验到——永远不会是无意识的——但学习的次级过程机制，即控制的下一个层级，是深度无意识的。这一点值得重复。据我们所知，学习和记忆反映了神经机制以确定性方式运转，将我们的原始情感与世界事件连接起来。因此，在更高的三级过程脑区——新皮质层，会出现复杂的意识形式——具有非常不同的心智模式(更纯粹的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表征)——不同于皮质下区域的祖先性、原始性的注意、情绪和动机领域，在那里情感状态占主导地位。它们是在没有预先思考的情况下内在地预测未来的进化解决方案，这源于它们对新皮质编程的深远影响。

我们更高级的心智活动是深度认知的，因为新皮质脑区(总是与较低的脑心功能协同工作)从不同的感觉通道构建世界的图像，使我们能够与外部事件保持联系。一个神经科学和遗传学上站得住脚的观点是，新皮质在出生时基本上是白板(tabula
rasa)——一种随机存取存储器类型的空白状态——大多数伴随成熟而来的高度可预测的功能特化是皮质下特化通过表观遗传的发育魔力编织出可预测类型的皮质”模块化”的结果，以及大量文化引导的学习。因此，我们的自传式知识和记忆库出现了，其中大部分是在SEEKING系统的指导和动机影响下形成的。

如果没有清晰的视角了解低级情感心智和高级认知心智如何相互连接(主要在内侧皮质和皮质下基底神经节区域：见[图1.1]、[1.2]和[3.1])，我们就无法清楚地讨论心理装置出现精神病学意义上的问题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开发新的脑心疗法。很可能大多数行为和认知疗法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调节情感并更好地协调认知观点与积极情感。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关于更直接的动态情感疗法潜在效用的丰富讨论，在这种疗法中，个体的情感生活被置于核心位置。

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情感过程皮质下定位的压倒性证据，这已经通过总结的局部脑刺激工作得到了如此戏剧性的展示，以及Damasio及其同事(2000；见[图12.1])的出色脑成像工作。在人类从自己的自传式记忆库中诱发情绪唤起期间看到的所有许多大脑变化中，当人类体验我们所说的RAGE(愤怒)、FEAR(恐惧)、GRIEF(悲伤)和joyfulness(快乐)(PLAY(玩耍)？)时，绝大部分唤起是皮质下的(见[图12.2])。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皮质区域在情绪唤起期间往往会关闭。显然，要理解情感大脑，我们必须理解神经发育的进化分层和整合，当然还有各个控制层级之间广泛的相互交织(我在[第2章]中讨论的嵌套层级，见[图2.1])。

这种对脑心的进化多层次视角对精神疾病及其疗法(神经化学和神经心理学)都有影响。在这里，我将简要探讨这些知识对理解人类情绪问题以及开发旨在帮助重建情绪稳态的新临床干预措施的一些意义，当生活的变迁和脑心的情感失衡对人们变得极其困扰时。

在这样做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动物研究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伴随我们情绪唤起的记忆和思想的短暂流动。但与此同时，对哺乳动物心智的情感神经科学方法在因果层面上告诉我们关于大脑如何实际产生情感感受以及哺乳动物大脑的深度无意识学习和记忆过程如何实际运作的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然而，获取其他动物的高级心智体验仍然是一个科学上无法处理的问题。巨大的多层次脑心互动在我们试图理解精神障碍时产生了大量的复杂性层次——构建清晰的词语图像、精神疾病的概念符号描述以及用于改善人们生活中不受调节的情绪的破坏性的疗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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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当人类在PET扫描期间体验四种基本情绪：悲伤、快乐、愤怒和恐惧时，大脑唤起和抑制的概览(基于Damasio等人，2000)。在这些情绪的每一种中，不同的低级皮质下脑区表现出明显的唤起，而各个皮质区域存在皮质抑制(血流减少)([图12.2]中的定量数据)。由于色码变化在这些黑白版本上难以看到，向上箭头表示皮质下唤起增加，向下箭头表示区域新皮质唤起减少(数据由Antonio
Damasio慷慨分享；彩色图见Panksepp，2011b)。

本章的有限目标是探讨情感神经科学知识与特定心理治疗问题的相关性，同时不时插入到目前为止所阐述的情感心智(emotional
mind)情感观点的概要片段。我还希望强调可能预防和促进未来情绪问题的发展性视角——即积极情感如何成功抵消消极情感。越来越清楚的是，情绪韧性可以通过育儿实践、持续的积极人际关注，以及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各种经过时间考验的(例如精神分析)和新兴的临床干预来提升。当然，早期经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对长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现在神经机制正在被阐明，最显著的是通过临床前(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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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对图12.1中提供的数据的总体总结。显然，当人类体验基本情绪时，皮层下唤醒优于表现出抑制的区域。愤怒显示出最大的新皮层唤醒总体百分比，但每种情绪仍保持一般的不对称模式(数据摘自Damasio等人，2000年)。

因此，情感神经科学对所有心理治疗师和父母都可能具有相当大的用处，特别是那些关注健康儿童发展的人。人们应该理解，儿童天生具有某些情感能力，这些能力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见Sunderland，2006)。这样的知识将促进更好的育儿实践，其中(i)儿童的情感生活成为帮助父母了解婴儿茁壮成长所需条件的核心问题(Narvaez等人，2012;
Worthman等人，2010);(ii)家庭中的积极依恋动力成为帮助儿童茁壮成长的关键(Code，2009;
Hughes，2007);(iii)对我们情感生活的现实愿景，伴随着正念的实现潜力，促进积极的个人转变(Siegel，2007，2010)。

在前11章中，我们概述了情感神经科学中出现的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临床思考。我现在将讨论(i)如何将对初级过程情绪的理解纳入精神疾病的进化动物模型中，(ii)如何理解初级情感过程为精神病学和心理科学提供新的基础，以及(iii)这些新的理解如何为开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针对情感的生物学和心理治疗干预提供新方法的基础。

我将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包括：大脑内产生的原始情感体验与情绪障碍有何关系？这些知识对实现情绪稳态、增强幸福感和对生活持更积极态度有什么意义？当然，对其他动物的情感神经科学研究如何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的情感生活？

有许多新策略等待在临床和临床前(即在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估。我们如何利用对积极情感系统日益增长的知识来对抗以消极情感为特征的障碍(例如抑郁症)？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新方法来使用SEEKING(寻求)和PLAY(游戏)的积极情感来对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消极情感。随着我们可以通过动物的情感发声和本能情绪倾向相当直接地监测它们的情感感受的发现，在开发新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干预方面，动物研究和精神病学实践之间的智力交流可以得到丰富。然而，我们不应低估跨学科整合所面临的挑战。在继续讨论临床问题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阻止临床和基础科学问题关于我们原始情感心智本质更充分相互渗透的困难。简而言之，相关神经科学(从行为到分子)目前需要但没有对脑心(BrainMind)的初级过程情感基础设施的清晰愿景。事实上，出于愚蠢的历史原因，很少讨论动物情感感受及其对精神病学的影响的话题。在心理学中，大多数讨论都在三级过程层面，在那里认知和情绪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导致非常困难、有时混乱的讨论，其中很少有概念有神经科学依据。如果我们尊重控制脑心的分层循环因果影响，首先是自下而上，然后是自上而下，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清晰度(见图2.3)。

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我论证了心智的原始情感基础是深刻的生物性和皮层下的。指导原则是，原始情感源于产生本能情绪行为的大规模神经网络动力学，而非介导认知意识的更高级、与自我相关的感知脑区。原始情绪感受与情绪行动动力学密切相关，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心理体验。由此产生的情感动力学也具有特征性的全身感觉：它们是初级过程的现象-体验状态，主要依赖于大脑内的内脏身体表征（核心自我），产生原始的”情感意识”，其次依赖于自主神经唤醒，这些唤醒可以被更高级的心理装置间接体验。因为这些皮层下动力学——大规模模拟网络功能——是情绪生活的原始源泉，心理治疗师需要清晰地设想这些心理能量的本质，以便在心理治疗中更直接、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人类情绪问题。

分享和讨论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新兴知识，这些系统存在于所有人类大脑中，其本身可能对那些处于情绪困扰中的人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治疗性洞察，他们有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束手无策。仅仅告诉陷入困境的个体，他们看似自由漂浮的情绪困扰是”真实的”，即使带着同理心这样做，也可能仅仅被理解为模糊和缺乏实质的安慰。解释每个人都有一组独立的情绪感受系统，这些系统是所有人共享的独特大脑过程，并且这些系统在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都存在，有着充分而重要的理由，这是可靠的知识。而且，作为一般规则，许多人更愿意在获得同理心安慰的同时，得到建设性的信息。在更高级的心脑中，情感和认知可以富有成效地协同工作。它们也可以发动全面战争。它们是我们意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最终，所有精神障碍都在这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如果改变情感，认知往往会随之改变，特别是在良好的建议下。改变认知也可以奏效，但如果情感不随之改变就不行。认知和情感的相互作用使这变得困难（见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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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人类大脑中新皮层和皮层下唤醒变化的一般模式总结，作为情绪状态激活的函数。总体而言，每当情绪被唤起时，皮层下边缘系统唤醒具有一致性，而新皮层唤醒降低（总结图来自Liotti
& Panksepp,
2004）。右上角插图突出显示了男性大脑在性高潮期间表现出的大脑唤醒示例。实际上所有唤醒都在已知调节基本男性性行为的皮层下区域，如图7.2所总结。（PET扫描由Janniko
Georgiadis及其同事慷慨提供。）右下角插图是人们在以情绪感受心态（左）和认知分析心态（右）观看相同情绪图片时的fMRI数据总结；在情感观看期间，存在中线额叶唤醒和侧向工作记忆抑制，而在以更认知分析的方式观看相同材料时，模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fMRI脑扫描总结由Georg
Northoff慷慨提供）。

情感神经科学与情绪心智的动力学

恕我重复这一点，了解本书描述的七个基本情绪系统产生的初级过程状态，对于情绪障碍临床思考的神经科学和进化基础至关重要。尽管这些系统的大多数细节仍有待探索，但已经建立了一个情感神经科学基础设施，允许基本情绪及其强大的情感指导临床思考。在这里，我将重点关注这些知识对特定情感治疗问题的影响，特别是从发展视角出发。

现在可以设计新的情感平衡疗法（ABT），用于重新平衡”心”而不仅仅是”头”，用隐喻来说——新的ABT的持久目标应该是在个体的原始情感生活中，追求更直接、更精确的有益干预。这显然应该包括认知重构，但通常仅靠这一点不足以最佳地重建情感稳态。简单地说，心理治疗师希望减轻甚至”治愈”心理生活中引起痛苦的不愉快问题。如果出现问题的是近期和特定的生活问题组，并且有明确的认知诱因，那么认知行为咨询是理想的进行方式。另一方面，大多数严重的情绪问题并不仅仅源于近期事件。它们的病因可以追溯到持续的过去压力源和创伤性变故，通常可以追溯到生命早期，如此之早，以至于几乎没有明确的记忆痕迹留存——只有失衡的情绪状态和相关的认知偏见。

这些早期印记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极度紧张的生活经历会使情绪系统变得敏感或迟钝，产生永久性的、表观遗传诱导的高压力反应性和过度的初级过程消极情绪。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对年幼心智来说极度紧张和美好的事件，对成熟的成年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不同年龄的相似压力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关键的成熟期问题，以及每个人的遗传”易感性背景”——原始气质(primal
temperament)。经典的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并没有偏离太远，尽管我们新的情感神经科学人格量表提供了对这些情绪优势和脆弱性更客观的评估（Davis等，2003；Davis
&
Panksepp，2011）。需要为青少年和更年幼的儿童开发类似的测试，因为它们可能对教师和辅导员非常有帮助。例如，年轻人渴望在生活中拥有充足的真实游戏的强烈愿望常常被低估。强烈的愤怒和不切实际的恐惧需要被了解。它们需要被表现出来。它们需要被小心地讨论。

下面，我将重点讨论对初级过程跨哺乳动物情绪系统的理解如何指导我们理解情感体验在精神疾病发生中的作用，以及指导开发新疗法来减轻人类痛苦。但这些问题在优化治疗关系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点。许多研究发现，来访者-治疗师关系的情感质量，而不是采取的具体治疗方法，可能是心理治疗结果中最重要的整体变量（Lambert
&
Barley，2001）。这主要是因为情感协调的治疗师与处于心理痛苦中的来访者分享真正积极的社交情感的需求至关重要。更好地理解我们内在的亲社会情绪也可能有助于阐明心理治疗过程的情感维度如何运作。心理治疗可能是放大的关爱系统(CARE)。有效”治疗联盟”的关键可能在于高阶共情共鸣(empathic
resonances)，其基础可能是我们大脑的关爱回路，它能很好地适应悲伤系统(GRIEF)和游戏系统(PLAY)的细微差别。

这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许多积极情绪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影响。治疗师是否需要找到那些罕见但珍贵的时刻，在那时痛苦可以转化为快乐？人们能否通过简单地增加积极情绪的机会来对抗脑心(BrainMind)中的消极情感？到目前为止，这种策略在动物身上确实有效（Burgdorf等，2011），我们自己的一些最佳想法现在正在临床测试中，这些药物是通过认真对待动物的情绪而开发出来的（Moskal等，2011）。随着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大脑系统，我们可能能够设计出更有效的临床干预措施，让各种积极的社交情绪增强心理资源，并帮助重塑困扰的记忆——在积极情感的慰藉中重新巩固(reconsolidate)心理痛苦。

从理解进化赋予我们促进生存的情绪工具中，可能会产生各种新的治疗见解。情绪障碍总是与一个或多个基本情绪系统联系在一起。显然，消极情绪（愤怒系统RAGE、恐惧系统FEAR、悲伤系统GRIEF和枯竭的寻求系统SEEKING资源）在精神问题中很常见。过度的积极情绪也可能导致问题，在构建新的治疗方法方面同样重要。尽管目前关于情绪原型与精神问题关系的证据是推论性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临床意义的简要概述，直截了当地陈述，没有广泛分析，针对本书中描述的每个系统。在这个叙述中不可能保持任何水晶般的清晰度，因为对于关键问题没有普遍接受的科学术语，而且所有系统都相互作用，并与更高级的脑心功能相互作用。因此，关于潜在功能细节的许多内容仍有待科学记录。实际上，整个章节都是作为思考的素材提供的：


1. 寻求系统

寻求(SEEKING)冲动参与所有情绪唤起，激发并引导我们寻找资源。这个系统与高级脑功能一起,为人类寻求自我认同和生命意义的毕生发展提供能量。这个系统过度和失衡的唤起可能促进各种成瘾行为,并导致妄想性思维和偏执倾向——一种”过度”状态,这通常是躁狂症的特征。当被唤起时,以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它可以促进创造力;而当过度时,则会导致明显的精神分裂症和自大狂。当这个系统耗尽资源时,就会出现快感缺失和抑郁。调动和积极利用这种心理能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帮助缓解抑郁。因此,这个系统在许多积极和消极的心理结果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促进与世界的成长性互动;从消极方面来说,当过度活跃时,它会促进成瘾、强迫症、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而当系统长期失调或活动不足时,则会导致空虚、疲惫的抑郁。例如,抑郁症的部分心理迟缓是由于抑制寻求(SEEKING)驱动而产生的过量强啡肽诱导的烦躁不安。相比之下,阿片类药物或内源性阿片肽的轻度刺激可以温和地刺激这个系统,产生愉悦和满足的感觉,并抑制各种负面情绪。因此,能够拮抗强啡肽同时促进μ阿片活性的新药,如丁丙诺啡,应该是非常有效的抗抑郁药,特别是当精神痛苦突出时(Watt
& Panksepp, 2009; Panksepp & Watt, 2011;参见第9章)。


2. 愤怒系统

当群体或个人试图限制他人的愿望和抱负时,愤怒(RAGE)在社会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个系统持续唤起会导致慢性易怒和爆发性攻击障碍。当个人与更大的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信念和目标发生碰撞时,愤怒也是人类互动中日常挫折的一部分,甚至会促进精神分裂妄想。愤怒(RAGE)像所有其他情绪一样,需要寻求(SEEKING)系统的参与。精神病性愤怒是最难治疗的情绪问题之一。与所有形式的破坏性愤怒一样,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雄性造成的破坏最大,鬣狗可能是例外(因为雌性通常有更多睾酮)。在人类中,几乎所有大规模谋杀都是由男性实施的。由于P物质是动物模型中防御性愤怒(RAGE)的明确促进剂,药理学阻断这个系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抗愤怒药物,特别是如果同时减少患者社会环境中引发愤怒(RAGE)的挫折。


3. 恐惧系统

恐惧(FEAR)(及其产生的各种焦虑)是许多人永恒的伴侣。这个系统通过学习促进特定恐惧症,当潜在的大脑基质变得长期敏化时,则促进广泛性焦虑障碍。这个系统旨在对抗捕食——一种防御伤害和过早死亡的机制(可能像愤怒(RAGE)一样,因此导致了历史上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混淆)。文明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建立了针对此类事件的安全网(从警察部队、军队到医疗保健系统)。然而,现在随着某些国家对个性和自由主义独立性的推动,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型、非致命性认知掠夺性行为,这些行为撕裂了社会结构,侵蚀了支撑人们生活的安全基础。因此,恐惧(FEAR)再次上升,那些试图从中获利的人群也在增加。临床焦虑不仅在面临日益艰难日常生活不安全感的人群中大量存在,而且在那些经历过人类生活中最强烈创伤的人中也大量存在。不幸的是,多年来在我们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直是一个增长的行业。我们对学习和记忆的神经机制的理解现在正在为直接药理学干预这些过程开辟道路,有可能加速心理治疗的进程。目前,心理治疗的效果可以通过认知促进剂如D-环丝氨酸来促进,它实际上加速了治疗性再学习,如暴露疗法。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进行了成功的人体试验,使用D-环丝氨酸来促进焦虑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心理治疗(Ganasen
et al., 2010; Heresco-Levy et al., 2002; Hofmann et al.,
2006)。动物模型的研究也表明,可以通过药理学方法抵消恐惧或创伤性记忆,使它们在心理上不那么令人困扰(Adamec
& Young, 2000; Adamec et al., 2005)。


	欲望(LUST)是年轻成年人和青春期少年常见的情感”伴侣”，它在人际关系中既可以是积极力量，也可以是消极力量。这个系统不受调节的唤醒可能参与各种反社会行为，从不受欢迎的性骚扰到对欲望对象的掠夺性追求和跟踪。伴随欲望(LUST)而来的持续寻求(SEEKING)行动冲动也应被认识到对支配关系和决定谁的意志在社会互动中占上风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青春期和成年期社会-性行为的质量可能由早期社交游戏关系的质量塑造。挑战在于以优化健康和幸福结果的方式管理这些能量，而不是让它们成为生活挫折的主要来源。在撰写本章时，新闻报道了一位中年计算机程序员，他极度孤独，因社会-性失败而充满欲望的愤怒，在匹兹堡郊区的一家健身俱乐部谋杀了三名女性并射伤其他九人后自杀。在一次针对女性的精心策划因而是蓄意的暴力行为中，他发泄了二十年来无法吸引女性性伴侣的挫败感。也许这个迷失的灵魂小时候很少参与社交游戏，没有学会如何以有趣、友好和非威胁性的方式接近他人。欲望(LUST)和积极的寻求(SEEKING)的演化能为关爱(CARE)和游戏(PLAY)的演化提供一个初级加工平台，从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来看很难相信。然而，每种原始情绪都有助于产生独特的高阶人格结构，这些结构并非情绪原型所固有的，凸显了学习和文化在每种情绪如何表现中的重要性。


	关爱(CARE)是大自然母亲的伟大馈赠，有助于促进终生的韧性(resilience)，并增加终生幸福的可能性。没有关爱(CARE)，人类无法在人际关系中茁壮成长。当这种动机缺乏时，反社会和精神病态倾向可能会滋长。没有关爱(CARE)，心理治疗几乎注定会失败。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催产素(oxytocin)在所有社会情绪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最佳治疗环境可能需要募集这些神经化学物质。促进大脑中阿片类物质活性可以迅速缓解许多最严重的抑郁症形式(Bodkin等人，1995)。相当多的抑郁症可能是由大脑中愉悦化学物质减少引起的(Watt
& Panksepp,
2009)。当高级脑心(BrainMind)区域被亲社会关切和观点塑造时，关爱(CARE)无疑在共情(empathy)的出现中占据重要地位。


	悲伤(GRIEF)发出社会需求信号。那些得不到足够关爱的人将在当下和日后遭受更高的悲伤(GRIEF)和心理痛苦——他们的生活更可能充满分离痛苦，导致长期的不安全感、悲伤感和无法体验快乐。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社交焦虑障碍的慢性不安全感可能源于这种过于常见的负面情感。悲伤(GRIEF)系统的过度活跃可以促进从抑郁症到社交恐惧症和惊恐发作等一系列其他精神问题；该系统的长期活跃不足可能促进适应不良的依恋风格以及自闭症和精神病态的冷漠。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促进悲伤和哀痛的感觉，这些感觉可能变成慢性心理痛苦(Panksepp,
2011a)。许多常见形式的抑郁症是由这些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脑心(BrainMind)内绝望引发的神经化学级联反应所促发的(Watt
& Panksepp,
2009)。如前所述，安全的阿片类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在治疗对常规抗抑郁药反应不佳的抑郁症方面利用不足。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药物只有在伴随改善的社会依恋，包括与心理治疗师的临时依恋(他们的任务包括促进对生活肯定性社会可能性的新的现实世界观点)时，才会产生最佳的长期治疗效果。


	PLAY（玩耍）网络可能为我们提供了进化上最新的基本过程情绪冲动：创造性且愉快地参与他人心智世界的冲动，建立友谊并通过热切的友好竞争（伴随着反复的、充分平衡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输有赢）来学习。当这一过程在充分接纳的情况下进行时，往往伴随着欣快的积极情感，让人在社会秩序中感受到安全的归属感。令人遗憾的是，幼儿这种天性活泼的行为常常被父母和其他成年人视为问题，这可能导致在儿童冲动行为最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被诊断为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另一个阶段被诊断为躁狂症。但PLAY对于社交技能的发展也是一种福祉。像所有基本情绪一样，PLAY是一个特别丰富的经验期待过程，它激发了大量的学习，最终与GRIEF（悲伤）、CARE（关爱）和LUST（欲望）等社会情绪一起，成为世界上许多艺术创作的驱动力。在最理想的状态下，PLAY充满了生命中最伟大的快乐之一：笑的能力，这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情感馈赠之一。而且这种福祉并非人类独有。即使是老鼠在彼此玩耍或被人类好玩的手挠痒痒时，也会发出一种快乐的类似笑声的声音，这会产生可测量的大脑益处（Burgdorf等人，2010；Wöhr等人，2009；Yamamuro等人，2010）。基本过程的社交快乐可以通过敏锐的乐趣感和幽默感，被塑造成独特的治疗干预措施，这可能可以抵消诸如压抑的RAGE（愤怒）等慢性负面情感，而且通过卓越的临床技能，甚至可能平息深刻的FEAR（恐惧）和GRIEF的挫败性影响。也许玩耍性的快乐在心理治疗中被大大低估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可以作为幼儿的日常心理补品，帮助减少我们文化中不断增长的ADHD诊断/发病率。我们对这一情绪系统日益增长的理解应该在讨论各种情绪问题（包括抑郁症）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促进PLAY冲动应该成为未来治疗干预的关键目标。




总之，这些系统需要在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中加以考虑，这里只是简要提及，而对它们的详细神经科学理解可能对开发新的精神病学系统学和更加特定的脑-心智药物至关重要。它们都通过一个祖先的核心自我结构汇聚成一个协调一致的身体动作和情感可能性的交响乐，这一结构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同源共享。在更高的脑区域，这种统一性可能会丧失，因为各种独特的第三过程自我被产生，为分离性身份（或多重人格）障碍提供了神经基础。

我们必须记住，在心智的基础上，所有这些系统都是能动的、行动网络。情绪困扰的人应该被允许在适当的时刻释放他们的能量，治疗师应该接受训练，以识别何时情绪是真实的，以及如何通过理解人类情感的深度，帮助将负面情感转化为正面情感。

虽然心理治疗显然必须继续现实地处理对个体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多层次的认识，但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时代，对心智-大脑的规律性（普遍性）部分的理解——基于证据的哺乳动物大脑基本过程情感观点——可以提供对所有人类共享的心智-大脑普遍情感-情绪基础的理解。反过来，这一知识应该为新的以情感为导向的疗法提供科学基础，这些疗法同时考虑身体、心智和大脑的互动动力学。未来几代心理治疗师将通过在所有这些层面发展技能和理解而受益良多。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深入探讨这些知识的含义，不仅涉及我们对积极情绪生活基础的理解，还涉及促进心理治疗康复和肯定生命的文化倡议。对积极情绪的理解是”美好生活”意义的核心（Sheldon等人，2011）。随着我们对大脑情感过程的神经化学编码了解得越来越多，必然会出现治疗过度愤怒、焦虑、抑郁、恐惧症和创伤，甚至可能是精神病性妄想的新想法（Panksepp
& Harro, 2004; Watt & Panksepp,
2009）。我不声称拥有心理治疗专业知识，但我觉得有责任探讨深思熟虑的神经科学可以为治疗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我鼓励临床医生进一步发展这些想法。

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且高度可重复的再发现之一，是早期童年经历对未来心理健康的非常强大的影响（Heim等人，2010）。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太多，无法在此总结，但它们的范围从诸如早产和药物暴露等物理风险因素（例如，Johnson等人，2010；Stone等人，2010）到母婴和儿童关系的质量（Fearon等人，2010；Lahey等人，2008）。受虐待的儿童可能会发展出慢性愤怒和各种心身症状。但就像在老鼠身上一样，充足的母爱关注会促进韧性，并在儿童成长为成年人时产生更好调节的压力反应（Lester等人，2007；Propper等人，2008）。

关于是否可以仅通过处理当前生活环境来”治愈”此类患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更直接地处理过去的情感创伤(emotional
traumas)是至关重要的。例如，Art
Janov(2007)的观点是，有方法可以引导经历早期情感创伤的人回到其内隐创伤记忆(implicit
traumatic
memories)的源头。他认为，在适当的支持性和理解性治疗情境中，特殊的重新体验技术可以永久性地改善那些持久的大脑变化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新型ABT的例子，但它仍有待在标准化治疗试验中得到充分验证。

其他新策略的发展潜力巨大，包括心理-行为策略以及躯体和神经药理学联合干预。这些方法的发展可以部分地受到我们对古老的初级加工情绪系统(primary-process
emotional
systems)所学知识的指导。我现在将考虑这些知识如何对新疗法的发展产生有用的影响，以及对精神病学分类(psychiatric
taxonomy)演变的影响，例如直接基于潜在内表型(endophenotypic)情绪问题的精神病综合征编码(Panksepp,
2006a)。

情绪内表型与精神病学中的综合征思维

对动物大脑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以神经科学细节聚焦于初级加工或核心情感问题——这在人类研究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使用现代脑成像技术(该技术更适合研究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高级认知区域)。动物研究使我们能够深入情感核心。跨物种临床前研究使我们能够对情绪疾病的本质和心理健康的情感必需条件形成越来越连贯的理解。目前,我们主要依赖试图根据一般症状(即DSM型”综合征”)对精神疾病进行分类的描述。让我们简要考虑一下精神病学主要手册中编码的这些现有诊断类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布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各个连续版本。当前的精神病学诊断基于由Eugen
Bleuler、Sigmund Freud和Emil Kraepelin等先驱传承给我们的概念。

这些概念性精神病综合征从未基于对大脑或其情绪系统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过时的概念从DSM-I到DSM-IV造成了越来越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许多人担心当前DSM-V的构建不会免受这些缺陷的影响(Hyman,
2007)。如果我们能用对心智中真实的与精神病学相关实体(例如,情绪大脑的各种内表型)的更好认识来替代(或至少补充)旧的概念结构,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内表型是可以在神经科学水平上研究的大脑功能的自然方面;例如,研究人员可以检查像眨眼、瞳孔扩张或收缩以及惊吓反射这样简单的反应(Gottesman
& Gould,
2003)。我们知道,巨大的噪音总是会使人和动物受到惊吓。然而,当第二次暴露于相同的噪音时,惊吓反应就不那么明显了。这种现象,当使用温和的听觉刺激来让动物为更大的声音做准备时进行研究时,被称为”前脉冲抑制(pre-pulse
inhibition)“,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往往减弱或缺失。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准备性、调节性反应是由大脑内连贯的、可分析的回路(特别是基底神经节)控制的,尽管我们对精神病学综合征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因为那些是由人类洞察力和创造力创建的概念。

通过情感神经科学,内表型思维(几乎被普遍认可为精神病学科学的一种重要新方法)可以包括初级加工情绪领域。大脑的自然情绪网络可能提供最相关的内表型,因为它们深入精神病学问题的情感核心。沿着这些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有助于我们切开由以往时代曾经革命性的综合征思维所产生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Panksepp, 2006a)。

当前的问题最好通过最普遍的精神疾病来说明,包括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正如《生物精神病学教科书》引言中所指出的(Panksepp,
2004,
第18页):“DSM-II只有8种”(情绪障碍)类型,“但到了DSM-III(修订版)就有97种,根据Paul
McHugh(2001)的说法,如果考虑DSM-IV中的所有子类别和详细说明,可以分类出2665种亚型。”这种复杂性源于MindBrain组织的更高层次,这些层次在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放大诊断细节并不能为可靠的大脑研究或治疗实践提供任何清晰的联系,许多人已经开始渴望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类和处理精神问题。围绕情绪内表型(endophenotype)建立诊断分类的可能性只是其中之一,但目前是精神病学未来最可靠、最具科学依据的愿景。目前其他流行的方法包括基于遗传学基础的方法,但这些联系尚未产生太多清晰度——只有易感因素,以及许多意义不明的”联系”。无论如何,从业者应该清楚地设想哺乳动物大脑的自然原始情绪系统,并且至少部分地从这些角度来概念化人类情绪问题。

这可以导致新型的精神病学系统分类以及实验性心理治疗的新思路(已经提到了一些,稍后还会提到更多)。但要实现这样的进展,我们还必须开发具有明确精神病学相关性的临床前(动物)研究新方法,关注可以进行实证评估的原始情感的多样性。跨物种的进化视角在这些追求中将是非常宝贵的。例如,贯穿本书的一个整合性观点是,悲伤系统(GRIEF)和寻求系统(SEEKING)的失衡可能是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Watt
& Panksepp, 2009; Panksepp & Watt,
2011)。悲伤系统促进了抑郁症特有的心理痛苦。当寻求能量减少时,就像在所有持续的负面情绪状态下似乎会发生的那样,就会出现慢性烦躁不安以及深度心理疲劳和空虚,这可能反映了对寻求冲动的主动抑制,或者只是这些充满活力的欣快资源的耗竭。

提出这些思路是因为它们允许对精神障碍的临床前建模采用全新的方法。例如,在抑郁症建模中,我们可能不再需要对动物施加大规模的负面压力源,例如常用的社会失败的持续压力、连续可变压力或重复的不可预测压力源。相反,我们目前已经了解到足以尝试诱导特定潜在情绪网络的失衡(Wright
& Panksepp,
2011)。同样,我们可以更明智地投资于通过监测对系统性应用刺激(如挠痒程序)的情感性声音反应来直接测量内在情感状态,这些刺激探测相关积极情感系统的状态(例如,大鼠的快乐50-kHz超声波),同时还监测相关的负面情感反应(例如,痛苦的22-kHz”抱怨”),这些反应可以通过向大鼠颈后吹一口气来轻柔地诱导,而不是使用非常笼统和非特异性的抑郁情感测量方法,例如在强迫游泳任务中测量绝望(放弃),或者小鼠被尾巴悬挂时挣扎的减少等。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目前我们有大量的精神障碍动物模型,却没有对其大脑内的情感过程进行认真的讨论或评估。这无疑正在减缓我们对许多与人类精神病学关切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的理解进展。我们可以通过更认真地对待初级过程情感回路来做得更好。

动物模型、精神病学科学和诊断的未来

基础情感神经科学、精神病学诊断和临床实践的连贯融合才刚刚开始。尽管对新的综合充满热情,但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坚实桥梁仍有待建立。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临床前研究仍然固守于行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可测量的行为和身体化学物质很重要,但情绪感受并不重要。

精神病学研究的行为方法将视觉上明确的症状(例如,强迫游泳测试中的持续不动)视为终点,即精神疾病的主要指标。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前所长Steven
Hyman(2007)特别批评用于模拟人类精神综合征的现有动物模型的不足。但他没有注意到,它们可能”不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基础神经科学模型的研究人员很少使用情感概念来指导他们的思考。由于令人不安和失衡的情感体验是许多精神疾病的触发因素,因此更明确地认识产生情感的哺乳动物大脑系统应该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研究情感变化,那么我们的动物模型可能会为精神疾病的主要调节者和来源的大脑系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更好的见解。

对于更好的模型，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通过使用神经行为学方法——自然情绪行为的神经学——来描述其他动物无条件的原始过程情绪性的大脑解剖结构、生理学和神经化学特征，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来理解人类和动物心智的情绪失衡。通过直接操纵特定的情绪回路，人们有可能剖析对长期心理健康结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理解的沟壑之所以没有被更积极地开拓，原因之一是动物的情绪感受被那些最有能力在这些至关重要的主题上做实质性工作的科学家们边缘化了。也许再次考虑相关的真理图表（图1.5）可能有助于阐明我们目前在思考其他哺乳动物的原始情感感受时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都强烈地感受到原始过程的情感状态，但目前，在临床前模型中描述这些情感系统的工作相对较少。


迈向控制层次的整合：情感治疗视角

在人类中，伴随情绪唤醒的情感充沛的思想在情绪唤醒消退后很快变得无意识并不罕见。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情绪强烈时在心智的高级区域搅动起来的反思性想法，一旦情感风暴过去，可以迅速变得认知上无意识，通常保持休眠状态，直到原始情感再次被唤起。一旦激情消退，就很难将与情绪唤醒相关的想法和意象流明确地带回现象经验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治疗环境中重建原始情感可以成为改变的快速途径。因为情感激发和引导认知装置，临床医生可以直接处理随之涌现的相关想法和沉思，使治疗师能够直接理解行动中的适应不良情绪模式，这为重塑它们对每个患者心智装置的影响力提供了理想时刻。

在这样可行的时刻，可以应用新的治疗干预措施，使临床医生能够通过我们对记忆”再巩固”的新兴理解来”软化”过去经历的痛苦边缘（见第六章）。当记忆被检索时，它们可以被修改、重新处理，并希望以不那么令人不安的形式再次存储。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如果在情绪危机时刻能够唤起对抗性的积极情绪，那么麻烦记忆的长期影响可能会减少。

然而，在继续之前，让我们简要承认该领域遵循类似路径的一些历史线索。已经提到的阿瑟·贾诺夫的原始疗法（不是流行情景喜剧神话中的”原始尖叫疗法”），以及莱斯利·格林伯格及其同事更为保守但高度有效且以情绪为导向的过程-体验方法（见Elliott等，2004），还有哈比卜·达万卢（2005）和大卫·马兰（1979，1999）等人的短期体验动力疗法，其主要目标是让人们足够强烈地体验他们的”真实感受”，以实现持续的修正。

越来越清楚的是，动态情绪聚焦方法在促进持久治疗改变方面通常非常有效（Abbass等，2006），通常比对高级心智功能的认知行为重新解释和重构产生更持久的结果。情感体验方法通常基于这样的观点：麻烦的情绪可以比认知激发相关感受更快地激发相关思想，这可以有益地使用，至少在支持性治疗环境中。情绪事件的强烈再体验开辟了新的治疗可能性，因为它为治疗师提供了情感上的”亲密”，特别是在安全的治疗联盟中，这对治疗改变是最佳的。通过用情感积极的视角重新框架，可以减少情感上麻烦的记忆的影响。

以情绪为导向的疗法似乎非常有效，因为它们立即处理相关的原始情感——从而从心智的高级区域带来最相关的联想认知材料。临床医生听到这样的话并不罕见：“我母亲总是对我要求太多，对待我好像我永远不够好”；“我比其他孩子小，我今天仍然感到被贬低和不安全”；“我一生都在与此抗争，我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从这些临床故事线中可能出现的人格形象很容易辨认：怨恨地履行义务的孝顺孩子；忙碌、自我怀疑的成就过度者；悲伤、沮丧、自我破坏的无用之人。当然，这些原型故事线几乎与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样熟悉。它们反映的情感对长期情绪健康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们触及人们心智生活的失衡情感基础。但这正是治疗工作需要应用的地方，希望能够修改那些使消极存在状态成为习惯的持续且情感强大的学习模式。


情感平衡疗法

幸运的是，情感问题目前正处于科学化治疗思维的最前沿。当前，心理治疗中一些最有趣的讨论正从新的跨学科前沿领域涌现：（i）发展社会神经科学（Schore,
2003a, 2003b; Siegel, 2010; Stern,
2004）；（ii）新兴的神经精神分析学（neuropsychoanalysis）（Solms &
Turnbull, 2002）；（iii）人类和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Davidson, 2004;
Panksepp,
1998a）；以及（iv）关于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过程的前瞻性视角（Porges,
2009a）。这些方法最终开始认真应对人类心智的情感本质，有时也涉及哺乳动物大脑的深层情感本质。

Dan Siegel在Louis
Cozolino（2002）对人类心智的临床和神经科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前言中说得很好：他说，临床医生”沉浸在前来寻求帮助以改善感受的个体的故事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治疗中持久的改变都是人类心智改变的结果……这涉及大脑功能的变化。心智在治疗过程中究竟如何改变，这是神经科学与心理治疗综合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难题。“也许这个难题中最关键的神经科学部分是情感感受如何从大脑中产生，以及慢性情感感受如何改变。提供对这一知识的介绍一直是本书的目标。

心理治疗师对情感的神经本质、它们在行为中的体现以及它们如何与认知过程互动的兴趣日益增长。人们热切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情感状态来重塑困境中人们的情感幸福感（例如，Fosha等，2009a）。尽管心理治疗传统上更多地寻求处理个体生活情感迷宫的认知方面，但少数革新者正在将讨论转向关键的情感问题（例如，Fosha,
2000; Greenberg, 2002; Greenberg & Watson, 2005; Hughes, 2006, 2007;
Ogden等，2006; Schore, 1994, 2003a, 2003b; Siegel, 2007, 2010; Stern,
2004）。

早期社会依恋不安全的作用是脱轨情感生活中一个特别突出的因素（Heim等，2010）。因此，一些革命性的治疗师渴望找回已铭刻在发育中的神经矩阵中的早期内隐情感”记忆”，这些记忆控制着婴儿的原始心智状态，并通过使用非语言形式的”原始疗愈”直接处理它们，以修复延续到成年期的残留心理”创伤”（Janov,
2007）。这些直接处理最早期童年创伤的尝试——反映在敏化和脱敏的情感系统中——正在寻求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消除强烈体验情感的内隐残留。许多患者在被鼓励重新体验这些早期创伤时报告了显著的益处。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治疗模型与我们对哺乳动物大脑古老、普遍的情感原则的新兴理解相结合。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在治疗性关爱（CARE），甚至是玩耍（PLAY）的背景下，过去创伤性经历的”再巩固”这一想法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掌握初级过程情感的神经动力学，我们可以设想目前处于地平线上的新型情感基础疗法（ABT）变体。我们或许甚至应该考虑长期被忽视的想法，比如简单地尝试用积极情感的疗愈力量来对抗消极情感。可能的例子包括不仅旨在直接快速触及个体情感生活的情感导向疗法，还利用各种身体疗法，使用身体-大脑-身体连续体的特性来快速将情绪转向积极情感。每种情感都有这样的联系。当患者的情感行动装置已经僵硬地”冻结”在消极情感状态时，治疗师最初鼓励那些允许心智、大脑和身体转换到不同情感状态的动作和身体重新定位类型，难道不明智吗？希望转向更灵活的积极感受，在那里可以考虑不同的情感视角。例如，玩耍式互动，以及直接的身体工作，有时是否会比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互动产生更快的进展（Ogden等，2006）？我们是否需要考虑脑心（BrainMind）组织的所有层面，从初级到三级，以实现最佳治疗进展？如果进化上更古老的情感过程指导着高级心智装置如何运作（[图2.3]），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我们需要同时思考身体和大脑、身体和心智，以最有效地处理情感问题。

如今，研究人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理解支撑精神病理学的神经情感失衡和障碍，以及心理治疗带来的心智大脑（MindBrain）变化越来越感兴趣；这些过程可以通过当代脑成像和其他神经科学技术来呈现。由于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已有充分讨论（例如，Cozolino,
2002, 2010; Doidge,
2007），我在本章的主要目标是关注我们对情感感受如何在大脑中产生以及记忆如何巩固以促进临床干预进一步发展的新兴理解。

尽管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时代，大多数深思熟虑的研究者都认同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的生物学和情感基础的信念(Freud,
1937/1968,
p. 357)，但本书中设想的那种相当直接的情感性脑心(BrainMind)动力学仍有待广泛整合到治疗思维中。这部分是由于历史障碍，其中一些已经讨论过。但还有许多其他障碍。事实上，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分析元心理学，也许被过多的概念包袱”丰富”了(例如，俄狄浦斯情结、阴茎嫉妒)，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它是从有限的、受文化束缚的临床观察中创造性地构建出来的，导致了不太有利的历史轨迹。多年来，许多问题源于理论创造力的过度，伴随着对大脑和心智的进化层次缺乏扎实的理解。

由此产生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无法完全解开,但我们可以思考情感神经科学知识如何作为未来临床思维的新的、有望坚实的基础。主要教训是，不同个体之间的情绪在初级过程层面最为相似;它们通过学习和记忆在个体中变得多样化。而在三级过程层面，它们的差异将最大。精准的药物治疗可能在初级层面最有用，特别是因为这也可以对所有更高层面产生强大影响。行为治疗方法将在二级过程层面发挥最佳效果，而认知方法可能在思想和沉思层面非常有效，有效的程序具有一直向下的有益调节作用。新的动态情感平衡方法可以有效地处理整个包裹。

大脑和心理治疗中的意识和无意识过程：正确看待问题

尽管哺乳动物大脑的初级过程情绪网络的唤醒被人类和其他动物强烈体验，但特别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脑心(BrainMind)的二级过程，即学习、记忆和习惯形成的基本形式，是最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心理学过去的许多怪异和错误观点可能会得到纠正。例如，“自由意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虚构，尽管如今太多科学家准备这样宣称。自由意志是一种更高的三级神经认知功能，我们经常使用它(当我们情绪不太激动时非常有效)来规划未来的行动。这在Ryan和Deci(2006)发展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概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我们无法轻易地将自己从通过在脑心(MindBrain)组织的初级和二级层面巩固不适应性情感模式而产生的潜在情绪混乱中解脱出来。在情绪处理的初级过程层面，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受控认知”。由我们野性动物激情在发展过程中塑造的自动二级过程学习和记忆功能也不表现出自由意志。这只能从精心雕琢的、深刻的自我反思性的认知态度中出现。

我们原始的情感需求和身体动机在我们知道之前——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塑造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在认知上产生没有我们”个人”同意的最终结果。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情绪的原始的、情感性的现象体验和我们对情绪的认知反思性意识是非常不同类型的心理过程。对于快速的治疗改变，也许通常情感体验本身需要成为起点。但情感体验一直是神经科学的最大问题之一，很少被谈论，因此抵制实证理解……事实上，甚至抵制进行有力的科学分析的尝试。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介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理解基本情绪的曲折道路：我们继承的生活工具

为什么对情感产生机制的详细神经科学理解出现得如此缓慢？部分原因是它只能从那种在人类中完全不可能进行但在动物模型中越来越可行的详细大脑研究中产生。由于传统上反对在分析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神经控制的科学分析中使用初级过程心理构念的保守偏见，进展进一步延迟。因此，基本情绪网络及其产生的情感性感受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这些感受通常继续被那些最适合揭示其神经基础设施的人(即行为神经科学家)所忽视，因此在现代生物精神病学讨论中不像它们需要的那样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对学习和记忆感兴趣的研究者如此有效地使用经典恐惧条件反射作为主要方法（见[第5章]），却尚未明确承认他们研究的动物大脑中存在无条件恐惧系统，这是令人遗憾的(Panksepp
et al.,
2011)。杏仁核产生情绪行为和相关的自主反应，但它们通常被描述为动物的无意识运动”输出”(Davis
et al., 1995, 2010; LeDoux,
1996)，而不是产生情感的情绪系统。这种短视阻止了那些对恐惧学习感兴趣的人设想”无条件恐惧反应”——即恐惧系统的唤起——可能对恐惧学习的产生至关重要（见[第6章]）。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回路也是控制焦虑感受的位置，我们就能设想记忆如何变得令人恐惧。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开始积极考虑各种积极情感回路如何抵消这种心理消极性，有望产生让麻烦记忆在更可接受的情感框架中重新巩固的方法。

为了实现新的治疗进展，我们需要理解无条件恐惧系统的持续唤起如何对慢性焦虑障碍的产生起到关键作用(Panksepp,
1990b; Panksepp et al.,
2011)。新的焦虑治疗应该旨在抑制这个系统的心理影响，无论是通过药物脱敏恐惧系统，还是通过心理治疗来化解可怕的记忆。目前可以通过直接药物降低恐惧系统的可唤起性来实现这一点，例如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使用唤醒（如大脑去甲肾上腺素）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这些药物可以减少通常唤起这个系统的麻烦记忆的影响，并可能让心理治疗增强对抗性积极情感系统的”力量”。在考虑这些选择时，始终重要的是牢记脑心智进化中的控制层次：恐惧系统促进充满焦虑的记忆，导致令人不安的想法，这些想法因人而异。然而，源于原始恐惧系统的习得性焦虑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必然非常相似。

由于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进步，现在很清楚动物模型可以促进对许多仍然控制人类生活的古老情感原则的准确考古。因此，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帮助阐明了许多主观体验的原始情绪感受，这些感受是进化提供的鞭子和胡萝卜——我们无穷复杂的认知能力的情感纽带和指引。最终，许多动物和人类的学习都与某些行动方式如何让有机体感受密切相关。因此，损害心理健康的消极情感纽带需要用能促进幸福的积极情感指引来对抗：这些可以包括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维（由我们的寻求系统促进）到伦理和道德决策（由我们所有的亲社会情绪——关爱、悲伤和玩耍促进）。如果我们理解这些感受的神经生物学本质，以及它们如何控制学习，我们可能就有了关于人类心智体验积极情绪意味着什么的坚实神经科学基础的开端，从而通过明确的、情感上有益的临床干预来更好地对抗情绪障碍。现代脑成像将有助于这些努力（例如，概述见Cozolino,
2010; Northoff,
2011）。但同时，我们应该对这些技术的解剖学和功能限制持现实态度。

情感神经科学、生物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

在我们当前的脑成像时代，情绪脑的古老区域受到的关注少于新皮质功能，部分原因是这些技术对大型、高放电神经系统更敏感。结果是专注于情绪过程的认知调节。相对较小、缓慢放电的神经元脑区（其中释放的化学物质比动作电位的频率更重要）不容易被这些技术可视化。然而，这些神经生理学上”迟缓”的低级脑区对我们的情绪生活具有决定性重要性。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基本情绪系统的皮质下定位已经被以下事实戏剧性地证实：研究者可以在各种”简单”实验动物出生时手术切除所有新皮质，就基本情绪能量而言，这些受试者成长为看似正常的生物。它们表现出探索冲动和寻求行为、恐惧、愤怒、性欲、母性关爱和玩耍。最后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因为身体玩耍是一种动态灵活的行为。在没有新皮质出生的人类儿童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Shewmon
et al., 1999; 见[图13.2])。

当成年人遭受类似的脑损伤时，功能障碍会严重得多，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一旦原始冲动在成熟的新皮质区域内被认知性地重新表征(cognitively
rerepresented)，人类和其他动物就会越来越依赖那些更高级的、发育程序化的”软件”功能。一旦开始依赖这些精良的新皮质认知工具来实现更高形式的意识，就无法有效地回到更简单的存在方式。新皮质是否具有任何基于进化的情感功能，而非依赖学习的发育，目前尚未解决。它确实可以产生大量的情绪性思维和行为。然而，情绪性情感(emotional
affects)的中心似乎仍然位于皮质下，尽管古老的皮质区域如岛叶(insula)可以产生各种特定的感觉性情感感受，如厌恶和疼痛(Craig,
2002, 2009)，但肯定离不开皮质下回路的参与。眶额叶区域(Orbitofrontal
areas)参与许多与味觉、温度和其他感觉奖赏和惩罚相关的负性和正性感受。

当人脑的皮质下情绪力量变得狂暴(或失调到难以理解的程度)时，可能会出现压倒性的、往往持久的情绪问题。在人类中，这些问题总是伴随着认知变化，如情绪纠缠的归因(attributions)、反刍(ruminations)、各种计划和担忧，以及关于世界如何组织的认知”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每次在完整的心脑(MindBrain)中发生情绪时，环境中似乎总是存在引发性的认知原因，以及对我们思考和感知世界方式的认知后果。但情感变化是大多数精神疾病的基础。

这种观点表明，心理治疗不仅需要处理情绪动荡的认知诱因，而且需要更直接地处理并发的情感问题。情感神经科学表明，有些人会在没有诱发事件的情况下变得过度情绪化，这是因为内部脑刺激。一个例子是当个体因敏感化的情绪网络而出现”边缘性癫痫发作(limbic
seizures)“时(Lewis & Pincus,
1989)。严重的情感失衡可能纯粹出于神经生物学原因而发生。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直接操纵大脑来缓解。认知干预是不必要的，尽管明智的咨询总是有用的，特别是关于弗洛伊德称为”修通(working
through)“的重新调整过程。

还有一些童年创伤主要在情绪系统的反应性上留下印记，而没有明确的认知残留(Janov,
2007)。皮质下回路可以通过经验而敏感化和脱敏化。这些问题也可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药物干预得到帮助，也许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谈论自己的生活，尽管关注由此产生的人格特质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能提供有用的见解。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已经建立了强大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的治疗师有能力通过在更原始的层面与患者互动，引导患者进入不同的、更积极的情绪状态。例如,当允许表达负面情绪，但熟练的治疗师也能唤起积极情绪时，可能可以明确地逐步引导患者走向更积极的情绪状态，使持久的治疗性变化得以扎根。

显然，慢性情绪压力会改变个体的反应方式和适应世界的方式。随着针对各种疾病的众多新药的出现，精神药理学革命为那些处于相对轻度但具有精神病学意义的痛苦中的人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简单地操纵脑化学物质可以产生巨大的治疗效果(Kramer,
2005)。事实上，大多数精神药物都是ABTs(情感基础疗法)，因为当它们效果良好时，它们严格在非认知神经化学水平上以理想的方向改变初级过程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但这种不良感受的减少，往往使认知的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变得更加有效。

显然，大多数人类情绪问题是由生活事件引起的。有一个关心的人简单地倾听情绪事件的全部影响，可以说是直接从战场上听取(Belenky,
et al.,
1996)，这本身就是治疗性的。众所周知，当人们将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时，情绪的主观强度会降低(Lieberman,
et al.,
2011)。即使是由明确的非认知创伤引起的慢性情感问题，也会迅速嵌入复杂的认知叙事中，需要在治疗性对话中充分交流和探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本情感和认知总是形成一条双向街道：情绪唤起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而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的感受。许多表征人际关系和悲剧的”日常疯狂”需要在情绪和认知两个层面上处理。然而，认知促进的情绪困境的尖锐边缘可以通过在社会支持背景下进行”存在性见证(existential
testimony)“的机会来软化，这可以促进正念(mindfulness)，即以超越烦恼的平静专注于日常生活的能力(Siegel,
2007,
2010)。而在恰当的时刻明智地运用游戏性(playfulness)，也应该有所帮助。

实际上，情绪和认知在完整的人类心智大脑中如此紧密地协同工作，以至于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意区分两者，这种观点在自下而上的神经科学严格审查下站不住脚。初级过程情绪通过学习变得认知化——与内部和外部事件的特定意识表征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大多数人类心理问题中，认知与初级情绪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无法轻易区分。尽管如此,情感神经科学强调了初级过程、前命题情绪能量状态如何拥有自己的心智，作为古老的情感心理活动形式，在漫长的进化时间中先于语言和思维出现。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情绪能量及其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使人能够同时在更充分整合的情感和认知层面上进行治疗工作。

理解初级过程情绪如何使人类生活脱轨，对于科学理解所有类型的心理治疗以及建立新的基础神经科学基础设施来服务于生物精神病学的未来发展具有价值(Panksepp,
2006a, 2006b; Panksepp & Harro,
2004)。因此，情感神经科学提出了新的心理治疗视角，可以很好地补充已建立的行为、认知、人本主义、人际关系和正念治疗传统。

情绪动力学和情感平衡疗法

心理治疗可以从我们对大脑的情绪-本能行动动力学日益增长的理解中受益。简单地让人们理解他们大脑中这些普遍的、共享的系统本身可能就具有治疗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情绪困扰的个体可能会以更多的信心和对情绪状态产生和调节背后的普遍原则的更好理解来面对世界。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不仅为思考基本人类问题提供了连贯的结构，而且还提供了关于情感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具体视野。无条件情绪动力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来理解初级过程情绪感受实际上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

情感平衡疗法可能提供基于证据的新方法来直接修改情绪感受，使临床医生能够使用新的心理治疗促进的情感态度作为重构认知扭曲和改善由此产生的内心压力的基础。实际上，这种基于情感的互动可能会增强经典药物疗法的有效性，这些疗法在上世纪中叶彻底改变了精神病学，最近又出现了各种直接脑刺激程序，从电休克和其他形式的脑刺激如经颅磁刺激和深部脑刺激(Panksepp,
2004)。其中一些方法能够直接修改神经系统的情感基调，因为它们作用于大脑皮层下区域的初级过程情绪网络(Coenen,
et al., 2011)。

虽然初级过程情绪动力学来自我们与其他动物共享的皮层下大脑网络，但它们可能在心理治疗环境中比目前的典型做法更有效地被调用。例如，心理科学中早已知道，人们可以通过模拟情绪行为来诱导情绪感受(Stepper
& Strack,
1993)。实际上，人们可以仅通过模拟笑和哭的行动动力学来快速获得情绪典型的情感变化，如喜悦和悲伤；这甚至可以通过心理行动意象来实现(Panksepp
& Gordon,
2003)。同样，音乐是一种强大的诱导情绪的方式，可以用于治疗目的(Bernatzky,
et al., 2011)。

我们如何对情绪表达以及情感状态进行自愿控制，以及如何在心理治疗情境中加以利用，仍有待系统研究。将这些特定情感的能量应用于各种体验式心理治疗似乎相当直接。高度集中的情绪练习的整合可以极大地促进针对人类问题的心理治疗方法(Ogden
et al.,
2006)，同时也为教育人们了解他们情绪生活的初级过程方面提供机会。

以这种方式逐渐掌握自己的情绪动力学可能有助于为各种情况下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稳态铺平道路。每天进行积极的情绪练习，可能会以能够抵消过去创伤影响的方式增强一个人的”情绪肌肉”，并使情绪回路免受未来逆境的影响。例如，当在治疗环境中唤起负面情绪时，可以定期跟随各种积极情感——从情绪强烈的音乐片段到富含积极情感的身体表达性动作。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来评估这些新技术的有效性，无论是在现有身体疗法的背景下(Ogden
et al.,
2006)，还是作为情绪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可能有助于为可能升级为重大心理问题的极端情绪提供预防。理解自己的情绪动力学，作为综合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可能有助于减少压力引起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

情感平衡疗法与传统心理疗法的对比

将情感原则的完整光谱融入心理治疗实践可能有助于重新定位行为主义在心理治疗中的遗产。行为主义为心理治疗提供了一颗珍贵的宝石：基于外部强化contingencies(contingencies)重新安排的行为矫正。例如，可以通过付钱让人们避免坏习惯来轻易减少不良行为，这一程序目前常用于治疗成瘾冲动。然而，这种外在主义观点继续扭曲心理学领域的认知思维，导致持续将生物体误解为被动的信息处理机器，而非情感上主动的生物。相比之下，对哺乳动物心智的情感机制的连贯理解提供了脑心(BrainMind)基础设施的清晰图景——即主动的、情感调谐的人际心理装置——这是治疗思维所需的指南。

然而，目前在临床思维中，精神病理学的认知概念仍然比明确的情感概念更突出。尽管情绪调节问题无疑与心智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失调都有关联，但也许我们当前的时代精神鼓励心理治疗师寻求对我们认知本质而非情感本质更全面的科学理解。这可能是因为在认知神经科学而非情感神经科学方面投入了更大规模的机构资源。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对高级脑功能如何编织我们的认知的理解,并不比我们对低级脑如何产生情绪的理解多多少。我们确实知道,治疗师的人格特征——无疑尤其是他们情感调谐的能力——通常比他们使用的具体程序更重要。众所周知,当一个人感觉不好时,他人的关怀可以迅速减少负面情绪。十二步计划之所以如此显著有效,可能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重新连接到积极感受潜能所需的社会关怀和肯定。他人心智的社会-情感力量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处理负面情绪,因此大脑的情感地形可能为大多数人类心理问题核心的心理力量,以及需要调动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的内在和人际心理动力学提供更清晰的描述。

确实，与心理治疗相关的认知问题可能比潜在的情感问题在科学上更难以把握、更难理解。当然，纯认知收益往往比情感收益更容易消失。人们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达到表面清晰的时刻，但随着他们在预约之间回归旧的情感习惯，所有进展都会消散。这可能是因为每个初级过程情绪都为自私的目的”奴役”了大量认知领域。如果是这样，那么更直接地尝试实现情绪稳态可能比严格在认知层面工作提供更简单、更有效的途径来促进期望的认知重新定向。

自我中心情绪系统(关于这一概念的扩展，见Northoff & Panksepp, 2008;
Panksepp, 1998a; Panksepp & Northoff,
2009)对认知过程施加的控制可能极其强大。例如，PTSD可以反映出由简单的次级过程记忆(例如，[第6章]中描述的经典条件反射)引发的高度厌恶情绪，这些记忆通常是无意识触发的(通过未注意的刺激)。令许多治疗师惊讶的是，最近发现相当简单的认知型干预——例如本章末尾将描述的眼动疗法——不追求任何深层认知”洞察”，却可以像其他治疗方式一样有效地抑制创伤记忆的力量。此外，也许PTSD的情感风暴可以通过知道如何帮助患者在情感积极体验中重新框定其创伤感受的治疗师而大幅减弱，这些体验可以通过非认知方法轻易触发。重申一下，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记忆并不像大多数人过去认为的那样稳定。如[第6章]所讨论的，每次检索记忆时，都有机会帮助它们以不那么麻烦的形式”重新巩固”。目前，这一现象使人看到希望，即情感上令人困扰的记忆可以在积极的情感框架中重新配置，借助相当简单的身体操作，甚至可能系统地呈现积极的情感体验，如聆听舒缓、安慰、快乐的音乐。

由于所有心理治疗都必须从认知层面开始，而且大多数心理治疗旨在重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更直接的情感方法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考虑。可以理解的是，在像人类这样语言几乎调节每一次互动的物种中,认知方法将在心理治疗事业中保持主导地位。但我们是否知道,即使有来自脑成像的充分证据显示高级脑区发生变化,主要的治疗效果实际上是在脑-心智的高级认知动力学中产生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但也许许多有益的转变实际上是在大脑中所有嵌套的、分层的情感-认知交互层面上隐式发生的([图2.3])。事实上,如果治疗路径是通过改变初级加工情感基调铺平的,也许最持久的效果就会出现。如果是这样,临床从业者的工作可能会通过更充分地吸收和利用来自情感神经科学的关于大脑情绪系统的现有证据,并致力于更充分地利用最直接的情感手段而得到促进。虽然人们喜欢谈论构成他们外显心智的无尽情节记忆,而精神分析也以这种方式很好地服务于个人成长,但这种人际体验的认知方面还是情感方面在提供长期心理缓解方面更重要,这绝不清楚。毫无疑问,两者都很重要,但我预计,如果没有持续的情感变化,认知重构可能不会那么有效。

无论如何,很明显心理治疗正处于情绪革命之中。心智的原始情感方面不再被边缘化,而是被认为是心理的真正引擎(Fosha等,2009a,2009b)。例如,Greenberg及其同事在过程-体验疗法中的工作强调了在治疗情境中体验和表达清晰分化的初级情绪感受(如愤怒和恐惧)的必要性(Elliot等,2004;Greenberg,2002)。Foa及其同事(1998)的研究表明,在治疗过程中实际体验恐惧对于焦虑障碍的暴露治疗成功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在处理战争创伤时,该领域的从业者发现,立即沟通和讨论所发生的事情,会为立即和明显的益处打开大门(Belenky等,1996)。但关键是,使用这些新方法取得进一步进展必须建立在理解潜在致病因素本质的基础上。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详细讨论所有主要精神障碍,所以我选择了抑郁症作为情感神经科学思维如何有助于进一步进展的范例。


精神病理学与大脑:聚焦抑郁症

那么大脑中抑郁症的来源是什么?这是目前神经科学探究的热门话题,而且抑郁症的持久答案必须部分来自对人们在经历生活起伏时所体验到的情感风暴的更好理解。当某些初级加工情绪系统变得长期失衡时,可能会出现抑郁症。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从神经科学角度更好地理解初级加工情绪系统——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原始情感内表型(endophenotype)(Panksepp,2006a)。每个基本情绪系统都可以通过重复的情感体验而变得敏感化或脱敏。每次情感体验在与我们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表征交互时,都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内隐和外显学习。通过这种对慢性感受-思维模式的塑造,人们的态度会变得僵化和消极,削弱更流畅的积极推理。

因此,感受可以以各种持续的方式变得极端,原因也有很多。毫无疑问,关于这些过程,我们需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仍有待发现。但抑郁症作为精神障碍的”常见病”,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因为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患病率很高且似乎不断增加。当然,这种增加可能只是表面现象,部分是由制药公司推动的,它们试图通过复杂的营销策略为其高利润、往往效果有限的抗抑郁药物创造需求。当然,历史上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短暂的抑郁发作,但新情况是,目前多达20%的人口寻求这些症状的医疗援助。而且,药物通常不是按需提供,而是长期提供。现在看来,持续使用抗抑郁药物很可能会在大脑神经化学模式中产生持续性转变(例如,通过受体超敏反应的发展),当停止用药时,这些转变会导致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关于精彩概述,请参见Marcia
Angell在《纽约书评》中的分析: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jun/23/epidemic-mental-illness-why/)。

但我们对抑郁的脑心(BrainMind)了解还不够深入，无法得出任何确定性结论。正如患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2001,
p. 29)所说：“我们必须坦白承认：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抑郁。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构成了抑郁。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为什么某些治疗方法可能对抑郁有效。我们不知道抑郁是如何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会让一个人抑郁，却不会困扰另一个人。”我们无法理解抑郁，部分原因可能是神经科学尚未对哺乳动物脑心(MindBrain)中最相关的古老情感回路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还没有概念化哪些类型的大脑情绪系统受抑郁影响最大。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瓦特(Watt)和我(2009)最近提供了一个基于情感-社会神经科学观点的综合性论述，包括同行评论和扩展回应，这可能会促进这一顽固问题的进展。我们的提议是，要理解抑郁症，需要理解由持续分离痛苦引起的精神痛苦——悲伤系统(GRIEF
system)的过度和持续激活——这是大脑中最重要的社会情绪系统之一。此外，可能由于悲伤系统的持续激活，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唤醒能力在抑郁中会减弱(如前所述，另见Coenen等人，2011；以及Panksepp
& Watt, 2011；和Zellner等人，2011)。

我们已经看到，悲伤系统——集中在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gyrus)、腹侧隔核(ventral septal nuclei)、背侧视前区(dorsal preoptic
area)以及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the stria terminalis,
BNST)、背内侧丘脑(dorsomedial thalamus)和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 PAG)——在产生悲伤和哀痛情绪以及哭泣冲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Herman
& Panksepp, 1981;
Panksepp等人，1988)。加剧痛苦感受的脑化学物质(例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的释放)和那些强有力缓解痛苦的化学物质(例如脑阿片类物质、催产素和催乳素)，是社会依恋形成的重要因素，并且都可能在社会联结的调节(Nelson
and Panksepp, 1998)以及抑郁情感中发挥作用。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及其同事(2005)通过对膝下前扣带(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进行深部脑刺激，为难治性抑郁症提供了显著缓解，在那里可以抑制介导悲伤型沉思的高级脑区域。这种脑刺激很可能正在扰乱由悲伤系统产生的精神痛苦的神经来源。事实上，这个系统的慢性过度激活可能是抑郁性烦躁的主要来源之一。

寻求系统的全局性关闭，这是从”抗议”到”绝望”转变的特征，可能是持续抑郁中的一个关键脑心变化。已经充分证实，早期的分离和失落经历会使人容易患抑郁症，或者可以触发第一次抑郁发作(Heim
& Nemeroff,
1999)。此外，介导依恋和分离的机制在女性中更为敏感，女性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我们也早就知道，调节大脑分离/依恋机制的情感性阳性阿片类物质具有强大的抗抑郁特性。如果不是因为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它们可能仍会像20世纪50年代现代精神药理学出现之前那样被用作抗抑郁药。因此，抑郁可能部分反映了那些让我们在安全可靠地依恋他人时感到良好的天然大脑化学物质活性的降低(见第9章)。部分而言，抑郁可能反映了我们天然的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未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简而言之，充满爱的社会依恋纽带是一种原始的成瘾形式(Panksepp,
1981a)。

如前所述，一种安全、非成瘾性的抗抑郁药物(混合阿片受体激动剂/拮抗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目前已经可用(Bodkin等人，1995)，尽管还需要进行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来测试其疗效。它仍然是一种”安全的阿片类物质”，在低剂量下，丁丙诺啡可以直接对抗精神痛苦。它不会像大多数阿片类物质那样严重成瘾，因为随着剂量增加，该药物会发挥阿片类拮抗作用。可以预期，这类药物在减少自杀意念方面也可能相当有效。对悲伤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应该会产生各种新药物，用于从抑郁症到社交恐惧症等各种疾病。然而，只有当我们现实地考虑潜在情感过程的本质时，这种转化研究才能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问题。

尽管这些阿片驱动的依恋系统可能在抑郁中起关键作用，但可能还有许多相关机制介导各种抑郁亚型。例如，强啡肽促进的多巴胺驱动的欲求系统的关闭(当个体在绝望中精神上”放弃”时)可能在某些病例中形成独立的病因机制(Knoll
& Carlezon,
2010)。另一种类型的抑郁可能源于与物质损失相关的情绪——尤其是在生物体竞争资源时，在支配性遭遇中产生的失败感(Panksepp,
Moskal等人，2002)。

顺便说一句，在最极端的情绪环境下，分离痛苦系统的急剧唤起可能是恐慌发作的潜在原因之一（Panksepp,
2006a; Preter & Klein,
2008）。我们对社会依恋的心理生物学的理解，主要源于对这些神经化学物质的研究，也与对自闭症等儿童障碍的初步理解联系起来。有可能某些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社交上冷漠，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释放的阿片类物质上瘾，而不是对重要他人激活的阿片类物质上瘾（Panksepp,
Lensing et al.,
1991）。最近，关于自闭症的催产素成分的想法得到了关注（Panksepp, 1992b to
Green & Hollander, 2010）。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需要对依恋和分离痛苦（GRIEF系统）的大脑机制，以及它们在抑郁症的病因学、机制、治疗和预防中的作用进行有力的新研究。就像传统的行为神经科学研究一样，此类研究将涵盖从遗传和分子水平，通过解剖和化学，到功能成像、脑刺激和药物试验的全部方法（Watt
& Panksepp,
2009）。然而，根据这一研究模型，将特别强调心理学和神经学方法的整合（Panksepp
& Watt, 2011）。

如前所述，现代临床前研究除了少数例外，继续关注与精神病学相关的外部症状，而忽视情感的重要性（以及产生情绪的大脑系统）。例如，针对恐惧的研究者很少讨论FEAR回路的性质，而是专注于焦虑样行为的条件反射，以及最近关注他们的工作如何与解决PTSD症状相关（Davis
et al., 2010）。[2]
研究人员在讨论焦虑的来源时甚至可能不考虑GRIEF系统，但他们在大鼠中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焦虑”，由称为BNST的”扩展杏仁核”的一部分整合。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就知道这是大脑中非常容易引起动物分离叫声的区域；因此他们的发现可能是这种社会情绪反应，而不仅仅是传统恐惧反应的变体。大脑中有两个不同的焦虑型系统，FEAR和GRIEF，它们都促进负面感受。如果我们不区分这两个促进”焦虑”的系统，我们可能会在思维和治疗中犯许多错误。目前，对哺乳动物大脑情绪系统的分析，试图根据情感回路失衡来建模精神疾病，仍然很少见（Panksepp,
2010b）。

共情情感神经科学：对选定文化实践的看法

更好地理解情绪大脑系统也为促进更好的育儿实践和运作良好的社会指明了道路。最近广泛讨论了可能源于长期母乳喂养、母婴同睡以及充足的儿童早期身体游戏的重要性对儿童茁壮成长的影响（例如，Narvaez
et al., 2012），以及婚姻关系的质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Code,
2009）。

这些问题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其复杂性在此无法涵盖。然而，让我考虑一个每个人都面临的最常见问题——亲人的去世。最有效的悲伤方式是什么？随着现代文化的快速变迁，如何应对这种人生转折的优秀范例越来越少。传统上，家庭成员在社区支持的背景下应对。虽然这仍然是现代社会悲伤的核心特征，但这种做法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和削弱。在传统社会中，感知到的社区支持的安全网通常比今天强大得多。尽管许多哀悼的外在形式保持不变，但在现代文化中，随着”社区”的逐渐缩小，人们获得的情感支持往往变得更加脆弱。许多个人主义现代文化所特有的社会流动性削弱了许多人在哀悼中感受到的整体社会支持水平。以下是Ellen
Dissanayake对生命悲剧转折如何被构建以维持社会联系并从扩展的”家庭”中获得所需情感支持的生动描述：

传统仪式和习俗在斯里兰卡人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远大于我们。斯里兰卡人去世后，哀悼者在一天中陆续来到逝者家中，逝者躺在客厅桌上的敞开式棺材里,周围摆满鲜花。丧亲的家庭成员在门口迎接每一位访客，每当新访客到来时,他们都会哭泣，谈论死亡的经过和逝者的优点。客人进入房子，加入其他客人的行列；他们安静地相互交谈各种话题（我们听到过关于电影、生意和政治事务的讨论）；在适当的间隔时间后，他们离开。最终，家人和亲密朋友前往火化或安葬地点,佛教僧侣加入他们，诵读相应的巴利文经文——关于生、死、衰败和轮回的思考。遗体处理三天后，家人和僧侣举行布施仪式；之后在三个月、一年以及此后每年一次举行追思布施。我们意识到，这种正式化的悲伤处理方式，通过定期的、受社区认可的机会，让人们在逐渐拉长的时间间隔内哭泣并表达失去亲人的痛苦，给予丧亲者一种有规律的程序可以遵循，一种可以塑造和包容他们情感的形式。丧亲者不必为了表现勇敢或”现实”而压抑悲伤和失落感，也不必随意或独自释放这些情感，而是通过哀悼仪式得以——被迫——在预定的结构中一次又一次地公开承认和表达这些情感。哀悼仪式的时间结构虽然简单，但确保了关于失去亲人的思绪和感受会在规定的时间得到重申。即使一个人可能没有自觉地产生适当的哀悼情感，连续布施的习俗也能确保这些情感被唤起。规定的正式仪式成为扩展的社会网络公开表达悲痛的场合。（2003年，第19-20页）

这是一种社会形式的情感”疗法”。这些进程凸显了传统文化如何学会以优雅、同情和团结的方式处理我们永恒的悲伤。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通常深切关心彼此的生活，这使得经历失去的个体能够经历悲伤的各个阶段，从而更不容易陷入抑郁。同样很难想象，如果临床医生和患者之间缺乏基本的依恋感，心理治疗如何能取得成功。因此，治疗关系的质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有效治疗的关键。

这一观点由人本主义治疗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通过其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的概念得以推进（Rogers，1961，1980）。如果治疗师无法采取一种能够共情他人心理痛苦的立场，就永远不会有那种对治愈之触至关重要的信任感。没有这种信任，无处不在且美妙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的基础——即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介导的社会支持感——就无法在患者心中扎根。没有真诚的共情（empathy），而共情应该是每一次治疗互动的核心，总会有残留的怀疑，一种被操纵的感觉，而不是打开积极改变之门的深度接纳——救赎和拯救的感觉。同情（compassion）（如精神在场的咨询：Brammer，2011）对于有效治疗所必需的关怀立场可能至关重要。

迈向情感神经科学与治疗实践的综合

上述观点目前可能是生物精神病学中的少数派观点，但我相信它们反映了一种自然且相当结构化的方式，将神经生物学原因与精神病学的首要情感关注以及体验性、情感导向的治疗联系起来。事实上，敏锐的临床医生开始意识到这些概念图谱、实验探究和神经科学发现如何能够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信息（Valliant，2008）。尽管在我之前章节对许多临床前事实的叙述中这一点可能并不总是清晰，但我的总体希望是，基于证据的理解——即原始情感（primal
affects）如何在心脑（MindBrain）中产生——将促进临床思维。这些方法最终也可能使我们更好地设想未来精神病学诊断方案中情感问题的本质，在那里思维需要沿着情感内表型（emotional
endophenotypes）的路线重组，而不是人为的综合征思维（syndromal
thinking）（Panksepp，2006a）。同时，显然生物精神病学中关于初级过程情感（primary-process
emotions）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

显然,心理治疗师无需被告知情绪失调(emotional
dysregulation)是困扰患者的关键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许多治疗师目前已经认识到,只有真诚地处理患者的情绪动态,并创造性地、敏感地促进患者情感生活的重构,同时不忽视人类也是认知性存在这一根本事实,才能取得最佳进展。到目前为止,这种多维度的治疗工作更像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就像熟练演奏乐器一样,临床医生需要扎实、严谨和娴熟的技术,以及基于相关实证理论的广泛知识,来支持那些标志着真正临床艺术性的灵感迸发和突破性互动。心理治疗实践越是建立在情感上合理的思维和技术基础上,就应该变得越持续有效。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结构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在方法上变得更加系统化,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常实践中,从而减少对偶然性和临床直觉的依赖。

儿童尤其如此,如果在临床互动中始终关注他们真实的情感关切,他们会对治疗帮助更有回应。为了更好地治疗他们的社会情感障碍,我们可能应该持续调动他们的玩耍(PLAY)能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丑。(谢天谢地,因为它可以把工作变成游戏——有时也包括心理治疗工作。)像所有原始情绪冲动一样,玩耍的冲动源自新皮层之下的神经网络。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玩耍行为对皮层有着显著的影响,将其编程为完全社会化的状态,基因表达的许多变化正让我们看到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Burgdorf
et al., 2010,
2011)。只要游戏能量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充分利用,临床干预必将尽可能快速地取得积极进展。

例如,共同的笑声可能标志着极具价值的治疗时刻。如果治疗师在处理非常困难的生活境况时,能够促进积极情感,甚至与来访者一起欢笑,那么记忆研究的新发现,如再巩固(reconsolidation),是否可以被用于更持久地软化生活痛苦的边缘?所有记忆在被提取时都是不稳定的。它们倾向于返回到半永久性的”储存库”中,并携带着最近的情感体验结构。根据这一观点,治疗师在转向其他议题之前,将来访者从负面情绪和绝望转变为积极情感的能力,应该成为确保那些负面记忆对来访者自我感受和生活境况的影响力有所减弱的途径。

因此,也许玩耍的积极情感对成年人和儿童一样重要。情绪韧性(emotional
resilience)的能力会通过直接的身体性游戏互动而增强。这些真实生活中的人际愉悦在传统心理治疗中很少被使用,即使是在儿童治疗中。儿童不可能在不移动身体的情况下玩耍。当然,成年人可以仅通过言语互动获得乐趣,但人们必须思考,治疗师关注身体并鼓励非常紧张的来访者采取不同的身体姿势是否有用——从坐在椅子上,到坐在地板上,再到站立,也许还用各种非攻击性的情绪性姿态与治疗师互动(我见过Pat
Ogden及其同事(2006)演示这种方法,他们将感觉运动(sensorimotor)方面纳入心理治疗方法)。因为初级过程情绪(primary-process
emotions)都关乎动态运动,也许这种治疗灵活性可能为真正游戏性的社会互动打开情感表达的”门”,产生丰富的长期治疗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痛苦的负面记忆,甚至创伤性记忆,包裹在新的积极情感”包装”中——如前所述,记忆研究的新进展,特别是关于再巩固的研究,促使我们考虑这种可能性。也许没有比在重新体验强烈负面情绪记忆后不久唤起积极情绪唤醒更好的方法来软化困扰性记忆了。如果治疗师能够优雅地将与患者的互动转移到积极情感或游戏性的空间,记忆会以较少痛苦的方式再巩固吗?如果我们对学习的看法是正确的(见第6章),即新的、非条件性的初级过程情绪状态调节学习过程(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巩固控制),我们应该能够为最初在负面情感状态下形成的旧记忆提供新的情感-情境变量。我预测,过去记忆的痛苦、破碎边缘可以被”打磨平滑”,以允许积极情感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令人困扰的记忆。我和同事已经在临床前研究中观察到这样的效果:压力后的玩耍可以减少抑郁反应;实际上,如果在大鼠暴露于恐惧情境后逗它玩,负面情感的力量就会减弱。

当然，在使用这些策略时，我们必须记住，真实的游戏体验也可能引发负面情绪；这在儿童游戏中尤为常见。在我们尝试评估幼儿游戏干预的效用时(Scott,
2001)，我们发现如果立即、温和地处理问题行为，并将回归游戏作为奖励，就可以将问题行为最小化。此外，在与曾经遭受创伤的儿童工作时，必然会面临许多特殊问题，但我们预期，如果能够在信任的氛围中促进这些儿童的社交愉悦，其益处将远远超过更认知化治疗的疗效(Panksepp
& Scott,
2012)。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以及培训治疗师在社交安全的环境中促进自然身体游戏的技巧。

任何能够在相互分享的愉悦时刻把握治疗契机的治疗师，都会将来访者带到快乐生活的门槛和源泉。如果患者能够在身心两方面都停留在那里，治疗师可能提供了心理治疗所能给予的最伟大的情感礼物之一。游戏(PLAY)在从童年到老年的身心治疗中应该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当然，由于幽默也有其阴暗面——有人最终会成为笑话的靶子，幽默作为游戏的一种形式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治疗师必须准备好识别新出现的危机，并在当下处理它们。

在操控关怀(CARE)和悲伤(GRIEF)系统方面也存在治疗可能性。这是社交依恋的两面神双胞胎。婴儿的痛苦表达唤起母亲的养育冲动。在更广泛的情境中，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到自然的同情。深层皮层下情绪共振，包括他人处于困境时的深度共情，似乎是哺乳动物大脑的自然属性。实际上，治疗师或许需要特别擅长使用他们皮层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来促进情感上有意义的接触和解读。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需要与患者的情绪状态产生共鸣和协调，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毫无表情的”说话的头”。

观察源自关怀(CARE)和悲伤(GRIEF)系统共同化学机制的化学制剂，包括安全的阿片类药物(例如丁丙诺啡)和催产素，最终如何被治疗性地使用，将会很有意思。这些很可能是促进我们与他人创造积极主体间空间能力的大脑化学物质。这些社交化学物质的药用可能有一天会允许临床医生选择性地增强促进治疗进展的亲社会情感。用养育活动补充治疗情境可能会增加内源性阿片、催产素和催乳素的释放。然而，补充此类激素——例如，在夫妻治疗开始前鼻内给予催产素——也可能通过允许夫妻双方更有效地在当下工作来增强治疗流畅性。

Macdonald和Macdonald
(2010)对大量的社交依恋研究和社交疼痛的大脑机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除了大脑阿片类物质的社交诱导安抚效应外，现在已经证明大脑中的催产素在经济决策中介导信任行为，或许还能更敏感地解读他人思想的能力(Pincus
et al.,
2010)。思维的这些三级加工方面的变化可能主要源于催产素减少分离焦虑和孤独感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它促进自信(Panksepp,
2009c)。在临床前模型中，它可以逆转社交隔离的一些有害和抑郁效应(Grippo et
al.,
2009)。可以预期的是，在这种天然化学物质的帮助下，过度胆怯、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可能会在与他人互动时感到更舒适。

总结

情感神经科学致力于阐明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脑(MindBrain)中的实际一级加工情感。三角验证方法——整合来自行为、神经和心理分析的证据——是直接的，不依赖于推测。我希望它为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导临床思维、精神病学研究和发展新的以情感为中心的治疗实践的基础性问题提供了更稳定的平台。使用这种方法，临床前研究人员可以将精力集中在特定的、希望是相关的情绪大脑网络上，而不是精神障碍的模糊行为指标上。由于情绪系统的组织和功能可以在多种物种和良好控制的实验情境中进行研究和评估，情感神经科学渴望为思考一级加工情绪提供比迄今为止更连贯的实证基础。它还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大多数想法、我们的认知如此显著地锚定于我们的情感状态。在心脑(MindBrain)进化中，感受是第一位的。

这并不是否认大多数心理治疗关系也必须在认知层面进行协商。因此，初级过程情感神经科学尚未为如何在治疗环境中处理心智的情感力量提供确凿证据。然而，它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视角，希望是一个清晰的视角，说明各种负面情感如何可能导致痛苦和苦难，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积极情感来抵消负面情感。与早期情感生活的观点相比,这些原则可能更好地为最佳治疗实践和理论提供背景，因为早期观点缺乏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

至少，为了理解情感体验的核心本质，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脑心(BrainMind)发展早期出现的前命题性情感过程，以及它们如何能够独立于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巨大复杂性而存在。在婴儿早期，初级过程情感状态并未与认知和语言过程纠缠在一起，而这些过程在生命后期总是与情感相互作用。通过理解我们认知装置极具可塑性的神经生物学本质(Doidge,
2007)，它主要是从充满情感的生活经验中动态地、发展性地构建起来的，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消除麻烦的高级情感程序设计(programming)，其中一些已经在表观遗传学上成为大脑适应不良硬件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注意到，本书中对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区分在当代认知和神经科学的某些领域仍然相当新颖，甚至不受欢迎。大多数对情感感兴趣的研究者，其中许多人来自心理学中基于语言的建构主义传统，声称我们无法在认知和情感过程之间做出有意义和有用的区分。然而，在原始神经层面这是可能的，并且是未来神经科学进步的重要基石。

尽管如此，情感和认知的互动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大脑顶部——在新皮层网络的习得性三级过程功能中——区分变得困难。但它们可以在皮层下初级过程脑心层面轻易地区分开来。这决不是要否认理解认知和情感领域如何互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心理治疗和其他心理品质的动态系统理论(例如，参见Lewis,
2005)。

概括地说，认知是那些与心智的感觉-知觉门户紧密相连的大脑信息处理功能，而原始情感和情绪反映了一些最重要的脑内组织原则。认知方面与每个个体高级大脑发展的程序设计联系更紧密，而原始情感和情绪代表了祖先遗传的生活工具。尽管情感和认知的互动在每个个体高级心智的独特拼图中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必须能够将认知和情感设想为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心理处理类型。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它们就像我们的心脏和骨骼肌一样既独特又相互作用。为了清晰地思考基础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大脑内这些不同控制层次的独特贡献性方面(Cromwell
& Panksepp, 2011)。

这倒数第二章面向所有助人专业人士，他们致力于理解人类心智的基础——我们基本的哺乳动物情感本质——以及这些知识如何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各种人类精神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预期，对情感-情绪网络的深入研究最终将产生有益的知识，服务于那些生活被情感困扰所困的人。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这些知识对于理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科学困境的哲学意义，以及关于人类意识和动物心智本质的一些结论性思考。

后记：PTSD、EMDR和再巩固的近期个人经历

对于未来的研究者来说，阐明某些新兴心理治疗干预措施如何改变大脑的情感基调尤为重要。我最近亲身经历了一种新型心理治疗——称为眼动脱敏和再处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的程序——在过去几十年中，它已成为治疗PTSD和其他分离状态的流行方法，但并未被普遍接受。在这些状态中，强烈的情感记忆被区隔化，几乎与心智的其他部分分离，而不是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情感功能良好的人格中。在这里，我将叙述我在这种治疗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关于这种创伤治疗为何如此有效的一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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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言，我想先说明我一生中经历过不少创伤。第一件”大事”发生在1944年，当时我才1岁，在我家人逃离爱沙尼亚躲避红军时，我的下半身被烫伤，几乎丧命。这些婴儿期的创伤记忆可能仍然部分存活在我大脑深处的某个角落，尽管已经减弱，从我的外显认知记忆(explicit
cognitive
memories)角度来看，已经完全无意识了。不过，这样的经历必然留下了某种情感残留(affective
residue)，也许反映在一种天生的焦虑和过度担忧倾向上,甚至可能是抑郁。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早期创伤会增加成年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未来抑郁症的严重程度(有关总结，见Watt
& Panksepp,
2009)。然而，幸运的是，我拥有那种能够克服困难的气质，可以称之为勇气。

我最近的创伤与我在写这本书的整整一年里接受的一系列日益严苛的癌症治疗有关。在西雅图一家世界级医疗机构——亲切地被称为”Fred
Hutch”——接受治疗期间，Sandra
Paulsen博士(《透过创伤和解离的眼睛看》[2009]一书的作者)好意地为我提供了几次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Paulsen博士还为本书提供了插图：[图1.7]和[5.1])。她很想看看我是否能以我的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视角，对EMDR多年来在众多患者身上产生如此显著治疗效果的原因提供一些见解。她引导我体验了针对婴儿期创伤以及癌症创伤的EMDR治疗样本。

让我为这一切建立一个医学背景。在近10年的缓解期后，我再次接受淋巴系统恶性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的治疗。早在1998年，在双侧疝气修补术前的常规X光检查中，在我的肺部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这有助于解释我多年来胸部感到的沉重感。但因为没有心脏病专家发现任何问题，我将其合理化为我女儿Tiina去世(1991年耶稣受难日)后深刻慢性悲伤(GRIEF)的残留。也许我的核心自我(core
SELF)——嵌入在心血管控制系统中——正在经历持续的悲伤之痛。错了。这些胸部症状在癌症治疗后消失了，这表明主要是巨大的肿瘤压迫我的心包膜。

但在我走上正确的治疗道路之前，发生了一次深刻的打击！当我肿瘤活检的初步病理报告到达时，发现肿瘤的年轻外科医生让我和我妻子坐下，告诉我们，我最多还有一年可活。确实，他对这种大小的小细胞癌的诊断，从统计学上来说意味着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幸运的是，在一个月的深深担忧之后(在此期间我在安排后事)，梅奥诊所的病理学家正确地将肿瘤重新诊断为小细胞淋巴瘤，这让我如释重负，从此我将其戏称为”弱瘤”(wimpoma)，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可以治疗的。尽管我的第一位肿瘤科医生已经在为我提供各种严苛的化疗方案，但在对治疗选择进行了富有信息量的讨论后，我问了关键问题：“医生，您以前治疗过这种淋巴瘤吗？”他害羞地耸了耸肩，回答说：“没有。”我友好地推了一下，立即分享了我的真诚愿望：“那么，我真的很想找一个治疗过的医生。”他笑着回应，并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选择！“在密歇根大学医院肿瘤科连续6周的每日放疗中，肿瘤被成功治疗，我是Allen
Lichter的最后一位患者，他后来从医学院院长职位退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学基金会担任领导职务。

我的淋巴瘤在2007年复发——同样类型的肿瘤，但集中在胃部——这表明是同一疾病的全新发作(事实上，我的联系医生Oliver
Press很感兴趣，进行了分子生物学比较这次和之前的恶性肿瘤，但结果证明这不是之前肿瘤的残留)。然而这一次，麻烦的组织——新的克隆——已经扩散，并侵入了我的骨髓。命运使然，我的妻子在同一时间被诊断出患有不同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最近刚搬到华盛顿州的普尔曼，这样我就可以加入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兽医学院。我们俩很快就被一系列医疗问题困扰，首先是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合并败血症，让我在重症监护室”濒临死亡”地待了5天。然后我的第一次化疗周期惨败。接着我经历了几个疗程更加激进的”联合”化疗，不祥地被称为R-CHOP，产生了部分缓解。不幸的是，在6个月内，我的疾病进展远远超过了诊断时发现的阶段，表明它已经迅速对常规化疗产生了耐药性。如果不尽快用更强的疗法治疗——即干细胞移植——两位医生独立给出了我不超过一年半的悲观预后。命运使然，我的妻子Anesa通过R-CHOP实现了完全缓解，但她也在6个月内复发了。

我们决定最明智的做法是前往西雅图癌症护理联盟（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接受治疗，那里已经完善了干细胞移植技术。我们对整个医疗团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充满信心，同时也面临着因长期医疗休假而搬迁的巨大压力。2009年春天，当我完成本书初稿时，我也刚刚完成了4个月的治疗，期间出现了几次轻微副作用和一次危及生命的重大副作用（一种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我当时处于部分缓解状态，但残留病灶通过局部胃部放疗得到了清除。我的妻子也实现了完全缓解。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担任我的全职护理人员，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没有全天候协助者的情况下进入移植诊所。我们一起经历了多次急诊室之行——我去了很多次，她也去过一次。我感谢她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勇气。对我来说，经历了六种连续的治疗方案，逐渐升级，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疲劳和各种形式的身体不适。总的来说，这段经历至少可以说是轻度创伤性的，我很想看看心理治疗，特别是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是否能带来一些益处。

在EMDR治疗中，保尔森博士首先使用了一种”早期创伤”方案，旨在处理内隐的婴儿期记忆。然而，我无法提取任何婴儿期创伤的外显记忆（也许我可以使用阿特·贾诺夫的革命性方法——参见他2007年关于《原始疗愈》的著作），所以我们继续采用她专门为处理癌症创伤问题而设计的标准EMDR方案。大多数经历过艰苦医疗程序的人，都会遭遇许多医源性副作用——也就是治疗本身引发的额外医疗问题——有很多可抱怨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自体干细胞移植后的新鲜而令人不安的记忆，期间我经历了超级细菌引起的血液和胃肠道感染。这导致频繁的医院就诊和多次抗生素治疗失败（我不愿回忆），需要进行的诊断测试多得我永远不想重复。这导致我手术植入的静脉希克曼导管（Hickman
Line）（一种放置在心脏附近的导管，如果运作良好，可以避免无休止的静脉穿刺）被反复取出和重新植入，因为担心它可能是感染源，随后又换了两根PICC导管（外周静脉慢性导管），但由于渗漏和其他问题，它们经常不得不被拔出。最终，我的血液感染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每天三次自我注射美罗培南静脉输液得到了控制。我还厌倦了医源性情绪副作用——从每天的深度疲劳和冷漠，到许多次凌晨4点在恐惧中醒来（为什么在这样的凌晨时分，负面情绪通常会占上风？），经常担心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妻子、我的生命，以及如果最后一种可用的抗生素在杀死革兰氏阴性超级细菌之前无法奏效，我就无法完成这本书。确实，我准备好尝试一些EMDR了。

EMDR治疗创伤的疗效由弗朗辛·夏皮罗（Francine Shapiro）发现（2001,
2002）。治疗包括系统地提取创伤记忆，然后在治疗师指导下进行横向眼球运动，以减轻这些记忆的情感强度。据报道，通过各种简单注意力活动的双侧重复，创伤记忆的力量会减弱。实际上，除了横向眼球运动，还可以专注于交替拍打膝盖，或者先听一只耳朵的音调，然后听另一只耳朵的音调（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双侧刺激）。保尔森博士和我决定使用直接的”标准EMDR”方法。正如她所说，我们将尝试”清除任何关于癌症诊断本身、治疗（包括医源性影响）以及诸如对医疗行业、保险行业的愤怒、对亲人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等干扰，或任何其他在顺利航行道路上设置情感障碍的事情”。

我与桑德拉共度的几个小时是令人大开眼界的（更不用说”眼球运动”的）经历：她让我系统地提取与癌症治疗相关的情感感受（这一点也不难做到），然后她立即让我跟随一排在大约一码尺长的横杆上来回闪烁的灯光。虽然我自我诱导的情感感受清晰明确，通过大量的自传体记忆储备不难提取，但一旦我开始移动眼睛，这些感受就会迅速消退。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感受中反复出现：愤怒、焦虑、悲伤等等。它总是非常迅速地起作用。换句话说，一旦我通过双侧眼部刺激转换到外部感官注意力框架，情感强度就像热煎锅上的黄油一样融化（但没有滋滋声）。如果反复进行，这种治疗据称可以像其他任何心理治疗一样快速有效地化解创伤记忆。虽然这需要更多的实证评估，但EMDR对我来说是一种相当直接的ABT（情感-行为疗法）。目前，还没有人完全了解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an
der Kolk, 2006），但无论它如何起作用，EMDR都可以带来深远的帮助。

那么在EMDR治疗期间，大脑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程序会产生如此显著的情绪益处？让我分享一些关于它如何起作用的理论推测。目前有相当多未经测试的理论流传，我经常被问到我最喜欢的观点是什么。我通常提出的观点是，探索性眼球运动代表了一种基本的灵长类SEEKING反应。这种扫描运动在上丘深层组织，就在PAG上方，而PAG是阐述所有初级过程情绪的最重要的大脑区域（更多的负面情绪集中在背侧PAG，更接近眼球运动回路，而更多的正面网络位于腹侧）。从眼球运动区域向下有神经连接，特别是连接到PAG的背侧负面情感区域。如果它们被证明主要是抑制性的（例如，可能充满GABA），我们可能会对为什么负面情绪会随着探索性眼球运动的开始而迅速消散有一个现成的解释。它们可能主动抑制我们大脑中一些最令人痛苦的神经回路。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可能性——从认知重新聚焦、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等等（这是每个观察的科学可能性的本质）——但这些都还没有用关键证据来证实。

为什么情感益处会持久，创伤性记忆在情感上被”软化”，尽管没有被遗忘？有相当多未经测试的理论流传，但这里”记忆再巩固”的概念可能再次发挥作用（见第6章），就像本章主要部分讨论的许多可能性一样。首先，EMDR治疗师通常会建立一个”安全岛”，在其中可以系统地重新处理创伤性记忆。例如，在心理治疗师Katie
O’Shea的EMDR协议中，来访者（i）首先被指导如何将未解决的情绪材料放在一个”想象的容器”中，然后（ii）训练”在安全情境中获得感到安全的能力”，例如治疗联盟，最后（iii）使用EMDR”将自动情绪回路重置到健康的反应水平”（2009年，第290页）。换句话说，EMDR情境可能允许人们访问与创伤性记忆相关的情感，然后在安全领域内相当快速地重新语境化它们。

最后这种可能性与最近基础学习和记忆研究中”再整合”或”再巩固”的有趣发现一致。使用动物模型的大量临床前工作现在已经表明，被提取的记忆往往会带着修改返回到它们的记忆库（Nader
& Einarsson,
2010）。如果这种记忆修改可以在初级过程情感水平上进行，人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关于过去创伤事件的认知信息不再充满负面情感。换句话说，情绪刺痛已被提取，情感”炎症”已通过在安全感中逐渐重新语境化情感负面记忆而得到抚慰。

当然，这目前只是一个理论，而不是已证明的神经科学事实。事实上，我们目前对心理治疗益处的大部分了解都属于这一类别，尽管越来越多的大脑成像研究已经表明各种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和人际关系疗法——如何改变已知控制情绪性的大脑区域内情感唤醒的平衡（Cozolino,
2002, 2010; Doidge, 2007）。

相比之下，本书中提出的关于初级过程情绪的”控制位点”的观点，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经历类似情绪的事实，都是基于大量事实。任何不相信这些结论的人都有责任用其他方式解释所有这些数据。我强烈敦促许多仍然不相信动物有情感感受的行为神经科学家，不要只是反对这个结论，因为大多数人倾向于这样做，而是要通过实验否定结论所基于的数据。这就是科学的运作方式，但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个话题上，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凌驾于事实之上。因此，我最近选择在2011年写了一系列坦率的论文，讨论行为神经科学需要认真对待其他动物的情感感受（例如，Panksepp,
2011b, 2011c）。


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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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哲学反思：我们能从小鼠到人类再回来吗？

当他们（我的长辈）命名某个物体时，并相应地向某物移动，我看到了这一点，我明白了这个东西被他们在想要指出它时发出的声音所称呼。他们的意图通过身体动作表现出来，就像所有民族的自然语言一样：面部表情、眼神的变化、身体其他部位的运动，以及表达我们在寻求、拥有、拒绝或避免某物时心理状态的声调。因此，当我听到单词在各种句子中反复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时，我逐渐学会理解它们所指的物体；在我训练我的嘴形成这些符号之后，我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愿望。

——圣奥古斯丁（343-430），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题词

我们知道所有人类语言都是习得的。我们的大脑回路中是否有内在的”语言本能”，还是仅仅是一种进化而来的交流欲望，这仍然是未知的。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交流欲望与古老的皮层下过程密切相关(Lieberman,
2001)。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也是如此(Koziol & Budding,
2009)。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人类的高级心智植根于我们祖先的情感,而对于语言习得来说,或许植根于我们的社会情感:事实上,小婴儿在开始吸收命题内容之前,首先会被语言的韵律语调和旋律所吸引。我们”音乐性”的情绪语调可能是语言习得的门户(Panksepp,
2008b; Panksepp, 2009/2010)。

在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作其《逻辑哲学论》题词的圣奥古斯丁的上述反思中,我们发现了对学习反映世界的大脑过程的直观把握——镜像神经元在精炼语言和社会理解中的作用(Iacoboni,
2009b; 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08)。圣奥古斯丁反思了我们先天倾向背后那些神秘的情感心理状态——拥有、拒绝和回避世界的各个方面——我们原始的情绪”行动中的意图”(见图1.4)。很少有现代心智学者设想过我们先天的情感感受对我们成为何种认知生物的重要性(但参见Davies,
2011),因为我们成长为具有物种典型倾向去习得语言的生物(综述见Panksepp,
2008b, 2009/2010)。

大卫·休谟(1711-1776),这位撰写了著名的《人类理解研究》(1748/1910)紧随其《人性论》(1739)之后的自然主义哲学家,是意向性情感观点的重要支持者。他提出的观点是,人类行为受到情绪感受的强烈影响,这一观点在他那个理性主义时代以及许多世纪以来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见McGilchrist,
2009),直到达马西奥在其《笛卡尔的错误》(1994)中有力地复兴了它。但达马西奥当时提出了他自己可能的错误:即人类感受主要源于高级大脑功能。我们已经注意到,当我们完成这本书时,达马西奥在他的第四本书《自我来到心智》(Damasio,
2010)中已经完全重新考虑了那一观点,在那里他支持关于心智生活起源的更深层的皮层下进化观点,与这里和其他地方发展的观点没有太大不同(Panksepp,
1982,
1998b),但直到最近他还没有完全接受原始情感已经在皮层下大脑区域中完全发展的观点。在他的新观点中,他接受了。

然而,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心智的皮层下来源保持沉默、不可知论或否认态度。他们在大量的学习研究中使用奖励和惩罚来训练——强化——他们的动物。但许多人似乎仍然相信,就像我们的行为主义前辈一样,动物什么也感觉不到——情感感受的大脑机制并不对学习和记忆过程做出贡献。人类研究长期以来表明并非如此。动物研究的证据也长期以来支持相反的结论。但目前,跨物种大脑科学中关于情感体验在控制动物行为中的作用的沉默是震耳欲聋的。

为什么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选择对他们研究的动物的情感感受保持沉默,这对”局外人”来说是一个谜……但答案很简单:研究在无情的还原主义原则下成功发展,该原则认为大脑机制和行为很重要,但动物大脑中的心理活动并不重要。这就是资金所在。这种偏见长期以来一直不利于我们对人类情绪的科学理解,以及知识界对心智生活根源的科学认识。它也使大多数公民——他们本可以从更好地理解各种情感感受以及祖先情绪如何控制他们的高级意图中受益——在这个后现代时代对他们的心智比他们应有的更加困惑。

显然,情绪感受已经进化。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第127页)中推测的那样,哺乳动物心智生活的差异是”程度而非种类”的差异。我们的情绪感受有着悠久的进化历史,这些感受的祖先根源仍然被许多现存物种所共享。这对科学来说是好消息,对人类来说也应该是好消息。这种知识可以将我们的物种重新定位在先于我们的心智生活框架中,同时尊重我们在认知深度方面巨大且肯定独特的能力。这最后一章不仅旨在提供本书的概念概要,而且旨在坦率地处理大脑科学内外的文化抗拒,即承认理解其他动物的原始情绪体验对于理解我们自己感受来源的重要性。

为了将本书总结的诸多证据线索放入背景中，让我们回顾一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这位功利主义之父，是如何建议我们设想人类情感的。他指出”效用”反映了”任何物体中的那种属性，使其倾向于产生利益、优势、快乐、善或幸福……或……防止伤害、痛苦、恶或不幸的发生”，并强调”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79/1879，第1页)。显然，正如所有行为主义者本应清楚的那样，他们用来奖励动物的”物体中的属性”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能够唤起积极情感。对于”惩罚”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虽然正如许多介导奖励的情感一样，存在着大量多样的负面情感。如果宇宙中不存在所谓的心灵微尘(mind-dust，威廉·詹姆斯创造的一个短语，暗示无生命物质可能包含某种原始意识)，那么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当它在大约十亿年前凝聚成复杂生命时，找到了传递支持生命的内在价值的解决方案。这种属性就是情感体验(affective
experience)，完全由神经活动构建而成。心智伴随着某些类型的神经回路活动而产生，可能至少可以追溯到在大脑深处创造有机体情绪连贯性的古老网络。

目前，我们可以确信哺乳动物大脑具有许多内在的情感价值，这些价值在种类上(即使不是精确形式上)仍然为人类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以及鸟类，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生物所共享。然而，很少有神经科学家或心理学家知道(或研究)情感是如何在哺乳动物大脑中构建的，这主要是因为行为主义的极化效应，以及最近心理学导向的研究界未能承认，甚至可能未能欣赏动物模型对于探讨意识本质的重要性。这必然是由于动物大脑研究者在这个话题上仍然保持着震耳欲聋的沉默。然而，我们在精神病学中一些最紧迫问题的答案必须来自对情感状态的”临床前”模型的使用，这些模型源于情绪系统的秩序与失调。

脑心智(BrainMind)显然是一个进化分层的器官，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主要通道在大脑组织中仍然明显可见——更古老的功能集中在更低和更内侧的脑区，而更新近的功能则位于更高和更外侧的区域。在进化框架内，动物大脑研究可以为理解人类情感的基础提供最深刻的指导。实际上，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最终可能会理解人类的情感体验是如何从哺乳动物大脑动力学中产生的。这并不是说动物会发展出人类那种复杂的认知-情感情操(cognitive-affective
sentiments)，它们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反复思考自己的不幸，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以原始形式遗传内置于动物脑心智中的初级过程情感(primary-process
affects)，与指导人类大脑情感倾向的情感并没有太大不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心理学和哲学中看似无休止的概念辩论常常淹没了神经进化敏感的动物研究长期以来提供的经验信号：所有哺乳动物都是高度情感化的生物。

神经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从实践和临床角度考虑上述哲学问题，我想再次向所有对心智感兴趣的神经科学家和生物精神病学家提出以下问题：神经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从记忆的分子本质到介导认知的神经”计算”，偶尔有人投票给自由意志的本质。也许许多生物精神病学家目前会把希望寄托在精神疾病的特定大脑和遗传基质上，少数人投票给意识体验的本质。我会投票给：“原始情感体验是如何在大脑中创造的？”为什么这如此重要？答案可以帮助阐明一般体验的基础性质(即初级过程意识)，以及人类灵魂可能遭受的各种情感障碍(Solms
& Panksepp, 2012)。

因此，对于抑郁症，我会特别问：“为什么抑郁症感觉如此糟糕？”为什么抑郁症会带来痛苦？为什么它在心理上如此痛苦？体验社会性痛苦意味着什么（MacDonald
& Jensen-Campbell,
2011）？很少有神经科学家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一些工作假设已经从情感神经科学视角对初级过程情绪性的研究中获得，这基于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开创性观点：悲伤(GRIEF)的唤起——即与母性关怀(CARE)分离所产生的急性心理痛苦——如果持续存在，会导致持续的绝望，而这正是通向抑郁症的门户（Panksepp
& Watt, 2011; Watt & Panksepp,
2009）。同样，成瘾不仅由积极情感维持，还由强烈的消极情感的潜在可能性维持，这些消极情感在内部积累，因为人们通过改变心智的药物寻求快乐（Kassel,
2010）。通过阐明实验室大鼠具有一组独特的情感性积极发声，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些测量作为动物心智在”情感空间”中位置的直接指标，这可以为成瘾、抑郁症和总体幸福感提供新的理解（Brudzynski,
2010; Burgdorf et al., 2007; Knutson et al., 2002; Panksepp, Knutson et
al., 2002; Zellner et al., 2011）。

很少从深层神经进化视角看待心智本质的心理学家，开始接受积极和消极情感的某些方面是人类心智进化物理景观的一部分（Lambie
& Marcel,
2002）。即使是一些顽固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和那些赞同情绪维度观点的人（这是当前学术心理学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也准备接受人类情感的生物学基础（Barrett,
2006; Russell, 2003,
2009）。然而，这些人类情绪的研究者并不轻易接受在初级过程层面存在比感觉良好或糟糕更高度解析的情感生活的证据。

心理科学界普遍未能认识到大脑组织的初级过程情绪方面（也有例外：如
Buck, 1999; Izard,
2007），这使得许多类似的辩论缺乏神经考量的支撑，因此主要局限于非常困难且本质上令人困惑的三级过程考量：心智的这些更高层次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导致了巨大的个体差异性。但动物大脑研究表明，人类大脑中也必然存在许多天生的情感，不仅因为本书中讨论的经验证据，还因为这将是进化构建大脑的明智方式。

如果初级过程情感具有任何进化功能，除了简单地指导学习之外，那就是内在地预测未来的生存需求。例如，如果情感为行为提供即时的无条件”评价性”指导，那么对威胁生存的各种内部状态和外部刺激，以及那些促进令人满意甚至快乐生活的刺激，拥有准确的情感信号将最为有用。当然，这并不否认某些初级过程情绪可能跨越各种情感（例如，特别是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产生的欲望和兴趣的冲动），我们也不建议高级大脑功能不能以独特的人类方式进一步解析情感感受和意义。一种复杂的人类反思性-情感性意识随着学习和思考而出现。鉴于在脑心智(BrainMind)进化的许多层次上存在的层级系统，许多复杂性在脑心智功能的嵌套层级中实例化，其中较低的情感性大脑功能在较高功能中被重新表征。随着时间和教育，较高功能发展出对情绪表达的递归监督（执行）控制（见第2章，图2.3）。

但在其核心，原始情感是促进生存的内部评价过程。从存在主义角度看，它们是使我们的体验对我们重要的大脑过程，不仅在生存方面，而且在日常价值观方面。它们是行为主义者用来将动物学习塑造成几乎任何他们希望的形式的奖励和惩罚——无条件刺激和反应——除非他们试图违背动物最强的本能。例如，几乎不可能训练大鼠为了食物而在迷宫中倒退跑。多年来，许多带着行为主义偏见来到我这里的学生都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是因为大鼠是通过进化选择设计的，用它们的鼻子而不是屁股来追求世界的果实。

如果没有从爱到恨的各种情感感受，它们用意义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着色——从日常的欢乐和折磨到伟大音乐、舞蹈、戏剧和其他艺术的微妙且有时崇高的情感丰富性——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情感生活诱使我们珍惜和厌恶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和物体，如果没有我们的情感能力，其中许多将没有心理深度，没有深刻性。因此，无论在我们人类心理世界中存在什么基本价值，它们都存在于人类大脑内部，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我们从早期动物那里继承的祖先心智中。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源自于进化而来的情绪——以及我们大脑中许多古老网络的激励响应特性——尤其是那些集中在所有哺乳动物共享的内侧皮层下脑区的同源复杂网络，这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这些心智的原始力量通过学习与次级生活经验相连接。当然，如果我们人类没有情感体验(emotional
feelings)，我们就不会费心在其他动物的大脑中寻找它们。但在跨物种科学地探究这些问题时，现代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最终向我们保证，我们不仅仅是在沉溺于无意义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就好像现实位于我们真理图的右下象限，图1.5）。这使得比较神经现象学(comparative
neurophenomenology)的研究——即对心智脑(MindBrains)内部心理内容的研究——成为跨物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科学事业（Panksepp,
1999）。在其他动物中，情感状态是它们心智内容中最容易研究的，因为产生情绪性行动(actions)（而不仅仅是”反应”）的神经回路易于观察，并且与动物的情感体验紧密交织。这允许一种双重视角认识论(dual-aspect
epistemology)，即可观察的行为可以用作隐藏感受的代理(proxies)（Panksepp,
2005b）。

然而，情感体验是彻底主观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物理科学接受物质世界隐秘角落中存在任何主观性。尽管达尔文（Darwin,
1872）在《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Humans and
Animals)中开创性地接受了动物的感受，但二十世纪初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统治对其他动物是否具有指导其行为的情感体验的科学讨论施加了严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限制。在实验层面，特别是在脑研究中，这种对话几乎没有重新开启（例如，Mendl
et al., 2010; Panksepp, 2010a）。

由于动物感受的边缘化，基本人类价值观（即情感状态）的神经科学与能够凭经验解决此类问题并能够阐明我们自身情感体验本质的相关动物模型脱节了。尽管有现代脑成像技术，但这些感受的基础神经机制尚不能在人类身上进行任何因果细节研究，尽管相关性分析强烈表明我们可以确信主要的控制来源是皮层下的(subcortical)（例如，Damasio
et al., 2000; Northoff et al.,
2009），位于我们与其他动物共享的古老脑区（Panksepp, 1982,
1998a）。现在，随着心智科学中进化观点的日益被接受，动物模型可以开始填补我们对人类心智的初级过程情感基础理解中的许多空白。

目前，人类”心智肉体”(mind
flesh)的功能细节及其如何产生内部主观体验的感受必须从不精确的测量中推断——即主观自我报告结合现代功能性脑成像，这最终支持了基本情绪观点（Vytal
& Hamann,
2010）。然而，最近有人指出，使用这些技术时大脑和心理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相当一致且令人怀疑地高（见Vul
et al.,
2009，附六篇评论）。由于需要大量平均才能使数据具有功能意义，许多观察到的脑-心理关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性分析中出现的统计伪影(statistical
artifacts)，即在计算相关系数之前汇总数据时产生的偏差，这一偏差曾一度阻碍了我自己在能量平衡调节方面的工作（Panksepp,
1973）。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人类有科学上的傲慢，我们在这一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脑成像工具仍然更像伽利略的望远镜而不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现代功能性脑成像主要提供关于大脑中值得详细实验审查的感兴趣区域的证据。这种精细审查在人类研究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些技术可以为我们提供各个脑区如何协同工作的统计估计（区域血流变化的相关性，产生连接图谱(connectivity
maps)的统计估计），这可以与实际连接性相关联。最近的改进允许通过使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来可视化大脑中的主要束(tracts)（连接脑区的通路），甚至可以突出显示外科医生在精细心理外科手术(psychosurgery)时代可能对情绪网络做了什么——例如，汇聚的证据表明抗抑郁神经外科手术可能一直在放大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的积极感受（Schoene-Bake et al.,
2010）。这表明直接刺激寻求系统应该会产生抗抑郁效果（见下文Schlaepfer和Coenen的工作）。

人类现有的一些因果性工具（例如精神药理学干预和脑深部刺激[DBS]）可以通过与主观状态变化的相关性联系到心理过程。最近，在许多其他治疗都无效的患者身上观察到了强烈的抗抑郁效果，这是通过在前扣带回区域，特别是Brodman
Area 25区域进行局部脑深部刺激(DBS)实现的(Mayberg et al.,
2005)，该区域是GRIEF系统的情感源头(见[图9.1])。据推测，Area
25区域的DBS破坏了GRIEF系统的功能，迅速缓解了抑郁性心理痛苦。在SEEKING系统的前端区域(伏隔核)使用DBS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例如，Thomas
Schlaepfer及其同事(2009)报告如下：

开启刺激后，一名患者……自发地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科隆，他从未参观过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并计划在近期去参观，他确实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去了。当被问及抑郁症状时，他没有报告任何急性主观变化。第二名患者对刺激的即时(60秒)反应非常相似；她没有报告抑郁症状的任何急性变化，但自发地提到她希望重新开始打保龄球(这是她12年前抑郁症发作之前最喜欢的消遣)。她说：“这会很愉快。”这些即时且未经提示的行为反应表明探索动机急剧增加，这与伏隔核在奖励寻求行为中的作用一致。考虑到这些患者在长期抑郁发作期间严重缺乏动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如前所述，我们现在可以估计过去用于治疗人类精神障碍(例如难治性抑郁症)的各种不同精神外科技术如何在未从其他治疗中获得缓解的个体中产生益处。这些效果似乎是由于对享乐通路(如SEEKING系统的内侧前脑束)的汇聚影响，为难治性抑郁症提供了另一个合理的治疗靶点(Coenen
et al., 2011; Schoene-Bake et al.,
2010)。当然，这类实验研究问题只能在严格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作为先前规定的医学治疗策略的次要附加研究。尽管如此，为了开发这类新型精神病学工具，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

可用于动物大脑研究的技术，包括对特定神经系统的电刺激和化学刺激，以及对区域大脑化学物质(包括基因表达谱)的非常详细的测量，对于指导新型因果性研究来说要精确得多(Burgdorf
et al.,
2010)。然而，由于动物无法谈论它们的体验，太多研究者认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它们的主观思维。正如本书所论证的，只要我们认识到通过人工刺激特定大脑区域获得的”奖励”和”惩罚”证明了某些大脑变化对动物很重要，这种长期(几乎一个世纪)的偏见就明显偏离了正轨。

从我们对人类心智从遥远的动物祖先中涌现的认识，加上对进化微妙方式的理解，强烈表明许多其他动物具有与我们自己非常相似的情感生存价值。因此，我们原始情感感受的来源最容易通过跨物种情感神经科学来阐明。我们必须记住，对我们的动物同胞的大量实验工作如何促进了对改善人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医学进步。如果没有对动物的胰岛素研究，过去一个世纪将有数千万儿童过早死亡。动物研究可以阐明支配我们主要情感和相关次级过程学习机制的神经机制的基本原理。当更多学者开始研究这些与意识和人类及动物福祉问题直接相关的议题时，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将会改变并得到丰富。有理由相信，我们甚至可以重新构想我们文化机构的基础，从哲学到宗教视角(Davies,
2011; Thandeka, 2005; 另见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中关于情感神经科学哲学的研讨会[Panksepp, Asma, et al.,
2012])。

意识的祖先来源

本书的目标是概述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这些原始动物基础的知识，以及对帮助人类的意义，省略了许多可以进一步补充总体论证的细节。我们没有充分讨论古老的情感系统如何在认识到进化产生了一丛有时日益复杂的生物分支而非上升阶梯的背景下，与人类更高的认知能力相互作用。目前，我们对这些重要相互作用的精确了解不如对原始情感过程和简单学习形式(如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了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巨大的大脑”思考帽”——我们广泛的皮层-认知装置——在心智上将我们与动物祖先区分开来。这增加了无法通过动物模型轻易解决的复杂性层次(例如，Harmon-Jones
& Winkielman, 2007; Northoff et al., 2011)。

随着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扩大和复杂化，我们的认知意识也相应扩展，产生了更高级的（例如，三级过程）意识形式（Damasio,
1999），以及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张，即基于语言的理性是人类意识的基础（Fogelin,
2003; McGilchrist,
2009）。正如[第11章]所讨论的，这些”扩展的”认知意识形式仍然与更古老的情感存在形式密不可分。另一种观点，尚未得到现有神经科学的支持，认为认知意识从根本上源于感知外部世界的一级能力，与情感感受没有关键联系。这种观点似乎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当皮层下情感基础被大量破坏时，所有形式的意识也会消失（Panksepp,
2005b,
2007a）。语言是我们最独特的大脑技能，但即使语言也是通过情感引导而产生的。然而，通过语言，我们可以独特地研究人类的”扩展的”三级过程认知-情感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中描述性（即非神经科学）情绪研究持续大量增长的原因（Davidson
et al., 2003; Lewis et al., 2008）。

Damasio指出”扩展意识是一个比核心意识更大的主题，但在科学上更容易研究”（1999，第201页）。我们同意这一点，尽管这种科学必然缺乏机制性，因此在信息量上会较少，至少在因果问题方面是这样。然而，由于研究的便利性，基于人类语言各种用途的情绪研究方法往往会隐含地阻碍对动物一级过程核心情感意识的研究，就像严格的行为主义观点所倾向的那样。研究资金，以及由此带来的快速进展，需要科学界的共识。但在我们原始的动物情绪方面，并不存在这种共识。因此，关于动物情感感受的明确神经科学工作很少（这对理解人类感受具有潜在的深远意义），特别是与人类情绪研究的复兴相比。在西方知识传统中，这些问题中更古老和基础的层面被严重忽视，尽管这些方面对于揭示人类情感感受的本质以及困扰许多人生活的相关精神疾病都极为重要。

我想按照Damasio的观点建议，在当前的心脑科学研究中，核心情感意识的主题在人类身上很难进行实证研究。但是，为了在心理学家关注的许多核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可能更为关键的是理解人类和动物感受的”一级过程”进化来源，而不是那些备受关注的扩展文化意识。该领域的许多领导者可能不这样看，但我认为他们没有从所有相关的神经进化视角，如一级到三级分析层次，来全面思考这些问题。确实，如果一级过程情感天赋是我们复杂人类心理装置仍然依赖的大脑功能，那么忽视理解我们更深层本质的机会将是悲剧性的，而这些本质无法通过人类研究轻易阐明。

尽管人类可能有理由为我们扩展认知意识的特殊品质感到自豪——比如我们象征性说话的能力，它创造了文化、文明和我们丰富而详细的精神生活——但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理解我们自己心智的情感基础。这只能通过研究其他动物的类似过程来揭示。我们的许多高级心理功能更像是”意识工具”——完全建立在本书中描述的皮层下过程的基础上，并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完整性。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感知装置——特别是我们敏锐的听觉和视觉——但如果失去它们，我们”仅仅”失去了许多珍贵的意识”内容”，同时仍然是完全有意识的存在。更古老感知装置的某些组成部分，即我们的前庭感觉(vestibular
senses)，很少被明确体验到，直到它们受损。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动物核心情感意识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途径，也许是唯一的途径，来理解支撑我们高级心理装置的祖先心智。

因此，本书始终关注动物一级过程情感意识形式的本质，而没有试图讨论它们的三级过程心智中”可能”也存在的充满情感的思想——这些过程在动物身上更难研究（Mendl
et al., 2010; Panksepp评论,
2010a）。我们需要开启并激发关于动物心智本质的持续讨论，这个讨论在近一个世纪前被行为主义(behaviorist)主宰力量封闭——据称是永久关闭。行为主义者的观点，也许在他们的时代是适当的，但在神经科学时代已被证明是短视的。它导致过早地抛弃了一级过程情感心智，仅仅因为三级过程认知心智在动物身上无法得到很好的研究。而且他们的选择变得过于容易，因为达尔文的思想后继者们过早地使用心理主义(mentalistic)概念来解释动物行为（Romanes,
1882）。

这些决策的残留至今仍以强大但无法估量的负面方式持续存在于我们的大学中。由于行为神经科学家选择受到那些剥离了情感的旧行为主义概念的约束(例如”奖励系统”和”奖励预测误差”——见[第3章])，神经科学家几乎没有关于动物情感过程的直接讨论这一传统仍在继续。情感感受甚至被那些本应更了解的人所轻视。严谨的科学家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工作被当作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而被忽视([图1.3])。但神经科学证据的主要权重表明，世界上那些被称为”奖励”和”惩罚”的实体实际上是由大脑内的情感变化构成的。事实上，控制一系列情感行为协调的大脑非条件性情感反应系统并非无意识的。这些大脑网络正是情感感受的源头。这种视角上的微小转变可以大大激发我们如何使用精神疾病的临床前模型。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广泛使用的科学概念”强化”应该被视为可能只是对核心情感——动物的非条件刺激和非条件反应——在世界波动事件中运作的复杂方式的简短总结术语。强化的普遍程序非常有效，但强化的过程仍然是一个假定的，而不是被证明的大脑功能。现在，“强化”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大脑过程，但它可能只不过是行为分析的燃素理论(phlogiston)(见[第3章]脚注2)，逐渐被接受为对现实的描述。

由于动物心智的潘多拉魔盒在几代人之前就被封存了，对动物情感功能的充分讨论仍有待全面展开，特别是对于那些最适合进行必要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如果神经科学家之间及时地(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展开辩论，正如一些人在认知动物行为学(cognitive
ethology)中认真尝试的那样(例如，Donald
Griffin，1915-2003)，我们现在可能会处于更好的位置来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祖先情感心智的主观方面。

无论如何，意识的认知形式——即关于我们在世界中特定环境的思考，整合了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ies)和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在机制上比核心情感更难研究，特别是在动物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据我们所知，特定的认知不像原始情感那样具有明确的神经通路。此外，核心情感的神经化学编码包括许多调节特定情感的神经肽([图13.1])。这一事实对于跨物种预测来说是一个福音。未来的神经肽研究应该能够测试这些神经控制是否能在动物和人类中产生可比的情感变化；这些类型的效应已经通过催产素(oxytocin)和社会情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见Panksepp,
1992, 2009c; Pincus等人,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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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参与控制行为以及各种情感和动机过程的相关大脑功能的主要神经肽的发现时间线。开始时进展缓慢(见虚线)，但在1970年左右大幅加速。方框内的数字表示这些神经肽中每一种的氨基酸数量(来自Panksepp,
1998a；经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改编)。

换句话说，与认知相比，情感的神经化学编码的丰富性，允许预测的丰富交流通过从动物大脑到人类心智研究的坚实神经科学桥梁流动，并再次返回。相比之下，我们所有的认知更严格地依赖于动态变化的谷氨酸能(glutamatergic)兴奋性传递，由GABA能(GABAergic)抑制性引导机制塑造。此外，皮层认知和感知也肯定需要比皮层下核心情感感受更复杂和快速的神经元放电模式。控制认知的大规模复杂神经动力学必然会在不同物种之间变化更大。这将使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神经科学理解成为一个比进化上保守的初级过程情感的跨物种研究困难得多的问题。

尽管关于思想的思想，由命题语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介导——在成熟的人类中发展得如此完善——在大多数其他动物中肯定不存在，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其他哺乳动物可能更多地用内部感知图像来思考，这可能更好地反映了动物记忆和思想的祖先形式(Grandin,
2005)。但这很难评估，除非通过全局脑成像的相关性(例如PET扫描)。目前几乎不可能进行良好的因果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对人类和动物认知的三级过程层面的同源性推迟任何确定的结论。另一方面，作为条件行为基础的基本二级过程学习机制，主要是无意识的神经机制，允许非常有效的跨物种转化(LeDoux,
1996, 2007)。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条件控制为动物体验的情感感受类型增加了多少多样性,因为学习只是修改了情绪的强度以及时间和空间表达。例如,当条件反应逐渐取代非条件反应(UCRs)时,可以预期情感会大幅减弱。大脑中至关重要的UCR机制不仅对产生情感至关重要,而且可能为条件刺激唤起条件反应提供了”粘合剂”——即”强化”(参见第6章)。

同样,理解初级过程情感和相关的条件反射过程,对于我们自己的三级过程、自我反思倾向可能至关重要,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关于这如何发生的明确科学数据。显然,我们所有更高层次的心智复杂性——从科学研究到哲学、精神分析和艺术——都需要我们记住许多基于符号、语言的记忆,以及过去和未来可能性的庞大模式。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动物拥有类似的大脑技能,但我们确实知道许多其他动物以自己的方式相当聪明(Romanes,
1882, to Griffin,
2001),并且它们确实是充满活力的情感生物。这给了我们特殊的责任,要求我们以特定方式进行研究,并照顾所有动物生命。这一知识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影响是巨大的(Bekoff,
2000; Grandin, 2005; McMillan, 2005)。

无处不在的认知-情感互动

我们有意没有详细讨论高度分辨的感知-认知心智装置的本质。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独特的扩展意识在使我们完全且深思熟虑地成为人类方面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开辟智识空间,通过培养一种充分尊重其他动物情感生活的观点,对人类激情的祖先来源进行现实而有效的科学探讨。我无意贬低每个动物物种、每个独特的人类个体和人类文化为我们这个世界丰富的心智存在盛宴所带来的许多重要差异。我主要寻求的是那些仍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心智一般原则……就像一个需要回顾其共享祖先财富的大家庭。现在有许多实证发现支持我所提出的观点,还有更多有待发掘。

对我来说,情感只是认知的一种变体这种广泛流传的说法不过是文字游戏,尽管我确实接受神经系统的许多赋值(好与坏)感受总是在大多数人类和动物心智的全部复杂性中与认知(想象、学习、记忆、思想)相互作用。注意力和原始动机(例如,口渴和饥饿)以及所有心智的祖先功能也是如此。就像身体器官一样,我们内部的一切都在相互作用。我在神经科学中学到的第一课是,进入眼睛的频闪视觉信号的特定频率波纹可以在大脑的几乎每个角落测量到。这并不意味着在追求理解视觉的真正进展时,我们不应该将视觉系统与听觉系统或其他大脑感觉系统区分开来。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情感和认知在人类心脑中完全混为一谈的人(这可能包括当今大多数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我建议他们不仅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他们的论点,还要考虑这里提出的自下而上的观点。当我们从皮层认知的高台俯视心智生活时,是的,一切都在相互作用。然而,如果我们理解认知通常是情感的”侍女”(或使者),这种混淆就不再成立了。积极情绪——迄今为止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计算”——可以直接促进积极情感稳态的自下而上促进,或者当人类受到消极感受困扰时恢复良好调节的心智平衡。自上而下的认知技能也有效地服务于寻找大量可以抵消消极感受的积极情感。

因此,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认知和情感是否通过非常相似的神经元原理运作,并且在大脑的相同区域?这里首选的进化自下而上观点给了我们三个以上的充分理由来坚持初级过程情感具有独立存在,其在心脑进化中的历史远比通常被认知概念所涵盖的大脑过程要久远得多:


	当动物和人类在生命早期失去其主要认知领域——新皮层——后,其情感-情绪存在仍然保持显著完整。


	对于这个问题,“认知处理的主要领域(即丘脑-新皮层轴)与富含情感-情绪处理的领域(即皮层下和皮层中线系统,或SCMS
[参见Northoff & Panksepp,
2008],传统上称为扩展边缘系统)之间是否存在重大神经生理学差异?”答案是是的。仅就神经元的放电频率而言,认知-躯体领域富含放电频率非常高的神经元(例如,每秒数百次动作电位),而情感-内脏领域则充满放电非常缓慢的神经元(例如,很难找到许多每秒放电超过十次的神经元)。


	在正常的新皮层或丘脑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通过刺激大脑的局部区域而持续获得相同的认知或思维（尽管Penfield证明，通过刺激某些与边缘系统接壤的颞叶区域，可以获得刻板的知觉现象）。相比之下，在SCMS内很容易找到可以重复刺激相同大脑位置并获得相同情感状态的地方。




情感性情绪的古老MindBrain基质不仅是我们行为的调节器，而且还促使我们在社会世界中航行时思考生活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情感与认知之间的区别——尽管它们在完整的大脑中相互交织——使我们能够承认其他动物也拥有内在生存价值全光谱的体验。它们具有情感体验的神经系统状态，与我们自己的状态并没有太大不同。

认识到这一事实使我们负有特殊责任，要以持久的敏感性、对我们为获取这些知识而牺牲的动物怀有深深的尊重和关切来进行研究(McMillan,
2005)。遗憾的是，如果不对动物的相关大脑系统进行科学研究，就无法对人类状况及其情感困境有更全面的理解。这个结论与它们是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这一事实密不可分，它们的情感能力源于与我们相同类型的神经基础。人类可能更加”理性”，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更具”反思性”，但哺乳动物都以情感方式体验情绪。正如Merker
(2007)和Shewmon等人(1999)的临床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感受源于人类和动物大脑的非常深层区域（[图13.2]）。显然，我们人类可以比任何其他物种更深入地思考生活的存在意义。毕竟，我们可以说话和进行符号思维。但这并不赋予我们获取原始情感体验的特权。如果我们人类是生命这块密不可分的交织织物中唯一有意识的生物，那将是一个多么空虚和孤独的世界。当我们意识到无论我们的动物同伴在地球上的何处漫游都存在意识的泡泡时，这是多么美妙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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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一名无脑畸形儿童对被放在她腿上的婴儿的情绪反应（上图）。此类儿童的脑发育不全类型（下图）（数据来自Merker,
2007；感谢Bjorn Merker提供照片使用权。X光片经美国放射学会许可转载（ACR
Learning File, Neuroradiology, Edition 2,
2004）。未经美国放射学会明确书面许可，不得对本材料进行其他形式的呈现）。

二十世纪”意义”的丧失

二十世纪初，行为科学失去了与我们心理装置内在价值的联系。随着二十世纪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和脑科学的显著进步，出现了一种主流科学观点，认为人类存在就像物理科学对物质世界所确认的那样，是无价值的或本质上无意义的。许多心理学家，尤其是行为主义者，认为这是研究小鼠和人类的唯一正确方法。主观体验的神经系统状态被从科学讨论中抛弃，尽管没有从智识辩论中消失。因此，学术心理学与情感性感受疏远了。从动物身体及其行为中获取的冷酷证据才是唯一重要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整个智识生活中。经典的”存在主义”立场认为，很少有内在价值是每个个体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即”本质”，人们必须通过每天的生活重新创造意义。生活本质上是荒谬的，除了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中构建的意义外，没有更多意义。一方面，这导致了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它鼓励了所有”意义”都是由每个人创造的观点。对于心智的三级方面来说，这可能是真实的，在那里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共情(empathy)和同情感必须通过文化、教育、学习和个体发展注入新皮层矩阵。但它并不能很好地描述进化在我们心理装置的低层次中构建的情感工具(Panksepp
& Northoff, 2009)。

随着对行为和心智的科学分析的出现，人们开发出了研究学习和记忆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用任何中性信号——音调、闪光、拍肩膀等——作为CS(条件刺激)，然后伴随电击或其他同样强效的UCS(非条件刺激)，仅需几次试验，动物就会开始逃跑、僵住和排便，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CS的出现。所有这些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许多UCS能够产生众多UCR(非条件反应)，这些反应是神经系统极其重要的本能功能。这些相同的UCS可以用于训练动物在”工具性条件反射”(如走迷宫)或操作性条件反射(如按压杠杆)程序中做各种事情。这一切就像钟表机械一样精确运作，但这是因为动物”只是”机器吗?[1]
还是因为进化已将原始情感体验构建到大脑许多UCS和UCR网络的神经矩阵中?科学家们仅仅将动物视为无感觉的机器。很大程度上未被研究的是本能性UCR，至少在情绪领域(如恐惧系统)，这些反应对于恐惧条件反射能够如此有效地进行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常被遗忘的历史注释是，很少有研究条件反射的所有环境参数，以及最终研究情绪条件反射的大脑机制的科学家，会停下来深入研究他们实验对象UCR的本质。当然，在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这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对神经系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密集的大脑研究。这也可能要求科学家们认真考虑一个现实可能性：UCR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脑心智内的情感性初级过程变化构成的。因此，这些科学家用来训练动物的UCS在大脑心智上的各种后果，在”奖励和惩罚”的名目下，从未被概念化为激发进化嵌入神经系统内的原始情感状态。在桑代克的情感律被转化为效果律之后(即世界的”满足”和”不适”被转化为”奖励”和”惩罚”；见第2章)，关于动物情感感受的科学讨论几乎停止了。

现在我们知道，实验动物心理学中使用的大多数非条件刺激之所以具有效力，是因为它们不仅引发客观的行为变化，还引发大脑内主观体验的情感变化(即各种不同类型的情绪性UCR)，因此开发更清晰的愿景和更聚焦于情感的研究计划，以揭示大脑众多情感”本能”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这比应该的更困难，因为即使”本能”这个词在那个极端实证主义时代也声名狼藉。此外，要让当代科学家转变研究重点，需要社会在”强化偶联性”上发生转变，具体而言，慷慨的研究资金来源(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需要鼓励采用更灵活的神经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动物情绪，特别是动物大脑的众多情感性UCR。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人类情绪是如何进化的。这尚未发生，因此很少有科学家坦率地(并以基于证据的方式)谈论其他生物所体验的情感状态。如果我们理解这些原始情绪，我们也将有更好的方式来概念化有机体行为的心理和运动一致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核心自我和整个大脑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

尽管我们人类意识的广度和深度因我们扩大的大脑和文化的智力潜能而得到极大拓展，但实际上，我们继承了构成我们心智内意义基础的古老生物价值。遗憾的是，这种情感性的意义基础可能难以言说。因此，我们最近最伟大的礼物——语言的发现——既是祝福也是诅咒。除了给我们带来优美的歌曲、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外，它也非常适合播种分歧、异议以及边缘化其他人类和我们共有的动物性本质。心智的初级方面无法仅通过使用文字来理解。这种理解需要神经科学探究，不能拒绝承认古老大脑功能的心理属性。20世纪哲学在打破文化阻力方面往往帮助不大，而这些阻力最终正引领神经科学在理解心理动力学方面取得进展。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有影响力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阻碍在理解人类尤其是其他动物心理生活方面取得进展的困境。

维特根斯坦的痛苦：人对意义的探寻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许多人在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中寻求人类意义。当诗人和作曲家展示我们如何能够艺术性地象征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喜悦和绝望时，其他人则在语言逻辑中寻求我们存在和意义的基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沿着这条道路，寻求语言的终极逻辑。在他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他试图提供一个关于语言结构如何与世界结构相关联的确定性陈述。这份宣言由七个命题和大量子命题组成。与我们讨论情绪最相关的是命题6.5:

当答案无法用语言表达时，

问题也无法用语言表达。

谜题并不存在。

如果一个问题能够被提出，

那么它也就可能被回答。

如果将这一规则应用于本书涵盖的情感主题，问题就是：关于情绪感受的本质，是否可能有一个可信的科学答案？我相信这最终是可以实现的，但仅仅是因为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我们现在已经对非凡大脑的复杂性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设想心智如何从神经动力学中涌现，并与身体状态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地构建起来。在一个子命题(6.52)中，维特根斯坦继续断言:

我们感到，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回答，生活的问题仍然完全未被触及。当然，那时就不再有问题了，而这本身就是答案。

在情绪的认识论中，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对能否研究自然最深层面(如情感意识)的可能性表达深刻怀疑。确实，有学者认为科学研究我们基本价值观的来源是不可能的。但达尔文时代的脑科学，更不用说维特根斯坦时代的，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相比都很原始。维特根斯坦最接近承认感受的是他在6.522中对心理命题的隐晦概述:

确实有些东西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们自行显现。它们就是神秘的东西。

简而言之，他的语言逻辑无法处理情感之谜。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引言和最后独立的第七命题中总结了他的观点：“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而我们不能谈论的就必须保持沉默。”在他那个时代——心理学行为主义(behaviorism)时代——情绪感受属于世界上那些”神秘”的方面，超出了命题逻辑的范围，超越了语言，科学无法穿透。心智的这些神秘方面似乎永远超出了连贯的科学分析之外。直到今天，人们仍未广泛认识到这种科学理解现在已经成为可能，或者它必须与识别创造我们情绪感受和价值观的大脑过程紧密相关(Panksepp,
1998b; Russell, 2003)。

在完成他关于知识语言基础的”确定性”陈述后不久，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他的世界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他在余下饱受情感折磨的一生中，探索意义如何从我们使用词语的极其灵活的方式中涌现。在他的第二本著名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
Investigations)(1953/1967)中，他耗费了20年心血，在他去世2年后出版，维特根斯坦几乎完全背离了《逻辑哲学论》的严苛立场，开始探索我们如何从无限多样的”语言游戏”中创造意义。

他的思想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心智生活的观点，其中意义是我们如何玩弄词语的灵活表现。这一直是后现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科学中情绪研究的轨迹——研究我们如何使用词语以及如何在语义上构建情绪。直到最近，在这一传统中工作的学者才开始考虑情绪感受存在更深层的神经生物学现实这一想法——至少，大脑中存在积极和消极情感维度的自然机制(Russell,
2003)。这是进步，但在涉及初级加工(primary-process)情绪系统时还不够。也许情绪的维度理论在三级加工(tertiary-process)层面最有效，在那里我们情感生活的多样性被转化为简化的情绪概念，可以促进研究(Zachar
& Ellis, 2012; 另见Jim Russell及其同事编辑的《情绪评论》(Emotion
Review)[2011]特刊，以更好地捕捉”基本”情绪理论家所讨论的内容)。无论如何，如果基本情绪和情绪的维度观点反映了心智-大脑组织的不同层次，它们可以很好地协同工作(Panksepp,
2007d)。如前所述，基本情绪的有力证据确实来自现代人脑成像(Vytal &
Hamann, 2010)。

当人们思考人性时，似乎最终在心智科学中很少有人能抵抗自然主义的诱惑。即使是维特根斯坦，在上述第二本书中也提到”人类的身体是人类灵魂的最佳图景”(第二部分，第178页)。正是这样一种愿景——聚焦于大脑中所表征的”身体”——我们独立地寻求理解初级加工情绪系统如何在哺乳动物大脑中实际创造感受(Panksepp,
1998b)。

Damasio的理论正沿着这条道路发展，逐渐从我们感受的皮层来源转向认识到情绪-情感过程源自大脑深层皮层下区域。当我完成本书时，我很高兴Damasio(2010)的观点如前所述，正在向我的观点靠拢。我相信许多人会追随这位明智的学者。在《意识之我》(Self
Comes to
Mind)中，他认识到大脑多样化的皮层下情感网络，在进化过程中，原始心智从原始自我(primal
SELF)中产生(或与之共同产生)。各种古老的情绪性、稳态性和感觉性情感是大脑的内在功能，由各种身体输入触发和调节(Denton,
2006)。然而，只有情绪性情感对科学精神病学具有深远意义，我希望这能为临床医生通过心理治疗需要达成的目标提供更好的概念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特根斯坦在个人层面上如此接近，但在智识层面上却如此远离对与古老脑心(BrainMind)实在相联系的前语言心理的理解。正如他为第二本书选择的题词所动人描绘的那样——来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第I.8节；见本章开头)——语言部分源于儿童与社会世界的情感互动。从维特根斯坦对心智根本本质的困惑，以及我们通过神经科学能够和不能理解什么的困惑中，他构建了一种关于人性和人际互动的过度相对主义观点，这种观点非常适合人类心脑(MindBrain)的三级过程区域。但这种不完整的视野目前阻碍了心理学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无法充分寻求理解心理生活真正的进化基础。

也许这要追溯到我们学习说话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协调的人类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语言习得事业的核心，包括有节奏的非语言社会信号——一种自然的身体语言——这与我们对世界对象的”寻求、拥有、拒绝或回避”有关，这些对象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欲望”的目标。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感觉联结的问题，尽管这些联结最终填满了我们的心理景观，以至于有时我们几乎认识不到其他东西。应该记住的是，尽管广阔的人类新皮层是维特根斯坦所设想的那种相对主义器官，但它不是我们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共享的皮层下区域。我们新皮层的巨大计算空间在出生时几乎是空的，它最终知道的几乎一切——用Endel
Tulving的术语来说，知性意识(noetic
consciousness)和自我知性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参见Vandekerckhove & Panksepp,
2009)——都是习得的。在新皮层以下的情况并非如此，那里驻留着我们无知性意识(anoetic
consciousness)，即无理解的意识。

我们的祖先大脑包含基于遗传的特殊类型的意义；原始感受的潜能被建构在身体的本能(即遗传的)神经行动机制中。这些感受有许多种类。有些与来自外部的感觉输入密切相关(感觉的愉悦和不愉悦)，有些与进入大脑的内部身体输入相关(例如饥饿、口渴及其满足)，还有一些反映行动动力学，至少在原始形式上是进化性地建构在大脑中的。所有这些生存工具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塑性；它们可以通过经验得到强化和削弱。这些原始感受与我们以某些方式向世界伸展的内在冲动以及对我们遇到的原型挑战的反应密切相关。它们不具有高阶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行动的意图”)，但它们确实具有内在意向性(“行动中的意图”；参见Panksepp,
2003a,
图1.4和1.8)。感受使我们成为主动的有机体，而不是简单的被动信息处理机器。

许多人可能同意情绪感受是我们最早人类交流的根源。但许多人仍然将它们视为感觉过程的一种变体，而不是运动过程，也就是说，更多是被动的(即发生了什么的感受——可能是三级过程的观点)而非主动的(即天哪，我要让这件事发生！——一级过程的视角)。事实上，情绪感受和意识本身可能与运动-行动过程的关系不亚于与感知-知觉过程的关系(参见[第12章])。我们的知觉心智以及我们祖先的情感心智似乎都锚定在行动坐标中，这些坐标是我们可以轻易在哺乳动物物种中识别的各种本能情绪行动。在情绪感受和意识的分析中，本能行动机制的核心作用传统上被边缘化了。它常被简单地视为神经系统的”输出”，而不是一个复杂的整合过程。正如达尔文所暗示的，情绪表达性行动提供了我们基本情绪本质的连贯图像。我们与世界的最早互动是自发主动的。只需看看任何婴儿、任何儿童、任何年幼的脊椎动物：寻求(SEEKING)位于他们所有抱负的基础。

情感选择与观点

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我们和其他动物要么是各种内在价值的继承者，代表着我们大脑的情感潜能，要么是可以作为机械部件来研究的无感受僵尸。我们选择哪个选项？我们在神经科学中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将创造什么类型的知识，也许还有什么样的文化。

让我们不要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性。意识的所有方面都是作为广泛神经元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动物和人类大脑中出现的。意识没有单一的回路或”中心”，尽管存在关键的汇聚点(Sukhotinsky,
et al.,
2007)。正如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可能是大脑中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与高级和低级大脑功能都有丰富的连接。它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中央车站，对于不同情绪体验的原始整合至关重要。它将触角深入到大脑的低级和高级区域。大脑中的大部分这种”暗能量”不容易用现代脑成像技术可视化(Zhang
& Raichle, 2010)，但通过正确的任务，可以生成非凡的图像(Mobbs et al.,
2009)。

导水管周围灰质及其相关的脑干网络对于构建高级心智至关重要，其中大脑的分布式但专业化的网络模型比高度预定的模块化专业化更现实，正如许多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假设的那样。当我们开始设想无数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以及它们看似无穷无尽的神经化学物质，在多个再入活动循环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作用于自身——并产生目前几乎无法测量的多样化全局场动态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因破译大脑心智(BrainMind)实际如何详细工作这一任务的复杂性而感到谦卑。但如果我们想了解自己，就必须一步一步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理解大脑如何产生原始情绪感受可能是意识研究中最容易解决的——“最简单的”——问题。

意识肯定不是运行中的大脑的单一全局属性。它有着悠久的进化历史，可以追溯到编码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大脑和身体状态的古老系统。从心理学上讲，那些源自各种内在大脑系统神经动力学的”基因的祖先之声”被体验为原始感受或原始情感状态。我们主要关注其他哺乳动物(以及一些鸟类；见Bernroider
and Panksepp,
2011)，主要是因为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同源性非常显著，允许可信的跨物种概括。

无脊椎动物物种的意识问题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因为神经相似性在减少。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即使是小龙虾(基本上是大型昆虫)也对人类滥用的药物和其他哺乳动物物种认为有奖励性的药物表现出条件性场所偏好(Huber
et al., 2011; Nathaniel et al., 2009, 2010; Panksepp & Huber,
2004)。因此，对于”低等”物种中的这些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并看看预测将我们引向何方是最明智的。但神经科学存在一个核心困境。在心智科学中，我们想要理解大规模过程——“整体”——但神经科学最擅长研究小的离散现象，或”整体”的”部分”。由于这种倾向，我们很容易将两者混淆，产生本体论谬误(mereological
fallacies)，即部分-整体混淆(Bennett & Hacker,
2003)。目前神经科学正在提供如此多的部分——如此多的大脑机制——但它们在心智中执行什么功能，即”整体”，更难以破译。

科学家想要理解世界，但他们知道他们的技术更擅长研究自然的部分而不是其复合整体。不同的人对这个困境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一个常见的方法是专注于相当狭窄的问题(出于纯粹的必要性，这是科学家所青睐的)，在这里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但他们往往会忽视树木和森林。大多数人必然会关注勒内·笛卡尔(1596-1650)在其《方法论》中的第三条科学规则：“在寻求真理时以有序的方式思考，从最简单和最容易理解的事物开始，逐渐地、一步一步地达到更复杂的知识，甚至将那些不一定如此的材料当作有序的来处理。”或者，正如爱因斯坦据说所说的，“简化，但不要超过必要的程度”(强调为新增)。这就是我们在试图理解人类情感意识时所采取的道路。

活着的大脑，连同它们的心智——它们网络级神经生物学功能的无形表现——反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目前还知之甚少，存在于大量相互作用的神经回路之间，这些回路在活着的身体中并为其工作，通过创造期望的环境和避免有害的环境来应对世界的挑战。情绪感受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体验性情感表现；它们是心智的主观品质，其某些方面最终可以在其他生物中系统地、详细地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开始从神经科学角度理解我们自己的心智。如果不研究其他动物的相关过程，就无法实现这种理解。正如生物科学中预示医学进步的其他成功案例一样，理解一直由动物研究的发现引导，每一步都是如此。正如查尔斯·达尔文所认识到的，我们获得的知识将对理解人类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对自己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我们还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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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在治疗中

产后

临床前建模

寻求系统在

压力和

治疗

Descarte, R.

《人类的由来》(Darwin)

个体发展

情感神经生理学

情感神经科学模型

压力暴露导致的脑损伤

条件反射效应

核心情感情绪

早期悲伤体验

治疗早期童年病理的有效性

情绪功能

表观遗传塑造

进化层次

经验决定因素

恐惧系统

婴儿对养育的需求

学习经验和

恐慌/悲伤系统的成熟

新皮质

神经模式

父母的理解

初级过程情绪

亲社会结构的

保护性情绪体验

精神分析理论

性

情绪体验的意义

玩耍的意义

社会功能

社会玩耍行为

在子宫内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诊断分类

地西泮(diazepam)

地西泮结合抑制剂

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

弥散张量成像

双氢睾酮(dihydrotestosterone)

情绪生活的维度观

Dissanayake, E.

多巴胺能系统

预期和消费效应

在认知功能中

药物使用和

功能

在学习中

神经通路

神经受体

药物替代

在玩耍系统中

心理意义

奖励预测误差假说

在寻求系统中

自尊和

在情绪系统中的意义

在睡眠中

时间感和

背外侧额叶区

做梦

驱力理论

药物滥用和成瘾

相关的初级过程情绪

动物中的条件性位置偏好/厌恶

神经生理学

神经科学研究

过程

精神兴奋剂使用倾向于

寻求系统在

社会依恋和

二元论

强啡肽

Einstein, Albert

Ekman, P.

艾托拉嗪(eltoprazine)

情绪记忆

早期童年

恐惧学习和

内隐学习和

神经生理学

学习的初级过程控制和

心理意义

再巩固

治疗性重塑

无意识唤醒

情绪系统，一般而言

行动系统和

情感功能和

情感神经科学模型

在动物中

行为神经科学模型

发展

在独特自我的出现中

心理学理论的进化

反馈理论

更高认知处理

个体差异

作为习得反应

神经生理学

神经心理学观点

解读理论

另见 情感功能；情绪记忆

内表型

内啡肽

嫉妒

脑心的表观遗传塑造

癫痫

情景记忆

Epstein, M.

雌激素

动物行为学

进化

抑郁症的适应功能

情感功能

祖先记忆

基本情感系统

脑心结构

照料系统

意识

核心-自我发展

情绪系统

外适应(exaptation)

恐惧性

神经发育

恐慌/悲伤系统

玩耍行为

痛苦发声的作用

自我意识

感觉系统

性满足

睡眠和觉醒结构

核心情感的生存功能

外显记忆

《人类与动物的情绪表达》(Darwin)

条件反射的消退

眼动脱敏与再加工

Eysenck, H.

面部表情

家庭功能

顶核

恐惧

情感神经科学研究

条件反射

进化作用

体验

无畏

性别差异

天生能力

学习

神经化学

疼痛和

寻求感觉行为

主动暴露于恐惧情境

另见 恐惧系统

恐惧系统

适应功能

经典条件反射

认知神经科学模型

情境性条件反射

电刺激研究

在情绪学习和记忆中

情绪记忆在

恐惧条件反射和

功能

悲伤系统和

天生的神经能力

内在本质

学习和

在儿童中的表现

误解

神经化学研究

神经生理学

无对象的恐惧在

过度激活

疼痛和

恐慌/悲伤系统和

病理

基于药物治疗

精神分析理论和

愤怒系统和

研究需求

寻求系统和

焦虑的来源在

治疗意义

无条件反应在

另见 初级过程情绪；七个基本情感系统

情感反馈理论

Feld4蛋白家族

战斗/逃跑/僵住

闪光灯记忆

Fleming, A.

足部电击

宽恕

自由意志

Freud, S.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Gall, F. J.

γ-氨基丁酸

Gedo, J.

性别差异

攻击行为

愤怒反应

造成社会伤害的能力

研究中的概念问题

恐惧性

杀婴行为

PANIC/GRIEF系统的成熟

嫉妒的神经生理学

养育后代

催产素效应

游戏行为

初级过程情绪

SEEKING系统激活

性发育

性神经生理学

社会支配行为

遗传学

谷氨酸

在FEAR系统中

在GRIEF系统中

在记忆过程中

在RAGE系统中

受体

在SEEKING系统中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randin, Temple

Gray, J.

Greenberg, L.

悲伤。另见 PANIC/GRIEF系统

Griffin, D.

内疚

习惯化

Harlow, H.

仇恨

听觉

Heath, R.

Hebb, D. O.

Hess, W.

海马体

皮质醇损伤

过度暴露于皮质醇的影响

在恐惧条件反射中

情绪系统的功能解剖

功能

记忆功能

神经可塑性

压力反应

θ节律

Hippocrates

Holt, R.

稳态情感

LUST作为情绪情感与

RAGE系统唤醒

稳态情感中的SEEKING系统敏化

同性恋

蜜蜂

Hubel, D.

Hume, David

体液理论

HUNGER(饥饿)

鬣狗

Hyman, S.

下丘脑

在CARE系统中

在皮质醇调节中

在FEAR系统中

情绪系统的功能解剖

在LUST系统中

在RAGE系统中

感觉处理功能

个性化自我

成像技术

丙咪嗪

内隐记忆

冲动控制障碍

杀婴

下丘

岛叶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情绪强度

内感受

中间核

精神分析释义

智商

Izard, C.

Jacob, F.

James, W.

James-Lange模型

Janov, A.

嫉妒

Kandel, E.

Kant, Immanuel

Kendrick, K.

Klein, D.

Kluver-Bucy综合征

Knutson, B.

Lange, C. 另见 James-Lange模型

语言

习得过程

情感意识与

情绪功能的行为神经科学观点

研究情绪的能力

情感描述

动物的情绪相关发声

意识进化与

语言的治愈力量

局限性

意义与

作为情感体验的必要条件

言语游戏

外侧膝状体核

外侧下丘脑

笑声

学习

情感神经科学模型

SEEKING系统中的食欲性学习

作为自动过程

行为主义理论

临床医生对学习的误解

条件反射

情境恐惧条件反射

情绪记忆与

情绪作为习得反应

恐惧性

游戏的功能

作为习得行为的母性奉献

在新皮层中

神经生理学

阿片假说

初级过程对情绪记忆的控制与

程序性学习

重复行为与

学习中的奖励和惩罚

奖励预测误差

奖励/强化理论

SEEKING系统与

工作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

LeDoux, J.

Lichter, A.

边缘系统

Loeb, J.

London, Jack

长时程增强

弓背姿势

Lorenz, K.

爱

Ludwig, C.

LUST系统

CARE系统与

作为情绪-情感过程

作为物种保存的进化冲动

女性回路

功能

神经进化

催产素在其中的作用

心理意义

研究问题

SEEKING系统与

另见 初级过程情绪；七种基本情感系统；性与性行为

MacLean, P.

Malan, D.

Maren, S.

Marvell, Andrew

Mayberg, H.

McHugh, P.

Meaney, M.

意义性

内侧前脑束

动物自我刺激

连接性

在多巴胺能系统中

功能

一般行为功能

在SEEKING系统中

内侧膝状体核

褪黑素

记忆

情感成分

祖先记忆

作为自动过程

压力暴露造成的脑损伤

陈述性记忆

情绪学习与

眼动疗法

在自我意识生成中

心理健康与

关于记忆的误解

情绪体验期间的新皮层激活与

神经生理学

程序性学习

保持

SEEKING系统与

社会记忆

治疗目标

时间感与

记忆类型

情绪的无意识唤醒

工作记忆

另见 情绪记忆

中脑运动区

Miller, Anesa

Milner, P.

镜像神经元

一元论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运动功能

音乐

纳洛酮

纳曲酮

自恋

新皮层

去皮层研究

过度刺激中的妄想思维

发展

情绪系统的进化

发展的经验决定因素

在恐惧学习中

功能

在自我意识的生成中

大脑半球分工

在学习和记忆中

PLAY系统对新皮层的重塑

RAGE系统调节

在SEEKING系统中

工作记忆的基质

嵌套层次

神经经济学

神经肽。另见具体肽类

神经生理学

情感意识的

情感功能的

CARE系统

妊娠期的变化

认知系统与情绪系统

核心-自我解剖

抑郁症的

婴儿期养育的发展效应

早期研究

持续释放皮质醇的影响

情绪系统的

网络的表观遗传塑造

进化层次

情感意识的进化

实验性神经化学操作

FEAR系统

情绪强度

雄性间攻击

学习的

母性行为的

记忆过程的

母婴结合窗口期

依恋失败的结果

PANIC/GRIEF系统

阿片类药物注射的位置偏好

PLAY系统

RAGE系统

自我相关信息处理

感觉情感的

感觉处理的

性与性行为

社会丧失的

社会记忆的

压力反应

皮层下网络发展

情感研究的三角测量方法

工作记忆的

另见具体脑结构或系统

神经精神分析

神经科学，一般而言

认知神经科学

概念和技术演变

当前对情感功能的理解

另见 情感神经科学；成像技术

神经递质和受体

一氧化氮合酶

NMDA

去甲肾上腺素

伏隔核

尾侧脑桥网状核

Numan, M.

Olds, J.

阿片类药物

成瘾

愉悦效应

RAGE系统调节

动物皮层下研究

内源性阿片类物质

自闭症与

在CARE系统中

在抑郁症病因学中

通过刺激治疗抑郁症

外源性刺激和抑制

功能

在GRIEF系统中

在学习过程中

催产素与

在PLAY系统中

受体

SEEKING系统唤醒

触觉与

在社会功能中

治疗潜力

对立过程

眶额皮层

食欲素

O’Shea, K.

催产素

动物研究

自闭症与

在CARE系统中

当前研究

对PLAY系统的影响

内源性阿片类物质系统与

进化

功能

缝隙连接同步化

性别差异

GRIEF系统调节

在LUST系统中

音乐效应

外周效应

在妊娠期

主要效应

RAGE系统抑制

受体密度

在社会功能中

治疗潜力

疼痛、恐惧与

惊恐发作


PANIC/GRIEF系统

动物研究

在边缘型人格障碍中

概念基础

在抑郁症中

发展目标

药物使用与

早期暴露

进化

FEAR系统与

功能

与其他初级过程系统的相互作用

表现形式

成熟

神经生理学

病理学

精神分析理论与

心理意义

SEEKING系统与

触摸的安抚作用

焦虑来源

治疗考虑

另见 初级过程情绪；七大基本情感系统

Panksepp, J.

副交感神经系统

室旁核

在CARE系统中

在皮质醇调节中

应激反应

Pasternak, Boris

Paulsen, S.

Peciña, S.

儿童心理治疗

导水管周围灰质

情感处理功能

在核心自我神经解剖学中

在FEAR系统中

情绪系统的功能解剖

在PANIC/GRIEF系统中

在RAGE系统中

在情绪系统中的意义

人格障碍

药物治疗

抗抑郁药物的作用

攻击行为治疗

焦虑治疗策略

抑郁症治疗

恐惧研究

针对FEAR系统相关障碍

一般性去抑制效应

FEAR系统的意义

操纵GRIEF系统

神经化学

催产素的潜在用途

长期使用精神兴奋剂

情感神经科学研究的前景

心理治疗与

RAGE系统抑制剂

RAGE系统研究的理论依据

在情绪记忆重塑中

基于血清素的

另见特定药物；特定类型药物

实践智慧

鸽子

垂体

安慰剂效应

柏拉图

游戏行为

攻击行为与

相关发声

临床益处

好奇心与

定义特征

学习

对冲动的调节因素

捕食练习

粗暴打闹形式

SEEKING系统与

性行为与

作为社交活动

产生的社会支配关系

邀请信号

另见 PLAY系统


PLAY系统

动物间的共同特征

情境决定因素

发展意义

幼年动物的发展

做梦与

社会隔离的影响

负面情绪的出现

享受

在新皮层的表观遗传重塑中

进化起源

功能

多动症与

冲动控制障碍与

与其他初级过程系统的相互作用

误解

神经生理学

心理意义

SEEKING系统与

治疗考虑

图雷特综合征与

言语的

另见 游戏行为；七大基本情感系统

Plutarch

Plutchick, R.

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量表

实证主义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后现代主义

创伤后应激障碍

增强

祈祷

捕食性攻击

妊娠

视前区

Press, O.

原始疗法

初级过程情绪

大脑的行动网络与

适应性功能

作为无意识的

评估

研究障碍

核心自我的基础

循环因果关系

当前理解

定义

在抑郁症中

在双面一元论模型中

体验

功能

性别心智

高级心智互动

语言与

LUST作为

神经振荡

情绪系统的神经进化

神经生理学

作为前语言的

心理意义

情绪系统的结构

皮层下基础

在治疗关系中

治疗意义

动物研究的价值

另见 七大基本情感系统

灵长类梳理行为

过程体验疗法

孕酮

催乳素

普萘洛尔

原始自我

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病理学

情感神经科学模型

诊断概念化

依恋失败导致的

FEAR系统的

GRIEF系统的

情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代际传递

LUST系统的

临床前建模

情感神经科学方法的前景

RAGE系统的

SEEKING系统的

动物研究的价值

另见 心理治疗；特定诊断

精神病

心身疾病

精神兴奋剂使用

心理治疗

情感平衡疗法

情感调节作为目标

儿童治疗

处理童年早期经历的有效性

对情绪过程的新兴兴趣

整合情感神经科学发现

动物研究的局限性

GRIEF系统考虑

PLAY系统考虑

情感神经科学方法的前景

精神药物治疗与

情绪记忆的再巩固

FEAR系统的意义

初级过程情绪的意义

对RAGE系统的理解

积极社会情绪的价值

情绪记忆的工作


RAGE系统

情感体验

动物研究

唤醒

脑成像研究

临床概念化

FEAR系统与


功能

性别差异

抑制剂

神经进化

神经生理学

对象

研究障碍

相关病理

生理效应

捕食性攻击行为与

情感神经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调节

SEEKING系统与

假怒与

社会支配行为与

三级过程表现

治疗考虑

战争与

另见 初级过程情绪；七种基本情感系统

Raimondi, Marantonio

大鼠和小鼠研究

厌恶性条件反射

情绪相关的发声

杀婴行为

先天恐惧

LUST系统研究

母性行为

神经解剖学

游戏行为

捕食性攻击

SEEKING行为

分离痛苦

性发育

情绪的读出理论

神经递质受体

抗抑郁药物的作用

激动剂

拮抗剂

阻断剂

化学操纵

婴儿期养育的发育效应

在记忆过程中

阿片受体

催产素受体

性激素

强化

宗教与灵性

快速眼动睡眠

重复行为

网状结构

复仇

奖励预测误差

奖励/惩罚

动物自我刺激研究

愉悦的预期

行为主义理论

心理学理论的概念演变

动物的条件性位置偏好/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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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必须记住，情绪区域的皮层下神经元的放电速度通常比丘脑和新皮层的高级感知区域慢得多。在许多系统中，神经放电的聚集模式比其更高的模式化速率更重要。通常，某些情感-内脏神经化学物质（如神经肽）的力量和持续作用在情绪感受和反应的模式中比神经放电速率的升高更重要，而PET和fMRI等技术监测的是由此产生的血流增加。因此，这些技术对低级情感脑功能的敏感度不如对高级认知功能的敏感度，这在使用这些技术研究情绪时产生了不良偏差：它们对情绪的伴随认知-思维相关性比对情感基质更敏感。

[2]当前的脑成像时代，尽管基于更准确的脑活动测量（血流和代谢变化），仍然产生的脑功能图像并不能准确反映产生心理事件的潜在脑活动。它们只是让我们更准确地估计哪些脑区可能最重要，需要研究以了解心智-大脑的组织方式。正如大多数从业者所知，这种新的”颅相学”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试图将脑活动转化为心理过程时存在麻烦的缺陷。

[1]目前人们对那些对预测奖励的刺激特别感兴趣和互动的动物越来越关注，即那些”信号追踪者”和那些似乎对即将到来的食物最感兴趣的”目标追踪者”。前者在对预期刺激的反应中表现出比奖励本身更多的脑多巴胺唤起，而后者对预测性刺激和目标刺激都表现出更适度的唤起。这似乎反映了潜在SEEKING系统的气质特征。信号追踪者比目标追踪者更容易对可卡因等药物成瘾（Flagel等人，2011）。

[2]“燃素”(Phlogiston)是早期物理学家给一种假想的（理论上假设的）物质起的名字，可燃材料含有这种物质使它们能够燃烧。当它们燃烧成灰烬后，这些物质被认为是”去燃素化”的。当然，这被证明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实体的名称；它被用来产生一种理解的感觉，在有任何真正理解之前。

[1]对抗过程(opponent
process)是一种倾向于直接抑制在它之前并触发它的过程的效果。例如，某些成瘾药物的积极情感在大脑内部被负面情感感受的积累所抵消，这导致戒断的痛苦。

[1]苯二氮卓类药物也称为小镇静剂或抗焦虑药，最早的包括氯氮卓和地西泮（品牌名称为利眠宁和安定）。现在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小镇静剂，其中一些也作为安眠药或肌肉松弛剂出售。

[1]http://www.emory.edu/INTELNET/fi.hasid.html

[1]例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下丘脑的恐惧系统进行极低水平的电刺激可以促使动物僵住，而增加电流则可以引发逃跑行为（Panksepp,
Sacks et al.,
1991）。如此截然不同的恐惧反应怎么可能共享一个共同的神经基础？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理论方法是假设，在较高电流水平下，我们的局部脑刺激正在扩散到寻求系统，这使动物从静止的僵住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逃跑的显著步伐，因为它们在”寻求安全”——显然这对动物来说应该是一种更愉快的状态。它应该充满希望！这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理论可能性，即恐惧的惊恐如何可能爆发为乐观的渴望，有时几乎是逃跑的嬉戏性。不幸的是，这一想法仍有待严格的神经科学评估，因此不应将其视为结论，而只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工作假设。

[1]本章和下一章完全由Jaak
Panksepp撰写，旨在分享一个愿景（以及一些个人回忆），关于哺乳动物情绪的知识如何能够帮助推进生物精神病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发展可能颇具争议的新心理治疗方法。

[2]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哺乳动物无条件恐惧系统细节的大量精彩工作已经从巴西的几个实验室中出现，最突出的是与Frederico
Graeff（例如，Del-Ben & Graeff, 2009）和Marcus Brandão（Brandão et
al., 2005）合作的研究人员。

[1]计算机革命推动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深层生物性的心智可以在硅平台上进行计算——这一愿景在新的认知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并且似乎在学术界的许多其他角落仍然活跃（参见Panksepp,
2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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